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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导言摘录

I.

康德哲学至今依然受到高度关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大学学术必修课程的范围。每年有八百多部著作与论文对这一构架精微至极的理论的个别论点或主题领域展开分析。早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21787年）出版后的最初十年里，支持与反对康德先验唯心论的论著就涌现了约300部——而这是迄今乃至其后所写出的最为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或许黑格尔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除外）。当时，康德崭新的理性理论不仅如惊雷般震撼了德国各大学的经院哲学，它还赋予了有教养阶层（其中亦包括若干国家公职官员）对时代变革的期待一种崭新的、近乎具有确证必然性（apodiktisch）的哲学语言。启蒙派经验论者与翻译家克里斯蒂安·加尔韦应《哥廷根学者通报》（Göttinger Gelehrten Anzeigen）的要求撰写了一篇书评（1782年1月19日），尽管他曾有所顾虑地表示自己并未完全读懂该书。而哥廷根的哲学教授费德尔则着手修改了该文本，加剧了那种排拒性的误解（参见第260页以下）。

在《实践理性批判》问世一年之后，在绝对君主制典范之国法国爆发了革命。此时，紧跟时代潮流的同代人将康德关于道德实践理性的构想视作事先写就的《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 L’Homme）的内在逻辑。“人并非因特权而自由，而是因公民权利而自由，这种权利属于每一个人”，西耶斯如是提出其核心口号（《什么是第三等级？》[1789]，柏林，2010年，第116页）。年轻一代的德国知识分子远未去发动一场革命，甚至连去设想这种意愿都谈不上（以福斯特为核心的美因茨雅各宾派除外），他们转向了康德的学说，以此曲折地在精神上参与世界历史进程。在先验论与既定经验、纯直观与知觉世界、我们内心的道德命令与我们外在存在的物质利益奴役之间，他们将这个新的哲学迷宫纳入自己的期待、理解，并很快纳入自己思辨重构的体系脉络之中。紧随这位开拓者之后的年轻一代，甚至在康德生前就已经将他视为一个从未真正透彻理解自己著作的“老人家”。

实际上，康德并未宣告某种革命性学说，而是提出了一种精妙严密的重构：将形而上学转变为一种逻辑学，即一种关于我们知性潜在（in potentia）终极结构的逻辑学；只要我们试图对来自外部的事物做出合乎事理且具有证明力的判断，这些结构便始终会被现实化。康德哲学蕴含着我们观念性内在存有与变动不居的外在生存之间最为激动人心的关系；这几乎带有他东普鲁士宗教教育中的虔敬主义特征——尽管由于中学时期日复一日的苛刻管束，这种宗教教育早已令他感到疏离。康德曾在一封信中坦言，热恋于形而上学是他一生的抉择。对于他在柏林最喜爱的学生马库斯·赫兹（M. Herz），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抉择：“就我始终铭记于心的主要目标而言，我的学术生涯将不会虚度，这个目标即：传播建立在原则之上的良好信念（Gesinnungen）。”（1778年4月初；X, 214）为信念建立一套先验逻辑！将纷繁交织的逻辑探究的冷峻严谨，与对道德上纯正信念的坚守结合在一起，这激发了同行者中的青年一代，也让那些拥有“扩展的信念”的年长者感到备受鼓舞——康德用这个词指代那些摒弃顺从懦弱、投身独立思考的人。远方也传来了强烈的共鸣。雅各宾派救国委员会一位处长的兄弟路德维希·特雷曼（Ludwig Theremin）曾在巴黎倡议开设关于康德哲学的讲座，他致信康德称，“公民西耶斯”是此举的推动者，“如果您愿意与他开展学术通信——这正是他极为期盼的——您将会看到，他和他们国家的许多人在多大程度上对您的思想抱有共鸣。”（1796年2月6日；XII, 58）而在1794年的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黑森-卡塞尔曾提出（未获通过的）提案，要求全面禁止康德的学说，正如巴伐利亚后来确实所做的那样。

总体而言，在18世纪德国社会的物质基础与康德的理论创造——其穿越时代历久弥新的哲学思维方式革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18世纪初的普鲁士是一个农业国，1740年前后人口约为 
212
 百万（在七年战争后并入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至1786年约为 
512
 百万）。城市手工业主要仅能满足本地需求。交通出行十分艰难，因此与远方志同道合者的精神联系便拥有了在心灵中相连的思维之美与骄傲，当时的诸多丰富通信为我们保留了这一见证。此外还有第二点。普鲁士经济通过经济与商业立法、生活必需品限价、将国有领地租让给受严格监管的私人，构成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三分之一的耕地属于国有），因为私营经济自身无法满足国家的需求。普鲁士奉行一种极为鲜明的重商主义，即按德·蒙克莱田1615年著作中所表达的直接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这尤其源于普鲁士的国家军事需求——它致力于在法国、俄国与奥地利之间崛起为一个欧洲大国。这不仅关联着康德对国内向军队倾斜的税负分配的抱怨，而且也助长了一种独立、理性建构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疏离感。这种思维方式固然也关注公共共同体，但却是在道德与法权的纯粹理性尺度下加以审视，而非直接服务于实利性目的。这是在社会学层面考量将“纯粹”基本原理前提与经验应用相分离的一个重要条件。它构成了德国启蒙思想家特有的沉潜劳作与坚定执着相结合的前提，而这些思想家几乎全都不像法国思想家那样出身贵族。这使得注意力聚焦于观念性主题之上，这些主题超越于日常要求，仿佛独自统治着自己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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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生平·时代·思想历程

1 康德的生平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于1724年4月22日生于柯尼斯堡（Königsberg），并于1804年2月12日在此逝世。他终生未曾离开柯尼斯堡，唯一的例外是他担任家庭教师（1747–1754年）的数年：他先是在立陶宛地区的一个牧师公馆度过，随后在但泽（Danzig）辖区的一位骑士庄园主家中任教，最后或许还在提尔西特（Tilsit）附近的凯泽林伯爵（Graf Keyserling）家中任教。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康德结识了农民阶层的处境；在他任教的第一处地方，接触的是由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安置并保留着自由农权利的瑞士农民。年轻的康德硕士曾两次为该村农民的孩子担任教父。随后，在第二处家庭教师任上，他见识到了世袭依附农（erbuntertänige Bauern）的悲惨处境。他始终坚决反对农奴制（Leibeigenschaft）（VI, 330, 349）。根据东普鲁士后来的自由派省督T. 冯·舍恩（T. v. Schön）的见证，康德在谈到世袭依附农奴制时——想必是回忆起了他的家庭教师岁月——曾说：每当他想到这一点，他的五脏六腑都在体内翻腾。

柯尼斯堡

柯尼斯堡是普鲁士的第二大城市，在18世纪下半叶拥有约5.5万居民、6000栋房屋，这还不包括驻扎于此的三个步兵团的大约7000名军人。柯尼斯堡直到1724年（即康德出生的那一年）才由三个城镇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城市：包括条顿骑士团在1255年后不久建立的老城（Altstadt）、新城勒伯尼希特（Löbenicht），以及第三个位于普雷格尔河（Pregel）两条支流之间的岛上的克奈普霍夫（Kneiphof）。这座“首府与王城柯尼斯堡”在1525至1618年间曾是新教公爵的宫邸所在地（城堡由条顿骑士团建于1255年起，后为条顿骑士团大团长驻地），1701年1月腓特烈一世在此建立了普鲁士王国。在建于1592年的城堡教堂中举行过历代普鲁士国王的加冕礼（最后一次是1861年威廉一世）。柯尼斯堡作为贸易都市，作为

普鲁士国家诸多“高级邦署委员会”（hohe Landeskollegien）的所在地，以其严格的等级划分、贵族阶层、见多识广的远洋商人、船东、酿造业主、大资产阶级官员（大多居住在克奈普霍夫城区），以及组织形态仍完全带有中世纪色彩的小手工业行会，展现了一幅德国社会生活的生动图景。除拥有巨大的莫斯科大厅（Moskowitersaal，长83米、宽18米）、行政办公区和国家档案馆的城堡、城堡教堂（1592年）以及大教堂（1333年始建的哥特式建筑）之外，该市还拥有多座皇家宫邸、一座皇家动物园、自1626年起建于普雷格尔河两岸并带有众多外堡与要塞的防御城垣，以及在规划整齐的街道上（特别是勒伯尼希特长街和克奈普霍夫长街）的大量华丽市民住宅。凭借其商贸活动，柯尼斯堡经济宽裕且面向世界。它曾属于汉萨同盟，勒伯尼希特早于1300年、克奈普霍夫于1327年便被授予城市自治权。在政治和精神文化方面，英国的影响超过了法国。

精神生活

18世纪柯尼斯堡的独特性，想必在于三个不同圈子的并存：享有明显特权的军人阶层，划分为大资产阶级与手工业行会两个分离领域的自由市民阶层，以及思想开明、具有启蒙精神的高级官员、学者、出版家与路德宗神学家。不同圈子在狭小空间内的并存，促成了对其各自独立性的高度自觉，进而形成了柯尼斯堡有教养市民的独立社团文化；对故乡城市的深厚依恋承载着世界主义的思考。柯尼斯堡知识分子中的理想共和主义，在世纪末被法国大革命这一划时代事件再度激发并同时沉淀澄明，深深植根于柯尼斯堡所赋予的城市文化智识底蕴之中。康德的朋友、牧师及后来的新教大主教博罗夫斯基（Borowski）曾对政府参事兼柯尼斯堡市长T. G. 冯·希佩尔（T. G. v. Hippel，一位热心的共济会员）说，他相信在19世纪将不再会有国王存在。此外，

柯尼斯堡与波罗的海诸邦、波兰和俄罗斯各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地区的青年也构成了柯尼斯堡大学生的很大一部分。自世纪中叶起，柯尼斯堡迎来了精神文化的蓬勃兴起。40年代建立了一个共济会分会，50年代柯尼斯堡拥有了一座话剧院（在此之前仅允许流动剧团演出）。该市早在17世纪上半叶就已发行报纸，自1752年（至1850年）起发行《皇家特许普鲁士国家、战争与和平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preußische Staats-, Kriegs- und Friedenszeitung），此外自1764年起有坎特的《柯尼斯堡学者与政治报》（Königsberger Gelehrte und politische Zeitungen）以及《柯尼斯堡询问与通告消息》（Königsberger Frage- und Anzeigungsnachrichten）——康德于1768年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他那篇篇幅虽短却至关重要的论空间论文。优秀的出版社与书商（尼科洛维乌斯、哈特克诺赫、坎特）使该市与当下的时代思潮紧密相连。1799年哈特克诺赫（Hartknoch）迁往莱比锡，莱比锡出版商莫德斯（Modes）于1832年收购了尼科洛维乌斯（Nicolovius）出版社的存书，其中包括1798年版《系科之争》（Streit der Fakultäten）的1100册未售出存书。因此，康德著作的最早两部全集——哈滕斯坦版（Hartenstein, 1838/39）和罗森克兰茨/舒伯特版（Rosenkranz/Schubert, 1838/42）——均在莱比锡出版。柯尼斯堡首次被俄军占领的时期（1758年1月–1762年8月）为原本固化的等级社会氛围带来了新的精神自由和开阔的视野。据说康德曾向俄军军官教授数学（作为编外讲师，他自1755/56年起也在大学开设数学讲座）；正如据说他在学生时代曾凭借精湛的台球技术同普鲁士军官切磋以补贴生计一样。

在康德生活的世纪中，哈曼（Hamann）、赫尔德（Herder）、冯·希佩尔，希佩尔的友人E. T. A. 霍夫曼（E. T. A. Hoffmann），以斯密和休谟为导向的经济学家兼哲学家C. J. 克劳斯（C. J. Kraus），出生于柯尼斯堡的后来浪漫派戏剧家Z. 维尔纳（Z. Werner），作曲家兼音乐学家赖夏特（Reichardt）等人曾长期或数年居住在柯尼斯堡。凯泽林伯爵夫人的沙龙汇聚了思想开明、倾向启蒙的贵族、官员、军官、商人和学者。政治构成了社会兴趣和交谈的重要议题。在柯尼斯堡活跃着数位重要的高级官员，如省督冯·舍恩（曾听过康德的讲座）、冯·奥厄斯瓦尔德（v. Auerswald）、冯·希佩尔、法院院长莫根贝瑟（Morgenbesser）。柯尼斯堡富有成效的独特性在于三种对立精神思潮的汇聚，它们在持续的争论中开始相互调和与沟通：虔敬主义（Pietismus）、新教正统派（protestanti-

sche Orthodoxie）以及启蒙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 der Aufklärung）。康德通过其恩师与提携者F. A. 舒尔茨（F. A. Schultz, 1692–1762，腓特烈预科学堂校长兼大学神学教授），很早就结识了虔敬主义与沃尔夫主义的结合。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兴趣的哲学教授M. 克努岑（M. Knutzen, 1713–1751，康德最重要的大学导师）也将虔敬主义思想与德国学院形而上学的早期启蒙哲学结合在一起。谈及神学家舒尔茨，政府参事兼市长T. G. 冯·希佩尔（1741–1796）在其自传（1801）中写道：舒尔茨“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神学，因为他将如此多的哲学引入其中，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相信，基督及其使徒全都在哈勒师从沃尔夫学习过。”希佩尔是康德的友人，也是广为流传的幽默小说《升序人生轨迹》（Lebensläufe in aufsteigender Linie, 1778–1781）的作者，该书展现了柯尼斯堡的启蒙思想以及库尔兰（Kurland）的风土人情。书中也对康德进行了文学性的肖像刻画。希佩尔撰写了关于妇女解放的重要著作：《论婚姻》（Über die Ehe, 1774，生前出过四版）以及《论改善妇女的公民地位》（Über die 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 der Weiber, 1792）。这三种截然不同的思潮之间的分歧及其在柯尼斯堡城市文化狭小空间内的调和趋势，无疑很早就塑造了康德对该时代精神对立的敏锐洞察，以及他寻求超越不同思潮之综合的努力。启蒙运动关于普遍人类理性（allgemeine Menschenvernunft）的总括性理念正是在这里获得了切近现实的出发点，这一理念同样指引着康德的哲学，也是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彻底谬误的原因所在。

康德自1766年至至少1774年居住在极具开拓精神的书商坎特（Kanter）家中。坎特拥有勒伯尼希特的原市政厅，康德居住在三楼的一侧，并且按照当时的标准，也在那里开设讲座。康德可以借阅热衷旅行的坎特从各大书展带回的书市所有新出版物，后来尼科洛维乌斯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在坎特热情好客的宅邸以及客流络绎不绝、宛如咖啡馆般热闹的店铺里，康德结识了许多本地及外来的访客。自1768年起，J. G. 贝克尔（J. G. Becker）绘制的康德肖像画就悬挂在店中，与门德尔松、拉姆勒（Ramler）、希佩尔等人的画像并列（年轻的赫尔德曾一度

在坎特的店里担任店员）。1784年，康德用自己的积蓄——市长冯·希佩尔为这位不通庶务的学者出面居间协调——在城堡附近购置了一栋带有八间房间的漂亮独立住宅，一楼作为阶梯教室。

常被提及的康德餐桌聚会（Tischgesellschaft），以及康德在人类学讲座中阐述的将文雅社交（kultivierte Geselligkeit）视为精神交流的鲜明概念，构成了柯尼斯堡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建立起联系，是他的人生观乃至其哲学的性格特征，在康德看来这构成了高尚品味的基本要素。谈及践行的人道（gelebte Humanität），他称其为“在交往中将生活享受与德性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VII, 277）。据说康德在餐桌交谈中并不喜欢谈论纯粹的专业课题，而是以广博的学识、欢愉的专注、丰富的故事和趣闻轶事来引导谈话。物理之善与道德之善的结合带来了合乎教养的幸福之享受，他在其《人类学》（1798）中这样写道；这部著作如同他的逻辑学讲座一样，最充分地展现了融入德国城市启蒙思想的精神与生活姿态中的康德。这些理念也塑造了康德将友谊视为相互尊重关系的观念。公民的平等权利、职业上的恪尽职守以及通过家庭友人圈子对社交的私下营造，构成了新教-启蒙主义对人作为“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特性的理解的核心要点。康德的友人圈子早在他担任硕士时期就已形成，其中首推英国商人格林（Green），此外还有银行行长鲁夫曼（Ruffmann）、商人瑟比（Motherby）和雅各比（Jacobi）。1772年之后，博学的帝国伯爵冯·凯泽林及其妻子夏洛特·阿玛莉（Charlotte Amalie，她作为画家曾为30岁时的康德绘制过一幅肖像）的宫邸成为了柯尼斯堡的精神中心之一。康德若赴宴，便会获得伯爵夫人身旁的荣誉席位。康德的友人圈由商人、法学家、医生、神学家以及几位大学同事组成。人品与精神个性，而非社会地位，构成了这一备受珍视的私人交往领域的前提。未婚的康德内心深处有着对明智社交的强烈需求；他的交谈乐于涉及当代历史，趣闻轶事或评述往往带有一种冷峻的幽默感。自80年代末起，康德轮流邀请由密友和泛交组成的更大圈子中的三四位

成员参加他长达数小时的午餐聚会；这是一场轻松的观念与消息交流，远离任何组织形式甚至行动主义。这一饶有趣味、堪称私人公共领域的启蒙空间，构成了专制统治以及对自由主义宪政运动颁布禁令之下德国市民的避风港与自由天地。《道德形而上学》（1797）道出了市民社交文化内涵的精神广度与人际亲和力：“在相互交往中发挥各自的道德圆满性（officium commercii, sociabilitas），不孤芳自赏（separatistam agere），这既是对自己的义务，也是对他人的义务；尽管要将自己的诸原则确立为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但仍要将自己划出的这个圈子视为构成世界主义情怀的包罗万象的圈子的一部分；这并非直接为了促进作为目的的世界至善，而只是为了培养其中的相互惬意，这种惬意间接地导致和睦、相互的爱与敬重（和蔼可亲与庄重得体，humanitas aesthetica et decorum），从而使德性与优雅相伴；实现这一点本身就是德性义务”（VI,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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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柯尼斯堡大学由阿尔布雷希特一世公爵（Herzog Albrecht I.）于1544年仿照维滕贝格大学模式作为一所“纯正的路德宗大学”建立（故称“阿尔贝蒂娜大学”，Albertina）。在哲学系中（根据1735年的授课章程），它设有九个讲席：1. 希腊语与 2. 希伯来语，3. 数学，4. 修辞学，


	诗学（这两门涵盖拉丁语言文学及通史），6. 逻辑学（含形而上学，康德自1770年起任此教席），7. 道德哲学与自然法，8. 文学史（作为广义通识教育的预备课程），9. 物理学（即普通自然知识）。讲座课程（包括公开讲座 publice，以及向听众收取听课费的私人讲座 privatim）仍保持着依循指定教科书的学院式特点。18世纪普鲁士大学的设施配置相当贫乏。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对大学学者表现出极大的轻视，将他们视为学究或神学伪君子（参见国王于1779年致大臣冯·采德利茨的信函，以及1780年的论文《论德国文学》[Üb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军费开支压缩了国民教育和大学的经费（600万人口中军队达20万人）。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年、1744–1745年，以及作为第三次的1756–1763年七年战争）和第一次瓜分波兰（1772年）将普鲁士提升为欧洲大国。康德曾抱怨道，国家除了打仗对什么都不肯出钱；尽管康德（如同莱辛一样）完全承认腓特烈二世除军队之外最关注的经济与法律改革，但他并未对罗斯巴赫（Rossbach）和洛伊滕（Leuthen）的胜利者产生盲目的爱国狂热。在普鲁士教育体系与大学事业方面立下卓越功勋的是K. A. 男爵冯·采德利茨（K. A. Freiherr v. Zedlitz, 1731–1793），他自1770年（至1789年）任国务兼司法大臣，更在1771至1788年间担任教会与教育事务主管及普鲁士各大学的总督学（Obercurator）。他的教育方案（1776年在他进入柏林科学院就职时发表）旨在每个城市建立国民学校与市民学校（教授历史、地理、自然知识、德语及工商业生活入门），女孩亦可入学；并在每个行政区设立完全中学。采德利茨主要组织了教师培训，于1787年创立了作为所有教育形式统一领导机构的“高级学校委员会”（Oberschulcollegium），以确保在内阁更迭时的政策连续性。他根据18世纪关于人类教育的指导思想，推动了在大学中开设教育学讲座，由各教授轮流讲授。康德于1776年依据巴泽多（Basedow）的《方法书》（Methodenbuch, 1770）讲授教育学，并在80年代三次依据柯尼斯堡神学家与博学家F. S. 博克（F. S. Bock）的《教育艺术教科书》（Lehrbuch der Erziehungskunst, 1780）讲授。



采德利茨曾在普鲁士最重要的大学哈勒大学求学，他高度评价康德哲学，向康德索要讲座听课笔记，在柏林聆听了M. 赫兹关于康德哲学的讲授，并希望康德提出关于提高专业必修课程（“Brodts-Collegien”）哲学水平的建议（X, 219）。康德将自己的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题献给了他。这位大臣以既审慎又坚决的态度领导大学，造福学界。在柯尼斯堡大学，他劝退了两位不称职的克鲁修斯派（Crusianer）学者另选教学科目，训诫了使用陈旧教科书的做法，并建议在特定课时进行答疑辅导（Repetitorien），正如康德此前主动推行过的那样。面对采德利茨提出的调任哈勒大学的尊荣且待遇优厚的邀请（采德利茨致康德信，1778年2月28日、3月28日；哈勒年薪800塔勒，相较于柯尼斯堡的236塔勒，并享有宫廷顾问头衔），康德予以谢绝。大臣在康德首次谢绝后的第二封信中，以一位志同道合者、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的身份恳切请求康德前往哈勒这一中心重镇，与杰出学者共事，面向更广泛的学子群体施展才华：“我本希望在您的领域中拥有您这样学识和才赋的人不要如此稀缺，这样我就不必如此催逼您了。但我更希望您不要误解自己的职责，在为您提供的机会中尽可能多地造福他人”（采德利茨致康德信，1778年3月28日）。克鲁格洛夫（Krouglow）通过档案研究表明，哈勒大学的教席在提供给康德之前曾提供给N. 特滕斯（N. Tetens，参见文献）。康德的拒绝信未能保留下来。但在此后不久，康德在致他在柏林的亲近弟子M. 赫兹的一封信中（随后又在一封简短致门德尔松的信中）作了详尽说明，希望赫兹尽可能从中协调并施以援手，以便在他在柯尼斯堡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中“为他挡开并抵御一切干扰”。这封极具个人色彩的信件表明他拒绝让自己的观念澄清与构思执行受到干扰，成为了康德为了专注于其人生规划的严肃性而保持谦逊自持的自白：他学术生活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良好的、立足于原则的情操……并由此为才赋的培养赋予唯一的合目的性方向”。“正如您所知，在宏大舞台上的功名利禄对我几乎毫无吸引力。一种宁静祥和且恰好符合我需求的境遇，由工作、思辨与交往交替填充，在此我的极易受触动却毫无忧虑的心境，以及我更为任性却绝非病弱的身体，得以毫不费力地保持在运转状态之中——这便是我所期盼并已获得的一切。任何变故都会令我惶恐不安，即使它看起来极有可能改善我的处境；而且我认为必须遵循我天性中的这种本能，只要我还想把命运三女神（Parzen）为我纺织得极其纤细脆弱的生命之线稍微拉长一些”（致赫兹信，1778年4月初）。

在作为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1798）的序言中，康德对他终生留居之地的意义作了阐述：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对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的认识。“一个大城市，处于一个国家的中心，国家的政府各部院设立于此，它拥有一所大学（用以培育科学文化），同时又具备适宜海运贸易的地理位置，既通过内陆河流又通过与毗邻的语言风俗各异的边远各邦保持着频繁交往——这样一个城市，例如普雷格尔河畔的柯尼斯堡，就完全可以被视为拓展人类知识和世界知识的适宜场所；在那里，即便不进行旅行，也能够获得这种知识”（VII, 12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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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出身

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是皮鞍师傅约翰·格奥尔格·康德（Johann Georg Kant）及其妻子安娜·蕾吉娜（Anna Regina，娘家姓罗伊特 Reuter）的第四个孩子（共十一个孩子），并在出生次日在

大教堂的洗礼堂受洗，得名埃马努埃尔（Emanuel）。这一名字是普鲁士年历上对应这一天的名字，也表达了母亲的虔诚（伊曼努尔 Immanuel，希伯来语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家庭生活简朴，后期则颇为贫困。在德国手工业阶层中，早已出过梅兰希顿（Melanchthon，其父为铁匠）和C. 沃尔夫（制革匠之子）。费希特出身于卢萨蒂亚（Lausitz）一个贫苦的亚麻织工家庭，正如赫尔德的父亲最初也是一名织工，后来才在教区担任敲钟人、唱诗班领唱和初级小学教师。康德的出身不仅体现在这位哲学家的个人作风中——体现在他的谦逊、严格的义务观念以及学者面对政治与宫廷世界时所持的质朴自尊之中。这种影响贯穿于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体现在其方法严谨、甚至近乎繁复的批判之中，体现在通过建构先验方法而对朴素纯正的德国启蒙运动所作的更新与巩固之中——这场启蒙运动不像法国那样由沙龙贵族所引领，其光芒来自于德国市民居室的狭小空间。它的代表人物是教授、书商、教师、图书馆员，大多出身于简朴的城市与乡村家庭。J. H. 坎佩（J. H. Campe）的父亲在面对贵族亲属抗议他与牧师之女“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时，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古老贵族头衔。康德出身于贫困阶层以及在该阶层扎根的虔敬主义宗教情怀，共同促成了他对学院形而上学的官方经院做派的早期反感，促成了其文明批判的彻底道德性，以及其包含着深谋远虑的理想共和主义——即不把开明专制视为目的，而仅视为持续演进的手段。康德著作的文风虽非通俗流行，却与一切显贵作风针锋相对，展现出一个不靠哗众取宠来虚耗精力、而是用严谨精确来彰显其独立性的人的高度专注。

康德的父母深受虔敬主义宗教情怀的熏陶，但未受盲信狂热的侵染。康德对这种普通人的信仰始终怀着敬意。“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虔敬主义：有一点是确凿的，那些严肃对待它的人都以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方式脱颖而出”（T. 灵克 T. Rink, Ansichten aus Kants Leben, Königsberg 1805, S. 32）。新教虔敬主义的宗教情怀在康德的人生观中，

包括在他关于人性中存在某种无法根除的自私与恶劣倾向的严峻言辞中，都清晰地保留了下来，尽管他本人早已超越了一切教会信仰，并将教会称为“仅仅为了软弱者而应予容忍的机构”，称祈祷为虚伪，称教堂唱诗为“号叫”：在每年隆重举行大学校长交接仪式后，各系教授按顺序前往大教堂参加礼拜时，康德通常只是径直从教堂大门前走过（C. F. 罗伊施 C. F. Reusch, Kant und seine Tischgenossen, Königsberg 1848, S. 5）。康德非常崇敬他的母亲，但年仅13岁时（1737年）就失去了她。“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母亲，……她向大自然的印象敞开了我的心灵，她唤醒并拓展了我的概念，她的教诲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持久而有益的影响”（R. B. 亚赫曼 R. B. Jachmann, I. Kant geschildert in Briefen (1804), 见: I. Kant. Sein Leben in Darstellungen von Zeitgenossen, hg. v. F. Groß, Berlin 1912, S. 163）。到了晚年，康德在谈及自己的出身时写道：对此“我所能称道的无非是，我的双亲（出身手工业阶层）在正直、道德体面和秩序井然方面堪称楷模，他们虽然没有留下遗产（但也毫无债务），却给予了我一种从道德角度来看无可挑剔的教育”（XIII, 461; XII, 204）。对康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晚年岁月）最精彩的描写出自E. A. C. 瓦西安斯基（E. A. C. Wasianski）之手，他是晚年康德最亲近的照料者（Wasianski, I. Kant in seinen letzten Lebensjahren, 见: I. Kant. Sein Leben geschildert von Zeitgenossen, 前揭书, 尤见 S. 25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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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与大学求学

1732年，在恩师F. A. 舒尔茨（这位深受沃尔夫影响的虔敬主义神学家与启蒙学者）的引荐下，康德进入了腓特烈预科学堂（Collegium Fridericianum）。这是一所仿照哈勒弗兰克基金会模式建立的虔敬主义高级学堂，舒尔茨担任该校校长。学校的教学由宗教课与礼拜仪式主导。1740年秋天，

年仅16岁的康德在故乡的大学注册入学。一位与他有亲戚关系的手工业师傅资助了他。此外，康德还给学生中有时家境殷实但才智欠缺的庄园主子弟做家庭辅导。M. 克努岑教授（M. Knutzen, 1713–1751）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克努岑是一位带有批判性保留的沃尔夫派学者，具备深厚的自然科学素养，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优秀教师。他引导康德结识了牛顿的物理学，并从自己庞大的藏书中借阅书籍给他。这位导师塑造了康德实事求是、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为特征的精神品质。康德思维的基本模式亦源于此：通过表述理论上的反题来阐明问题，反驳双方的前提；若要调和两个相互对立的要素，就需要第三个要素，即通过一个新的理论原则来调解反题。康德正是以此方式处理了笛卡尔与莱布尼茨之间、牛顿与莱布尼茨之间、感觉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并在他自己的理论内部处理了感性论与分析论之间、知性、判断力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克努岑试图在沃尔夫主义、虔敬主义与牛顿自然科学之间寻求一种调和。康德从他那里继承了他全部所谓前批判时期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著作的纲领，即归纳主义自然科学与相应重塑的形而上学的新综合。1744年一颗彗星的出现以及克努岑同年就此发表的论著，促成了康德后来撰写《宇宙发展史概论与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1755）的思想。克努岑的反偶因论流溢说（Influxionismus）作为一种旨在消除笛卡尔关于心灵实体与机械几何物质概念之二元论矛盾的不成熟折中立场，使康德很早就结识了学院形而上学理性心理学中关于灵魂实体概念的种种弊病，并为《纯粹理性批判》中最引起轰动的部分——谬误推理章——对该问题所找到的解决方案作了铺垫。克努岑的著作属于G. 托内利（G. Tonelli）所称的柯尼斯堡大学早期决定康德哲学提问方向的“折中主义反沃尔夫主义”。康德并未在三个高级系科（神学、法学、医学）之一注册。他依照日益独立的规划，

主要攻读哲学、自然科学、数学与拉丁经典。在康德求学期间，柯尼斯堡的沃尔夫派与沃尔夫批判者C. A. 克鲁修斯（C. A. Crusius）的追随者亦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或许正是因为在学校里受到了过多的教条主义宗教教育，使得他在一段时间内特别推崇古代伟大的伊壁鸠鲁派唯物主义者卢克莱修（Lukrez）。他以自己的处女作《关于活力的真正评价之思想》（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 1749）结束了大学学业。他于1746年将该书提交给系主任办公室。该书探讨了力的量度是由质量与单纯速度的乘积（笛卡尔）还是由质量与速度的平方的乘积决定（莱布尼茨）的争论问题。在序言中，一位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有着清醒认识的23岁青年写道：世人之间的成见或许永远不会止息，但在科学中决不是人数多寡说了算。即便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威望，若是阻碍了真理的发现，也应当视若无物。“我甚至抱有这样一种想法：有时对自己的力量抱有某种高尚的自信，并非毫无益处。……我已经为自己规划好了想要遵循的轨道。我将踏上我的征程，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继续前进”（I,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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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外讲师与大学教授

在经历了前述的家庭教师岁月之后，康德于1755年凭借论文《论火》（De igne）获得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凭借《形而上学认识首要原则的新阐释》（Nova dilucidatio 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在柯尼斯堡大学获得大学授课资格（Habilitation）。为了完成必需的第三次学术辩论，康德于1756年春提交了《物理单子论》（Monadologia physica），并于1755/56年冬季学期开始讲授大学课程。他在编外讲师

的职位上一直待到了46岁。直到1770年，在两次申请空缺教授席位未果、且在1764年谢绝了向他提供的诗学教授职位之后，他才获得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正教授席位（他于1769年谢绝了埃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的聘请）。在此之前，在长达15年的讲师生涯中，他唯一的收入来自听众交纳的听课费以及私人授课。1765年，这位41岁、教学成果斐然且在德意志各邦享有盛誉的哲学著作家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带薪职位：皇家城堡图书馆助理馆员，年薪62塔勒。

康德讲授自然科学各科目、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哲学百科全书、伦理学、自然法、教育学以及自然神学。他面向更广泛听众开设的自然地理学与人类学讲座（始于1772/73年）尤其引人瞩目。听众甚至制作听课手抄本用于出售。多年间，康德每周授课多达20小时以上，正如哈曼所见证的那样，他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在70年代倾力撰写《纯粹理性批判》期间，他将每周授课时数缩减至14小时，在1772年夏季学期甚至减少至10小时。他始终依据指定的教科书进行讲授，1778年的一项指令甚至命令严格遵守这一规定：“最差的教科书也肯定好过没有教科书。”康德依据迈尔（Meier）的《理性学说》（Vernunftlehre）讲授逻辑学，依据鲍姆加通（Baumgarten）讲授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依据费德尔（Feder）讲授哲学百科全书。陆续出版的讲座记录（《科学院版》第XXIV卷及后续各卷）显示，康德在使用这些教科书时是多么自由，甚至完全与印刷文本大相径庭。一位听众记述道：“康德讲授迈尔的一部古老逻辑学。他总是把书带到课堂上，……忠实地一章接一章追随作者，随后却把一切都解释得或不如说讲得截然不同，而且带着最大的天真坦诚”（引自 K. 沃尔兰德 K. Vorländer, I. Kant. Der Mann und das Werk, Bd. 2, Leipzig 1924, S. 57）。赫尔德在1762至1764年间曾是康德的学生。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导师康德的生动画像：“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哲学家，他是我的老师。正值盛年的他，洋溢着青年的欢快与活力……诙谐、机智与风趣皆听凭其驱遣，他的讲课授业是最令人愉悦的交往。他以审视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通、克鲁修斯、休谟的同样精神，探寻开普勒、牛顿等物理学家的自然规律，同时也

接纳当时出版的卢梭著作以及每一项他所获悉的自然发现，对其作出评价，并始终回归于对自然的无偏见认知以及对人的道德价值的探求……没有任何值得求知的事物令他漠不关心，没有任何阴谋派系、宗派偏见、世俗私利或声名野心能够对他产生丝毫诱惑，以致压倒对真理的拓展与澄明。他鼓励并令人欣悦地促使人独立思考；专断独裁对他的心灵是全然陌生的。这位我怀着最大的感激与崇敬之情提起的人，就是伊曼努尔·康德；他的形象亲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Herder, Briefe zur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 1793 ff, 见: Sämtl. Werke, hg. v. B. Suphan, Bd. 17, Berlin 1881, S.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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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终生未娶，但他决非离群索居的单身汉。他追求文雅社交的需求前面已经提及。在早年担任讲师期间，据说他曾是一位相当“风雅风趣的硕士”。K. A. 伯蒂格（K. A. Böttiger）称年轻讲师康德为“世界上最风雅的人”，他“穿着饰有精美镶边的衣裳”，“出入一切社交小圈子（Coterien）”（Böttiger, Literarische Zustände und Zeitgenossen, Leipzig 1838, Bd. 1, S. 133）。L. E. 博罗夫斯基记述道：“在早年，他在讲座结束后、午餐之前常去咖啡馆，在那里喝一杯茶，谈论当天的时事或打一局台球。当时他在晚间聚会中也很喜欢玩‘隆布尔’纸牌戏（L’hombre），因为他认为这能让精神保持活跃。据说他在这方面相当熟练”（Borowski, Darstellung des Lebens und des Charakters I. Kants, 见: I. Kant. Sein Leben in Darstellungen von Zeitgenossen, hg. v. F. Groß, Berlin 1912, S. 55）。这种描写旨在将早期的讲师形象与在筹备《批判》的那些年里发生了极大变化的康德区分开来。这种转变在《批判》最终手稿完成的前许多年就已发生。早在1774年，远方的拉瓦特尔（Lavater）就写道：“我和我国的许多人都对您的《纯粹理性批判》极其渴望”，并询问可能包含的具体论题（1774年4月8日）。康德开始因专注于著作而在书信往来中出现延误，并以此致歉。在给M. 

赫兹的信中，他袒露了自己心理上的极大紧绷。他写道，“没有什么比强烈专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思索更具阻碍性的了”（1772年2月21日）。这些便是70年代“寂静劳作时期”（W. 狄尔泰 W. Dilthey 在 AA I, S. IX 中的表述）的具体境况。对于自己“探求真理的真正严肃态度”（Refl. 5116），康德用这样的话来表述：既然他已决意重塑一门被半个哲学界长期徒劳耕耘的科学，“那么我现在便顽强地坚守我的决心，绝不让自己受任何著述虚荣心所诱惑，……直到我把这片布满荆棘的坚硬土地整平、开辟出来以供普遍耕作”（致赫兹信，1773年底）。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他的日常生活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律：清晨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7点或8点讲座开始。午餐时间是下午1点。自80年代起，他开始邀请宾客共进午餐。他每天仅用这顿正餐。餐后散步一小时，随后阅读、做笔记、著述，直至晚间10点。除了少数例外，康德教授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在80年代中期，康德首次抱怨精力衰退，工作两至三小时后便觉疲倦，他的讲课变得较为单调，费希特甚至在1791年的日记中记下了“昏昏欲睡”的评语。康德将当时的每周授课时数由13小时缩减为9小时。早晨7至8点的逻辑学大课以及周六晚上的答疑辅导依然保留。自1798年起，他的心智能力开始出现严重衰退。康德在致加尔韦（Garve）的信中深感触动地谈及此事（1798年9月21日；亦可参见致基塞韦特信，1798年10月19日），并常对宾客谈及自己的年迈与虚弱。晚年他经常遭受剧烈头痛的折磨（颅内压增高综合征），早前曾推测为硬脑膜内层炎（Pachymeningitis interna）。现代医学根据已知的记载和康德晚年的手稿推断为老年痴呆症。他于1804年2月12日逝世，晚年的友人兼看护者E. A. C. 瓦西安斯基（1755–1831）、他的妹妹卡塔琳娜·芭芭拉（Katharina Barbara）以及其他数人在场送终。其遗嘱文本见XIII, 553–570。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自1796年起，可能持续至1803年），康德致力于一部篇幅庞大的著作，即所谓的《遗著》（Opus postumum，约700印刷页），该书本应构成“他整个理论体系的拱顶石”（对亚赫曼语），旨在阐明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

初始根据》（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 1786）向物理学的过渡。手稿的部分内容延续了《判断力批判》（KU, 1790）中的自然概念以及其中提及的“人类与自然的超感官底层”（V, 340–344）的论题，展现了一套新形而上学体系构想的蓝图。康德之所以在这部卷帙浩繁的手稿上进行竭尽全力的劳作，或许也是受到了J. S. 贝克（J. S. Beck）和费希特对其先验唯心论的推进与重塑、以及谢林当时接连出版的自然哲学论著的刺激（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1800]在手稿中被两次提及）。《遗著》是康德面对那些试图超越其理论的哲学体系，为捍卫并精确阐明先验哲学的原初出发点所作的尝试。这是康德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完全未加整理的笔记，共分12个卷册（Konvolute），他生前有时甚至希望在自己死后将其付之一炬；然而在其中，某些特定主题与问题线索通过深刻敏锐且对理解整个康德至关重要的评注得到了清晰的探索。在哲学上尤为引人注目的第1、第7、第10和第11卷册，反复草拟了一部先验哲学规划论著的命题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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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肖像

康德的著作以及这位科学家的性格形象——他通过对启蒙运动（经验主义与学院形而上学思维形式）的自我批判开启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新阶段——深深植根于对科学-系统理性对于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化自我理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人格的道德展开）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性与不可逾越性的坚定信念。歌德虽非哲学的狂热爱好者，却曾对年轻的叔本华说：“每当我读上一页康德，我的心情就宛如踏入了一间明亮的屋子。”康德排斥等级差异，将其视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过渡阶段；他唯独痛恨两件事：奴颜婢膝与傲慢自大（尤其是在学者群体中），以及例如学者对“职业政客”的谄媚逢迎（致基塞韦特信，1795年10月15日）。康德亲身践行了他的实践哲学：道德情操首先表现为对自身的义务，即在人性的尊严中尊重自己与他人。在一段内心自白中，他摒弃了反复无常与“追求虚饰的心境”：“因为在我大半生之中我已经学会了摒弃并鄙视大多数容易腐蚀品格的事物，因此，失去源于真诚情操之意识的自我认可，将是我所能遭遇的最大不幸，但这决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致门德尔松信，1766年4月8日，文字经作者现代德语微调）。在经历因《纯粹理性批判》（KrV）遭遇不解和偏颇排斥而产生的失望之前，康德在谈及该著作致赫兹的信中写道：凡是洞察形而上学现状的人，即使在草草通读该书之后也会觉得值得付出辛劳，“至少在这种研究方式中将一切暂时搁置，直到这里所探讨的问题彻底弄清为止”（1781年5月11日）。无论这部著作立得住还是倒得下，它都将在哲学中引发一场彻底的变革。康德看得极为准确，而且他的言辞带有合情合理的自信。认为同行学者应当停下脚步重新开端的想法，绝非出于傲慢，而是寄望于求真精神与正直品格。康德像一位自然科学家那样思考——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对重大的新发现一无所知并继续讲授陈旧过时的学说理应是令人汗颜的。然而，M. 普朗克（M. Planck）在其《科学自传》（Wissenschaftliche Autobiographie）中谈及自己的工作时也曾写道：“在我科学研究生涯最痛苦的经历中，有一点便是：我很少——不如说几乎从未——成功地让我能够给出完全确凿却仅为理论性证明的新主张获得普遍承认。……面对如W. 奥斯特瓦尔德、G. 赫尔姆、E. 马赫这些人物的权威，实在无可奈何”（Leipzig 41967, S. 19）。

康德的人生观与生活实践深受关于思想之温和力量（sanfte Macht des Denkens）的信念所塑造。认为这种力量仅仅是外在压力内化为自我强迫的不成熟想法，与他全然无涉。康德的全部思想在其创造力中，既是批判性独立思考的典范，同时也是对文化传统崇高价值的高度自觉。因此，在他看来，回避具有约束力的共识与责任，乃是虚妄自恋的“天才式自由”（geniemäßige Freiheit）；以至于启蒙批判思潮中的某些激进方向（如狂飙突进运动的抒情诗与戏剧）对他而言始终格格不入。康德的生活方式自60年代中期起经历了转变。正如N. 欣斯克（N. Hinske）着眼于概念与著作“发展史”背后的学者生活所指出的那样，康德“在尚未对此完全自觉的情况下，越来越远离了他那一世代的基本信念与心境基调”（Hinske 1977, S. 115）。随着对备受推崇的学院形而上学的疑虑乃至最终的拒斥，这位“风雅的硕士”陷入了长达近十五年且日益凝聚的沉思专注之中，力图化解充斥于其心灵的关于哲学一切基本问题和一切领域的困惑。在1770年就任教授职位的就职论文（Inauguraldissertation；inaugurare，拉丁语意为：确立、祝圣）中，尽管康德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发生了若干重要转变，但总体上依然保留了形式形而上学的理论设想，即在现象界与归纳描述的事件序列背后，存在着需以逻辑-分析方式表述的“客观实在性”（realitas objectiva）。然而，本体意义上的理智实在（intelligible Realität）概念与世界观及（道德、神学）价值观相联系的整个系统结构息息相关。先验先验论（Apriorismus）与现象论（Phänomenalismus）相结合的突破（摒弃了单子论精神存在的折中构想）所带来的真正艰辛——这场突破使得一般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本体论、理性心理学、宇宙论与神学）彻底崩塌，并最终瓦解了古老欧洲哲学传统与经验主义启蒙

主流的基本共识——这一巨大的智识紧绷充斥了1770至1780年间，即康德生命的第五和第六个十年。在《纯粹理性批判》遭遇不解且令康德备感失望的近十年中，康德意识到自己在达成其理论发现的目标之际，在真正的精神领域中陷入了孤立。在撰写著作期间，他曾怀着如自然科学研究进展般的期许，期待门德尔松、加尔韦、特滕斯（朗伯已于1777年逝世）等重要同行能够迅速理解并展开进一步合作。凭借其思维非凡的明晰性以及对其生活纪律的坚守，他在1783至1790年间（即大约从他60岁起），完成了其三部《批判》的整个体系建构，以及规划已久的道德形而上学与自然形而上学的纲要。这位感情丰富、对人类目标充满热情、在交往中始终开明风趣的大学教授的沉静审慎，与让全人类以全新眼光审视自身的著作精神世界，构成了浑然一体的对应。在90年代——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德国国内的政治纷争日趋激烈——康德撰写了他关于宪政法权、国际法以及宗教哲学的论著。

就人未经中介的原初道德性而言，康德绝非乐观主义者。因此，他将经过反思的理性视为自我引导的不可或缺的方法。伤感主义乃至矫揉造作的多愁善感在他看来是致命的，是缺乏自尊的表征，进一步而言亦是专断企图的伪装。尽管如此，康德深知“生命之厌倦”（taedium vitae）。正如希佩尔所记述的那样，每当回忆起在腓特烈预科学堂（在柯尼斯堡被称为“虔敬派客栈”）所受到的宗教心灵煎熬，康德都心有余悸。他在13岁时便失去了挚爱的母亲。关于他的父亲，他在家族纪念册中记道：上帝在尘世间未曾赋予他多少欢乐，因此想必将欢乐留存在了来世。1759年，这位编外讲师致信里加大教堂学校校长J. G. 林德纳（J. G. Lindner，1765年起任柯尼斯堡大学教授），表示欣慰于看到一位名副其实的人身处合适的位置，并且“成功摆脱了可悲的逢迎求宠、喝彩以及拙劣的献媚之术——在这里，那些至多只能造成危害的狂妄平庸之辈将这些强加于那些渴望凭真才实学赢得回报

而不愿巧取豪夺的人身上。至于我自己，则每日坐在讲台的铁砧前，以单调的节拍挥舞着相似讲座的沉重铁锤。有时，某种更高尚的志趣诱惑我稍稍拓展出这一狭小天地，但匮乏之感便以狂暴之声立即现身向我袭来，其威胁总是灵验，立刻将我逼回到沉重的劳作之中——intentat angues atque intonat ore（毒蛇吐信，巨口咆哮；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VI, 572, 607）。尽管如此，对于我所处的环境以及我所容许的一点丰足前景而言，我最终满足于人们给予我的赞赏以及我从中获得的利益，就这样在梦幻中度过一生”（XIII, 11）。

在晚期的《系科之争》（1798）中，康德在致医生C. W. 胡费兰德（C. W. Hufeland）的信中坦陈：“由于我胸腔扁平狭窄，给心脏和肺部的运动留下的活动余地很小，因而具有患疑病症（Hypochondrie）的天赋倾向，在早年间这种倾向甚至接近于对生命的厌弃”（VII, 104）。康德严格的生活纪律与他持续不断的医学自我观察密切相关，而这两者无疑又与一个出身卑微却怀有在世间成就一番事业的沉静自信的人相联系。或许在《论美感与崇高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 1764）对气质的论述中，康德在描摹抑郁质者（Melancholiker）时也融入了自我写照的成分：“在温和意义上的”抑郁质者与出自原则的真正德性最为相符，这种德性在此仍被界定为“对人性之美与尊严的情感”。他享受得更为深沉，却绝非逊色。他的坚定有时会流于固执。“友谊是崇高的，因此契合他的情感……健谈是美好的，深思熟虑的缄默则是崇高的……他对人性的尊严抱有崇高的情感。他珍重自身，并把人视为理应受到敬重的受造物。他不容忍任何卑下的屈从，在崇高的胸怀中呼吸着自由。从宫廷中所佩戴的镀金锁链，到划桨奴隶的沉重铁枷，一切枷锁皆令他厌恶。他是对自己和他人严厉的审判者，并且常常不仅厌倦自身，也厌倦这个世界”（II, 217, 219, 221）。席勒致

歌德谈及康德《人类学》的信（1798年12月22日）准确捕捉到了康德那冷峻的“抑郁症”（melancholia）：“他在人身上始终凸显的病理学一面——这在人类学中或许自有其位置——几乎贯穿在他所写的一切之中……这位开朗风趣的心灵……竟然未能完全克服青年时期的某些阴暗印象等等，实在令人惊异且惋惜。”与这些背景相关的，还有康德独特的思想：爱好对于理性存在者而言始终是一种累赘，即便理性存在者无法摆脱它们，也依然期盼能够摆脱其纠缠（V, 118）。因此，在康德看来，自我反省决不应当沦为“自寻苦楚具有功德的荒谬观念”（XI, 420）。但是，关于人的罪性、人身上附着的某种不纯洁性的思想（XI, 318），伴随着良知如影随形跟随人、这一“审判庭在人的内心设立起来”（VI, 438 f.）的结论，这一切都塑造了这位丰富且对其自身而言颇为复杂的人格的人生理解，而这种理解在与世人的交往中几乎从未向外流露。因此，康德在启蒙运动的“独立思考”（Selbstdenken）之外，又在“心灵更难探测的深处（深渊）”补充了“自我认识”（Selbsterkenntnis）（VI, 441）。对自身的义务而非对他人的义务才是最重要的，唯有如此才意味着将自身理解为人类的一部分。

康德的忧郁与这位创造型人物的内在宁静，唯有指向一个最广阔的视域——自由的个体唯有在此视域下才能平复其内心的忧虑：那便是凝聚并升华于严谨精纯的思想著作之中的崇高情怀，在由明晰与理解构成的精神世界中，安顿良知的严谨以及全人类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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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蒙时代中的康德

康德的思想唯有从欧洲启蒙运动的基本理念出发并作为其批判性推进来理解。它不是对启蒙运动主导意图的批判，而是对这些理念之理论执行的批判。他看到思维形式与文化方案的内容之间存在矛盾。由此，启蒙运动陷入了自我否定的进程之中，例如表现在经验主义的怀疑论以及功利主义的后果之中。这强化了启蒙运动的反对者——宗教情感哲学，乃至一切理论与制度（教会与国家）层面的理性批判流派。他认为，欧洲启蒙运动由于对一个尚未被真正理解的纲领缺乏充分的奠基论证而显得不成熟，因而将启蒙运动把握在危机的征候之下。因此，他自己反复并从不同侧重点勾勒的启蒙概念，既不聚焦于不断增长的知识内容，也不像门德尔松那样聚焦于“启蒙—教化—文化”（Aufklärung – Bildung – Kultur）的三位一体，而是聚焦于知性的独立运用与自由的公共领域（unabhängiger Verstandesgebrauch und freie Öffentlichkeit）。首要的问题不在于内容，而在于思维方式（Denkungsart）；这是一种将对不同见解和传统的包容考量在内的方法论侧重点（《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1784; VIII, 35）。唯有在这种方法论意义上，“启蒙”对康德而言才同时意味着其当下时代的具体历史进程以及展现出的前景。将批判性的精神公共领域作为核心方法论程序构成了他眼中的启蒙时代，因为理性“只对能够经受住它的自由和公开检验的事物给予由衷的敬重”（IV, 9）。正如J. 哈贝马斯（J. Habermas）所表述的，在公共领域主题中把握普遍有效命题的民主合法性资格所依循的特定观念形式，在于以道德的名义对政治进行理性化。私有者的地位构成了与官方当局相对立的、将意见进行公开的即普遍运用的社会基础。欧洲启蒙运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非特权的、非建制化的普遍有效见解的产生原则。它不同于贵族沙龙文

化的程序——在17世纪的贵族沙龙中“话语也在流转”。批判不再穷尽于主观的、可以说依附于个人的方法所带来的缺乏约束力、机智诙谐的俏皮话。如今起决定作用的是客观的评判方法、探讨、自由赞同，从而也是将所有阶层联结在一起的社会沟通理解的持久过程。启蒙意味着对思想客观性的一种新理解，这种理解源自科学与哲学的方法论论题。正如J. J. 斯波尔丁（J. J. Spalding）在《人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1748）中所言（启蒙学者在方法论自主意义上自称为“强者心灵”）：当“我运用（我思维的）应有力量”时，我所观察的事物“就不仅关涉我这一方的这种或那种意图，而是关涉它们自身究竟如何，……此时迷雾消散，我目睹了真理”（Leipzig 1774, S. 28 f.）。这种作为启蒙运动标志的、通过方法获得的对判断客观性的新理解，早已由培根和笛卡尔的著作作了铺垫。它是理解自由个性与掌握自身的不断进步的社会整体之间那种原本非特异性且充满热情的结合的关键。18世纪并不了解个体进步与族类进步之间的二选一。一切改善都只能从个体着手。既然启蒙最初无非意味着实现所有人的可塑性（Bildsamkeit），德国启蒙运动便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特质：对人具有超越一切其他自然物之上的精神实在性怀有自觉。这开启了在共同的精神-自然之内对个体的理解。它包含了从非功利主义的实现乃至哲学上理解的灵魂不朽的角度对人的理解。最终，两者共同提供了一条从哲学通向宗教的道路，但也使得宗教最终汇入哲学之中。在斯波尔丁这部虽无康德式的深刻、但如同康德的思想一样综合了不同思潮且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18世纪中叶德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完备地汇聚在一起。斯波尔丁翻译了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等人的《论德性》（Inquiry concerning virtue, 1699），并附有一篇详尽的致读者序（Berlin 1747, S. 3–38）。其中所阐述的正直道德与宗教自由结合的原则——即“迷信与非

自然的宗教会败坏道德情感”（S. 16）——以及许多其他准则，后来都在康德的宗教哲学中重新出现。（关于斯波尔丁在德国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参见 N. 欣斯克、C. 施魏格尔、G. 达莱桑德罗在 N. Hinske [Hg.],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Hamburg 1996 [Aufklärung 11/1] 中的论文。）

作为社会进步要素的精神公共领域与个人自由互为前提。启蒙的公共领域以市民私密性（bürgerliche Privatheit）文化为前提并予以促进，这是与贵族沙龙文化相对立的世界。思维的新私人领域的文化意义与积极道德内涵，源于其针对专制主义那看似不可穿透、不可消除的从属世界的抗议特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在青年一代的意识中为个人自由、交往私密性与社会价值自觉的结合赋予了喷薄而出的表达。W. 勒佩尼斯（W. Lepenies, 1969）揭示了这些联系直至其向忧郁与孤独氛围的延伸（Lepenies，专门论及康德部分见 S. 105–109）。孤独已彻底脱离了宗教禁欲与政治专制的范畴。它不意味着消极被动，而是构成了作为自由交往之公共领域的自由空间：在思维的自主责任中得到检验的私密性。《判断力批判》指出，如果“脱离一切社会”是基于理念而非个人利益，那么它就是某种崇高的事物。“自给自足，因而不依赖社会，但又并非不通世故，即并非逃避社会，这是某种接近崇高的境界”（V, 275）。康德为了真诚与彻底，在个体性、能动性与理性主义的结合中——例如针对哈曼的信仰哲学——始终注入了卢梭式的平等思想。作为国家公民构成了私人的尊严所在。若脱离了这一点，私密性就会在貌似深刻的虚妄表象下，将不平等乃至不公道表达为趣味主义式的内化。

在启蒙公共领域理解中所理想化的私人领域与社会领域的结合，植根于私有者的商品生产；他们凭借这种作为人格与匿名数字倍增的独特地位证明：他们构成了代表普遍利益的、遵循方法行动的公众精英。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康德着重区分了理性的私下运用与公开运用：公职人员“犹如奉他人之命”的思考与决断恰恰被界定为理性的私下运用，而自由个人思考的真正私人空间反而成为了理性的公开运用（VIII,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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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启蒙概念进行反思的需求，源自该主题在18世纪期间于不同浪潮以及截然不同的科学和政治倾向中的展开。因此，在普鲁士启蒙运动的一个中心——柏林星期三学会（Berliner Mittwochsgesellschaft）中，医生J. K. W. 默森（J. K. W. Möhsen）提出了“精确界定什么是启蒙”的建议。《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的联合主编F. 格狄克（F. Gedike）在讨论中便已指出：“在我看来，启蒙与真理一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因地点、时间、阶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且必然如此……普遍一致的启蒙绝非人们所期望的，正如阶层的完全平等一样，而且幸运的是它与后者一样是不可能的”（R. Ciafardone, Die Philosophie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Texte und Darstellung, Stuttgart 1990, S. 329）。从这场非正式讨论中引出了策尔纳（Zöllner）关于回答究竟什么是启蒙的呼吁。门德尔松与康德在1784年《柏林月刊》同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就的。康德尤其对文化前景进行精确自我反思的需求怀有高度自觉，根据当时的精神格局，他也将这一反思置于“启蒙”这一关键词下来探讨。在德意志各邦，大约自1770年起才通用的口号“启蒙”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攻击。除了保守的、主要是宗教正统派指责其旨在散布无神

论与动乱之外，狂飙突进运动在卢梭的影响下，从人具有鲜活体验与激情的感性天性出发提出了异议。康德以其纲领确立在将科学理解为启蒙基础的脉络之中。被康德称为启蒙运动格言的“敢于求知”（sapere aude，即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知性），是他对贺拉斯《书信集》（1, 2, 40）中一句话的翻译。它早在1736年就成为了爱真理者学会（Alethophilen，一个传播沃尔夫哲学的社团）纪念币上的铭文。康德还通过对启蒙概念的精确划分对其进行了明确规定：独立思考、科学，以及在实践领域由自由公共领域所承载的国家改革主义。因此康德指出，公众走向启蒙只能是缓慢的。通过革命或许可以摆脱专制统治，“但决不能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VIII, 36）。独立思考也被明确区分为理性的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公开运用：学者在整个读界公众面前运用理性。私下运用：个人在受托承担的某一公职中对其理性的运用（VIII, 37）。这种看似妥协的层级建构绝不能让人忘记康德是在何种宪政秩序下写作的，也不能让人忽视这种改革思维模式的侧重点在于：任何官员、甚至任何服从命令的军官，“都不能被剥夺作为学者对军役中的过失发表评述并将其提交给公众进行评判的权利”。康德深思熟虑的精细区分总体上表明了这一事业与客观历史进程的关联；“腓特烈时代”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尽管它尚未是一个已然启蒙的时代（VIII, 40）。

Hinske, N. (Hg.): Was ist Aufklärung? Beiträge aus der Berlinischen Monatsschrift, Darmstadt 1973 [Einl. d. Hg. S. XIII–LXIX].

“启蒙”（aufklären）一词最初源于照亮精神，即向单个心灵中注入光明。古老的光明与照耀隐喻获得了与个体理性相联系的能动意义。在启蒙含义的源头处伫立着笛卡尔关于“明晰”（clarté）的论题。“极其多的人

终其一生都未曾如此正确地把握任何事物，以至于能够对此作出确凿的判断。因为对于能够作为确凿无疑的判断之基础的认识而言，不仅需要清晰性（Klarheit），而且还需要明确性（Deutlichkeit）”（R. Descartes, Die Prinzipien der Philosophie, 1644, T. 1, § 45）。使对“清晰而明确的概念或感知”（notio 或 perceptio clara et distincta）原本平淡无奇的强调获得力量的，正是这种思想关联。核心在于为了自身的判断力而求取明晰的概念，而判断力决定了对激情的引导。道德成为了一种首先为信仰奠定基础的知识形式。知识赋予了免受激情摆布的独立性以及免受他者决定的自由。在笛卡尔的《灵魂的激情》（Über die Leidenschaften der Seele, 1649）中写道，唯有一件事赋予我们自尊，“那就是自由意志的运用以及对我们欲望的支配”。笛卡尔甚至补充道：“这种意志使我们肖似上帝，因为它使我们成为自身的主人”（§ 152）。这种吸收了诸多斯多亚学派要素的明晰概念与自尊之间的结合，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重新出现。它构成了“照亮”与“启蒙”一切意义关联的基础。康德在其人类学讲座笔记中写道：“一个受到照亮的时代（启蒙的时代，它要求明确的概念）；一个头脑明晰的人（受到启蒙的人）。人们自身察觉不到自己认识的幽暗。看得见的幽暗乃是照亮的开端”（XV/2, 673）。“概念的明确性驱逐狂热妄想（Schwärmerey）；通神论者、炼金术士、神秘主义者、秘密结社的入会者皆隐匿在混乱的概念背后”（XV/2, 669）。18世纪未能将理性落实为社会经验，导致了浪漫派针对启蒙运动的强烈抵触情绪，而这种抵触情绪同时也对其相反的内容供认不讳，正如阿尔尼姆/布伦塔诺（Arnim/Brentano）的《少年魔法号角之歌》（Wunderhorn-Liedern, 1806/08）中所写：“噢，还是让我守着我的圣经，/ 让我留在我的一片幽暗之中，/ 因为若没有希望，在这一启蒙的时代 / 我便会感到恶心反胃，/ 若没有希望，我在此处 / 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开明畜生”（Des Knaben Wunderhorn. Alte deutsche Lieder, 诗篇《启蒙》»Aufklärung«; Kommentierte Gesamtausgabe, Bd. 3, Stuttgart 1987, S.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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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完善性原则

18世纪从可完善性原则（Perfektibilitätsprinzip）出发构想其文化方案。形而上学关于存在之完满性的“完满”（perfectio）观念，被由简单到复杂的更具理性主义色彩的发展观念所取代。可完善性观念是从人的天性的可塑性（Bildsamkeit）、可变性与灵活性等观念领域中发展而来的。“在地球上一切有感觉的受造物中，人是最可完善的存在者（perfektible Wesen），他在出生时最不像他所能成为的存在，却接纳了最大的发展潜力。他是最多面、最顺应、能发生最多样改变的存在者，这与他注定拥有的广阔活动范围相符”（N. Tetens, Philosophische Versuche über die menschliche Natur und ihre Entwicklung, 1777, ND Berlin 1913, S. 726 f.）。与一次性造就的自然不同，唯有人具备改良的能力，这与他所创造的物品乃至他的对象性创造活动相类似。相对于笛卡尔关于效能提升的机器思想，18世纪在一切可完善性的心理根源意义上展开了主体概念。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为每个人通过教化、市民法权以及摒弃（封建与教条宗教的）“成见”而实现的自主完善。按照个体与人类之间的类比，人类的历史性上升被设想为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正如莱辛那篇代表晚期启蒙历史泛神论的纲领性著作直接冠以《人类的教育》（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1780）这一标题那样。启蒙理解的前瞻性基本内涵契合了市民从业阶层的生活诉求所代表的现实变革，并同时将其升华为一种将神圣价值转换为现世完善的转换。A. 弗格森（A. Ferguson）的《市民社会史论》（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67）道出了启蒙观念世界的现实土壤。“一旦人们投身于政治与商业，他们便不仅希望受到打动，也同样希望受到启蒙与指引。他们对过往事件中真实的东西产生兴趣。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考量与推论，并将其运用于当下的事务之中，希望

获悉自己逐步参与其中的各种努力与方案。自然科学、伦理学、政治学与历史学找到了它们的赞赏者。……在一个自由甚至无拘无束的社会所激发的巨大机遇之中，其成员变得能够胜任一切艰辛努力”。市民自由释放了效能潜能，“在这一分工时代，甚至思考本身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敏锐才智的成果被带入市场，人们欣然为一切有助于其教导或愉悦的事物支付报酬”（A. Ferguson, Abhandlung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Jena 1923, S. 246 f., 258）。康德在其方法论上最引人入胜的著作（因其从经验上升到先天的生成性路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5）中，将他对科学中经验部分与理性部分的划分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脉络之中：“一切行业、手工业和技艺都获益匪浅，因为并非一人包揽一切，而是将自己限制在特定的工作上……。”同样，纯粹哲学也需要其专门的人才，而在“通俗启蒙”（Volksaufklärung）中，哲学家是人民权利与义务的自由教师，而非由国家指派的官吏（《系科之争》[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 1798, VII, 89）。

这种前瞻性的时代意识相对于古代与封建时代的自我理解，勾勒出了各日益独立的生活领域之间的新型综合。对特定形式法则的区分与调和成为了启蒙科学论、道德与法哲学、美学、宗教理论的主导论题。康德的三部《批判》作为文化有效性的三种逻辑基本类型，旨在世纪末为这一进程画上句号。思想与信仰自由不再仅仅关涉作为全人原型的人文主义学者形象，而是关涉普遍文明教化的进步。这种将通过知识增长实现的个体提升与人类整体完善顺理成章结合在一起的观念，构成了启蒙意识的秘密与其独特的魅力。一个由知识、职业勤勉、自我激励的可靠性以及世俗实践的坚定信念构成的复合体被确立了起来。在专注于单个个

人的道德性之中，构想了一种宛如由无数微小能量自发汇聚而成的社会远景。个体意志与整体进程之间的现实社会中介，在将个体设定为由自然驱动力与知识要素构成的实体的自然主义定格中被付诸阙如，正如在纯粹自我意识的先验唯心论思维形式中同样被略去一样。唯一得到详尽处理的中介，乃是作为论证普遍有效性前提的自由公共领域。从个人完整性的日益提高到社会可完善性的自发过渡——这种在自然生长观念下对社会行动领域中能动性的整体理解——契合了经济积累的现实自发性及其道德升华。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C. 沃尔夫在其《哲学通论导论》（Einleitende Abhandlung über Philosophie im Allgemeinen, 1728）篇幅宏大的结语章《论哲学研究的自由》（Von der Freiheit des Philosophierens）中指出：“若无哲学研究的自由便无法存在的哲学方法”，坚决抵制“对科学进步极为有害的奴役状态”（Wolff, Einleitende Abhandlung,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6, S. 217）。做哲学的哲学方法有别于仅仅“对他人认识的历史性认识”——后者基于他人定理的权威，不是凭自己的判断，而是依从他人的判断来进行思考（同前书，S. 193）。由此，个体性与公共领域通过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康德继承了沃尔夫关于历史性的、受他人支配的方法与独立思考的做哲学的哲学方法之间的划分。关键不在于学习哲学，而在于学习做哲学；不在于学习思想，而在于学习思考（II, 306，以及在绝大多数讲座中）。历史意识并未被否定，而是被提升为当下意识的反思性潜能。弗格森说得很精辟：希腊人之所以成为一个博学的民族，“正是由于他们对自身所创造的事物进行了反思”（前揭书，S.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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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思想

可完善性思想的前提是：我们对身外之物的表象（perceptions）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丰富多样。早期的表象通过事实知识范围的扩展而被修正为更为正确的表象，并作为更正确的表象与随后沦为成见的早期知识相对立。总体而言，从智识活动的经验-实践基础中，引出了一种在教育、道德、立法、政治、经济和宗教中理性、效率与人道不断提升的进步机制。对历史事件时间轴被理解为从初始状态的不成熟走向更复杂与更稳定的发展进程，其根基在于归纳的方法论自觉。这种在一切思考中对时间轴的演化论强调——使得由低级向高级的有方向运动塑造了对世界的理解——与那种认为源头包含一切丰满性而在后继进程中逐渐丧失的贵族传统话题相对立。启蒙演化论以自主劳作的市民阶级的谦逊与自豪，把握了微小却持续不断之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一意识转变打破了形而上学存在概念的静止状态。

为什么霍尔巴赫所说的知识的“自然体系”，或《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的灵魂以及一切事物之理性思想》（Vernünftige Gedanken von Gott, der Welt und der Seele des Menschen, auch allen Dingen überhaupt，即沃尔夫1719年的所谓《德意志形而上学》）——也就是合乎理性的法权、政治、道德与宗教——不曾一直存在？对此有两种理论构想作出了回答。其一是丰特奈尔（Fontenelle）在其《关于古人与今人的题外话》（Digression sur les anciens et sur les modernes, 1688）中阐述的试错模型（trial-error-Modell）：我们不被允许立刻认识到正确的事物。唯有在我们将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质性看作谬误之后，我们才抓住了正确的（笛卡尔式的）体系。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第二层级的不成熟道德反思中运用了丰特奈尔的这一思想：“人类理性……只要缺乏批判，在此之前便尝试过一切可能的错误道路，然后才成功地踏上唯一正确的道路”（IV, 441）。

一种更深刻的观点则主张，通过人的感性-对象性构造及其与环境的抗争，精神进步经历着持续不断的演进。

由此便与一种更完善的动态构想联系起来——即穿透智识进步与社会对立之间矛盾的进程：更优越的知识触动了与社会建制相关的特权。专制君主与僧侣可以说将人们禁锢在扭曲颠倒的精神与政治状态中，而这些状态恰恰契合了早期的教化阶段。尽管旨在消除非历史的自然主义人类学与启蒙可完善性理念之间矛盾的文化史构想并不令人满意，但它们为一种将历史描绘为进步与保守的观念及利益之间斗争的能动历史构想提供了基础。康德用他的目的论历史观叠加了这种能动主义的进步构想：人的一切科学、道德与法权禀赋，注定要在文明史的演进中（在社会结构中，而非在个体身上）得以实现。

个体自我决定与族类进步

可完善性理念的基础在于个体精神解放的思想：个人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在立宪君主制的等级秩序中得到保障的宪政权利、改进的学校教育，乃至由社交、阅读、报刊、外借图书馆构成的私密市民氛围。随着精神权利而来的是洛克式立宪君主制（非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光荣革命”（1688）的筹备期间便已表达了英国中产阶级（middle-class）的利益，并随着洛克主义传入欧洲大陆（伏尔泰《哲学通信》[Philosophische Briefe], 1734；达朗贝尔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1751–1772），成为了所有欧洲国家启蒙运动的内在趋势。在个体自我决定与社会进步的双重奏中，即在将独立思考扩展到整个历史前景世界的过程中，存在着启蒙运动的核心张力。乐观主义的情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种不明确性所促成的。浪漫主义-保守主义

意识形态随后记录了对这种虚妄意识的幻灭感，而现实的社会与宪政法权进程正是借助这种意识得以推行的。康德洞察到了启蒙历史观中个体道德视域的局限性，并将他对启蒙的推进聚焦于一种为理性的客观性与普遍有效性进行奠基的新方式上。族类概念的合自然规律目的论，契合了康德从将单个个人视为所有社会进程的类比物跨越到文化有效性的客观逻辑形式法则。借助先验唯心论的理论，跨越市民社会中单个个体立场的第一步迈向了探究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客观法则投影面的问题。在19世纪，文化哲学理论建构通过将文化进程的物质基础与社会阶层分化纳入其中，进一步抑制了单个心灵与整体之间的抽象关系。在穿透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实现过程中，随着扩展到在科学、技术、宪政运动、宗教、教育学、艺术之间高度分化的各个文化领域，理论建构中也同时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在德意志各邦，人们只需想一想在沃尔夫庞大的百科全书式形而上学、门德尔松后来在主题上有所精简的形而上学、戈特舍德的道德与艺术理论、赖马鲁斯（Reimarus）与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宗教自然神论、特滕斯、加尔韦、恩格尔在人类学与所谓通俗哲学中的反教条折中主义，以及最终摆脱了世纪中叶调和姿态的光明会（Illuminismus）共和-实践思潮之间文化运动的跨度——例如同舒巴特（Schubarth）一样被投入监狱的记者W. L. 韦克林（W. L. Wekhrlin, 1739–1792）的《编年史家》（Chronologen, 12卷, 1779–1781）与《灰色怪物》（Graues Ungeheuer, 1784–1787），他被诬蔑为亲法分子并在受煽动的保守派暴民的私刑袭击下丧生；又如超越其时代的改革家A. 亨宁斯（A. Hennings, 1731–1815）及其《受难人类通报》（Annalen der leidenden Menschheit, 第1–10期, 1795–1801）。就此而言，“启蒙运动”乃是对席卷了该时代所有科学、艺术、宗教以及整个生命理解的

一场运动中截然不同的诸种倾向的抽象统称。康德将时代主题聚焦于先验逻辑的思维形式，意味着对启蒙运动内部各自分离的倾向保持距离并予以调和，意味着将这些倾向凝聚在可以说构成文化自我理解的普遍客观法则的基础之上。

先验先验论并不与启蒙运动关于独立思考的主题相矛盾，而是将这一主题深化为对日益独立的各个文化领域中普遍有效形式法则的追问。它在启蒙运动内部切入了一个问题：个人见解与普遍有效见解之间的裂痕是如何产生的，思想自由又是如何丧失的。康德将这一论题把握为一个视域（Horizont）问题。在日常实践意识的视域中，形成的并不是对他者独立思考的承认，而是康德用古德语所说的“自私小我的心计与图谋”（IV, 407）。因此，他力图分析独立思考走向普遍承认的各种不同客观化方式。康德为独立思考与客观有效性之间的非科学中介形式重塑了古老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传统。日常实践意识按照论证交流的模型被形式化为三个步骤：“1. 自己思考；2. 在每个他人的位置上思考；3. 始终与自身一致地思考。第一条是无偏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二条是扩展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三条是连贯一致的思维方式的准则”（《判断力批判》§ 40; V, 294）。康德通过“扩展的”独立思考将独立思考与有效性主题联系起来：“当他摆脱了判断的主观私人条件——许多其他人仿佛被束缚在其中——并从一个普遍的立场（他唯有通过将自己置于他人的立场才能确定该立场）反思自己的判断时”（V, 295）。在独立思考之外，加入了对独立思考的思考。思想自由与普遍有效性作为自我反思的客观化进程被联系在一起。独立思考的整个论题也在启蒙运动的核心词汇“成熟”（Mündigkeit）之下得到探讨；从而将构成启蒙核心的未成熟—成熟这一教育学与法学上的青春期论题转换到了精神上的成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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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与普遍人类理性

启蒙运动自身演进的核心问题在于：将精神进步的个体层面（通过教育、通过获取知识的自我教育）与族类历史的可完善性理念结合起来，以便与救赎事件不同，将其交付给自主能动性。这种结合的不成熟性构成了将个人的精神完善与族类进步顺理成章等同起来的整个纲领的独特性。唯有通过强化并从方法论上孤立一切主张普遍有效性之判断的形式法则，才能彻底建构起启蒙运动最初关于受到照亮的单个心灵与社会动力学之间的联系。康德的三部《批判》作为关于判断的逻辑标准的理论，将一切聚焦于构成社会经验的交往行为之条件的根本问题上。理论、道德与审美行为的先验逻辑，构成了启蒙运动关于普遍人类理性（allgemeine Menschenvernunft）这一主导理念的发展与推进。J. 洛克曾将理性方法论解释为健全人类知性从而也是个体生活实践的事情；正如在自由主义看来个体的勤勉与节俭（industry and thrift）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福祉一样。洛克（早在1697年）便指出了“人们在运用其理性方面所犯下的三项过错”：“1. 第一种过错是由那些极少自己思考、在行动与思考中皆依从他人榜样的人犯下的……；2. 第二种过错是由那些让激情取代知性起支配作用的人犯下的……；3. 第三种过错是由那些虽乐于且诚实地思考、但由于缺乏所谓的‘全面而广阔的视域’而未能完全把握与事情相关的所有重要要点的人犯下的。”“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一块试金石，他只需运用它便能区分真理与表象。这块作为自然思维的试金石，唯有因成见的丛生、狂妄的自

负以及精神视野的狭隘而丧失其可用性与价值”（J. Locke, Über den richtigen Gebrauch des Verstandes, Leipzig 1920, S. 4 f., 8；德文首译本由康德的中学校友兼东方语言教授同事G. D. 屈普克 G. D. Kypke 于1755年在柯尼斯堡出版）。

作为一种文化原则，独立思考事实上唯有在与另一极——普遍人类理性——的结合中才能被思考。康德的先验论旨在分析普遍人类理性的逻辑运作机制。启蒙运动对这两极的锚定，意味着人类脱离了以封闭的、以实物经济为根基、安居于等级统治秩序中的循环为特征的封建农耕-贵族生活方式。普遍人类理性在哪里找到其现实的文化载体？在文明史进程的无限延展之中——康德以其面向历史进程而构建的方法论形而上学的彻底逻辑如是回答。在欧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法理学的世界观中，法权形式覆盖在理性概念之上，以至于个体与生俱来的思考能力直接奠定了公开发表意见的自然权利。《纯粹理性批判》直接将独立思考与普遍人类理性的逻辑锚定视为一种法权关系，从中自由的公共领域犹如乘法口诀般顺理成章地引申出来：每个人都必须被允许公开自己的思想，而不被斥为不安分的刁民。“这已然存在于人类理性的原初权利之中，人类理性不承认任何其他的审判者，而只承认自身又是普遍人类理性，在其中每个人都拥有发言权”（III, 492）。康德通过将成见追溯到其逻辑建构错误，继续推进了对成见的批判（参见关于谬误理论部分，S. 233 f.）。

德国学院形而上学同样在社会交往形式理论的脉络中探讨了独立思考与普遍人类理性的结合。沃尔夫的《逻辑学》（Logik）在第四节“论逻辑在与他人真诚交往中的运用”（De usu Logicae in veritate cum aliis communicanda）中阐述了这一点。他在此通过探讨讨论与对话文化的规则、通过辩论检验命题、反驳命题、自我辩护，阐述了一套将基于理据的思考作为交往方式的完整社会生活形式方案。普遍人类理性由此成为了关

涉完全属人的、具体的行为乃至“行为训练”的事情。它决非那种可以凭此在公共场合横行霸道的死记硬背之正确性的教条主义（Wolff, Philosophia rationalis sive Logica, Frankfurt u. Leipzig 1728, 31740, §§ 1083–1134）。

形而上学教科书中关于人所必需的精神视域（geistiger Horizont）概念同样处于这一脉络中，这是康德讲座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为了何种目的、由谁去知晓什么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而且更大胆的是，还包括知晓什么是不必要的。这背后隐藏着一种诉求：在社会中，人们必须根据自己的业务与生活目标掌握特定的专业知识以自主实现这些目标，因此单凭习俗的传统见解是无法立足的。康德在其逻辑学评注中（针对依据G. F. 迈尔 G. F. Meier《理性学说精要》[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Halle 1752 开设的逻辑学讲座，收录于《科学院版》第XVI卷）详尽探讨了视域概念（Refl. 1956–2064）。在这一概念中，独立思考与普遍人类理性的标准融合在一起。“视域是全部认识的广度与主体的能力及目的的相称性”（Refl. 1977, XVI,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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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自我理解先行模式的自然概念：康德对自然科学所无法回答之问题的追问

自然概念在18世纪被发展为文化自我理解的核心支轴。它从外在自然延伸到了人类学、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中人的“自然（天性）”，延伸到了政治经济学、自然法理论中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直至所谓自然道德与自然宗教的理论。自然概念从对象性的外在世界移向了人的“内心世界”以及由人所创造的社会世界。它表达了人在两个世界中均确凿存续的新自觉。其基础早在17世纪便已奠定，自由落体定律、引力理论、血液循环、光的折射等伟大发现皆属于该世纪。自然被认识并赞叹为一个牢固确立的非物质必然性王国，以至于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吸收了上帝概念，将可见的宇宙从其创造者那里剥离出来。基督教的世界图景原本完全专注于人的内心世界及其救赎。计算、实验、从无质性要素对具象过程进行分析性重构等其他精神力量，取代了神学论题以及语文学传统与博学考据的地位。直至启蒙时代的正统神学，这种对研究对象冷静疏离的审视目光依然发挥着影响。笛卡尔在其《方法谈》（Discours de la méthode, 1637）中极具导向性地将历史与文学学科贬低为关于混乱无用之对象的不确定传闻。尤其在历史世界中，一切变幻莫测如同服饰潮流。在自然科学思维中，日常可观察到的以及在工坊中运用的过程获得了关注与解释。物理学与宇宙论成为了公众乃至时尚私人关注的对象（例如丰特奈尔：《关于宇宙多重性的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 1686；德译本1724年等；布丰 Buffon, 1707–1788 的36卷本《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1749–88 是一部语言杰作，配有精美铜版画插图，发行了200多个大众版本；L. 欧拉 L. Euler：《致一位德国公主关于物理学与哲学若干课题的信》[Lettres à une Princesse d’Allemagne sur quelques sujets de physique et de philosophie], 3卷, 1768–72）。布丰对自然的描述在自然科学与神学分离的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康德50年代的自然哲学著作，除了其专业理论内涵之外，同样唯有从自然科学所承载的文化觉醒精神中才能得到理解。自然科学奠定了我们今日用以思考自身所在的所谓现代世界的分析精神。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康德主义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理解。康德分析并概括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逻辑算法，以回答那些自然科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他试图在所谓纯粹实践理性的思维形式中，将纯粹按分析-个体主义构想的人的社会存在，处理到自然科学对现象事件进行形式化的高度。就此而言，康德在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切入，构成了从最初遥遥领先的自然科学向社会问题的重新回归，而社会问题被他类比于力学的关系性法则概念、重农主义以及社会统计学来把握。纯粹实践理性理论是一门关于自我反思的人格之间观念性关系的形式法则的逻辑学。这是在道德哲学这一抽象形式中将道德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为社会方法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决定性的关键在于将关系的逻辑扩展到具有意志的主体，主体由此被建构为社会性的存在。人类学乃至道德风尚的美学作为应用领域，在这一支撑性的方法论架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康德关于自我意识论题的关键，在于将其把握为一种逻辑函数，以便将各个自我意识之间的基本关系呈现为同一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受限却易于形式化的道德哲学提问中，康德开启了下一个世纪非自然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道路。

为了把握康德切入点的独特性，必须看到康德赋予系统哲学的道德-实践转向的第二个维度。将自然科学思维方式扩展到道德、法权、经济理论，即把外在自然的思维形式扩展到社会世界的“自然（规律）”，构成了启蒙精神运动的核心。在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自然主义主流中，对自然的研究目光与对历史中人的研究目光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地表及生物体所有细节的赞叹观察与系统分类相对立的，是

历史研究——一旦历史编纂学脱离了统治家族的编年史及其辉煌功绩而转变为文化史，它所展现的人便是一个虚荣且根本上荒唐可笑的存在者。J. 赫伊津哈（J. Huizinga, 1872–1945）乐于描绘启蒙意识中的这种怀疑论-相对主义维度。孟德斯鸠（1689–1755）早已提出了这一论题：“然而，精神世界治理得远不如物理世界那样好：因为虽然精神世界同样拥有按其本性而言恒常不变的规律，但它并不像物理世界遵循其规律那样坚定不移地遵循这些规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Der Geist der Gesetze], 1748, 德译本1752, 1783; 卷1, 第1章, Leipzig 1848, S. 94）。伏尔泰的人类学与文化史（《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1765）将启蒙思想充满激情的批判形态建立在对人几乎带有反讽-怀疑的轻蔑之上。然而，在怀疑论的简化之中，在这种对英雄和统治者的颂歌以及对借助神圣获得救赎的摒弃之中，同样涌动着启蒙运动面向未来的思考。康德同样对人类学怀疑论作了有力阐述，而实践理性形式法则的方法论正是为了超越这种怀疑论；怀疑论构成了教育学、伦理学与法学中可完善性思想的基础。人类学怀疑论意味着人具有一种不稳定、不成熟因而对一切影响敞开的本质。因此，关键在于公众的启蒙与教育。人类学怀疑论存在于所有德国启蒙学者之中。唯有源于平等的自由所激发的共和主义热情、后来的雅各宾主义热情以一种倔强姿态与此相对立——并由此最有力地印证了这种怀疑。晚期启蒙的光明会不仅针对王侯统治者的压迫，同样也针对让人不得不产生怀疑的人类软弱与盲信，倾注其专断的激情。显而易见，在个体性占据主导定位的情况下，人们要么强调怀疑论人类学（例如T. 阿布特 T. Abbt），要么强调神学超验性（例如M. 门德尔松），要么兼而有之（如J. G. 哈曼在人类软弱的传统宗教思想圈子中）。康德将族类进步与个体心理学及人类学提问相分离，将论题聚焦于个体间社会关系的法权

形式，以及康德历史概念那套完整的思辨目的论演化论，都是对康德如此直白表述的针对经验个体的怀疑论的超越。相对于自然主义的主体与社会化概念，康德在转向实践哲学时所致力于的核心问题在于：聚焦于那些可以说怀疑论在之面前将归于沉默的终极问题。对康德而言，这些并非宗教问题，而是回归到某种终极标准——在此标准下，人格同一性不再被设想为实体性的，而是被设想为关系性的，被设想为从生存的直接性向文化空间的跃升。康德将其表述为：单个个体在人性的尊严的视域中思考自身。康德的终极问题与实践理性形式法则的方法论抽象紧密相连。借助这一客观地如同自然科学般在自由与平等的社会关联域中确定意志决断之基本法则的理论，关于历史世界的科学重新契合了最初先行发展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前提，并沿着19世纪社会理论的方向被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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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然”：康德思想发展的唯心主义形式与实践现实主义

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主流从生理学角度界定的人的感性-对象性构造出发，试图将所有文化客观化形式（道德、法权、政治、经济、宗教、艺术）与之联系起来，甚至将其归结于此。核心的抽象在于人的自然才能自由展开的思想。理论家的目标在于为文化的某种人类学内在统一性理解奠定基础。借助“人的自然（人性）”这一概念，人们跨越了封建社会既定的生活形式与价值观念，该概念为依据统一的调节原则对社会的一切领域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处理提供了可能。所有社会结构的关系特性在自然主义主体概念下唯有通过唯意志论的附加假定才能得以展现。主体理解的唯心主义传统的功能之一，恰恰在于能够将所有实际的文化现象领域呈现为某种统摄性的精神关系的结晶。康德在方法论维度的进步在于：他借助近代唯心主义理性主义的后经院先验原则，创立了一种根本上功能性的思维方式。一切实体性因素都成为了关系的显现方式。康德接续了形而上学的前提，因为由此能够更好地把握文化领域的关系特性——将其奠定在意识的不同形式法则的投影面之上。《批判》的先验分析论作为知识概念的方法论奠基，超越了经验主义的能力心理学。（许多康德解释无论如何都从“先验逻辑还是能力心理学”的二选一出发；康德实际上调和了两者[Hutter, 见 Klemme, 2009]。）借助人类学的“人的自然”概念，启蒙运动抵制了封建主义关于人因等级而异的意识形态，以及基督教关于人具有亟需救赎的非独立天性与其超验使命的二元论。自然概念孕育了意义深远的批判倾向。自然法权为实在法律提供了衡量尺度，自然宗教为实在信仰教条提供了检验标准，自然人类知性摆脱了传统的成见，等等。封建社会丰富展开的文化领域等级结构，带着宏大的姿态被沉入自然主义抽象的这一深渊之中。单纯释放人的自然属性的思想首先构成了一个对立概念，其实际核心在于使具有人身自由的市民获得法权地位。个体通过实体化领域（法权、市场、货币）实现其源自自然本性的需求。英法启蒙运动的政治经济学（W. 配第、斯密、李嘉图、杜尔哥、魁奈）将市民法权秩序的物质基础描绘为资本合乎自然规律的循环运动。与

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相对应的是人的一种内驱天性。《鲁滨逊漂流记》的文学形象在世界的另一端——从而也是在市民阶级修正后的历史起点上——展现了一个典范案例：即如何通过资本积累、利润核算以及作为互惠互利的共同生活，让人类天性自由驰骋并创造现世的实现。继希腊化文化中斯多亚学派世界公民个体以及基督教内心良知个体的伟大抽象成就之后，抽象劳动力的概念构成了市民时代自然主义人类学的巨大抽象成就。作为宪政法权平等理念的方法论基础，自然主义人类学获得了非凡的震撼力量。

尤其在德意志各邦的经济与宪政法权状况面前，引入自然理性、自然神论的自然宗教乃至霍尔巴赫著作（1773）所标榜的《自然政治》（Politique naturelle）的宣言特质表现得尤为明显。康德的政治论著表明他的思考立足于普鲁士现实的改革议题与国家改革方法：将宫廷财政国家转变为以经济法组织的手工工场国家，规范国家领地、地主庄园和农民耕作等部门的经济方式。为了理解康德主义，必须考量康德关于伦理性的道德、法理与宗教方法论，与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试图将欧洲先进手工工场和贸易中心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引入普鲁士的初级尝试之间的巨大张力。18世纪初，普鲁士是纯粹的农业国。城市手工业局限于本地需求。在欧洲重商主义晚期，普鲁士开始了对手工工场的扶持。直到世纪中叶，上西里西亚矿产资源的开采才拉开序幕。皇家矿务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矿场和冶炼厂的所有者。私营经济无力承担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军事政策的需求。因此，国家专营垄断、对外贸易特许公司、1765年皇家银行的建立以及

对（非贵族农民经营的）农业收益征收约40%的巨额赋税，成为了为七年战争（1756–63）后扩大的领土国家奠定大国野心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唯有在这些脉络中，才能理解康德思想中深远的唯心主义原则与非革命性的官方改革前景之间的关系。例如，普鲁士普通邦法（ALR，1780年起由苏亚雷斯和冯·卡默尔起草，1792年7月1日才生效）在世袭依附农奴制方面仅延续了1739年和1749年的法令，并力图（II, 7, § 14）遏制系统性的兼并农地（Bauernlegen）行为。地主被勒令重新填补空缺的农户席位，不得将农田转化为庄园自营地。农奴制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在皇家领地废除，随后普鲁士邦法将其普遍废除。然而世袭依附农奴制直到1807年10月的施泰因敕令才彻底废止。康德未被有限的历史条件所局限，而是将自然科学与法学中唯有其实现了逻辑纯粹与普遍主义有效性标准的最高方法论水准，建构为具有更广阔视域的哲学方法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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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自然主义人类学的批判

康德通过将整个时代主题还原为纯粹关系性的、或者可以说主体间性的原则，超越了自然主义人类学的实质性奠基方式。这构成了康德思想切入点的颠覆性形式主义。他为此诉诸形而上学范式、甚至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术语，这一事实决不应掩盖这并非恢复旧有思维形式、而是对其进行深度瓦解的实质。形而上学的动机与术语在康德的文本中（尤其是依据旧教科书讲授的讲座中）显现出来，它们本身构成了对自身进行否定的载体。康德对传统的指涉贯穿着根植于事情本身的辩证法。他并不赞同将生理学的自然性与作为社会存在者的人的“天性（自然）”混为一谈。生物学的自然并不能使社会中的人变得高贵。康德在此也使用了描述自然的肉体局限性的激烈言辞。此外，他保留了基督教人类学关于人在恩典状态之外的自然状态中具有不成熟性的要素。在他晚期的著作之一中，他再次说道：“如果现在问：人类……究竟应被视为一个善良的还是邪恶的族类：那么我必须承认，对此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Anthropologie], 1798; VII, 331）。关于人的天性究竟是什么，康德与大多数德国启蒙学者一样，并不像贵族式的法国启蒙学者那样抱有乐观开朗的态度。针对德国启蒙学者自下而上审视社会世界的冷静人类学，康德补充了一套目的论图式，该图式拓展了人的天性概念并使之运动起来：“一个受造物的一切自然禀赋都注定要完全地、合目的地发展出来”（《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第一命题; VIII, 18）。个体利益的对抗构成了动力，其结果是行为方式相互磨砺，从而如同引力力学的延伸一般直至历史上层使自身文明化：“一种天意的机器机制，其中相互对立的力量彼此削弱”，却同时构成了“从粗野的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的动力（VII, 330）。解决方案并不在于

净化人类天性，而在于日益清晰地展现那些形式法则——在这些法则之下，人的天性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得以实现。康德自1772/73年冬季学期开始讲授的人类学讲座，通过当时属于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的大量范例表明，康德多么深刻地思考了所谓人的天性与社会结构领域（科学、法权、道德、宗教）演进之间的张力。

早期的市民时代人类学在人的天性概念中形成了两条路线。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关于相互之间利己敌对的观点，与莫尔、卢梭关于人类天性原初善良的学说相对立。康德的启蒙在此同样是对既有理论水准的批判性综合。康德的启蒙构想以文化塑造之设定的不同逻辑有效性形式这一更为专门、在方法论上更精确可行的原则，超越了以往作为主导概念的人的天性。由此，个体之间以及社会客观领域之间发生变化的关系，取代了实体性的属性，被确立为演进的主导论题。康德强化了理论形式主义，正如数理自然科学相对于培根式科学理解、法权形式主义相对于感觉主义和形而上学实质伦理学所做的那样。面向不同有效性类型的先验逻辑，超越了将社会与历史问题定格在个体固着属性之上的自然主义定格——在后一种定格中，不同的文化领域仅与这些属性发生外在关系。康德也洞察到了在简化的自然主义前提下启蒙运动容易遭受反向意识形态攻击的脆弱性。面对在日常实践意识看来既合理又切合情感的文化领域的体验式审美与宗教直接性，关于自然、平等、进步的抽象概念很容易被描绘为意识形态的虚妄幻象。康德看到，启蒙纲领的奠基论证问题远比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主流所设想的要复杂和艰深得多。康德将启蒙思维形式锚定于其中的先验观念性，消解了笼罩在社会世界之上的“自然拜物教”，并为作为交往设定的各种道德、法权、科学、宗教与审美客观化创造了一个更为具象的

反思框架。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人的天性概念在康德的思考中固然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恰恰不是感觉主义的天性（自然）。爱尔维修（Helvétius）将自爱（l’amour propre）描述为一种创造性的道德潜能。他最彻底地表达了自然主义、社交性、市民获利追求与道德性之间的联系：“一切结构正常的人都具有同等的心智禀赋 […] 我已经证明，我们体内的灵魂仅仅是感觉能力，心智是其结果，因此身体感觉能力是其需要、激情、社交性、观念、判断、意志和行为的原则。”“人对德性的热爱基于对幸福的追求。人在德性中爱的只是德性为他带来的财富与声望”（C. A. 爱尔维修：《论人》，1772，德译本1774，柏林1976，第97、200页）。康德的人的天性概念将身体肉质与需要结构同社会结构区分开来。对于社会建构，他延续了唯心主义传统，即认为自然属性意味着对自发外部世界的受他律支配。支配性的自然即是奴役。着眼于人的社会“天性”，主体概念被聚焦于可证实传达与具有效力之主张的逻辑类型上。逻辑学讲座指出：“人的知性凭借本能就已经是一种传达（Instinct communicatio）。因此，如果它是传达性的，那么它理所当然也必须是参与性的”（布洛姆贝格逻辑学；XXIV, 179）。

康德将需要、情感与利益的表达问题同基督教人格主义的良知与罪责概念结合起来，并将二者共同用来反对他在自然主义人类学中所识别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们只要稍加反思就会发现，一个人在对待人类族类方面总会承担着某种罪责（即便这仅仅是因为在市民宪政体制下因人与人的不平等而享有特权，为了这些特权其他人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匮乏）”（V, 155）。康德重新引入的人体内自然与精神的对比，服务于对社会可完善性内在对抗的深入理解。

三部《批判》作为启蒙的自我批判

康德反复出现的关于需要严格方法的思想，针对的正是启蒙思潮本身，因为它们缺乏自我批判的反思。康德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旨在揭示由独立思考、普遍人类理性与人的天性构成的组合中那种虚幻的简单化倾向。康德看到，由于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无法调和文化进程中相互矛盾的各方，启蒙运动面临着理性主义纲领自我消解的危险。先验哲学在其基本结构及其文化哲学应用中，被证明是在市民文明展开前景中消化处理多种二律背反的尝试，康德断然将此强调为启蒙的自我批判。这与宗教传统只有形式上的关联；而与关于受造物式卑微性的人类学顺从毫无关系——后者恰恰应当从纯粹虚构的无限性中解放出来，走向文化自我展开的稳健步伐。先验逻辑在晚期启蒙阶段服务于启蒙的深化奠基结构。在《批判》的方法论中，康德并非对一般的理性作出判决，而是对他所处时代的启蒙理性作出判决——在这一时代中，“可以遭遇到一整套欺骗与幻相的体系”。在政治、基督教等领域的经验主义合理性（reasonableness），非但未能导向对理性特性的方法论理解，反而导向了一种“知觉的狂想曲”，最终将整座“理性之舟搁浅在怀疑论的沙滩上”（III, 144; IV, 262）。最重要的是，启蒙自身需要通过“消极立法”建立一套“审慎与自我检验的体系”（III, 468）。康德将启蒙运动视为互不关联的精神集合体，每当人们试图将这一进程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时，这些集合体就会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因此，他将启蒙运动的整个奠基纲领还原为一种作为具有公共有效性要求的一切判断的方法论的新预备学科。

作为未被理解因而未被调和的矛盾的结果，首先显现出来的，正是由于奠基方式

未被澄清的差异而导致的各个不同文化领域（自然科学、宗教、道德、法权、政治）之间的冲突。在此康德也看到了动摇社会演进运动原则（这一原则通过社会共识发挥作用，是历史性的成就）的根源。康德关于理性综合功能的核心思想动机，在此拥有其现实的社会参照点。有效性形式（日常实践意识、专业科学意识、技术实践意识、道德意识、宗教意识、审美意识）的专门化逻辑，应当确定文明事件中不同部门更精确的启蒙方法论化的条件。康德那种表面上看似不切实际、实际上坚定形式化的提问方向，旨在随着个体的自由范围被划定得越来越宽广，为关于日益复杂的责任达成理解寻找一个日趋匿名的处所。届时，对整体的意识将越来越脱离体验式的切近，并被转移到逻辑-方法论问题上。随后，在资本社会的危机爆发期，往往伴随着通过审美与意志重新夺回前现代共同体状态的浪漫主义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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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zen, M. O.: Metaphysik als Grenzgang. Die Idee der Aufklärung unter dem Primat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in der Philosophie I. Kants, Hamburg 1991.

方法问题

人类学自然主义的优势在于其批判性成就。当然，由此把启蒙运动的思想世界全盘描绘为否定性和破坏性的，是完全错误的。对人的天性的抽象，提供了将作为这种社会的内部结构与显现出来的社会形式区分开来的前提。这种方法论原则迫使理论家们审视反思：显现的文化形式与进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违背其出发点；这是一种对文明阶段由人自身所创造之特性的高度自觉。A. 斯密（1723–1790）与D. 李嘉图（1772–1823）的劳动价值论的抽象成就，提供了一个由自然主义出发、主导着批判意识的重要还原原则的典范。康德的思考延续了

这种将运动的本质内在结构与显现进程相区分的风格。K. 马克思（1813–1883）深入考察了启蒙经济理论的历史。他在谈及A. 斯密时强调：“一方面，他探索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市民经济体系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将这种联系按照竞争现象中所表面呈现出来的样子并列排布，也就是按照非科学观察者所看到的样子，完全如同身处市民生产过程中且有利害关系的人所看到的那样”（K.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6/2卷，柏林1967，第162页）。康德的先验原则试图确立一种哲学方法，这种方法从处于由专制主义向市民文化转变中的社会的显现关联的外在生活关系、概念和问题出发，回溯到所有有效性形式的逻辑基础。随后他追问：既有的形式和要求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违背启蒙反思理论的先验出发点。

他将原则与显现进程在理论上的粗鄙混淆称为“东拼西凑的观察和半吊子推理原则的令人作呕的混杂物，浅薄之辈以此为乐”（《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5；IV, 409）。康德思想鲜明的方法论姿态，正属于这种将实在与显现方式相分离的启蒙意识原则。文化有效性的逻辑基本形式构成了内在结构，人的所谓心智能力、传统、日常实践动力和意识形态都围绕着这一结构分布。相对于自然主义的主体概念，此时创立了一种更高级的原则，即按照一种将社会实在呈现为人类创造物、并同时呈现为诸多事务领域结构的方法，来整理海量初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经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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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ske, N.: Wolffs Stellung in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in: Schneiders, H. (Hg.), C. Wolff, 1679–1754. Interpretationen zu seiner Philosophie und deren Wirkung, Hamburg 1986, S. 306–319.

判断力

即便对于启蒙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奠基方式而言，自由个体与族类进步之间的新联系，也唯有通过一个能够将各个文化领域设想为相互兼容并由此在体系上加以构成的精神层面才能得以调解。其指导思想是普遍人类理性。它需要在具体情境中与个体的具体教养程度相沟通调解。连接两者的要素是作为可应用理性功能的人的判断力。J. G. 瓦尔希（J. G. Walch）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sches Lexicon, 1726）区分了自然的与通过理论修养而提升的“判断力”（Urteils-Kraft）。“前者我们生而有之，所有人——即便再朴拙愚钝——都具备此种能力，因此世上绝无不作判断之人。[…] 无可争辩，判断力（Iudicium）是知性最尊贵的能力，上帝将其置于其他能力之上作为首脑。”对于没有判断力的人，人们有理由说他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J. G. 瓦尔希：《哲学辞典》，莱比锡 21733，栏1534以下）。对于判断力，当时仍使用拉丁学术语 iudicium（法官判决）。正是在这一脉络下，康德在其判断体系的所有部分中都使用了法庭隐喻，例如将“纯粹理性批判称为纯粹理性的法庭”（III, 491），“人内心法庭的意识 […] 就是良知”（VI, 438）。

康德将其先验逻辑展开为三种类型的判断。他并没有延续当时关于所谓感性判断与高级理性判断、主观必然与客观必然判断、分析判断与上升判断之区别的流行探讨。质料的发生学方面对于命题的有效性方式而言始终是次要的——也就是逻辑要素如何从非逻辑的意识行动（即人们所说的知觉或表象）中产生的问题。逻辑有效性决不可与判断的心理学生成相混淆。“感性”与“知性”在分析出发点上被尖锐地对立起来。《批判》直接预设了知觉与概念的分离，而仅仅追问：概念在其中运作的逻辑结构与非逻辑的“感性”相联结的可能性。康德将

启蒙运动关于人的判断能力的普遍论题，聚焦于关于不同类型判断（先天的—后天的，分析的—综合的，理论的—实践的—审美的）之逻辑结构的唯一问题上。当代判断理论的困难也恰恰在于此。它着眼于逻辑形式从感受器的功能（即洛克所说的感觉 sensations）中的产生，以及在抽象过程中对它们的转化。质料的发生学提问方向在有效性保证问题上导致了困境。休谟极富修辞感染力地哀叹了我们的知性难以获得确定且普遍有效的陈述：“知性一旦单独活动并依据其最普遍的原则运作，就会反戈相向，摧毁哲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确定性”（D. 休谟：《人性论》，1739/40，第1卷，第4篇，第7节，汉堡1973，第345页）。在康德看来，启蒙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奠基方式的怀疑论后果，同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及其对主体依附于超验性的必然重构）一道，构成了近代理性自我否定的主要危险。市民世界退回到了对其所受感染的互补恶习的认可上：退回到个人的犬儒个人主义，以及对社会化行动的审美化心性神秘化。

自然主义认识论未解决的问题，存在于“表象”（propositiones, notiones）之间的观念关系中。康德由此切入，通过他的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理论重塑了逻辑先天论。康德对认识的形式领域与质料领域的尖锐分离所带来的后继问题，将在考察具体著作时予以探讨。

共通感（常识）

从关于逻辑形式综合特性的新理论出发，康德对启蒙思想的一个主导形象——共通感（常识，common sense）得出了更具差异化的理解。所谓健全人类理智在通俗哲学文献中不仅被视作所有人普遍判断能力

的器官，而且被不加区分地、带有市民温良善意地提升为启蒙的统一概念，在其中科学、独立思考、不受宗教束缚的道德得体性以及市民自由的适度使用汇聚在一起。康德透过这一概念也洞察到，它在启蒙运动内部是多么容易为盲从主义镀上光彩。传教士A. 里姆（A. Riem）的匿名著作《论启蒙是否对国家、宗教或总体上有危害及可能有危害？》（Über Aufklärung, ob sie dem Staate, der Religion, oder überhaupt gefährlich sey und seyn könne?, 柏林1788，起初标题有所变动，同年出四版）直截了当地宣称：“人能力的每一次发展，思想的每一次纠正，知识的每一次精进以及才能的每一次完善，皆是启蒙”。这种狂热的倾泻伴随着对事情漫无边际的泛化，带有鲜明的官权顺民思维；不过，书中对所谓启蒙欧洲国家中的野蛮行径（尤其是殖民主义）作了极其严厉的谴责。

康德同所有启蒙学者一样承认共通感（常识），同时也从这一概念模式的不成熟性中引出了结论。“拥有一副正直健全的……人类理智，确实是上天的伟大恩赐。”但它需要“一种批判理性，以使普通知性保持在界限之内，以免它陷入思辨妄想，[…] 因为它不知道如何为其原则进行辩护；因为唯有如此，它才能保持为健全的知性。凿子和木槌完全可以用来加工一段建筑木料，但要进行铜版雕刻，就必须使用刻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序言，1783；IV, 259）。对于健全人类理智，康德固然主要强调它应当保障的交往修养，而较少夸耀平民自满于自身所能达到的成就。“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在彼此之间进行道德完善性的交往（officium commercii, sociabilitas），不把自己孤立起来（separatist agere），这都是一种责任；虽然要为自己的原则建立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但也要将这一围绕自己画出的圆圈看作构成世界公民心态这一包罗万象的圆圈的一部分；这不纯粹是为了促进世界福祉这一目的，而仅仅是为了培育相互的[…]爱与敬重（亲和与得体，humanitas aesthetica et decorum），从而使德性与优雅相伴；实现这一点

本身就是德性责任”（VI, 473）。哈曼将先验哲学贬低为一种新的威权主义“理性纯粹主义”的“先验空谈”，贬低为“纯粹理性的巴别塔与共济会建造”（参见：《哈曼文集》，第7卷，F. 罗特编，莱比锡1825，第1、8、16页），尽管总能找到生命哲学的继承者，但依据康德文本的标准，这种贬低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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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üchsel, E.: Aufklärung und christliche Freiheit. J. G. Hamann contra I. Kant, in: NZsTh 4 (1962), S. 133–157.

在共通感（常识）这一点上，康德对启蒙哲学的深化逻辑奠基完全可以向自然主义思维理论的符号学进路敞开，而后者始终与共通感（常识）哲学联系在一起（当时例如E. B. 德·孔狄亚克，1715–1780，《人类认识起源论》，1746，德译本莱比锡1780，后来的《计算语言》，1798）。备受康德推崇的J. H. 兰伯特（1728–1777）在其《新工具论》（1764）第2卷中也阐述了一门“符号学或思想与事物命名论”。康德在其形而上学讲座（珀利茨记录本）中甚至明确指出，“人类先天智性认识的诸原则”基于一种“包含着人类语言根据的先验语法”（XXVIII, 576）。在直接的日常实践视域中，康德并不把人主要视为感觉的存在者，而是视为通过语言进行自我表达的存在者。（感觉主义人类学与符号学人类学之间的联结，至今仍是经验主义的优势之一。）“但天意安排我们向普遍人类理性陈述我们的判断，并在我们心中植入了这种冲动”（维也纳逻辑学；XXIV, 874）。康德尤其是在晚期的《判断力批判》（1790）中——该书在许多方面同时也是康德对其已然成型的先验哲学的自我反思——将先验论同审美意识以及直接经验性理论意识与日常实践生活意识的流动要素熔铸在了一起。

Baensch, O.: J. H. Lamberts Philosophie und seine Stellung zu Kant, Tübingen u. Leipzig 1902. – Cassirer, E.: Der kritische Idealismus und die Philosophie des 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es, Gießen 1906 [gegen L. Nelsons Kant-Interpretation im Sinne der Friesschen Schule].

康德论同时代的文化思潮

在18世纪的各种文化思潮中，康德主要感兴趣的是科学。文学、艺术、宗教运动，尤其是实践宗教生活——由于他认为其中存在灾难性且道德败坏的教条冲突——距离他较为疏远。康德密切关注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并试图亲自解决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问题。正是自然科学——而非当时的编年史事件——向他开启了对时代主题国际视域的理解。自然科学的问题解决程序被他视为文化问题理解可能且应当达到的典范风格，乃至被视为源于启蒙运动的社会演进方法之模型。除了自然科学之外，主要是法学被他理解为自洽理性体系的典范，并奠定为他的道德形而上学方法的基础。数理自然科学与法学在先验论与经验给予物的现象论结合中，构成了先验哲学重塑哲学的典范。科学体系性那种完全可论证、任何人皆可重构复现的理性特征，在康德看来构成了启蒙精神的核心领域。这造就了思考的坦诚与正直。他乐于将论证过程的完全清晰透彻强调为自己哲学的独特性质。对于哲学理论的奠基，他将经院形而上学的体系性视为典范。实际上，先验哲学与启蒙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反思风格是相对立的。康德将科学的启蒙-批判使命理解为：不断积累的专业知识必须与哲学-方法论反思相结合。由此便开启了科学的改良性文化功能。他将脱离社会关联

的学者称为独眼巨人（Cyklopen）——文学、神学、法学、几何学的独眼巨人：“他是科学的利己主义者，他还需要一只眼睛，使他能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对象。科学的人道性即建立于此，也就是判断的亲和性，由此人们将自己的判断置于他人的判断之下 […] 因此第二只眼睛是知性和理性的自我认识之眼：先验人类学（Anthropologia transcendentalis）”（XV/1, 395；引文有删节，G. J.）。（康德在此称为人类学的，正是他作为文化自我反思基础的判断形式先验逻辑。）旨在确定所有社会有效性形式之逻辑前提的《批判》与方法论形而上学，将不断增长的专业知识回溯到哲学奠基要求上，从而恰恰使之能够切实充当文化理解与沟通成就的典范。《批判》的方法论部分明确道出了这些看似遥远的先验哲学研究的文化关联。

在孟德斯鸠所主张的根据不同地理条件对人与民族进行自然科学因果性理解的脉络下，康德广泛阅读了地理学与民族学文献。康德自己的藏书很少。据说他在未领薪水的编外讲师期间，逐渐变卖了他最初“相当可观且精选的藏书”（雅赫曼语）。后来，柯尼斯堡的书商们以借阅样书给康德为荣。康德阅读量极大，且通常在短时间内就归还那些大多未装订的书籍。与柏林的启蒙学者——柏林被哈曼讽刺性地称为“大女神文学与普鲁士品味的保姆”，以此贬低脱离信仰的理性——即门德尔松、尼古拉、恩格尔以及比斯特（《柏林月刊》的主编，康德在1784年至1796年间在该刊发表了15篇文章）之间，康德保持着彬彬有礼但保持距离的交往。他固然尊崇门德尔松，但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已被超越的理论阶段的代表。门德尔松1777年访问柯尼斯堡，特别是他出席康德的讲座，学生们得知这位外来访客名字时的震惊，以及两人

穿过年轻学子夹道让出的过道走出阶梯教室时的相拥，自然是一大盛事。在所有人之中，他的前学生、自1774年起在柏林行医、凭借著作和讲座成为启蒙学者圈重要代表、才华横溢的亨丽埃特之夫M. 赫兹（1747–1803），是他无话不谈的书信伙伴。康德根本不喜欢写信，写得也不多，这体现了他对当时书信风尚中盛行的多愁善感的厌恶。康德的书信为研究其人格形象提供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康德（同莱辛一样）没有参与尼古拉的《德意志通报》（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 1765–1806）。在所有启蒙学者中，康德的思想与莱辛最为接近。对于莱辛的剧作，康德虽然评价其才华横溢，但缺乏明确的目的。散文著作则另当别论。在《汉堡剧评》和《拉奥孔》中，许多艺术评判与康德高度契合。康德的宗教论著与莱辛的神学著作更是有诸多相通之处。他的《人类的教育》被赞同地用来反驳门德尔松。

他认为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的通俗哲学不适合用于哲学的奠基。他反复强调，永远无法通俗化的哲学奠基与随后可能实现的通俗易懂的应用之间存在着必然区别。在整个18世纪，德国启蒙哲学沿着其奠基者思想方式的双重轨道运行：托马西乌斯侧重应用取向的著作与沃尔夫体系性的著作。对沃尔夫的摆脱始于60年代的康德，正如克鲁修斯、吕迪格那样，带有鲜明旨在澄清概念的分析性提问方向。洛克通过知性分析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开始产生影响。康德的体系思想及其理论的一切范畴前提，依然与沃尔夫形而上学保持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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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自由思考的时代受到了三条篡改解放诉求的错误路线的干扰。第一：导致怀疑论的经验主义，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辩护。第二：本体论形而上学的独

断论；第三则是“狂热的思维方式，[…] 即将本身真实且经过检验的理念扩展到一切可能经验的界限之外”（XV/1, 406）。不仅在艺术中，在批判文明的热忱（Enthusiasmus）中，康德也认为天才式禀赋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卢梭被称为“值得尊敬的热狂者”。对于狂飙突进时期的神学家、现代人相学体系构建者拉瓦特尔（1741–1801）——他曾在信件中对康德连番称赞并提出问题——康德也记录道，人们完全可以从狂热的天才身上学到：“坚持良好决心的坚定性与行动中的勇气”（XV/1, 407）。“热忱者”拒绝原则同处世聪明的妥协，拒绝通过狡黠的政治伪装来掩饰错误的准则（同上）。作为诉诸真善情感的普遍思维方式（赫尔德、雅可比），乃至作为高等认识的异象（斯威登堡），他断然予以拒斥，并在其《一个通灵者的视灵，通过形而上学的视灵予以阐明》（1766）中对整个世纪的感伤主义作出了清算。对于18世纪德国文学所呈现的“优美心灵”（schöne Seele）形象，康德并未全盘否定。他只是指出，从中无法提炼出道德国原则。

Hinske, N. (Hg.): Die Aufklärung und die Schwärmer, Hamburg 1988 (Aufklärung 3/1).

文学、教育学

在启蒙时代的德国文学中，普通德国市民的冲突与理想成为了审美对象。康德对同时代的文学只关注了一部分。他在所谓斯宾诺莎之争（1785/86）中的评判表明，他并不愿注意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世界观疑难。在这个领域，与在哲学中截然不同，他属于早期启蒙学者的一代，并没有接纳由后继一代在狂飙突进美学中阐发出来的更为成熟的精神解放问题。在18世纪的文化运动中，康德的思想存在着文学立场

与哲学立场之间的不同步性。康德对狂飙突进时期的诗歌和戏剧评价不高，正如他早在1766年就对赫尔德的《关于近代德国文学的残篇》评价冷淡一样；他不认为克洛普施托克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因为他仅仅依靠共鸣来打动人；他反对原创天才们对莎士比亚的狂热崇拜，自然也拒斥多愁善感的感伤主义诗歌（盖勒特、阿那克里翁派诗人们）——甚至对歌德也视而不见。他记录道：“一些作家应当把他们的名声归功于德语败坏者。情感语言掩盖了许多错误，因为它凌驾于判断力之上”（XV/1, 355）。他可能读过《少年维特的烦恼》，柯尼斯堡的坎特尔印刷了《葛兹》与《克拉维戈》，但这一切都与康德的品味相左。歌德特别赞赏《判断力批判》，但在其他方面对爱克曼说（1827年4月11日），康德对“他和席勒的著作从未予以关注”。康德在文学修养上停留于教谕式、道德教化式的启蒙文学，在文学体裁中最看重教谕诗，在作家中尤其看重蒲柏和冯·哈勒（他常引用后者）。相比希腊人，他更尊崇罗马人，“维吉尔比荷马更有品味”。德国启蒙讽刺文学（G. W. 拉贝纳）也因其道德导向而深得他的喜爱。他推崇利希滕贝格。康德自然阅读过塑造18世纪第一代人意识的关键作家：他特别喜爱蒙田、培尔、孟德斯鸠、塞万提斯、伏尔泰；在英国作家中喜爱斯特恩、斯威夫特，以及理查森、菲尔丁的讽刺小说。席勒曾将他的《审美教育书简》（1794）寄给康德。康德在一年后致谢，并仅称作者为“博学而富有才华的人”（XII, 10）。《狂欢诗》（Xenien）中“席勒与歌德的不体面举止”让康德感到不满（据来自柯尼斯堡的E. 斯塔格曼的一份报告；参见：《歌德年鉴》1906，第264页）。

康德的美学理论必须同他对文学思潮的态度区别开来。《判断力批判》确立了审美评判特有的逻辑原则，并由此将文学和艺术从作为一种不清晰“认识”的形而上学伪造中解脱出来。康德的美学通过确立独立于理论主张和道德法则准则之外的独立审美事态原则，契合了文学与艺术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塑造人类自主世界观与人生

观方面的巨大作用。人类学讲座的反思札记（依据鲍姆加通《形而上学》中的经验心理学部分）包含了康德美学观点最丰富的素材（XV/1, 265–440）。

巴泽多-坎佩式的启蒙教育学以及1774年在德绍建立的泛爱学校（Philanthropinum），在康德那里获得了对于他一贯克制的性格而言非同寻常的热烈赞同。J. B. 巴泽多（1723–1790）的教育学与教学体系改革旨在承认儿童心理的独特性，并通过契合自然的方法为过上具有独立公民人格且有益于公共的生活作好准备（《写给家庭与民族的父亲与母亲们的方法书》，1770）。莱布尼茨对理论上未加反思的启示思想的批判传统，以及卢梭的反神学宗教性，在整个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自主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过程随着泛爱主义而实现突破。教士仍应参与宗教教学，但学校监督权应从其手中剥离并移交给国家。在教学中应当避免一切宗派教派色彩。J. H. 坎佩（1746–1818）的《学校与教育体系全修》（16卷，1785–1792）刊载了J. 洛克《教育漫话》（第9卷）和卢梭《爱弥儿》（第12–15卷）的译本。康德对泛爱学校评价道：在此实行了一种契合人的天性与公民目的的真正教育，“几个世纪以来优秀的和拙劣的心智都在为此苦思冥想”。完全带着启蒙学者对教育学狂热的情调，在他看来，最终被找到的正确教育乃是“由此开启了人类事物整个新秩序的东西”（II, 447）。在针对泛爱学校的第二篇文章中（该文无疑是由坎佩致康德的一封信所促成的），康德直言不讳地指出，直接从自然本身汲取的原则将重塑整个人类族类：“但是，指望通过渐进的学校改良来实现人类族类的这一福祉是徒劳的 […] 唯有迅速的革命而非缓慢的变革才能促成这一点”（II, 449）。康德为该校争取财政支持，并为其争取德绍期刊《教育论丛》（Pädagogische Unterhandlungen）的订阅。康德写给坎佩的两封详尽书信（1777年8月26日、10月31日）证明了康德对这一改革机构的个人支持。康德在教育运

动中看到了超越作家和官员圈子的实践启蒙的一环，看到了启蒙纲领向大众的敞开。出于童年时期在贫困手工业家庭的生活经历以及在柯尼斯堡腓特烈学院严酷的虔敬主义教育体验，他有充分的理由欢迎新教育学。在巴泽多的方向上，E. C. 特拉普（1745–1818）首次将教育学建立在经验心理学之上，这引起了康德的极大兴趣。此外，巴泽多-坎佩的教育学受到了卢梭《爱弥儿》（1762）的影响，这也是康德热情洋溢的原因之一。因为康德说，卢梭“在人类假定的形形色色的形态之下，最先发现了人类深藏的本性”（XX, 58）。康德在泛爱主义教育学中看到了卢梭以社会诉求的直接情感性之名对文明的批判，与启蒙关于智识教养的构想之间的综合。这契合了康德自身的文化纲领——在18世纪下半叶对启蒙成果进行先验逻辑修订的宏大工作中，人们决不可忽视这一纲领。在早期的逻辑学讲座中，康德更详细地谈到了教学法问题。与讲座相对应的反思札记（第XVI卷中）同样展示了这一点。G. F. 梅耶的《理性学精华》（1752）在近40年间一直是康德逻辑学讲座的基础教材，该书在方法论部分包含了“论学术知识的教学方式”一节（§§ 414–438；梅耶的著作重印于第XVI卷）。康德于1776/77年开设了他的第一次教育学讲座，恰好处于他关注泛爱主义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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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

在60年代中期，康德对卢梭几乎达到了一种狂热崇拜的程度。他被卢梭语言的情感力量所吸引，并认识到这是在专制社会中启蒙文学迄今未曾敢于展现的直接的人类生

活诉求的体现。当卢梭因巴黎高等法院的迫害而随休谟寄居英国时（1765），康德向他的英国朋友格林打听关于卢梭的消息。一幅卢梭的画像是康德书房唯一的装饰。卢梭的著作构成了康德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除了那句被广泛引用、带有几分诗意的话——即休谟的怀疑论首先打断了他的独断论迷梦（IV, 260）之外，康德对卢梭的自白拥有同样的地位：“我自己天生是个探究者。我感到对认识的全部渴求，以及在其中不断前行的贪婪不安……曾经有一个时期，我相信唯有这才能构成人类的尊严，而我鄙视对一切一无所知的平民。是卢梭纠正了我。这种盲目排他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而且如果我不相信这种考察能够赋予所有其他事情以确立人权的价值，我就会觉得自己比普通工人还要无用”（XX, 44）。康德对社会进步矛盾性的深刻理解，受到了卢梭关于进步与苦难辩证法的影响。作为科学的尊崇者，康德也注意到了卢梭著作中的不成熟之处，并按照卢梭本应当表达的意思来解读卢梭：“卢梭的全部意图：通过艺术使人达到能够将文化的一切优势与自然状态的一切优势结合起来的境地。卢梭并不希望人们返回自然状态，而是希望人们回顾自然状态；极端的结合”（Refl. 1521; XV/2, 890）。对于那些承袭卢梭狂想、宣扬前文明因而更优越的自然人的思潮，康德予以拒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理解赫尔德的《人类族类最古老的文献》（1774），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参见致哈曼的措辞激烈的信件，1774年4月6日与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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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之争

在1785/86年雅可比、拉瓦特尔、哈曼为一方，门德尔松与柏林启蒙者联盟为另一方的斯宾诺莎论战中，提出了建立一种内在世界观的问题，这种世界观可以通过一种由单一原则构想的、趋向泛神论的理论，跨越主导德国后沃尔夫时代启蒙运动的感觉主义与自然神论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这些新观点将此前归入经验心理学和人类学中的人与自然统一的复杂人概念的诸维度，在反对数理自然科学的自然概念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它们披着通过宗教泛神论和狂热的情感概念（赫尔德、拉瓦特尔、雅可比、哈曼）批判启蒙运动的外衣出现。康德与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皆相识，并受到双方的批评与拉拢，这让他深感不快。门德尔松在《晨钟，或论上帝的存在》（1785）中反对《纯粹理性批判》，指责其助长了无神论（他几乎没有读过这部著作）。J. 舒尔茨对康德的阐释的一篇书评也认为《纯粹理性批判》与斯宾诺莎主义存在相容的可能（H. A. 皮斯托里乌斯载于1786年3月《德意志通报》，第LXVI卷，第92–123页，特别是第97页以下）。此类指责构成了为《批判》第二版撰写详尽新前言的原因之一。针对门德尔松，康德让其在哈勒的支持者L. H. 雅各布代为回应（《门德尔松晨钟考》，1786），自己仅为此写了一篇简短但在语气上极为坚决的序言。伴随无神论指责而来的宗教-政治狂热化令他深恶痛绝。雅可比则诉诸康德的空间理论，他以宏大的修辞笔调认为该理论完全是按照斯宾诺莎的精神写成的。

这场辩论是超越启蒙理性主义形式的精神生活更深层重塑的体现。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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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来自日常意识、美学以及摆脱了教条的、主观的情感宗教性，也就是说来自逻辑学、自然科学和法学等此前在启蒙理论建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领域之外。其导火索是门德尔松与雅可比之间的私人谈话，在谈话中雅可比声称，莱辛在晚年曾向他承认自己是斯宾诺莎主义者。莱辛晚期的共济会对话《恩斯特与法尔克》（Ernst und Falk, 1778/80）与《人类的教育》（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1780）确实将启蒙理性主义推向了一种道德的乃至历史的泛神论。在得知雅可比的信息后，门德尔松在其《晨钟》第一部分撰写了对斯宾诺莎主义的批判，并于1785年将该书寄给雅可比。雅可比试图抢占先机，发表了他的书信集《论斯宾诺莎的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的书信》（1785），其直接目的是对门德尔松、格狄克、比斯特、赫兹、恩格尔、赖夏特、莫里茨等人组成的柏林启蒙者圈子发起强有力的论辩攻击。门德尔松深感愤慨——因为在拉瓦特尔的劝诱之后，他又（错误地）怀疑这是一次企图劝他改宗的尝试——于是以《致莱辛之友》（1786）作答；在将手稿送交印刷厂四天后，亦因情绪过度激动而去世。康德以鲜明冷静的态度，出于对文人圈子闹剧的深恶痛绝（但也完全符合他所高度推崇的养生学），认为门德尔松是死于不良饮食习惯和终生消化不良的后果。歌德在其《诗与真》（1811–22）的回顾中指出了个人冲突背后的决定性关键：体面人士迄今最隐秘的精神冲突被揭露开来，“这些关系在他们自己未曾意识到的情况下，潜伏在一个原本高度开明的社会中”（歌德：《诗与真》，第3部，第5卷，载于：《歌德全集》魏玛版，第I部，第28卷，魏玛1890，第313页）。促成歌德之友雅可比与莱辛这次影响深远的谈话的起因，正是歌德诗作《普罗米修斯》对正统上帝概念的激烈批判。该诗大概创作于1774年，雅可比在未经歌德知情的情况下于1785年在其论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将其发表。雅可比确实打破了德意志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的改革派是一个没有深刻理论分歧的群体的假象。这对康德而言本不该

感到陌生。然而，令柏林启蒙者们数月来处于亢奋之中的雅可比-门德尔松冲突，并未引起康德的兴趣。最后，那里的焦点变成了指责雅可比的著作导致了门德尔松的死亡。康德长期以来既拒斥原初的斯宾诺莎泛神论，也拒斥赫尔德和雅可比经由生命哲学更新的泛神论。唯独在《判断力批判》中目的决定的范畴问题上，他肯定了斯宾诺莎（V, 393以下）。甚至在《遗著》的手稿中，抵御斯宾诺莎主义作为先验唯心论的替代方案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哈曼试图拉拢康德加入其中一方，赫兹和比斯特则在信中催促他最终出面为柏林一方干预。康德将雅可比的情感哲学称为“做作的天才狂热”（致赫兹信，1786年4月7日），但他告诫要防止对雅可比进行任何侮辱性攻击（X, 432）。最终，康德于1786年7月撰写了论文《什么是思想中的定向？》（Was heißt: Sich im Denken orientieren?, VIII, 131以下）。在此，康德如何看待其先验哲学在启蒙进程中的地位与功能表现得尤为清晰。他拒斥将健全人类理智作为启蒙哲学的基础——人们清楚地看到，这种知性的不足是如何迅速导致理性的彻底退位（在雅可比那里）。企图在超感性领域（上帝存在证明、自由概念）进行独断证明的启蒙运动，必然导向哲学上的狂热。这也是斯宾诺莎主义的后果，后者在证明超感性（在康德看来纯粹是实践-道德的）对象时，像对待自然对象一样进行形而上学的处理。康德看到从启蒙的本体论理性主义（“独断论”）中产生出其反面：即雅可比所代表的对主体概念的浪漫主义-情感式扩展。他在其中认识到，以往启蒙运动的奠基论证容易因理性批判而发生保守主义转向。康德希望避免启蒙演进中的危机性激化。他并未谴责雅可比派——在此康德的话语将整个狂飙突进运动包含在内——而是告诫他们：“具有精神才能和开阔胸怀的人们啊！我钦佩你们的才华，热爱你们的人类情感。但你们是否认真考虑过，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对理性的攻击究竟意欲何为”（VIII, 144）？狂热天才反对理性的热忱，最终必然会自动导致对最恶劣的实证事实的屈服，因为

通过启示并不能获得意识的真正内容。此外，国家权力很快就会介入，终结这种过于大胆、脱离权威的思维方式。“事情的进程大致如下。起初，天才对其大胆的高蹈自鸣得意 […] 它很快也通过威权口吻和大肆许诺迷醉他人 […] 并引发了被称为自由思想的思维方式，即根本不再承认任何责任的原则。此时统治当局便介入其中，以免市民事务本身陷入最大的混乱，[…] 于是它甚至彻底取消了思考的自由”（VIII, 145, 146）。康德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认为整场辩论是不明智的。他看到了对启蒙运动的危险：当时人们正预期着腓特烈二世的去世。腓特烈二世于1786年8月17日去世，即在康德撰写文章一个月之后、该论文于当年10月在《柏林月刊》发表之前。比斯特作为出版商必须进行政治思考，而且对柏林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曾提醒康德注意这些危险。他写信给康德：“我们大概很快就会经历一场变革，人们 […] 无法知道这场变革对于更自由的思维方式是有利还是不利”（1786年6月11日）。然而，康德在此完全没有提及当时已经沦为私人笔战泥潭的雅可比-门德尔松争论，而是超越具体的担忧，表达了他对进步运动的根本理解——即进步运动不应当是狂热过激的，也不得与国家发生冲突。最后，康德呼吁两派——他们原本都是正统派和反启蒙政治的敌人——“依法合律地、并由此合目的地为了世界福祉而运用自由”（VIII, 147）。康德只针对涉及其理论立场的方面进行写作。他以定向概念为例，阐述了个体定向各个阶段直至在先验哲学方法中得以概括的发生学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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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进步历程，唯心主义历史概念

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模式——除光明会和少数共和主义者外——是：权衡审慎、提供奠基论证的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通过政府官员对公共状况施加影响。康德的《系科之争》（1798）是他对18世纪科学与国家政治及精神权力关系的整个疑难作出的总结性论述。在大学中“下层”哲学系与神学、法学、医学等“上层”系科的争论中，康德将哲学作为批判性科学，同实定的、官方的法权秩序与文化大厦对立起来。他从批判性探究与既有的、大多具有建制合法性的内容之间的根本距离来理解政治与文化。完全按照自由主义的意义，国家的功能被设定为“只要不妨碍见识和科学的进步即可”。康德以与经济上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laissez-faire）鲜明的类比来表述这一点（VII, 20）。科学与哲学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反对党，学术议会的左翼”（VII, 35）。对进步的唯心主义界定，使其被设想为一个没有现实危机和剧变的平稳连续过程。理性理念同时作为文明进程的思维形式——这是市民社会中单个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前提——其基础是对主体理解的法权形式，在其中个体被设想为一个理性设定的关系的要素。将科学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延伸到现实历史过程中的空想主义，在面对不断涌现的相反经验时是相当无力的，后者随后会彻底抛弃理性基础。坚决批判文明的理论——无论是下层阶级的理论还是保守浪漫主义思潮——大多从对法权形式的批判切入，并通过批判理性的结论走向意志姿态

的至上性。在此，历史运动的演进概念被放弃了。意志决断不断积聚并最终爆发突破。

从法权思想中衍生出的智识历史观的后果之一，是大多数启蒙学者的典型期待（康德再次对其作出了体系性的奠基）：即符合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的可理解的正确性概念构成了历史进程的核心。因此，深思熟虑的开明君主作为代表能够践行整体的精神。在这种虚幻的启蒙思维形式中，现实的进程在文学批评的形式中度过了其真正的存在。其感性现实存在于作者身上，动员性的行动则是出版公共领域的行动。这使得康德得出了令人惊叹的表述：“实行专制统治，但同时却以共和主义的方式、即按照共和主义的精神并依其类比来进行治理”（VII, 87）。这是处于开明君主制阶段的德国早期自由主义的立场。W. 狄尔泰精辟地指出：“康德相信，通过规范各个系科之间相互的界限，能够驯服现代社会中相互搏杀的各大力量并使之无害化”（W. 狄尔泰：《康德与书报检查之争》，载于：《狄尔泰全集》，第4卷，莱比锡1925，第308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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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德的政治观点。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

康德抱有浓厚的政治兴趣，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最新的新闻消息，喜欢将其作为交谈的主题，并对政治事件拥有极佳的判断力。与康德有个人交情的最早的传记作者们（雅赫曼、瓦西亚斯基、博罗夫斯基）一致强调了这一点（参见：R. B. 雅赫曼，载于：《当代人描绘中的康德生平》，F. 格罗斯编，柏林1912，第174页以下，R. 马尔特导言重印本，达姆施塔特1993）。康德在晚年（1798年6月12日）曾对雅赫曼和阿贝格说，他发现“没有什么历史比我每天在报纸上读到的更具教益。在这里我能看到一切是如何发生、传播和发展的”。凭借其契合于将政治视为社会生活中重要领域的信念的政治兴趣，康德超越了他所属的德国老一代启蒙学者的视界；更不用说普通大学教师的眼界了。在政治兴趣（而非观点）方面，康德与90年代以及19世纪最初二十年的一代人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与费希特、施莱尔马赫、黑格尔，与弗里斯、历史学家伦登。在德国哲学史上，康德的政治判断以理性个人自由与自由主义法权理解的明确性与稳定性而著称，以至于人们完全可以称康德为“德国人中唯一政治上毫无歧义的哲学家”（J. 哈贝马斯，载于：《批判理论与政治介入》，O. 内格特纪念文集，W. 伦克等编，汉诺威1999，第23页）。康德并没有在柏拉图主义的意义上规定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期望国王哲学化，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既不可期待，也不值得期望：因为权力的拥有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VIII, 369）。在康德看来，哲学承担着政治责任。但它应当仅通过自由的出版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80年代和90年代，德意志各邦的政治论著数量大幅增加。康德并未作为政治著作家抛头露面，但在其晚期著作中，将他的法哲学与政治陈述聚焦于

法国大革命的脉络中——这是启蒙运动在宪法法权上经受检验的欧洲论坛。康德的政治判断是世界主义的，因为它着眼于欧洲国家超越专制君主制所面临的进步。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他看来是受到政府支持的狂妄迷妄（XV/2, 590）。“至少在目前，向德国人喋喋不休地鼓吹民族自豪感是不契合德国人性格的。”“必须根除这种民族迷妄，代之以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XV/2, 590以下）。康德谴责了英国的政策。他在英国的反革命政策中看到了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自由运动的主要阻碍。俄罗斯则可以被遏制，因为其财力匮乏，一旦卷入对外冲突就会爆发内部动乱。英国作为一个民族“作为对待其他国家的国家而言，是所有国家中最具破坏性、最贪恋统治和最易挑起战争的”。小皮特的对外政策似乎“不是要促进自由与文化，而是要促进奴役与野蛮”。康德谴责了英国针对北美的战争，并赞扬了拿破仑的反英政策（XII, 407以下）。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1795）中，他坚决反对殖民政策。“在东印度，他们以纯粹意图建立商站为借口引入外国军队，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原住民的压迫、煽动当地不同邦国进行广泛的战争、饥荒、叛乱、背信弃义。”那些“在大肆宣扬虔敬、把行不义之事如饮水、并自诩在正统信仰中属于选民”的列强，犯下了最为残酷的奴隶制罪行（VIII, 358以下）。

康德政治判断的枢纽是划时代的中心事件——法国大革命（1789–1795）。它不仅让在普鲁士主要由商业资产阶级、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构成的德国早期自由主义，而且让围绕专制主义组织起来的贵族及其教会-保守派秩序党追随者，共同面对一个资产阶级同封建国家长达数年公开夺权斗争的事实，以及第三等级内部不同社会派系之间相互斗争的事实。这一事件发生在欧洲

大陆启蒙运动的核心国家，而该国的启蒙运动此前主要也是立宪君主制而非革命性的思考方式。在德意志各邦，与针对革命暴行的一片谄媚宣传相对立，兴起了大量关于反封建宪政改革的论著。这为普鲁士施泰因男爵的改革（始于1804年）作了思想准备。施泰因男爵的例子表明，德国的改革运动也受到了批判革命观点的影响，这些观点在经历了雅各宾派统治以及随后的拿破仑中央集权统治后进一步加剧。施泰因与康德截然不同，他并非共和主义者，而是从其威斯特法伦官员时期起便倾向于与地方等级议会合作，完全没有受到卢梭的影响，而是受到孟德斯鸠、伯克以及其英国之行的影响。在90年代，国家革命的主题得到了广泛讨论。围绕着大革命引发的启蒙实现问题，启蒙运动进入了分化与解体的阶段。对启蒙时代的审视进一步深化：F. J. 冯·亨德里希在其匿名出版并在两年内印行三版的《关于德意志最重要事务的坦诚思考》（1794）中追问：“我们在历史中能否找到一个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富于革命的时代？”，他列举了北美、比利时、法国，并将市民阶级指认为新精神的载体——这种新精神体现为不满、谋求利益以及摆脱昔日顺从承受的重负。在德国，“民族的这一重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产阶级的事业”（冯·亨德里希：《坦诚思考》，第1部，苏黎世1794，第280、285页）。这位迈宁根政府顾问、后来的联邦议会萨克森公使（1815）撰写这篇睿智政纲的目的，在于向德国贵族统治阶层论证改革的紧迫必然性，以避免在其他情况下不可避免且总体上效率更低的革命。

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的评判由三个方面决定：首先，他热烈欢迎大革命；与德国其他立宪君主制阶段革命拥护者不同，当现实的革命历史揭露出阶级和阶层的对抗时，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拥护立场。其次，依据国家法权原则，康德

在根本上拒斥革命的权利，并对此作出了清晰的表述。在此，他对德意志各邦的期待无疑在于：国际进步可以使德国革命变得多余，因为各邦在外部压力下不得不自我改革。为此，康德寄希望于普鲁士与共和制法国结盟。他运用“社会契约理念”进行论证，该理念排除了贵族的专制与人民的暴乱（VIII, 302）。这一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原则构成了康德政治思想的核心。凭借这一原则，他既拒斥绝对君主制，也拒斥英国议会制。该原则的侧重点在于：国家由于其在统治当局与臣民之间的契约本质，必须一再进行改革，因而不需要革命。这一建构构成了康德观念共和主义的核心——即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也实行符合所有阶层利益的准共和主义政策。康德先天论的反经验主义在此体现为政治判断形成的方法。人们应当着眼于契约理念，“但不能像丹东所希望的那样将其视为事实”，而是追问什么是合乎法权的，“在何处先天原则得以牢固确立，没有任何经验主义者能够在其中胡乱篡改”（VIII, 302）。法国大革命的进程，特别是救国委员会的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1793/94），除了加深康德对英国议会制的负面评价之外，无疑进一步坚定了他对民主制的拒斥。对他而言，共和宪法的关键在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他将民主宪法视为两种机构的专制混淆（详见《论永久和平》，VIII, 352）。

第三，唯有注意到康德同样在根本上拒斥反革命的权利，才能理解康德政治观点的整个体系。人民的革命抵抗权得到了间接肯定。一旦革命已经发生，就赢得了一项不可剥夺的历史进步。这是针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法同盟战争而言的。关于这三个维度，有一些文本证据：1）“在我们这个时代目睹的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革命，无论它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它充斥着苦难和暴行

到何种程度，以至于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如果在第二次尝试中能够有希望顺利进行，也决不会下决心以如此代价进行这场实验——我说，这场革命在所有旁观者的心目中 […] 都找到了一种近乎热忱的愿望上的同情，而这种表达本身就伴随着危险，因此它除了在人类族类中具有一种道德禀赋作为原因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根源”（《系科之争》，VII, 85）。康德在欧洲框架下看待事件的发展，没有被革命的具体曲折进程所迷惑。他对革命的评判与其说是受革命进程本身指导，不如说是受其在欧洲各邦不可避免地引入自由宪法的整体效果所指导。在1792年之后，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如克洛普施托克、赫尔德、席勒或维兰德等人）发表了失望的言论，认为在法国人“企图建立其幸福所依赖的”自由与平等之下，如今“应当理解为森林野兽的自由与吉普赛游民部落的平等”（C. M. 维兰德：《诸神对话》第12篇，1791，载于：《维兰德全集》，第40卷，莱比锡1825，第337页），而这类言论在康德那里是完全没有的。康德的出版商尼科洛维乌斯在1794年说，康德仍然是民主主义者，甚至最近还表示：“如今在法国发生的一切暴行，与此前在法国持续存在的专制恶政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极有可能雅各宾派在他们目前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引自：K. 沃尔兰德，《康德传》，第2卷，莱比锡1924，第221页）。康德对革命进程的评判，与J. H. 福斯、A. 亨宁斯、A. 冯·克尼格、G. 福斯特、J. G. 费希特等具有同样共和情怀的政治评判属于同一阵营。在柯尼斯堡，康德的朋友C. J. 克劳斯与法院院长莫根贝瑟尔持有与康德相同的观点。希佩尔则拒斥他们对革命的拥护，称之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究评判，这些人连一个村庄都不该交给他们治理。

2）“唯有按照何种秩序才能期待向更好的方向进步？答案是：不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而是自上而下的进程。”“构想符合理性要求的国家宪法固然是美妙的……但提议推行它们则是狂妄的，煽动人民废除当前现存的宪法则是应受惩罚的”（1798，VII, 92）。“对于一个人民而言，暴动是否是推翻所谓暴君压迫性统治的合法手段？人民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推翻暴君并未对他（暴君）造成不义；对此毫无疑问。尽管如此，臣民以此种方式谋求其权利，依然是最高程度的不义”（1795，VIII, 382）。

3）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避免革命。属于这一“均质机器机制的……也许正是国家应不时进行自我改革，以演进代替革命，持续向更好的方向进步”（VII, 93；参见VIII, 372）。康德认为，在国家组织的发展规律受到阻碍的地方，革命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因此存在着两种进步形式。在既有宪法的法权概念中不可能包含革命，这是康德契合自由主义国家法权理论的观点。如果违背了演进性的进步规律，法权概念就会破裂，新法权便会在革命中从社会生活的一个非法律空间中被确立起来——康德对此并未作更深入的考察与描述。这一法律形式随后同先前的形式一样不可侵犯。“即便由于不良宪法引发的革命的狂暴以非合法的方式赢得了一种更合乎法则的宪法，那么在此之后也不得再被认为允许将人民重新引回旧宪法之中”（VIII, 372）。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理解的一个独特性还在于，他认为此类世界历史的关键事件其实只会发生一次。此后，其契合时代的必然性在公众意识（“热忱”）中便如此牢固地确立起来，以至于原初革新形式的成果将以改良的途径在其他国家进一步传播。

属于康德政治思想的还有著作《论永久和平》（1795）。在此清晰地展现了下层阶级的观点。国家元首们“对战争永远欲壑难填”，他们“出于微不足道的原因，把战争当作一种游乐消遣来决定”。不真诚的和平条约、领土交换、雇佣军队，所有针对专制主义政治的民间论辩都在康德那里重现。这绝非政治空想，因为它将逐步建立欧洲和平秩序的期望同源于革命的向共和制

国家秩序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这部著作是将1789年8月第一届法国国民议会的《人权宣言》扩展到国际领域。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革命纲领与传单小册子的性质。在对封建国家王朝国际强权政治的尖锐批判中，在对反动国家侵略性对外政策（为政治讹诈和侵略战争扩军备战、干涉他国内政、秘密战争等）的分析中，康德展现了政治现实主义，以及丝毫不受其刚刚遭受国家规训（因其宗教论著）影响的坚定决心，就当下的政治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法国大革命的转折点上（从救国委员会到督政府），康德在国际层面上划定了大革命的一项任务。这部著作是针对革命走向大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终局阶段的一个早期替代方案。

这篇篇幅不大却富有远见的著作，处于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日益激烈的论争（1791/92）这一当下政治脉络中，在大资产阶级政党的战争政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伯斯庇尔在1792年1月拒绝了对奥地利的战争，因为这会转移国内彻底完成革命的注意力。吉伦特派的伊斯纳尔和布里索自1791年起便主张一项军事性的世界革命纲领。罗伯斯庇尔反驳他们道：给人民战争并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马拉、J. 鲁赞同他对战争的谴责：“这场战争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排斥了我们本想视作兄弟的民族，预示着我们本已放弃的征服欲望”（引自：W. 马尔科夫，《证人席上的革命》，第1卷，莱比锡1982，第199、201页以下）。在1790年的一项法令中，制宪议会庄严宣布放弃一切征服战争。对奥宣战（1792年4月）重申了宪法原则：“不发动任何旨在征服的战争，且在任何时候都不将其军队[法兰西民族的军队；著者注]用来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出处同上，第2卷，第235页）。康德的和平论著契合了这一雅各宾派纲领（尽管他不了解其具体文本）。同雅各宾派一样，康德期望法国与欧洲之间的和平能够增强革命的影响力。法国与普鲁士之间的《巴塞尔和约》

（1795年4月）——这无疑是康德撰写该著作（1795年8月完成）的一个重要契机——在康德看来是走向与革命法国实现和平的充满希望的一步。康德对国际局势的评判体现在其核心论点中：唯有反王朝的共和制国家形式才是根本和平政策的基础。他认为，革命非但不是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的原因，反而带来了逐步进入欧洲和平时代的前景。随后的几年发展则截然不同，因为法国大资产阶级成为了革命的继承者，并构成了拿破仑征服战争的社会基础。

康德的理性概念总体上也反对关于暴力不可克服以及利益绝对异质性的学说。理性将争端引向诉讼过程的法律轨道（鲍姆加特纳，4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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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宗教论著与同普鲁士国家的冲突

随着腓特烈·威廉二世于1786年登基，普鲁士掀起了一股反对启蒙运动的政治转向。这位侄子是腓特烈二世的继任者，是个可怜的糊涂虫，常常一坐数小时哭泣，甚至多次自称见到了耶稣。他解除了思想开明的部长冯·采德利茨——康德哲学的朋友——的职务，并于1788年7月任命神学家J. C. 沃尔纳为司法部长兼宗教事务部主管。由此，反动的宫廷党派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封建幻想复活的背景下，夹杂着宗教狂热、神秘学、炼金术、降神术，占据了对抗腓特烈二世开明高级官僚体系的阵地。同月颁布了《宗教敕令》，指控那些据称在虚假启蒙的幌子下厚颜无耻地散布无数谬误的力量。1788年12月紧接着出台了《书报检查敕令》，“旨在作为在宗教敕令争端中的武器”（狄尔泰，第288页）。然而起初，宫廷的企图遭到了腓特烈二世官员组成的自由主义最高宗教会议的抵制。为此，1791年4月在波茨坦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成立了作为对抗机构的特别宗教审查委员会（geistliche Immediat-Examinationskommission）。该委员会被授予对柏林出版的所有神学和道德书籍及期刊进行审查的权力。布雷斯劳牧师H. D. 赫尔墨斯担任总审查官，其副手为G. F. 希尔默，一个毫无学术建树的偏执教师。由此，一个教会机构获得了对所有神学文献和很大一部分哲学文献的最高监督权。J. J. 斯帕尔丁（1714–1804）——自1764年起担任主任牧师兼最高宗教会议顾问——在其《自撰生平传略》（哈勒1804，第109页以下）中生动描绘了这一政治和文化倒退以及他辞去柏林圣尼古拉教堂主任牧师职务（1788）的经过。他担忧“依据该敕令的严苛基调，对讲座演讲进行热衷于扣异端帽子的监视”（第114页）。尼古拉将其《德意志通报》的印刷地点迁往基尔，比斯特的《柏林月刊》迁移至境外的耶拿，但在1792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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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被查禁，1794年4月《德意志通报》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论辩性文章和手抄报纸开始在柏林流传。柏林、哈勒、柯尼斯堡一些最著名的书商对书报检查统治提出了抗议。来自柏林的消息告诉康德，新审查委员会成员沃尔特斯多夫高级宗教会议顾问在他新官上任最初几天就向国王提议今后完全禁止康德写作（基塞韦特致康德信，1791年6月14日）。在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黑森-卡塞尔于1794年提出了对康德哲学采取行动的提案，但未获成功。法国大革命的推进、路易十六被处决（1793年1月）、政权向雅各宾救国委员会转移、法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都强化了普鲁士反动势力的影响。奥地利皇帝告诫德国诸侯要坚决应对革命活动。利奥波德二世与普鲁士国王在皮尔尼茨会晤（1791年8月）时通过了一份针对法国的挑衅性宣言。次年，针对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冯·赫茨贝格部长（自1763年任职）反对这一政策并于1791年辞职。沃尔纳与比绍夫斯韦德部长要求建立全欧洲诸侯联盟。这就是康德于1793年在柯尼斯堡由尼科洛维乌斯出版《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时的普鲁士与国际局势。康德最初打算以系列论文形式发表该书。第一篇于1792年通过了审查，第二篇则被查禁。因此康德将四部分合为一体，提交给耶拿大学哲学系审查，获得了印刷许可（Imprimatur），该书亦在耶拿印行。1794年春便已出版第二版。在复杂且对他个人而言日益严峻的处境中，康德展现了原则坚定性。该书（在第一版序言中）对神学家对科学的书报检查进行了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批判——神学家企图贬低科学的尊严，并省去自己钻研科学的辛劳（VI, 8）。1793年，在身处反革命同盟的普鲁士，康德以坚定的拥护立场和历史理智为革命发声：“某个民族 […] 尚未成熟到享有自由；地主的农奴尚未成熟到享有自由 […] 但按照这种预设，

自由将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曾先被置于自由之中，他就无法成熟到享有自由 […] 最初的尝试固然是粗糙的，通常也伴随着更为艰难和危险的状态 […]；然而人们唯有通过自己的尝试，才能成熟到运用理性”（VI, 188）。康德完全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并抱有一种要亲自检验在“大声思考的自由之限制”上究竟能走多远的心态（致柏林医生塞勒信，1792年2月24日）。

1794年10月1日，由沃尔纳起草的皇家内阁敕令下达，君主在敕令中告知康德，“早已怀着极大的不满看到，你如何滥用你的哲学来歪曲和贬损基督教”。随后敕令提及了《宗教》一书，要求作出认真的辩解，以最高不悦相威胁，并期望康德运用其才华，“使我们作为国父的意图日益得到实现，否则若继续顽抗，你必将面临不愉快的处置”（VII, 6）。这对于70岁高龄的康德而言是极为粗暴的口吻。康德以非常独特的两个步骤作出了回应。第一步是他立即采取的，第二步则是在四年之后。在此期间，他例如收到了巴门地区主要虔敬主义者之一S. 科伦布施的如下来信：“我亲爱的主任教授先生！康德先生的理性信仰是一种完全不含任何希望的信仰。康德先生的道德是一种完全不含任何仁爱的道德。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魔鬼的信仰与康德先生的信仰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魔鬼的道德与康德教授先生的道德又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1794年12月26日）。这就是整封圣诞信件的内容。康德对部里的第一项指责作出了回应：他的宗教哲学仅针对大学系科学者，因此不可能损害民众的信仰——民众的信仰固然受制于政府认可的公共国家宗教。但学者们必须保留自由公共判断的权利。反驳这一攻击的核心思想在于：对基督教而言，不可能有比其著作所主张的同理性道德相一致更高的赞誉，而屡有偏离的基督教唯有通过这种理性道德才能得以复兴。至于涉及其

后续行为的另一项要点，康德通过声明作出了了结：今后“作为陛下最忠诚的臣民 […] 无论在讲座中还是在著作中，都将完全停止一切涉及宗教的公开演讲”（VII, 10；亦参见草稿 XI, 508–511）。

康德当时的一份手稿清晰地表达了作为该回信基础的态度：“收回和否认自己的内心信念是卑劣的……；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是臣民的责任，而且即便所说的一切都必须是真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有责任公开讲出全部真相”（XII, 406；对此参见A. 瓦尔达载于：《康德研究》22 (1918)，第504页）。柏林的启蒙学者们认为应当对康德如此宽泛的沉默声明感到失望。然而康德洞察到了整体的政治态势。他写信给《判断力批判》的出版商、柏林的拉加德说，他期望从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和平中也能促成普鲁士国内政治的自由主义转向（XI, 512, 515；关于康德对局势的估计及其行为方式，参见致席勒信，1795年3月30日，致蒂夫特伦克信，1798年4月5日）。柏林的比斯特表达了对康德的真正敬重，同时在谈及康德的抗辩时表达了失望之情：“只是每个人想必都会感到遗憾，您自愿作出了承诺：关于宗教 […] 不再多言。您由此为启蒙的敌人带来了一场巨大的胜利，为正义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依我之见，您本没有必要这样做”（1794年12月17日）。

这些事件发生三年之后，腓特烈·威廉二世去世（1797年11月16日）。其继任者于1798年任命E. 冯·马索夫接替沃尔纳出任国家与司法部长，并委托其主管宗教与教育部。同年，康德出版了一部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新著作《系科之争》——该书早在1794年便已撰写完毕，并在前言中将他遭受规训的整个丑闻公之于众（VII, 第5–11页）。由于他明确声明作为当下这位陛下的最忠诚臣民放弃一切关于宗教的著作，因此在新的陛下统治下，他如今可以重新行使其自由权。对于评价康德这种使自己免除沉默承诺的保留声明，必须考虑到在专制国家中臣民（尤其是科学院官员）对统治者个人的封建忠诚纽带。康德面对强权的智慧（

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强权的反动路线不会长久——恰恰在于，他严肃对待了对方用来训诫他的封建国家法权关系。

文献

Fromm, E.: I. Kant und die preußische Zensur, nebst kleineren Beiträgen zur Lebensgeschichte Kants, Leipzig 1894. – Arnoldt, E.: Beiträge zu Kants Leben und Schriftstelleritätigkeit in Bezug auf seine Religionslehre und seinen Konflikt mit der preußischen Regierung, Königsberg 1898. – Dilthey, W.: Der Streit Kants mit der Zensur über das Recht freier Religionsforschung (1890), in: Ges. Schriften, Bd. 4, Leipzig 1925, S. 285–309. – Rachold, J.: Kants Religionschrift und die preußische Zensur, in: Emundts, D. (Hg.), I. Kant und die Berliner Aufklärung, Wiesbaden 2000.

5 理论分期与著作分组

康德理论的发展史理解

康德思想的分期最初是作为对谢林和黑格尔在哲学思维形式本身相互交织的逻辑与历史发展阶段的哲学史图式中描绘康德的拒斥而产生的（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中的康德论述；亦见：C. L. 米歇莱，1801–1893，《近代哲学体系史》，第1部，柏林1837，第33页以下；同样还有J. E. 埃德曼，1805–1892，《近代哲学史科学阐述之尝试》，第III/1卷，莱比锡1848，第21页以下）。随着哲学史决定论（以及黑格尔关于达致哲学史综合的诉求；康德同样为其理论提出过此类诉求）的解体，自40年代起人们的目光也转向了康德的思想分期。B. 埃德曼（1851–1921）在其1878年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导言中，阐述了发展史康德研究作为理解康德理论体系的基础这一哲学史论题，以及这种研究同哲学史体系性建构的对立。“哲学史的任务不在于以体系性阐述重现各个体系尝试，而在于重构哲学问题及其求解尝试的因果发展。它不应当仅仅展示一个哲学体系包含了什么，而更应当展示该体系是如何生成的。[…] 一位哲学家如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对象一样，在历史上不是通过他能够赋予其思想的成熟形态来表征，而是通过引向该形态的发展史来表征。[…] 因为在此关涉到一个关于康德几乎完全未被开垦的领域”（《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B. 埃德曼编并作历史阐释，莱比锡1878，第IV页以下）。

J. H. 蒂夫特伦克（1760–1837）首次通过前批判期著作展现了康德理论的问题演进历程（《康德杂著集》，J. H. 蒂夫特伦克编，3卷，哈勒

1799）。蒂夫特伦克的“前言”（第V–CXXVIII页）包含“连同其他评注关于作者精神史的若干特征，特别是关于作者向先验哲学全面攀登的历程”。蒂夫特伦克——康德曾就新理论的核心要点在多封信件中回复其询问——在其旨在导论康德思想的论述中，紧扣康德文献对先天综合问题作出了极佳的阐明，即先天综合必须先于分析性阐明的逻辑操作而存在（第LXIX页以下）；此外，他极其出色地将先天概念解释为既非抽象理论式的亦非天赋的、而是“原初获得的观念”（第LXXXV页）。蒂夫特伦克发展史的康德导论，旨在针对误解阐释原初康德主义，并针对后继者加以巩固。编纂的前批判期著作由对《批判》的阐释予以导引。这是从康德据以实现其哲学改革并贯穿其中的既有普遍哲学观点出发所作的教学-理论史衔接。

从反对谢林和黑格尔、通过内在经验人类学重新阐释康德主义的另一视角出发，J. F. 弗里斯（1773–1843）（《依据科学发展之进步展示的哲学史》，第2卷，哈勒1840，第503页以下）探讨了“其精神的发展史”这一主题。严格的分期最初由K. 罗森克兰茨（1805–1879）引入（《康德哲学史》，莱比锡1840）。他区分了：启发期（1746–1770）、思辨体系期（1770–1790）与实践时期（1790–1804）。不仅随着康德、谢林、黑格尔理论史诉求的消退，而且随着文化中存在终极正确体系哲学这一思想（康德同样在其理论下看待这一思想）本身的消退——从而只有不同的理论并列代表真理——发展史的康德阐释才真正展开，并自19世纪末起成为一个被广泛探讨的主题。历史-发展史的康德阐释由K. 费舍尔（1824–1908）详尽论述的著作《伊曼努尔·康德及其学说》（海德堡1860）所开启，该书促成了70年代德国康德主义的复兴。随后，H. 费英格（1852–1933）、B. 埃德曼、F. 保尔森（1856–1908）、A. 里尔（1844–1924）、E. 阿迪克斯（1866–1928）等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来考察康德的思想道路，并同时同费舍尔关于固定清晰思想阶段的划分展开论辩。费舍尔（如之前的米歇莱）将康德的理论发展视为三段式：a) 沃尔夫形而上学的追随者 – b) “英国经验哲学与道德哲学”及“经验怀疑论”，外加作为反题的卢梭影响 – c) 先验哲学作为合题（K. 费舍尔：《伊曼努尔·康德及其学说》，第1部，海德堡1898，第138页）。该主题属于康德哲学所经历的历史化与相对化过程，这种倾向是德国文化科学向历史主义整体过渡的一部分。它引向了20世纪截然不同的康德阐释——这些阐释将发展史的结果纳入其特定视角之中，例如H. 海姆索特（1886–1975）的重本体论化康德阐释（最初见于《批判唯心论形成中的形而上学动机》，载于：《康德研究》29 [1924] 第1/2期），以及M. 海德格尔（1889–1976）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1929），这是生命哲学重新阐释的变体之一。发展史的康德阐释日益同对康德思想渊源的探究、对讲座记录以及海量康德反思札记（主要是讲座笔记）的关注，以及对所有文本群体的概念史和词频统计考察结合在一起。由此，原初康德主义的历史化和理论相对化在一个方面得以完成。但总体上且最主要的是，类似于对古希腊哲学历经数代人的文献学整理，这为能够满足历史方法论源头批判标准的康德阐释创造了前提。发展史阐释和对个别文本群体（特定著作、反思札记、讲座）的强调，尤其揭示了康德思想直至其术语内部的渊源，并由此为关于先验哲学在科学史中以及总体上作为市民时代的理论代表与批判的新洞见奠定了基础。对康德思想道路的阐释，既要避免将相继成熟阶

段简单化为进化论，又要避免将康德不同思想阶段和个别著作的问题设定孤立化。随着时期的划分，伴随着对影响康德思想的因素的追问，以及对吸纳其他作者思想或与其展开论辩的具体时间点的追问。各种康德解读越来越借助某些渊源在康德思想中的影响或后续作用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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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批判”与“批判”时期

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的划分，在实质上（而非字面上）源自康德本人。他将这一转折定在《论感性界与可智思界的界限与原则》（1770）这篇就职论文发表之年。这关涉到为解决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而采取的两个不同的、在关键点上甚至相互对立的时期。早在50年代的著作中，康德就试图将形而上学的方法与数理自然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并试图将所谓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的自然主义方法整合进一种重新界定的形而上学中。以莱布尼茨为导向的经院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学科代表着不同的理论类型。形而上学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学科，从完整基本概念体系中的分析性定义出发，演绎地走向关于

存在本身、灵魂、宇宙和上帝的确定性陈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则以仅具微弱体系性的基本概念从经验现象领域切入，构建起原则上被认为是不可终结的日益庞大的理论体系。牛顿主张物质终极载体部分的原子论。莱布尼茨将单子构想为终极非物质实体，但在其他方面反对牛顿，主张物质在数学上的无限可分性。从这些分歧中展开了在世界无限性或有限性、物质无限可分的连续性或其非连续性、并由此展开了在数学与经验上可确证进程关联的逻辑性质等问题上的对立立场。物质在数学可能存在中的无限可分性，与物理实在中最小离散部分的预设相矛盾。除了宇宙论主题之外，还存在着基于自然主义心理学的道德理论与法权理论问题。康德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将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行为与社会理论纳入卢梭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模式的超个体精神联系中，并早在60年代就认为通过道德形而上学找到了解决方案。随着所有分化为不同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思潮的理论——如英国的感觉主义与怀疑论、法国的唯物主义、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沃尔夫对莱布尼茨的阐释、吕迪格和克鲁修斯等人对形而上学中沃尔夫的批判、经验主义通俗哲学——都与关于人的超验本质规定或理性自主、关于世界与其精神源头持续联系方式等神学根本问题交织在一起。

康德坚信依据逻辑完满认识的形而上学原则建立总全理论的必然性。甚至在就职论文（1770）中，他依然确信能够在自然科学世界概念与形而上学世界概念之间建立联系。1756年一部著作的标题表明了他的纲领：《论形而上学与几何学在自然哲学应用中的结合》。该就职论文旨在

通过进一步分离观念实在性与经验实在性来实现这种结合，从而使得对于可智思界而言，形而上学关于人与世界的终局陈述前提得以成立，而对于感性经验界而言，新兴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得以成立。直到70年代初，他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纲领是不可行的。“世界是可能经验的绝对整体。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绝对的世界整体，只是不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设想。现象中的绝对整体是一个自相矛盾”（Refl. 4525 XVII, 582）。在此，世界整体不再在形而上学上被指称为逻辑上无矛盾的可能存在，而是被指称为可能经验经验的总全（Totum）。关于这一点，是否还能建立一种形而上学类型的理论？这在康德那里进一步引出了如何设想可智思实在与经验实在之联结的问题。1766年他写信给门德尔松说，关键在于确定非物质实体如何存在于世界之中，以及如何可能通过先天的形而上学判断在形而上学上查明精神实体的力量以及伴随这些力量的处于所有事件链条背后的原初因果性。在“缺乏数据资料（data）”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可智思实体与关系（1766年4月8日）？在70年代的过程中，康德认识到了他将形而上学与专门科学相结合的纲领的虚幻性。然而，他依然坚信依据形而上学逻辑完满认识模式为科学的逻辑可能性提供奠基结构。他看到，随着形而上学完满（perfectio）原则在理论上的放弃，休谟的怀疑论入主了被腾出的阵地；在实践中，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相对主义入主了该阵地。当然，这只能是对逻辑完满认识的形而上学完满原则的一种经过改变的表述，而不带有关于可智思实体和关于世界整体陈述的本体论基础。康德从哲学的“前批判”方法走向“批判”方法的精神历程，集中体现于日益深刻的认识：即基于实无限概念的理论不具有认识价值。他追问：“宇宙中永恒相继的状态那永无止境的系列，究竟如何能够被纳入一个包揽一切变化的整体之中”？总全性（totalitas），“tam penitius perpensa crucem figere philosopho vi-

detur”——也就是说，深入审视总全性，它便构成了哲学家的十字架，就职论文如是说（II, 391）。在就职论文之后，康德在本体可智思整体的预设下，将可智思实在与经验实在之间的关系认识为理性的一种根本二律背反。“在现象中找不到绝对在先者。但在知性的综合中则完全可以。[…] 因此理性的二律背反无非是理性原则的差异，只要数据资料是感性的（即依赖于对象），或者是智性的（即由心灵自身给出的）”（Refl. 4742 XVII, 694）。他如今将数学上的无限仅设想为潜无限。对于形而上学的形式实在性（realitas formalis）中的可智思实体实在的对象，总体上无法给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认识标准（参见Refl. 4707, 4780等）。从就职论文开启的这种对可智思世界与感性世界进行全新、纯粹逻辑分离的纲领，引导康德在70年代“默默劳作的时期”（狄尔泰在AA I, 第IX页语）放弃了本体论形而上学，并将先天的逻辑功能分析与专门科学的现象论结合起来。凭借这种“认识的两个主干”的二元论，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纲领得到了保全，但脱离了与任何在先超验性的关联。与此同时，唯物主义作为基于科学的总全世界观的一种变体被排除了。三部《批判》在先验逻辑中考察了逻辑功能及其完满性标准如何与经验实在（事实事态与意志准则）的现实无限性相结合。随后，作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范畴和基本法则的体系性阐述，正如《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所言，遵循一种“仅作为方法使用的形而上学”（IV, 524）。先验唯心论越是坚决地确立了体系理性的自主性，其创造者将其构想为抵御唯物主义的屏障功能就越是清晰明确。重塑近代欧洲哲学整个奠基纲领的过程，从60年代下半叶一直持续到《纯粹理性批判》的手稿写作（第一批连贯部分约在1778年）。此后，在贯彻先验逻辑奠基纲领的脉络下，开启了通向《判断力批判》（1790）并实质上延伸至《遗著》手稿（约1796–1803）的精确化

进程。80年代和90年代的著作与论文，将先验哲学在具体的文化领域（法权、宗教、历史等）中予以具体化实现。

在《纯粹理性批判》之前，并不存在一个被经验主义中间阶段所瓦解的经院形而上学的封闭时期（费舍尔在《伊曼努尔·康德及其学说》，1860，61957，第1部，第1卷，第8章中对这些时期的划分，或许是为了在首次全面展现康德时提供清晰性）。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始于对逻辑与形而上学联系的消解，而这在德国对沃尔夫的批判中早在康德之前就已被探讨。他将实在原因（Realursache）与逻辑根据区分开来。实在原因不能依据同一律来认识。因此在实在中“负量”也是原因，而不仅仅构成逻辑否定（参见II, 198–204）。这是由自然科学的经验验证原则所决定的。在休谟相对主义论点的影响下——并且为了拒绝这些论点——他超越了沃尔夫批判者C. A. 克鲁修斯（1715–1775）对所谓实在根据与观念根据的区分，而在克鲁修斯那里这两者本应都是可以通过逻辑认识的。D. 休谟（1711–1776）将逻辑同一性与实在根据分离开来，并由此得出了两点结论：a) 逻辑仅关涉概念与判断的分析；b) 外部现象的实体性与因果联系纯粹通过逻辑是不可认识的。他将它们理解为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习惯。逻辑无法解释为什么因为某物存在，另一物就必定存在。康德从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1748，苏尔策德译本，汉堡与莱比锡1755）中重述了这一点（II, 202）。1762年至1764年在柯尼斯堡求学的J. G. 赫尔德（1744–1803）写道，康德关注物理学家的自然法则和每一项引起他注意的自然发现，对莱布尼茨、沃尔夫、克鲁修斯、休谟和卢梭进行了“审验”。《人道主义促进书简》（1793–1797）（第79封信）中的这段话生动地展现了康德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各种“影响”始终抱有的试验性态度（《赫尔德全集》，B. 苏凡编，第17卷，柏林1881，第404页）。康德主要从比较、批判权衡并在总体上意识到尚待实现综合的视角来吸收18世纪的精神思潮。“多年

来，我从所有可以想见的方向审视我的哲学思考，经过如此多的颠覆 […] 终于达到了我认为对方法确信无疑的境地”（致兰伯特信，1765年12月31日；参见致赫尔德信，1767年5月9日）。

康德在世纪下半叶的全新出发点，既不能因关注相对于先前理论的延续性方面而被修正或相对化，也并不与康德深植于该时代讨论之中相矛盾。同样，若低估康德主义进入该运动的意义——仿佛启蒙运动的一切实质内容在世纪上半叶英法辩论中早已被阐述殆尽——也会贬低启蒙运动先验哲学转向的重大意义。P. 孔迪利斯内容丰富且理论深刻的著作《近代唯理主义框架下的启蒙运动》（斯图加特1981）在结语章中展现了这种观点。康德主义被引入为与启蒙运动“反智识主义特征”形成迟来的对比，以至于康德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该运动中的异己成分，即便在他具有理性意义之处，也只是迟缓地重新发现了对于西欧启蒙运动而言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的见识。这一构想得到了数位哲学史家的支持，W. 克劳斯如此，此前A. 鲍姆加通在其可惜鲜为人知的《西方哲学史》（日内瓦1945，618页）中亦是如此。

自然科学的典范，尤其是其相对于经验可验证“现象”作为相对恒定关系的法则概念（相对于古代的形式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康德对形而上学保持批判保留态度的体现。实在性在逻辑上被构成为诸多要素的关系。不再存在本体意义上的对象，而是相对于数学秩序原则存在着自然科学中事件与进程的“杂多”，法学中“案件”的杂多。显现的事件被构成为事态。与形而上学的现实概念（其中经验物作为逻辑上的偶然物具有较低等级）截然不同，经验现象在这些学科中的地位意味着“现象”的丰富充盈。这一新的实在性概念出现在《批判》分析论结尾处原初康德主义的一个关键章节“论反思概念的歧义”中：

“我们在物质上所能认识的，纯粹是关系 […] 固然，听到一件事物完全由关系构成会令人困惑，但这样的事物也仅仅是现象，根本无法通过纯粹范畴来思考；它本身恰恰存在于某物一般与感官的纯粹关系之中”（III,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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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的就职论文

“这不再是对某些观点的零碎改革建议，而是通过一个创造性理念对一切哲学进行的体系性奠基”（J. H. 蒂夫特伦克在其编纂的《康德杂著集》第1卷前言中语，哈勒1799，第LXXXVI页）。凭借就职论文，康德通过对经院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的批判，达到了其哲学改革的三个基本维度。第一个维度在于通过对感性界（mundus sensibilis）与可智思界（mundus intelligibilis）的明确划分，对认识的经验-接受性方面与逻辑-能动或构成性方面作出了方法论-分析性的区分（参见康德致兰伯特关于就职论文要点的信件，1770年9月2日）。由此在原则上消除了本体论的一个前提：即接受性知觉与构成对象的判断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逻辑清晰度的等级差异。然而，该就职论文并未道出这一推论（消除本体论），因为康德当时对于后继问题尚未获得答案：即先天的逻辑形式随后如何与性质截然不同的显然非逻辑的知觉材料相结合。对于本体论形而上学而言，在此不存在问题，因为两个意识层面都代表着实在结构的表象，仅仅是一个模糊、另一个清晰而已（参见III, 220以下）。该就职论文标志着康德分析性思想时期的顶峰。在70年代的过程中，他发展出了先验综合原则。先验演绎随后解决了当逻辑先验与存在结构的对应关系被放弃时，逻辑形式对现象的所谓限制（Restriktion）问题。先验演绎的最早草稿在1772–1775年间紧随就职论文之后产生（Refl. 4629–34; 4674–84）。在1772年2月21日致M. 赫兹（就职论文答辩时的答辩助手）的信中，康德指出了当时被他默然略过的先验演绎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概念不是按照对象形成的，而对象同样不是由我们产生的而是现成发现的，那么“纯粹理性的公理”与对象的一致性究竟从何而来？

将就职论文与此前所有形而上学著作区分开来、并使其踏上通往《批判》之路的另一项成果，在于将空间与时间作为纯粹先天直观形式的理论。显而易见的是，先天的逻辑形式既无法同作为物质存在方式之无主体绝对者的空间和时间相结合，也无法同作为经验现象知觉的空间和时间相结合。“可智思界”的“去感性化”——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核心主题——标志着在理论理解中剥离肉体-对象性类比的关键一步，康德借此将哲学提升到了对经验事态进行数学与法律形式化的水平；这一进程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逻辑学与语法学中得以延续，直至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转向”。

导致就职论文提出新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是康德关于数学具有综合特性的观点。他在60年代末得出了这一观点，主要是为了解决备受讨论的实用数学（应用数学）的可能性问题。莱布尼茨以及——出于其他原因——休谟否认了数学应用于经验对象的可能性。莱布尼茨将空间和时间理解为我们想象力的产物，理解为观念虚构。这一观点的优势在于将经验实在与数学分离开来。由此，数学的观念性可以成为对形而上学理论进行理性证明的方法，这对于将形而上学思想建构的神学与日常实践传统转变为可证明的观念陈述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收益。但数学对经验可验证世界的有效性随后就被排除了。数学的理性直觉究竟如何指向那些在空间和时间中作为不清晰概念给予意识的经验现象？康德关于数学综合特性的观点，构成了他确立数学对经验现象可应用性的前提。

由这些新问题出发，最终第三点引出了对哲学进行新体系划分的道路：分为独立的先验哲学、自然与社会的形而上学（聚焦于法权与道德）以及应用哲学学科（历史、宗教等）。1769/70年的反思札记记录了“形而上学领地的诸部分”这一主题（Refl. 3918）。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形而上学本身必须以一门方法论-预备性学科为先导，康德将其称为“普遍现象学”（phänomenologia generalis），用以“确定感性原则的有效性与界限”（致兰伯特信，177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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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休谟的论辩

休谟促使康德对意识的逻辑与数学功能进行了非抽象理论式、非约定论式的深化奠基。康德赞赏休谟，尽管“这样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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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刻见识之人的一时迷误”，依然高度评价“旨在唤醒彻底的理性检验的怀疑方法”（III, 499），甚至休谟对健全人类理智界限的“提醒”，首先“打断了他的独断论的迷梦”，并为他“在思辨哲学领域中的研究指明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IV, 260）。这种隐喻性的表述，或许也是要在德国人崇拜休谟的背景下，就康德对休谟的拒斥表明他对休谟思想确实有着极其精准的了解——同时也相对化了对休谟的崇拜，因为康德主要阐述的正是他从休谟研究中得出的否定性结论。关于唤醒体验的诗意表述，康德在另一语境中再次使用过：不是上帝概念本体论中的二律背反，而是前三个二律背反将他从独断论的沉睡中唤醒（致加尔韦信，1798年9月21日）。康德还在没有任何自传性关联的情况下，用这个固定公式来指代哲学中形而上学时代的终结（参见《导论》[Prolegomena] 第50节；IV, 338）。休谟（以及洛克）的宪政自由主义当然也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在70年代中期（依阿迪克斯对反思札记的断代），康德在一篇较长的反思札记中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强调了他改善既有形而上学的努力。接着写道（这无疑也是针对休谟而言）：“因为那如此轻率吐露的怀疑，在我看来如此带有理性的口吻却实为无知，以至于我根本不予理会”（Refl. 5116, XVIII, 95）。休谟的《散文集》（Essays）于1755年首次以德文译本出版（苏尔策译）。康德肯定在此后不久就读到了。同年出版了关于宗教史的《四论》（Vier Abhandlungen）的德译本。自1755年起成为康德学生的博罗夫斯基报告说，康德当时特别推崇休谟和哈奇森，并向学生们推荐他们。在看待康德与休谟的关系时应当考虑到，休谟的怀疑论自70年代起受到反智识主义情感哲学代表人物（哈曼、雅可比、赫尔德）的推崇，并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被用来反对康德所谓“理性纯粹主义”的新独断论（J. G. 哈曼：《纯粹理性纯粹主义元批判》[Metakritik über den Purismus der reinen Vernunft]，载：《哈曼文集》[Hamann’s Schriften]，第7卷，F. 罗特编，莱比锡 1825，第1–16页）。在坚决拒斥德国生命哲学对休谟的接受的同时，康德看到休谟在进一步发展洛克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无法用抽象理论

来解释的基本概念（实体、原因、数量概念等）的问题。休谟进而总体上推进了对逻辑普遍有效性要求的批判。一向反对片面论点的康德，在洞察到形而上学的思辨内涵之后，将怀疑论的极端视为一种颠倒但却影响深远的替代方案。理性因而愈发需要“一种训练，以约束其放纵不羁，并防止源自它的幻相”。令人坚信的是，“它能够且必须自行实施这种训练，而不允许对其施加任何其他审查”（III,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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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背反问题

康德与本体论形而上学论辩中的能动要素，在于他日益深刻地洞察到学院形而上学的演绎构造与由归纳以及逻辑和数学形式化中产生的自然科学理论建构之间的方法对立。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概念：一种是形式逻辑的，另一种是经验-对象的。这两种理论概念构成了不同的世界概念。在撰写自然哲学著作的过程中，康德越来越意识到形而上学方法的成问题性：即逻辑分析地——如康德后来所说“独断地”——设定一种形式实在性（realitas formalis），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关于灵魂、世界整体、上帝等总全（Totalitäten）的无条件陈述，而这些陈述是始终局部的经验数据所无法支撑的。这种在逻辑上可能的、被追求的无限性，与始终只能确证的有限现实性之间的二律背反，被康德称为“人类理性最奇特的面相”（IV, 339）。他在回顾中致信加尔韦说，并非上帝存在证明和不朽的困难，而是无限性的二律背反以及自然科学决定论与行动自由关系的二律背反，引导他走向了理性批判，“为了消除理性与其自身表观矛盾的丑闻”（致加尔韦信，1798年9月21日）。B. 埃德曼（B. Erdmann）在其《康德理论哲学的发展时期》（Entwicklungsperioden von Kants theoretischer Philosophie）中，首次将康德在60年代末遭遇二律背反这一事实阐述为形而上学转型的决定性推动力。他将二律背反的发现理解为康德受到休谟影响而采取怀疑方法的结果。但这当然不是休谟式的怀疑。康德对此的理解是，在不同的推论中考量各个命题，“当这些命题缺乏特殊的证明时，尝试假定其相反的命题”（Refl. 5036）。N. 欣斯克（N. Hinske）在其着眼于先验唯心论根本问题的著作《康德走向先验哲学之路》（Kants Weg zu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1970）中，深入考察了康德二律背反概念的各个阶段和意义（第2章）。他表明，早在50年代的著作中，自然科学以及当时哲学中的二律背反问题就已经困扰着康德。在《新阐释》（Nova dilucidatio, 1755）中，在沃尔夫与克鲁修斯对立观点的背景下，探讨了决定与自由的关系（即后来理性二律背反的第三个冲突）。《物理单子论》（Monadologia physica, 1756）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或终极部分（单子）的存在表述为二律背反（即后来理性二律背反的第二个冲突）。两种认识原则的对立最终构成了《就职论文》（1770）的基本思想。1758年，康德关于静止与运动概念的教学纲要宣布，他将

“论辩性地考察所论述的命题”（I, 25）。将可智思根据与实在因果性分离开来，早在吕迪格（Rüdiger, 1673–1731）和克鲁修斯（Crusius, 1712–1775）反对沃尔夫时就已被提出。康德对此十分熟悉。康德自身为系统形而上学所作的准备与二律背反主题的关联，体现在《证明上帝存在之唯一可能的证明根据》（Der einzig mö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1763）中。在此，康德在第三部分总结性部分中贯彻了一种一贯的二律背反方法（II, 155–163）。两种相反的上帝存在证明（本体论的：从思维必然的可能之物推论到存在；或者如沃尔夫尝试的那样，从经验推论到一个第一原因）被相互对照并予以检验。在此处，那种将必然性设定为“其相反命题自相矛盾”的“谬误推论”（II, 158 f.）就已被揭示出来。正如在《批判》的矛盾论中一样，康德将主要错误归结为：企图通过对概念的逻辑分析推论出绝对的存在，也就是如他后来所说，从理性理念的无条件者推论出条件系列的实在终结。在《批判》之前，康德尚未谈及二律背反，而是沿用莱布尼茨的说法，谈及对立观点在其中游弋的“迷宫”。康德最初理解的二律背反是指相互对立、但均同样能够得到主张的论题。例如：每个事件都有一个原因，因而不能设想任何第一原因；但另一方面——如果不着眼于个别情况，而是着眼于整个因果联系——每个系列都必须设想一个最初环节。在阿迪克斯断代为1769年（即早于《就职论文》）的一篇反思札记中，康德直接将这种对立表述为“理性的主观规律”（Refl. 3976）。在同一时期或《就职论文》之后不久，这同一个后来的第一个冲突被称作“主观规律的争执”（Refl. 4007）。而在《批判》中，这关涉到理性规律自身的二律背反，而不仅仅是各种理由充分却相互冲突的主张。康德在《批判》之前谈及二律背反时，其所指与先验辩证论目录中的含义并不相同。在《宇宙发展史概论》和《物理单子论》中，他将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科学观、牛顿的物质观与绝对空间理论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及

其关系空间观视为二律背反的论题。在《就职论文》中，他还相信能够在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中统一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因而依然坚持有可能达成一种宇宙的基础理论，类似于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的意义。《批判》随后将终极理论的实在论限制在个体意志准则中的行动理论前提以及社会的终极法律规则上。确立个别矛盾构成了二律背反主题的第一阶段；随后的《就职论文》构成了第二阶段，开始聚焦于两种认识原则的对立；继之而来的是《批判》的第三阶段，直到此时，思维规律的根本二律背反才能构成先验理论中独立的辩证论部分的基础。“完全不同的、孤立的思考系列，它们各自都有漫长的历史，并且直到极晚的时候才被康德‘拼合’为体系性的统一”（Hinske 1970, S. 99）。在概念的不同发展阶段，二律背反的解决方式自然各不相同。起初，康德采用的是一种调和双方立场的和解式求解模型（源自希腊语 εἰρηνικός, eirēnikos，意为和平的）；随后在《就职论文》中采用分离两种立场的解决方案；最终在《批判》中——以新的先验哲学作为对此时已被视为普遍理性本身的二律背反（即走向总全陈述的冲动与思维对有限经验现实的受缚之间的矛盾）的消解（S. 127）。N. 欣斯克早在康德的处女作《关于活力的真正评价之思想》（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 1747）中就指出了这种和解式求解原则。针对关于其阶段划分的质疑，他本人作出了回应（Hinske 1995）。B. 法尔肯堡（B. Falkenburg）在结合康德自然理论对二律背反的深刻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与N. 欣斯克的阶段模型非常吻合。

关于自己在从形式理论概念向涉及经验现象的实在理论概念转变过程中洞察到本体论形而上学的二律背反结构所起的作用，康德本人在约1776/78年的一篇较长的自传性反思札记中作了说明（Refl. 5116）。这也许是康德本人对其思想历程最重要的评述。其思路集中于总结整个

道路上的转折点。它写于康德大概已经集齐了《批判》主要学说的时期。先验唯心论与先天性问题（Apriorismusproblem）明确处于核心位置。这关涉到从长期（即在《就职论文》中仍坚持的）本体论理论概念向先验现象学理论概念的艰难转变。他曾缺少一部被置于规则之下的纯粹理性批判。“为此我现在需要洞察，先天认识究竟如何可能。”“我逐渐发现，许多我们视为客观的命题，实际上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它们包含了我们唯有在其下才能洞悉或理解对象的条件（conditiones）。”

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是柏拉图（《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乃至亚里士多德那里构成形而上学类型哲学理论核心原因之一的统一概念与存在概念疑难论（Aporetik）的一种晚期形态，并被导向了新先验概念的主观维度。G. 马丁（G. Martin, 1965）比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疑难论。库萨的尼古拉（N. v. Kues）及其后的G. 布鲁诺（G. Bruno）曾将无限概念中二律背反的古老学说作为最大-最小问题（Maximum-Minimum-Problem）来处理。这一论题在古希腊关于运动概念的讨论中就已被注意到，众所周知的是芝诺关于运动与多样性的悖论。在近代天文学和力学的基础上，在传统的存在二律背反论题之外，又增加了对宇宙之统一与起源的非神学解释的难题。莱布尼茨-克拉克书信论战（1715）探讨了空间性与时间性理解中的二律背反。莱布尼茨在此已经表达了一个康德在其关于理性四种不同冲突的二律背反学说中加以继承的思想：这并非存在本身的二律背反，而是关于无限之思维中的二律背反；当人们例如将无限大的数学概念理解为实在实体（理解为“物自身”）时，这种二律背反就会产生。空间与时间等无限量不应被设想为实在的绝对者，而只能被设想为关系，我们只能将它们表象为无穷小的极限概念。据此，空间是实无限的，而在空间中可设想的数学对象的全体则是潜无限的。如果世界被视为仅作为潜无限而给予的，那么数学的无限概念应用于经验事件的逻辑可能性就得到了保证。

一切判断的三种先天原则（在所有三部《批判》中的知性、判断力、理性）的二律背反，产生于各种主张倾向于从各自给定的情况推进到无条件的陈述。人们借助数学上无限系列的例子很容易明白这一点。它作为数学思维的客观理念实在性而存在，但并非在本体（ontisch）意义上“存在”。错误在于假定理念量具有实无限意义上的本体存在。康德将源自数学的潜无限原则应用于被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作为本体实体对待的无限量上，即应用于非物质的灵魂、不朽、宇宙和上帝。在康德放弃了结合本体论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尝试之后，他将宇宙的无限性或有限性、其起源或永恒性的论题称为不可决断的问题。对二律背反原因本身的解释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能力（V, 340）。理性的事实及其对无条件者的追求，康德带着某种柏拉图主义色彩说，是一个不可证明的概念。此外，正如形而上学关于逻辑上完美认识之理想的稳定性与重塑所表明的那样：“纯粹理性的理念绝不可能自身就是辩证的，……因为它们是通过我们理性的本性交托给我们的，而这个最高法庭……决不可能自身包含原始的欺骗和幻相”（III, 442）。预备性先验哲学的所有三部《批判》都包含各自的二律背反部分。《实践理性批判》（KpV）提供了关于“在其辩证论中显现出来的纯粹理性二律背反”问题的最清晰、对入门理解最易把握的阐述，并附带了对康德见解至关重要的补充：这是“人类理性所能陷入的最有益的迷途”（V, 107）。先天的理性自身呈现出相对于一切有条件者的无条件者，这在条件系列中自然永远无法找到，而没有它，普遍道德准则的奠基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柏拉图关于相（εἶδος, eidos）与所指经验对象之间无法用形式逻辑把握之关系的难题。《判断力批判》（KU）最终通过将存在等级之目的论的古老本体论主题重塑为“我们之外和我们之内的自然的可智思基底”这一调节性公设（V, 345），解决了这一问题。第三部《批判》第57节附释二（V, 344–346）总结性地阐明了“三种二律背反”（在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中）：当意识脱离指向可能对象的方向、首先转向探索其功能的逻辑可能性，宛如“向内”转折时（“哥白尼式的转向”），意识要求为一切理论的对象构造、道德实践准则以及审美和目的论判断，在一切给定的有条件者之上设定无条件者。康德揭示了一切唯心论将其逻辑原则（principium）与按照具体因果链条对现实性的质料生成混为一谈这一理性根源。《判断力批判》中的阐述并未将消解二律背反的重点放在现象论上（如第一部《批判》那样），而是放在“我们内心的超感性理念”（V, 341）上，将其作为唯有理性才能设想的“物自身”。它必须被设想，但不能被认识，因为我们并不拥有用于直观本质的直观知性，而只拥有用于综合知觉的推论性知性。

关于二律背反的根源，康德在《批判》“论反思概念的歧义”一章中作了明确说明。理性的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在于一个错误：根据概念来规范可能的直观，而不是相反根据直观来规范概念。“而这其中的原因又在于：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思维先于表象的一切可能确定排列”（III, 231）。由此我们形成了“抽象表象的对象”，这不同于以接受性方式经验地验证它们。这是一种“对象自身如何存在（本体，Noumenon）而不考虑直观”的假定。二律背反的产生，是因为思维从最初设定的对象整体概念出发。这样便产生了与“现象无法相容”的理念的“炫目却虚假的幻相”（III, 283）。在这个实际的“理性规律与其自身的冲突”背后，正是逻辑构成与显现知识的实在生成之间的对立进程，这确实是亟待解开的理性之谜。

在康德看来，假定存在脱离主体的在己存在之本质（Wesenheiten des Seins an sich），属于尚未充分展开对象化系统的文明阶段。随着文化对象化各个领域

相互之间的强化与分离（专业科学、技术、艺术、宗教、社会化层面的法权化等），在人类活动的丰富多样性中，对实在性的指涉才真正变得普遍。于是，从近代关于对象关联之无限相对性的前提来看，“存在”变成了所生成关系的各自不同的显现领域，而绝不可能在等级森严的存在世界中通达某个仿佛更高阶的“事物”领域。在人类原初的存在关联以及基于传统主义（而非没有传统）的价值的位置上，出现了在社会实践中现实化了的智性关系。在如今已被看透的二律背反背后，正应当看到这一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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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年的“大光明”

康德关于其思想历程的一则札记（据阿迪克斯考证出自70年代下半叶）将二律背反论题置于通往新的先验哲学预备学（诸《批判》）与形而上学的转折点：“我起初看这一学说体系如在晨曦之中。我极其严肃地尝试证明诸命题及其对立面，并非为了建立怀疑论，而是因为我猜想其中存在知性的某种错觉，想要发现错觉何在。69年给予了我大光明”（Refl. 5037, XVIII, 69）。这也许是指一年后的《就职论文》所阐述的核心理论创新，即关于作为纯直观形式的空间与时间的新理论。约作于1769年的反思札记记录了各种二律背反式的思考，这些思考在《就职论文》中也再度出现（如 Refl. 3912, 3928, 3937）。这种启发究竟何在，难以确切说明，而且也只能为康德思想的年代学维度提供说明。在70年代初，在处理对形而上学的怀疑以及经验论替代方案方面出现了一个转折点。1770年和1776年致朗伯特（Lambert）和赫兹（Herz）的书信传达了对一门“预备性训练”的问题的逐步发现与处理，该门学问必须作为“一门纯然消极的科学（一般现象学，phaenomenologia generalis）先于形而上学”，并取代本体论的位置（X, 94）。在随信寄出《就职论文》致朗伯特的信中（1770年9月2日），康德很可能想到了这道大光明。因为他说：“大约一年以来，……我得出了一个概念，我不担心日后需要对它作任何更改，而只需对它加以拓展；由此可以按照完全可靠且简易的 criteria [标准] 来检验各种形而上学的 quaestiones [问题]，并能确凿断定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决或不能解决。”康德接着谈到一种要求：在“改变了形式的形而上学”之前，必须先行确立一门关于形而上学认识之首要来源和方法的独立学科。对于这门学科的实质要点（即后来的《批判》的对象），人们可以根据1769年之前最后几篇著作与该时间节点之后第一篇著作之间的观点差异来把握。由此可见，《就职论文》的基本思想，即对思维之智思领域与经验领域的更深刻分离，以及

将空间和时间视为纯直观形式的理论，应当被视为由大光明所带来的决定性深层洞见。这大概也是包含最少额外假定的推测。关于促成这一区分的已解决难题——且有充分理由被视为1769年的发现——康德在一篇自传性反思札记（约1776年）中写道，“许多我们视为客观的命题，实际上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它们包含了我们唯有在其下才能洞悉或理解对象的条件（conditiones）”（Refl. 5116）。因此，用康德后来的话说，这是通向那次决定性洞见所指的“哥白尼式的转向”的第一步。康德本人对其思想发展史最详尽的回顾（Refl. 5116）以下述评注结尾：他曾长期试图借助形而上学的理论概念“通过纯粹理性拓展独断的认识”。休谟的影响在这一语境中被大大淡化：“因为那如此轻率吐露的怀疑［对形而上学的怀疑；作者注］在我看来如此带有理性的口吻却实为无知，以至于我根本不予理会。”

关于走向《批判》的新步骤，尤其可以从篇幅短小、高度凝练的研究《论空间中各方位的区分之最初根据》（Von dem ersten Grunde des Unterschiedes der Gegenden im Raume, 1768）与1770年《就职论文》之间的表述差异中获得进一步阐明。论空间的论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经验给定的世界与绝对空间处于何种关系之中？无论假定经验可测量的现实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都是可以证明的。在研究这些相互对立的理论的过程中，逻辑学与本体论的纽带开始解绑。在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书信论战中（以及反对康德在1768年仍赞同的牛顿空间概念时），莱布尼茨在批判混淆智思之物与经验之物所导致的辩证法后果方面走在了康德前面。1768年，这场书信论战发表在迪唐斯编订（Dutens-Ausgabe）的莱布尼茨著作集中。康德必定研读过它。莱布尼茨将空间解释为纯粹关系，以避免假定绝对空间一方面作为上帝的感觉中枢（Sensorium）凌驾于世界之上，另一方面又作为可分之物存在于世界之中。他说，在假定世界有开端与无开端的对立假定下，这会导致矛盾，“所以这种假定是自相矛盾的，是一种不可能的虚构”

（莱布尼茨：《哲学奠基主要著作集》[Hauptschriften zur Grundlegung der Philosophie]，第1卷，莱比锡 1924，第148页）。莱布尼茨-克拉克书信论战详尽探讨了若将空间和时间视为延伸至质料世界过程之中的实体性量时所产生的无限概念的二律背反。在此汇集了所有论据，促使人们思考康德本人当时仍坚持的形而上学空间与时间概念的二律背反，并为解决这些背反推进到关于空间和时间的非质料且纯关系的规定。在将它们把握为纯直观之坐标体系的思想中，这无疑得到了最彻底的思考。在莱布尼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职论文》阐述了这一点。理所当然可以假定，1769年“大光明”的说法指代的是康德思想中的澄明，这种澄明也受到了对刚出版的莱布尼茨著作研读的启发。在这一语境中被假定的休谟影响应当退居次席，因为对将数学应用于经验对象的逻辑根据的怀疑并非出自休谟，而是莱布尼茨早就且在远为理性的语境中表述过的（参见法伊欣格，第1卷，第366页以下，第2卷，第434页）。洛克在《人类理解论》（Essay，第2卷，第1章）中详尽探讨了无限之可知性的问题。莱布尼茨于1765年从遗稿中出版的《人类理智新论》（Neue Abhandlungen）——该书对康德肯定产生了影响——深入论战了洛克关于不可能形成时间和空间无限性的清晰概念的观点。《批判》矛盾论中各种二律背反的主题在康德之前已被众多学者探讨过，因此康德所面对的不仅是相互对立的论题，而且还有对它们作为二律背反的认知。例如休谟和贝克莱一样，在有限物体的无限可分性思想中看到了矛盾（在感觉主义原子论的意义上，即有限的表象必须对应于有限的对象）。（在早期的《人性论》[Treatise]第1卷第2部分第1–6节中，不过康德大概只能从文献中间接了解该书。）

康德不会在其《就职论文》的纲领性著作中隐瞒这些新见解，但如果1769年这一转折点的时间陈述成立的话，他在1768年尚不可能拥有这些见解。1768年，康德还持牛顿的绝对空间观，认为绝对空间作为实在之物制约着物质的可能性，并作为基本直观呈现出对

对象的知觉可能性。相反，《就职论文》阐述了将空间和时间视为先天的直观形式的学说，康德随后在《批判》中原封不动地重申了该学说。康德在1768年的论空间论文中吸收了欧拉的论点，即依据莱布尼茨的空间理论无法奠定力学的基本规律。现在，他另一方面陷入了这样的困难：依据牛顿的空间理论，一切有限空间与绝对空间的关系会导致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在此，莱布尼茨的空间关系概念如果不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就再次展现出前景。在论空间论文与《就职论文》之间，即在1769年，康德极有可能彻底形成了将空间和时间作为纯直观形式的理念。由此逐步形成了新理论的内在结构，划分了现象领域与先天论，从而首先使得《批判》的核心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智性自由的理论得到了系统的奠基。由此，克服反复考量的各种二律背反的道路被彻底开辟出来。

被阿迪克斯断代为1769年的反思札记记录了在划分“逻辑联结”（nexus logicus）与“实在联结”（nexus realis）之后的诸多推论论题（Refl. 3928）：逻辑综合的先验主体性（Refl. 3914）；对范畴之本体论理解的批判：由于实体、根据等概念并非对象的表象，但若没有它们就无法设想对象的各种关系，“因此这些概念不是客观的”；“一切理性的综合命题都是主观的”（Refl. 3942, 3935）。详尽的 Refl. 3928 表述了先天综合判断的思想：这种综合是“我们关于实在联结的一切理性判断的形式的原则（principium）”（XVII, 351）。显而易见，本体论的范畴学说被重构为知性综合功能的分辨分析（Analytik）。这承接了莱布尼茨和沃尔夫逻辑学观念中的概念论倾向。人们当然不能按字面意思把“大光明”这种诗意的表达理解为顿悟或启蒙。它开启了摆脱既有理论矛盾的新阶段；因此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个高度专注的历程阶段。接收到“大光明”这一表述在动机史上原本也应

相对化看待。笛卡尔曾在1619/20年冬季在诺伊堡军营中用它来指代其方法规则的发现。鉴于康德是在鲍姆加通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1757）——他必须以此书作为其讲座的教材——教本上记下关于形而上学的反思札记，由此也可见出，康德是在与学院形而上学长年累月的争辩中形成其新见解的。自60年代中期起，康德在书信中屡次表示他打算出版一部道德首要原则的形而上学。这表明，在二律背反问题的整个构建过程中，道德理论的非经验性奠基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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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的思想历程

康德的才赋并不表现为能够即刻在天才的构想中闪现光芒，而是表现为他很早就认识到不协调的解决方案并在自身中加以避免，并提出决定性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将能够达成可靠的结果。完全切合康德道路特征的，是近乎喷发式

的高产时期（1754–1756，1763–1764）与对其精神财富进行批判性重估的沉寂岁月的交替。一个转向内心论辩的标志是：关于形而上学的反思札记（XVII, XVIII）多达1200余页，其中被阿迪克斯断代为1766年之前的笔记仅有100页。这部隐秘的反思大作是在康德的讲座教学活动中产生的。但对于康德思想发展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在这里可以找到困扰康德的问题，并记录着关于如何化解这些问题的思索。

在第一部《批判》之后的二十年中——这是一个迟来的繁盛期——康德快速接连推出了他关于逻辑有效性形式的预备学、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性著作，以及大量将基本原则应用于各个文化领域的论文。在第一部《批判》之后的体系著作中，《实践理性批判》（KpV, 1788）凭借其思路的凝练、雄辩的典雅以及对艰苦获取、如今已成竹在胸的论题的自如推进，构成了康德学术散文的巅峰。关于《纯粹理性批判》写作过程的记述谈及该书是十二年思索的产物，而写作“在四到五个月内，宛如飞翔般完成”。康德认为应当以自己年事已高来为这种青年般迅捷的撰写方式致歉，但随后解释道，这是由于“冗长且打断连贯性的繁复拖沓之重负”，他无法长期承受，以至于如果久拖不决，“这部著作恐怕就会完全搁浅”（致门德尔松信，1783年8月16日）。因此，他指出漫长沉寂准备与迅速成书这二者密不可分的相继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体系构想的复杂性。《纯粹理性批判》能够以其他方式写成吗？这是一条极富奇特性的精神之路：这一思想以探寻起始，一再停顿，继而近乎爆发式地行进，将其所要言说的一切汇聚于1781至1790年的岁月之中。康德生性不是一个开朗无忧的人。他将自己归入忧郁型人格。在别人看来早已是持续负担的状态，他却必须称之为健康。然而对于他毕生的事业——以及在头脑中对统治性学说的如此深远的重构——他拥有无人能及的内在宁静。他写信

给赫兹谈及《批判》的工作时说，他不想强求自己（1778年）。尽管屡受打扰，工作仍在继续推进。随后是他希望避免的情况：特滕斯（Tetens）在其篇幅宏大的著作（《哲学试论》[Philosophische Versuche], 1777）中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但他毫无疑问就像他写的那样让它付印，至少听任其保留原样”。这给人的印象仿佛特滕斯希望在写作中走出他在不确定轮廓中为自己勾勒的观念迷宫。但事情最终还是停留在他发现时的样子（致赫兹信，1778年4月初）。从第一篇论文到三部《批判》，历经四十载在提问、沉思默想与臻于完满中的探索之路，充实了这样一个充满良知的一生；在其中，对真理的敬畏得以成为这个时代向自身交出的一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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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康德的哲学概念

作为自然倾向和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

“人类精神有朝一日将完全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同样不可指望的，正如我们为了不总吸入不洁的空气而宁愿完全停止呼吸一样。因此，在世界上任何时候，不仅如此，在每个人那里，尤其是在善于思考的人那里，都将存在着形而上学；在缺乏公共标准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将按自己的方式来剪裁它”（IV, 367）。康德将哲学的这种需求称为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IV, 279）。哲学的自然倾向并非指突发奇想或大白天睁着眼睛做的白日梦。它指向了深刻意义上的颠倒世界：一切可见之物并不“是”其本身，而只是向我们显现。在判断中得以表述，我们的理论对象化与实践对象化便在其中显现。康德关于哲学作为朴素意识与作为方法-科学意识的思想之要旨在于，以往的形而上学代表了以颠倒形式对自然倾向的固化。它在可见的现象背后假定了一个第二世界，并依照第一世界的朴素模式虚构了它。思维所特有的双重世界意识便是哲学的自然倾向。此处的错误在于，把智性世界设想得如同可感知世界一般，只是配备了作为更高阶事物的实体，唯有思维才能对其加以总览。康德认为，在朴素意识内部，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剪裁理念世界。他要求哲学也必须拥有“公共标准”，即符合普遍赞同标准的、在逻辑上可证明的根据。在前现代文明中，理念世界作为情感纽带宛如“感性世界”般临在。理念世界是个体存在向具有社会效力和公认存在的延伸。社会关联之法权结构的市民个体化揭去了血缘共同体的面纱，将所有仍然具有理念性的纽带显现为在动态文明过程中人格自由的个体的创造物。至此，形而上学作为自然倾向（以及作为本体实体的理论）的丧钟敲响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唯主

体转向表明，个体社会存在的超越经验范围的理念性，已无法再像自然倾向那样被直接确证。为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理念世界摆脱了体验性表象内部的特殊化，成为了道德的、逻辑的、法权的、乃至总体上科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象征形式。康德将其三部《批判》的先验哲学理解为形而上学从自然倾向推进到科学所必需的方法论贯彻。这一哲学概念由科学经验的构成理论与理性内在的超感性之形而上学组成。对人的实践社会化规律（智性世界）的人类学奠基遭到了严厉拒绝：“人们切莫想去从人类本性的特殊属性中推导出这一原则［实践-智性世界的义务法则；作者注］的实在性。因为义务应当是行动的实践-无条件必然性；……与此相反，凡是从人类的特殊自然倾向、从某些情感和偏好中推导出来的东西……虽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条准则，但不能提供一条法则；提供一条我们有偏好和意愿据以行动的主观原则，但不能提供一条我们被指示据以行动的客观原则”（IV, 425）。《导论》（Prolegomena, 1783）以一个总结《纯粹理性批判》内容的附录作结。从哲学的自然倾向通往作为科学的哲学的过渡在此被如此处理：首先在奠定科学基础的领域与形而上学论题的核心领域之间作出区分。其一是关于经验可证实对象的普遍有效理论的奠基结构；其二则是拥有自由且真正具有人格自由的个体之普遍行为准则的基本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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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原则

哲学概念在18世纪是一个被广泛探讨的哲学论题。这源于随着人文学术-文献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向上各门学科的独立化，哲学所承担的奠定合理性并由此提供文化定向的功能。18世纪将所有学科体系化的努力，不仅源于大量新认识的涌现（达朗贝尔亦称之为一种负担）、源于新的知识视野以及确定新思维与传统思维关系的需要。这不仅涉及各门科学、宪法学、资本积累与经济循环，而且同样涉及各种实用职业、教育、阅读的艺术、书信写作等。体系化的理想一方面由专制主义的行政体系及其将社会作为总体来认知并由此能够加以代表的要求所铺垫；另一方面，16世纪新教学院哲学（梅兰希顿）的人文主义-百科全书导向，构成了启蒙哲学概念的一个渊源，即通过对作为基础的各种所谓自然主体能力的分析性回溯，对所有文化领域进行系统化整理。由此，自文艺复兴重新承袭的晚期古典关于哲学作为“智慧的研习”（sapientiae studium）与“生活的艺术”（ars vitae）相结合（西塞罗、塞涅卡）的观念，转变为关于各种知识类型的方**及其与日常实践、宗教和审美意识之关系的学说。沃尔夫（1679–1754）的《哲学通论导论》（Discursus praeliminaris de philosophia in genere, 1728）区分了历史知识、数学知识与哲学知识。哲学知识首先是关于其他学科所探讨之事实的根据的知识。康德在多门形而上学讲座中，从哲学知识作为源于根据与后果的规则性的体系思想这一特性出发（XXVIII, 355）。随后，沃尔夫这种源于从概念定义出发构建哲学的演绎式构造

方法的哲学体系性原则，被批判为过于粗浅（XXVIII, 358）。J. G. 瓦尔希（J. G. Walch, 1695–1775）在其《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Lexicon, 1726, 21733; 栏 1989–2001）中篇幅很长的“哲学”词条开篇便引用了西塞罗式的公式：哲学探讨神圣事物与人类事物。他将其转换为符合时代特征的表述：哲学宣扬上帝的荣耀与人类的幸福，继而笔锋一转指出，哲学由逻辑学、自然科学以及包括法权、经济与政治诸科学在内的道德学组成。瓦尔希沿着C. 托马西乌斯（C. Thomasius, 1655–1728）及其导师F. 布德（F. Budde, 1667–1729）的历史-折中主义与批判当时代的哲学概念路线，强调了这些学科相较于形而上学的优先性。对哲学思想独立的强调以及哲学与思考自由的交织，贯穿了整个思路。

康德在其形而上学与逻辑学讲座的导论中对他的哲学概念作了最详尽的阐述；1765年《1765–1766年冬季学期讲座安排通告》（Nachricht von der Einrichtung seiner Vorlesungen in dem Winterhalbjahre von 1765–1766, II, 303–313）也极具启发性。仿照沃尔夫《哲学通论导论》的范式，逻辑学讲座以对哲学概念的阐释作为导言。在形而上学听课笔记中，由I. W. 福尔克曼（I. W. Volckmann）于1784/85年记录的笔记包含关于该论题最详尽的文本（XXVIII, S. 355–390）。在《纯粹理性批判》方法论的建筑术一章中，总结了康德在先验哲学转向之后的见解（III, 538–549）。1796年，72岁的康德在《哲学中永久和平条约即将达成的宣告》（Verkündigung des nahen Abschlusses eines Tractats zum ewigen Frieden in der Philosophie）中再次阐述了他的哲学概念（VIII, 387–422）。在所有的论述中，相对于将哲学视为抽象理论与个体启蒙行为方式之直接结合的经验论哲学观念，康德坚决维护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哲学具有体系化功能，并且它通过对科学陈述的各种有效性类型的奠基功能来实现这一点。建筑术一章作为一篇一气呵成的大师级论述，用理念概念统摄了体系思想。我们始终在一个统摄性统一体的理念下思考各种不同的概念、理论部分与理论。对于“理性”而言，诸认识不能是一堆杂乱的拼凑（Rhapsodie），而“必须构成一个体

系，在其中它们能够支持并促进理性的本质目的”（III, 538）。与康德思想的许多核心要点一样，这里的出发点也可以在康德的逻辑学讲座（以及鲍姆加通和迈尔的教科书）中找到。康德的体系思想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圆满性（perfectio）原则之上。经验上的具体事物作为杂多是不圆满的。圆满的是多者的统一。逻辑上的明晰与清晰基于统一化，因此真理同时也就是逻辑上的圆满性。“一物之中杂多与共同意图的一致被称为圆满性”（Refl. 1748）。哲学的学院概念“以认识的逻辑圆满性为目的”（III, 542）。真理与统一性的结合构成了康德哲学概念中的体系原则。康德在其逻辑学讲座的导论中区分了逻辑圆满性、实践圆满性与审美圆满性。逻辑圆满性是决定性的，其他形式应当向其趋近。例如天才就是审美圆满性与逻辑圆满性、逻辑真理与审美完美表达的最大可能结合，在哲学中休谟和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被奉为这方面的典范（IX, 38 ff.）。

B. 法尔肯堡在其康德研究著作中（这部著作犹如给部分康德文献带来了一条回归明智的出路），结合早期宇宙学的体系概念指出，康德从初始条件的统一性出发发生学地解释了一个质料体系（Falkenburg, S. 376 f.）。康德的宇宙演化论旨在通过扩展至宇宙的生成，来确立牛顿自然概念的体系性内涵。体系性内涵作为在时间实在过程中生成的结构，这种宏伟结合在后期的自然形而上学中也得以保留。在此构成了康德所有思考时期中对时间中结构与过程关系的实在论把握的坚实根基。康德通常言简意赅地表述道：哲学是源于概念的理性认识的体系。人们或许会认为，围绕体系原则集中的哲学概念，如同康德的宇宙学一样把握了体系性，只不过此处的初始条件是事态的逻辑构成条件，它们先于质料内涵，正如时间中物质过程的生成条件一样。然而，在先验-预备学的语境中，体系思想

并非物质体系的统一性理解向认识论语境的简单转换。在先验唯心论所执行的知识形式奠基功能的环境中，指导思想的范围发生了改变。《批判》以其包罗万象的唯心论内涵明显强化了康德哲学概念中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从康德如今阐述其哲学概念的整个语境中体现出来：即将其与作为整体的先验哲学方法论相结合。“如果世界要与那种我们若离开它就会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理性的理性运用相一致，亦即与完全建立在至善理念之上的道德理性运用相一致，那么世界就必须被表象为源于一个理念。由此，一切自然研究都获得了一个朝向目的体系形式的方向”（III, 529）。因此，正是自由的本质奠定了构成哲学概念核心的那种体系理念。自由并非由外部诫命所确立，而是植根于人格那唯有通过理性才能确定的整体性的内在统一之中，而这种整体性当然必须存在于其行动目的的多样性背后。哲学概念的唯心论便从这里切入。行动理论的体系特征源于所有不同行动对同一人格的自身反思关联。如果不是这个人格存在于所有行动背后，那么它们就只是事件而非行动。对于所有体系性的这一根源，《批判》指出它构成了哲学真正关涉的合理性体系内涵。顺理成章地，自然统一性的理念也属于这一统一性条件。这不再是《宇宙发展史概论》中的发生学思想，而是将主体合理性层面扩展至关于一种超人类理性的假说性思想。请注意，这绝非对自然统一性的超验奠基。自然的统一性是从理性人格的目的形式中推导出来的。但这与物质体系的统一性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后者中，体系特征是从过程与结构的关系中形成的，它本身是时间中实在过程的一部分。在行动理论的视界中，这种关联呈现为相反的秩序：预期行动的结构统一性预先存在，过程的展开由此生成。在人类学的前

提下，这唯有通过不一致性与某些强行手段才能得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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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性世界与感性世界

智性存在（intelligibles Sein）的概念在近代形而上学中通过数学函数经历了一场从善与圆满（to agathon）向无限精确的重塑。莱布尼茨将其连续律（lex continua）理解为现实给定量的潜无限，它作为一种智性实在性超越了所有各自可经验的内涵。形而上学对此作了本体论的表述，正如莱布尼茨致瓦里农（Varignon）所写：“十分普遍地可以说，连续性总体上是某种理念性的东西，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具有完全均匀的部分；但作为补偿，实在之物也完全被理念与抽象之物所统治”（莱布尼茨致瓦里农信，1672年2月2日，载：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第1卷，莱比锡 1924，第100页）。智性存在是经验之物的无限可能性。可能与现实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构成了核心的模态关系。可能的存在将无限的过去与无限的未来提升为超越空间与时间的当下。哲学的上帝概念便在此确立为无限的存在，正如莱布尼茨对奇恩豪斯（Tschirnhaus）几乎以斯宾诺莎主义的方式所说的那样，在其中包含了一切事物

存在所必需的一切（参见 J. 科恩 J. Cohn，《西方思想至康德为止的无限问题史》[Geschichte des Unendlichkeitsproblems im abendländischen Denken bis Kant]，莱比锡 1896，第173页）。

康德对形而上学的主观转向，将无时间性的、不知生成为何物的无限存在，重塑为判断的理论与实践先天性。新先验唯心论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在实在对象的可思维性意义上赋予了它们实在性。由此，智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关系转变为设定了两个不同现实领域的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为了理解康德哲学中感性的（即可知觉的）现实与唯可设想的智性现实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到：直到17世纪，经验-尘世的作用方式与神圣的作用方式之间的区别仍被理解为现象因果性与智性因果性。依此，智性的第一原因（causae primae）是经验上可观察到的因果过程的前提。我们只能理解感性世界中规律的“如何”（Wie），而不能理解其“为何”（Warum）。这种现象论与假定存在一个自然科学无法洞察的智性世界相结合，也是牛顿的明确主张。为了防止超验的原因和实体在这一微妙的连接点上渗入，康德将智性世界及其所属的非感性因果性阐述为先天的意识结构。由于先天功能必须同时是先天的（a priori），即在逻辑上直观可洞察的，因此在智性功能背后探问智性因果性的问题起初被切断了。只有当提出孤立的逻辑功能如何能够与纯粹接受性的知觉相一致这一问题时——而且不是偶然在此处或彼处吻合，而是处处、时时，即原则上相一致——该问题才重新浮现。康德凭借关于“人类的超感性基底”与“我们之外的自然”的思想，朝着黑格尔的精神概念迈出了一步（V, 300–344）。

哲学的学院概念与世界概念

除了哲学水平层面的划分（预备学—形而上学体系—应用领域）以及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划分之外，许多讲座笔记随后

便枯燥地进入了论哲学的功用这一节。在此，哲学概念被划分为学院概念（philosophia sensu scholastico）与世界概念（sensu cosmopolitico）。《批判》以及例如逻辑学讲座《维也纳逻辑学》（Wiener Logik）也将世界概念称为宇宙概念（conceptus cosmicus）（III, 542; XXIV, 798）。康德在此承接了古代将哲学理解为对明智的研习（studium prudentiae）、在生活操持中追求智慧的观念；显而易见，先验感性论与先验逻辑学并不满足这一目的。要理解康德的哲学概念，必须看到他完全熟知何种传统，以至于他将这一论题视为本质性的。知识、科学（ἐπιστήμη, epistēmē）与智慧（σοφία, sophia）的关联与区别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A卷重要的第2章中总结了古代经典的等级划分：手艺知识、为了特定目的的科学，以及为了自身缘故而被追求的高级学科。智慧是关于更高的、为了自身缘故而存在的对象的令人愉悦的知识。超越个体具象生活活动的道德与政治思维领域属于智慧。这一观念的前提是古代将系统科学与社会的物质基础相分离。但对于生活实践的智慧，亚里士多德打破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对生活智慧的智识化，将实践知识与教育、榜样以及形成稳定习性（Habitus）的习惯训练联系在一起。区分知识（scientia）与智慧（sapientia）源于西塞罗（《学院派哲学》[Academica], I, 41；《图斯库卢姆论辩集》[Disputationes Tusculanae], 3, 42），其中智慧（sapientia）是个人生活操持和治国术意义上的真正哲学。随着犬儒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强调心如止水、由此同于神明的智者，专业知识与生活知识的区分成为了一个生存论上的紧迫论题。从斯多亚学派进入基督教教父哲学的，是对知识的贬低，并伴随着塞涅卡就对远离救赎的知识的危险好奇心（curiosa peritia）所作的广泛警告（塞涅卡：《致卢西里乌斯书信集》，第88封）。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苏格拉底式的遗产得以恢复，在其中区分了通过认识原因与结果指向对象的专业知识与旨在指导生活的智慧。知识是对在概念中把握的事物

本身在其显现方式背后的认识。在苏格拉底那里，智慧是所有专业知识向求知之形式逻辑功能的提升，指向关涉所有人的普遍之物。这对应于在由私有者构成的日益专门化的城市文化中的哲学概念。人类习性的一贯承担者是在城邦公民的责任整体中对事态和自身处境进行理性统观形式的明智（phronēsis, φρόνησις）。

自17世纪起，自主的理性奠定了专业知识与市民实践生活知识的双重形式，从而化解了基督教意识中求知欲与救赎关切之间的紧张。工程知识、从天文学到对地球地理认知的自然科学、作为市民生活践行前提的心理学和艺术理论反思，创造了理论标准，这些标准的普遍性与图书出版、期刊、大学外讲座等同时生成了精神公共领域的各种形式。由此，在博学与生活知识结合中的传统智慧思想便不再能协调一致。当康德谈及作为智慧探求者的哲学家与作为科学教师的哲学家之间的区别时，他使用与智慧（sapientia）的关联仅仅是为了承接已知之物。专门知识日益专业化，在博物学与实验和数学的结合中脱离了普遍通达的途径，并通过科学向技术的跨越获得了在古代和中世纪不可想象的意义增长。启蒙运动如今同样在实体客观的关联中将道德意义作为人类进步与科学联系在一起。但随后，智慧路线另一侧的直接个人维度则降格为处世明智、私人交往文化乃至成功技巧（如在培根1597年的《随笔》[Essays]中），并被表述为对所谓幸福的自然追求。

康德的哲学概念反对对智慧（sapientia）的这种功利主义拉平。他在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讲座中以及在《批判》中坚决继承了区分知识（scientia）与智慧（sapientia）的论题。他以西塞罗式的修辞表述道：“没有知识，人绝不能成为哲学家；但单凭知识，绝不能造就一个哲学

家”（珀利茨形而上学讲座；XXVIII, 534；很可能是珀利茨用作导言的逻辑学讲座的一部分）。“但必须将哲学家与理性技艺家区分开来。后者指示运用我们理性的规则以达到任意的目的……实践哲学家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哲学是向我展示人类理性终极目的的完满智慧的理念”（同上，533）。《批判》同样表述道：“从这一意图来看，哲学是关于一切认识与人类理性本质目的之关系的科学（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哲学家不是理性技艺家，而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III, 542）。我们据以衡量我们内在价值的道德世界，赋予了各门科学相互关联并使其指向个体道德上合格的社会化。哲学的学院概念与世界概念进而归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联之中，在其中，实践理念担保了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理论好奇心的秩序与意义（III, 542）。《导论》通过区分知性概念以及通过统摄性的理性原则使个体的智慧顺应于文化过程，详尽阐明了哲学概念（IV, 328, 365；亦参见 Refl. 4849 与 VII, 280）。在带有最高运用理性之准则的哲学的世界概念中，形而上学的圆满性（perfectio）主题（verum, bonum, pulchrum，即真、善、美）清晰显现出来，该主题也重现于作为《实践理性批判》核心要点的至善思想之中。智慧的维度转化为作为自由个体之义务的道德性，即在生活操持中将自身设想为人类尊严的一部分。当然，绝不能忽视康德对智慧思想的根本非私人化，这直接承接了当时依然被视为不言自明的西塞罗式烙印。学院概念随后在诸如逻辑有效性类型的奠基功能、科学专门化以及几乎工具实践性的操练等不同方面之间分布。学院哲学是专家的事务，是“公众不参与其中的精微研究”（V, 163）。而作为智慧研究，哲学是每个人的事务。康德在其哲学的世界概念中超越了过好生活的直接意义，

通过一个更高的客观目标，即个体对人类尊严的承诺。世界概念是在世界公民的责任视界中的哲学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最高对象的知识中的沉思（Kontemplation），从康德关于智慧（sapientia）相较于知识（scientia）的界定中消失了。实践超越了古代关于明智个体过好生活的思想，并随着社会化将他们引入市民文明的动态进程之中。世界意义上的智慧进而属于理性的理想，相较于古代城邦公民的静态共同体，它意味着实体性的宪法学与国际法权结构的演进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的思想并非将社会问题作为实践哲学的课题，而是依然十分承续古代的智慧思想，认为个体通过哲学达成的人格化生成，随后将带来社会的发展。

康德关于哲学的学院概念与世界概念的区分，不可与学院哲学与“面向世界的哲学”的对立相混淆。《面向世界的哲学家》（Der Philosoph für die Welt）是J. J. 恩格尔（J. J. Engel, 1741–1802）主编的三卷本通俗哲学文集（莱比锡 1775, 1777, 1780）的书名，收录了门德尔松、加尔韦、埃伯哈德、恩格尔等人的文章。在此，从早期启蒙运动的修辞-实用主义路线（托马西乌斯、孟克、布德、瓦尔希，以及极具影响力的柯尼斯堡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与神学家M. 策德勒 M. Zeidler, 1630–1686）出发，兴起了一场面向市民阶层精神需求的教化运动，将哲学理论的重心从由逻辑学、本体论等构成的体系转向了伦理学、人类知识、政治、经济和艺术鉴赏。这种在世界概念中对哲学的理解路线，代表了对亚里士多德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区分的重新承袭。正是在这里——或许也在策德勒那里——大概存在着康德为其新先验哲学引人注目地重新采用亚里士多德术语的范本与切入点。启蒙教化运动绝没有全盘否定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强调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方面，所涉及的是抵制传统的非常具体的要点。J. G. 瓦尔希在其《哲学词典》（1733年第2版）中，从

哲学概念中区分出了理论维度、其次是规则在物理和道德案例中的应用（康德的判断力论题），以及第三点——带有明确的亚里士多德关联——从遵从规则中逐步产生的行为习性或“哲学天性”（Sp. 2000 f.），他就此撰写了一部专门著作。康德将智慧概念与作为哲学对科学之奠基功能的学院概念相对照，从广阔得多的视野出发将人从私人教化目的中抽离出来，置于道德化（相对于外在文明化）以及宪政法权与国际法权的物种历史进程之中。除此之外，世界概念在所有讲座中自然包含着将人教化为开明市民与世界主义通达之士（Weltmann）的世界主义教化要素。从对哲学的学院概念与世界概念的鲜明区分可以看出，康德的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并不包含哲学概念的核心。它考察的是事态陈述相对于实践智慧的逻辑标准与界限。

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

在关联于世界概念（sensu cosmopolitico）的脉络中，康德随后也表述了哲学的三个或四个根本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III, 522 f.；参见致施托伊德林信，1793年5月4日）。这些问题关涉到康德哲学的结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的形式先验逻辑层面，以及在此广义上宗教著作的逻辑奠基层面，与人类学的实质描述领域相对立。学院概念与世界概念相互关联并相互转化。《实践理性批判》作为世界概念（我应当做什么），在最特殊的意义上构成了方法论的学院训练。作为最宽泛世界概念的宗教著作（我可以希望什么），同样提供了学院式的理论，阐明为何实践合理性的道德公设同时还作为审美表象的历史记述被呈现且应当被呈现。对于第三个问题，康德阐释道：如果我已经做了我所应当做的事，那么对于我的幸福期待，我可以希望什么？作为对这一需要准确理解的问题的非功利主义回答，康德引入了

宗教。宗教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人在理念、情感与需求倾向上的统一体，因此在康德看来，宗教固然需要洗净体制化的教条主义和过度的灵魂恐惧，但绝不可从人类的精神生活中被抹去。这三个或四个问题并没有重现康德哲学的全部结构。《判断力批判》的核心奠基成分并未列入其中。但它们纠正了关于启蒙的科学主义学院式概念以及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概念。

上帝、自由与不朽

与哲学的世界概念相联系的，是康德关于哲学概念的一个固定公式。在第二版《纯粹理性批判》中，为了实现先验逻辑从分析论向辩证论部分的过渡，康德在一条附注中补充道：这门科学原本所探讨的一切，纯粹只是作为达到哲学问题核心领域的手段：“形而上学就其探究的本来目的而言，只包含三个理念：上帝、自由与不朽，以至于第二个概念与第一个概念相结合，应当引向第三个概念作为必然的结论”（III, 260）。康德做出这一断然规定，无疑是为了反驳针对《批判》带有自由思想（Freigeisterei）倾向的怀疑。但这同样毫无疑问是康德的信念。当然，关键在于结合该公式在紧随第一部《批判》第二版一年后问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阐述来理解它。在此，上帝、自由与不朽是实践理性逻辑的公设。正如康德接着所说，这使得“我们生存的最高目的仅仅取决于思辨理性能力，而不取决于任何其他事物”（同上；参见《实践理性批判》，V, 132 ff.）。人格的理念实在性这一三元组并不阻碍对上帝的情感性宗教信靠与不朽期待。但它纠正了这些信念的奠基方式，并且由于形式与内容相连，它也纠正了信仰的内容。在其哲学概念中，康德始终坚持实践理性相较于理论知性的优先地位。但在此必须注意到，在理论关联中奠定体系性合理性，是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必要前提。否则，来自日常实践、传统

以及在任何意义上均“缺乏批判”的思维的未澄清理解就会被保留下来。在此构成了康德未进一步展开的关于一个开明的、在所有文化层面均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社会结构的见解。因此，核心领域是单个人意志准则意义上的实践问题。然而，由哲学奠定的各门科学作为社会可用之合理性的逻辑可能性，是哲学的所谓世界概念的必要基础。康德回溯了欧洲形而上学的论题。看清这一点，首先意味着看清他将这一传统重塑成了什么。形而上学教科书在没有康德道德实践先天论理论的情况下，将上帝概念作为人的精神本性的本体论基础来探讨。上帝创造世界，使得精神存在者能够如同他一样映射并倍增他的本质，或者“世界被设置并规定为活物的居所”（J. G. H. 费德尔 J. G. H. Feder，《逻辑学与形而上学》[Logik und Metaphysik]，维也纳 1783，自然神学，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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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地平

学院逻辑学的导论包含在理论、实践与审美教化的认识标准意义上的意识地平（Horizont des Bewusstseins）论题。《批判》方法论中“论意见、知识与信仰”一节（III, 531–538）也源于逻辑学讲座导论

中的地平论题语境：“绝对且普遍的地平，应被理解为人类认识的界限与整个普遍人类圆满性的界限的一致。因此这里的问题是：人作为人究竟能够知道什么”（IX, 41）。逻辑学讲座的反思札记结合G. F. 迈尔《理性学说要义》（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1752；重印于 AA XVI）中的段落表明，关于认识界限的批判性根本问题起初处于学院形而上学的何种思想范围之中（例如 Refl. 1990）。形而上学在地平论题下探讨了两点。第一点：人必须具备特定的博学知识，以便在社会中获得并占据一席之地。没有符合学院规范的知识这是行不通的。另一点：人必须准确知道什么是自己为了生活操持无须知道的，以及什么是作为对一切知识隐匿之物而永远无法知道的。迈尔指出：必须避免对超出人类地平的博学认识的有害追求（XVI, 174）。上述“我能够知道什么？”等问题正处于地平论题的语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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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哲学还是学习哲学思考

在康德的哲学概念中，也包含着他从C. 沃尔夫那里承袭并一再加以限定的关于“学习哲学”与“学习哲学思考”的区分。沃尔夫的《哲学通论导论》（1728, 21733; §§ 46 ff.）将这一区别与历史知识形式和哲学知识形式（作为事实知识与因果认识）的划分联系在一起。在《批判》以及康德的逻辑学讲座中，这一区别出现在相同的语境中。哲学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先天的根据知识。因此在哲学中人们不能依循他人的理性来塑造自己。正如N. 欣斯克所指出的，在表述上最接近《批判》的《维也纳逻辑学》写道：“因此有必要在理性的方法中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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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理性。”“因此，许多哲学家所炫耀的无非是对他人理性的模仿”（XXIV, 797；参见 N. 欣斯克为《康德索引》第5卷撰写的导言：《维也纳逻辑学的位置索引与语词索引》[Kant-Index, Bd. 5: Stellenindex und Konkordanz zur Wiener Logik]，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9，第 XVI–XIX 页）。这整个论题属于启蒙运动对权威的批判性检验以及独立思考或成熟自立（Mündigkeit）的范围。笛卡尔对充斥着古典博学知识的学术体制的批判，针对的是文艺复兴哲学的人文主义-文献学路线。在新的数学-物理学精神看来，对古代的崇拜显得如同空洞的文本知识，宛如思想对永恒真理和权威幻象的颂词式臣服。康德在其权威批判中当然也把沃尔夫学派包括在内。在《运动与静止新论》（Neuer Lehrbegriff der Bewegung und Ruhe, 1758）中，他嘲讽了那些人的思维惰性，这些人“习惯于把所有未曾倒入沃尔夫学派或其他某个著名理论体系之强制磨坊中的思想当作糠秕抛弃”（II, 15）。这种区分的真正问题在于哲学知识相对于其他科学的特殊性。人们根本无法学习哲学，因为不存在现成的学说体系，而且人们只能始终在自身之中形成哲学思考。1765年的《讲座安排通告》（Nachricht von der Einrichtung seiner Vorlesungen）将这一论题融入了一个更宏大的逐渐发展的教化图式之中。学生“应当学习的不是思想，而是思考”。出于对专业学科学习的习惯，“他以为自己将要学习哲学，但这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现在应当学习的是哲学思考”（II, 306）。人们无法在通常意义上死记硬背哲学。哲学著作家不应被视为“判断的原型”，“而仅仅是自行对他做出判断、乃至反对他的一个由头”（II, 307）。按照沃尔夫的划分，其内容可以被学习的科学是历史科学与数学科学。哲学只能以探究式（zetetisch）的方式被教授，因此也无法作为现成的知识材料被习得。人们用一种自诩现成的世俗智慧欺骗青年，而不是培养他们形成未来的自主见解。在此，哲学的世界概念作为批判性思考自由之地的文化功能应运而生。哲学概念的各个方面最终汇入了在晚期《系科之争》（Streit der Fakultäten, 1798）中所阐述的包含代表性学科与公共批判性学科的文化结构理论之中。或许人们谨慎起见，会将无法学习哲学的论断主要集中于哲学的世界概念上。因为在逻辑学、范畴学说的学院概念中（法则如何存在，什么是偶然，合目的性与目的导向性有何区别等等），在诸如语言哲学、法哲学或艺术哲学等专门领域以及在许多其他方面，在这一学科中形成不仅使作者自己感到满足的独到思想之前，哲学中确实也有大量东西需要去单纯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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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早期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著作、后期较短篇自然哲学论文及地理学讲演

康德与自然科学

哲学家康德的很大一部分著作属于自然哲学研究。若算上《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1798）的第一部分，则共有23部著作与论文，其中绝大部分写于《纯粹理性批判》（KrV, 1781）之前；其后有《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 1786）以及《判断力批判》（KU, 1790）第二部分——后者包含一种生物学方法论，并构想了一种无法按照牛顿原则来思考的、具形态的、有机合目的的自然。除上述著作外，还有涉及数学、物理学与化学、自然地理学以及人类学领域的手稿遗著（主要是其讲演手迹）（第XIV卷、第XV/1卷、第XV/2卷），以及人类学讲演记录（第XXV卷）和尚未出版的自然地理学讲演记录（第XXVI卷）。最后，属于自然哲学研究的还有篇幅庞大的《遗著》（Opus postumum, 1797–1803）手稿群——如康德所言，旨在探讨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向物理学过渡的问题。康德研究了物理学、宇宙演化论（Kosmogonie）、气象学的课题；在博士学位申请论文《论火》（De Igne, 1755）中，他吸收牛顿的光学理论以反对笛卡尔的物质概念，探讨了电学、聚集态、热等问题，即当代化学的前沿问题。此外还有地球自然史的课题，以及人类学中的自然科学领域，其中包括关于人种理论的三篇论文（1775年、1785年、1788年）。

康德在柯尼斯堡将自然地理学引入为一门大学教学科目。他早在1756年夏季学期就首次讲授该课程。自1772/73年起，在冬季学期又增设了人类学。这一学科构成了启蒙时代自然概念以及内在于经验的文明史观念的基础，自培根和孟德斯鸠以来，它作为对人与外在自然的认识（VII, 122），一直是人类学与文明“自然史”的对应物。地理条件构成了“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II, 312）。社会的物质基础同样构成了康德在开创近代地理学中所作贡献的目标（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其目标并非真正是“人”本身）：并非“单个人的事业的偶然原因……”，而是政治“与更为恒久并包含那些原因的隐秘根据的事物之间的关联，即各国的地理位置、出产、风俗、行业、贸易和人口”（II, 313；另见 Refl. 1462）。康德的地理学将自然科学的因果思维方式扩展到了文明史之中。在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医学中，康德将关于社会中的人的唯物主义因果观与社会实践区分开来，把社会实践视为全社会行动公设的领域，并将其理解为道德实践理性。地理学以及在探险考察报告和普通游记（通常附有铜版插图）中的早期民族志，构成了市民阶层教养的新内容（例如多卷本匿名著作［J. F. 楚克特 J. F. Zückert］《最精选和最新游记详尽摘要汇编》[Sammlung der besten und neuesten Reisebeschreibungen in einem ausführlichen Auszuge]，柏林，1763–1802）。在康德拥有的仅约500册藏书中，游记构成了最大的单一门类。由于他终生未曾离开柯尼斯堡旅行，他便记下笔记称：人们可以借助想象力去旅行（XV, 145）。游记为欧洲商业强国征服地球与异域民族提供了更为高阶的浪漫主义想象。

物理生理学家E. 杜布瓦-雷蒙（E. Du Bois-Reymond, 1818–1896）曾说，随着康德的离世，那批“完全掌握了其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亲自参与自然研究者工作的”哲学家便告终结（《近代自然科学中的莱布尼茨思想》[Leibnizische Gedanken in der neueren Naturwissenschaft], 1870，见其所著《演讲集》[Reden]，2卷，莱比锡，1912年第2版）。在杜布瓦反对生理学生机论（Vitalismus）的斗争中，

康德关于不可僭越经验界限的公设再次重现（针对思辨假设，杜布瓦的名言是“ignoramus et ignorabimus”，即：我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也不知道）。

康德并非归纳实验与数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他凭借对当时专业文献的透彻了解进行理论比较，在多个学科中深入思考既有理论的根本问题，尤其致力于寻求形而上学与数理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因为他深信关于自然与道德的自洽理性理论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康德身处偏远的柯尼斯堡，密切关注着当时的自然科学前沿课题，例如通过柏林和巴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课题，并就此撰写和发表了多篇著作，尽管并未将它们寄送给科学院评奖（《风的理论》[Theorie der Winde]，1746年该奖项由达朗贝尔获得；博士论文《论火》是一道巴黎科学院的征文题；关于地球自转减速和地球衰老的论著则是受柏林科学院征文题的启发）。当时的“自然哲学”意味着将经验知识普遍化提升至其原理，即提升为普遍法则。牛顿的代表作题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1687）。康德正是从这种将现象还原至其基本定律的同一意义上，来理解其对自然哲学的贡献的。在气象学这一康德（与歌德一样）极感兴趣并亲自作出贡献的领域中（其中包括对季风雨的解释），在严格因果思维方式的语境下，他谈到了希望理解“不带迷信的历书”的“哲学的园艺家与林业家”（VIII, 321）。“作哲学的考察”（如沃尔夫那样）意味着：从对原因的认识出发将某一现象解释为结果。在他晚年关于月球对天气影响的气象学论文（1794）中，他阐述了自青年时期起就吸引他走向自然科学（并使之与学院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方法论原则：通过认识自然现象的法则，充分指明其作用的程度，以便将各种变化解释为由这些法则所引起的结果。“但若为了某些现象而构想出新的隐秘力量，……这乃是一种健全的自然科学所绝不轻易承认的冒险举动”（VIII, 318）。

使哲学与这一自然科学原则相一致，是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其先验逻辑的目标。康德主张一种深受自然科学深刻影响的强理论概念。它包含三个决定性的、唯有共同存在才成立的方面：限制于经验上可证实的事件、因果解释以及不断扩展的系统性奠基——“唯有从一个使整体首先成为可能的独一无二的至高且内在的目的出发的推导，才能产生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A 833）。这种理论概念也决定了康德将其一系列自然哲学著作推进至系统性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1786）。唯独对于有机自然，康德在因果解释之外承认了反思判断力的假定性前提的必要性，因为生物学过程过于复杂，无法在因果层面上彻底破译至最终的始基要素。

以莱布尼茨为导向的沃尔夫式形而上学与牛顿和惠更斯的原子论自然哲学之间的对立，几乎涉及物质理论的所有领域，并对早期市民社会的文化自我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各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连续性还是非连续性、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还是离散性，由此决定的绝对空间/时间概念还是相对空间/时间概念，从原子论模型构想出发还是从数学-单子论模型构想出发的物质动力学基本构造——同时也是应对新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功能与后果的不同世界观路径。B. 法尔肯堡（B. Falkenburg）在一部详尽的科学史与哲学史专著中探讨了这一理论冲突格局（概括总结参见 Falkenburg 2000, S. 37 f.）。

对于学生时代的康德而言，自然科学意味着从腓特烈预科学堂的精神禁锢和宗教式灵魂恐惧中获得解放。他认识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科学世界，它不靠诉诸权威来空口宣告，而是通过理性来做出证明。除拉丁古典作家之外，自然科学是康德最重要的教养体验。它们为他开启了当时思想进步的国际视野。在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中，面对人们对六年前出版的该书的不解，他深有感触地重申自己的理论就是数理自然科学“哥白尼式的转向”的哲学普遍化。

在专业科学领域，他最重要的著作是《通用自然史与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1755）——这是31岁的康德匿名发表的天才早期著作，以及《关于风的理论的阐释的新说明》（Neue Anmerkungen zur Erläuterung der Theorie der Winde, 1756）——该书在19世纪被全球气流运动的气压定律的发现所证实。H. W. 多韦（H. W. Dove, 1803–1879）早在1835年的论文《论地球自转对其大气扰动的影响》[Über den Einfluß der Drehung der Erde auf die Störungen ihrer Atmosphäre]中就已提出了一条规则，该规则在后来的定律中被证实为其中一部分，而当时他并不知道康德在80年前出版的著作。

康德探讨自然哲学问题是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建立在莱布尼茨前提之上的德国学院形而上学，所遭遇的来自原子论机械自然科学的对立，不仅是在核心自然哲学问题上以及在本身平行的世界观倾向内部给出的不同解决方案。这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可系统化理论。形而上学在逻辑定义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关于最普遍存在规定的本体论。这种关于在逻辑上无矛盾地可能的存在的形式理论，支撑着“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及其关于灵魂、宇宙与上帝的终极学说，仿佛它们是实在存在的对象一样。牛顿的数理自然科学采取反笛卡尔主义立场，拒斥形而上学的整体理论。对于牛顿而言，几个科学方法论的准则就足以作为普遍基础，正如康德在其形而上学概念演进中经历多次翻转之后，在其《批判》中也将纯粹知性原理系统理解为类似的基础。机械力学的理论理解随着牛顿回归到伽利略的观念：科学是立足于忠实记录的经验数据之上、不断前进的理论，然而通过数学形式化，它们能够像逻辑定义或洞察世界的上帝之精神那样无限精确。笛卡尔式或莱布尼茨式的系统形而上学充其量是多余的假说，牛顿将此类假说理解为虚构捏造。这种简缩

理论概念的软肋在于：自然科学从文化的整体理解中被抽离出来，而对于道德、宗教乃至最终的宪法法权议题，人们认为各自孤立的其他理论（包括非常传统主义的理论）都是可能的。这就为经验主义的（例如维特根斯坦式的）划分奠定了前提：划分出人们能够清晰谈论的事态，以及人们能够（且最终必须）加以信仰的事态。

牛顿的自然哲学始于一系列基础关系。物质的质量由密度与体积决定。运动量是质量与速度的乘积。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运动的改变与所施加的动量成正比。康德在《批判》（1781）的知性原理以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1786）中，试图确定具有类似精确度与无条件性的始基命题。这正是“先天综合判断”思想的意义所在。对形而上学作为绝对知识学科的挑战并非来自经验收集型的自然科学。后者自古以来就与形而上学和神学并存。如今登场的是具有高度系统化程度的学科。它们在物质力量本身之中证明了一种内在世界的完备性，这种完备性质疑了意识在日常实践中的类比式内在性与意识在超经验根本问题上的超越性之间的二元论，从而同样将形而上学以往系统的综合宣布为多余且实际上是虚幻的。系统理性的局部化——即退缩为数理自然科学，而在其余文化领域中则由仪式化传统和生活实践习俗的有效性来补充——掩盖了对社会动力学理解中的深刻非理性，并且企图通过将数理与技术理性隔离开来以保护其免受这种非理性的冲击。在形而上学归纳开放的理论理解与先验系统的理论理解之间的冲突背后，隐藏着对社会过程的精神反思的结构理解的各种抉择。康德始终反对将自然科学理性与哲学的普遍

理论前提割裂开来。作为其解决数理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调和问题方案的必然结果，他必须将哲学理论的科学论层面与道德实践层面区隔开来。

牛顿关于物质超距引力的力学提供了从少数基本定律解释力学、动力学、天文学和光学中所有物理过程的可能性。牛顿主张一种经验实在论，其科学的现象论导向将不可穷尽性作为首要公设。一切超出经验现象与数学形式化之外的本体论设定都被归为思辨假说。这是对由笛卡尔开创、由莱布尼茨改造的尝试的冲击——该尝试试图将伽利略数理自然科学的成果纳入到一个涵盖物质、意识过程、普遍主义道德以及最终还有自然神学的完备体系之中。反笛卡尔主义自牛顿（1643–1727）和R. 波义耳（R. Boyle, 1627–1691）以来主导了自然科学，并直接过渡到J. 洛克（J. Locke, 1632–1704）的感觉论启蒙哲学。《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第三卷指出：“我不杜撰假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就是假说；而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无论是机械论的还是隐秘性质的，在实验物理学中都没有地位。在这一学科中，人们从现象中推导命题，并通过归纳加以概括。”（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达姆施塔特，1963年版，第511页）。在实验科学的概念中，蕴含着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根本理论的拒斥。理论的标准在于逻辑-数学上的正确性与经验上的可证实性。在牛顿本人那里，这对科学在整个文化自我理解中的支撑功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毫无顾忌地诉诸上帝概念作为理论论证链条中的一环，既用来解释给定现象的法则的原因，也用来解释其绝对空间的概念。莱布尼茨在与S. 克拉克的通信中指出了这一点并提出质疑；他认为上帝概念必须作为内在数学与自然科学系统

化的一环而呈现出来。康德在其《通用自然史》中义愤填膺地拒绝了上帝概念的这种理论功能。当时的理论局势面临着抉择——至少在德国人看来是如此，因为在德国早期启蒙运动是由形而上学来表述的——即：是在无所不包但形式化的理性系统，还是在不可穷尽、相对但为此经验实在的理论之间做出选择。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自然概念（沃尔夫学院形而上学承袭了这一概念）相比于牛顿的科学论，提供了一种更为广博、可系统化的哲学理论，其中世界概念与主体理论结合在一起，并伴随着基于超个体的理知规律性的行动理论以及上帝理念的理性化超越性的推论。康德深信这种根本理论的必要性；面对由人身自由个体构成的社会中的相对主义倾向，他更是坚信这一点。

康德的导师M. 克努岑（M. Knutzen, 1713–1751）试图将沃尔夫形而上学与牛顿科学论的优势结合起来。他在莱布尼茨排除了单子间物质相互作用的前定和谐中，加入了最初具有反偶因论色彩的“物理流入”（influxus physicus）妥协理论。这样似乎就可能既吸纳牛顿关于物质实体的物理吸引与排斥，同时又在上帝概念中保留莱布尼茨关于所有前定相互关系的统一性。其导师克努岑关于牛顿式与莱布尼茨式理论类型的综合思想，决定了康德的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奠基思维。对对立理论之间的二律背反——无论是在它们相互之间还是在其自身内部——的探讨，正是源自于追求一种新型统一形而上学理论的综合努力。康德并不主张折中主义的理论构想——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将科学理论视为无矛盾的、内部一致的描述与建构，他在核心论点上将相互矛盾的理论理解为理论格局尚未成熟的标志。凭借其面对互斥理论寻求调和综合的原则，康德表明自己是一位优秀的莱布尼茨主义者。但莱布尼茨是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整个哲学史和科学史的。每一种重要理论都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适用于德谟克

利特的原子论、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概念、经院哲学，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哲学体系。康德的综合思维超出了狭隘的科学方法论范围，属于莱布尼茨式通达世事、开明通达的启蒙精神气质。

数理自然科学与学院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根源于牛顿与莱布尼茨不同的理论概念。牛顿的反笛卡尔主义局部现象论——实质上是一种面向实验的归纳主义——只允许基于可观察现象的理论命题。带有唯名论色彩（奥卡姆剃刀论题）的是：解释事件所允许假定的原因不得多于充分必要的原因。对于相同的结果应当假定相同的原因，从而现象论依然与解释的普遍主义结合在一起（《数学原理》第三卷中牛顿的“哲学推理法则”）。相反，莱布尼茨（1646–1716）则从笛卡尔关于清晰明了理念的理性主义出发。由此形成了一种从逻辑学切入科学论的路径。根据该路径，真正充分的认识存在于理性直观的理念与判断之中，即存在于按照逻辑规则不可能为别样的事物之中。为此，莱布尼茨必须区分直观真理与事实真理。完满的认识唯独存在于直观的“永恒真理”（vérités éternelles）之中。康德在彻底扬弃莱布尼茨的本体论主义的同时，将这一思想吸纳进他的先验论之中。唯独对于先天的逻辑功能（范畴、知性原理、实践理性理念），才存在完备且无条件的认识。一切断言的确定性条件乃是最初的、最无可置疑的知识。对莱布尼茨而言，在某一理论领域所有对象的逻辑无矛盾（充分）理念的关联中，对象的逻辑可能性作为理论标准凸显出来。最高标准顺理成章地构成了一个包含所有充分理念的系统，在此系统中所有实体的理念必然构成一个前定和谐的系统。为了实现如此全知全能的知识概念，莱布尼茨不仅排除了牛顿的归纳主义和洛克的现象论，而且排除了笛卡尔的唯物主义。这支撑了莱布尼茨形而上学及随后的沃尔夫形而上学的综合诉求。唯有置于18世纪早期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形而上学这种凭借莱布尼茨的深刻与广

博而引人胜的既有综合倾向之中，才能理解康德通过进一步界定既有形而上学的内在倾向，从而持续不断寻求新的形而上学概念的努力。莱布尼茨根本理论概念的反经验主义倾向在康德的纯粹知性原理体系中重现。直观要素随后褪去了本体论的基础。它们成了事态的综合逻辑构成条件。康德试图将牛顿的归纳现象论与形而上学的理性直观主义相结合的最初且一以贯之的意图，旨在确保一种改变了的根本理论概念，同时着眼于一种非功利主义的、指导思考主体自身遵循普遍道德实践准则的理论。

康德早期的自然哲学著作认为，牛顿的科学论与立足于莱布尼茨的学院形而上学的结合很快便可实现。这一纲领首先展示出：运用牛顿的方法能够获得比牛顿本人所承认的更多、更具终极性的理论。因此，康德重新拾起了笛卡尔关于世界体系起源的问题。牛顿此前满足于证明既有行星轨道的引力定律。行星的运动源于向心力与质量之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若要将自然科学的现象论与形而上学传统的根本理论结合起来，形而上学的方法就必须成为考察的核心。因此，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书信中，康德一再表示他在为形而上学寻求“一种关于其独特方法的明确理念”（致朗伯信，1770年9月2日）。康德将关于改进可理知世界（形而上学）与感性世界（自然科学）之区分的就职教授论文（1770）视为沿着这一道路迈出的关键一步，延续了他早期自然哲学著作的成果。在经历了多次翻转之后，他最终将《纯粹理性批判》称作论述形而上学方法的专论（III, 15）。令人惊叹的是，康德长期坚持其综合纲领中虚幻的理论前提。大约在1776/78年，他在

谈及其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期著作时写道：他曾试图朝那个方向做出贡献，“然而任何时候都抱有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独断论洞见的意图”（Refl. 5116）。甚至在1770年的论文中，他依然坚持这一折中计划，即在本体论定义和原理的基础上奠定形而上学，并通过改造延续理性宇宙论、心理学与神学的特殊形而上学。

由于数理自然科学的系统化效能与内在精确性是世界观危机和形而上学危机的导火索，哲学理论的进步便聚焦于自然概念的问题上。在很快就能达成综合的昂扬情绪中，这些著作接连迅速问世。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绝对理论的不可能性，便迎来了潜心沉思的“沉寂岁月”。最终的成果随着《批判》带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理论概念。至少对于事态的理论构成而言，康德放弃了根本理论的诉求，采纳了牛顿式的现象论经验主义。自然的形而上学仅仅是对逻辑基本概念与知性原理的分析论，而非理性宇宙论。《批判》中的二律背反章甚至旨在表明，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的一切根本理论构想在其内部都是逻辑矛盾的。在放弃了本体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调和计划之后，哲学在理论关联中仅表象经验可证实数据的经验秩序的本源逻辑结构。被截断了的理知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的形而上学随后集中于人类实践自我决定的超经验法则。

经典力学的思想革命对学院形而上学构成了非同寻常的挑战。牛顿研究中的核心理论事件是将力学定律扩展到对天体运动的解释上。I. 牛顿（1643–1727）于1682年重新启动了他在1666年未能成功完成的尝试，即从月球轨道的切线方向出发，计算由于作用在月球上的向心力而导致的月球绕地公转。当牛顿领悟到向心力必然与来自地球的万有引力即月球的重量相等同之时，

据说他激动得难以自持，以至于不得不请一位朋友替他完成余下的计算。经过多年的研究，他将考察扩展到行星、木星的卫星以及潮汐现象上。万有引力定律得到了证实，牛顿将其确认为一条普适的宇宙定律。物质的吸引力与质量直接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从少数前提出发对自然现象的整个过程进行机械解释似乎变得可能。归纳原理与数学形式化的结合导致了一种观点：重要的不是把握实在的本质，而是尽可能完整、精确地描述运动过程，并以最简单的方式将其形式化为数学公式。R. 波义耳（1627–1691）创立了化学元素的概念，从而终结了古代关于物质的四元素学说（土、水、气、火）以及炼金术关于一切自然现象的三种基本元素（盐、硫、汞）的假定。他的设想是通过机械地解释由元素化合物的变化引起的复合体的变化，将化学提升为一门与物理学同等精确的科学。波义耳与E. 马略特（E. Mariotte, 1620–1684）研究了气体的压力与体积之间的简单关系，奠定了气体动力学的基本定律（1662年、1679年）。这是对E. 托里拆利（E. Torricelli, 1608–1647）和O. 冯·格里克（O. v. Guericke, 1602–1686）用于制造气压计的在水银柱上方制造真空的经验方法的系统概括。J. B. 范·海尔蒙特（J. B. v. Helmont, 1577–1644）将氢气、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作为独立气体进行研究，并认识到它们不再能够全部被当成大气中的空气。他引入了“气体”（Gas）这一名称，并指出在化学沉淀或化合中既无生成亦无消亡。这一对自然作为内在且取之不尽的循环思想的贡献，与力学所确立的动量守恒定律相辅相成。

康德在面对当时自然科学时的局限性在于，他未能把握新化学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其系统价值微乎其微。气体理论的发展（舍勒 Scheele、普利斯特列 Priestley）以及定量

方法的引入（拉瓦锡 Lavoisier）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几乎对应用自然科学的核心领域——即技术学——毫无兴趣。哥廷根大学哲学与经济学教授J. 贝克曼（J. Beckmann, 1739–1811）的《物理学-经济学文献馆》（Physikalisch-ökonomische Bibliothek，23卷，1770–1808）及其《发明史考》（Bey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5卷，1780–1805）开始出版之时，康德正潜心于他的哲学理论，几乎不再吸收新的自然科学材料。康德的自然哲学著作根据其理论内涵可分为两组。一组致力于探讨力学所带来的对自然概念的基础性且在理论上影响深远的革新。另一组则探讨经验自然描述即所谓“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的学科与主题。后者在康德全部著作的精神秩序中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材料详实的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讲演便证明了这一点。康德将其自然科学兴趣的重心置于数理自然科学的课题上。在这一领域，他作为富有成效的理论家登场，力求在各学科中作出创造性贡献。而在另一个领域，文献知识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尤其是他对牛顿未曾探讨过的机械世界体系生成的设想，展现了康德的雄心。在《通用自然史》中，这包括诸如土星光环旋转周期的计算、将光环解释为单个粒子的聚集、康德对天体自转轴旋转问题的贡献等具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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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自然概念的方法论面向

康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地理学与人类学讲演，处于18世纪教养理念转向自然科学与国家公法学的潮流之中。18世纪的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的语文学、文学史和修辞学教养理想，以及文职官僚阶层中现代贵族的精神世界（法学与国家学、历史学、谱系学与纹章学）并驾齐驱。此外还有贵族“风雅士绅”（galant homme）的私人素养，即击剑、舞蹈、骑马、打猎以及机智风趣的交谈（当时已有浅薄的说法称“高谈阔论”）。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的伟大教育传统相比，早期的机械制造师、军事工程师、建筑师、天文学家和力学理论家塑造了新的理论构建标准，这些标准在康德关于区分逻辑效力要素与证实之中介层面的分析原则中得到了重现。启蒙时代意味着将经验材料收集、知觉实验证实和内在理论构建方法等新的自然科学成就扩展到了诸如道德学、教育学、经济学乃至所谓的自然神学等文化科学学科之中。在柏林科学院1797年关于古代科学状况的知识对当今时代的意义的获奖征文论文中，

柏林圣尼古拉教堂的传教士、康德的学生兼其哲学赞赏性著作（1796）的作者D. 耶尼施（D. Jenisch, 1762–1804）写道：“古代人的威望，尤其在涉及科学的一切方面，正在下降……因为不带偏见的天才如今正以更勇敢的步伐迈向真理的辉煌目标。开普勒、牛顿、波义耳、莱布尼茨在欧洲的地平线上熠熠生辉，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普林尼、塞涅卡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光芒在他们面前黯然失色”（引自 F. 保尔森 F. Paulsen, 《学术教育史》[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第1卷, 莱比锡, 1919年第3版, 第501页及下页）。在莱布尼茨一篇题为《论生活所应学习的内容》（Quaenam discenda ad usum vitae）的教育学手稿中，针对对生活毫无用处的哲学与宫廷学科，他写道：“相反，现在必须极其精确地理解整个数学与力学，此外还有全部服务于实用的应用物理学。此外还有地理学”（引自保尔森，前引书，第511页）。

新的数理-功能性自然概念最初形成于神学、人文学科语言研究与叙事性历史表现同军事工程及普遍机械制造工程任务之间预先形成的、各自完备的观念对峙之中。在笛卡尔的力学中，可以发现一种范式性的解构：将复杂的物体分解为抽象的基础组件——滑轮、楔子、轮轴、螺丝、杠杆——它们在现象领域产生质上不同的功效，并且最终笛卡尔将所有机械都归结为斜面这一基本形式。力学是从关于机械的科学中脱胎而出的。机械理论转化为将质的显现还原为方法论组织起来的元素的恒定结构规律，并在进一步的步骤中推广至普遍的自然概念。

自然科学为形成普遍有效判断提供了新的经验-分析与概括方法，并通过其自17世纪初以来的历史，传达了通过有方法的方法发明实现文化进步的自觉。古代和封建时代关于起源先于历史的思维方式——即时间的推移意味着最初充盈的减损——被相反的演化论洞见所取代：

唯有在时间中的运动才塑造出文明。自然科学知识的累积原理为此提供了模型。数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成就不仅在于重现可感知的物，而且在于重现康德称之为“杂多”的事件序列。日常实践与形而上学的实体形式概念被自然法则概念所取代。这意味着相对于经验的具体与可变性确立了一种新的理论标准。无限精确与完满的事物不再被实体性地思考为某种更高阶的对象，而是被关系性地思考。对古代世界图景的扬弃主要是通过围绕新自然概念的争论完成的。它与新型的工程式、建构性智识观紧密相连。“精神”与“世界”关系的改变立即触及对超越实体的理解，即基督教传统中主体的灵魂人格性，以及作为融合了存在概念与价值概念的最高构架的上帝概念。

对于经典力学而言，运动是无特质微粒在任意坐标系中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从运动着的物体出发来解释，也可以被解释为系统的属性。古代的观念伴随着每个物体的“天然处所”原理而包含着一个目的论要素。亚里士多德通过两个规定阐述了古代的自然概念：与劳动过程中制造出来的东西相对，自然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东西；自然对象是“一个生成过程，一条通向完满本质的道路”。运动是相对于预先存在的静态形式而言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92b, 193b，第1半卷）。静态形式原理阻碍了对自然过程性的揭示。目的论的合目的性与自然概念的有机模型相伴而生。亚里士多德通过目的概念阐明其自然概念：“因为在自然的作品中存在的不是盲目的偶然，而是由目的概念所决定的存在，而它们存在或生成的目的，则属于美的领域”（《论动物的身体部分》，第1卷第5章，645b）。物体在进行运动时仿佛带着个体的亲身参与，它渴望达到重新回到其天然处所的目标。在目的论实

体观与依据所选坐标系的关系概念的对立背后，隐藏着对物理实在的不同概念。新的机械自然观打破了静止形式实体与带来变化的物质之间的对立。由此，动能失去了“不动之推动者”的性质。它内在于物质，在全部运动总和的整体中保持守恒，并在具体单个物体中被消耗。自然不再是预先存在之非实在物的实现，过程本身成为了核心，唯有如此，一种理性的因果概念才成为可能。过程中的持存者不再是引发该过程的原因，而是作为各元素之关系的法则。因此，法则不再需要以阻碍现象数学形式化的“内在原因”（causa immanens）这种伪形式来把握。感性直观对象的世界被抛在身后。思维按照数学理想性的原理来组织实在显现的世界。数学与物理运动得以结合。理论建构使一个数学定义的质点在真空中运动。由此迈出了影响深远的一步。认识主体通过理知功能来组织可感知的现象，这些功能承担了相对于“现象”（phainomena）而言的“本质”世界的原初意义。这些关系不是实体，而是无前提的智识活动的建构产物。精神指向一种无需借助任何需要外在证实的工具即可由其自身生成的理知实在。精神与世界的概念由此同样经历了革命。

康德对先天的逻辑形式的理解以及康德关于先验观念性的新观念，吸收了数理自然科学的关系性与形式性结构概念。康德的方法-功能性先验论唯有置于这种自然哲学脉络中才能被理解。康德先验方法的特殊问题在于：数理自然科学的关系性实在概念，作为超出数学（与形式逻辑本体论）的理想对象的建构，如何能够应用于实际上显现的对象与事件之上。就此而言可以说，先验哲学概括了在新的自然概念中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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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物理学相结合的方法论切入点。现象论同时获得了一种抵御无神论的屏障功能，因为它以不可知论的方式排除了关于数学公式化法则的无主体关联物的问题。

新自然概念的文化意涵涉及所有构建共同体的价值概念的方法论建构，特别是被构想为存在、知识与行动同一性的上帝概念的本体论。因此，自17世纪以来，经典力学的建构就伴随着对上帝概念持续不断的重构——即这位必须居于现实的数学建构背后的上帝，其超越世间的存在必须依据因果等价原理以及逐步形成的能量守恒定律进行重新构想。康德于1763年撰写了《上帝存有证明的唯一可能论据》（Der einzig mö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于1764年撰写了获奖征文《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的明晰性研究》（Untersuchung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Moral）。内在世界完备性的新前提修正了超越的“完满”（perfectio）概念，并深刻改变了价值意识的奠基结构。理性与物质以这样一种方式紧密结合，以至于通过超越的理想原则进行中介调和几乎不再可能。如果要进行这种中介，那么——正如歌德在诗作《序诗》（Prooemion）中所写的那样——那只能是“一个只从外部推动、让宇宙在手指间旋转的上帝！”（歌德《著作集》，第I辑第3卷，魏玛，1890年版，第73页）。康德立足于实践理性的宗教哲学，按照数学理想性作为经验可证实事件序列之无限实现的原则，重塑了上帝概念。相对于古代关于“分离”（chorismus，即本质理念或形式的抽离分离）的主题，数理自然科学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物质的现象领域与“本质领域”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在于自然的结构，并由此启动了物质自主化的过程。这在主体方面要求采取步骤，对理性、情感与直接对象性行为举止这一复合体进行平行的内在奠基。笛卡尔通过对自然法则性与实践决定的根本区分，已经作出了一种方向性的决断，康德保留了这一决断。他试图通过可理

知的目的王国思想（在其内部，理性在实践角度上得到系统规定），来化解笛卡尔灵魂概念中由反射心理学、斯多亚伦理和柏拉图形而上学成分构成的不尽如人意的混合体，笛卡尔曾将他文化理论的整个哲学人类学基础封闭在其中。

自然科学思维在文化自我理解的重构中获得了关键功能。解析几何、符号代数、微积分相继诞生。由此开启了数理自然科学此前不可想象的专业化进程，理论语言脱离了传统的、受日常语言和专业语言约束的理论思维。由希腊化时代的科学百科全书以及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本体论的加工所形成的、高度分化的哲学专业语言，与数理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概念系统产生了冲突。这一冲突是哲学面对日益分化的专门科学以及市民日常现实概念时的功能危机的表现。除形而上学外，经验主义的意识概念本身也包含着主体的抽象理论与道德利益直接性，以及其无法为方法最先进的学科之理性奠定基础之间的矛盾。休谟撤退到怀疑论中，“为了使他的船安全，把它搁浅在沙滩上（怀疑主义），让它在那里腐烂”（IV, 262），康德将这一撤退视为面对自然科学理性对哲学奠基结构的挑战时的一种方向性抉择。自然科学创造了现实理解的智识构想，这是其他学科的表现手段以及受日常语言束缚的人们所无法达到的。康德哲学中所有关于术语的方面都植根于此，康德对术语问题极为关注，并在80年代就催生了康德主义术语辞典学（最早由 C. C. E. 施密德 C. C. E. Schmid 撰写，《便于使用康德哲学的辞典》[Wörterbuch zum leichtern Gebrauch der Kantischen Philosophie], 1786, 1798年第4版，达姆施塔特，1976年影印版）。康德试图通过先验论与现象论的结合，实现哲学理论构建的形式化，这种形式化对应于数理自然科学中的抽象过程及其所属的实在概念。因此，他的努力集中于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外建立一种本源综合功能的逻辑，这种逻辑将一个可充分形式化的关系概念逻辑领域，与受日常语言约束的实在概念的经验材料建立了新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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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活力的真正测算以及对莱布尼茨先生和其他力学学者在这一争论中所用证明的评价，附带关于物体力量的一般先行考察》，伊曼努尔·康德著（1747）

康德大约在1744年（当时还是大学生）开始撰写他的第一部著作。1746年该书被提交给哲学系审批。由于这部多达十五印张的大部头著作未能找到出版商，康德不得不自费印刷，而将其作为硕士论文和编外讲师资格论文提交的计划也落空了。一位身为鞋匠师傅的友人资助了一部分印刷费用。1747年康德增补了部分内容（§§ 107–113, 151–156），1749年印刷完成。他将题献给柯尼斯堡大学教授J. C. 博利乌斯（J. C. Bohlius, 1703–1785，医学家）的献词日期定为1747年4月22日，即他的23岁生日。扉页上的年份标注（Königsberg 1746）是不准确的。该书由出版商多恩（Dorn）出版，全书为大八开本共240页，附两幅铜版插图。

物理学问题。 笛卡尔在阐述其宇宙运动守恒理论时（《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 1644, II, § 36 ff.），将运动能量的量度规定为质量与速度的乘积（
𝑚×𝑣
）。莱布尼茨于1686年（《对笛卡尔显著错误的简要概述》）和1695年（《论动力学中关于令人赞叹的自然规律的范例》）证明，对于运动物体的力量而言，适用的是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
𝑚×𝑣²
）。这一课题引发了长期的文献争论，构成了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的前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进展（支持笛卡尔的有：巴本 Papin、克拉克 Clarke 等；支持莱布尼茨的有：雅各布与约翰·伯努利 J. und D. Bernoulli、斯格拉弗桑德 s’Gravesande、穆申布鲁克 Musschenbroek 等）。年轻的康德试图为这一困扰自然科学界直至R. 迈尔（R. Mayer, 《关于无机自然界中力量的评注》[Bemerkungen über die Kräfte der unbelebten Natur], 1842）和H. 冯·亥姆霍兹（H. v. Helmholtz, 《论力的守恒》[Über die Erhaltung der Kraft], 1847）的核心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达朗贝尔于1743年率先指出了这场争论的症结在于所使用的力概念不够精确，并称整个争论不过是一场词句之争（《动力学论》[Traité de la dynamique], 序言）。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基于形而上学与几何学方法（mos geometricus）的这一显然全新的结合而建立新形而上学的纲领，本应在这第一份尝试之后继续推进。康德首先提出了关于具有像原子一样可进行物理计算的单子理论的构想。序言表达了一种理论上的豪情壮志：终于要从形而上学的沿海航行驶向新形而上学的浩瀚公海，并以修辞手法描绘了将形而上学与几何学结合起来所要克服的矛盾——“因为把狮鹫与骏马套在同一辆车上，恐怕也比把先验哲学与几何学驾驭在一起更容易”（I, 475）。其原因清晰地预示了后来《批判》中的数学二律背反：形而上学否认空间的无限可分性与真空的存在。而在此处被称为几何学的牛顿力学，则恰恰主张完全相反的观点。该著作的根本思想在于：单子作为居于物质之中的动能，必须像力学的万有引力一样也能够对外产生作用（同上）。归纳的现象面向得到了提升。该著作揭示了康德在形而上学与数理自然科学调和尝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不仅休谟，形而上学同样否认将纯粹数学应用于经验对象的可能性。几何学主张空间的无限可分性。康德不仅面临着这一观点如何能够应用于空间中的对象的问题，而且面临着这种可能性的根据何在，即如何证明这一在事实上无可争议的应用。这一课题后来在《批判》的第二组二律背反中重现。此时康德正处于通往

自然科学的感性世界（其中数学的无限可分性适用于空间中的物质）与形而上学的理知世界（它乐于运用单子概念）之划分的道路上。1770年的就职论文迈出了为对经验显现的物质事件的适用性奠定基础的第一步：空间是主体的纯粹统一性直观，几何学对经验自然现象的无条件有效性的可能性正基于此（§ 15）。

作为一切物体最小组成部分的单子与空间的无限数学可分性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由于几何学的前提不容置疑，康德便集中于对单子概念的阐释。该概念是由莱布尼茨创造的，旨在为现实的几何与代数结构化获得一个本体论对应物，它不局限于笛卡尔将物质还原为广延质量从而等同物质与空间的做法。然而，康德是从沃尔夫简化的阐释出发来看待莱布尼茨概念的。单子是物质的最终实体组成部分，还是在几何学意义上不应被思考为空间实体的理想点，并同时是关于物质最终力量中心的假定性概念？沃尔夫将前者与后者混为一谈，并将单子概念与原子概念结合起来。对莱布尼茨而言，单子并非不可分割的物质原子，而是对经验物理结构与过程进行数学转换这一极为成功的方法进行哲学概括的理想构想。康德在其《物理单子论》中从沃尔夫将单子理解为原初物质要素（因此亦具有广延）的观点出发。为了克服将形而上学单子概念与几何空间概念结合起来所提出的问题，单子不得保留为物质原子。单子概念作为原子与作为基本力量中心的理论建构的双重性质，构成了该著作真正的奇特之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该书具有一种迷人的未完成性。我们看到32岁的康德正处于其早期且无法实施的综合构想的核心主题与顶峰阶段。康德在命题五（Satz V）与命题七（Satz VII）中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由于根据莱布尼茨的观点，空间仅构成了单子的

外部现象结构，因此必须区分单子内部不可分割的能量核心与其外部显现，而后者随后也允许在空间中进行无限的数学分割。空间是单子外部临在的领域——“因此，凡分割空间者，仅仅分割了单子临在的广延量”（I, 481）。单子的主体由此不能被分割。在现象领域实体的空间性与单子内部的、非广延的并因而不可分割的可理知性形成了对照。因此，形而上学的实体概念得以保留。实体应当按照与上帝的类比（in analogiam Dei）来思考。上帝作为绝对实体或中央单子临在于万物之中。但谁会愿意说：因为我们分割了空间，所以我们也分割了上帝？随后，康德试图将单子的唯心主义力概念与万有引力的超距作用结合起来，在引力中同样思考了在空间中无需机械接触的共存（命题九、十）。康德试图将通过单子作为非物质力量点理论对有序世界的本体论构建，与牛顿关于物质实体由斥力与引力的相互关系构成的理论结合起来。莱布尼茨在与克拉克的通信中始终承认牛顿的引力理论，只是补充说，该理论与牛顿的绝对空间概念相结合，不允许在物质动力学理论的意义上令人满意地贯彻力概念。

该著作是前批判时期康德自然哲学融合主义的一个范例。《批判》通过先验观念性的主观化，将物质实体的力学与数学及逻辑形式法则的理智观分离开来，康德唯有在这一成果之后才更有理由将其视为经验因果宇宙论、数学宇宙论与先验形而上学宇宙论之间争端冲突的解决。1756年所探讨的特殊形而上学的理性宇宙论随后被作为不可行而遭到拒斥——早期自然哲学-形而上学著作的体系纲领亦被同样拒斥。或许康德原本可以从物理极小值向数学无穷小过渡的无限性问题出发来着手处理该课题。那样他就会更贴近莱布尼茨，而无需在本体论前提下寻求解决方案。在作为具有固定法则的世界之构成要素的理知力量单子理论背后，在整个

理知本体论实在的形而上学背后，隐藏着实践视角的理想领域的问题：自由问题、个体行动与人类超个体道德使命的综合。康德随后在《批判》中，将这些对于他后来作为“智慧学说”（如其所言）的形而上学概念至关重要的哲学主题，从根本上与先验科学论区分开来。

对于物质概念而言，单子论与力学之间的调和尝试带来了引人深思的面向。物质不仅是充满空间的材料。在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不可见但可在理论上推导出的力量的相互作用。康德颠倒了实体与属性的关系。并非机械物质拥有力量作为其偶性，而是力量即是实体，并偶性地显现为原子的运动与相互作用。他根本不假定物质过程背后存在任何种类的实体。物质仅仅是现象中的持存者。这也正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1786）的立场。

气象学、自然地理学、人种理论

天文学与气象学论著

在若干较短的论文中，康德探讨了科学文献中涉及的天文学、物理-地理学、气象学课题。在两篇著作中，他率先提出了在各学科后续历史中得到证实的解决方案。

《关于地球在其绕轴自转中是否自最初起源时期起经历过某些变化的疑问的研究》（Untersuchung der Frage ob die Erde in ihrer Umdrehung um die Achse […] einige Veränderungen seit den ersten Zeiten ihres Ursprungs erlitten habe, 1754）首次阐述了在19世纪得到证实的洞见：地球自转必然在不知不觉但持续不断地减慢（I, 187）。月球的引力引起地球面向月球一侧的海洋隆起。由于这一隆起区域随着地球运动而移动，在与地球自转相反的方向上便产生了一种海洋运动，它对地球的自转速度产生阻碍作用。康德的研究是由柏林科学院的一道相应

征文题引发的，但他并未寄送其论文。该文于1754年发表在《柯尼斯堡询问与通告消息》（Königsberger Frag- und Anzeigen-Nachrichten）上，完全不为人所知。R. 迈尔的《天体动力学》（Dynamik des Himmels, 1848）提出了与康德相同的观点。康德还准确解释了月球自转周期与其绕地球公转周期相等的这一事实。

题为《地球是否衰老这一疑问的物理考察》（Die Frage, ob die Erde veralte, physikalisch erwogen, 1754，柏林科学院征文题）的短篇研究检验了当时的既有理论，但未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它展现了康德不仅在自然哲学课题上的研究与论证方法：深入思考既有观点的推论，并精确阐明该课题的根本概念。康德仅探讨内在的地质过程，但在结论上接近了当今广泛探讨的课题，即人类的生存条件可能会走向耗尽。在各种变体中，他探讨了海平面的上升（其后果是陆地退缩）以及与之相反的水体干涸。康德唯独保留了一种可能性：某种在所有生命过程中始终被消耗的化学元素，可能会导致自然力量的减退（I, 212）。地理学与气象学学科自其在古希腊诞生以来便属于文化觉醒意识的一部分，正如它们今天属于调整生产技术所必需的准备工作一样。康德的这篇著作与次年出版的《通用自然史》的生成宇宙论处于同一脉络。该研究的哲学背景在于将这一课题从圣经文本的框架中剥离出来，使其向诞生、生长与衰老过程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考察敞开。“一件事物借以达到完满并在其中得以维持的相同原因，通过不知不觉的变化阶段又使其走向衰亡”（I, 198）。康德同样反对对当下的保守-浪漫主义挽歌（自然之力如同道德一样衰退），以及反对认为自然与人在所有时代都相同的朴素启蒙乐观主义。恰恰需要研究的是，自然中是否确有某些东西在减少，以及“地球过去是否需要更少的照料”

就能为人类提供维持生计的条件（I, 197）。

《关于风的理论的阐释的新说明》（Neue Anmerkungen zur Erläuterung der Theorie der Winde, 1756，该年度夏季学期的讲演通告）试图从两个因素推导空气运动的普遍定律：从不同温度气层之间的空气交换（I, 492），以及从赤道向两极方向由地球自转引起的空气运动的减弱（I, 494）。康德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阐明了一条新的普遍风向偏转定律。他在其自然哲学发现的其他案例中（地球自转减缓、星云假说与宇宙起源的机械理论、黄道光的解释），同样将研究成果留存在未受关注的著作中，这一独特作风在此更为显著。

康德正确的自然科学假说与康德自然概念的指导原则密切相关。这就是简明因而是统一的运动定律的思想。地球自转减缓符合力学碰撞定律中无限小量的累加原理。康德之所以发现气流的偏转定律，是因为他在不同大陆上空、沿海与内陆地区等具体风向运动背后寻求一种简明、统一的法则。与统一性思想相伴的是运动原则。由于一切自然过程都是通过不同力量的复合作用而进行的，因此地壳运动、空气运动、气候带以及地球的整个地理结构都在经历持续不断的变化。自然地理学是一门历史性学科，它考察“地球的历史”（I, 190）。康德亲自建立了从他的《天体自然史》向地球自然地理学的发生学观念的联系。在晚年，康德同样密切关注自然科学文献。在《关于月球对天气的影响》（Etwas über den Einfluß des Mondes auf die Witterung, 1794）一文中，他权衡了当时关于这一热烈讨论课题的四种主要理论，但将可能的理性假设限制在月球质量的引力作用上，并在其他方面对于假定可证实的作用持非常审慎的态度。

在关于地震问题的三篇论文中（因1755年摧毁里斯本的著名地震而作），康德完全处于

当时不准确的理论框架之内。在大陆和海洋之下的地壳深处的广阔空洞中，铁、硫等元素由于水分进入而分解、自燃并引发持续的气体爆炸。火山是一种阀门，这种爆炸性蒸汽通过火山找到出口并引发地震。康德的著作相对于当时的许多文献而言，其独特之处在于试图勾勒出现象的因果总体图景，并拒斥对自然理解的道德化和宗教通俗神学。

人种理论

在1775年至1788年间发表的三篇关于人种理论的论文中，康德将人类各人种视为原本统一的人类的“变种”（Abartungen，VIII, 163）。这些论文是：《论不同的人种》（Von den verschiedenen Rassen der Menschen, 1775；II, 427–444）、《人种概念的规定》（Bestimmung des Begriffs einer Menschenrace, 1785；VIII, 89–106）、《论在哲学中运用目的论原则》（Über den Gebrauch teleologischer Principien in der Philosophie, 1788；VIII, 157–184）；关于在哲学中运用目的论原则论文的单页预备手稿同样极具启发性（XXIII, 75f.）。康德自然理论的历史原则被扩展到了人类自然史之中。所有种族构成一个自然种属（因为所有种族之间都能繁育具有生育能力的后代），但根据多样性的自然法则分化为其可遗传的差异。康德区分了四个人种（白人、黑人、蒙古人种、印度人种），并将人种的生成解释为预先形成的胚芽（Keime）的作用结果，而非归因于生活习俗或环境影响的固化——这些胚芽在动物与植物的迁徙和移植中产生恒定的变种（II, 434）。康德伦理学与法权理论中的普遍主义原则并未受到人种概念的削弱。这不仅体现在上述意义上，即所有人种都属于人类种属的共同主干，而且体现在人构成了地球上的普遍存在者。“人是为一切气候和土地的各种性质而造的；因此在他身上必然潜藏着各种胚芽和自然禀赋，以便在适当时机被展开或被抑制，使他能够适应他在世界上的位置”（II, 435）。

康德对关于人种形成的浅薄假定以及对划分人性等级的人种理论的批判十分严厉：“理性的界限一旦被打破，迷妄便会成千上万地从同一缺口蜂拥而入”（VIII, 97）。康德自然概念中受卢梭影响的普遍面向——即“天然”与“人为”的对立——在人种理论中再次显现。对于企图改变生殖能力本身、“重塑或通过添补来歪曲自然原初模型”以至于人们“完全不再知道自然从何种原型出发，或者对其改造可以进行到何种程度”的“人类想象力的魔力或矫揉造作”，康德予以坚决拒斥。通过基因干预来改善一个人种的遗传物质，超出了康德的提问范围。因此，1785年关于人类种族课题的最根本且最详尽的文本，在第一部分专门探讨了关于人类种族的精确自然科学概念问题，并用它来反对该课题上的理论随意性。

关于人种理论的论文展现了《判断力批判》（1790）的有机自然概念。目的论视角——随后在康德历史理论的自然史面向中也起到作用——被用来解释特定气候下各种族的合目的性组织。当时通俗哲学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关于“自然的智慧”（VIII, 329）和“自然令人赞叹的眷顾”的思想，在康德那里也能找到（VIII, 102；II, 434），但在他那里并非源于神学或道德的自然目的论。植入的胚芽合目的地展开的思想，代表了无机界力学与动力学法则的内在统一性原理向有机自然的延续。有机自然概念与物质的动力学理论相联系。这在康德针对试图从外部环境影响解释生物分化过程的演化理论的论难中也显而易见。康德主张后成论（Epigenesis），该理论将发展理解为既有胚芽的展开。康德认为后成论最好地体现了自然理论的内在性原则。自然不仅被思考为在数量上展开，而且被思考为能够

从潜在禀赋自身产生可能的发展。康德援引了德国系统动物学奠基人J. F. 布卢门巴赫（J. F. Blumenbach, 1752–1804）的著作《论形成冲动与生殖事务》（Über den Bildungstrieb und das Zeugungsgeschäft, 1781）。预成论（斯瓦默丹 Swammerdam、列文虎克 Leeuwenhoek、莱布尼茨、冯·哈勒 v. Haller）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演化理论：在上帝为每个有机物种创造的第一批存在者中，所有后代的个体及其属性均已作为潜能（in potentia）预先存在。后成论（莫佩尔蒂 Maupertuis、布丰 Buffon、沃尔夫、布卢门巴赫）则主张：上帝赋予了有机存在者不仅将既有禀赋付诸展开的能力，而且赋予了实际生成其后代的能力。目的概念作为一种超出任何经验证据的理性理念是必要的，否则“在如此众多影响物种并改变其发展的起因面前，属与种的不可思议的稳定性”将无法得到解释（XXIII, 75）。

统一的人类理念并未妨碍康德同他所处时代一样记下各种族特定的恒定差异。“黑人可以被管教和开化，但永远不能真正文明化。他会自发地堕入野蛮状态”（Refl. 1520）。在教育学讲演中论及“野蛮民族”时写道，他们由于“某种粗野性，即动物性在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尚未发展出人性”而永远无法适应欧洲的生活方式（IX, 442, XV, 878）。白人人种是唯一“始终在完满性中前进的”（Refl. 1520）。这些判断同样针对18世纪关于“高贵的野蛮人”的错误文明批判意识形态。它们并没有削弱康德对殖民主义的坚决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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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学

康德在其教学活动的第二个学期（1756年夏季）便开始讲授自然地理学，并且经过多次改版（特别是1765/66年冬季学期），该讲座可能开设了48次之多，最后一次是在1796年夏季学期。正如人

类学一样，它属于康德最受欢迎的讲座之一，不仅有学生参加，还有感兴趣的柯尼斯堡市民参加。康德多次就自然地理学在其科学与教养理解中的系统地位发表见解。自然地理学是对世界的认识的一部分，它应当补充到学院学科的知识中去，以便使所习得的科学知识对生活有用。自然与人是这种世界认识的两个组成部分。因此，自然地理学与人类学构成了康德相互补充的两门讲演课程。然而，康德的世界认识学科（自然地理学与人类学）的真正重心在于：它们在学院学科与职业及社会生活的实践经验之间占据着中间地位。它们使作为地理学与人类学专家的启蒙人士能够“在其中依据规则来整理所有未来的经验”（II, 443）。没有对生活经验的理论奠基的分类，就没有自觉的生活导向。在其《1765至1766年冬季学期讲座安排通告》（Nachricht von der Einrichtung seiner Vorlesungen in dem Winterhalbjahre von 1765 bis 1766）中，康德在形而上学、逻辑学和伦理学之后，将自然地理学置于大学教学改革方案之中，该教学必须从通过直观经验（知性）的判断与概念开始。

在讲座导言中，康德给出了关于地理学教养价值的生动范例。人的想象力在康德的科学概念与启蒙理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地理学与人类学知识，人们就无法利用文学公共领域的始基媒介——报纸新闻。英国人是最开明的。在任何民族中，“知性都没有像英国人那样普遍普及至最底层的民众阶层”（同上）。在地理学这一学科中，康德加入了自然地理学、道德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在讲座导言中，他还区分了商业地理学与神学地理学。由F. T. 灵克（F. T. Rink）于1802年受康德委托编辑出版的文本，其主要部分包括地球描述、动物学概览和矿物学。全集版第XXVI卷预定出版的地理学讲演录目前尚未问世。

自然地理学建立在关于不同大洲各民族的经济方式、国家构建乃至宗教具有自然基础的思想之上。在关于经济形态、风俗、政治体系与宗教的地方差异知识之外，加入了关于生活自然条件对文化差异的因果决定思想。康德的地理学讲座处于文化史的自然主义环境与气候理论传统之中（培根、孟德斯鸠）。

作为补充到学院学科之中的系统世界认识学科的主题，与判断力理论紧密相连。判断力是“将特殊归摄于普遍规则之下的能力”。与习得的知识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天赋，根本无法传授，只能加以练习”。“缺乏判断力正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愚蠢，而对于这种缺陷是无药可救的”（III, 131 f.）。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自然地理学讲座指出：“我们的认识从感官开始。感官给予我们质料，理性仅赋予其适宜的形式。因此，一切知识的基础在于感官与经验，而后者要么是我们自己的经验，要么是他人的经验”（IX, 159）。康德科学与教养理解中的核心教育思想是在直观支撑的知识基础上进行的独立思考原则。

在导言中，广义的地理学学科获得了对地球及在各大洲形成的文明进行百科全书式描述的性质。地理学随后与历史学并列，二者“填补了我们认识的全部范围；即地理学填补了空间的认识，历史学填补了时间的认识”（IX, 163）。讲演包含了当今普通中学地理与生物的教学内容。在“数学预备概念”一节下，地球的球体形态从其与太阳系的共同生成中得到解释，同样解释了地球表面必要的经纬度划分。随后是关于海洋与陆地形成、大气与空气运动的章节。

康德并非在严格意义上的地理描述角度来处理所有这些内容，而是进行分析性解释。它从水的化学性质开始，在提及若干海峡之后转向水与陆地的过渡、

海洋深度的测量、海水盐度等。同样，在“论陆地”一节中探讨了山脉的生成、火山活动、气压与海拔高度的关系及其测量、河流的形成等诸多内容。关于水与陆地地理的经济利用，这位柯尼斯堡市民仅仅探讨了航海业。植物学与动物学的描述，以及对不同国家及其人口的描绘，均取自当时的文献，尤其是游记，尽管康德在其他地方曾对“单纯经验性的旅行者及其叙述”提出过异议（VIII, 161）。康德使用的文献来源包括柏林格劳恩修道院完全中学校长（自1766年起）A. F. 比兴（A. F. Büsching, 1724–1793）的《新地球志》（Neue Erdbeschreibung，11部分，1754–1792）和G. 福斯特（G. Forster, 1754–1794）的《环球旅行》（Reise um die Welt，1778–1788），此外还有一些不太可靠的报告。他也采纳了一些奇闻异事，例如伏尔加河中的白鲸（Beluga）在每年的洪水中吞食大石块作为压舱物以便能够停留在河底的故事，以及诸如“在荒岛上狗根本不叫”等记述——这句话带有文学魅力，甚至会让小说家对这位教授心生羡慕（IX,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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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第三编 1760年代批判形而上学的著作

这些著作的主题与问题

在1750年代的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著作之后，第二组日益带有批判形而上学倾向的著作贯穿了1760年代。这一著作群以康德在就任形而上学教授职位时所答辩的就职论文《论感性界与理智界的形式与原则》（Über Form und Prinzipien der sensiblen und der intelligiblen Welt, 1770）而告终。这一著作群描绘了哲学所面临的一种极具矛盾性的问题处境，但尚未提出解决方案。不过，康德探讨了解决该问题的诸多要素，并在随后的形而上学重构中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如果说康德早期主要属于自然哲学的著作群的指导思想是“调和”（Vermittlung），那么第二个工作时期及著作群的主导思想则是“分离”（Trennung）。莱布尼茨式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与牛顿式的实验-归纳主义科学理论，这两大相互对立的宏大构想之间的调和，被证明远比康德在50年代著作中所设想的要困难得多。在新的著作群中，出现了一系列预备性问题：对逻辑、本体论以及理性基础学科（宇宙论、心理学、神学）的演绎推导之统一性进行批判形而上学的解构；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充足理由律原则与实在对象的因果性分离开来。康德试图重新界定形而上学的逻辑先验主义与自然科学的现象主义之间的关系。

简要概括这两种相互碰撞的方法之间的对立：进行数学形式化与经验描述的自然科学遵循归纳法。而形而上学体系的论证结构则是演绎式的。将存在者形式地设定为逻辑上无矛盾的可能者，会导向一个令人不满的结论：实在存在者被贬低为逻辑上的偶然者。依据预设的定义所建构的理智事实，诸如作为整体的自存世界、灵魂、上帝（即特殊形而上学 metaphysica specialis），则凭借逻辑明见性获得了更高的存在。经验主义

在奠定诸如意识、道德动机、通过基于利益与理性的交往理解而建构文化结构、自然宗教等核心概念时，采取的是发生学与归纳式的方法。当其所获成果需要展现出理论一致性并确立起可与自然科学中以同等方法获得的命题相媲美的有效性时，经验主义的困境便随之产生。在此，感觉主义理论的发生学方法走向了其反面，它所获得的普遍概念不仅被托付给社会约定，而且被随意委诸秩序论的（霍布斯）、联想主义的（休谟）乃至超验的（贝克莱）实用主义论证替代物。康德在其第二工作时期的著作中，一步步意识到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则是感觉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后来他将此表述为怀疑论或独断论理论概念的绝望前景。但他仍然坚持将本体论形而上学与归纳-现象主义科学理论统一起来的这一虚幻方案。他的思想道路首先引导他走向更精细地区分形而上学的理智的形式实在（realitas formalis）与归纳的感性-对象性实在。1770年的就职论文终结了这一过程。在多部著作中，康德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立场出发来审视形而上学的主题与学科——例如充足理由律原则和理性神学。例如，他在建构形而上学的理性神学时强调“详尽的物理学阐释”的必要性，“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我的意图主要指向借助自然科学上升到对上帝的认识的方法”（II, 68）。若纵观康德的思想历程以及《纯粹理性批判》（KrV）的最终成果，就会发现，面对日益分化的文化生活领域与理论有效性形式，康德越来越确信需要一种全新的综合思维方式。自然科学、道德理论、历史知识、宗教信仰及其根据、审美游戏以及在艺术游戏中对人类可能性的探索——这一切都无法被以往的世界观综合形式所囊括。康德对形而上学日益深化的批判，正是对“通过哲学实现文化一统化”的批判。他在以往形而上学所展现的错误统一形式中，看到了一种虚妄的、颂扬现代文明却消解其内在矛盾的学院精英主义意识。

感觉主义理论家（蒙田、沙朗、贝尔、休谟）那段漫长的怀疑论历史，表达了这样一种洞见：实质性的统一性公设不足以为文化中的定向提供支撑。个体的精神自由以及经济、政治、宗教共同体的自由，唯有通过一种由交往理解标准构成的形式方法论范导才能得到满足。怀疑论通过宣布所有范导原则皆具相对性，在事实上承认了这一点。蒙田对一切固定法则、永恒理念与价值那种在豁达背后掩藏着苦涩的绝望，他对经院科学与数学科学的不信任，他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真理的拒斥，在康德接触到休谟的《论说集》（Essay，由苏尔策于1755年译为德文）时，自然早已为康德所熟知。康德看出，怀疑论指明了——却又轻易断送了——困扰着他的同一个问题：即确立一种关于彼此进一步分离的文化有效性逻辑形式的新形式主义。他之所以聚焦于形而上学，首先源于德意志诸邦的知识分子与学院处境。虽然自18世纪中叶起，感觉主义的主要著作便陆续出版了德文译本（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Essay], 1690, 41700, 德译本1757等；爱尔维修的《论精神》[De l’esprit], 1758, 德译本附高特舍德序言），并产生了一种或多或少独立的非形而上学哲学，该哲学主要试图发掘经验主义在分析心理学、道德哲学与美学主题方面的潜能（特滕斯、克鲁修斯、吕迪格、苏尔策、加尔韦、恩格尔等）。然而，大学中具有约束力的哲学教学形式以及将哲学展现为系统科学的权威教科书，依然由形而上学所主导。康德在其早期的批判性哲学反思中聚焦于形而上学，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此外，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形而上学在

其各种变体中，历经多个文化时期始终是决定性的哲学思维形态。由此，它在对文化经验进行综合处理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它是在封闭而静止的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其百科全书式的体系特征，恰恰体现在通过知识层级的建构来复制文化的封闭性与静止性，并将其规范化为文化的反思性统一形式。康德洞察到了形而上学非凡的体系化潜能，同时也抓住了这种对文化进行方法论统一的论证结构的本体论局限。如果缺乏关于主张与要求的有效性方式的稳定而具有区分度的形式主义，那么一切必要的思想自由都只会带来“东拼西凑的观察与半明半暗的原则之令人作呕的混杂物”，正如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Grundlegung, 1785）中所言（IV, 409）。然而，康德也并不赞同某些期望，即认为以若干专业科学精确性规则为形式的开放性理论概念，就能够替代被弃置的形而上学。

即使在近代形而上学中，也保留了对两种存在类型的本体论划分：可变易的、因而也是不完满的事物（对此只能做出相对的逻辑陈述），以及恒常不变的本质（它们可在清晰分明的判断中被直观地把握）。形而上学的持久功绩在于，它将亚里士多德用“作为存在者且非可变易的存在者”这一表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K, 7, 1064 a, 28–36）所指称的持存的、独立的本质与逻辑联系起来。本体论构成了一种本体论化了的逻辑，一种困在“自以为代表着关于存在的科学”这一富有成效的幻相之中的逻辑。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的奠基学科，从而不自觉地将普遍的存在之科学表达为一种逻辑方法。康德消解了这一幻相，并将作为“第一哲学”的先验哲学界定为关于“满足客观性与普遍有效性标准的判断如何可能成立”的方法论专论，而无需预设实在的本体结构是可知的。因此，《纯粹理性批判》（KrV）论及纯粹知性原理时写道，它们“仅仅是阐明现象的原则，而那个自命能在一个系统的学说中提供关于一般事物的先天综合知识的本体论的傲慢名称……必须让位于纯粹知性的单纯分析论这一谦逊的名称”（III, 207）。随着数学与部分自然科学的结合，以及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对数学方法论效能的拓展，科学逻辑所达到的广度已经超越了作为古代形而上学基础的逻辑与个别对象之间的关联。将现实区分为变易的低级现实与恒常的高级现实这两种存在类型的本体论划分，在事实上被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所摧毁。随着存在阶梯的形而上学等级秩序的瓦解，封闭宇宙论的整个世界理解以及此岸与彼岸分离的传统形式自然也遭到了动摇。力学——最初是关于机械运动的科学——在技术应用中导向了一种令笛卡尔为之着迷的、全新的现实形式，一种可以说具有数学精确性的经验。无论如何，对自然的技术建模与日常实践意识的概念逻辑本体论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在近代哲学的深层脉络中，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第一哲学被改造为一种方法论功能：不再是确立一切知识对不动之存在者的依赖，而是建构所有科学之间的关联。取代“对象的理由”（ratio objecti）的是一种新的“认识的理由”（ratio cognoscendi）。这构成了康德与形而上学建立实质性承接的可能契机（超越了单纯的学院处境）。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将理智点的结构置于显现的物性实在的基础之上，这正契合了从作为主导科学方法的古代概念逻辑，走向数学与对方法论起决定作用的科学（如力学、动力学、光学、天文学）之间的新型结合的进步。简而言之，诞生了一种数学本体论。在其中以及在其身旁，概念逻辑本体论依然延续着，因为并非所有对象都能进行数学形式化。近代形而上学蕴含着走向纯粹方法论学科的倾向，康德通过将形而上学的“完满认识”（cognitio perfecta，体现在先天综合判断中）与现象主义相结合，释放了这一倾向。17世纪所有伟大的形而上学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格林克斯（Geulincx）所撰写的方法论著作，都表明了形而上学向主体取向的方法论转向。然而，人们并未抛弃由本体论以及由理性建构学科组成的形而上学体系所构成的上层建筑，因为当时关于日常实践的、系统理论的、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对象化以及关于它们的判断之有效性方式的区分性分析尚未确立。在1760年代，康德距离预见其先验哲学后来所做出的广泛精细划分还相去甚远。

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脉络试图从日常实践与经验归纳的预设出发，对理性形式进行发生学建构。近代以主体为取向的形而上学中所蕴含的方法论转向，在此已经过渡到了对意识的分析。然而，在自然主义主体概念的预设下，经验主义所拥有的体系化潜能极其有限。通过内感官对普遍概念以及个体在具约束力的道德与宗教规范中的恒常性所作的发生学解释，只有通过引入约定俗成的和权威主义的设定，才能排除相对主义的危险。霍布斯曾毫不掩饰地展示了他的早期近代符号学唯名论的这一后果。在洛克以及更为平庸的理论家那里，这种方法论上的不成熟在从基本感性活动向上通往复杂对象化的发生现象学与对既成文化事实的肯定性承认之间的矛盾中刺眼地暴露出来，例如在A. 弗格森（A. Ferguson, 1724–1816）的《道德哲学原理》（Institutes of moral philosophy, 1769, 加尔韦德译本1772）中便是如此。

当康德在1770年代逐渐看清关于日常实践、专业科学理性、审美和道德对象化的区分理论轮廓时，对以往哲学在不够充分的理论表述中所遗留的所有核心问题进行理论上封闭的处理，其困难便堆积如山。这尤其包括事实的理论设定与主体道德自决的实践行动之间的对立反向。新自然科学的问题处境要求解决机械自然决定论与实践决定论的目的论之间的二律背反。康德在60年代和70年代反复提及的道德形而上学计划正体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既有哲学中一统化理论尝试的缺陷，并着手解构那些虚构错误统一性的思维形态。他指出了传统三段论逻辑与自然科学证明方法之间的矛盾。他消解了逻辑与本体论的统一，从而击中了形而上学将主体的实践公设与理智实体的存在相绑定的简单化层面。他将数学方法与哲学方法分离开来，从而击中了近代形而上学中数学本体论的更深层面。最终，他把运动的存在者与静止的超越范畴之间的关系——道德与宗教行动动机的超验根基曾维系于此——重塑为纯粹实践理性的目的王国。康德60年代早期哲学著作的这些主导主题，标示出了各篇论文的提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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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静止的新学说及其在自然科学初阶中的相关推论》（1758）

这篇用于1758年夏季学期授课通告的小篇论著，为理解康德的自然概念提供了最佳入门导引，同时也表明康德晚年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1786）与《遗著》（1797/1803）中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依然坚持着早期形成的基本思想。这一自然哲学的工作时期展现了与学院形而上学的划界。他意图结合惯性力来研究运动与静止，“尽管我知道，那些习惯于把所有未能倒进沃尔夫或其他著名学说体系的强制磨坊里的思想当作谷壳扔掉的先生们，乍看之下就会断定这种检验纯属多余，并将整篇考察宣布为不正确的”（II, 15）。针对该夏季学期，他宣布依据迈尔（Meier）和鲍迈斯特（Baumeister）讲授形而上学；他将抽出两天时间“对话式/辩驳式地考察前几天讨论过的命题，依我之见，这是获得根本洞见的极佳手段之一”（II, 25）。如果没有自然哲学著作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通往《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运动根本不可能被启动。

自发的永恒运动是康德自然概念的基本规定。在这篇论文中，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被用来反对莱布尼茨的连续律（lex continui）。在两物体相撞时，并非一个物体将其动能从零点开始传递给另一个物体直至平衡，而是惯性力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内在动能。一个物体若相对于另一物体发生运动，则其自身相对于该物体而言亦处于运动之中。由于一切运动的相互相对性，不存在绝对的静止（II, 19）。牛顿式的相对主义并不代表预先构想的相对论。总的说来，“静止应被视为一种无限小的运动”（II, 21）。康德反驳莱布尼茨形而上学连续性原则的论据在于：唯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允许力学定律具备数学精确性。此外，莱布尼茨预设动能传递从零开始的定律，以及物体具有内在运动力（内生力 vis insita，康德在其最初的著作中曾予以采纳）的思想，与忠于经验的研究相违背。康德与牛顿一致认为，我们并不知晓引力的原因，我们计算的是其显现方式，而不臆造“假说”。

《四种三段论格的错误诡辩》（1762）

这篇短篇研究大概是1762/63年逻辑学讲座的通告，它以定言演绎推论的四个格为例，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式学院逻辑的过时，对比之下强调了源于自然科学的要求，即“逻辑的固有目的在于将一切归结为最简明的认识方式”（II, 56）。在三段论中，唯有第一格将第二前提作为特称判断隶属于第一普遍前提之下，并必然地推导出结论（conclusio）。若 
𝑚=𝑝
，空气震动引起声音感觉，且 
𝑠=𝑚
，弹性杆的振动激起空气震动，则 
𝑠=𝑝
，杆的振动引起声音感觉。这一推论格在逻辑学史上始终被视为完满的格，其他三个格皆可归结为它。在康德看来，其余三个格代表了一种虚妄的诡辩。它们不再是清晰的演绎，而是“混合推论”，因为其中插入了中间前提。康德举例道：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是有理性的——因而某些有理性的存在者是人——所以某些有理性者是罪人。其中插入了关于有理性存在者（人亦包含于其中）的中间命题。康德给出的另一个关于仅能借助插入的直接推论才起作用的理性推论的例子是：没有愚蠢者是有学问的；所以没有有学问者是愚蠢的。某些有学问者是虔诚的；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形式化符号使用的抽象方法论与哲学原则上依然深陷其中的日常实践意识概念之间的对立。“在数学中，符号的意义是确定的，因为人们可以轻易意识到自己赋予了符号何种意义。在一般哲学中，尤其是在形而上学中，语词的意义是通过言语习惯获得的，除非通过逻辑限制更加精确地规定了其意义”（II, 284）。康德在此也表述了后来《批判》的若干核心要点，由此清晰可见，康德的先验哲学在哪些核心方面受到了学院形而上学内部批判倾向的影响。“形而上学无非是关于我们认识之第一根据的哲学”（II, 283）。它是分析的部分，在其中，粗糙的概念被剥离了其日常语言的内容，从而才能够充当方法论综合程序的出发点。康德阐明道，数学始于对对象的定义，其后续发展也始终停留在理论建构的框架内。相反，哲学首先发现的是与实在的（用胡塞尔的话说，生活世界的）经验相关的概念。“一万亿与单位的关系能够被极其清晰地理解，而哲学家们至今仍未能从其单位（即简单而熟知的概念）出发阐明‘自由’（Freiheit）的概念”（II, 282）。事实上，从日常世界的概念中剖析出复杂命题，远比将数学上定义的符号进行综合连接困难得多。康德用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总结了他对哲学的结论：“形而上学无疑是人类所有洞见中最困难的一种；然而至今尚未有一部形而上学被写出”（II, 283）。因此，应奖征文的提问被拓展为两种科学语言的问题。数理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取决于其形式化的效能。关键在于在哲学中发展出自身独特的论证程序，这种程序在缺乏数学形式化可能性的情况下，能够确保命题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方法论。这正是康德对形而上学的理解，这也解释了为何他说“至今尚未有一部形而上学”。在康德思想的背景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考：将个体的独立思考与本质理论成果的趋向一致性（正如科学的法则概念所包含的那样）结合起来。

康德在这篇早期应奖征文中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该问题的解决直到后来的《批判》中综合功能的新逻辑才得以实现：即对哲学理论的要素（亦即先天综合命题）进行分析性定义。为了在哲学中能够展开一种堪与数学相比拟的证明进路，哲学必须从剖析首要的概念特征开始。康德将这种直接概念特征的结果称为“不可证明的基本判断”（II, 282）。这正是后来的先天综合判断。在应奖征文的这一理论核心部分，康德很可能受到了莱布尼茨判断理论的影响。在莱布尼茨那里，分析程序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莱布尼茨而言，判断的主词是复合概念。它们由部分概念构成，并最终由基本概念构成。从这一脉络中孕育出了康德后来关于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学说。唯当判断的主词是一个复合概念时，对主词赋予或否定某一谓词才构成一个理论问题。因此，判断的分析性质源于这样一种判定：某一谓词必然属于构成该判断主词的概念。由此可见，在哲学中要求以不可证明的（即具有明见性的）命题作为方法论科学的出发点，后来引出了康德的判断理论。在方法论主题的脉络中，也浮现出了后来先验唯心论中认识论现象主义的端倪。经实验验证的经验与随之加入的数学使得人们能够“探寻某些自然现象据以发生的规则。即便人们无法洞察物体中这些现象的第一根据，但它们依照这一法则发生作用仍是确凿无疑的；当人们清晰地展示出复杂的自然事实如何被包含在这些被证实的规则之下时，就对它们作出了说明”（II, 286）。在此，下述思想已呼之欲出：我们无法认识作为现象背后物自身的理智实体，但这其实也完全没有必要。康德消解了数学的本体论对应物——这一对应物曾在笛卡尔对伽利略力学方法进行首次哲学体系化时被确立。康德的现象主义首要的并非源自洛克和休谟的感觉主义，而是源自对数学与实在之关系的认识论反思。因此，康德在奠定哲学基础时所理解的牛顿方法，指的是对基本概念的分析。这是一个尚不成熟的构想。但康德指的绝非单纯对哲学概念进行精确定义，而是指一个由源初概念构成的基本系统，他随后通过判断表推导出的范畴表正体现了这一点。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如下论断：“形而上学的真正方法在根本上与牛顿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回事”（同上）。

在哲学的分析奠基中，为获得与数学平行的确定出发命题所取得的成果，落后于该提问本身的要求。康德看到了证明不可证明的基本原理时的困难，而无论是形而上学的形式前提（同一律与矛盾律），还是克鲁修斯反对沃尔夫时所要求和提出的实质性最高原理（凡是我不能不认为是真的东西，就是真的），都无法提供这种基本原理。康德指出：“固然有许多不可证明的知识，但就它们而言，确信的情感只是一种自白，而不是证明它们为真的根据”（II, 295）。

在应奖征文的第四部分中，康德以极其简略的笔触探讨了第一命题（即他所谓的“基本判断”）的可能性（以概念上的上帝以及道德上的善为例），因为吸引他的显然不是主题本身，而是勾勒他在哲学方法改革方面的立场。他重申了在撰写应奖征文前不久刚完成的篇幅更长的著作《证明上帝存有的唯一可能证据》中所阐述的结论。这篇应奖征文在神学与道德理论中具体证明明见性方面提供的内容少得惊人。它的重要性在于其问题的提出。从该文中已可看出康德后来将逻辑学解释为分析学科，而将算术与几何学解释为综合学科的取向。康德关于所谓“不可证明命题”的不确定表述表明，他在1760年代显然就已经确信算术与几何学的综合性质，但尚未找到一条超越沃尔夫几何学方法（mos geometricus）而为哲学开辟一条独立平行道路的途径。康德后来正是将他的先天综合连接法则理论置于这一关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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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数概念试引入哲学》（1763）

这篇篇幅虽短却引人入胜的著作，对康德内在自然概念的诸主题作了最佳概括，正是从这些主题中孕育出了对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消解。其思路脉络为：自然过程的极性观念唤醒了关于物质自发统一性的思想，而这一思想将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从本体论关联中解脱出来。康德开始消解逻辑与本体论的联系，对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奠基原则——充足理由律提出了质疑。作为与1770年就职论文并列的康德在《批判》之前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该篇论文的鲜明特色在于，面对“具有完满洞见的形而上学智者”、面对在形而上学这种“如此滑溜的认识”中操着“狂妄独断口吻”的“学究暴民”，展现出文学上铿锵有力且尖锐辛辣的语调。西摩尼得斯（Simonides）曾是一位智者。他坦白道：我越是沉思上帝，就越无法洞察他。然而学院形而上学的学究暴民却是：“他一无所知，一窍不通，但他对一切高谈阔论，并且对他所谈论的东西笃信不疑”（II, 170, 189, 200）。该书以康德预告其研究成果“有朝一日将详尽阐明”而告终。最终，

我们关于实在结构的一切认识都消解为不可分解的概念——康德此时尚未表述为知性的先天概念与原理——然而实在的因果性及其他关系根本无法从中推导出来（II, 204）。康德面临着一个尚未解决的矛盾：如何思考“不可分解的概念”（后来的先天的范畴与原理）与经验上存在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在1772年2月21日致M. 赫兹关于《批判》之问题提出的详尽信函中，这一主题被阐述为核心要点。

在这篇早期著作中，康德在逻辑根据与实在显现的因果性之间的关系，以及逻辑矛盾（包括数学量）与所谓“实在对立”（Realrepugnanz）的区别这一特定范围内探讨了该主题。根据与结果的逻辑连接是依循同一律进行的，逻辑否定则是依循矛盾律进行的。这两条逻辑原则担保了命题连接的必然确定性。实在矛盾或实在同一性，与逻辑连接或对立完全是两码事。由此触及了欧洲形而上学的基础预设：即同一律与矛盾律同时作为逻辑原则与本体论原则的有效性。古代对逻辑的本体论化，在近代形而上学中仿照数学模式在功能意义上得到了拓展，并同时被巩固下来。C. 沃尔夫的概念主义与此并不相悖。康德此刻分析了逻辑上的证伪，而无论基于概念逻辑还是基于功能逻辑构建的宏大哲学体系都奠基其上。

逻辑反对的结果是对某一命题的否定，亦即对它的取消。实在对立则包含着作为某种肯定性东西的负数（负量）。“实在对立唯在两个事物作为肯定性根据相互取消另一方的结果时才会发生”（II, 175）。康德将数学中关于负数的运算——他指涉了莱布尼茨与欧拉——迁移到了哲学方法之中。通过定义、公理与定理链条展开的形式几何证明方法，乃是数学与形而上学的错误结合。他将目光投向数学中运用负数和无穷小数运算的质料性意义，用两门学科在将它们与逻辑区分开来的那个关节点上的契合，取代了它们之间的虚假统一。

同一律在逻辑秩序与实在关系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区别。逻辑结果依据同一律流自根据，“因为通过剖析概念，发现它包含在其中”（II, 202）。在此必须注意康德及其时代的逻辑学对“判断”的理解。形成一个判断，意味着给一个逻辑主词赋予其固有的谓词。然而实在的因果关系却展现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当时的观念认为，彼此独立的实体（物体、力量）相互发生作用。康德问道，这类实体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按照属于一个概念的特征的方式来被思考。“就这一实在根据及其对结果的关系而言，我的问题便以如下简明形式呈现：我应当如何理解，因为某物存在，另一物便存在”（II, 202）？康德随即直击把根据-结果关系与原因-结果关系相混淆的核心应用：上帝概念被认为包含了世界存在的实在根据。“神圣意志是某物。实存的世界则是完全另一物。”“无论你们多么随意地剖析神圣意志的概念，你们也绝不会在其中找到一个实存的世界”（II, 202）。实际上，唯有在人们预先把世界定义为上帝概念的一个谓词、然后依据同一律规则——康德后来会说，作为一个分析判断——从中推导出世界时，世界才包含在上帝概念中。在“实在对立”中，“依据数学家的方法，沉没是一种负上升，下落是一种负攀登”，厌恶是一种负欲望，仇恨是负爱，丑陋是负美。不德是负德性，禁令是负命令，惩罚是负奖励，正如电荷拥有正极与负极等等（II, 175, 182, 184 f.）。牛顿在其《通用算术》（Arithmetica universalis, 1707）中早已将这种数学量化方法作了同样的概括：“量要么是肯定的，即大于0；要么是否定的，即小于0……因此在人类关系中，财产可称为肯定财富，债务可称为否定财富。在位置移动中，向前走可称为肯定运动，向后退可称为否定运动。”康德看到了自然界中物质同时具有“负的与正的作用”的普遍法则（II, 188）。

这些主题正是谢林在18世纪90年代末置于自然哲学核心的主题。物质“显然仅仅通过力量的抗争而在有规则的运转中得以维持”。正是在此构成了“世界的完满”（II, 198）。这不再是以往形而上学与理性神学超越范畴中的完满（perfectio）概念。首要的是物质内在的完满。于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成了设定上帝概念的必然性。众所周知拉普拉斯对拿破仑惊异于其体系中未出现上帝时的回答：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康德试图在牛顿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进行调和的努力，在面对新力学与动力学自然概念的唯物主义阐释脉络（霍尔巴赫、狄德罗等）时，自然也发挥着抵御与门阀的作用。

实在对立原则关涉到力的守恒定律，因为在世界的所有过程中，肯定性东西的总和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用否定形式表述：所有肯定过程与否定过程的总和为零（II, 194, 197）。康德利用自然科学的例证对自然哲学中的极性理论展开根本性反思。热、光、电、磁等现象，乃至物质实体本身的存在，都唯有从相互对立之极的张力关系中才能得到解释。康德从极性原则（即物质的“负的与正的作用”）中，汲取了支持物质普遍统一性思想的根据。他当时仍主张以太构成基础物质的理论，认为一切物质形态都源自以太的稀薄或浓缩。他在此运用该理论进一步阐发构成物质之力量的动力学理论。在热现象方面，尽管当时已出现了关于热现象的振动理论或运动理论，康德仍然秉持着热质的实体理论。

该著作延续了“前批判时期”康德的主线：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新型结合。在此关涉到通过牛顿关于引力与斥力相互作用力的理论，对莱布尼茨单子论进行阐释与重塑。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

形而上学内部通过内在动力学展现了自然力的统一性。单子不具有机械因果性。它们作为一个预先设定程序的单子宇宙内部的力点发挥作用。康德通过负数概念印证了其先前自然哲学著作中的动态物质概念：相互对立的运动产生自无限小的力量，最初甚至仅作为潜能而存在。康德针对自然界中的潜能阐明了这一点，从而表明静止仅仅在运动力相互抗衡之处才表面上存在。对于道德与社会，康德极其有力地展现了这种隐秘力量的动力学机制：它们长期发挥作用而不显露痕迹，随后便骤然爆发。大炮毁灭性的力量潜伏在君主的军械库中，直到“一颗危险的火星”触及它，使其“在闪电中腾空而起并摧毁周围的一切”（II, 199）。仇恨与卑劣，乃至将荒谬之事嬉笑着宣布为正常的企图，都隐藏在美丽的外表之下，并在束缚它们的对抗力量衰退的瞬间喷涌而出。这是1763年德国哲学中对人与人类世界的理解，它照亮了深渊，不再按照古典范式颂扬完美性，而是契合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美学与历史观。康德在结尾对莱布尼茨命题作了同等精妙的阐释：灵魂在其表象能力中包揽了整个宇宙，尽管这些表象中只有无限小的一部分是清晰的（II, 199）。一切都潜在地包含在灵魂之中：朴素的常态，伟大与骇人意义上的非凡之物。实在根据使两者以自然的方式在其中涌现（II, 199）。康德的启蒙带有了利希滕贝格式的色彩，并且毫无幽默感地展现为柯尼斯堡朴实风气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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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1764）

这部以许多随笔插段轻松吸引读者的著作，在整个思路导向上具有系统化的特征。在关于美与崇高之间关系这一屡经讨论的审美-道德主题的脉络中，康德试图弄清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以及承接它的德国通俗哲学的有效性与潜能。从这一视角来看，该著作的四个部分具有不同的分量。康德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从康德在该书自存本中所作的大量评注中可见一斑，现收录于科学院版第XX卷，第3–192页（可能并非如该处所注作于1764/65年）。这些具有康德反思录风格的评注绝非讲座讲义材料，而想必是为该书的新版所收集的。美与崇高之间的区分在法国与英国美学中曾与道德维度联系在一起。起初在斯多亚传统中，崇高仅是美向高贵维度的提升，但随后在J. 艾迪生（J. Addison, 1672–1719）和E. 伯克（E. Burke, 1728–1797）那里，崇高被置于美的对立面，作为带有充沛激情的崇高，指称巨大、可怖尤其是无限之物的审美效应。由此它不仅产生愉悦（pleasure），而且通过读者或观众的反思性距离产生纯粹的赏悦（delight）。A. G. 鲍姆加通的《美学》（Aesthetica, 2卷, 1750/55）也将崇高美学与认识倾向联系起来。门德尔松在50年代末的美学论著中探讨美与崇高的关系时承接了这一点（包括《论优美艺术与科学的源泉与关联》[Betrachtungen über die Quellen und die Verbindungen der schönen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 1757）。文学与艺术应当被整合进启蒙运动的核心教育方案之中。这要么只能

通过莱布尼茨将形象体验视为认识的低级阶段这一根本观点才有可能，要么在经验主义意识概念的预设下，要求划分出一个特定的审美领域，在该领域中接受活动从所展现的对象出发就已经与反思相结合。崇高通过将我们从生活实践的直接性提升到自我反思的普遍视域之中，开启了从审美效应通往道德效应的通道。我们通过审美展现的力量与自身发生关联，但宛如站在我们自身之外的一个客观立场之上。康德的著作采纳了这一动机，并在行动动机从最直接的自利动机向荣誉心动机的发生学提升中深化了它；对于在冲动与激情的宏大舞台上的全部行动，康德指出，每个人都受到“一种隐秘冲动的驱使，在思想中站在自身之外的一个立场上，以便评判他的举止所具有的得体性，评判它看起来如何以及在旁观者眼中呈现为什么样子”（II, 227）。美与崇高的美学所发挥的功能在于：以艺术和文学为例，寓言式地连续探讨在专制主义与早期市民阶级解放时代中人的形象及其不断舒展的激情与反思活动空间。崇高超越美的真正品质在于判断的形式层面。美停留在个人感觉之内，崇高则成为普遍判断的对象。唯有在此，艺术与文学的解放性功能才得以实现，因为它们达致了对普遍文化自我理解与历史视域的展现与阐释。从私域向普遍有效领域的过渡，同时也是审美经验过渡为道德反思的关节点。康德的著作探讨了这一脉络，以便从日常实践的行动动机过渡到如下问题：在一种总体上基于感觉主义奠基的伦理学内部，应当如何确立道德同一性的稳固原则。

正如自然哲学著作探讨数理自然科学与改革后的形而上学相结合的思想一样，《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检验了经验主义人类学、心理学与美学构建一门系统

道德哲学的潜能，这门道德哲学既承认经验主义心理学，但也同样超越了它，并超越了沃尔夫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及其宽泛的原则（即个体必须追求一切能使自己更加完满的东西）。“我们行动的意图……在于我们状态的完满性……同样在于避免不完满”（沃尔夫，《关于人类行止的理性思考》[Vernünftige Gedanken von der Menschen Thun und Lassen], 哈勒 21723, § 40, 第29页）。沃尔夫将源自完满（perfectio）主题的课题与市民功利主义关于尘世干练与满足的广泛折中主义结合起来。康德的心理学与美学观察，可以说适于通过非对象性感觉的丰富材料，在现有替代方案之外为伦理学理论构建一个反思基础。正是在这种思想实验式探索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他首先提出的仅仅是“观察”这一表述。

系统的课题呈现在这部四部分著作的前两节中，分别探讨崇高感与美感的不同对象（第一节）以及人身上崇高与美的属性（第二节）。第三节以极大的专注探讨了在两性关系中崇高与美的差异标题下的女性社会心理学。第四节将该主题拓展到民族性格的差异。由于其整体框架立足于审美意识的情感性，该著作必须从日常实践的、与利益绑定的情绪性与艺术接受的自由情感之间的区分出发。在这一区分之上，建立了关于对审美对象的单纯愉悦与道德情感之间的第二重区分。这唯有通过艺术表现的再现内容才有可能。在其中蕴含着审美的象征性内容，即以范例、寓言以及文学或图像上提升的行动的形式，来表征社会行为的可理解意义。在此，康德的思想中也出现了相对于自利的“更高尚的冲动”；对于被后者所支配的人，人们“绝不必与他就更细腻的鉴赏进行推论”（II, 226）。情感同样能够由此产生道德原则，康德在此将其概括为“对人类本性的美与尊严的情感”（II, 217）。在此思考的不仅是感觉主义伦理学，而且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柏拉图主义式的泛神论主导主题在此也发挥了作用。沙夫茨伯里收录在三卷本《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1711）中的道德哲学与美学论著，于1738、1745、1747年以及在康德的审美-道德著作之后出版了德文译本（包括由斯波尔丁 Spalding 翻译）。沙夫茨伯里非自然主义的情感概念，通过审美热情与道德热情那种宛如不言而喻的结合，总体上承载着自然观与艺术的社会内涵。沙夫茨伯里审美-道德世界观的核心动机之一——它坚持了文艺复兴文化的许多因素，反对将其重构与缩减为市民感觉主义与功利主义——是美与善的匀称比例（Proportioniertheit）思想。康德也接受了这一点。从道德上扩展的美感出发，“我们的仁善冲动可以得到合比例的应用”（II, 217）。康德《人类学》中的伦理学段落同样提出了将践行的道德视为人类行为诸要素之优美比例的思想。在规范的理性之下，人格的同一性在此就已经通过不同冲动的均衡调节而获得了稳定性。

康德通过四种气质心理学引入了道德分析的自然科学基础。在温和意义上的抑郁质（Melancholiker）——康德显然也在其中认同并描绘了自己——是严肃的，甚至倾向于温柔与高尚情感的沉郁，将自我战胜的伟大胜利置于眼前，最能够出于原则行真正的德性（II, 219）。多血质（Sanguiniker）是热爱生活的唯美主义者，胆汁质（Choleriker）则保持冷漠并只看重外表光鲜。道德理论与气质学说的结合早在古希腊（泰奥弗拉斯托斯）就已构成迈向人格理论及其在私人行动空间开启条件下的社会潜能的自然科学与心理学归纳理论的一步。J. 德·拉布吕耶尔（J. de la Bruyère, 1645–1696）在其《德性品格论》（Les Caractères de Théophraste, 1687）中已将该主题与早期市民个体性联系起来。这一高要求的理论与道德哲学的生物主义截然相反。它展示了人类源初文化潜能的多样性，反对

神学超验的一统化及其针对罪恶性所采取的相应制度防范措施。关于全人类共有之广阔自然禀赋的主导思想，反对对精英等级道德禀赋与法典的盲目崇拜。

关于性别与民族差异的各节（康德在广阔的文化与历史意义上展开了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将会饶有兴味地查阅，并结识一位既幽默风趣又在时代观念中自由驰骋的柯尼斯堡形而上学讲师。女性形象是按照市民上层阶级的模式绘制的；较贫困家庭的经验则未被纳入。女性不应显得精明，而应贞静温良，否则她们在追求科学时不妨干脆留一把胡子。“闺秀们伟大科学的内容毋宁是人，在人之中则是男人”（II, 230）。民族章节不仅根据男性德性刻画了欧洲各民族的特征，还采纳了18世纪关于北美“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以及启蒙运动将欧洲历史划分为古希腊罗马文化鼎盛时期、中世纪鉴赏力的泯灭以及18世纪启蒙时代通过科学与艺术使对美与高贵的鉴赏力再度复兴的三分法。在本书中找不到卢梭那种激进的文明批判。康德在自存本中的评注详尽记录了他对卢梭的热情以及批判性的阐释（XX, 14, 30, 43 f., 58 f.；亦见“人物与时代”章“卢梭”节，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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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1766年冬季学期授课安排预告》（1765）

该计划针对的是康德的形而上学讲座——除1757年和1758年夏季学期外，康德均依据A. G. 鲍姆加通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1739, 41757）授课——并以对学院教学的批评性意见开篇。康德的友人兼传记作者E. L. 博罗夫斯基强调了该文对理解康德教育理念的重要启示（《当代人笔下的伊曼努尔·康德及其生活》[I. Kant. Sein Leben in Darstellungen von Zeitgenossen], hg. v. F. Groß, 柏林 1912, 第163页；重印附R. 马尔特导言，达姆施塔特 1993）。这些思考集中在康德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上：学生不应当学习思想，而应当学习思考；不应当学习哲学，而应当学习哲学研究（Philosophieren）。康德乐于在讲座中阐发这一点，并在《批判》先验方法论的建筑术一章中予以重申（III, 540 ff.）。他承接了C. 沃尔夫在其《理性哲学即逻辑学》（Philosophia rationalis sive Logica）卷首所冠的《序论》（Discursus praeliminaris, 1728）中的这一主题。沃尔夫曾区分了数学认识、历史认识与哲学认识。历史认识是关于某一事实的知识，哲学认识则是关于其原因的知识。熟知某一哲学的定理者，拥有关于哲学的历史知识。唯有能够独立证明各种哲学的定理者，才真正拥有哲学本身（§ 50）。该主题属于启蒙运动关于独立思考（Selbstdenken）的主导理念，并在诸多方面贯穿了沃尔夫这部非凡的预备性著作的全篇。在总结章中，它在如下结论中达到高潮：“若要依照哲学方法教授哲学，就有必要享有哲思的自由”（§ 166）。这一启蒙提问源于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自然科学家对文艺复兴学术的人文主义脉络（及其对古代的推崇）的论战。培根以独创性的观察与实验与之相对立。笛卡尔正如沃尔夫一样指出，如果我们仅仅学习了其他数学家的证明，而不能“完全靠自己解决问题，我们就不是数学家；如果我们读过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论证”而对其缺乏自己的判断，我们就同样不是哲学家。“那样的话，我们显然学到的不是科学，而是历史”（R. 笛卡尔，《指导心智的规则》，规则三）。在授课计

划中，康德将该主题与他对学院形而上学的批判联系起来。为了学习哲学，就必须先有一部现成的哲学存在，正如数学中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样。人们非但没有培养托付给他们的青年的知性能力以使其获得自己的洞见，反而用自封成熟的智慧来欺骗他们，这种智慧“仅在特定人群中被视为真金，在其他任何地方却名声扫地”（II, 307）。

总体而言，该讲座旨在对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与自然地理学进行系统讲授。康德首次通告了形而上学体系构架的变革，不过正如赫尔德1762年的听课笔记所显示的，他在数年之前就已引入了这种变革。通过“一个小小的转向”，他同样可以在所选定的方向上阐释教科书。这一创新在于：形而上学以经验心理学开篇，“它实际上是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经验科学（！）”。随后是自然哲学，然后才是本体论。接下来是理性心理学与神学（II, 309）。康德仿照数学范式重构了学院形而上学的综合体系结构，从人类学与宇宙论出发采取分析式进路。同时清晰可见的是，由于听众缺乏兴趣导致理论物理学讲座未能开成，康德在1772/73年冬季学期首次开设的人类学讲座，形式上正是从学院形而上学的经验心理学学科中孕育出来的。从实质上看，它属于康德开始其形而上学改革的最早变革之一。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自然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紧密相连。

该讲座在“理性批判”（II, 311）部分也将对趣味批判投以若干关注。启蒙运动的核心术语“批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问世数十年前就已经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将其与“理性”联系在一起——是在确立某一学科活动规则的意义上被使用的（II, 311）。至于伦理学，讲座预告称将依据鲍姆加通讲授，但休谟、哈奇森和沙夫茨伯里才是权威。他们在分析道德之第一根据方面推进得最深。这在论自然神学与道德清晰性的应奖征文简短的结语部分中就已初露端倪。与自然神学——凭借《唯一可能证据》的思路，其命题的明见证明被毫不费力地确认——不同，道德理论适用的原则是：“一切约束力的这种直接最高规则必定是绝对不可证明的”。知性实现对真理的认识，但对善的意识则“源于更单纯的善的感觉”（II, 299）。关于道德动机存在某种终极形式法则的可能性（正如定言命令后来所尝试的那样），在此被明确否定。然而，对经验主义道德理论材料的处理是极其微妙且已具有很高要求的。首先，感觉主义通过沙夫茨伯里带有道德美与丑标准的柏拉图主义秩序概念受到了限制。尤为重要的是，功利主义的规则构建被作为单纯的“巧妙行为指南”而被剔除。康德将普遍规则在理论认识中与在道德-实践关联中与具体特例的关系严格区分开来。在前者中，在预设法则可靠性的前提下起支配作用的是涵摄（Subsumtion），它由反思性判断力所执行。在实践规则中，那种“借助还原为另一完满行动之必然性”的涵摄（即依照理论证明形式的标准来处理道德性）则被排除在外。由此产生了判断力在道德动机中作为法则与个别案例之间连接纽带的特殊功能。其结果是拓展了个体动机在承认超个体道德原则时的功能。

康德的自然地理学概念在此得到了概括。自然地理学、道德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被区分开来。“所有国家与海洋的自然关系”是“所有历史的真正基础，若脱离了这一基础，历史与童话故事便无甚区别”（II,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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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通灵者的梦，由形而上学之梦予以澄清》（1766）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这部（匿名出版的）著作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康德在1768年论空间论文之前的1760年代形而上学批判，并在对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概念进行非凡的分析性重构的脉络中，勾勒了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概念。第二部分探讨了当时引起轰动的神智学者兼通灵者E. 斯威登堡（E. Swedenborg, 1688–1772）的著作，斯威登堡在其中阐述了一种唯灵论形而上学，并记录了他与亡灵对话的令人惊异的证据。这位卓有成就的采矿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在40年代开启了他的神智学研究，因为上帝启示他建立一座新教会。他声称见证了人类世界与通灵界关联的异象。此外，展示其超感官能力的著名事例还包括：当斯威登堡身在遥远的哥德堡时便报告了斯德哥尔摩发生的大火；以及在与一位已故珠宝商交谈后找到了珠宝收据。通过将形而上学与通灵术相提并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获得了新的文学锋芒。康德将通灵术视为形而上学的滑稽模仿，从而同时也将其时代的学院形而上学视为哲学之梦、“半带虚构、半带推论的理性的眩晕概念”（II, 348）。这种突然爆发的讽刺形式，表达了康德在推进其综合方案时日益感受到的内在矛盾。在致门德尔松（后者对这部几乎显得轻浮的作品感到不满）的信中，康德写道，他实际上是在嘲弄自己，“因为在此我的心境状态确实是自相矛盾的”（1766年4月8日）。这首先涉及一个自传层面的事实，康德在全书第一部分的末尾也坦露了这一点。他曾亲自尝试在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确立理智功能与经验上可证实的事件世界的统一。如今他将这些“完全徒劳的探究”作为已成之事弃置一旁（II, 352）。可以说，尖锐地讲，他把斯威登堡与亡灵的交往，看作是对他自己试图将自然科学的现象主义与沃尔夫式本体论形而上学加以综合之努力的滑稽戏谑。

该著作同样构成了对启蒙运动自我理解的讽刺。公众对于依据理性实现净化的自满主张，通过与通灵交感这一极其极端的神秘主义例证形成鲜明反差而受到了戏谑。公众是不真诚的，因为人们在表面上按照当下不信宗教的流行时尚排斥通灵术，暗地里却热衷于这种对健全人类理智的狂热沉迷，以至于连科学院的成员都未能“免于对上述见解的笃信”（II, 353 f.）。在序言中，康德讽刺了在这个热衷著书立说的世纪里著书业虚荣的谦逊，以及作者与读者群体就印行和研读的智慧达成共识这一相互的自我欺骗：像形而上学这样一门学科以自负的形式证明根本不存在的对象，而求知若渴的公众则感激涕零地自诩获得了新的启蒙与清晰认知。在1766年4月8日致柏林门德尔松的一封长信中，康德阐述了启蒙文化的这些矛盾，门德尔松在收到该书后曾对书中的语调表示困惑。“关于我对形而上学一般的价值所表达的见解，或许有些地方的措辞不够审慎和收敛，但我毫不掩饰：对于如今充斥着这类见解的整卷整卷的自负狂妄，我怀着反感乃至某种厌恶之情，因为我完全确信人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彻底错误的，当前流行的方法必然使幻觉与谬误无限滋生，哪怕将所有这些虚妄的洞见彻底消灭，其危害也绝不会超过那门带有如此可诅咒之多产性的虚构科学。”这封信随后再度总结了康德1760年代形而上学批判的成果。

康德著作的玩笑、讽刺、反讽与深层意蕴，源于将当代文化的两种面相并置并使之相互戳穿：高雅的形而上学奠基于不可证实的精神实体概念之上，但其方法论形式不过是掩盖了一种庸俗的实质，即虚构对精神本质具有直观和可传达的知识。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植根于对文化分裂的深切不安与清醒认识，康德在此前的任何著作中都未曾如此清晰地表达过这一点。启蒙文化包含着一种致命的对立：一方面是学院及服务于图书市场的知识阶层的智识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则是与亡灵幽魂交通的一种隐秘、未得到满足且径直反启蒙的渴望。我们故作博学，却生活在闹鬼的幽灵幻象之中。康德以其精彩的著作触及了市民世界在其两翼（科学与未获满足的非理性主义）中的物化。高中时期的黑格尔在80年代也曾记录过启蒙意识中的这种同样的分裂（J. 霍夫迈斯特 J. Hoffmeister, 《黑格尔思想发展文献》[Dokumente zu Hegels Entwicklung], 斯图加特 1936, 第13、37页）。康德认为卢梭对其批判性理解先进文化产生了非凡影响，因为卢梭治愈了他对市民世界外在进步的执念，并使他认识到，一切孤立的学院式进步都会自我瓦解并走向其反面。

标题中的“形而上学之梦”一词，属于近代形而上学关于“将合理性理解为逻辑与数学直觉何以能够排除我们只是在梦中体验到主观内在清晰性”这一讨论的脉络。对于承接笛卡尔的自主理性自我奠基而言，区分天赋的清晰分明概念与梦境中同样鲜明的表象联想扮演了重要角色。主体分裂为统觉的相似领域，威胁到了通过自我反思确立自主性的方案。沃尔夫称梦境为“一种清晰分明但混乱的思想状态”（《理性思考》，I, § 803）。笛卡尔在其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中都探讨了这一主题，最早且最详尽的是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 10以下）。第六沉思在§§ 14以下再度展开这一主题，并借助对上帝概念的理性主义建构，将清晰分明的概念与梦境分离开来。合理性的直觉主义自我奠基，反对在朴素宗教信赖意识中对真理或道德之善的日常实践与情绪化奠基。对康德而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他不仅想与理性主义一道排除朴素的客观性确证，而且还想排除如下本体论前提：即尘世之人的清晰分明理念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它们同时代表了上帝的理念。康德的论证与霍布斯反对笛卡尔将主体建构为思维实体的论证平行，但他并未直接采纳霍布斯的论证，因为他的形而上学批判既非源自机械唯物主义，亦非源自感觉主义经验主义。第一部分关于精神实体在被物质占据的空间中是否排挤物质、人的精神实体是在整个身体中展开还是仅定居于一点的论述（II, 321, 325），确实可以让人推断出康德曾研读过霍布斯与伽森狄针对笛卡尔的论战（参见伽森狄对笛卡尔的批判，载于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n], 莱比锡 1915, 第311页以下）。在霍布斯之后，莱布尼茨也重新探讨了这一棘手的主题。如果将灵魂视为与肉体完全隔离的实体，那么它对肉体的影响便难以阐明。如果将灵魂设想为分布在整个自然机器之中，那么精神与物质的区别便荡然无存，“而莱布尼茨那个戏谑的想法——据此我们或许在咖啡中吞下了本应变成人类灵魂的原子——就不再是一个令人发笑的想法了”（II, 327）。

康德如今将其形而上学批判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据之上：形而上学是一种运用未经澄清的日常实践概念去从事不可证实之建构的哲学——即运用“精神”的概念。形而上学是对未经净化的日常意识的方法论穹顶化建构。康德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理论发展，旨在实现超越近代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成就的、对日常实践行为与意识的全新批判，并在日常意识、系统科学理论构建、审美、道德等规范奠基这些对象化类型之间建立新的区分。康德尝试将关于“精神”、关于我们所归属的“精神世界”的形而上学，早期转换为一种超个体的、同时又是非超验的（亦即人类内在的）普遍道德，人通过其意识对这种道德具有约束力（II, 334–337）。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最后准备时期所言，卢梭对于康德从对独断形而上学的消极批判走向将积极的批判形而上学奠定为关于感性与知性界限的基础科学的历程具有重大意义，这在康德用作对关于精神实体的理智世界的形而上学理论进行假说性转换的措辞中清晰展现出来。这些段落同时印证了康德在信件中屡次表达的说法：他最早是在实践哲学领域开启了通往其先验哲学的道路。康德与卢梭一致指出了“私人意志对普遍意志”的依赖，而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被称作宏大的或“精神的共和国”（II, 335 f., 341）。康德踏上了通往他在欧洲哲学中的伟大新创举——他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的道路。

歌德谈及利希滕贝格时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康德对当时德意志学院形而上学的讽刺画：利希滕贝格开玩笑的地方，总是隐藏着一个问题。康德通过其将形而上学当作一种高级通灵术来处理、进而又将通灵术归入一种更深沉严肃的精神伪造的文化类型的讽刺性构想，究竟提出并指明了何种问题及其解决方向？他终究已经道出了《纯粹理性批判》关于批判形而上学的核心论题：形而上学的任务与成果唯在消极意义上才能成立，即通过它“确定我们洞见的界限”（II, 351）。“在这一意义上，形而上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理性界限的科学”（II, 368）。

该著作在理论上的核心部分是第一部分的第二章。康德分三个思想步骤澄清了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的概念——在此之前对他而言这仅仅是一个独立通灵界的经过形而上学升华的表象。他采纳了该问题在莱布尼茨单子论评价中最成熟的表述形式，以反对把单子论误解为一种自然科学理论的错误看法。可感知的事件与对象之所以构成一个世界的整体，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非物质世界”的显现方式，而后者的能动力量通过相互连接与交往将它们构成为一个源初的整体（II, 330）。物质领域与非物质领域的这种结合，为如下信念提供了基础：“人类灵魂即使在今生也与通灵界的所有非物质本性处于不可分割的紧密共同体之中”（II, 333）。然而，关于精神本性的整个概念，即便利足于合格的单子论表述，由于“过于假说性”而无法证实（同上），甚至“求助于非物质原则可能成为懒惰哲学的避难所”（II, 331）。在第二步中，康德对非物质世界的概念给出了一种逻辑内在的、近乎语言理论分析式的说明，从而也阐明了为何这一概念对我们而言既不可或缺又随时唾手可得。在我们的“心性”中起作用的是“一种隐秘的倾向”，“将自己认为是善或真的东西与他人的判断进行比较，以使两者达成一致”。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的判断仿佛依赖于某种“普遍的人类知性”，这最终“成为使思想存在者的整体获得某种理性统一性的手段”（II, 334）。由此产生了一般意志的规则、道德统一性以及所有思考本性“依据纯粹精神法则”构成的系统体制的理念（II, 335）。私人意志对普遍意志的依赖这种“道德情感”（即后来《实践理性批判》中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感”），也正是由此得到解释的，它是非物质世界赖以获得道德统一性的自然普遍相互作用的结果。康德在此于1766年显然阐述了指导其当时所计划、直到数十年后才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通灵者论著核心区域的第三步、也是总结性的一步，带来了将去神秘化了的非物质世界或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概念与感性-对象性实在统一起来的理性重构。综合的基础是对人的“精神本性”的实在理解：即判断功能的社会协调与普遍化特征。在对所有“精神实体”这一非对象性的、而是交往性活动的萌芽进行分析性证明之中，构成了康德形而上学概念的核心。那些试图将康德形而上学塞进旧欧洲形而上学-神学传统中的阐释，通过思想史类比的肤浅勾勒掩盖了事情本身。将康德理论划分为所谓的科学理论层面与（被不正确理解的）本真形而上学层面，同样属于不当的阐述，这种划分实际上在E. 卡西尔的康德著作（1918）中就已被排除。这就引出了康德形而上学早期构想的第三步，借助该步骤，精神-社会世界与对象-物质世界被联系起来。对于那些其合理核心在于具有交往与普遍化潜能的逻辑、审美、道德公设行动的观念形式而言，不可能具有任何理智直观，不可能有任何经验直接的再现。这些观念性设定“虽然不能直接进入人的个体意识，但却能以如下方式过渡到其中：它们依据关联概念的法则唤醒那些……激发我们感官的类比表象的意象，这些意象……是它们的象征”（II, 338 f.；原作者着重强调）。我们在文化过程中运用着意识的普遍化功能（基于其社会性质）的象征性具象化。基于我们生命表现的观念性与对象性的双重本性，我们必须这样做。随后，意识功能可能被实体化地伪造。以往的形而上学与宗教是展现这种物化的一种方式，其对应物则是对物性冲动、情感以及所谓“自然”复合概念的自然主义固定。例如，神被作为实体来思考，“在愤怒、嫉妒、仁慈、复仇等表象之下”（II, 339）。

存在着一种对实践的超经验规定，尤其是对人类道德实践约束力的规定，它构成了所有理论与实践操作的场所，即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形而上学是以本体对象性的形式，对人类超越既定事实的实践潜能所作的虚妄固定。《通灵者之梦》是康德批判性新形而上学的第一份文献。其第二份在若干要点上贯彻执行的文献，在四年后随着探讨精神世界与对象-现象世界概念以及理智界与感性界（mundus intelligibilis 与 sensibilis）之关系的同主题就职论文而问世。将批判形而上学的发端仅仅集中在1770年的就职论文上是远远不够的。《通灵者之梦》第一部分第二章所包含的起点，在对精神世界概念进行分析性发生学奠基，以及借助其精神-文化实在的象征概念（区别于文化的客观-物质实在）方面，超越了就职论文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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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第一根据》（1768）

这篇刊登在《柯尼斯堡询问与通告消息》上仅有七个印刷页码的短小论文，标示出了康德通往其时空新理论的出发点，这一新理论在两年后撰写的就职论文中首次得到系统阐述。他在这一简短纲要中提出却未予解决的问题的解答，大概正是康德屡经引述的一条著名手记所指的：他曾长期试图证明相互对立的命题，而1769年赋予了他“巨大的光明”（Refl. 5037）。在此之前，康德与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一道，将莱布尼茨的关系时空理论作为其组成部分加以接受。空间并非一个绝对的整体（个别位置必须被视为包含在其中，以便例如借助欧几里得几何学实现精确的方位规定）。莱布尼茨将空间理解为一切共存对象的现象结构。相应地，时间是一切相继事件的秩序形式。莱布尼茨自然是在数学意义上将这种关系性设想为一种观念秩序。康德在此

与莱布尼茨有所分歧，因为他依照学院形而上学的取向，把空间与时间视为指称实在“对象”的理念。莱布尼茨关于位置分析（analysis situs）的方案与这种统摄一切经验对象与位置的观念关系思想息息相关。如果空间广延并非预先存在，而是通过思维产生的，那么就应当有可能建立一门类似于图形几何分析的位置分析学。这门新科学应当属于通用字符语言（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并使得通过纯粹分析途径演绎性地展现几何对象成为可能。康德与莱布尼茨一致认为绝对空间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借助该理论无法指明对象对虚空空间的关系。大约在1764/66年，康德依据莱布尼茨的空间概念反对牛顿空间时写道：“是否存在一个绝对空间（spatium absolutum）或绝对时间（tempus absolutum），这相当于说：人们是否能够消灭空间中两个事物之间的一切中介物，而特定虚空的空隙依然保留”（Refl. 3892）。康德50年代著作中的自然概念正是与莱布尼茨的时空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篇短小论文如今表达了他对莱布尼茨理论之矛盾性的洞察，因而也表达了他自己宇宙论的一块基石。康德面临着两种时空理论的冲突，两者都提出了各自确凿的根据，因而在整体上构成了一种二律背反。

康德首先从对莱布尼茨位置分析方案的批判入手。他的论据是：数学上的空间概念只能描述一个对象的部分、其广延与图形，却无法描述它在空间中的位置。康德通过所谓“不相称的对立物”（inkongruente Gegenstücke，手性对立物）这一问题阐明了这一点（II, 382）。在同一平面上绘制的两个相同的图形可以完全重合。然而，不在同一平面上的线条与表面往往可以完全相等，却绝不能重合。例如，右旋螺纹无法拧入左旋螺母。尤为突出的是，左手与右手在各部分的相对位置以及整体尺寸上完全相同，但两者中的任何一只都无法与另一只重叠吻合。因此存在着虽全等却不相称、仅呈镜像对称的物体。由此可见，除了空间的数学关系性之外，还必须预设一个绝对的维度。在

关系意义上的空间规定，不能仅仅是对象各部分位置的结果。对象在空间中的完备规定，除了各部分与对象的普遍关系之外，还必须预设一个“绝对且源初的空间”。唯有通过它，物体在空间中的关系才能得到完全规定。康德得出了如下结论：“绝对空间独立于一切物质的实存，并且它本身作为物质组合之可能性的第一根据，具有自身的实在性”（II, 378）。

通过该论文的思考，康德认识到了莱布尼茨空间理论的不完备性，正如他一直以来所看到的牛顿理论的不完备性一样。由此，对于康德关于结合自然科学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而言，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归纳主义自然科学从其原则出发，并未提供关于经验上可展现之实在的封闭且可终结的理论。然而康德恰恰试图通过其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著作，为数理自然科学寻找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奠基。此刻康德发现，实在的数学理论同样无法实现其本体论主张。存在着无法借助几何演算（例如莱布尼茨的位置分析）进行演绎展现的空间规定。康德看到他那个在承认归纳-现象主义自然科学的前提下重塑形而上学的方案陷入了矛盾。“对康德而言这意味着：他前批判时期试图通过运用分析方法将莱布尼茨与牛顿时空理论的核心要素统一为关于作为实在宇宙论量度的时空形而上学理论的尝试，导致了空间概念的内在矛盾——空间既是关系性的，同时又是非关系性的”（法尔肯堡 Falkenburg 2000, 第124页）。近代形而上学存在概念的辩证性质，引导康德走向了关于其在先验逻辑唯心性意义上的主体性思想。康德通过“巨大的光明”消解了这一矛盾，即不再将空间和时间视为智识设定，而是直接视为发自主体的源初直观形式。就职论文首次系统阐明了这一点。由此，新形而上学的标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绝对宇宙论乃至关于绝对存在的陈述变得不可能。

不再存在对绝对理智设定的数学或形而上学论证。唯一的绝对者是经验的数学与逻辑秩序形式。康德将绝对设定收缩为行动的无条件准则，而这些准则同样仅仅代表着经验上所履行的行动的预存方法论秩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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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感性界与理智界的形式与原则》（1770）（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 / Über Form und Prinzipien der sinnlichen und der intelligiblen Welt）

康德于1770年8月21日就任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席时所答辩的就职论文，开始从下述洞见中得出最初的结论：像莱布尼茨那样纯粹理智的数学体系，无法提供关于实在的无矛盾理论。正如不相称的对立物所表明的那样，个别对象在空间中的“方位”只能通过直观来确定。直观这种不可替代的优先性，同样反对莱布尼茨的“不可分辩者的同一性原则”（principium identitatis indiscernibilium）。该原则主张，不可区分的对象——康德所举的右手与左手、右旋与左旋转向、来自相反半球的球面三角形等例子——应当被思考为同一物。用否定形式表达即：不存在两个无法区分的个别事物：“因为两个不可区分的状态是同一个状态”（致克拉克第四封信，载于：莱布尼茨，《哲学奠基主要著作集》[Hauptschriften zur Grundlegung der Philosophie], 第

1卷, hg. v. E. Cassirer, 莱比锡 1924, 第147页）。莱布尼茨将此与其关于每个对象具有唯一内在规定性的论点联系在一起。就职论文从复合事物的单一化与个别对象组合为一个整体的关系切入，并在此确认了“感性能力与思维能力之间的冲突”（§ 1；拉丁文文本见 II, 385–419；德译本依据I. 康德，《全集》，K. 沃尔兰德编，第5卷，《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莱比锡 1921, 第87页以下）。我们“往往无法在具体中实现理智构想（康德称之为抽象表象），并将其转化为直观”（同上）。这正是他在论空间方位区分的论著中所提出的确切问题。自那时起——亦即从1769年起（如果人们愿意采信“巨大光明”的启示之语的话，Refl. 5037）——所获得的结论是：直观与思维之间的主观矛盾虚构了对象结构中的客观矛盾，以至于粗心的人“把人类心灵的界限当作事物本身本质的界限”（§ 1）。由此，康德抛弃了莱布尼茨理智理论的本体论内涵，沃尔夫形而上学正是这种理论的体系化。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理智系统与现象上给予我们的实在严格区分开来。

借助纯粹直观形式的构想（亦即经验与数学建构的先验性），康德在时空理论上摆脱了牛顿与莱布尼茨之间的两难选择。“时间不是某种客观的和实在的东西，既非实体亦非偶相，也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主观的、由人类心灵本性所决定的必然条件……它是纯直观。”“因此空间的表象是一种纯直观”（§§ 14 f.）。这些表述包含着双重含义：它们不是概念，而是直观；它们不是经验直观，而是根据其与形而上学“纯粹概念”（conceptiōnes puri）的分离而确立的纯直观。

康德此时尚未推进到其后来理论中彻底的现象主义。他做出了逻辑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划分，并试图依照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与感性界（mundus sensibilis）的区分为这两种“认识方式”奠定基础。康德所追求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

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相结合的解决之道，在于将数学的现实关联与形而上学的现实关联分离开来；这是60年代形而上学批判性反思的核心成果之一（参见应奖征文《关于清晰性的探究》）。算术、代数与几何学指向在独立成型的时空秩序之中的直观现实。而分述概念（diskursive Begriffe）则指向一个不显现、但依然“存在”的理智世界。“因此，既然认识中一切属于感性的东西都取决于主体的特殊禀赋”（即在直接当下感知对象特殊性的禀赋），“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感性表象提供的是事物显现的样子，而知性概念提供的是事物本来的样子”（§ 4）。于是，空间和时间不再像在莱布尼茨和牛顿那里那样是概念，而是直观形式。与数学学科相结合来思考，必然得出结论：它们必须是源初的或先天的直观形式，而不可能是经验的、偶然的或个别的直观。引发新理论的问题被明确提出：正是那些对于几何学理智建构而言“完全相同却不相称的物体”，唯有依靠对“空间中方位”的直观才能且必须加以区分。“在给定的空间中，究竟何者朝向这一侧，何者朝向另一侧，任何知性的敏锐都无法用概念来描述，也无法还原为知性特征”（§ 15）。

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与实体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的分离，将康德引向了一般形而上学批判的新阶段。他现在将形而上学的双重错误聚焦于：一方面试图用逻辑的分析方法以及被错误地同样理解为分析性的数学程序来推导唯有通过直观才能规定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将类似于经验可证实对象的本体实存赋予纯粹理智与象征的对象（形而上学语言中的实体）。这类实体在后来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被把握为假对象（特殊形而上学中的灵魂、作为整体的世界、上帝、自由），它们只能象征性地得到阐明，却被掺入了经验标准的假象。由此便产生了形而上学的伪造，即康德在论文第5节（§ 26）中所探讨的“以

知性概念之形态出现的感性认识的虚妄幻象”。这类伪造包括：灵魂在肉体中具有可确定的、可以说直观的位置；上帝相对于世界的位置；以及将时空属性赋予唯有作为理智实在才可被思考的实体。在此蕴含着极其重大的推论：精神实体的所在（灵魂、天使、上帝的作为）不能在理论事实构成的意义上来思考；上帝在空间中的无所不在与其在时间中的全知亦同样如此。“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这一术语大概是由卡尔西狄乌斯（Calcidius, 5世纪）在其《蒂迈欧篇》注疏中引入的，作为柏拉图理念存在方式（即“永恒存在、既不生亦不灭者”，《会饮篇》210 e 4f.；参见《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第4卷, 栏65）的拉丁文翻译。

莱布尼茨在与克拉克的通信中早已指出了“在将空间本身视为实在的虚妄预设下”所产生的矛盾。若是如此，上帝为何偏偏将物体置于这个特定位置而不是另一个位置？上帝为何在特定时间点创造世界，而不是提前一百万年创造（莱布尼茨，前揭书，第135、147页）？康德通过其对空间直观的主体化，在某种意义上退回到了沃尔夫之前、退回到了莱布尼茨的源初观点，即时空关系不是本体形式，而只是直观方式。就此而言，康德的主体化早已被莱布尼茨所设想，只不过莱布尼茨没有将其视为源初直观，而是视为较低级的概念性。莱布尼茨也曾指出，运动无疑依赖于观察，“但绝不依赖于一般观察的可能性”（同上，第188页）。康德反对将时空视为物质实在存在方式的本体论观点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莱布尼茨在反对牛顿绝对空间的论战中所准备的。

康德此时尚未达到将形而上学批判作为普遍本体论主义批判的高度。他只是指出，存在着关于显现对象的“认识方式”，这些认识方式并不与智识本体论主义的一统化方法重合。其推论随后导向了对认识形式的分析性质的修正。如果数学在源初直观形式的基础上运作，并且在其中真正具有生产性，能够生成出发命题中并未包含的知识，那么它

显然是一门精神上的综合学科。康德随后的结论呼之欲出：与这种综合的所谓“感性”认识相对应的，只能是一种同样具有综合性的逻辑认识。在此产生了后续问题——数学认识与分述认识的区别：既然分述概念的源初秩序形式并不像几何学与算术那样代表时空中的理想直观建构，那么应当如何思考它们与现象材料的关联？

康德强调了就职论文与其1760年代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著作的关联。他以此表明，他也坚持将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与展现理智世界的本体领域的形而上学相结合的方案。《纯粹理性批判》实际上正是50年代和60年代方案的贯彻执行。但理智界中本体实体的形而上学已经瓦解。取代它的，是直观与逻辑中的源初综合功能：它一方面指向给予的现象现实，另一方面指向实践上无条件设定的理智实在，这些设定构成了经验显现的行动动机的独特法则。于是，它们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唯能以象征和渐近方式规定的实现方式，在其中，理智法则的世界（在时空直观现实之外）与经验意志动机的世界（在直观世界之内）可以被思考为寓言式地相互连接。总体而言，理智实在与经验-对象性实在的分离，为如下洞见创造了前提：“对于知性概念而言，（对人来说）不存在直观，而只有象征性认识”（§ 10）。就职论文对于康德走向区分事实构成（知性概念）与实践意志准则规定（理性理念）的道路所产生的成果，还包括了将形而上学的完满（perfectio）原则初步转换为一种新型的非经验主义且非本体论奠基的道德理论。“因此，道德哲学就其提供评判的第一原则而言，只能通过纯粹知性来认识，并且它本身属于纯粹哲学；凡在快感或不快感的情感中寻找其特征的人，完全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9）。

在将论文文本寄给朗伯（Lambert）时，康德强调了该文与其最初综合方案的关联以及就职论文的决定性篇章。着眼于重塑后的形而上学，他将该著作称为“我对这门科学所呈现形态的清晰勾勒，以及关于其固有方法的确定理念”（1770年9月2日）。他将第2、3和5节称为决定性的部分：理智界与感性界的区别；感性世界形式的原则；形而上学中“感性”认识与逻辑认识的方法。

就职论文五节中的第一节在单一与整体的意义上阐述了形而上学的“世界”概念，将其作为无法在直观中展现的理智概念。康德完全停留在莱布尼茨形而上学内部，依照该形而上学，世界应当被思考为表象实体的总体。理智概念只是不可与数学的直观世界概念相混淆。区分直观存在与理智存在的本体论背景得以保留，但在两种“认识类型”的划分面前退居次席。康德在此澄清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深层内涵，这很可能是受到了莱布尼茨《人类人类知性新论》（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该书于1765年即莱布尼茨逝世50年后首次出版，距就职论文问世仅数年）的影响。莱布尼茨在此从知觉（Perzeption）的基本概念出发，阐述了将世界视为感性秩序与理智秩序的两种互补视角。在一个方向上，我们将自己理解为精神实体，并不把单子把握为物理意义上的终极微粒，而是把握为将我们定义为精神主体与自觉自我的那种统摄单元。在另一个方向上，我们将自己感知为物质对象，隶属于贯穿着机械决定论的整个物质世界。

在康德自早期自然科学著作以来关于将自然科学方法与革新后的形而上学相结合的方案脉络中，1770年就职论文的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康德借助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新划分，为其从第一批著作起便一直指引着他的“结合归纳主义自然科学方法与



本体论形而上学方法”的方案奠定了全新的根本基础。

2) 通过引入纯直观形式的理念，长期困扰康德的数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的分离获得了一块新的基石。

3) 为单独阐述形而上学方法以区分不同逻辑有效性形式创造了前提。康德认识到，“在形而上学之前，似乎必须先有一门极为特殊的、尽管纯粹是消极的科学（一般现象学 phaenomenologia generalis）”（致朗伯信，1770年9月2日）。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4) 作为在就职论文那被证明是非常暂时的这一方法论基础上践行新形而上学的下一步骤，康德预告将在随后的冬季撰写一部“道德形而上学”，“在其中不包含任何经验性原则”（同上）。正如康德在1770年代的信件中所乐于表达的那样，对“感性与知性的界限”的规定，不仅为系统抵御形而上学中关于灵魂、宇宙与上帝的思辨概念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系统抵御通俗经验主义对超感官本质内在

经验的神秘化提供了基础。康德将日常实践意识与经验主义意识的神秘化，以及形而上学的思辨设定，把握为其时代文化中互为补充的“虚妄幻象”，批判形而上学的预备科学必须摧毁这些幻象的前提。“必须审慎防范感性认识所固有的原则越过其界限并侵染知性认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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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纯粹理性批判》Ⅰ（1781，1787）

1 预备学与形而上学体系，一般现象学

概念分析论取代本体论

《纯粹理性批判》（KrV）是康德的代表作，但它并不构成康德哲学的终极目标。其目标在于由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构成的形而上学双翼体系中这两门特殊的范畴论。《批判》构成了“纯粹理性体系的预备学”（B 25）。它是“一部关于方法的专论，而非科学本身的体系”（B XXII）。关于预备学与形而上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康德在《批判》导言的第Ⅶ部分以及论“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一节中进行了探讨（B 24以下，860以下；参见大约作于1770年代末的详尽的“反思”Refl. 4851；《判断力批判》[KU]导言第I/II节，V, 171–176）。《批判》作为对（理论）知性概念与（实践）理性理念的分析论，取代了以往的本体论。康德曾在不同场合将本体论称为先于系统哲学的所有先天概念之学科（B 874；XX, 260），但这仅仅指明了该著作所源出的理论传统。康德先验哲学与本体论的区别在于：概念仅仅表现了事态——如康德所言的“经验”——之逻辑构成的条件，而非对应于在经验上可确认的现象背后的无主体结构。“这些自诩为事物的先验谓词，无非是一般关于事物之认识的逻辑要求和标准”（B 114）。

随着康德将先验逻辑作为对知觉数据之综合的先验功能的考察，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亦失去了其本体论内涵。哲学理论那种用于对自在的存在结构进行分析性界定、并倾向于从哲学前提演绎推导各专业科学命题的形式概念被克服了。C. 沃尔夫在本体论中同样强调了这种从逻辑上无矛盾的定义和推论出发的演绎程序：“因为若想下降到特殊事物，就必须预设来自哲学各部分的极多内容”（C. 沃尔夫，《一般哲学导论》[Einleitende Abhandlung über die Philosophie im Allgemeinen]，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6，§ 74）。康德用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取代了“客观实在性”（realitas objectiva，它仅仅代表一种本体论化了的逻辑）这一构件，即命题之逻辑构成的先在形式如何关涉经验上可验证的数据。由此便产生了《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问题：这种先天的“形式”如何能够吸收并结构化所谓“被给予者”的质料性“质料”（Stoff）。通过对合理性的先天形式的分析，意识结构中的生成性前提得到了更精确的把握，尽管康德对逻辑综合功能的切入并非是从语言出发的现象学进路，而是从形式逻辑的判断论与范畴论切入的。他由此使哲学聚焦于逻辑有效性类型，具体区分了具有强真理诉求的断言（《纯粹理性批判》KrV）、根据行为准则的客观法则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要求层面（《实践理性批判》KpV），以及日常实践的与审美的评判和经验描述（《判断力批判》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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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影响与对休谟的关涉

《批判》以逻辑为线索的结构构造——其顺序（在直观形式之后）为概念（范畴表）、判断（知性原理）、推论（无条件的理念）——可追溯至莱布尼茨与沃尔夫那里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康德依据一部（在50年代相当现代的）逻辑学教科书（G. F. 迈尔，1718–1757，《理性学说纲要》[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1752）讲授了四十年的逻辑学课程。采取对知性进行独立且详尽考察的形式的先验逻辑，受到了洛克（1632–1704）的影响，洛克曾将一部详尽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置于各个哲学学科之前。他消解了通过本体论奠定哲学基础的做法。这种影响指的并非洛克抽象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展开，而仅仅是指哲学的新体系结构。休谟（1711–1776）对因果与实体概念的批判使得先验主义（Apriorismus）问题发生了特定的尖锐化，而这唯有在洛克对知性功能分析的独立划分中才得以产生。对主体内部认识条件的独立考察，消解了逻辑与存在结构互为补充的普遍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这也终结了特殊形而上学（理性心理学、宇宙论、神学），并以各自独立的自然、道德、法权、宗教、教育等哲学取而代之。洛克从外感官和内感官出发（他当然称之为“简单观念”）。康德则从空间（外感官）与时间（内感官）的纯直观出发。洛克同样将直观形式与逻辑设定联系起来。因此，《批判》的感性论部分完全是朝向概念分析论与原理分析论而构思的。但首要的是，康德与洛克一样，将感觉数据视为意识的界限，意识在理论关涉中始终受限于经验事件。关于自在的理智实体的陈述是空洞无物的。这正是洛克形而上学批判的关键枢纽。洛克指出（反对笛卡尔从逻辑直觉的“我思”之自我出发，也反对奥古斯丁将一切知识预设在个人的内在信仰确定性中）：一旦认识指向对象，知性就必须将概念与判断联结地关涉于呈现出来的知觉之上（《人类理解论》[Essay], IV/3, § 9）。康德反复记下，洛克已经触及了概念的必然联结（致加尔韦，1783年8月7日）。在逻辑学讲座中（布隆贝格逻辑手稿，60年代）写道：“洛克论人类理智的著作是一切真正逻辑学的基础”（XXIV, 37）。里尔（Riehl）与维尔茨堡学派（塞尔茨 Selz、屈尔佩 Külpe、梅塞尔 Messer）反对马堡新康德主义，并反对冯特（Wundt）与海姆索特（Heimsoeth）将批判哲学重新转变为本体论形而上学，强调了康德与经验主义的关联，并在批判主义各时期的演进序列中突显了康德的理论。

洛克通过关于知识的发生与视域的独立理论奠定各哲学学科的基础，从而在哲学中引入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概念。针对洛克在分析自我意识时将意识过程心理学化的倾向，康德将其重新引回到关于构成性与公设性陈述之形式法则的有效性方式这一逻辑主题。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的先验统觉的“我思”（《纯粹理性批判》KrV，§ 16；B 131），被构想为意识各相互投射面的形式反思点。它并非以体验意义进入该著作所探讨的判断有效性维度的分析中。作为一切过程的反思关联，它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就只能展现出一种犹如事物般过程的机械机制。那么，一切意识活动尤其是知识获取所固有的意向性内容就会落空。胡塞尔（1859–1938）在《批判》的先验自我意识概念中重新认出了意向（intentio）主题。统觉区别于知觉之处在于：它指向意识（noesis，意向活动）与对象（noema，意向对象）的相关性。布伦塔诺（1838–1917）将判断作为不可推导的意识活动与表象区分开来，因为判断是对表象的确认或否定。自我意识概念必须进入先验逻辑的阐明之中，因为判断“A = B”意味着：我断言或否认A = B。存在断言与自我意识的实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切构成了康德引入自我意识概念的基础。康德对休谟的关涉从属于他对洛克更根本的关涉。康德对休谟感兴趣之处，在于休谟试图（并失败于）以感觉主义方式解决洛克遗留的令人不满之处。这涉及那些不再能被构想为特定对象性特征之抽象的观念形式，亦即数目概念，以及实体与因果等范畴。休谟将判断的有效性解释为特定假定的习惯，并将其归结为我们表象的联想法则，他将这种联想法则的基本运作方式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相提并论。康德从休谟那里研究了逻辑形式的感觉主义有效性理论的界限。休谟对本体论与神学形而上学的解构，赋予了这种洛克继承者以无可超越的理论彻底性的表象，并使休谟在德语文献中获得了影响力（其主要著作《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748, 21751，早在1755年便以苏尔策的德译本出版）。康德将休谟把洛克的感觉主义推向怀疑论的进程，视为欧洲启蒙运动核心理论成果走向自我消解的倾向。这尤其涉及人类普遍理性理念的奠基方式。康德深谙英国启蒙运动，他将苏格兰学派的自然主义者（里德 Reid、普里斯特利 Priestley，参见IV, 258以下）与洛克及休谟区分开来。对康德而言，耐人寻味的是，德国自然主义并非埃德尔曼（Edelmann），而是例如加尔韦等人的通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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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事态构成前提与实践理性基本法则规定的先验主义

康德对先验主义（Apriorismus）的新阐释，将关于事态与意志目标法则之逻辑构成的一般理论，与经验主义的现象主义结合起来，而后者在实验自然科学学科以及诸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统计学等新学科的描述性方法中拥有坚实的基础。自毕达哥拉斯主义与柏拉图主义发端以来经历了漫长发展的先验主义，通过康德将其与知觉世界的现象主义主观化相结合，首次获得了在不依赖于“合理性隶属于现象世界背后的‘更高’实体性本质王国”这一本体论原则的情况下为合理性奠基的能力。康德通过将空间与时间确立为赋予统一性的两种先天的直观形式，实现了这一结合。正是通过这种包罗一切知觉的所谓纯直观，数学与逻辑结构作为先在的统一步骤形式，才可能与经验观察及抽象过程结合起来。先验主义理论指出，一切陈述与对认识的一切断言都建立在两个综合层面（直观、逻辑结构）之上。若非如此，陈述便不是认识，而是“知觉的狂想曲，它们无法按照普遍贯通地联结着的意识的规则……嵌入任何语境之中”（B 195）。康德通过先验法则原则获得了高度的知性约束力。

1) 作为逻辑的“先天”（A priori），康德理解的是关于事态的一切判断中持存不变且无条件的前提。用约定论的语言来表述，先验主义原则在于：我们需要某些概括性的术语，以便将专业科学数据划分进一个按照所选标准有效运作的概念与命题结构之中。这可以类比于所谓的元数学（希尔伯特 Hilbert）来理解。科学思维需要一种关于范畴形式化语言的组合特性的理论。科学思维在一个由有限符号构成的集合（康德的范畴表）及其第一阶段的扩展（知性原理，例如康德的经验类比：变化唯有关涉于不变者才能被规定；变化依据因果关系的法则发生，等等）中找到了这种理论。为了将可变的数据（“知觉”）组织为能够陈述并接受检验的形式，这样一种陈述结构始终是必需的。这并非语言的语法结构。康德以高超的系统化技艺，按照形式逻辑将判断形式划分为量、质、关系和模态的分类，构建了范畴的三元数组。究竟哪些范畴和基本命题应作为先在的、确然的要素进入其中（在命题系统的稳定要素意义上），这始终是一个次要问题。例如，自然科学持续的专业分化会导致范畴规定及其关系的改变。如康德所说，将一个系统的运动简单区分为可变的和静止的“实体”，以及对运动方向作出明确规定的公设等，都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奠定现象基础的（因而是先验的）主导概念的预设地位，这些主导概念自身提供了可将经验数据填入其中的形式构架。人们可以把范畴称为未定义的词项，它们是构建理论所必需的前提，以便获得关于可变事态的站得住脚的陈述。康德自己曾一度将它们称为“纯粹理性的公理”（致M. 赫兹，1772年2月21日；X, 125）。对康德而言，有两项成就是居于首位的。第一项成就在于反经验主义的证明：一切理论陈述都不是对象及其关系的摹本，而是始终已经预设了逻辑形式。（康德关心的并非人类有机体的感官生理学特征。）康德的第二项成果是：先验概念若指向实体性本质，就会落空。这意味着对思维先验潜能的坚决限制。亚里士多德将“逻辑上在先者”等同于“自然上在先者”（陈述的属 = 最普遍的存在关系）。莱布尼茨从数理自然科学出发改变了这一路线。先天的认识是完全严密、犹如从上帝立场奠定基础的认识。先天的认识依然是从第一且直接的原理出发的证明过程，但这些原理具有质料性的、即本体论的功能。J. H. 朗伯将先验主义问题引向了康德的主观与形式方向。洛克曾试图通过“我们概念的解剖学”来挑选出“简单概念”。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应当看到“科学认识[是什么]，以及在其能够先天地达到的范围内，它相比于普通的和单纯历史的认识具有何种优势”。朗伯将“简单概念”称为先天的，“它们自身就是自身的标志”，并且“并非由若干内在标志构成”。它们“保持绝对清晰”。先验概念对朗伯而言构成了主体分析的最集中层面——在他那里受经验主义影响始终保持为语言逻辑的（《新工具论》[Neues Organon]，第1卷，1764，真理学 Alethiologie，第1章，论简单概念或自为可思的概念，第472、459页）。康德在书信中与朗伯交流了关于批判形而上学的思考，并称两人的方法有“令人欣喜的吻合”（1765年12月31日，X, 52）。然而，康德远远超越了朗伯的简单概念构想，并通过意识的三个先验形式层面为哲学确立了方法论奠基：直观形式、知性范畴与原理、一切道德实践目的之王国的理念。在这种普遍表述中，先验主义唯有同时作为质料判断的彻底现象主义的条件，才能被构想。作为一切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康德在古老的先验理论中引入了改变一切的规定：经验判断可能性的先天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的条件”（B 197）。先验分析论旨在提供“经验判断的认识论算子”（Scheibe, 1964, S. 45 f.）。经验判断关涉于知觉判断的统一性，而因果关系作为生活世界中致密的内容无法属于知觉判断。康德将自然概念视为可能经验之一切现象的总和，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先验可能的世界（Rohs, 1973, S. 166 ff.）。

2) 康德对先验主义与现象主义的调和，带来了意识的先验潜能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a）在于证明：先验结构具有一种对经验数据进行综合的功能。第二方面（b）是作为第一方面显而易见却极为坚决的推论而产生的：必定也存在着作为自存的先天综合命题，它们无需经验数据便包含着综合的、亦即扩展洞见的功能。

a) 建立在先验范畴与原理的综合功能之前提上的，是康德改革哲学的宏伟诉求：为范畴形式领域与经验质料性知识内容之间的相互规定性奠定基础。这构成了康德智识主义（Intellektualismus）的整个文化视域——起初仅在理论维度上。先验要素为科学中具有论证力与约束力的陈述提供了终极保障。经验现象材料则包含了各学科的可谬主义与演化运动轴心。康德将其先验主义的综合功能用来反对对逻辑与数学的形式主义理解。这两门形式科学唯有关涉于经验材料的直观前提，或者在数学的情况下通过空间与时间的直观形式关涉于技术性、统计性的构造问题，关涉于处理海量要素的算法时，才得以现实化。康德并不停留于范畴或数学公式之间正确的分析关系问题。这些公式若孤立来看，在按照数学家的形式主义理论既无真值因而也无“意义”的领域中，就会将经验过程的世界排斥为一个非理性的领域。那样一来，它既可以被意志的或情感的秩序要求所支配，也可以被逻辑上具约束力的结构所支配。正如卡西尔曾表述的那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应当成为一种“对象性认识的逻辑”。康德在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看到了同样的非理性化可能。先验逻辑的先验主义（以及纯直观形式）的综合功能，旨在将确然合理性的世界与向我们显现的现实世界连接起来。康德的逻辑学讲座唯有关涉于《批判》中先验逻辑的综合问题，才对康德为建立新形而上学所作的热忱探索做出贡献。除此之外，它们自然也见证了康德关于科学文化、关于论证方式、关于教养与风尚之结合等诸多思考。

在这一脉络下的另一个视角：康德将先验哲学构想为一种将预设的逻辑秩序图式与经验数据相连接的方法，从而提出了对立哲学体系之间的“和解诉求”。这契合了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的、致力于获得具约束力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文化图景。与这种旨在融合却又致力于释放科学演进的哲学观相联系的，是康德关于其新创立的哲学具有不可更改之特性的论断，而这些论断往往未得到充分赏识。他晚年针对费希特的《知识学》表达了这一点。康德对费希特的异议集中于：后者的知识学是单纯的逻辑，“它凭借其原则并不上升到认识的质料性内容，而是作为纯粹逻辑从认识的内容中抽象出来，试图从中搜寻出一个实在对象是徒劳的、因而也是从未尝试过的工作”（XII, 396 f.）。先验逻辑（对于具有论证力的断言而言必需的范畴与原理）与数学针对经验科学的综合功能，正是康德诉求的核心所在，即他试图仿照自然科学将哲学的演进引入理论进步的安全轨道。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但人们往往将其作为与先验原则纠缠在一起的独断论内容予以拒斥或嘲弄。康德的先验方案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主张。它是方法论-形式性的构想，旨在确立对理论建构及对其进行交往理解的评判标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是文化中一种激进的民主冲动。它反对那种静态保守的诉求——后者不愿将以往经验中凝聚的所有“价值”暴露于知性论证程序的检验之中，而是试图将某些既得存量置于其上，使其认同不受理性商谈的触动。

b) 按照康德的观点，先验结构唯有在其对经验陈述的数据发挥综合功能时才得以现实化。康德强调先验主义的综合功能，并非为了使其尽可能趋向独立化，而是为了突显其服务于经验认识的能力。综合的要素已经存在于多个范畴相互配合的功能特性之中，存在于范畴与知性原理的相互配合之中，并且普遍存在于将先验主义的整个逻辑层面与先验判断力及其生产性想象力和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论功能相绑定的关系之中。显而易见，知性原理绝不仅仅是判断的分析性交汇点，例如当它们表述为：“经验唯有通过对知觉的必然联结之表象才是可能的”（“经验的类比”）（B 218）。“纯粹知性”的先验范畴与原理，仅凭其彼此之间的功能性相互关涉，就意味着一种综合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由具体的质料性应用所引发的。通过整个先验构架的这些综合功能，达到了卡西尔所总结的境界：“世界不再被理解为一个由恒常‘事物’构成的世界（其‘属性’在时间中变化），而是变成了一个自足封闭的‘事件’系统，其中每个事件都由四个相互等价的坐标所规定”（《符号形式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III, 1954, S. 552）。在缺乏经验材料的情况下，先验功能是否也存在综合功能？康德将数学运算理解为先天的、扩展认识的综合活动。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被许多数学家所拒斥。例如演化认识论（福尔迈 Vollmer 等人）也持此看法。毫无疑问，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几何构造的“纯粹”直观表象也发生了改变。然而，对于康德关于数学运算并非分析性推论而是“扩展认识的”这一观点而言，存在着充分的理由。康德所举的例子 
7+5=12
 固然可以被分析地证明，但作为前提的和的概念，亦即结合律的综合前提——将一个多数的各要素纯形式地（先天）无特定划分地连接起来——却无法同样被分析地证明。例如，几何学计算关涉于先验直观的纯粹空间。按照同一种规则制作圆锥截面的构造性联结，产生出圆、抛物线、椭圆和双曲线这些几何形体（“纯粹空间直观”）。在几何学中，知性的作用关涉于一个直观层面。这不可能通过分析推论的途径来实现（Brandt 2010, S. 45, 48；另见康德的论述 A 142）。对于算术而言，可以类似地说，自然数是按照一种知性原则展开的，从而系统各成员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由此被建立起来（“纯粹时间直观”）。这仅仅是分析性推论，还是组合心灵的综合成就？康德关于作为独立先验领域的“纯直观”理论，恰恰建立在数学学科的综合功能之上，正如康德所言：纯粹数学必须首先在纯直观中构造其所有运算，并且在此过程中它不能通过对概念的单纯分解（分析地）来进行，而是必须通过在纯粹空间中连续添加图形（几何学）以及在时间中连续添加数目单位（算术）来进行。这些是对致密的观念领域的创造性剖析。例如，为了将那些不像数学运算那样直接关涉于纯直观形式的纯粹知性原理也纳入考察，“经验的类比”在一条流动序列的数学“直观”之上添加了某些并未包含在序列思想之中的特定比例。因果关系的公设并未包含在关系概念之中，而是通过一种扩展性的活动被引入的（经验的第二类比）。J. 欣蒂卡（J. Hintikka）为数学运算的综合特性辩护道：在此“人们始终在引入一般概念的特殊表象”（Hintikka, Kant on the Mathematical Method, 1969, 引自 C. Posy, Kant’s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1992, S. 24）。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将对哲学系统条件的预备学澄清与形而上学系统学相区分，源于康德关于知识之系统特征的理解。近代哲学正是通过系统思想而区别于古代哲学。这一思想来自各门专门科学，这些专门科学同样追求对观察进行穷尽且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因果解释的系统性诉求。在康德的科学论中，知识的“系统”（System）与“聚合物”（Aggregat）之间的对立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继承并发展了C. 沃尔夫（C. Wolff）的系统理念。沃尔夫在被逐出普鲁士哈勒（1723年）后的最初时期，曾在《马堡余暇》（Marburger Nebenstunden）中撰写了一篇短文《论系统知性与非系统知性的区别》（De differentia intellectus systematici et non systematici；德译：《论连贯知性与不连贯知性的区别》[Von dem Unterschied des zusammenhangenden und nicht zusammenhangenden Verstandes]，收于：《全集》[Ges. Werke]，第I部，第21/4卷，希尔德斯海姆与纽约，第163–219页）。他在其实践哲学的序言中将系统原则作为论证要素来探讨。《批判》的序言说道：“我们有朝一日必须……遵循著名的沃尔夫的严格方法……他是德国尚未熄灭的彻底性精神的开创者”（B XXXVI）。康德在此提出了系统的标准：确立原则、力求证明的严密性、防止推论中的冒进跳跃等等。《批判》的方法论在“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一节中论述了系统思想（B 860及以下）。在康德形而上学讲演的导论中，他大多从沃尔夫关于从属知识与并列知识的区别出发，详细论述系统问题（精辟阐述见：舍恩形而上学讲义[Metaphysik Schön]；XXVIII, 463及以下）。康德喜欢用有机体概念的类比来表述系统思想，以将中心决定作用与更简单的因果结构区分开来，后者因而显现为聚合物。这里存在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康德将有机体思想应用于逻辑系统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并非天然生成的产物，而是某种被构成之物，它必须对抗显而易见的表面秩序而被首次揭示出来（对此主题极富启发性的研究见P. König, Autonomie und Autokratie. Über Kants Metaphysik der Sitten, 1994。该研究指出，康德系统概念[以及进一步的先验主义？]作为整体优先于部分的范式乃是渐成论的发展学说）。自19世纪新康德主义以来，在康德解释史中，康德自身将《批判》作为指向形而上学系统学的预备学意图退居次要地位。三大《批判》的先验理论层面转变为彼此分离的科学论、道德哲学和文化哲学，并与具体的专门学科发生多变的关系。在各部《批判》之后，康德形而上学系统学的理性核心在于范畴理论，这是康德从学院形而上学丰富的范畴学说中继承而来的。J. 米特尔施特拉斯（J. Mittelstraß，1998）探讨了系统问题中的理性要素，而独立于唯心主义体系中的提问方式。作为方法的预备性《批判》预先澄清了范畴运用的视界（应用的总存量、功能及其界限）。它属于17世纪以来方法论著述的传统（参见J. Mittelstraß, Neuzeit und Aufklärung, Berlin u. New York 1970，特别是第III部分：Methodische Vernunft，第377–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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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调和先验主义与现象论对立的“一般现象学”（»phänomenologia generalis«）

康德在经验科学的现象论与意识的综合功能之间寻求一种比传统形而上学在其演绎方法中所呈现的更为精确的联系。纯直观形式的先验主义与逻辑功能的结合，将整个文化自我理解从以可理解（单子论）的自在实体为核心的神学-形而上学奠基框架中解脱出来。先验主义应当在一门独立的学科中予以分析，以克服对恒定实体与可变现象之间差异的令人不满的本体论理解。在此过程中显明的是：智性要素（如数字和概念）与经验直观领域的直接联系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导向了非经验的时空领域理论。由此，自176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康德的形而上学方法问题（致朗伯，1770年9月2日），就必须在一项独立的考察中加以探讨。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康德哲学形态：在进入各哲学分支学科之前，先行独立考察各种主张的逻辑构成条件。尽管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对康德的先验主义和系统理念充满批判，但它在这一路径上延续了康德的做法。

康德看到了在形而上学的演绎方法图式内部哲学与专门科学关系的局限。演绎方法建立在作为关于一般存在者之科学的本体论之上，而存在者是由无矛盾的可思维者来界定的。为了保留形而上学在本体论证伪中所主张的意识先验要素，并同时吸纳作为走向独立的专门科学的方法论结果的现象论，康德重新规定了逻辑构成与经验的汇合。为此，对意识的逻辑-自发层面与经验-感受层面进行严格的方法论对置这一方法抽象是必不可少的。康德沿用经院传统的术语，谈到了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与感性界（mundus sensibilis）的区分。这种区分旨在重新规定在方法论抽象中被分离开的两个世界的调解。《批判》最初拟定的标题——《感性与理性的界限》（»Die Grenzen der Sinnlichkeit und der Vernunft«，致赫茨，1771年6月7日）——精确地指明了该书的主导思想（《纯粹理性批判》这一标题在1770年后不久出现并流传开来，参见：致赫茨，1773年底；拉瓦特尔致康德，1774年4月8日）。预备性学科应当通过对其各个分支领域的现象学来为哲学方法奠基。在方法论的孤立化处理中，应当描述构成关于各个分化文化领域（科学、道德、法、艺术、宗教）的判断与理论的不同要素。

康德早在1760年代就已经看到了这一必要性，当时他对学院形而上学的反思使他如在写给门德尔松的信中所说的那样确信：“人们所选择的道路完全是错误的，流行的诸种方法必然会使虚妄和谬误无限倍增，甚至消灭这些想象出来的洞见，也绝不如那门伴随着其该死的多产性的梦想科学那般有害”（1766年4月8日）。在完成就职论文（1770年）之后——在撰写就职论文时，康德已经掌握了十一年后问世的《批判》的部分理论，尽管当时仅作了暗示（空间与时间作为纯直观形式；第5节中的二律背反问题）——他向J. H. 朗伯阐述了预备学的必要性：“在进入形而上学之前，似乎必须先有一门极为独特的、尽管纯粹是消极的科学（一般现象学，phänomenologia generalis）先行一步”，以便能够重新规定科学理论建构中先验层面与经验层面的分析性分离以及调和性综合。这一现象学被称为“这样一门预备性学科”（1770年8月2日）。康德使用“现象学”这一术语承续自朗伯的《新工具》（Neues Organon, 1764），该书第二卷的第四即最后一部分标题为“现象学或论假相之学”，并区分了四种欺骗性假相的形式。康德在《批判》第二部分以“论先验假相”一节为开端，并将现象学首先理解为对先验辩证论各个部分的批判性消解，在他看来，迄今为止的特殊形而上学（理性心理学、宇宙论和神学）都处于其中。假相通常产生于“感性对知性”未被察觉（且若无批判则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幻觉”（B 350, 354）。由此产生出现象学《批判》的分析性特征：它必须在复杂的意识过程中分离出其各个要素，并作为一种批判性消解的意识，抵制一个时代的文化自我理解中虚幻的假相形式。

理论行动与实践行动的预备学区分

将《批判》与形而上学体系相区分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康德对理论意识行动与实践意识行动的新界定，他在1780年代末又为此增补了审美判断与经验分类判断的理论。康德从18世纪心理学和人类学关于主体三种能力的区分出发：认识能力、实践的欲求能力以及快感与不快感的审美情感。先验哲学不仅要克服作为预备学奠基的本体论，同样也要终结自然主义人类学和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在哲学奠基中未经理性中介的大众哲学式泛滥。先验哲学的预备学正是服务于此，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不同对象构成形式的理论，以及一个超经验且同时在逻辑上内在的道德主体导向领域。在方法论上首先确立主体与对象以及主体自身经验冲动的绝对分离，以便在理论方面将具体对象呈现为方法论反思设定的结果，并在实践方面在主体自身中展示出高于日常实践条件性的更高领域。先验哲学在先验主义中延续了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观点：经验存在者根植于一种理智的现实性中。康德将其表述为：意识的综合统一必须先于一切直观，直观才能对我成为对象；并且必须先于一切意志规定，才能将某种意志行动合法化为普遍值得认可的（B 138）。

如果将这种关于实在性与智性的先验理论贯彻到底，它就会导向一个无限观念主体的预设，该主体自身既是对象又是主体。在《遗著》（Opus postumum）中，康德开始与源始康德主义之后的逻辑唯心主义诸形态展开论争，他将先验哲学称为一种将上帝、世界与人的自由转化为思维形式的唯心主义。“先验哲学是纯粹理性的自主性，使其自身先天综合地（使主体成为对象）构成，由此防止先验原则不致变成超验的，即防止现象不致成为自在的对象以及存在于我们思维之外的对象”（XXI, 101, 115）。

康德将预备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中心置于无条件者的论题范围中。无条件者或超感性者被康德称为对理智现实性的一种必然假定，即“人类的超感性基底”（V, 340），它使经验感受层面与先验自发层面的意识综合成为可能。在无条件者中根植着人格自由的观念实在性。康德通常简明地指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的诸理念。关于超感性者，不可能有关于由经验引发的事态的断言意义上的理论，而只能有实践意志规定的理论公设。（理论性的）知性概念与（实践性的）理性理念的区别——对古老的ratio与intellectus区分的重塑——因而必须置于形而上学系统学之前，并要求在相互独立的考察中进行逻辑分析。指向既定事实的理论知性与指向意志规定的观念公设的实践理性之间的区分，构成了《批判》整个思想进程围绕运转的核心轴心。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在康德那里不再按照柏拉图式的意义被理解为某种更高等级的本体性“对象”。它在理论上成为意识的综合功能，而在实践意志规定上则成为个体在类存在的观念性内部自我理解所必需的公设。从这种功能性的合理性概念出发，导致了对传统的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及其将灵魂与上帝作为存在实体之学科的消解。

现象学，对假相与偏见的批判

将观念上的无条件者理解为理论对象描述意义上的存在者，决定了以往形而上学的二律背反结构。对二律背反的证明需要专门的系统性阐述。它构成了对假相之批判的核心，这种假相是人“永远无法完全摆脱”且“不断戏弄和嘲弄他”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由“纯粹理性的法则冲突（二律背反）”本身所引起的“分裂和混乱的登场”（B 397, 434）。第二部分的第二卷（“论纯粹理性的辩证推论”）长达200页，是整部《批判》中最庞大的部分。对假相的批判首先针对作为“逻辑假相”的本体论，即“把我们概念的某种联结的主观必然性……误认为是事物自身的规定”（B 353）。在三部预备性《批判》的纲领中，康德总结了欧洲启蒙运动一个基本范式的漫长历史：对偏见的批判。自培根归纳出四类假相（《新工具》，第I卷，第52–61条）以来，列举偏见的种类和原因（知识缺乏、盲信权威、轻率仓促、虚荣等）一直是启蒙运动的主导论题。康德将这一论题聚焦于经验-直观世界与理智世界混淆不清这一唯一的问题上。形而上学和神学将超感性者想象为一种更高的、因而不可见的客观对象性；这是对强化了的日常意识之想象的独断论延伸和系统化。

思维的一切二律背反由此产生，并进而构成了一切偏见的基础。由此，偏见的论题被集中为一个逻辑问题。

作为特殊范畴论的形而上学

康德将形而上学系统学视为其纲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批判》与形而上学体系以不断专门化的先验主义形式，包含着对范畴学说的持续阐述。从《批判》内部的普遍范畴论向《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的特殊范畴论的过渡，是从先验感性论（空间、时间）、范畴表和“纯粹知性原理”（现象的可量化性、因果性、可能性/现实性等）走向（牛顿）自然科学的范畴（物质、运动、力、不可入性等）。无论是《批判》还是形而上学都代表着方法论的抽象，其中从普遍范畴（如先验逻辑中的十二个基本概念表和原理表所呈现的）向自然哲学、法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更专门范畴的过渡运动是决定性的。康德谈到其自然形而上学时贴切地指出，这是一门“方法论上被应用的形而上学”（IV, 524）。形而上学系统学应当从先验主义与现象论相结合的统一方法论前提出发，对专门科学的问题领域（如牛顿的力学和动力学），或者在实践方面将不再基于自然法的私法与宪法概念加以系统化。

自然科学方法论对预备性先验哲学的影响，例如表现在康德喜欢借用化学的例子来说明《批判》的现象学-分析性程序。“纯粹理性的实验”与化学家的实验相似。先验分析论将先验认识划分为两种不同类的要素（B 21；参见674, 680；IV, 471）。对于《实践理性批判》而言，同样要“采取一种类似于化学的将经验要素与理性要素相分离的程序……”（V, 163, 92）。所有三部《批判》都构成了用于对三种不同判断有效性类型（理论的、实践的、审美的/目的论的）进行方法论重构的分析程序。康德将预备性先验哲学理解为消解文化中假相形式的方法论哲学层面，这是按照数理自然科学和法学中预设的形式要素的范式构想出来的，后者同样将复杂的显现对象或事件（法律案件）分解为重复出现的要素的恒定方法论组合规则。

方法论论著《纯粹理性批判》与牛顿自然科学的方法

“形而上学的真正方法在根本上与牛顿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同一的”，康德早在1764年其早期的形而上学批判研究中就写道（II, 286；参见V, 163）。近代早期自然科学中数学与物理学的汇合所产生的逻辑要求，构成了启蒙运动得以展开的核心问题。在此形成的理论构建中的经验-归纳要素与逻辑及数学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再能与本体论相调和。牛顿在其《光学》（Optik, 1704）的结尾部分表述了他的反形而上学（在批判笛卡尔的意义上）和归纳主义的信条（J. Newton, Optik,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83, S. 267, 269）。

康德1760年代初的思考（见于手稿遗著）揭示了《批判》由此产生的具体问题语境。第一个论题是对由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本体论的建构杠杆）构成的存在谓词之逻辑建构的消解。另一个问题在于：面对所有事件都被设想为由因果决定的自然科学决定论，自由作为自觉因果性的可能性问题。关于第一个论题，康德指出“存在不是事物的谓词”。数理自然科学消解了本质（essentia）与存在（existentia）之间的形而上学联系。正如牛顿所言，他不知道引力的“本质”是什么，也无需知道，因为他能够精确测定其作用方式；康德在1760年代中期的思考中也同样写道：“我们对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只将其作为原因来认识，但在原因上我们只认识作用的因果性（causaliteta），因而只认识作用，从而并不认识事物本身及其产生作用的规定”（XVII, 310）。这同时也是牛顿现象论的基本命题。《唯一可能证明上帝存在之根据》（Der einzig mögliche Beweisgrund, 1763）一书，将这一在霍布斯、洛克、休谟、特滕斯之后以及在德国哲学（吕迪格、克鲁修斯、朗伯）已开始出现的沃尔夫批判语境下绝非颠覆性的见解，应用于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一个分支领域，即理性神学。毫无疑问，康德对其《乐观主义试论》（Optimismus-Schrift, 1759）的反思——在该文中他曾追随莱布尼茨在本体论基础上深入神学和道德建构的领域——也作为一种富有成效的警醒性自我经验发挥了作用，使他认识到了独断论形而上学的“幻象”所带来的危险（XVII, 236及以下）。康德重新规定形而上学方法的下一步，在于批判将沃尔夫形而上学的两条原则（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用于建构本体论实体和关系。早在1760年代初他就写道：“形而上学不是关于对象的哲学，因为对象只能通过感官被给予，而是关于主体的哲学，即关于主体的理性法则的哲学”（XVII, 259）。在此，“理性的界限”这一表述也已经出现，这些界限既要在积极意义上被规定为理性知识的范围，也要在消极意义上被规定为不依赖经验的纯粹理性认识的界限（XVII, 259）。（该术语来自神学，用以表示知识相对于信仰的界限。）随着对作为逻辑上无矛盾之存在者的本体论对象概念的批判，已经出现了对本体论存在概念之缺陷的批判性指出。它是一种“关于一切或关于总体的理念”，因而不适用于与始终处于个别状态的经验事件相联系。康德在1760年代末将这一点聚焦于二律背反问题。

康德在1760年代的核心提问中对数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借鉴达到了何种程度，可以从《将负量概念引入世俗智慧之尝试》（Versuch, 1763）与牛顿著作相关段落的联系中看出。康德引用了牛顿的“我不虚构假设”（hypotheses non fingo）。牛顿宣称不知道引力的原因，也无需知道，因为只要用数学公式表达其定律就足够了。同样，康德说，道德义务并非不可理解的秘密，它们源于人在理智现实性（良心与人类意识）中拥有自由的可能性；即便我们无法认识这种观念自发性或理性事实的根据，并且为了义务意识也无需认识它（VI, 138）。

康德提问方式的独创性始于对形而上学中数学证明方法的批判。关键点并不在于康德对这种统一化方法论的批判。康德界定了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领域，该领域类似于数论，能够独立于质料内容来解释科学理论的有效性方式。莱布尼茨以及作为康德直接先驱的朗伯已经看到，数学在哲学中的方法论导向功能只有作为逻辑理论的演算才有前景，而不能再作为概念逻辑的本体论化。只有这样，关系逻辑才能取代概念逻辑的本体论，从而契合随后仅具有现象性质的现实性的数学与法学形式化。判断功能作为“一切经验的智性形式”（B 367），取代了实体本体论的形式概念。康德先验思想的所谓主观转向（通过其与现象论的结合），服务于科学方法论的精确化。

康德据以思考牛顿自然科学对在意识的先验综合功能意义上重塑先验论题的范式功能的第二个问题领域，在于人格自由的问题。17世纪以来，自然与自然知识相较于其在封建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这导致了因果合理性与规范合理性之间传统关系的解体。在本体论形而上学中，规范知识相对于因果知识的优先性是通过本质现实性之相状实体的前提来保障的。它们通过过程理解的目的论，覆盖了技术、医学等专门学科领域中以日常实践和经验归纳为指导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当然始终指向因果）。数理自然科学脱离了目的论的现实理解，并开始建立一种彻底的因果思维。变革的决定性关键在于由此形成的因果决定论的彻底系统性。这打破了以往形而上学基于本体论的直观系统，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科学合理性（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中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与道德及宗教思维的规范内容之间的鸿沟。解决自然科学与行动知识的道德层面之间的理论二律背反的一条途径，在于建立自然主义人类学和早期心理学。在这里，自然科学的因果性被贯彻到实践决定的总体上不可消解的目的论特征深处。但是，人格道德自主性的根本上纯属观念性的同一性平台，是无法从因果理论的进路达到的。由此，在启蒙思维的建设性发展脉络正中存在着一种奠基差异，它与旨在实现自主理性人道主义的启蒙运动的系统性背道而驰。所有对异律的法学、道德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复辟，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旧有专制与教会建制的复辟，都根植于此。康德哲学概念中强调的系统意图正是针对这种折衷主义。他将其斥为“东拼西凑的观察与半生不熟的原则的令人作呕的混杂物”（IV, 409）。因果性的自然决定（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与道德行动的目的论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康德对启蒙运动理论发展水平进行批判的核心点。

康德看到，启蒙运动奠基纲领的进展必须在于对系统理念的重塑，并将先验主义与专门科学的现象论更精确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借助超验前提的情况下确立自主的合理性。因此康德推崇沃尔夫，并且从根本上接纳形而上学的思维形式。将先验唯心主义解释为某种新型的本体论形而上学，正如将先验主义消解为人类学理论片段的互补性康德解读一样，都偏离了真正的主题。将因果合理性与规范合理性相结合的系统问题，实际上最好通过作为形式逻辑有效性类型的先验主义来解决。康德的先验主义建立在通过断言与要求的不同有效性类型的逻辑来消除自然科学与规范学科之间的奠基二律背反这一目标之上，而在这一脉络中，道德-实践先验主义相对于理论先验主义的显著优先地位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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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的与先验的先验主义。旨在科学中得以实现的逻辑功能

《批判》与形而上学体系的关系，处于先验主义在康德哲学中作为将经验数据逻辑综合为客观事态的方法论功能这一脉络之中。这是《批判》关于各门科学中“先天综合判断”的基本问题。在康德的讲演中（讲演必须依据一本形而上学教科书进行），他在理论史的关联中阐明了这一点：“回答这个问题的科学叫做：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哲学是我们一切纯粹先天知识的系统；通常它被称为本体论”（珀利茨形而上学讲义[Metaphysik Pölitz]；XXVIII, 541）。康德将本体论改造成知性、判断力和理性的分析论。ratio pura（纯粹理性）这一术语也被Chr. 沃尔夫所使用。沃尔夫说，它的“公理”在形而上学中得到先天的证明。沃尔夫把从定义和命题中作出的推论称为纯粹理性，这些定义和命题是先天地被认识的（Wolff, Psychologia empirica, § 495）。他定义道：“Veritas adeo, quae transcendentalis appellatur & rebus ipsis inesse intelligitur, est ordo in varietate eorum, quae simul sunt ac se invicem consequuntur”，即：“真正意义上的真理——它被称为先验的并被理解为内在寓于事物自身之中的真理——是事物在共存并相继发生的多样性中的一种秩序”（Wolff, Philosophia prima sive Ontologia, § 495）。因此，沃尔夫的先验哲学彻底地将存在的理性秩序教导为真实存在（ens verum），在此意义上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先验学说便成立：“Omne ens est verum”，即：“凡存在皆为真”，也就是：一切不仅是显现的、而且具有实体性存在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在恒定不变的意义上），而真命题则是与这种理智的客观实在性（realitas obiectiva）相契合（同上，§ 496及以下）。沃尔夫通过从本体论的存在概念向经验主义行动理论的过渡，回避了存在陈述与规范陈述之间的矛盾。

前康德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在于将时空实在性铭刻进一种客观的理智现实性中。康德将这种现实性改造为主体对客观事态和意志目标进行先天的逻辑构成条件。前康德形而上学试图通过本体论将全部既定实在以及文化行动条件（在法、道德、宗教中）的公设阐明为一种彻底可理性规定的东西，这一诉求包含着一个显著的矛盾：如果逻辑上无矛盾的可能存在构成真正的实体性存在（essentia），那么经验被给予者作为事实性的现存（existentia）对于存在而言在逻辑上就是偶然的。这意味着，它恰恰不能通过演绎推导出来，而必须通过归纳去探寻。这意味着专门科学研究从形而上学的系统束缚中解放出来。沃尔夫形而上学在理论上的不尽人意之处在于：本体论的演绎视角与经验的归纳视角并行不悖，并且为了本体论前提的缘故，必须试图让现象的existentia以某种方式从理智的essentia中产生出来。本体论的上帝概念等正是为此服务：上帝思维着空间与时间，并由此让我们将事实上的显现者既作为现存者、同时又作为理智的连续体来思考。

随着对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奠基的克服，取代一般的范畴系统学的，是逻辑功能在不同科学领域中不同实现方式这一复杂得多的问题。如果以往本体论的普遍性诉求要被合理性分析论所取代，那么作为不同理性设定之理论的预备性学科的先验主义，就必须扩展到所有实现领域。三种所谓的心灵能力（认识、欲求、快感/不快感情感）对应着依据真/假、善/恶、美/丑标准的三种判断类型。所有这三种陈述方式的有效性根植于三类先验设定中，它们都需要先验分析与批判，以洞穿附着于其上的假相。康德的先验主义并不与生活实践关联相矛盾。它旨在将这些关联从充满利益关涉的个体视界的直接性中，以及从以传统主义方式奠基的秩序结构形式对超个人诫命的证伪中引导出来。哲学的先验哲学预备学那备受攻讦（或通过润饰而遭到贬损）的果敢之处在于：使任何超越日常实践和审美意识的世界构成与主体构成都具有逻辑内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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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构划分

“若干晦涩之处”

康德主要著作的结构划分初看起来显得层层重叠、结构繁复。读者看到的是不断重复出现的部、卷、篇的序列，其中每一部分又包含许多节和子节。在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序言与导论之后，四个主要部分前面还冠有额外的导论。康德自己也承认由于其表述方式而增加了理解的困难。M. 赫茨从柏林来信告知，门德尔松认为该书晦涩难懂，随即将其搁置一旁。康德写信给门德尔松说：《批判》“未能吸引您敏锐的注意力，或者很快让您感到排斥，这令我非常遗憾，但也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把至少十二年之久的深思熟虑的成果，在短短四五个月之内一挥而就，尽管对内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表述却没有下足功夫……”。他提到自己年事已高（1781年他已年届57岁），因此既然他“现在脑海中还装着整个体系……手中拿着锉刀为每个部分进行打磨”，也许日后就无法再对全书作出完整的阐述了（致门德尔松，1783年8月16日；参见：致加尔韦，1783年8月7日）。在给柏林的J. E. 比斯特的信中，他重申了这一对他自身而言也意义深远的自我评估——这促成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1783）的问世和第二版（1787）的修改——并谈到了“写作风格上的某些疏忽或草率”，即用词和表述方式的疏忽，以及“难免遗留了若干晦涩之处”（致比斯特，1781年6月8日）。经过如此漫长的准备，在作者看来，实际的写作如今仿佛是在青年般的热情中完成的；这是一场创造性的冒险，与那漫长沉思的漫长岁月形成鲜明对照，远离了再耗费第二个十二年的危险。毫无疑问，《批判》的论题并不容易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浩繁的注疏未能做到这一点，M. 埃普斯坦（M. Epstein）的《德语斯班瑟诗体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n deutschen Stanzen, Berlin 1923）这部被作者本人称为“诗与哲学之间的中间阶梯”的教学诗篇（第9页）同样未能做到。这些非关事情本身、而是由表述方式造成的困难，在康德的治学方式中还有其根源，因为他对这部著作的研究跨越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我无法下定决心寄出任何低于我所见到的这门科学之清晰轮廓的东西……这一计划的执行使我陷入了对我自己而言也是全新的考察之中，在我繁重的学术工作负担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延期”（致赫茨，1770年9月2日）。人们仅凭消极的命题是无法获得倾听的。在拆毁之处，必须建立起更好的东西（参见：致赫茨，1772年2月21日）。他担心因论证不足而损害事业本身。对于特滕斯的《论人性之哲学尝试》（Philosophische Versuche über die menschliche Natur, 1777），他评论说，人们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希望借助这部篇幅浩繁的著作中的新思想走出不确定轮廓的迷宫。但他使读者感到厌倦，最终却让事情停留在原有状态（致赫茨，1778年4月初）。面对建立真正具有支撑力的哲学系统性革新的日益清晰的规模，康德多年来形成了一种绝不操之过急的态度。他在给赫茨的信中写道：“由于我不想勉强自己（因为我还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多工作一段时间），因此许多其他工作就穿插其间了”（1778年4月初）。

要素论与方法论

这部著作被划分为两个篇幅不对等的主要部分——大约300页对90页：

I. 要素论 (Elementarlehre)

II. 方法论 (Methodenlehre)

第1部分：感性论（空间与时间直观）

第2部分：逻辑学

第1编 – 分析论

第2编 – 辩证论

这种划分属于18世纪逻辑学教科书的传统，《批判》的建构方案从根本上就是由这一传统决定的。康德从理论逻辑（logica theoretica）与实践逻辑（logica practica）的区分中发展出这种划分。在逻辑理论本身的阐述（当时包括概念、判断、推理方式）之后，紧随的是指明该理论应用的实践部分（参见康德的逻辑学讲义，IX, 18）。“《纯粹理性批判》核心划分概念的形成，可以借助逻辑学听课笔记予以追踪”（Hinske 1998, S. 39）。《批判》在感性论之后，在其主要部分中与形式逻辑不同，展开了一门先验逻辑。它并不阐述精神操作根据其形式条件的法则，而是考察先验结构的智性形式如何与知识中各不相同的质料内容相结合。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要素论包含：1. 感性论：通过空间与时间直观的纯形式达成一切经验直观的统一。2. 逻辑学编·分析论：判断形式表与先天（a priori）范畴表，通过生产性想象力的图型使它们与知觉相结合，在确证客观事态时将范畴具体化为知性原理。这就是对应于概念和判断的形式逻辑的先验逻辑论题。随后是实践理性的诸理念，其系统性从推论形式中推导出来，因而与形式逻辑的这一部分相类似。它们被归入逻辑学编·辩证论之中。与这一篇幅更为庞大的逻辑学部分（分析论约50页，辩证论约210页）的关联，带来了对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摧毁。感性论与分析论必须证明先天知性功能与“直观”的结合，以消解作为一般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这保障了一切经验直观在所谓纯感性形式（空间与时间）中的统一，否则智性形式就不必然与一切“现象”本身相对应。分析论与辩证论篇幅的不均，显示了整部著作作为一门新型先验逻辑构想的批判形而上学意图。导致矛盾的意识假相形式源于对先验主义的本体论误解。理性理念指向无条件者的智性结构，这些结构不可能成为依据经验现象的经验对象；正如数学上无限精确、无限小或无限大是被运用的智性实在，但却无法在经验上加以呈现。3. 逻辑学编·辩证论：灵魂、世界整体等概念以及作为本体论实体的上帝概念，被作为意识的假相形式予以驳斥。日常实践思维及其在形而上学中的系统化，在将现象理论性地构成为客观事态的意义上对它们作出判断。在此过程中，它们陷入了矛盾，导致了形而上学与唯物主义这两大哲学基本派别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先验哲学旨在终结哲学科学的这种分裂。

方法论概述了先验逻辑在指向紧随《批判》之后的形而上学体系时的应用。要素论为一门新的系统哲学“估算了建筑材料”。方法论则将这一逻辑的应用作为“一个纯粹理性完全体系的形式条件”提出来（B 736）。康德将其实践先验逻辑的方法论与应用形式逻辑区分开来，后者给出了“知性在主观经验条件下的运用规则”（B 77）。他在《批判》逻辑学导论中将其称为具体运用的规则：注意力、谬误的根源、怀疑与确信的状态等。《批判》的方法论对“实践逻辑”概念的理解，同时比康德所意图建构的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更为宽泛。方法论再次探讨了数学的建构性程序在哲学中的不适用性——哲学绝不能采取建构性的程序，而必须采取论辩性（diskursiv）的程序。此外，正如沃尔夫《关于一般哲学的初步论述》（Discursus praeliminaris de philosophia in genere, 1728）的结语部分一样，思想自由被宣告为科学哲学的先决条件，公开的学术争鸣被宣告为人类理性的权利。方法论总结了先验哲学的文化内涵。与预期的形而上学体系有直接关联的，仅有方法论的第II篇第2节和第III篇。第II篇第2节将实践合理性问题确定为新形而上学的核心。唯有第III篇在预备学与体系、哲学的学院概念与世界概念的区分中，并在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二分中，提出了系统哲学的“建筑术”。

对比参考

沃尔夫的《理性哲学或逻辑学》（Philosophia rationalis sive Logica, 1728）作为其哲学体系的“第一部分”，曾将概念、判断和推论学说作为“第一部分或理论部分”，并将篇幅几乎多出一倍的应用逻辑作为“第二部分或实践部分”，包含六个章节，其中包括：I. 论逻辑在区分真与假、确定与不确定方面的功用；IV. 论逻辑在与他人在真理中达成一致方面的功用；VI. 论逻辑在实际生活中的功用及其研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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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论与辩证论

第二种总体划分是在逻辑学内部区分分析论与辩证论。康德由此深远地回溯到术语传统中：即亚里士多德对两种分析篇与辩证篇或论题篇（Topik）的区分。分析篇阐明了由确定命题推论而出的严密论证链条。辩证篇或论题篇（源自希腊语topos——处所、考察与论证的视角）则仅达到部分受条件的、无法严格证明的陈述。这类判断构成了日常实践和科学逻辑程序的重要部分。“因此，一般三段论的命题将是按照所指出的方式对一件事物肯定或否定另一件事物；而如果这样一个命题是真实的且从最高原则推导出来的，它就是定论性的（apodiktisch）；而如果它是作为对享有声望且可几之事的假定进行推论，如在论题篇中所解释的那样，它就表现为辩证命题……”（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第1卷，第1章，24 a/b）。康德将分析论区分为“把我们全部的先验认识分解为纯粹知性认识的要素”，而将辩证论区分为一门“假相的逻辑”（B 89, 85），并且在此并不将辩证法理解为深陷矛盾之中的思维本身，而是理解为“对辩证假相的批判”。康德在术语上沿用亚里士多德对分析论与辩证论的区分，但在内容上并不对应于仅探讨推论理论的亚里士多德分析篇。康德关于辩证论作为一门假相逻辑的概念，远远超出了诡辩式的文字游戏，也超出了作为辩证学科的古典论题篇与修辞学的关联。康德将理性的辩证法视为“非出于人的诡辩，而是出于纯粹理性本身的诡辩”。相对于作为真理逻辑的分析论，它是谬误的逻辑；这是自蒙田的怀疑论和培根的假相学说以来近代哲学的一个核心论题。根据康德的辩证论，谬误要素在于产生了一组组对立命题，其中彼此对立的判断或者二者皆假，或者二者皆真（B 532）。康德谬误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思维对形式正确但在质料上虚妄的命题与理论作出思辨性设定的不可抗拒的倾向。康德将启蒙运动关于批判偏见的定理，提炼为未经反思的意识内部的矛盾逻辑。导致不自由的不仅是感官欺骗和知识缺乏，而是意识功能本身之间的冲突。辩证论部分旨在证明启蒙运动需要达到方法论自我反思的新阶段。就此而言，该书的第二部分构成了前述第一部分分析论的出发点。

《批判》的建构方案不可能与其在康德思想中的问题演进顺序相吻合。这解释了其表述上的复杂性，而在《批判》出版两年后问世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1783）正是为了消除这些复杂性。在感性论和分析论之后被置于逻辑学末尾的先验辩证论，构成了康德全部思想探索的出发点。定稿著作的阐述方法随后以成果为开端，因而把理论上后出的内容置于研究过程中先行发现的内容之前。康德将他所达成的关于本体论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在逻辑上不可立足的系统性证明，视为其著作的核心成果。某些表述（在反思札记中）甚至直截了当地将分析论称为辩证论的预备学部分。辩证论是“一门消解假相的科学，并包含一个提供真理标准的预备学部分”（XVIII, 39）。然而，康德赋予《批判》辩证论部分高度重要性的真正原因，并非贯穿整部著作的理论时间关联。辩证论的核心理论地位来自在此受到批判和改造的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主题。康德以一种新型的理性建构开启了辩证论部分：将理性视为原则的能力或无条件者之理念的能力（相对于分析论中的知性概念）。这涉及人的实践自我决定。“正是在这些超越感性世界的后一类知识中……包含着我们理性的探究，我们认为就其重要性而言这些探究要远为优越，其最终意图也要远比知性在现象领域中所能学到的一切更为崇高……纯粹理性自身的这些不可避免的课题就是上帝、自由和不朽”（B 6及以下）。辩证论具有这种核心地位以至于感性论和分析论简直成了它的铺垫，这是从关于客观事态的理论认识论题向实践意志规定理论的过渡中产生的，而这对于康德而言正是走向人类社会存在的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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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认识论。先验考察

《批判》不是一门一般的认识论。因为它缺少了如知觉过程理论、经验概念形成的抽象理论等一整套领域。它的问题范围完全产生于意识中预先存在的综合功能与经验领域的二元论。由此产生出关于先天综合判断的核心问题。组织性的信息处理一方面通过将感受器的刺激编码为知觉来完成，另一方面则通过概念抽象成就的逻辑基本秩序模式来完成。逻辑秩序形式构成了语言的前提，尽管它们唯有在语言中才能得以实现。秩序不可能由它所构成的那些内容系列本身的要素构成。这为考察知觉和命题的先验结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普遍有效性模式的形式实在性，标志着向无条件有效的质料定理进行渐近接近的富有意义的过程。这正是先验主义作为最终有效性保障的根本意义所在。各部《批判》展示了先验要素与经验要素汇合的可能性——康德喜欢说，回答了“权利问题”（quaestio ju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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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

“为形而上学之目的所能从事的最艰巨工作”。先天综合。经验被给予者与精神行动之意义的分离（感性界——理智界）

康德先验哲学（《批判》是其三部曲的第一部）的基本问题，在于分析先验主义在不同科学学科中的具体作用方式。第一批判将数理自然科学呈现为客观事态之普遍构成的范式，并在辩证论部分的开端（论纯粹理性概念，B 366–396）表明，实践合理性代表着另一种有效性类型。自然科学通过基本概念和原理（运动、因果性、法则、偶然性、单一性、多数性等）的综合，构成了何为自然。方法论的过程性内涵在综合过程中被揭示出来，康德在其中汇聚了先验主义。意识的综合功能代表了主体内部作为外部过程表达前提的一种形式实在性。同时，这一功能（可量化性原理、运动与静止关系原理、因果性原理等）以对经验事件序列的观察为前提。这种预先存在的功能通过生产性想象力得以实现，而生产性想象力本身又由时间直观的内部感官所赋能。在思维的逻辑统一与时间意识的统一（康德正确地将其理解为非逻辑直观）的关系中，实现了保证理性行动具有可证明内容的观念综合。康德并不是从语言走向综合功能，而是反过来以形而上学的逻辑观为基础，预设了一种对逻辑结构的直接通达（先验分析论），语言表达和交流形式皆由此产生。根据他关于文化自我理解的哲学奠基之系统理解，他将交流论题（他当然没有忽视这一论题）从先验逻辑中分离出来，并在人类学、特殊伦理学和社交审美学中将其作为共通感（sensus communis）的形式加以探讨，同时也探讨了作为合理性存在条件的自由学术公共领域问题。

该书的基本问题和基础思想根植于文化中合理性形式的条件与前景。康德1760年代的研究日益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先验主义产生怀疑，因为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独断论主张与其方法论功能背道而驰。经验主义从感觉论和自然主义-道德前提出发主张形而上学批判。康德从中看出了将科学的系统合理性平庸化为日常实践思维特定经验领域的类比方法论这一怀疑论-相对主义后果。康德遭遇了启蒙运动内部广泛存在的合理性冲突问题。

在1770年就职论文（该论文已将先天（a priori）时空直观确定为数学先验主义的条件）之后一直困扰康德的问题是：如何设想认识的先验前提在不能像数学那样操作观念量值的自然科学中的实现？他用一个显要的法学术语称之为纯粹知性概念的演绎。“演绎”——在意识中精细区分的“感性”功能与智性功能之间进行可证明的调解——构成了先验哲学的方法。纯粹知性的先天概念和原理，如何能够与我们的思维并未像数学操作那样产生出来的经验被给予对象相一致？我们并未从对象那里接收这些概念，在理论行为中我们也并没有创造这些对象。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中），康德说，“这是为形而上学之目的所能从事的最艰巨工作”（IV, 260）。对于实践哲学而言，主体与对象的这种一致性并不构成困难，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现象中的因果性”的创造者。在这里，问题在于证明终极行动准则具有内在寓于主体且同时超个体的法则性，从而使实践理性理念的先验主义意味着在无限过程中所有自主意志行动一致的逻辑可能性。这排除了依据超验实体的设定而进行的专断异律决定。意志行动的渐近一致，自然意味着它们在经验事实上始终存在的不一致。

《批判》的基本问题可以分解为四个方面：(1) 所有感知行动和逻辑行动的先验功能框架，将它们限制在经验数据的构成上。同时，它才首先从知觉的综合中在一个封闭的经验平面内创造出一个统一的世界。(2) 先验主义的形式特征不允许对超越经验的对象作出充分有据的陈述。(3) 对思辨建构的倾向对于意识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的双重人类学构造（智性与肉体性）旨在将概念与直观内容相结合。《遗著》（Opus postumum）手稿精确地指出：“理性不可避免地为自身创造对象”（XXI, 82）。由此，启蒙运动关于偏见的起源与克服的论题，从其以往被探讨的复杂文化史背景中被剥离出来。偏见不仅属于特定的早期历史阶段。康德将偏见问题逻辑化的主旨，针对的是18世纪自认为是一个已经克服偏见的时代的假设。这也解释了康德对人类通过《批判》所迈出的这一步具有非凡意义的坚信。(4) 行动准则领域的先天（a priori）综合命题构成了一个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在其中所有人的最高目的在人类的精神使命内部统一起来。这是康德思考的根本信念所在。这不仅是对卢梭“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理念的先验逻辑升华，同样也是对基督教关于寓于所有人身上的同一赋予生命的圣灵学说的形而上学转化的重塑。对康德先验主义的许多批判，都根植于对康德唯智论基本假设的告别。这种告别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为生命主义意志至上论对合理性标准的背离，或者表现为为了博弈论式的实用主义试错模型而放弃终极目的。从《批判》的这一方面来看，其基本问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当被视为对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关系的新界定。启蒙运动关于人的精神即所谓苏醒的理性的论题，变成了对人类事实上的与可能的社会生存方式的区分与自觉反思性调解的课题。先验精神性原则代表了文化之开放历史性的逻辑。

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

康德关于分化有效性形式的理论，将直观数据的构成（包括我们自身的经验-质料决定）理解为自然概念。将人理解为通过超经验导向而自由的存在者、能够将人类的目的转化为自身意志准则的观念，产生出自由概念。如何在同一个主体中设想这两种立法的共存？根据自然概念，知性能在直观中展示其作为现象的对象，而非作为自在之物本身。在自由概念下，理性将其对象思维为自在之物本身（作为完整的理智功能），但无法在直观中呈现它，而只能在实现行动所意图的溢出部分中设想它。作为人类有限性的基本矛盾，精神/肉体矛盾以及救赎/罪孽矛盾很容易通过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思辨性固定来描述。

自然法则的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的理智视界之间的二元论调解，构成了在更广泛意义上隐藏在先验主义与经验被给予者调解背后的《批判》基本问题，也是康德理论总体上的最深节点。康德在此意义上所理解的自由，不是面对现实可能性的行为模式。它是人类在意志准则中将自身个体性置于人类终极目的（即人类的“超感性基底”、我们内部和我们外部一切事实经验现象的超感性基底）的公设之下加以规定的“智性能力”（V, 196）。因为自然决定的对象是现象——它们代表了由我们的经验“记录命题”所塑造的实在性——所以我们在超感性公设之准则下的行动能够在经验中得以实现。我们由理性规定的意志在一个彻底被决定的现实性中实现自身，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已经被感知所敞开的世界中行动。《批判》感性论部分的分析与理念概念一节中对自由理念的阐述在此汇合。正因为实在性并非无主体的实在，而是已被我们的感受器所开启的现象世界，我们才能将我们实践理性的理智现实性准则在每次事实显现的现实性中加以实现。这是先验唯心主义在调解自然法则与自由法则时的基本思想。它代表了在理解文明过程的实践-对象性特征方面迈出的一步。这一基本思想以形而上学的形式表达了将自然的和历史创造的现实性确立并收归于社会生活过程之中。自然法则与自由法则的二元论来自欧洲形而上学的传统及其互补的基督教人类学。康德的果敢之处在于：既不把这种二元论超验化，也不将其功利主义化，而是使其沉重地落入主体自身之中，却又将其托付给人类的智性能力与一种内在历史的调解（而非最终消解）。

自由法则的概念标志着在历史中不断重塑的文化意义的一种非直观实在性。E. 卡西尔（1874–1945）指出：“‘知性’……在纯粹先验的意义上必须被理解为精神文化的总体。”这首先包括各门科学，进而包括“在理性中能够展示并能够通过理性得以执行的智性、伦理或审美性质的所有那些‘秩序’”（Kants Leben und Lehre, Berlin 1918, S. 166; ND Hamburg 2001, S. 150）。若没有符号表征理论，人们就必须假定在意识行动中，真实“自在之物”的微粒被摄入了主体之中；这在康德看来简直就是一种巫术般的变体实质化的神秘化。康德对感性界（mundus sensibilis）与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的区分，将“精神”理解为相对于经验所指内容的独立的意义领域。这个承载着沉重传统包袱的词汇，变成了显现对象以及我们在实践赋予意义和倾向性视界中的经验日常生存的符号表征的独立文化领域。对意识行动进行本体论解释的难点（crux）在于说明感官事物的所谓真实性质如何从实在界跨入意识之中。为了消除这种摹仿论的困难，以往的做法是将实在性划分为物质个体化的质料属性与形式的相状（species），后者赋予个别事物以实体的恒定性。唯有属于非物质形式的无质料相状才会进入意识之中。对经验-现象现实性的思辨精神化——正是康德所反对的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混淆——在外部实在与内部实在之间架起了桥梁。由于直接指认现成事实（外部直观的或内部信仰的事实）的独断论，这给文化交流的整个论题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随着消除文化意义存量的历史-过渡性符号内涵，这也否定了宽容理念。通过康德对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区分以及方法论的渐近调解，理念仅仅是符号性意义，它们是由始终可变的现象材料、通过抽象获得的概念以及具有先验-普遍有效性的前提汇合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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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性“感性”与先验自发性的二分；第三要素：生产性想象力

康德从感受性知觉与先验逻辑结构完全反向对抗的分析性方法抽象出发。认识的两个分离的枝干“感性”与“知性”的基本预设构成了一种方法论的抽象。命题中逻辑的与经验相关的方面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并可以说是相互抵消的。即便是单纯的感性被给予者在实验研究过程中也不曾单独存在。在这里，“被给予者”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是由本身就构成被研究外部世界之物质部分的仪器创造出来的。被确立的事实之所以是事实，只是因为它符合或违背了一个逻辑-观念概念，即作为理论概念的一部分。

康德将这种对立维度的分离理解为现代市民文化的一个要素，伴随着现代市民文化关于自由个体对观念意义实在进行概念化的原则。文化中先验观念性的问题对他而言不是质料一致性的问题。质料一致性恰恰被相对化并托付给文化演进。先天的功能合理性保障了内在历史程序的方法论框架，关于该框架能够且应当达成共识。它取代了依附于部族和等级秩序的社会中传统的因而也是专断的统一性框架。自由个体所组成的市民-启蒙社会，对康德而言是一个对文化运动的所有层面进行分析性划分的世界。正是通过在《批判》中寻求方法论范例和确认的现代世界的分析性原则，如今产生出了自觉构成的大型关联领域（思维/情感、精神/肉体、文明/自然、个体/社会）的调解可能性。康德将先验唯心主义理解为这种文化格局与前景的包容性模型。自19世纪60和7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马堡）新康德主义以来，哲学一再出现的重归康德阶段表明了康德自我理解的合理性。康德与卢梭一样，将启蒙-市民社会视为人类所有智性、道德、感性-实践潜能的二律背反要素的涌现，因此为了在文化自我理解中实现它们的调解，三部《批判》的高度方法论反思便成为必不可少的。

著作的建构方案与理论结构

《批判》的建构方案与其理论结构并非完全同一。基础思想是分析判断与先天综合判断的区分。核心论题则是先天综合判断在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在康德看来主要意味着实践哲学（道德、法）的形而上学这些学科中的作用方式。在此之后，在理论结构中紧随的是理念概念。在《批判》中，两种判断形式的基础论题在导论中被指出，但随后直到原理分析论的脉络中才迟迟登场。《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则直接以判断理论的主题开篇。给加尔韦和门德尔松的信强化了这种内在理论关联：“不要一下子从中间攻击所有东西或任何东西，而是要规规矩矩地进行：首先审查或承认我对分析认识和综合认识之区别的学说，然后再迈向……关于先天综合认识如何可能的普遍任务”（X, 319）。康德在1793年关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以来形而上学进展的征文草稿中，对《批判》的理论结构作出了极佳的总结（这些草稿总体上非常适合用于了解源始康德主义的主导思想）：“在这一理性探究中所迈出的第一步，是一般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分。”“第二步是提出问题：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第三步是任务：如何由综合判断得出先天的认识？”（XX, 265及以下）。

建构方案同样不以具体的认识过程为前提，而仅以先验主义实现的特殊问题为前提。为此，它围绕理论结构确立了其现实运动的个别条件，并以空间与时间中对象和事件知觉的统一形式为开端。建构方案在第一步中展示了分离的直观要素与逻辑要素（直到形而上学演绎），并在第二步中展示了它们的汇合——康德曾说这构成了该书准备时期最困难的部分。这种结合发生在先验演绎中。生产性想象力的塑造图型法或“形象综合”是“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的艺术”（B 151, 180），它将直观与逻辑形式连接起来。在第二个综合步骤之后紧接着的是结果：原理中先天综合命题的系统性。实践导向的意识行动的先验主义不可能直接指向经验现象。它不想把经验现象构成为客观事态，而是想构成自觉的主体。因此它包含着一切判断（即一切行为行动准则）的独立同一性原则。它在一切直观的统一形式的对极上，是一切自我意识主体的统一。康德称之为无条件者。该著作引入这一论题（连同理念概念）只是为了能够揭示如下证伪：即当形而上学在客观事态构成的意义上，将无条件者概念用于那些仅仅代表先验逻辑公设的对象时所发生的证伪。随后是对将无条件者的三个理念实体化为本体存在物（灵魂、世界整体、上帝）的批判。

该著作的建构方案在综合方法的意义上，从分析性抽象（纯粹-经验认识、直观的统一形式、认识的两个枝干等）走向在日益复杂的意识领域中的展开（想象力、原理、从理论知性概念向道德-实践理性理念的过渡）。由此，这种划分区别于数学的分析-演绎方法，后者从定义和基本公理出发并由此组合出推论。演绎程序曾与本体论的概念推导相适应。只有在更具体的调解领域中，康德才引入了自我意识概念，即先验统觉。

康德并不是以笛卡尔“我思”（cogito）的新版本为开端。“我”在发生学进程中作为对立（“感性”与逻辑）功能的关系领域，从真实的感知与逻辑成就中产生出来。它必须登场，因为否则就根本不存在将知觉与思维连接起来的动态要素。否则二者就表现为单纯摆在那里的实体性板块。形式上，《批判》的所有部分都涉及一种形式-质料关系。直观、范畴、原理、想象力、无条件者之理念的先天形式，被呈现为质料内容表达的结构法则。这种垂直的问题设定基本方向，在日益复杂的形式-质料结合的水平建构线中得以贯彻。

人们决不能因该著作的理论结构和阐述方法而忽视康德整个理论中根本的经验主义要素。《批判》不像学院形而上学的逻辑那样从同一律、矛盾律、充足理由律和已定义的基本概念出发，而是完全以经验主义的方式从直观形式出发。康德为其直观理论的总关联记下了一个出发命题：“但是这样一种直观本身预设了一个感性的、自身属于世界的主体”（Refl. 5118）。先验逻辑与先验感性论共同构成了康德的新认识概念，即一种“认识论的互补性”（G. Mohr）。他对17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那些从经验表象的能动性出发将整个知觉领域仅仅理解为意识创造的解释持批判态度，并将其解读为对实体之理智直观的死灰复燃，甚至直斥其为走向神秘狂热的歧途（参见：致赫茨，1789年5月26日；赫茨致康德，1789年4月7日；康德1799年反对费希特知识论的声明，XII, 396）。正如第一批判展示了自然科学的逻辑自主性一样，《实践理性批判》同样在逻辑的基本形式中为卢梭的共和主义“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论题奠定基础。实践行动的准则按照推论形式的模式“从条件的总体走向一个既定的有条件者”（B 379, 364）。

相对于洛克和休谟对知性分析的心理学处理，通过将建构方案锚定在逻辑学和感性论中，一切都指向知性“行动”（operationes mentis）的形式法则或“规则”，正如康德随沃尔夫所说的那样。先验哲学既不从已定义的前提概念中推导定理，也不概括所谓人的自然人类学兴趣和心灵禀赋。康德在哲学的基本意图（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如果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我可以希望什么？）中反复出现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VII, 397及以下，401；XI, 429等；在B 833通常的列举中因属于大众层面而缺失），从个体自我塑造为道德性格的出发问题，被提升到文化不同领域中逻辑有效性方式以及人类物种历史可能性的倾向的高度。

《批判》的理论结构与建构方案之间的微妙关系，为通过所谓的“拼凑”（patch-work）指责来贬低该著作提供了依据。康德承认表述上的缺陷，但不承认事情本身的阐述存在矛盾（例如致门德尔松，1783年8月16日）。功勋卓著的康德文献学家和康德著作编纂者E. 阿迪克斯（E. Adickes）认为，康德在将或多或少孤立的著作部分相互结合的特定阶段，不幸地陷入了将逻辑学作为建筑术导线的想法。《批判》是一部由时间上分离的片段拼凑而成的著作，康德将1770年代末的基本思想大纲与较旧和较新的文本片段穿插在一起，从而使其充满了矛盾。在最初的构想中，最终还加入了“错误地归属于理性的、始终寻找无条件者的原则”。“康德恰恰依附于他写作时所处的每一次的思想圈子，因此在他看来一会儿这个更重要，一会儿那个更重要。”阿迪克斯将这种建构方案称为“追随逻辑学图式这一不幸的想法”（Adickes 1889, S. XVII, XIX）。康德在其第二版序言的结尾曾指出，在个别地方任何哲学论述都会受到吹毛求疵的挑剔。脱离上下文来看，表面上的矛盾可以被用来相互攻讦，但对于那些把握了整体理念的人来说则是容易化解的（B XLIV）。

如果要追随阿迪克斯的解释层面，就需要区分两类矛盾：思想进程中的不连贯，以及思维的事情及其对象本身的矛盾。第一类例如包括由于在旧理论所创造的语言前提下引入新定理而产生的表述困难。这通常是18世纪能力心理学的术语：心灵能力、思维力、灵魂、实体的各种意义变体。在这里，涉及的是不恰当的术语和段落，它们通常显示出康德与当时文献（洛克、沃尔夫、迈尔、特滕斯）的联系。这还包括诸如思维指向外部“对象”、经常使用普遍的形而上学表象概念（notio）等说法。人们也列举了一些表面上的矛盾，如果人们意识到该著作综合具体化的建构方案，这些矛盾就会消失。所谓意义的偏移，实则是不断完善的意义关联。E. 卡西尔带着更好的理解指出：这些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思想运动的静止基底而存在的，而是在这种运动本身中才发展并固定下来。……一再表明的是，一项看似完全结束的考察被重新开启……最初被单独探讨的问题突然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相互关联，在其中它们最初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Kants Leben und Lehre, Berlin 1918, S. 152 f.; ND Hamburg 2001, S. 138；整体参见第3章：Der Aufbau und die Grundprobleme der K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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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领域是先验唯心主义理念本身的矛盾，这些矛盾产生于思维与现实关系的二律背反结构，并且还产生于这种关系的历史性。此类矛盾包括源始康德主义中先验主义与现象论之间的关系。在现象论的脉络中，《批判》第一版例如指出，物质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单纯表象，除此别无其他（A 376）。而在《对唯心主义的驳斥》中，第二版针对实体问题指出，对现象中持久者的知觉只有通过无主体的客观物质才是可能的，而不是通过对我之外一件事物的单纯表象（B 275）。这些都是理论关联之相对性的问题。哲学是一种从根本上就包含着意识与“存在”基本关系中疑难（aporetisch）要素的理论类型。如果认为系统家康德带着自洽性的幻觉，最终将不同工作阶段互不吻合的撰述作为其主要著作呈现出来，人们将会称这种想法为一种野蛮的解释方式。在对文化反思的先验方法之意义的深切怀疑中，康德理论的基本思想被拆解了。整体被消解为被接受的论题与被弃置的论题。相较于以往对康德的一概拒绝，这是进行选择性解释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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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康德的语言，《批判》的核心概念

康德的语言

在启蒙运动中，术语反思获得了相较于人文主义语言学更为拓展的新意义。中产阶层（middle-class）带着其利益和远见，作为哲学文本的创作者和受众进入了文化领域。洛克的主要著作在批判笛卡尔的“天赋观念”（ideae innatae）之后，确立了三个主要部分：论观念、论词语、论知识与或然性。“因此，对作为认识之主要工具的观念和词语的考察，构成了任何想要全面审视人类知识总体范围的人不可低估的考量部分。如果我们彻底权衡并恰当考察它们，它们或许会向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迄今为止我们所熟知的逻辑与批判”（洛克，《人类理解论》[Ü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柏林1962，第2卷，第438页；第4卷，第21章，第4节）。批判哲学的专业术语在作为18世纪学术散文和一般公共出版语言一部分的康德语言更广泛圈子中，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主题。启蒙运动的批判与教育诉求，才首先创造了我们所熟知的印刷文字相对于口头言语的新意义。彼此隔离的社会等级和生活实践关联圈子的个别交往空间被打破了。超越口头的、直接导向的且仅仅是说明性扩展的信息传递的具体意义，产生出了精神公共领域的观念实在性。自德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具有鲜明反独断论立场的C. 托马修斯（C. Thomasius, 1655–1728）发表第一批德语法律与哲学著作（17世纪80年代）以来，期刊和通俗易懂著作中的哲学文献便共同致力于营造文化公共领域。康德的主要著作对此又构成了批判性的对照，因为它们为启蒙主导理念的方法论形式化奠定了深化的基础，并超越了早期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倾向以及启蒙哲学的经验主义主流。在尚属年轻的德国哲学学术语言环境中的这种格局，促使康德审慎思考并选择其新理论的术语。纯粹理性先验功能的批判是“一门正式的科学”，“对于这门科学，人们无法利用任何已有的东西，为了奠定其基础甚至需要全新的专门技术用语”（致赫茨，1766年11月24日）。他将核心概念回溯到古代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术语（分析论、辩证论、理念、综合），并赋予沃尔夫形而上学的其他术语以新内容（先验的、沃尔夫的ratio pura［纯粹理性］；沃尔夫在其德语形而上学中一律将“ens”译为“事物”［Ding］，康德则代之以“对象”［Gegenstand］）。针对刻意追求新术语效果的做法，他指出，生造新词是对语言立法的僭妄，极少能够成功。人们最好在古老的学术语言中寻觅，并把握词语的涵义谱系（B 369）。对于门德尔松主张从澄清争论问题的词义差异入手的看法，康德认为这是企图从词句争执中推导理论对立，并写道：在哲学中长期争论的各点上，从未有过单纯的词句之争，而是始终存在着“关于事情本身的真实争论”。如果主要利用概念差异来进行理论澄清，那就像是“试图用一把稻草去堵住汪洋大海的缺口”（VIII, 152）。针对加尔韦因新术语而对批判产生的误解（加尔韦，1742–1798，致康德，1783年7月13日），康德反复讨论了论题与术语缺乏通俗易懂性的问题。他在写作的进展中始终犹豫不决，不知该如何处理专业论题与通俗易懂性之间的关系（序言 A XVIII, B XLII）。哈曼利用术语上的创新来强化其修辞论战，因面对康德方法论唯智论的优势而充满忧虑：这整套诡辩和“关于‘理性’一词模棱两可的耶稣会式刁难”令他头痛欲裂（致F. H. 雅可比，1786年10月25日；载于：F. H. Jacobi’s Werke, Abt. 3, Bd. 4, Leipzig 1819, S. 291）。康德对加尔韦详细阐述了这一论题：“大量完全不习惯的概念以及一种更加不寻常、尽管对此必不可少的新语言必然会带来的最初眩晕，将会逐渐消退”（1783年8月7日）。此前在给M. 赫茨的信中他也曾写道：形而上学新逻辑的开端不可能是通俗的。人们必须“在符合学院规范的概念中，在粗鄙难懂的表达方式中”与他同行一段路程。日后这门新科学将会走出其幽暗的作坊，并被赋予全部的光泽（1779年1月）。他把那些试图在旧学院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知性生理学”之间折衷求存并“打算通过将学院语言改造成通俗语调而使自己不被认出”的人称为冷漠主义者（A X）。在最初的康德解释中，康德辞典的词义澄清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康德往往将主导其术语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洛克以及德国亚里士多德主义渊源转化为改变了的含义（C. C. E. 施密德［C. C. E. Schmid, 1761–1812］，《康德著作便捷使用词典》[Wörterbuch zum leichten Gebrauch der Kantischen Schriften], Jena 1786, 41798, ND Darmstadt 1976）。康德的亚里士多德术语，也受到了柯尼斯堡神学家和哲学家M. 柴德勒（M. Zeidler, 1630–1686）弘扬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有影响力的工作所启发。

康德在1750年代撰写的自然哲学著作采用了通俗易懂的笔调，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位从事实验和数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他将自然科学论题视为现代教养的核心内容，并在其方法和成果中看到了巨大的哲学和普遍文化革新潜力。他的数篇论文发表在《柯尼斯堡每周问答与通告报》（Wöchentlichen Königsbergischen Frag- und Anzeigennachrichten）上。后来的著作，首先是《论美感与崇高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 1764）和《通灵者之梦》（Träume eines Geistessehers, 1766），表明康德同样精通随笔式的、轻松机智的文风。1760年代的形而上学著作由于其分析性孤立的提问方式，已经显示出康德文风的变化。随着向新先验哲学的过渡，康德的词汇和风格发生了改变。《纯粹理性批判》不易领会的风格，源于它是一部篇幅极其浩繁、基本上由一连串分析所构成的文本。相反，《实践理性批判》以其精炼（这当然以第一批判的漫长历程为前提）拥有高昂的修辞气势，甚至在先验哲学论述正中也不回避朗诵式的抒情段落：“义务！你崇高而伟大的名字，你丝毫不取悦于人、不含谄媚，而是要求服从……什么是与你相称的起源？”（V, 86）。它最终架起了一座通往日常思维的桥梁，并在其方法论中为教育工作者在青年教育中实施道德问答教学法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指导。对于伴随各部批判而出现的文风转变，康德自己写道：“我的阐述方法呈现出一种不利的外观。它看起来是经院式的，因而是苦思冥想的、枯燥的，甚至是狭隘的，与天才的语调大相径庭”（Refl. 4989）。但他“宁要学院方法，也不要精神与机智的自由挥洒”（Refl. 5031）。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也许是一门可以通俗化的学科，但与数学一样，绝不是一门通俗的学科。对《批判》的阐述方法和语言的自我反思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康德看到同时代教育学的一条基本规则被违背了——作为大学教师，他在撰写所有文本时当然也意识到这条规则——即论辩性分析与直观（如直观、实例）的统一。康德对全书的阐述方式和最初的不被理解所作的自我反思中的教育学维度，可以从当时一部显要的教育学著作《自然与艺术之舞台》（Schauplatz der Natur und der Künste, 1. Jg., Wien 1774, Vorbericht, Bl. 2）的纲领中清晰看出：关于自然对象和手工艺的图文词典“在青年心灵中……深深印刻下传授给他们的教学内容……因为以愉快方式聚集起来的注意力，若得到直观的支持，并在这样的时刻通过合乎理性的阐释获得满足，便会生动地给予尤其是年轻的心灵以拓展知识的极其强烈的愉悦。”康德完全赞同这一教育学原则，并看到自己的主要著作虽然严酷但却必然地违背了这一原则。

先验反思排除了自然世界态度的语言，因为它的思考与朴素实在论相反。然而在主要著作中，也回响着具有力量的基本词汇的生动感性用语，以及鲜明、几乎如布道般深刻的意象。基本问题——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分离——是通过“认识的两个枝干”这一生动的公式引入的，甚至极富生理学色彩地被称为：我们的认识“源自心灵的两个基本来源”。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没有直观的概念是空的（B 74及以下）。当着手摧毁统治着日常思维和学院哲学的那些最不言而喻的偏见时，二律背反学说就像一出戏剧性演出一样被宣告出来。康德极其高超地运用了语言的陌生化手法：“因此，这些虚妄推论的主张开辟了一个辩证的战场。因而身经百战的骑士必然能稳操胜券”（B 450；引文由作者作了删节；关于日常实践思维对康德二律背反学说的异议，参见：蒂夫特伦克致康德，1799年3月12日）。康德通过进入（源自修辞学传统的）法学隐喻和宗教告诫的其他领域，使先验哲学对自然世界态度的颠覆产生陌生化效果：“在我们展示这场纯粹理性的法则冲突（二律背反）所引起的分裂和混乱的登场之前”。正如不信的灵魂在属灵上死亡一样，面对二律背反时的怀疑论绝望（休谟）和独断论顽固（学院形而上学）乃是“健康（！）哲学的死亡”（B 434）。来自市民-家长语言圈子的熟悉的古德语表达的凝重色彩被运用起来。正是辩证假相在“不断戏弄和嘲弄”我们，人们无需“巧妙地设置陷阱”（B 397, 434）。生动的语言来自手工业的表象领域，例如形而上学中反复出现的缺乏准绳、判断准绳的表述，他发现“必须完全重新拉起墨线”（致朗伯，1765年12月31日；《1765年讲演通告》[Ankündigung seiner Vorlesungen 1765], II, 308；致门德尔松，1766年4月8日）。这种生动的语言层面属于该著作的修辞-教学功能，是对问题探讨的补充。一个独立的主题是康德独特的地理学和地形学隐喻——主要是空间意象，尤其是来自航海的意象，它们通过回忆性地激活前理解来辅助抽象：例如用于形而上学这趟危险远航的先验哲学指南针；真理之地是一座可爱的小岛。航海和锚的隐喻不仅属于柯尼斯堡，而且代表了古老的基督教布道传统。先验功能的分析者甚至D. 休谟，都表现为测绘思维空间的几何学家。与先验考察相伴随的审讯隐喻（已见于F. 培根）：理性必须接受自然的教导，“不是以学生的身份……而是以受命法官的身份，强迫证人回答他向他们提出的问题”（B XIII）。

参考文献

Vaihinger, H.: C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d. 1, Stuttgart u. a. 1881, S. 37–46, 107–116 [Kants Leitmetaphern]. – Erdmann, B.: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Revision des Textes von Kants KrV, Berlin 1900. – Rosikat, K. A.: Kants KrV und seine Stellung zur Poesie, Königsberg 1901. – Cassirer, E.: Kants Leben und Lehre, Berlin 1918, ND Hamburg 2001 [z. Stilwandel Kants S. 151]. – Hinske, N.: Kants Leben als gelebtes Bürgertum. Vom galanten Magister zum zurückgezogenen Gelehrten, in: Ders., Kant als Herausforderung an die Gelehrten, Freiburg u. München 1980, S. 17–30 [die Veränderung von Sprache und Person durch den mühereichen Denk-Weg]. – Delfosse, H. P.: Elektronische Datenverarbeitung und philosophiehistorische Texte; Untersuchungen zum Entwicklungsgang der Kantischen Terminologie und Sprache, in: InfPhil 4 (1982), S. 4–7. – Hinske, N. (Hg.): Die Aufklärung und die Schwärmer, Hamburg 1988 (Aufklärung 3/1). – Roelcke, T.: Die Terminologie der Erkenntnisvermögen. Wörterbuch und lexikosemantische Untersuchung zu Kants KrV, Tübingen 1989. – Ricken, U.: Sprachtheorie und Weltanschauung in der europäischen Aufklärung, Berlin 1990. – Zachhuber, J.: »Überwänglich«. Ein Begriff der Mystikersprache bei I. Kant, in: ABG 42 (2000), S. 139–154. – Bielefeldt, H.: Kants Symbolik. Ein Schlüssel zur kritischen Freiheitsphilosophie, Freiburg i. Br. 2001.

若干核心概念的来源

康德保留了其时代学院形而上学的许多德语核心概念，这些概念主要是由托马修斯和沃尔夫部分创造、尤其是得到广泛传播的：认识能力、感性认识、概念的联结、想象力等等。除沃尔夫外，鲍姆加登、迈尔、特滕斯和朗伯也对康德的专业语言产生了影响：鲍姆加登用“美学”（Ästhetik）表示关于美的学说，用“现象”（Erscheinung，phänomenon, observabile）在一般意义上表示通过感官可感知之物；朗伯在经验无关的认识这一严格意义上把握先天（a priori）概念，而沃尔夫此前还在演绎论证出发点的意义上使用它。

朗伯还将现象与事物本身所是区分开来。康德从迈尔那里继承了闪烁其词（Amphibolie）、谬误推理（Paralogismus）、学说（doctrina）、训练/纪律（disciplina，在方法论中有六节探讨纯粹理性的训练）等拉丁语术语。特滕斯在英国哲学的影响下塑造了一些在康德那里反复出现的心理学概念：感觉、统觉、自发性、经验的类比。特滕斯的《论人性之哲学尝试》（1777）无疑强化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这一对概念的重新激活。在《尝试IV》第VI节中，特滕斯展开了这样的思想：“感觉为一切观念提供质料。……观念的形式则取决于思维力”（ND Berlin 1913, S. 327；参见可能更早的Refl. 3851）。康德的问题设定及其语言都植根于德国学院形而上学之中。如果查阅当时流行的形而上学教科书，到处都可以看到康德所继承的那些概念铸造。为了给出康德如此重要的一个公式的例子——如他的批判必须确立理性的界限这一思想，其结果是能够克服持久的论争——J. G. H. 费德（J. G. H. Feder）在《逻辑学与形而上学》（Logik und Metaphysik, Leipzig 1769, 71790）中写道：“如果在形而上学中，那些本应为我们全部认识提供支撑和连贯性的概念，通过对不同思维方式的比较而得到精确的规定和整理……如果在涉及重要对象时最终审查了我们意见的根据，并在此过程中注意到了我们认识的界限，那么形而上学的功用就更为确定了。因为通过这样一门形而上学，由于缺乏正确规定的基本概念而引起的无数争端就得以避免”（引自维也纳1783年版，第221页）。尽管费德和康德对这一论题的理解截然不同，但平行的术语表明，康德的思维根植于学院形而上学的思想中，并逐步形成许多固定公式的自身含义。康德在G. F. 迈尔的《理智学要义》（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1752，刊印于AA XVI）问世近四十年后讲授的逻辑学讲义（AA XXIV）以及康德为此准备的备课笔记（反思札记，AA XVI）表明，康德正是在其讲演活动以及与学院形而上学纲要的交锋脉络中，形成了批判哲学的专门术语。康德的形而上学讲义（AA XXVIII）显示出，康德继承了经院哲学对质料/形式术语的使用及其所塑造的意义：质料是消极的、杂多的、无序的、被给予的，形式则是积极的、秩序化的、统一的（B 322及以下）。在康德非本体论的先验主义意义上重新引入这一对概念的先驱是J. H. 朗伯，他曾写信给康德谈及这一“重大问题”：“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导向对我们知识的质料的认识”（1766年2月3日）。这封信对于了解康德可能从朗伯那里获得的启发极具价值。朗伯在信的开篇断言：“无可争议的是，如果有什么科学必须合乎方法地被发明并得以彻底澄清，那它就是形而上学。”G. 马丁指出，康德在从1747年到1777年的前三十年的著作中，尚未在先验哲学的意义上使用《批判》的核心概念如分析的/综合的。向《批判》的过渡也是一个术语创造的过程。康德的“术语兼具双重优势：在康德时代并非过于平常，同时又通过辉煌的过去而兼具尊贵性与普遍可理解性”（Tonelli 1962, S. 139）。康德著作中属于学术性和针对固定教学内容的方面，包括他习惯在德语词汇后的括号中附加拉丁语名称。他是从迈尔的《理智学要义》中习得这一习惯的。N. 欣斯克（1998）指出了逻辑学讲义对《批判》术语的重要意义，例如迈尔对不同类型表象（ideae）的区分，是康德将表象划分为感觉、现象、概念和理念的一个来源。关于康德同样重返哲学术语的经院和古代含义的最重要例子，正如康德自己所说，是“按照其原始含义为理念这一表述辩护”的提法。这是柏拉图式的含义，“因为在经验中永远遇不到与之一致的东西”（B 376, 370）。在笛卡尔和洛克那里，idea仅仅意味着一般的表象。在形式术语传统下的演变，以沃尔夫关于纯粹与不纯粹理性的区分为例：“Ratio pura est, si in ratiocinando non admittimus nisi definitiones ac propositiones a priori cognitatas […] Ratio pura in Arithmetica, Geometria & Algebra […] in philosophia prima eadem a priori fuisse demonstrata”（“如果我们在推论中除了先天地被认识的定义和命题之外什么都不接纳，那么理性就是纯粹的……纯粹理性存在于算术、几何与代数之中……它在第一哲学中已经得到了先天的证明”；Wolff, Psychologia empirica, 1732, 21738, § 495）。“Intellectus dicitur purus, si notioni rei, quam habet, nihil confusi admiscetur nihilque obscuri. Non purus dicitur, si notioni rei insunt, que confuse aut porsus obscure percipiuntur”（“如果知性所拥有的事物概念既未混入任何混乱之物，也未混入任何晦暗之物，它就被称为纯粹的。如果事物概念中内在地包含着被混乱地或完全晦暗地感知到的东西，它就被称为不纯粹的”；同上，§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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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核心概念与基本问题

批判

“批判”（Kritik）是理解整个启蒙运动的钥匙词。自18世纪中叶以来，法国启蒙思想界就谈到了“批判的世纪”（siècle critique，也是为了抵御教会将其斥为“这个批判的世纪”的指责；参见Fontius 1986）。康德从英国美学中熟知这一术语。κρίνειν（krínein）意味着区分、审视、甄选最优者，同样也指裁决争端、在诉讼中判决以及一般的评价。在κρίσις（krisis，拉丁语judicium）——作为裁决争端、决断、特别是作为司法判决——的原始含义中，仍然保留着康德的法庭隐喻。根据在艺术和科学中作为专业评判之技艺（κριτική, kritikê, ars critica；划分为神圣批判［critica sacra］与世俗批判［c. profana］）、特别是校订流传手稿中讹误段落的专门含义，该概念自17世纪末开始超越其语文学和美学的限制，在“评判性、裁决性的科学”的意义上得到拓展。在G. 肖皮乌斯（G. Scioppius, 1576–1649）的《论批判之技艺》（De arte critica, 1597）中，还保留着纠正拉丁语手稿中书写错误的规程这一原始含义。该术语在早期启蒙运动中的扩展，可以从J. B. 孟肯（J. B. Mencken, 1674–1732）对“狂野不羁的语法学家和批判家”的论战中看出，后者“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中寻找各种困难，以便借机去查阅他们的手稿”（Menckens, Zwey Reden von der Charlatanerie oder Marcktschreyerey der Gelehrten, Leipzig 1716, S. 113 ff.）。洛克的短篇论著《论知性指导法》（Of the conduct of understanding, 1697）已经把批判理解为影响深远的变革性纲领词汇，即“作为自然思维的试金石”，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它，作为“人成为有理性的人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基础（洛克，《论知性的正确使用》[Über den richtigen Gebrauch des Verstandes], Leipzig 1920, S. 12, 32）。

在18世纪初，其基本含义是：某一学科、活动或行为方式的规则的方法论阐述，以及根据原则性视角对对象的评判。在此意义上，康德在1765/66年讲演纲要中谈到了“理性批判”，他将把这门批判与“鉴赏批判”结合起来，作为对这两门学科之规则的考察（II, 311）。在康德将其作为书名之前，“纯粹理性批判”这一术语就在这种一般含义上被普遍使用。在逻辑学中，“批判”在区分能力、判断力的意义上被使用（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第2卷，第19章，99 b；《论灵魂》，第2卷，第12章，424 a）。作为逻辑学的一部分，并且既在非常洛克式的“健全知性的批判与规诫”的意义上，也在“真正学术的批判与规诫”直至“作为整体的全部世俗智慧的批判与规诫，即这门完备的逻辑学”的意义上，康德在知道自己的主要著作之前很久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术语（II, 310及以下）。在《批判》第一版序言中，该书作为批判在方法论思维规则准则、思想自由以及对当代哲学的批判三者的统一中的包容性意图被表述出来：“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宗教企图凭借其神圣性，立法企图凭借其威严，通常都想逃避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引起了对自身的正当怀疑”（A XI）。该术语在18世纪也蜕变为各种主题著述的固定书名修辞。M. 霍尔茨曼与H. 波哈塔的《德语匿名著作词典》（Deutsches Anonymen-Lexikon, Bd. II, Weimar 1903）记载了整整两栏预告某种批判的书名，哪怕是《批判或不带偏见的审查……旨在为讲坛宣读讲道词辩护与推荐》（1805），或者是耶稣会成员、因戈尔施塔特神学家B. 施塔特（B. Statter, 1728–1797）的《形而上学批判性文集之批判》（1795），他在1790年后作为慕尼黑书报审查官下达指令禁止出售康德著作并拒绝批准康德主义者的著作印刷。在确定和区分规则的逻辑含义上，康德很可能是遵循了鲍姆加登对该术语的运用（Baumgarten, Metaphysica, 1739, §§ 606 f.）。因此，康德的书名《纯粹理性批判》在形式上可以从逻辑学史得到解释，因为该著作在其“分析论”和“辩证论”（论题篇）两个部分中，包含了一门作为系统哲学（形而上学）预备学的先验逻辑。在针对学院形而上学的含义关联中，“批判的”（kritisch）构成了“独断的”（dogmatisch）的对立概念。然而在17和18世纪哲学术语史中（这可以追溯到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哲学史，《名哲言行录》，I, 11, 16），这也是从早期启蒙运动在学院形而上学自身内部对“独断的”的使用中发展而来的。独断的是指一种未经批判偏见的怀疑论检验、且未由逻辑学预备学奠定基础的哲学（康德之前“独断的–批判的”之用法极富启发性的研究见：Kant-Index, Bd. 1, Stellenindex und Konkordanz zu G. F.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86；关于康德自1754年以来著作中该区分的前史，亦参见Vaihinger, S. 46 f.）。对于康德而言，一切未曾先行对合理性的先验功能的要素与界限进行批判审查的哲学都是独断的（关于同时代的术语，参见F. E. D. Snell, 1761–1827, Über philosophischen Kritizismus, 1802）。在逻辑学讲义中，康德通过“批判的”这一术语与未被绝对化的怀疑论的关联，阐明了它与“独断的”之间的对立，这种怀疑论作为在彻底审查其逻辑资格之前的悬置判断，“对批判程序是非常有益的”（IX, 83及以下）。随着启蒙自我理解通过反对专制主义和争取思想自由的法律、政治和社会要素的展开，“批判”概念的语文学内涵退居次席，“批判”“实际上跃升为启蒙的同义词”（Fontius 1974）。

总体而言，书名保留了该词在18世纪获得的由三重视角构成的用法：1. 作为逻辑学的一部分，其含义扩展为科学思维的奠基方法，即在理论知识各个要素的分析性区分能力的意义上。在此意义上，康德将其《批判》称为预备学或方法论论著。2. 评判能力与确立规则（via iudicia与ars critica）从作为语文学、修辞学和语言艺术作品之批判家的语法学家（grammatici），扩展到一般的学者，他们随着科学公共声望的提高，为日常实践意识、国家和宗教中应当具有何种有效性提供了批判标准。3. 从逻辑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分析篇、分析（Analyse），在人文主义中演变出作为对古代文本进行语文学校订的批判；从对古典古代、基督教与个体主义近代观念的普遍批判性融合中，产生出了对封建神学世界观的批判。与此相伴随的是对观念史的批判性审视，以及对传统的相对化和消解。人文主义者中的佼佼者，如L. 瓦拉（L. Valla, 1407–1457），由此已经发展出了批判观念史的启蒙工具，即揭露塑造文化的观念中受利益支配的偏狭（意识形态）内容。尤其是康德著作中篇幅宏大的辩证论部分保留了该概念的这一含义。它承续了随着人文主义运动已经产生的、作为知识分子阶层面对大学、教会、国家建制中的统治观念而做出的公共评判的启蒙意义上的批判。在宽泛的意义上，康德将该术语用于作为科学、道德、宗教和国家宪法不断进行改革进步的原动力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

康德在充分肯定启蒙时代在科学传承、公民权利、宗教宽容方面的批判成就的同时，并没有沉溺于盲目乐观的自我陶醉，而是完全在“危机”（Krisis）即决断与转折时期的意义上将启蒙时代视为一个批判的时代。在真正的哲学能够到来之前，旧哲学必须先行自我摧毁，他在1765年致朗伯的信中写道：“因此学术界在这样一个时期的危机……使我抱有最美好的希望：长久以来所期盼的科学大革命已为期不远”（1765年12月31日）。批判、危机和思维方式的革命（B XII）作为转折时代的标志汇聚在一起；不再是在revolutio关于周期性重复运动或翻转的原始意义上，而是作为“思维方式的变革”（B XVI），这一变革之所以是最彻底的，是因为它确立了思维形式法则和意志准则的逻辑。因此，康德将先验哲学与盛期启蒙运动中文化所必需的减速延宕时刻的思想联系起来。“我的意图是让所有认为值得从事形而上学的人确信：绝对有必要暂时搁置其工作，把迄今发生的一切视为未曾发生，并且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形而上学这样一种东西究竟是否可能”（IV, 255）。这种在迄今走过的道路上停下来进行自我审查的批判思维范式，自奥古斯丁《忏悔录》在宗教和道德层面上，自笛卡尔的方法论文集和沉思录在与重构哲学的批判反思相结合的层面上，就拥有漫长的传统。笛卡尔写道：“多年前我就已经注意到……如果我最终想在科学中确立某种牢固和持久的东西，我就必须在一生中有一次彻底推翻一切，并从最初的基础重新开始”（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n 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Philosophie], I, § 1, Hamburg 1992, S. 31）。笛卡尔将奥古斯丁式的基督教自我审查转化为对自我意识作为自我奠基的理性内在性的发现。康德关于在形而上学中停下来深思的呼吁，为通过脱离外在存在而使自身成为本质这一原本属于神秘主义（以及后来的浪漫主义）的论题带来了新的基调。康德将这一论题从隐秘的私人领域中抽离出来，并几乎将其确立为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学者的职责。

在人类学讲义的脉络中，康德将“批判”记录为启蒙运动将所有学院学科向社会文化的生命要素敞开。学者专门的等级狭隘性造就了“独眼巨人”（Kyklopen），即科学的利己主义者。医生需要对自然知识的批判，法学家需要对法学的批判，神学家需要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等等。批判在这种超越专门学科局限、走向科学的公共影响和评判的意义上，正是“人类理性的自我认识”（Refl.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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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先验

“超验”（transzendent）这一术语源自拉丁语 transcendere（意为超越、跨越，即超越经验所给出的实在性），它是希腊语 χωριστός（chōristós，意为分离的、隔开的）的拉丁文翻译，正如柏拉图所构想的普遍者（即作为 παραδείγματα [paradeigmata，范型/原型]、相对于经验所与物的“理念”）的存在方式。“分离”（chōrismós）问题或超越性（Transzendenz）问题，发端于将“共相”（universalia）与“种/特相”（species）区分开来的逻辑主题，构成了古代和中世纪文化中一种核心的世界观秩序思想。超验的本质并非范畴，而是作为最终的存在规定超越一切范畴的东西：物（res）、存在者（ens）、真（verum）、善（bonum）、某物（aliquid）、一（unum）（由此形成字谜缩写：REUBAU）。因果性、必然性、自由等范畴并不具备与经院学者所说的“超越范畴”（transcendentia，而非 Transcendentalia［先验概念］）中的物、存在及其他超越范畴同等的普遍性。用一种“超越范畴”学说来超越范畴的这一要求，可以毫无困难地导向存在者的终极概念，该存在者与一切受造物相分离，其实存是最无可置疑的，因为对其予以否认本身就会导致二律背反，并会取消一切述谓判断的可能性。经院哲学的“超越范畴”理论的真正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洞见：任何范畴学说诚然确立了存在的各个别存在方式，但并未得出统一的存在概念。这需要一个使诸范畴得以现实化的理智（康德亦称之为超感性的）关系场域，否则它们就会在多元论中分崩离析。康德重新接续了这一跨范畴的问题，并在新的批判形而上学体系（自然、权利和道德的范畴学说）之前，冠以一种作为唯独属于意识的普遍理智功能系统的先验哲学。

若非如此，康德形而上学体系中的范畴学说确实就会沦为一种缺乏深思的、或仅具实用-启发性质的事情。将本体论形而上学在“超越范畴”（transcendentia）主题中接纳的——作为一切能够成为陈述对象的“事物”之预设统一性的——问题取消掉，将会导致诡辩。对于那种认为《批判》是在延续贝克莱的经验唯心论的误解，康德深感震惊，这是完全有理由的——而今天那些仍然把这种误解当回事的康德解释者，也理应感到震惊。这一错误解读——也是促使他在第二版中修改文本的原因之一——表明，当时人们对先验观念性（transzendentale Idealität）的问题和历史的无知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虽然康德使用“批判”（Kritik）是沿用了启蒙文献中的既成术语，但“先验的”（transzendental）却是在康德手中才获得了其巨大的重要性。康德从沃尔夫的《第一哲学或本体论》（Ontologia, 1729）以及鲍姆加登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1739；重印于《康德全集》AA XVII, 5–226）中吸收了这一术语。沃尔夫将“先验的”（transzendental）与“形而上学的”（metaphysisch）同义使用，并已经将古典的“超越范畴”学说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其中他强调了“先验的真”（veritas transcendentalis）。在沃尔夫看来，它已经是一种关乎事物的秩序（相似性、相异性）的真理（第383节），以至于“逻辑的真”（veritates logicae）都依赖于它（第385节）。鲍姆加登将先验的真理解为必然的形而上学之真，因此不仅是“多在一体中的秩序”（ordo plurium in uno），而且是“存在者的本质与属性中的真理”（veritas in essentialibus et attributis entis，第89节；XVII, 45）。康德在就职论文（1770）之后，在“先验的”这一术语中综合了他的新理论的各个方面，即关于“感性界与知性界的形式与原则”的区分与规定。在此基础上，他在整个1770年代发展出了先验主义（Apriorismus）与现象主义（Phänomenalismus）的结合，并引发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后续问题。“先验”一词的各种不同含义维度保留了康德理论的这一形成史，并通过其广阔的问题视野展现了新先验哲学在问题史上的关联。C. C. E. 施密德（C. C. E. Schmid）的《康德著作简易指南词典》（Wörterbuch zum leichtern Gebrauch der Kantischen Schriften, 1786, 41798）在其对九种含义维度的枯燥罗列中（第525页以下），不仅展现了康德用法的广度，同样也反映了在1790年代激烈的康德讨论中对该概念使用的密集程度。

当然，这些含义维度并没有把《批判》的问题内涵贬低为零碎拼凑之物。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激烈拒斥，使他（1）首先从其先验概念与本体论的对立出发。本体论变成了概念分析论。由此（2）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凸显出来。先验逻辑的贯彻（3）导向了“先验幻相”（transzendentaler Schein）理论，即先天概念的超验运用乃是知性的一种自然的且不可避免的幻觉；而在总体上（4）导向了先验主义（Apriorismus）的系统贯彻，从而在事态构成的先验逻辑旁，确立了同等的直观学说、行为准则逻辑以及艺术判断逻辑。最终，这一切（5）一方面汇聚于先验自我意识概念（《纯粹理性批判》第16节；B 131以下），另一方面汇聚于人类与世界的“超感性基质”这一公设之中（V, 340以下）。“先验的”一词所具有的全部含义的具象总体性，赋予了该概念在康德著作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接受史中的深远影响力。在这一概念谱系中，凝聚着康德对哲学的全新重构所蕴含的丰富关联（关于各含义维度的阐述与批判性评价，参见 Vaihinger 1881 与 Hinske 1998）。

康德严格区分了“超验的”（transzendent）与“先验的”（transzendental）（B 352）。超验的是那些跨越一切经验界限、并因此变得具有辩证性的原理。“实际上，在诱使我们做出一种超验的运用方面，我们的纯粹知性概念具有某种现成可用的东西；因为我把那种超出一切可能经验的运用就称之为超验的运用”（IV, 315；关于这一区分的总结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12节）。古人的那些流传已久的超越范畴，确实值得对其起源进行一番考察。“事物之这些被误认为超验的谓词，无非是一切事物认识的一般逻辑要求与标准。”一切认识都是相异者的统一。unum（一）表达的是质的统一性。verum（真）作为命题的真理性，见于其后果之中。最后，完满性（bonum，善）则在于将多样性归结为概念的统一，并与该概念且唯独与该概念完全一致，“这可以被称为质的完备性（总体性/全人类性）”（B 113 f.）。在康德逻辑学讲座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完满”（perfectio）主题（知识的、心性的、艺术作品的完满），正是接续了古老的超越范畴学说。在康德之前，“先验认识”意味着形式逻辑所保证的、无主体而独立实存的“事物”之存在的可能性。其潜藏的正确思想在于：如果“事物”要具备实在的（而非仅是现象性的、甚至可能是欺骗性的）存在，它们就必须处于一个总体关系之中（这个总体关系本身自然不能是事物序列的一部分）。按照本体论观点，唯有如此，它们才能成为系统的、理性的（而不仅是偶然成功的）认识对象。先验考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逻辑形式必须去综合一种与其并不相称的质料，即所谓的被给予现象的杂多。“我把一切不仅关涉对象、而且一般地关涉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只要这种认识方式应当是先天的）的认识，都称为先验的。这样一个概念的系统将被称为先验哲学……严格说来并非学说，而只是先验批判”（B 25 f.）。“知性一切实在运用的法规就是先验哲学”（Refl. 1608）。因此，先验的主题就在于逻辑有效性在非逻辑质料上的现实化可能性。它并不在于逻辑先天之理智领域的纯粹存在本身。“先验的”同样也不等同于“形而上学的”。康德在《物理单子论》（Monadologia physica, 1756）中，正如沃尔夫一样，仍然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

康德不是从话语理论上，而是从先验逻辑上来确立主张的有效性根据。他的着眼点在于理论程序的内在-理性必然性。这在18世纪并不像在当今由技术构件所主导的社会中那样不言自明。然而，人们必须看到康德“意识哲学”（作为唯心论的一种委婉说法）的独特性。康德的唯心论将超越范畴问题完全聚焦于非逻辑材料或动机的综合可能性之上。个别范畴与原理的现实化可能性，自然预设了一种跨范畴唯心性的存在。正是在这里，逻辑功能才显明为一种奠基性的秩序法则，它承载着所有范畴乃至更为具体的意识层面。黑格尔之所以将其《逻辑学》（1812/16）的范畴学说建立在精神概念的基础之上，原因正在于此。经院学者以其常常显得朴拙的拉丁语将超越范畴称为“最普遍者”（communissima）。在康德的实践理性超越范畴学说中，统摄所有自我意识的精神统一性这一奠基原则，比在事态的构成统一性中表现得更加清晰。在康德那里，所有超越范畴（理论的、实践的、审美的逻辑有效性）的统一性仍然是不可认识的。否则，我们就必须能够回溯到先验主义的逻辑明见性背后，即能够用创造者的原型理智（intellectus archetypus）将其发生学地展现出来，并在这种意义上予以“产生”。费希特开创了先验主义的发生学-现象学阐述，而康德对这种对其先验哲学的解释提出了抗议（《反驳费希特知识学的声明》，XII, 396 f.）。在先验演绎之后，康德借助自我意识的先验统觉引入了统一性契机。它是所有理智“自我”的逻辑法则性，或者正如费希特直截了当地所说：“所有个体都包含在纯粹精神的唯一的宏大统一体之中”（《著作全集》卷1, 1845, 柏林1965年重印，第416页）。在康德看来，这体现了走向神秘精神概念的倾向。先验统觉是一个本源设定的界限概念，为了将跨范畴唯心性的三种现实化形式不是分析-实用主义地、而是作为纯粹关系综合地予以思考，这种设定是必不可少的。

出于严密的融贯性，康德在其超越范畴学说中还引入了另一个综合要素：即我们内部一切能力以及我们之外一切事物总和的“理智基质”（intelligibles Substrat）概念（V, 340, 344）。它使“我们的一切认识能力相互协调一致”（V, 344）。他亦称之为“人类的超感性基质”（V, 340）。在缺乏本体论替代物的情况下，为了奠定智性形式与直观质料之间相关的原则可能性（在每一个别情况下，这种相关性都可能是偶然的），先验主义导向了一种强形而上学有效性假设的“仿佛”（Als-Ob）公设，然而“关于它的概念仅仅是理念，不容许任何真正的认识”（V, 344 f.）。这种消极意义上的本体（本体/理智实体 Noumenon）思想，构成了原始康德主义中一个奇特的、乍看起来甚至令人感到有些不安的关节点。它是所有世界领域以及确切知识之可能性的实在纽带。我们必须去思考它，但永远无法认识它。

一种具有深意的大沉默姿态，似乎必须作为一种默契先行于一切可言说的知识。事实上，这绝非指某种来自神学传统的神秘精神实体，亦非指作为拆解式理性行为之基础的、对外部世界所必需的原初信任这种信仰。康德对主客体原则一致性的构想，类似于数学上的无穷级数：它必须被预设，但无法被完全展开。这一在当时向年轻一代发起挑战的、思维上必然却不可认识的本体（noumenon），构成了原始康德主义中的核心问题，并从中孕育出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黑格尔用它来保证观念世界与实在世界（即黑格尔所谓的 mundus intelligibilis und sensibilis，理智界与感性界）的统一。黑格尔将“人类的超感性基质”理解为把自己现实化为主体的实体，以此避免退回到本体论形而上学。超越范畴将其统一性现实化为一个将所有不同精神形式环环相扣成“圆圈的圆圈”的过程。黑格尔重建了本体论，但将其重构为存在的历史性。康德的着眼点与黑格尔截然不同。超验的意识概念表明，上帝概念不再能够提供统一性的知识。这构成了对先验问题进行重新构想的批判性否定维度。哲学的上帝概念主要被重构为实践理性的必然公设，成为实践行为逻辑的一个要素。严格来说，上帝概念奠定了所有实践范畴的可能性，因为它保证了理智意志与经验意志的渐近统一。然而康德对这一超验要素的阐述是简缩的。我们先天地只认识我们的义务。超验的、跨范畴的行为所及之处仅此而已。为了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通过上帝概念的逻辑公设，确信意向与现实化之间具有渐近的统一性，犹如数学中的无穷大一样。对于主导启蒙哲学的经验主义而言，这整个问题已不复存在。经验主义凭借实用主义的折衷主义，在其将逻辑问题心理学化和语言化的唯名论倾向中消解了超越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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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后天

先天认识（源自前者的 a priori）与后天认识（源自后者的 a posteriori）的区分，自古代起在形而上学中就具有双重的方法论涵义：a）从（在先的）原因向（在后的）结果的解释（先天/a priori），或从较后的结果向较早的原因的推论（后天/a posteriori）；b）从（对我们而言在先的）经验材料出发的认识（后天/a posteriori），或从经验过程与对象的实体本质出发的认识（先天/a priori），亦即从经验中的植物、疾病、伦理行为方式等所归属并因之成为其所是的那些形式或理念出发的认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先验论/先验主义（Apriorismus）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经验认识与系统理性认识的区分。经验认识关涉实体的感性显现模态，而理论认识则关涉“本质”自身。理论认识不立足于或不仅立足于观察，而是从本质形式中推导出来，或将对形式实体的确知包含于自身之中。由于本质或形式只能在概念中展开，而无法在感性的、因而是接受性的观察中展开，因此理论认识就表现为能动的、因而是先天的知性之成就。“但如果我们是通过定义来认识个别事物，而属又是定义的源泉，那么属也必定是下定义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B, 3, 998 b, 5 ff.）。亚里士多德关于能动知性与被动知性的区分，在康德关于知觉的接受性与智性综合的自发性之间的绝对划分中依然发挥着作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知性的成就不仅在于汇集经验数据，而且在于一种类似于内在之光升起的创造性行为，亚里士多德因此依循艺术创作将其称为 ποιητικόν（poietikón，能创造的/创生的）；在近代唯理主义中，这表现为明见性意识的逻辑直觉。亚里士多德对知性（νοῦς, nous）与理性（λόγος, lógos）的区分，在康德这里被重新采纳为：理性是进行推论、构成三段论的能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知性是一种直觉性的能力，而理性则是推论性的，即贯穿性的、从一个推进到另一个的组织方式）。对于狭义的先验论，亚里士多德将其理解为公理，即无需证明的明见命题（矛盾律、整体大于部分等）。亚里士多德将这一存在于灵魂之中的公理原则引入哲学（《形而上学》1005 a, 19 ff.），该原则对先验论思想至关重要，它源自希腊数学。

亚里士多德以及随后的整个本体论形而上学传统，都将理论认识与实在的理智实体的实存绑定在一起。我们之所以构建逻辑结构，是因为在经验可感知的实在性背后存在着一种实在结构。这里还伴随着一种古老的观念：可变易事物的实存必然存在着作为原因的、因而不可变易的本质力量。“但是，如果没有任何永恒之物存在，那么生成也是不可能的……生成某物的终极之物自身必定是未经生成的；……因此在具体事物之外必定存在着某种东西：形式与形态”（《形而上学》B, 4, 999 b, 5 ff.）。从普遍命题出发或从经验材料出发的认识的方法论区分，在实在论形而上学中与如下本体论前提相联系：思想从被给予的过程或事物上升到唯独可思考的“对象”，这些对象代表了经验事物的普遍本质，并且也在其固有本性中生成了经验事物。通过这种曲折路径，a priori（先天）—— a posteriori（后天）这一术语中仍包含的从在先者认识在后者或反之的时间涵义，获得了其定性的内容。“现在假定在个别事物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实存，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被思考，而是一切都仅仅被感性知觉；这样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科学”（同上，2 ff.）。随后的亚里士多德解释便将“先天的”（a priori）认识固定为指明本质存在与原因的知识。而“后天的”（a posteriori）知识则仅仅是从结果推向原因，不具备同等的有效性价值。

近代形而上学将关于多源于精神太一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改造成了唯理主义的前提：即一切经验上实在之物之所以能被思想在必然真理之内所把握，乃是因为它在上帝的观照中被本源地统一了。这可以说是某种本体论的先验主义。莱布尼茨曾说：“然而不可把上帝的观照想象为一种经验知识，仿佛他在外在于他自身的相异事物中‘观照’到了什么，而应当设想为一种把握真理根据的先天认识”（莱布尼茨，《论自由》，载《哲学著作集》卷2，莱比锡 1924, 第503页）。康德将先天功能从形而上学-神学的锚定中抽离出来，完全交托给主体的逻辑联结法则性。

笛卡尔将“先天认识”（connaître a priori）理解为从原因出发严格证明某物为何如此发展，而非仅仅描述它确实如此发生。这种先天证明的背景由逻辑与数学的“天赋观念”（ideae innatae）所构成。笛卡尔将先验论问题作为先行于知觉的逻辑与数学的理性直觉之要素来处理。沃尔夫定义道：“Quicquid beneficio rationis cognoscimus, apriori cognoscimus. Quicquid enim cognoscimus, vel apriori cognoscimus, vel a posteriori. Enimvero quod a posteriori cognoscimus, experiundo addiscimus”（《经验心理学》，第491节：“凡我们借助知性认识到的，我们就是先天地认识到的。因为凡我们认识到的，我们要么是先天地认识到，要么是后天地认识到。然而我们后天地认识到的，乃是通过经验习得的”）。沃尔夫关于先验论的莱布尼茨式面向在于：“灵魂”并不从外部接受对象的各种形式，而是作为可能的秩序形式先天地已经将其蕴含于自身之中，并且这些形式仿佛通过“肉体”的个别知觉而被现实化或展开出来（沃尔夫，《关于上帝、世界与人灵魂的理性思考》即所谓“德意志形而上学”，哈勒 1720, 第819节）。在沃尔夫看来，先验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秩序”（ordo）形式，它通过身心的相互关系作为直接的观察知识向归纳研究敞开。沃尔夫将先验论理解为一种可能结构、但由知觉所现实化，康德关于先天结构的“本源获得”（ursprüngliche Erwerbung）思想正与此相联系。另一方面，沃尔夫将先天知识扩展至从已知推导未知。先天与后天作为方法论程序相互补充。康德的先验主义与沃尔夫的理论形态之间的巨大差距，主要在于沃尔夫（以及莱布尼茨）将逻辑有效性问题与宇宙普遍表象力（这种力量也以思维灵魂的方式表现自身）的单子论思维形式联系在一起。康德将对“先行于经验并使经验得以可能的认识行动”的追问，与康德前先验论的存在纽带彻底割裂开来（参见 Refl. 4473）。

在沃尔夫学派试图将哲学的形式逻辑与本体论奠基结构与洛克主义相结合的不成功的折衷尝试中，早在康德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如 J. N. 特滕斯所表述的问题：“知性在上述概念中究竟拥有什么以及拥有多少”。特滕斯同样看到了休谟的问题，即基本概念（必然性、实体、空间、时间等）“作为与对象相对应的实在理念，是否已经由我们知性的本性所昭示”（特滕斯，《论普遍思辨哲学》，1775, 柏林 1913年重印，第65页）。如同康德一样，1765年从遗稿中出版的莱布尼茨《人类理解新论》无疑也发挥了作用（参见特滕斯，同上引，第70页）。康德在形而上学传统内部所做出的决定性转变，赋予了这一对概念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哲学讨论中的核心地位，这一转变也受到了兰伯特、或许还有雷马鲁斯关于先天知识的观点的启发。兰伯特曾说，“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唯有我们在其中完全不仰赖经验的东西，才能被称为先天”。“这样一来，在我们的一切认识中，先天的东西几乎等于虚无”（《新工具论》卷1，莱比锡 1764, 第414页）。雷马鲁斯在其《理性学说》（Vernunftlehre, 汉堡与基尔 1756, 51790）中强调了理性的本源规则思想，唯有这些规则才使得思维与对象之间的一致成为可能。康德对这一主题的新构想在于：将整个区分彻底归结为所有仅具条件有效性的认识内容的（后天）发生，与先验逻辑原理（先天综合判断）的（先天）无条件有效性方式之间的对立，而不带有任何古代或莱布尼茨式的对普遍表象力的依附。知识的先天要素保证了逻辑与数学认识形式（康德所谓的联结法则性）的普遍性与客观性。除数学以及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之外，所有内容都是后天知识。“现在，先天地认识某物，就是从其单纯的可能性来认识它。但是，特定自然事物的可能性并不能从其单纯的概念中被认识出来；因为从这些概念中虽然可以认识到思想的可能性（即它自身不相矛盾），但不能认识到作为自然事物的对象的可能性”（IV, 470；参见 VIII, 221）。他将所有数学命题、知觉的时空秩序以及经验构成的基本逻辑条件——例如因果命题（任何变化都必定有其原因）、其范畴表中的十二个基本概念（参见 B 106），乃至诸如物体（抽离掉具体质性）、实体概念（在一般对象的意义上）（B 5 f.）——都理解为先天的认识条件（严格说来并非先天认识）。此外，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所固有的道德-实践自我反思的基本概念，作为逻辑上的本源原则，代表了先天的确知性。

康德关于先天综合的基本原则表明，我们所交往沟通的不是“事物”，而是事态的意义。思维的要素是关于所观察事件及其观念联结的符号。符号的运用要求不同程度的有效性。显然，有效性事实本身唯有作为无条件有效性的标准才能被思考。这样一来，它就涉及一种纯粹形式的、因而是方法论的所有思维行为有效性层面的前提。这就是康德先验主义的意义所在。它将主体从一切超验依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经验知觉和行动动机方面，人是纯粹的接受性。在先天的关联中，人则是其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综合的“思维行动”的创造者，正如康德借用沃尔夫的话（并预示了费希特）所说的那样。“批判绝不容许有任何受造的或天赋的表象”（VIII, 221）。

康德的先验主义不应在时间上的先行意义上去理解，而应从模态上针对逻辑功能去理解。先天的乃是“借以把一个对象思考为被规定的那种逻辑功能”（VIII, 223）。它产生于对近代现象主义的深化理解。经验知觉数据指涉的是显象的丰富多样性，而非物自体。数据之间的联结法则性本身不能是这些数据集合的元素。它作为将数据中介为可陈述和可验证的主张（唯此方可称为经验）的功能，必须位于数据之外，且这也意味着位于通过抽象过程的概念形成之外。若没有这种先天预设，就不会有认识，而只有“知觉的狂想曲”（B 195）。正如《遗著》所言，先验主义保证了“思考对象的系统统一性原理”（XXI, 43, 64）。若没有“纯粹理性的自主……即使在给定的直观面前，我也会像动物一样浑浑噩噩，不知自己是谁”（XXI, 82）。

在实践方面，自我意识的先天要素在于不可逾越的确知：所有思维主体都同等地置身于道德法则的要求面前，并且从每个个体的这种自我反思中，良知构成为人格的统一性。唯有先天的逻辑功能法则性，在康德这里才确立了行动主体的同一人格性的根据。道德的方法论准则的恒常性建立于其上，而这保证了社会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理解成就。

康德的先验主义不应被理解为明见基本概念的定义。只有数学才能从基本概念的唯名定义出发，这一区分对康德哲学至关重要。先天的判断和概念也不是牛顿意义上的哲学基本命题。对康德而言，思维的先天基础的内在无矛盾性构成了真理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这在数学中是不同的。D. 希尔伯特曾说：“如果任意设立的公理与其全部推论互不矛盾，那么它们就是真的，由这些公理所设立的事物就是实存的”（转引自 L. Oeing-Hanhoff, Art. »Axiom«,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hg. v. J. Ritter, Bd. 1, Basel u. Stuttgart 1971, Sp. 747）。康德批评了本体论形而上学在分析意义上理解先验论的做法。存在被依据逻辑同一律和无矛盾律来定义。莱布尼茨添加了充足理由律。康德先验逻辑的综合概念正是针对基于形式逻辑原理的分析实在概念。康德将数学纳入先天综合理论，并拒绝了莱布尼茨将数学过程视为分析过程的观点。莱布尼茨的观点属于其分析的本体论建构理论。

康德还超越了近代经验主义（至少在其最初的洛克式形态中）承认某种准先天知识的不充分形式。洛克区分了对象性知识与直觉性知识。“关于我们自身实存的知识，我们是通过直觉拥有的。上帝的实存通过理性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关于所有其他事物实存的知识，我们唯有通过感觉才能获得。”经验认识“并不像我们的直觉认识或理性的推导那样确定，后者关涉我们心灵自身的清晰、抽象的观念”（洛克，《人类理解论》卷2，柏林 1962, 第310, 312页）。任何经验主义的唯名论后果——同时也是彻底经验主义的荒谬之处——见证于休谟和贝克莱的尝试：他们试图将数学的基本概念（相等、数等）以及空间共存和时间演替的关系、亦即思维的一切功能要素，在抽象理论上解释为重复知觉的习惯。这样一来，所有逻辑结构都消解在感觉复合体的结合与分离的习惯或惯常性之中（参见 E. 卡西尔，《认识问题》卷2，柏林 1922, 第345页以下）。对理性功能的经验主义解释导致了将其解释为虚构的后果。

康德的先验论产生于数理自然科学对经验数据的形式化所开辟的视野。将数学函数/功能原则转移到逻辑中，导致了用逻辑功能原则取代概念逻辑，而莱布尼茨和康德在判断形式的功能性中看到了这一点。《遗著》在这一联系中总结了先验哲学：“因此，在施加吸引力的物体被给出之前，牛顿就先天地确立了吸引的运动力”（XXI, 59 f.）。

康德先验论的方法论范式是在某些自然科学中所达到的、运用数学的无穷精确性来表象经验-现象事件的结合。康德曾称之为经验与理论无条件者之间的“联合”（XII, 31），这种联合的普遍特征应当发挥效用。意识的先天功能是模仿无穷小分析的数学形式（莱布尼茨的符号 
𝑑𝑦∶𝑑𝑥
）构想出来的。正如在微分概念中把握了连续变化的无穷多样性与持续性原则一样，康德的先天逻辑功能保证了所有普遍可证命题与祈使句的推论统一性形式。在康德哲学中抹杀先验论，将会摧毁这整个理论构型及其在近代科学方法论成就中的根基。在先天功能这一思维的基本关系中，我们的意识拥有统一的理性投射面，以达成客观且普遍有效的陈述。莱布尼茨曾将代数、算术等各个数学分支理解为普遍特征标（universelle Charakteristik）的特例。沿着这一脉络，康德认为哲学在近代文化中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先验论来满足普遍逻辑特征标的要求。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先天功能的“本源获得”思想，既反对通过抽象过程或文化习惯获得的观点（派生获得 acquisitio derivata，休谟、贝克莱），反对将先天功能固化为天赋观念（笛卡尔），也反对将判断与行动准则中的非经验、理智要素与创世思想的本体论相联系；同样，它自然也排斥了发生学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一思想源自沃尔夫将先天理智形式理解为可能秩序的观点，并受到关于流溢论/交互影响说（Influxustheorie，关于灵魂与肉体“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的推动。“本源获得”思想构成了自我意识理论中的重要一环，康德以先验统觉的形式将该理论运用于事态的构成。《遗著》写道：“思维的第一幕包含着一个关于在我之内和在我之外作为显象的对象的观念性原则，亦即在一个理念系统中自我受动的主体的原则，这些理念仅仅包含通向一般经验之进展的形式要素”（XXI, 99）。“本源获得”原则表明，这种“自我受动”（Selbstaffektion）绝不可被误解为内部知觉的内省。先天的综合功能是在与显现对象的关联以及与主体间交往理解的关联中才得以现实化的（并且唯有在这些关联中才对我们是可通达的）。先天功能的本源获得构成了社会经验潜在能力的现实化。先验哲学用主体概念的优先性取代了本体论形而上学中居于首位的实体概念。这不再是笛卡尔的内省主体概念，而是作为先验统觉的逻辑形式规定之总体，在其中主体概念被把握为综合功能。正如作为自我意识的实体（substantia rei conscientia sui）被改造一样，自我意识作为自我显现（manifestatio sui）在先天功能的本源获得中的过程亦不断推进。由此，康德将先验统觉敞开于主体间交往理解与行动活动的逻辑功能层面的进一步构建；这一理论进程经由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以及谢林和黑格尔在19世纪丰富的自然与文化哲学材料中对逻辑形式规定的阐发，在 L. 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中汇聚为“我-你关系”，并在那里暂告一段落。康德的主体概念是逻辑功能性，而这种功能性是在主客体关系和主体间活动的过程中生成的。它是行动，而非预定的实体性。“本源获得”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潜能中的存在者（dynamai on，δυνάμει ὄν）依据给定的现实化条件而现实化（kata to dynaton，κατὰ τὸ δυνατόν）。康德将存在的统一性锚定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之中的这一最深处，同时也是先验-观念统一性向所有主体之自觉活动的行动空间的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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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

综合主题首先必须从康德主要阐述它的那种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区分的狭隘教学形式中抽离出来。它属于推论性命题和审美形态建构之符号意义的文化实在性这一主题。与康德的所有主要著作一样，晚期手稿《遗著》依然将先验哲学的成就归结为：“在一个体系中先天地根据其主观可能性构成经验的绝对统一性”（XXI, 56）。康德将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把握为综合功能的形式法则之网络的思路，构成了超越笛卡尔意识命题的决定性一步。康德将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把握为相互对立者的综合。在逻辑“功能”中概念与“直观”的聚合产生了一个与抽象出发要素并不相同的结果。因此，自我意识代表着一种综合运动。在所有自我意识之间的观念场域中，显现于陈述、主张和要求或命令句中的综合功能的结果，就是文化符号的意义。在其中，主体的主体间性与主体对对象的关联相互交融并相互激发。因此，综合创造了一个要素并非直接包含于其中的整体。它是可理解意义之自身精神实在的生成。在其中，既显现出人类的社会实存，也显现出这种实存的历史进程性，因为综合将无限的材料联结在一起。毫不奇怪，思维之综合成就中经验上可确认的事件，表现为异化于其非物质本质的现象。柏拉图式的幻相以思辨倒错的方式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唯有通过意识的综合功能的转化，才能占有对象性实在。康德将意识界定为将质料上相异和对立者综合为文化有效性之观念实在的纯形式综合功能，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种思辨倒错。他区分了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前者的谓词仅仅阐明包含在句子主词之中的内容，后者的谓词则扩展了主词术语的内容。因此，每一个分析命题都预设了意识的综合功能，正如综合功能预设了先验统觉的分析同一性一样。先验逻辑将意识把握为这些对立功能的统一。康德借用当时数学的一个术语将其称为联结法则性（Verknüpfungsgesetzlichkeit），即把杂多联结为统一性的意识行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将综合功能解释为一切形而上学认识的前提。以往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分析方法仅仅定义了诸如原因、结果、实体、偶性、灵魂、世界等概念，但并未研究思维的综合-生产特征（IV, 368）。将一个对象作为原因与另一个作为结果的对象相联系，或确定某种变化（偶性）与某种持存者（实体）相关，都预设了相异者的综合功能。

康德将先验综合与综合判断区分开来。判断中的每一个概念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一种综合。他的例子是：为了能够思考直线的概念，“我必须画出它，从而综合地实现所给杂多的某种特定联结”。“因此，意识的综合统一是一切认识的客观条件……每一个直观都必须服从它，以便成为我的对象”（B 138）。为此，“需要一个第三者，唯有在其中两个概念的综合才能产生”（B 194）。这就是内感官，其先天的形式体现为时间直观。正如经验表象通过想象力被联结起来一样，逻辑综合是通过自我意识中时间直观的统一性来实现的。“经验综合”（B 196）的可能性建立在经验的先验统一性之上。这种统一性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思维规则在时间的统一性中指向同一经验空间内的显象。若没有逻辑综合以及预先存在的统一形式时间与空间，知觉就会如同“纯粹的幻象”，无法被联结为认识（B 196）。康德在这些脉络中阐述了一切综合判断的至高原理：思维规则能够综合直观数据，乃是因为这些数据处于时间和空间直观的统一性之中。“一般可能经验的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的条件”（B 197）。时间和空间统一性的各个不同综合层面，与由判断形式、范畴群结构及知性原理产生的逻辑规则相联结，创造了一个纯观念综合的运动场域，康德将其概括为先天综合判断概念。G. 皮希特（G. Picht）对此做了精辟阐述：“由思维的统一性与时间的统一性之间的差异所开启的中间空间，就是由先验综合的统一性所承载的人类认识全部真理的视域”（《康德的宗教哲学》，斯图加特 21990, 第415页）。唯有由此，自主理性的纲领才真正得以奠基。凭借综合理论，先验哲学为启蒙运动关于普遍人类理性的主导理念奠定了新的基础。

经验的统一性是通过对相异者的三级联结阶梯生成的。第一级是知觉对感受器刺激所进行的形态建构。第二级联结阶梯是经验的符号与概念形成过程。康德的问题在于作为第三级的先验综合。“因此，一切判断都是我们表象之间的统一性的功能”（B 94）。为了理解《批判》，康德在此附加的论证至关重要。经验综合是在时间与空间意识的预设综合中完成的。而这些预设综合又完全作为逻辑综合的投射面与思维规则相联系。脱离了这一联系，纯直观形式的理论就毫无意义。否则它就会倒向贝克莱的经验唯心论。在康德的理论中，核心过程在于直观形式中的统一性、抽象概念中的统一性以及判断结构、范畴和原理的逻辑综合中的统一性之间的相互投射。《批判》中相继出现的各个学说，构成了贯穿始终的综合协同作用的各个组成部分。形式综合理论也旨在对抗经验主义中潜在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怀疑论。康德以代表自我意识的纯粹知性范畴与原理的抽象形式表达了这一切。这丝毫没有减损这一综合原则作为一个主体间与行动理论的主体概念之核心关节点的意义。

相较于经验主义的抽象理论，综合成就的先天特征在范畴和数概念中很容易辨认。它们并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属概念。它们不是作为直观给定的对象的特征的普遍化而产生的。数概念、点与线的概念，以及诸如统一性、因果性、合规律性、可能性等概念，并非通过抽象产生，而是通过要素与关系的建构而产生的。它们不可被设想为物理给定的对象的组成部分。作为建构性的关系概念，它们构成了语言和逻辑抽象能够从对象中剥离并组合各种不同述谓的前提。康德看到，在抽象成就的基础之上存在着普遍关系，建构性要素正是依据这些普遍关系彼此联结的。

通过学院形而上学的中介，康德的先验论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经验制约的知识与直接知识的划分之间存在着关联。直接知识的奠基是亚里士多德以看似不证自明的前提顺带提出的精彩段落之一：在普遍陈述与特殊陈述之间，中介的序列不可能是无限的，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绝对确定的陈述。因此不可能对一切事物都有中介的知识和证明。必定存在着作为公理而无需推导的直接确定的命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理性从自身拥有并且——正如他无与伦比地指出的——绝不可能以错误方式拥有的命题，既为一切知识领域所共有，又在各个具体科学中有所区分（《后分析篇》I, 7；《形而上学》B, 2, 997 a, 12–25）。他不仅在对他而言核心的问题（即思维与个别事物的感官知觉相联系并将其聚焦）中探讨直接知识的综合特征。更重要的是针对柏拉图的论点：我们绝不可能拥有一种我们自身未意识到的直接知识（《形而上学》A, 9, 992 b, 25）。灵魂诚然将知识的第一原理包含于自身之中，但既然感官知觉本身就是一种活动，那么对于不指向外在对象而是指向自身、因而与其对象无所区分的思维而言，情况就更是如此（《论灵魂》II, 5, 417 b）。关于思维对先天形式法则具有绝对完备性与清晰性的思想，在康德这里重新出现。

康德在先验演绎伊始（第15节；B 129以下）详细阐述了综合思想。为了理解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2节（IV, 266以下）的阐述最为合适。相较于《批判》第一版，此处关于先天综合判断的学说得到了显著强化。关于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的区分：康德区分了 1. 经验判断，2. 仅陈述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以及 3. 关于对象之属性（这些属性随一切认识的形式条件而被一同设定）的判断。在这一分类中，他结合了“先天——后天”的定性。使用“经验判断”这一术语就已经伴随着“后天”，因此它们必然被定性为综合-扩展性的。第二类判断立足于经验命题，但在直接意义上自然是先天的。它们是分析判断，即其真理性可以仅仅通过逻辑规则以及所使用语言的意义规则来判定的判断（“一切物体都是有广延的”）。它们自身当然也是先行综合的结果，“因为知性若先前没有联结过任何东西，它也就不能分解任何东西”（B 130）。先验考察的主题是第三类判断。自20世纪初逻辑经验主义以来一直存在的异议——即认为这可以说是一个空类判断（最近又见于 W. V. O. 蒯因）——乃是基于误读。感性与知性这“两个认识之干”自然都代表着先天的认识条件。问题在于，数学运算以及康德所谓的“纯粹自然科学”命题（如惯性定律、实体守恒定律、因果律等），是否代表了通过纯智性过程添加的谓词而对概念做出的扩展。这些命题相对于各自的观察数据所具有的综合内涵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一成就预设了一种内在的智性运动，康德将其统摄在先天综合判断的概念之下。否则经验数据的综合就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源于某种静态结构。如果对于分析命题而言，同一律和矛盾律就已经足够，那么在此则添加了服从于同一律和矛盾律之外的另一原则的某种东西。康德由此与莱布尼茨以及那些否认数学命题（除了诸如 
𝑎=𝑎
, 
𝑎+𝑏>𝑎
 等少数基本命题外）代表本源的先天综合的现代数学家处于对立之中。诸如 
7+5=12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样初等的命题，乃是先天的综合运算，因为我们绝不可能以错误的方式拥有它们（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而且主词在自身中也并不包含谓词。形而上学就其目标而言，同样唯独由先天的综合断言所构成。康德在给《批判》的阐释者与辩护者 J. 舒尔茨（J. Schultz）的信中，阐明了他将数学命题视为综合命题而非分析命题的观点。他论证道，相同的算术结果可以通过不同的、彼此不可还原的运算来达到。如果数学程序是分析性的，那么它们就必定已经包含在解之中了。但它们乃是“我们在思想中表象出来的一种纯粹智性的综合”（1788年11月25日致 J. 舒尔茨；J. 舒尔茨，1739–1805，柯尼斯堡数学教授与宫廷牧师，曾出版《无穷之精确理论的尝试》，柯尼斯堡 1788；《纯粹数学初阶》，柯尼斯堡 179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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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关于物自体的概念——即物自体作为唯独对我们敞开的现象领域的基础，虽不可认识，但作为理论预设不可拒斥——将存在概念划分为现象领域与基质领域的这整个划分，在经验主义现象主义中拥有悠久的历史。感官的受动以及我们为不同类别的陈述对象命名的缘由，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通过我们之外无主体的事物来阐明。古代怀疑论随即就将物自体作为未知的存在者（τὸ λεπτῶς/λεκτῶς ὑποκείμενον，to léktos hypokeímenon）与意识内容即现象（φαινόμενον, phainómenon）区分开来。斯多亚学派的摹相说将灵魂视为白板（接受性），并凭借由事物引发的、排除欺骗的概括性表象（φαντασία καταληπτική, phantasía katalēptikḗ，我们对其无法抗拒）思想，求助于日常实践意识的认识论习惯。陈述（λεκτά, lékta，单数 lékton）充分地摹写了具象的事物（χρῆμα, chrē̂ma；πρᾶγμα, prâgma）。表象是由对象铭印在灵魂之中的。这是针对柏拉图的洞见的：柏拉图认为物概念唯有在实体与属性的辩证交织（συμπλοκή, symplokḗ，编织、联结）中、亦即作为观念建构来处理。形而上学的实在概念在经验可感知的对象背后设定了范型或理念（παραδείγματα, paradeígmata, ἰδέα, idéa），即超经验的、不可变易的对象（严格说来是我们陈述的对应物）。它们构成了自在的存在者（ὄντως ὄν, óntōs on），使事物成为其所是。现象主义必须假定显象背后存在着实在的事物，同时在感觉主义的彻底推论下排斥对它们的可认识性。在17世纪晚期和整个18世纪，反笛卡尔主义的核心科学理论主题正是为转向经验中可发现的显象的归纳进路而斗争，并反对理念本质（καθ’ αὑτό, kath’ hautó）意义上的物自体。洛克在反对实体本质的形而上学时指出，精神和物质作为“事物本身”（things themselves）是不可知的。在休谟那里，在得出怀疑论结论之前，同样拒斥了形而上学在存在等级序列中所设定的非物质“对象”。“精神的真正本质对我们而言，正如我们之外的物体的本质一样不可知。”我们唯有通过观察的途径，才能从事物与精神的显现属性中在我们的表象（notions）中获得图景（休谟，《人性论》，汉堡 1973, 第5页）。这是由自然科学所承载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主导观点。启蒙运动将牛顿反对笛卡尔主义的斗争解释为自然科学在数学取向与经验取向之间的调和。牛顿对“假说”的拒斥及其对现象的聚焦，已经把在经验主义科学理论中对形而上学本质与第一因的宣判推向了争论的核心。波义耳、达朗贝尔、莫佩尔蒂、伏尔泰倡导将牛顿的思想与培根的思想相融合。在18世纪上半叶，欧陆实现了对培根的重新发现。康德的著作不自觉地从当时的普遍时代意识中重复了培根的许多段落。认识是指向显象的实在性，这一思想已成为老生常谈。A. G. 凯斯特纳（A. G. Kaestner）的教科书《高等力学初阶》（1766）写道：“我们对自然的全部知识无非是对显象的认识”（III, Nr. 196）。深得康德推崇的 J. H. 兰伯特，在其《新工具论》（1764）杰出的第四部分“现象学或幻相学说”中探讨了物自体与知识的幻相形式之间的关系。在区分了“由我们之外真正存在的物所引起的”物理幻相与病理（错觉）幻相之后，兰伯特极具培根风格地写道：“只要我们尚未掌握评判事物自在为何的根据”，我们就必须驻留在幻相之中，并通过确立类比来探向真理（卷2，第229, 246页）。甚至莱布尼茨写于1704年、于1765年首次从遗稿中出版的《人类理解新论》，同样将批判形而上学的姿态与对培根的推崇结合在一起。形而上学教材所教授的仅仅是空洞言辞。将形而上学作为一般存在的科学（其原则为本质 essentia 与实存 existentia 等），就是滥用科学之名。发现现象之原因的技艺堪比破译密码的技艺。正是培根勋爵开创了将实验技艺纳入规则的先河。毫无疑问，在1765年前后，康德在这些对他而言反复出现的脉络中，也仔细阅读了莱布尼茨的这句话：“至于实在的形而上学，可以说我们才刚刚开始为之奠定基础”（莱布尼茨，《人类理解新论》，汉堡 1996, 第514 f., 547页）。在康德主义被多方讨论且被视为主体原创的“物自体与现象的关系”这一总主题上，比其他任何主题都更加显明地展示出，康德的命题在何等深刻的程度上从属于当时批判形而上学与科学理论的讨论。

康德将物自体与现象相区分，并不仅仅是从经验主义那里继承而来的。这种划分同样属于形而上学中实体与偶性的学说。Ens ab alio（依他存在者）是通过另一者而实存之物，ens in se（自存存在者）是通过自身而实存之物或实体。形而上学在其以质的形式概念代替法则概念的局限之内，把握了法则相对于经验事件所代表的关系未能得到区分的困难。即使它区分的不是原型本质，也是将静态本质与偶性区分开来。康德授课所依据的鲍姆加登《形而上学》（1739及多次再版）区分了“其存在即是在他者之中的偶性”（accidens, cuius esse est inesse）与作为“通过自身而自存的存在者”（ens per se subsistens）的实体，即一种仅在他者中实存的存在与一种为自身或自在存在者（第7节，第191条）。因此，康德也谈到了经验的人在空间和时间中如何向自身与他人显现，以区别于作为“物自体（ens per se）”的理智主体（XXII, 25）。在他的形而上学讲座中，他讲授了本体论的实体-偶性区分，但依循洛克的精神对此进行了修正。“我们认识偶性，但不认识实体之物。这是在剥离一切偶性之后实存的主体，它对我们是未知的，因为我们唯有通过偶性才认识实体。”偶性依循洛克被界定为“思考事物实存的方式，而非不同的实存”（XXVIII, 563）。

康德凭借其对莱布尼茨主义的了解，也看到了感觉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经验主义奠基的症结所在。只要人们仅仅着眼于个别知觉行为的演替，那么与现象丛林背后的物自体的符合论学说就可以勉强应付。但只要稍加深思，就会产生莱布尼茨的问题：除了个别现象的再现之外，究竟该如何解释所有现象的联系与和谐？必须假定一种超经验的联系，它是每一个别对象和事件的一般条件，并且它还解释了基本文化符号（良知的个人道德、上帝概念、审美形态问题）的复杂意义内涵。正是在这里，经验主义产生了相对于习俗惯例与社会秩序而言难以令人满意的妥协意识形态。对于彻底的感觉主义而言，假定两个个体具有相同的知觉本身就是一种狂妄的思辨。它是无政府主义的，正如古代犬儒主义曾经的那样。英国中产阶级和法国开明金融贵族的近代经验主义与此相距甚远。康德在此看到了传统与各种神秘化观念的涌入，这些观念诉诸内部经验的自由。对于哈曼——这位身处柯尼斯堡身旁的休谟信徒和娴熟的反启蒙主义者——康德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康德的区分立足于经验认识的局部性（Partikularität）这一实在问题。经验陈述仅仅涉及对象在给定的归纳前提下向我们显现的局部领域。在康德那里，在数理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现象”意味着被观察或通过实验确定的事件唯有在一个未被一同观察到的数学或逻辑建构关联之内，才能被确认为事态。自在的对象，即作为整体（Totum）的对象，无论已知要素的丰富程度多么广阔，都无法成为经验考察的对象。它也根本不是理论主张的问题所在，理论主张所关涉的是经验数据的观念系统性。康德从莱布尼茨对洛克的批判中汲取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确证对自然法则的认识，既然这些法则本身绝不可能成为观察和实验的对象；或者正如莱布尼茨所言，“因为感官虽然教导我们发生了什么，但并未教导什么必然发生”（致比尔林，1709年11月19日；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C. I. 盖哈特编，卷7，柏林 1890, 希尔德斯海姆1963年重印，第488页）。这恰恰是康德在面对休谟时批判经验主义的核心问题。形而上学预先假定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把陈述直接指向无主体的理智对象本身。这样一来，显现的过程从原则上说同时也就是整个过程，因而也就是法则。对于经验事实与总体性之间的差异，形而上学引入了诸如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和败坏（corruptio）等思辨替代构想，如同托勒密天文学中的本轮一样。

现象与无主体对象的分离不仅发端于感觉主义观点。物理学的数学形式化从两个方面产生了同向的作用。它消解了作为概念对应物的朴素实在论物概念。数学公式指涉的不是事物，而是纯建构性量之间的功能关联。数学量既不作为无主体的对象实存，也不作为现象实存。莱布尼茨说，我们毫无差错地对待它们，仿佛它们实存一样。由此为康德将认识的“自在”理解为思维本身的联结法则性指明了道路。

康德在四重含义上使用“物自体”这一术语：
1）它是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对我们是先天确知的，尤其是在知晓义务法则的道德-实践意义上（积极意义上的本体 noumenon），是我们处于时间性实存之外的精神同一性层面。
2）在感觉主义意义上，它是作为现象之原因的无主体对象，是作为终极受动根据的质料基质（消极意义上的本体 noumenon）。特别是《批判》第二版——其目的正是要消除对康德而言既感意外又感失望的对其逻辑唯心论的贝克莱式误解——强调了外在世界中事物的实存，对于这些事物，我们“即使不能认识，但至少必须能够思考。因为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命题：没有显现者的显象/现象”（B XXVI）。事实上，严格说来，人们甚至无法知道某个物是现象的原因，因为根据康德的前提，因果范畴只能运用于现象。F. H. 雅可比立即从其基于日常实践和宗教的实在论立场出发，反对康德将物自体视为引发受动的质料性对象这一概念。在雅可比看来，对于唯心论而言，对象乃是意识的综合统一。“这一统一性的概念就是关于对象 = X 的表象。”雅可比写道，他曾连续多年一次又一次从头阅读《批判》，“因为我不断地陷入困惑：若没有那个预设［即物自体的预设；原作者注］，我就无法进入该体系；而有了那个预设，我就无法留在其中”（F. H. 雅可比，《大卫·休谟论信仰，或唯心论与实在论》，1787，载《雅可比著作集》卷2，莱比锡 1815, 第304页）。康德是在感觉主义以及归纳科学的普遍习惯中使用物概念的。他对物概念的那些悖论并不感兴趣，尽管从形而上学和怀疑论的历史中他对此自然十分清楚。他所关切的是现象主义的实在概念，以及其为事态的理论建构所确立的严格接受性原则。
3）关于物自体概念功能的最详尽阐述，见于先验辩证论部分二律背反章的第6节。经验唯心论及其对所知觉对象的实在性的怀疑被予以拒斥。既然空间和时间是我们直观的统一形式，那么对象在这些形式之内被直观为怎样，它们就确实怎样，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据。然而随后，那种认为外部事物始终处于经验意识流之外的庸俗实在论言论被放弃了，在论及月球上可能有居民、以及由于极其遥远而从未有人类能知觉到的星体时，出现了一段非同寻常的评论：这些对象是实在的，“如果它们在一种经验性的联系中与我现实的意识相联结，尽管它们并不因此自在地、即在此种经验的进展之外是实在的”（原作者着重强调）。康德所关切的是“经验进展的规则”（B 521, 524）。这样一来，物自体就是尚未被认识者，并在推论中成为通过转化为“为我们之物”的过程而渐近地被认识者。康德在此是在培根的意义上——并且带有一点培根的风格——谈论在专业科学方面令他感兴趣的内容，即认识的进步使我们的知性等同于事物，并仿佛达到了事物的水平。培根的《论科学的尊严与增进》（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1623）曾说：“ut scilicet mens fiat per artem rebus par”，即心灵通过理论知识而与事物相当。这种对物自体的神话色彩构想的淡化——那种认为物自体始终存在并将永远存在、其光芒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其实存我们始终知晓却永远无法认识的构想——这种转向消解了感觉主义现象主义中的真实问题。黑格尔后来将此作为反对康德物自体概念的主要论据。然而，对现象的无限揭示过程（它在趋势上也揭示了物自体）仍未解释表象超验者是如何被纳入主体之中的。对这种可能性的质疑，正是感觉主义那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中真正的合理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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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通过质疑形而上学所运用的范畴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所给予的启发，是毋庸置疑的。康德接纳了对因果概念和实体概念的怀疑，并反复将其批判形而上学的思想实验称为怀疑论方法（B 452）；当然也仅仅是作为方法而非作为结果（参见 IV, 262）。休谟那种总体的科学怀疑论——其针对教条传统的相对文化批判面向在英国中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心态中的作用在此不予讨论——与康德完全格格不入。雅可比和哈曼立即利用这种怀疑论来摧毁《批判》的普遍主义与理智主义的方法论范式。

关于生成史讨论的一个专门关节点是：康德在1770年就职论文之前，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掌握了先验逻辑辩证论部分的核心——二律背反体系？有一种解释认为，康德关于1769年针对新教学概念而降临于他的“大光明”的札记（Refl. 5037；根据阿迪克斯考证写于1776/78年）指的就是二律背反体系，这种解释显得不太符合实际。既然如此，康德为何在就职论文中没有阐述这一据称是他转变哲学理论概念的主要成果？就职论文《论感性界与理智界的形式与原则》（1770）在标题中依然展现了本体论的理论构想，其纯观念世界与现象世界应当得到更好的划分。唯有结合逻辑功能相对于经验显象质料的新综合概念（而这一概念唯有先验演绎才得以实现），确立一般二律背反体系的论题才成为可能且确实具有意义。

1760年代批判形而上学的各篇论文中的个别问题，聚焦于形而上学的方法问题。《批判》几乎重现了这些文本的所有成果。一个显著的主题是对哲学中数学证明方法的批判。《论负数》（1763）就已经指出，形而上学家把数学家的概念变成了“纯粹微妙的虚构”（II, 167）。《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清晰性的考察》（1764）更详尽地探讨了同一主题。哲学方法与数学方法的区别已如《批判》中那样被界定，早期获奖论文的成果在《批判》方法论的第一节中重新出现（B 740以下：纯粹理性在独断运用中的训练）。

著作与书信还表明，早在1770年受聘为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正教授之前，康德就长期致力于系统形而上学的奠基工作。康德多年致力于《批判》主题的研究，属于德意志启蒙运动中对系统哲学持续进行论战性探讨的时期。沃尔夫形而上学的演绎定义方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封闭本体论阐述方式受到了质疑。1745年出版了 C. A. 克鲁修斯（1715–1775）的《必然理性真理纲要》。J. H. 兰伯特（1728–1777）的《新工具论》（2卷，1764）及其《建筑术纲要》（2卷，1771），被康德视为与其思考相通的著作。由于沃尔夫严密的系统性，所有讨论都导向了哲学中的方法问题。1765年康德写信给兰伯特说，唯有通过解决哲学的方法问题，人们才能抵御形而上学中盛行的“知识幻相”（1765年12月31日）。康德后来用这一术语指称思维法则中二律背反体系的后果，当人们依据关涉空间和时间中可观察事件序列的理论标准来处理总体性陈述时，这种后果就会产生。在这一联系中，康德从其第一部著作起就反复出现的对学院哲学的激烈抨击便不难理解了。康德借用《圣经》中泥足巨人的典故（《但以理书》2, 31–34 中尼布甲尼撒的梦），来形容经院形而上学浮夸却空洞的智慧（II, 57）。G. 皮希特精辟地将《一个通灵者的梦》（1766）描述为康德自身精神危机的表达。在解释该书的致门德尔松的信中，康德总结了他对“盛行的方法”的厌恶，这些方法“必定使妄想和错误无限倍增”（1766年4月8日）。在《批判》出版后，康德将其关于“其成果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得以阐述的”主题的研究起点，定在他与兰伯特通信的时期（致雷卡德 Reccard，1781年6月7日）。因此，从1760年代中期到《批判》出版，历经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在致加尔韦和门德尔松的信中所提到的十二年，显然是指1769年的“大光明”（Refl. 5037），当时康德发现了其关于空间和时间作为一切知觉的原初统一常量的理论（参见 Refl. 5024，可能是一份致兰伯特的题献草稿）。

康德将其批判视角与源自蒙田怀疑论传统（笛卡尔在评价哲学时亦采纳了该传统）的古老模式结合起来，拓展了其批判视野：哲学在相互对立的理论怪圈中打转，而科学则行进在知识不断进步的稳健道路上。这是笛卡尔《方法谈》（1637）的批判主导动机，在《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再次得到了重申。关键在于不要限制《批判》生成的理论涵盖范围，而应在康德的主要主题和普遍视域的关联中来把握它。在1760年代，对康德而言，形而上学的方法问题聚焦于如何消解经验思维程序与理性建构思维程序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比休谟的理性批判具体得多的提问方式。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书信中康德预告了实践哲学的全景阐述，实践哲学的问题对他而言在于寻找一种确定道德准则形成之内在逻辑标准的方法。依循卢梭“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模式，他从法学普遍化程序出发来构想道德问题。许多可能写于1770年之后不久的反思札记，都探讨了唯理主义建构与唯物主义世界及主体理解之间的二律背反（Refl. 4275, 4336, 4360, 4455）。

在1772年2月致赫茨的信中，康德曾设想让该书于1772年复活节（书展期）出版。他曾以为1771年秋天就能完成，随后又推迟到1774年复活节、1777年秋、1778年复活节、1778年秋、1779年复活节或秋天，以及1780年。该书最终于1781年春出版。1783年康德写信给加尔韦，不久后又写信给门德尔松，说这部历经约十二年思考的成果，是在短短四至五个月的时间内仓促写成的（1783年8月7日；1783年8月16日）。毫无疑问，康德不可能在五个月内写完第一版的856页印刷页面，更何况当时他还承担着大学教授的教务。B. 埃德曼推测，康德从1776年起在两份现已遗失的草稿中完成了定稿。显然，康德并未完全按照我们今天所见部分的先后顺序撰写《批判》那错综复杂的宏大构型，而是在撰写整体的同时单独构思了各个独立部分。1778年他在谈及预期的形而上学新作时写信给赫茨说：“我那些小草稿，在处理它们时我自认为还算顺利”，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它们仍迟迟未能完成（1778年8月28日）。

康德将牛顿的数学物理学和卢梭的“公意”理论视为18世纪中叶启蒙运动自我理解中两项开拓性的要素；它们构成了启蒙运动普遍人类理性主导理念的两大支柱。因此，康德体系理念独特的二元特征（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很早就为康德对哲学问题处境的批判性重审所预先设定。《批判》漫长的准备过程，应被理解为对最初构想相对简单的两翼形而上学体系的消解过程。1765年康德将方法论论著主要理解为对错误形而上学的批判。由于构想尚未成熟，他本打算将其暂缓，并在他打算先行推出的“几篇较小的论著”（因为材料已经备齐）中提到了“自然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致兰伯特，1765年12月31日）。这些形而上学体系原本应当是何种样貌，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方法论导论不可推迟，分离的理论形而上学与实践形而上学则紧随其后。1772年，这部题为《论感性与理性的界限》的计划著作应当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是一般现象学（大概是像兰伯特那样的幻相学说，但向康德作为幻相理论的辩证论方向扩展），第二是形而上学方法的简要纲要，包括 a）情感与趣味、自然感性动机的原则，以及 b）“道德的第一根据”（致赫茨，1772年2月21日）。因此，该著作最初的规划（后来《批判》从中独立出来）要庞大得多。

文献

Picht, G.: Kants Religionsphilosophie, Stuttgart 21990 [Einf.: Aufbau und tragende Begriffe der KrV].

康德对方法问题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并经历了四个阶段。
（1）在划分了数学方法与形而上学方法之后，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确定形而上学特有的理智对象相对于数学对象的特质。这导向了更精确地区分主体中的本源预设：一方面使得对数学对象的操作（在作为非经验“直观”形式的空间和时间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使得对现象给定的对象做出逻辑规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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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纯粹理性批判》Ⅱ（1781，1787）

1 题词、献词、第一版与第二版序言及导言

康德仅在第二版前附上的题词（Motto），出自培根为其《伟大的复兴》（Instauratio magna, 1620，即科学的伟大革新，在恢复、重建的意义上）所写序言的最后一段，而《新工具》（Novum Organon）构成了这部宏大规划总著的第二部分。康德对第二句的引用略有删节，该段完整原文的译文如下：“关于我自己，我保持沉默；但为了所讨论的事业本身，我恳请人们切勿将其视为一种先入之见，而是承认为一项严肃的事业，并确信我并非在为某个宗派或教条奠定基础，而是在为人类的伟大谋求福祉。此后，人们应当根据自身的利益，放下对成见与偏执的热衷，共同商议。最后，希望人们满怀信心，不要将我对科学的革新视为某种无限且超人类的事物，并以这种方式去理解它，因为事实上它恰恰是给无限的谬误设定了应有的界限”（F. 培根，《新工具》，汉堡 1990年，第33页以下）。借助这则题词，康德将自己的著作置于反对独断论（传统形而上学）的境地，正如培根当年将自己的著作与经院哲学相对立一样。他提醒同时代人注意启蒙时代那依然有效的精神出发号召。此外，培根在自然科学改革中的经验科学原则也发挥了作用，康德意在强调该原则对哲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批判》表明，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穷尽于经验事实的验证之中，并且我们正是在其中获得了外部实在的确定性。这处经过深思熟虑所选取的段落，构成了对第一版所遭遇误解的一种告诫性回应。康德希望向其时代阐明同样的变革需求，正如启蒙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此前所宣告的那样。

在《新工具》出版后，培根收到了剑桥大学的致敬，并对此回应道：“不要为我所踏上的新道路感到惊恐；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世纪的更迭，必然会产生新事物。古人将永远享有一种荣耀，即天才的荣耀；然而唯有上帝之道与经验才值得信赖。如果说在科学目前的状况下不可能用简单的经验来取代科学，那么至少有可能——尽管十分艰难——通过经验来重建科学本身。”如果我们把“科学”替换为“哲学”，那么康德对于在他主要著作出版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拒绝向他致敬的同时代人，也完全可以表达同样的心声。顺便提及，关于《批判》漫长的准备期以及第二版的修改：据记载培根曾将他的《新工具》修改过十二次。在第二版序言中，康德用培根式的语言指出，理性必须一手执其先天原则，一手执其按那些原则设计的实验走向自然，以便受自然的教诲，但不是像一个小学生那样，而是像一位被任命的法官，迫使证人回答所提出的问题（B XIII）。康德关于其理性批判的“法庭模型”，深受培根将科学研究比作“审讯自然”、将实验比作向自然展示的“工具”这一具象构想的影响。莱布尼茨在其《人类理智新论》中曾说，培根勋爵已经开始将实验艺术置于规则之下（第4卷，第12章，第13节）。

献词题献给了功勋卓著的教育部与司法部部长 K. A. 冯·采德利茨（K. A. v. Zedlitz, 1733–1793）。他自1770年起担任腓特烈二世的大臣，是普鲁士教育体制的改革家（1787年创立高级学校管理委员会）。在不伦瑞克开明的卡罗琳学院和哈勒大学接受了卓越的教育之后，他熟悉并推崇康德的哲学，并曾向康德索要其讲课手抄记录。1789年，由于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反启蒙转向，冯·采德利茨辞去了职务。与17世纪遗留下来的阿谀颂扬的时风不同，康德在献词上极为克制。这篇献词将《批判》置于冯·采德利茨改革事业的脉络之中。

第一版序言在理论构想上以及在其开篇的号召性特征上，是康德学术散文的典范之作之一。它宣告该著作为在全新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重建，以对抗业已出现的哲学衰颓及其后果：即对形而上学那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的冷漠（Gleichgültigkeit）。康德是在哲学书籍与期刊市场异常繁荣的背景下说这番话的，其意指：哲学的根本问题被排挤与压抑了。人们从被给予世界的局部因果性以及自身的经验实存出发，仿佛上升到了经验-时间性实存的一种观念性延伸。由于先前的文化对此茫然不知，人们便不加批判地诉诸独断论原理，以便将一切有条件者背后的无条件者问题，如同其他可解决的主题一样，用于日常实践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利益。这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尝试，它运用错误的独断方法，使自身陷入黑暗与矛盾之中。通过对启蒙运动流行语的影射，并借用其普遍历史图式来审视哲学史，序言以雄辩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哲学处于戏剧性危机局面的图景。形而上学最初的专制独裁如同古代野蛮状态的残余，对文化发号施令，以至于由于内部战争，一切都蜕变为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怀疑论者作为“厌恶一切对土地进行持久耕作的游牧部落”，彻底瓦解了系统哲学，从而使那过时的、虫蛀的独断论一次又一次死灰复燃。最后，“某种人类知性的生理学（出自著名的洛克）”辜负了人们期望它能平息纷争的期待。对真正问题的误判产生了表面上无法解决的争端，由此导致了对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厌倦，以及作为科学中“混乱和黑夜之母”的“冷漠主义（Indifferentism）”，但这“［……］同时又是一切科学即将进行彻底改造和启蒙的起源，至少是其前奏”（A IX f.）。《批判》被置于一个从衰退走向重建真正形而上学的破晓时分的宏阔运动之中。在下一步中，作为关于人类理智实在性的理论，哲学的不可回避性与法的思想联系在了一起。该著作被宣布为如今所必需的法庭，它将确保理性的正当要求并驳回其无端僭越。康德将“对过去的批判”这一世纪口号反转过来，指向启蒙哲学自身的精神状况。如今所需要的不是对书籍和体系的批判，而是对广受赞誉的理性本身的逻辑进行批判。这个法庭“不外是纯粹理性批判本身”。随后引出的是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认识之可能性的定理，这正是形而上学知识的真正问题所在。因此，康德将启蒙运动的两大主导主题——对过去的批判与独立思考——推进为将人类面对终极问题的自主性锚定在先天的综合逻辑功能之中。关于范畴的先验演绎是此前从未完成且对他而言最艰难的部分这一评述（A XVI），同时也将先验演绎限定在先验主义（Apriorismus）为事态构成而组织知觉数据的功能之上。

第二版序言必须结合第一版的接受情况来看待。第一版序言突如其来地将哲学的处境断言为衰朽，并宣告了一种全新的理性奠基。它毫不客气地当面打破了那个时代对自身的良好感觉，断定发生了一场精神危机，并将必须被理解且应当被理解为激进之物的方案宣告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即对笛卡尔、沃尔夫以及洛克的意识命题进行修正和显著的复杂化。迄今为止的理性定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启蒙运动在理解人类观念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被判定为充满矛盾，哲学的现状被称作一种无政府状态。为了阐明哲学中必需的“思维方式的变革”（Revolution der Denkart, B XII），新序言回溯到了数学史和自然科学史这一宏大的科学史背景之中。在数学与自然科学那些显然迄今未被理解的数学与逻辑建构主义方法中，《批判》的先验方法早已得到孕育。因此，在第二版中，一篇长达20页、从科学史角度奠定康德形而上学改革基础的全新论述，取代了1781年简短的序言（8页）。科学史展现了从经验性的“摸索”（Herumtappen）走向“可靠道路”（sicherer Gang）的进步；这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文化史形式区分之一，康德采纳这一区分，旨在将其见解置于公认的思想范式之中。莱布尼茨早在其《动力学范例》（Specimen dynamicum, 1695）中，就曾使用过在“确立了某些确定命题之后迈出可靠步伐”、从而终结哲学学派宗派无政府状态的表述（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卷1，莱比锡 1924年，第258页）。逻辑学最早，其次是数学，最后是（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找到了持续且自觉的进步模式。而迄今为止，哲学却与启蒙运动这种演进式与自我反思式进步的思想范式背道而驰。在第二步——即文本的核心部分——中，阐明了上述科学走上可靠道路的原因，康德借此表达了他对自身理论的科学史理解。思维方式的变革反对日常实践意识未经反思的自然世界态度（这种态度未被以往的形而上学所超越，仅仅被思辨地翻版复制了）。这种自然态度假定存在着一种独立于意识的实在，并通过不同步骤以某种方式被摄入思维并被摹写下来。相反，数学和数学自然科学则出发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若没有先天维度的介入，就不可能有客观且普遍有效的认识，而我们“关于事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唯有我们自己放进事物之中的东西”（B XVIII）。康德借用哥白尼革命（哥白尼式的转向）这一具有高度文化象征内涵的比喻来阐明先验主义（Apriorismus）。哥白尼之所以开创了新天文学，是因为他转换了立足点：不是星辰围绕着我们转动，而是作为观察者的我们在围绕着星群转动（B XVI）。同样地，形而上学也不应再假定我们的先天认识（在针对形而上学与经验论的论辩中，唯独关涉先天认识）必须符合对象，而是相反，假定对象是由我们的先天认识形式所构成的。“经验本身就是一种需要知性的认识方式，在对象被给予我之前，我就必须在自身中预设知性的规则，因而是先天地预设”（B XVII）。根据这种虽与感官表象相悖、但却正确的哥白尼式“思维方式的改变”（B XXII），逻辑功能并非产生于从表象对象走向理论的运动之中，而是按照先天的秩序功能来建构可感知的对象世界。“向来人们都假定，我们的一切认识都必须符合对象”，但在假定中通过概念先天地规定对象的全部尝试（即借助形而上学的理性概念）都必然归于失败（B XVI）。康德在此废除了古代与中世纪世界观的基本前提，即纯粹存在的客观世界先于主体的客观构成条件。长期以来，废除这种应作为目标的更高等级的客观性之优先地位，构成了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主要指责（公开反对的如 O. 威尔曼，《唯心主义史》卷3，不伦瑞克 1897年，第102节以下；亦见 J. 希尔施贝格，《哲学史》卷2，弗赖堡 41960年，第300页以下）。随着先验主义的主体转向以及本体论的废除，正如门德尔松本人所见，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广泛的指责，即认为康德的理论代表了一种非基督教的哲学。将先验主体性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关系比作哥白尼天文学与托勒密天文学的关系，意味着哥白尼表明了所观察到的太阳、行星和恒星的运动都是表观运动。事实上，它们是地球自转和绕日公转投射在天体系统之上的投影。先验方法深受近代科学的影响。16世纪末，科学动力学开始摆脱逍遥学派物理学依据运动现象直接实在性所做出的那些貌似合理却实属错误的解释。自16世纪以来，机械学和动力学在为工业和战争制造机器的漫长技术史中，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和事件进行必需的智性形式化创造了前提。其结果就是今天的自然科学。对于社会行为的法律形式而言，自18世纪起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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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功能与培根式自然科学现象主义的结合，构成了康德“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榜样使形而上学实现彻底变革”（B XXII；作者引用时略有删节）的核心。序言紧接着得出了两个推论：在理论方面，理性被限制在可经验的实在领域之内。不存在关于超越者（Transzendenz）的知识。其次，这种对知识的划界在实践意图上为“关于无条件的那个超验理性概念”在“超出一切可能经验的界限之外”的重新规定开辟了空间（B XXI）。由此，康德进入了新序言中旨在回应对第一版的误判与偏见的部分。他阐明，这关涉将本体论的超越性转化为整个实践领域的观念性，而非取消超经验的道德与宗教公设。先验辩证论中除消解性功能之外、包含整个理性理念领域的积极部分，如今得到了强调，而这是第一版序言所忽略的。这一关联无疑构成了促使康德决定随后撰写第二部《批判》（即从实践角度考察逻辑功能的批判）的一个触发因素。康德现在突出了《批判》根本思想的两个方面：a）对事态的理论构成无论如何都不能超出经验可验证断言的界限。b）引入了实践理性运用的简明公式——上帝、自由与灵魂不朽——它所要求的无非是独立于自然机制的自由概念，这是全部道德性的基础。由此，实践哲学得以独立地确立在经验约束的科学之旁，康德在此写下了那句众所周知、影响深远的命题：“因此，我不得不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腾出位置”（B XXX）。在当时，无神论的嫌疑仍意味着被边缘化并失去影响力的巨大危险。教授们在聘用合同中被要求维护基督教信仰。但康德从批判角度进一步指出：那种在现象背后寻找自以为可把握的纯粹客体性的本体论独断论，本身就是“一切与道德相冲突的无信仰的真正根源”。在著作第一版出版之前，他没有预料到那些误解竟会如此粗暴直接。序言随后转向了对宗教性与自由公共领域的根本讨论。康德的论证十分具有进攻性：理论上的禁令限制了对宗教的理解，并由此恰恰滋生了唯物论、宿命论和无神论。康德表达了他赋予先验唯心论的开放文化综合意图：唯有先验唯心论才能保障自由科学、宗教性与政治秩序的统一。如果政府认为干预学者的事务是妥当的，那么它们应当支持批判的自由，而非经院那种可笑的专制（B XXXV）。康德的论证坚定地捍卫了欧洲自由主义，当然他并未直接指向专制君主制国家（康德本人寄望于专制国家进行理智审慎的演进），而只是指向了作为自由之对立面的由受薪学者和神学家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正是这个群体构成了对《批判》怀有偏见的幕后推手。康德自然绝不希望自己的理论寻求国家保护。

随后，康德针对那些持否定态度的讲席教授，补充阐述了他与经院形而上学的关系，并盛赞“著名的沃尔夫之严密方法”以及与之相连的“德国的彻底精神”。他以此同时将这部著作的晦涩难懂解释为其系统科学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他还指出了第二个战场。对《批判》的攻击背后不仅有学院派阵线，还有一种唯美主义的放荡不羁，即那种“天才式的思想自由的时髦调子”，它企图摆脱科学的枷锁，“将劳作变为游戏，将确定性变为意见，将哲学（Philosophie）变为爱虚名/好意见（Philodoxie，大约意为：对任意妄为的热衷）”（B XXXVII, XLIII）。由此，康德将他的著作置于“可靠道路”的轨道上，这同时也是通过启蒙实现社会进步的中间理想路线，其两侧分别受到保守独断论和情绪化攻击的夹击，后者代表了缺乏责任感的任意妄为。康德思考其著作时完全带有文化政治的战略眼光。正如从第一版过渡到新版一样，该著作的体系在其建立起来的系统性的不可改变性中，也将继续保持确立自身（B XXXVIII）。两版的吻合被提升为理论结果的绝对终局性。他不仅看到该著作消解了现代文明巨大的文化对立；进步也犹如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中那样，从专业科学走上可靠道路这一作为文化进程基本类型的模式，被推广到了文明进程的所有领域。

除这些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外，序言还包含了另外三处极具启发性的阐释：针对对康德现象概念的感觉论误解，强调了无主体而实存的“物自身”概念的前提（B XXVI）。在两处注释中，意识中先天要素的分析性分离以及随后对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被比作化学分析的实验方法（B XVIII）。最后，序言强调了《批判》作为“促进一门作为科学的彻底形而上学所必需的预备措施”的预备性质（B XXXVI）。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即专门的范畴学说）将证实这种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预备性批判的正确性。

Blumenberg, H.: Die Genesis der kopernikanischen Welt, Frankfurt/M. 1975, 31996 [T. 5, V: Was ist an Kants Wendung das Kopernikanische?; S. 691–713].

第一版导言。经验是知性加工感性感觉的粗糙质料所产生和继续生产出的最初产物。全书正是如此生动形象且直截了当地开篇的（A 1）。但接下来的几句话，就以莱布尼茨式的命题给了傲慢的日常意识沉重一击：经验只告诉我们事情是怎样的，却没有告诉我们事情为什么必然如此而不能是别的样子的。随后，第一版那篇简短的导言在“先验哲学之理念”的标题下，直接切入了关于断言之普遍主义有效性的未决问题，并为此将考察从思维对象转向构成事态的主体条件。必然命题建立在主体中独立于经验的逻辑功能之上。针对在逻辑上缺乏根据的既往形而上学，引出了康德著作中最优美的比喻：“受到如此这般理性力量的证明的鼓舞，理性的扩展欲便看不到任何界限了。轻捷的鸽子在自由飞翔时划破空气并感受到空气的阻力，它可能会产生一种想象，以为在没有空气的空间里飞翔会更为顺畅”（A 5）。形而上学的对象缺乏直观，而几何学与算术可以将它们的先验操作投射在直观之上。迄今为止，形而上学就像在某种更高级的手艺活动中那样预设其对象，因为它谈论那些精神世界（上帝、自由和不朽——它们诚然构成了哲学的内容），就像谈论实存着的事物一样。如果说学院形而上学就这样被斥为空中楼阁，那么启蒙经验论和常识的胜利也未能免遭抨击：只要理论命题的普遍有效性与必然性条件——尤其是道德实践准则的定言约束力——尚未确立，这一切就都不过是借来的杂碎，最终将归于怀疑论。《批判》第一版导言的简短更加凸显了其挑战性的特质，它向同时代哲学的两大阵营宣战，康德本不必对自己所遭遇的不解（这种不解源自对既有且充满自信的世俗哲学的盲从）以及那些被抨击者蓄意的误解感到如此失望。

在这一震撼人心的开篇之后，导言区分了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并将先天综合命题指定为该著作的核心主题。在此隐藏着一个尚未解开的“某种秘密”（A 10）。康德通过这篇典范之作使其理论作为迄今为止所有哲学的终局之幕登场，并在结尾处展现了一种思辨的转向，对我们自身周围一个永远紧闭的谜团投以如童话般的凝视：人类认识的两个主干为我们所知，即给予我们对象的感性，与思维对象的知性——然而它们“也许发源于一个共同的、但对我们来说未知的根基”（A 15）。

康德在序言和导言中以启蒙事业公正法官的口吻，进行了简明扼要而清晰透彻的论述。在围绕先验主义概念场及其对日常实践和经验科学概念之贡献的这场论争中，还必须注意到，它符合启蒙的本义，即概念的澄清（Aufklärung der Begriffe），以便借助个体心灵中的这束光芒，达成一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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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导言扩充至第一版导言页数的两倍有余，它保留了原有文本的所有核心表述，但在经历了人们对该书根本问题缺乏理解之后，以七个部分更为详尽且更具教学条理地阐述了相同的思想。其结构为：I. 纯粹认识与经验认识的区别。II. 纯粹认识的实际存在（quaestio facti，关于“是否如此”的问题）。III. 纯粹认识理论的必要性（quaestio juris，关于“逻辑上如何可能”的问题）。IV. 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V. 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VI. 先天综合认识理论的必要性。VII. 这样一种理论（即《批判》）的理念与建构。为了理解康德对该著作自身的问题分析以及他为传达该分析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将两版导言与《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的导言进行对比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先天命题”这一术语得到了详尽阐释，并且作为该著作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B 19）。在详尽阐明区分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根据之后，针对三种类型的先验综合判断，确立了它们在纯粹数学、纯粹（即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以及形而上学中的有效性方式（B 20 f.）。狭义上的形而上学指道德实践理性的领域（在上帝、自由与灵魂不朽的简明公式中）。与沃尔夫形而上学的“几何学方法”（mos geometricus）不同，《批判》旨在（1）通过对先验主义本身的考察，以及（2）通过区分先验功能截然不同的现实化方式，获得一种具有普遍概括能力的哲学理论，从而真正允许将近代合理性的普遍性要求从方法上最先进的学科扩展至哲学之中。

Schultz, J.: Prüfung der Kantischen KrV, T. 1, Frankfurt u. a. 1791 [Entgegnung auf die frühesten Kritiken an den in der Einleitung dargelegten Grundbegriffen]. – Vaihinger, H.: C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d. 1, Stuttgart u. a. 1881, S. 158–496. – Baumanns, P.: Kants Philosophie der Erkenntnis. Durchgehender Kommentar zu den Hauptkapiteln der KrV, Würzburg 1997 [Rez. v. R. Wahsner, in: KS 90 (1999), S. 484–489].

2 先验感性论

问题的提出

康德在意识中阐明先天综合功能的计划，是从在数学中证明这些功能开始的。几何学的论证预设了一种非经验的空间和时间直观，正如算术和代数预设了“纯粹”时间直观一样。先验感性论（源自希腊语 αἰσθησις, aisthēsis，知觉/感性感知，因而不是艺术理论意义上的美学）正是用于回答“数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

先验感性论在康德理论中的功能远超对数学的指涉。逻辑功能代表了处于空间与时间之外的观念性关系。这同样适用于具有客观定言命令内容的意志实践自我决定的理念。在一项断言中将原因与结果这两个范畴联结起来，预设了时间直观。理智结构的世界如何能够与经验被给予的实在性发生联结？显然不能直接联结。对于承载着所谓经验科学的康德直观概念而言，其出发点问题是：直观世界必须被如何构想，先天的观念性操作才能够在显现事件的综合中得以现实化？空间与时间显然不可能是推论性的（论辩性的）概念。如果它们是直观方式，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实体，而必须是关系。《反思概念的反歧义》（Amphibolie-Kapitel）一章指出：在直观中包含着某种绝不存在于物（实体）之一般概念中的东西。因此，空间作为一切事物直观方式的基质，是由纯粹的关系构成的（B 340）。康德在此以莱布尼茨的精神吸收了莱布尼茨与克拉克通信（1715–1716）的成果。空间不是预先实存的绝对实体、某种包罗万象的容器，而是关系的结构。空间中的每一种特定关系，都是一种关系内部的限制性关系。由于空间是一个连续体，因此在其中可以有无限多个巨大和无限微小的限制。康德因此用一句极其精辟的表述指出，空间是“一个无限被给予的量”（B 39）。对于时间，他解释道：“时间的无限性无非意味着，时间的任何确定量都只有通过对那作为基础的唯一时间的限制才是可能的”（B 47）。一切特定的空间与时间关系都绝对地预设了空间与时间这两大维度。无限大与无限小的数学连续体构成了康德纯粹维度理论的模型，该理论将一切质归结为量的维度，并将所有特定的量视为量之关系本身的限制。纯粹维度性构成了空间与时间中一切知觉统一性的前提。唯有如此，合理性的先验奠基才是可行的。康德在《反思札记》中有几次对纯粹直观形式问题的概括甚至比《批判》中的论述更为精练。例如两则札记：“唯有在其中一切量才能被确定的那个大（quantum），就其部分的数量而言是不确定的且是连续体。空间与时间。”“每一个大（Quantum）都是一个复合体（compositum），其部分全都与其同质；因此它是连续体，并非由单纯部分构成”（Refl. 5846 f.）。康德不再在莱布尼茨（1646–1716）的意义上将空间与时间的关系特征理解为显现对象自身的关系，而是理解为主体的直观形式或必然统一直观的条件（1786年《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关于动力学的第二条注释阐明，这其实也是莱布尼茨本人在被更好理解时的本意，IV, 507）。

作为显著特征的连续性，将空间与时间跨度的维度与实体区分开来。它们不能按照对象的模式被构想为可固定的诸部分之整体，也不能按照属与种的从属关系被构想为概念。它们只是关系的合集（关系之关系），并因而作为划分与组合它们的主体的直观形式。纯粹维度性意味着通过实在性的绝对可量化性而将其归属于意识。任何被计算出的空间或时间部分都是一种设定。在思维借以在综合功能中现实化的领域之旁，被赋予了直观的统一性，作为判断操作的基础运动平面。数学与逻辑的先验主义可以指向先天的纯粹直观形式。康德关于一切直观之纯粹维度性的理论，展现了整个先验唯心论与数理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关联。对于康德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坚持而言，“纯粹”直观理论本身并未受到限制。只有康德用于说明的例子（例如平行公理）对于非欧几何的空间直观不再适用。在康德的处女作中，他就已经承认了莱布尼茨关于非欧几何的思想（第9–11节）。这是力学、动力学、天文学、光学的一贯原则：在质的现象的直接直观过程中，通过量的形式化揭示出了一个基础的实在层面。它在于将图形和数字组合投射到作为形式统一性直观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之上。对于经验知觉而言，依然保留着一种朴素的预设，即空间与时间是物自身的存在形式。

所有经验研究领域的逻辑统一性，构成了康德科学概念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莱布尼茨关于空间与时间不是实体而是关系的观点应当被采纳，那么关键就在于思考一切关系的统一性。否则，数学与逻辑在应用于直观数据时，要么会在空间与时间的弥散集合中瓦解崩溃；要么，正如贝克莱彻底指出的那样，它们将成为我们投射思维构件的必然幻觉。这些思维构件进而将与想象无法区分，或者唯有在额外假定一个超验的绝对主体的前提下才可区分。牛顿倾向于采取的假定——即空间与时间在上帝的理智直观中拥有统一性与持存——同样旨在排除梦幻与实在的混淆。这样人们就只需试图提供一个在逻辑上严密的上帝存有证明。随着逻辑先验主义的预设，自然科学的现象主义唯有借助将空间与时间作为认识主体的直观纯粹维度性的理论，才能贯彻其彻底性。正是在这里，康德看到了其先验感性论为牛顿自然科学提供哲学奠基的重大意义。作为主体直观的统一形式，空间与时间的主体化为主体从本体论与自然主义这两种固化的实在观对立中指明了出路。对于康德而言，这意味着摆脱本体论形而上学或经验论世界观中被绝对化的逻辑无条件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困境。毫无疑问，康德将他的感性论的这一关联视为1769年赐予他的“伟大光明”（Refl. 5037）。在次年的就职论文中，感性论作为所探求的形而上学新方法的首个完备成果被展现出来。

凭借将空间与时间作为纯粹维度性的直观形式的理论，先验感性论保障了整个任何时候能构成对象的实在性对思维的开放性。由此产生了一个核心结论：理论活动与技术实践活动都被限制在现象实在的范围之内。因此，它们始终受制于特定关系的“限制”。对于这样限制自身的主体而言，情况是否同样如此？面对限制在显现的特殊性之中的处境，主体也必须作为非显现者与其相对立。否则，一切思维与行动都将成为现象之现象的网络。经验唯心论就会死灰复燃，即认为我们不过是自身实在之梦境——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或神秘宗教式的情绪。康德对超经验的知性界/理智界（mundus intelligibilis，即逻辑功能）的预设与纯粹时间与空间直观的先验感性论，乃是互为条件的。

从先天直观形式与实践自我决定的关系来看，很容易注意到时间直观相对于空间规定的优先地位。所有空间规定都在时间中进行，但我们内部感官的非空间过程同样在时间中展开。作为内感官的形式，时间是比空间更为基础的直观方式。意识行为伴随着空间直观而启动，但自我意识伴随时间知觉的反思行为在潜能上（in potentia）预先存在。我们所知觉到的处于另一个对象之前或之后的事物，就是我们在时间中较早或较晚知觉到的事物。如果说精神的与对象的实在性都在我们的直观形式中拥有其基础，那么空间实存就始终植根于时间性之中。宗教思想在康德这里有其恰当的位置：唯有上帝才能同时俯瞰一切时间。而对于我们来说：“不同的时间不是同时的，而是相继的（正如不同的空间不是相继的，而是同时的一样）”（B 47）。我们时间性的相继序列构成了我们的创造性要素。时间是运动的维度，也是可能性的视域。

将先天直观形式与范畴区分开来，构成了批判经院形而上学的核心前提之一。数学的证明方法因而不再能移植到哲学之中，因为几何学与算术依赖于图形的直观和内时间直观（例如计数过程），而哲学概念却缺乏这种感性直观的投射。康德将直观领域与概念领域分离，抛弃了形而上学（以及日常实践意识）将直观视为相对于理论中介（所谓清晰明白的概念）的混乱认识的观点，从而也摒弃了对形象化表象的本体论实体化。先验感性论未充分展开之处在于，直观空间的统一性、几何学空间与物理学空间未被更为彻底地区分开来。然而无可争议的是作为知觉本身的一切知觉的空间性，其结构由各门专门科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美学）予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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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莱布尼茨与休谟论空间与时间

空间与时间构成了我们理解实在现象世界的两个基础维度（更特殊的维度例如重量、力、速度）。伴随着《批判》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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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部分，正如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通信早已表明的那样，与深远的哲学推论联系在一起。康德的空间与时间先验理论，必须置于关于空间与时间的三个决定性哲学理论的背景下来看待。假定这两个基本维度具有实在的、无主体的实存（这种假定曾长期被尝试，并且也被牛顿所预设），导致了没有任何具体过程的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的疑难（Aporien），亦即导致了空洞的维度。这是站不住脚的。正确的是：空间与时间的维度性在于其作为一切可能的限制乃至测量之一般基质的特征。因此产生了一种诱惑，去假定在没有任何实存者存在于其中的情况下这两个维度的“实存”。牛顿本人自然避免了将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视为在永恒中空无一物、静止不动的大容器这种朴素的日常实践表象。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1687年第8个定义的附注）中将空间与时间称为上帝观照世界的谓词。按照柏拉图式的观点，这是一种无主体的、非质料的结构：数学结构作为宇宙的象征性对应物而属于宇宙自身。就此而言，它们构成了只有随着创世质料内容才进入其中的基质。莱布尼茨曾辛辣地讽刺说，在牛顿那里空间和时间成了上帝的感觉器官（Sensorien Gottes）。康德在牛顿将空间与时间视为“实在之本质”（B 37）的观点中，看到了将自然科学与神学相混淆的大门，并随之带来一系列毫无意义的问题：上帝创造了空间与时间。他是在创世之前创造的吗？在没有空间与时间对象的情况下，它们是如何实存的？如果他是随创世一同创造了空间与时间，那么在创世瞬间之后，关于空间与时间之上的绝对精神实体的存在方式问题依然存在。事实上，绝对（空虚）空间这一思想为人们自以为必需假定非物质实体的做法提供了立足点。牛顿观点的现实问题在于，它与对伽利略惯性定律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假定一个物体在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下均匀地保持方向与速度，预设了将一切变化指涉到一个不变的“绝对”坐标系之中。康德将空间与时间构想为两种“纯粹”直观形式（一切更特殊的直观都在其中进行）的这一转向，因而既符合了其基础维度特征（它们的“绝对性”），又避免了牛顿那种无主体的绝对维度实存所带来的困难。正如康德就职论文所言，牛顿将空间视为“一切可能事物的无垠容器（receptaculum）”（II, 403），这意味着数学“对象”的空间——在前康德时期的形而上学中，数学对象被设想为可能的（因而是无限可分的）事物，而区别于由不连续的有限部分构成的物理上“实在的”事物（数学与经验物理学的联系在哲学上正是如此被构想的）。

与牛顿相反，莱布尼茨将空间与时间阐述为运动物体本身的关系。他首先设定了单子的理智结构。这一做法的优点在于将观念上建构的要素（单子）之关系置于核心。而康德则将纯粹直观形式设定为数学操作实在性的构成场域。对于莱布尼茨而言，单子具有个别事物与连续体中关系的双重实存。莱布尼茨指出，运动点的速度与方向这些物理维度具有函数方程的“存在”。空间与时间不应当被转变为事物，就像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待数字那样。莱布尼茨将空间与时间视为对象的各种关系（并因而可以作为数学函数来处理）的这一观点，其困难在于：莱布尼茨将空间与时间理解为具体事物（concreta）借以显现的秩序形式。空间与时间由此陷入了次级本体论地位的尴尬境地。因为他坚持认为，数学设定代表了个别实体并存与相继的客观-实在秩序。康德反驳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说，他们仅将感性与理智的区别视为逻辑上的程度差异：直观是对物自身的混乱表象，被思维提升为逻辑上的清晰。如果空间与时间是概念，那么数学命题自然就会具有分析性质。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观点中的矛盾，早在 L. 欧拉（《关于空间、位置、绵延与时间的合思》，1763年）那里就已被揭示出来。

康德的先验感性论并非源自对空间与时间的经验直观，而是得自于连续性（Stetigkeit）、秩序（数学“对象”的秩序）等数学概念，以及在这一关系逻辑（例如实数逻辑）中随意标记个别“位置”的自由。对于这一结果而言，休谟对意识的经验直观层面与逻辑层面的严格对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则是休谟所展现的彻底怀疑论的令人不满的结果。休谟试图从经验的空间与时间理解出发来阐明数学概念的形成，并假定“物理点”作为直观要素，这些点极其微小，以至于其广延在知觉中也不能再被缩小。数学家关于无限小的假定应当正是基于此。经验直观与数学对象世界之间的无限不相符，让休谟感叹道：“反对一切抽象思维行为的主要异议，均取自空间与时间的表象”（《人类理解研究》，第12节，第2部分）。休谟继承了洛克针对笛卡尔所提出的数学思维的经验-联想发生论。在休谟看来，“由彼此相继或一个接一个消逝的无限数量的实在时间部分所组成的假定”显得更为荒谬。对于可感知的点、线或时间感觉与数学对无限精确的处理之间的矛盾，休谟企图通过如下方式予以解决：即数学的一切量概念不过是感觉的个别表象以及内感官的一种生产性“想象力”（imagination）的产物，内感官重新唤醒并结合了外感官数据。休谟谈到了“抽象科学这些大胆的概念构造的荒谬性”。对于直观量的结构与数学秩序概念之间的矛盾，休谟通过转向“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事务和操劳”而找到了令人失望的解脱之道。数学中“超出感官或记忆证明之外的事实明见性”，仅仅源于“习惯或我们本性的某种本能”——从根本上说，即源于个别表象向扩展表象复合体的一种无法解释的转变。然而，这样根本无法解决数学的认识论问题。休谟借由日常实践的二元事实性而中断问题的提出，这促使康德采取了一种解决方案：即将知觉世界与数学观念性作为质上不同的象征化方式的内主体关系而相互指涉。康德关于先验直观理论的思想框架，面对当今数学家的两种观点同样显得行之有效。实在论主张：数学对象是实在的；形式主义则主张：根本不存在数学对象。公式并不指涉“某物”，它们只是符号链。只有公式的物理（或其他）解释才具有内容，并可为真或为假。公式本身既无意义亦无真值。我们创立公理系统并可以改变它们，以便更好地描述经验实在的“现象”，这伴随着康德符号论的结论：即这种实在决不可能作为“物自身”而存在。由此，关于数学模型在应用数学中究竟何以能够发挥作用的问题也迎刃而解（E. 卡西尔曾讨论过其所处时代的实在论与经验论数学哲学：《康德与现代数学》，载《康德研究》XII, 1907年，第1–40页；《著作全集》，汉堡版卷9）。

为了避开牛顿与莱布尼茨的对立，休谟的感觉论观点将空间与时间理解为具体知觉本身的要素。“在长笛上吹奏五个音符，它们就给予我们时间的印象与表象；但在其中时间并非第六个印象……它也不是心灵凭借内部知觉所能发现的第六个印象”（休谟，《人性论》，第2部分，第3节，汉堡 1973年，第54页）。休谟不仅批判了普遍概念的形而上学（康德在这一点上赞同他），而且还将空间与时间消解为个别知觉要素的累加。这些知觉要素凝聚为相对恒定的事件表象，空间与时间的恒量随后被指派给这些表象。这种感觉论相对主义的局限性在于：从色点、广延等特定个别知觉的累加中，甚至连一个对象的表象都无法获得；更不用说运动物体的基本维度，即空间与时间了。将空间知觉感觉论式地还原为经验直观，导致必须从知觉数据的抽象过程中来解释数概念乃至一般的几何与算术操作。休谟确实做出了这一毫无希望的尝试。康德在《批判》第7节中驳斥了牛顿与莱布尼茨的观点（B 56 f.）；当然，在1786年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他极大地修正了对莱布尼茨的评判，并将其展现为自身理论的先驱（IV, 507）。B. 格拉赫（B. Gerlach）最近表明，康德的纯粹直观理论可能受到了图宾根逻辑学家与形而上学家 G. 普劳克特（G. Ploucquet, 1716–1790）的启发，特别是其题为《论实体与现象之原理》（Principia de substantiis et phänomenis, 1752, 21764）的著作。普劳克特写道，时间“是某种观念性的东西，其根源在于表象着的存在者（in ente repraesentativo）之中”（引自 Gerlach，第31页）。如果摆脱奥古斯丁式神学中对上帝绝对同时性的绑定，这便是走向康德自主主体性的一步。

将先天直观形式与逻辑功能分离的深远影响，直达康德思想的根本意图：即在没有神学或单子论关于神圣表象之“客观实在性”（realitas objectiva）预设的情况下，精确建立哲学的逻辑与科学的现象主义之间的联结。康德还将时间与空间直观从对上帝（犹如中央单子）的绝对直观的指涉中剥离出来。一切“感性”的统一投射平面就存在于主体自身之中。例如，前康德时期的形而上学曾陷入数学与物理学实在概念的二律背反之中——最鲜明地体现于空间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上。数学肯定的正题与物理否定的反题针锋相对（可能物体与实在物体相对立）。J. H. 朗伯将该问题作为概念关系问题来处理，并区分了虚构的（想象的）、单纯的或物体的、抽象的（理智的）以及超验的（共同的）概念。空间、时间与位置被理解为想象概念（朗伯，《新工具》，莱比锡 1764年，卷1，真理论，第42节以下，第481页以下）。唯有康德的感性论将空间与时间作为非经验的直观形式从逻辑中划分出来，并在数学、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差异化的关联。

最初由休谟提出的针对先验原则作为普遍的（且在数学意义上是无可置疑的/确然的）知识之终极奠基层面的异议，在19世纪被 J. 斯图尔特·密尔以及随后的马赫与阿芬那留斯的实证主义所继承。密尔甚至将数学描绘为一种经验知识理论。今天，进化认识论（例如福尔默 Vollmer）提出异议，认为先验原则并不能提供普遍知识奠基的终极层面，而这种奠基毋宁存在于理论建构的抽象步骤与经验步骤之间自我纠正的相互关系之中。取代封闭的先验综合的是多种相互作用的奠基因素。这与一种“假说实在论”（hypothetischer Realismus）联系在一起，该实在论出发于认识主体对外部对象的充分再现，这是对逻辑经验论的一种反拨。H. 普特南所谓的“内在实在论”在出发点上与此一致。普特南试图将这种无主体客体性的再现立场（在德国哲学中此前已有 N. 哈特曼和 G. 雅各比的实在论本体论），在后续过程中重新与合理性理论基本概念（指称、因果性、规律等）的准先验奠基联系起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哲学中，H. 科内利乌斯（H. Cornelius）完成了从记忆体验等意识“事实”的实证主义走向时间意识之先验解释的类似“转向”。这些针对知识奠基之先验预设的异议忽视了：经验观察到或体验到的观察或体验序列，始终已经预设了正如康德所表述的综合的“杂多之领会”（Apprehension des Mannigfaltigen）这一可以说具有象征性的功能。“经验”奠基于使现象统一化的规则之上，这些规则固然是意向性的，但绝不能被解释为心理学事实。这些异议犯了乞题（petitio principii）的错误。康德关于先天综合的原则建立在一个结构上处于首要地位的秩序序列功能概念之上。那种看似有力——且经常被提出——的关于理性具有压迫性质的异议，只能指涉对理性作为工具理性/目的理性的外在解释。这样一来就脱离了逻辑层面，从而任意开启了对理性的各种定性。这很容易与在理性背后呼唤某种“本真存在”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推论勾连在一起，而文化相对主义例如根本无法在对待他人的关系中抵御暴力以及过度的私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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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先验理论

康德区分了经验直观空间与先天的形式空间直观。对于经验理解而言，空间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外部对象的属性（IV, 484）。依照《批判》的方法论，形而上学阐明取代了哲学中不可能实现的穷尽性定义；形而上学阐明通过多种论证指出，对外部对象的一切经验知觉，都已然以我们知觉的空间性统一形式为基础。空间直观不是一个包含诸标志（Merkmale）的概念，也不处于属与种的关系之中。不同的空间并非普遍空间的诸种，而只是同一个空间的各个部分。这种形而上学的阐明（expositio）运用了古老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分。当我们空间性地知觉到一个具体形状时，我们必须预设空间直观的纯粹形式。

从形而上学证明中，先验阐明得出了关于空间的主体性的结论。唯有空间直观的纯粹形式才允许几何学先天综合命题的存在。几何学操作的不是经验的量，而仅仅是观念上的量与量的关系。关于在我们外感官中量之关系的可能先天综合命题的预设，解释了几何学这门科学的可能性，其命题不具备经验的、而是具备确然的有效性（康德预设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先验命题之一为：空间只有三个维度；B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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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理论的讨论

康德将“空间在就一切可能的外部经验而言的经验实在性”与“空间的先验观念性”区分开来，此时对象被视为思维之几何法则性的要素（B 44）。观念性几何空间作为数学建构的自发设定的先验特征是无可争议的。经验的空间知觉进而被当作空间先验观念性的特例。显然应当假定存在着多种空间直观，直观的先验观念性在其中得以现实化。对艺术作品的空间知觉不同于对几何空间的把握，也不同于日常实践的空间体验。爱因斯坦-闵可夫斯基理论的四维时空最终更不能被理解为日常实践体验空间的精确化。N. 哈特曼因此指出，在对先验论进行发生学-唯物主义的解释时，可以从观念空间的多样性推断出必然存在着一个实在空间，它固然可以在多种主体建构物中被展现出来。直观空间、审美空间与几何空间的相对性超越了它们的主体性。他将数学建构的空间问题与另一个更为复杂的无主体空间问题分离开来。他以此同时回答了数学建构例如在技术实在中究竟何以能够发挥作用的问题。卡西尔则反驳道，纯粹空间直观作为不同经验秩序的组织原则，乃是一切空间直观的观念统一体。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本人也曾说过，绝对空间就其自身而言什么也不是，也不是对象，而是将所有受限空间思考为统一体的理念（IV, 481 f.）。专业科学的、审美的、道德的、宗教的实在概念越来越多样化的分化，支持了假定表征着一种文化象征化所指涉的无主体实在。这一实在对应于作为普遍理解之基础的文化统一性理念。实在与象征系统的高度中介性统一作为一个渐近过程而得以现实化。这构成了与庞加莱称之为约定主义的相对主义完全相反的推论——后者认为只存在坐标系，因此无论是谈论实在空间还是谈论康德的纯粹空间直观都同样毫无意义。特别是黎曼和亥姆霍兹曾主张这一观点。H. 赖兴巴赫从日常实践、审美、数学、物理学上将世界分解为时空秩序点的重合系统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关于空间与时间客观实在性的结论。其重点在于批判“先验哲学”，对于空间概念而言，尤其是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关于不存在先天直观的命题（因为所有空间类型都根植于经验直观之中）。这引出了一个问题：非欧几何对刚体欧氏几何的超越，是否为康德纯粹空间直观的先验主义保留了合理的理论功能，以及先天逻辑综合是否在没有空间与时间主体化的情况下也同样能够得到确立。作为康德先验感性论的功绩，人们公认的是：空间直观（以及时间经验）的直观明见性绝非逻辑性质的。

参考文献

Helmholtz, H.: Schriften zur Erkenntnistheorie, hg. v. G. Hertz u. M. Schlick, Berlin 1921. – Schlick, M.: Kritizistische oder empiristische Deutung der neueren Physik?, in: KS 26 (1921), S. 96–111. – Cassirer, E.: Zur Einsteinschen Relativitätstheorie, in: Ges. Werke, Bd. 10. – Kries, J. v.: Kants Lehre von Raum und Zeit in ihrer Beziehung zur modernen Physik, in: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11 (1923), S. 318–331. – Scholz, H.: Das Vermächtnis der Kant’schen Lehre vom Raum und von der Zeit, in: KS 29 (1924), S. 21–69 [lehnt Kants Theorie als überholt ab, Kritik des Neukantianismus]. – Reichenbach, H.: Philosophie der Raum-Zeit-Lehre (1928), in: Ges. Werke, Bd. 2, Braunschweig 1977 [spez. S. 99–112, § 13: Die reine Anschauung]. – Hartmann, N.: Philosophie der Natur, Berlin 1950 [T. 1, Dimensionale Kategorien, S. 42–250; Die Kantische Raum- und Zeitlehre, S. 49–55]. – Davis, Ph./ Reuben, H.: Erfahrung Mathematik, Basel 1994, S. 224–230.

感性论与逻辑学、解析几何与先天综合

解析几何不仅为基于纯粹空间直观的操作提供了典范，也为一般的理智先天综合提供了范本。几何建构摆脱了对图形的经验直观。代数方程规定了几何图形，随后几何图形才被直观地建构出来。在休谟否定了数概念与数学程序的先验性的著作出版之后，经院形而上学所简化的数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的关系，成为理解近代科学逻辑特征的核心问题。因此，“想象的”数学实在及形而上学实在与经验直观方式的实在之间的中介问题，构成了康德1760年代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由此分化出对数学实在与形而上学实在的部分区分。康德指出，类似于解析几何，我们借助一种本源的直观统一性，构成了先天的概念综合联结（B 5 f.）。先天的综合原理包容了经验的可能性，正如代数公式包容了空间形体的可能性一样。哲学与几何建构的区别在于：哲学不能像建构三角形、抛物线或椭圆那样去建构其特殊命题。正如康德曾言，哲学建构的仅仅是“经验的领域/球体”（Sphäre der Erfahrung），而非经验命题本身（B 790）。晚期《形而上学进步征文竞赛草稿》以十分通俗易懂的方式总结了直观与逻辑中几何学与先天综合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先验哲学的根本问题（XX, 323）。《批判》同样明确阐述了纯粹几何直观作为先天综合命题之典范的地位，并进而阐明了先验感性论对康德先验逻辑学的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处论述见于方法论：“我们的理性并非如同一片不可确定地无限延展的平原（其界限人们只能笼统地加以认识），而是毋宁必须被比作一个球体（Sphäre），其半径可以从其表面弧线的曲率（先天综合命题的本性）中求得，并且由此也可以确切指出该球体的容积与其界限。在这个球体（经验领域）之外，对于理性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对象；甚至连关于这类所谓对象的问题，也仅仅关涉在这个球体内部可能出现于知性概念之下的诸关系的贯通规定之主观原则”（B 790）。先天综合判断受到可能经验领域的限制，在此被比作一个角度。先天综合并非通过演绎在平坦平面上延展，而是犹如圆弧（球面），因此先天综合命题的逻辑结构如今可以被比作圆或球体的半径。只能为经验知觉材料提供逻辑形式的先天综合命题之形式主义的结构与界限，由此显得如几何建构般精确可测。先天综合命题如同圆周线或包围着面积与容积的球面一样，拱卫在经验领域之上。解析几何与先天综合判断之间类比的统摄性要旨在于：所有基本概念都唯独保留在我们经验的、尤其是我们数学的建构界限之内。对本体论与神学建构的拒斥，导向了一个完全聚焦于意识之数学与逻辑内在性的必然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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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先验理论

纯粹时间直观被引入为“内感官的形式，即我们自身和我们内部状态的直观形式”（B 49）。它不指涉外部对象的形状或位置的表象，而是我们内部状态中表象的关系。形而上学阐明重复了空间直观的论证。时间表象构成了一切意识行为相继发生的根本维度。时间的先验观念性允许确然的时间规定以及一般的运动与变化概念，因而构成了数学操作、力学与动力学中的运动学说等赖以建立的维度。

外感官与内感官（sensus exterior 与 interior）的区分早在古代就已引入。亚里士多德将把我们知觉到我们在知觉这一活动综合在一起的内部知觉称为共同感觉（κοινή αἴσθησις, koinē aisthēsis，拉丁语 sensus communis；西塞罗称之为内部触觉 tactus interior，亚里士多德，《论灵魂》III, 2, 425 b）。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将时间问题与内感官联系起来的决定性源头——在关于思维之非形象化先天真理（几何学与算术亦归于其中，第10卷，第9–12章）的柏拉图学说之后，将时间体验作为我们内感官的活动来处理：“有三种时间：过去之物的现在、现在之物的现在和未来之物的现在。因为这三者存在于心灵之中，在别处我看不到它们”（《忏悔录》，第11卷，第20章，慕尼黑 1994年，第318页）。主体概念的宗教深化是通过对内感官（即主体中与抽象上帝概念相对应的对应物）的精心阐发来完成的。唯有在上帝之中人们才能衡量自己的时间，因为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待在信仰的内在性中都是现时的。康德将内部直观锚定在一种先天的先验直观形式之中，将整个主体性从其形而上学-神学锚定中解放出来。洛克利用内感官的领域来建立其概念形成的抽象理论。极其直接地，感觉（sensations）是外部事物的知觉，而我们内部感官的反思（reflections）则是对感觉的知觉。它们“一旦心灵开始思考和反省，就为知性提供另一套通过外部事物所无法获得的观念。这类观念有：知觉、思维、怀疑、信仰、推论、认识、意愿”。“这种观念的源泉完全存在于人的内心，即使它不是一种感官（因为它与外部对象无关），但它与感官极其相似，完全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内感官”（洛克，《人类理解论》，第2卷，第1章，第4节；卷1，柏林 1962年，第108页以下）。感觉论内感官理论的功绩在于早期经验心理学的某些维度。主体的内在性被理解为将感受器的刺激能量转化为整个主体内心世界的创造性生产力。康德的形而上学阐明排除了所有心理学维度，其矛头指向经院形而上学与通俗哲学中逻辑与情感内部“体验”的混杂物——心灵曾自以为借助自我感受、真、善等概念从中形成了关于自我意识的启蒙概念。例如《批判》的首位书评人费德（Feder）便表现得极为刻板生硬：除了“外感官”之外，“我们概念的很大一部分源于我们凭借内感官所具有的感觉：因此灵魂拥有关于它自身及其属性的概念。并且借助这些精神性的基本表象，我们形成了关于精神本性及其属性的其他概念”（J. G. H. 费德，《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维也纳 1783年，第52页）。康德对感性世界与知性界/理智界的分离，以及先验观念性理论（它不外是对主体直观与逻辑之不同形式法则的分析），正是针对这种混乱的思想状况。正如空间一样，经验的时间表象并非数概念的基础。数概念已经包含了秩序与相继的“纯粹”公设。

为了在自我意识的先验观念性之上奠定一切理论、实践和审美行为的基础，康德将洛克内感官概念的泛滥运用削减为时间——即削减为唯独使任何数学或经验相继成为可能的表象关系。严格说来，“空间直观—外感官、时间直观—内感官”的对立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外部直观决非仅具有空间维度，同样也具有时间维度。在此，笛卡尔关于思维实体（res cogitans）与广延实体（res extensa）的对立在康德这里发挥了影响，其预设是没有空间维度就只有观念性过程、或如康德所说内部“（我们灵魂的）现象”在展开（B 50）。由于内感官包容了外感官，时间的先验阐明原本应当先于空间的先验阐明。但阻碍这一做法的困难在于：时间的先验阐明无法与一门关于理想时间的科学学科相结合（类似于理想空间与几何学的关系）。在相对论的时空连续体中，时间与空间一样都不是一维的。将一维构想的时间维度扩展至空间维度这一不准确的表述，掩盖了真实的联系：即时间代表了物质实在与观念实在的维度，而空间仅仅是现实之物质层级结构的维度。这关涉一方面是物质过程，另一方面是内部时间体验和逻辑意义的奠基序列之间的对立，后者事实上是不能在空间上被构想的。

相继意识状态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这一无可争议的前提——即康德的纯粹时间直观概念——比空间学说更为全面地表达了直观本身的独特功能，即直观作为逻辑意义之更为差异化的推论性结构的前提的功能。时间先验观念性的核心在于：它构成了经验可能性的基础。必须有某物发生改变，一个对象必须处于过程之中，才能成为经验的对象。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在此切入。同一律（𝐴=𝐴）被公式 𝐴=𝑒𝑥𝑡𝑁𝑜𝑛−𝐴 所超越。一个主词被表现为一种逻辑关系，因为独立于经验指涉，某个不是它自身而是另一个东西的谓词被述谓给它。这自然较少是静态秩序的主题，毋宁更是围绕过程概念展开的所有范畴（如因果性、变化、发展、尺度、目的等等）的形式可能性。康德指出，若没有时间直观，相反谓词的综合（“例如在同一个地方存在和同一个事物在同一个地方不存在”）将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时间概念解释了如同普遍运动学说（它绝非不丰硕）所阐述的那样多的先天综合认识的可能性”（B 49）。康德在此延续了莱布尼茨将时间概念与力概念相结合的时间理论。单子从一个知觉向另一个知觉的过渡，这就是时间。时间是法则性相继的关系，在其中每个单子都思维着整体的统一性。早在莱布尼茨那里（正如后来在康德那里一样），世界就已经不能作为整体从时间中的一个原因来理解，而只能作为现象过程（即时间进程本身）中的一种范导性理念来理解。绝对时间唯有被构想为所有相对时间的渐近平衡。牛顿的绝对时间是无法规定的，可规定的只有单子知觉状态的过程关系。康德从莱布尼茨将空间与时间视为观念秩序的观点中剥离了单子概念的本体论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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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时间的观念性与先天综合

康德在其感性论的阐明与一条总附注中（第7、8节），阐述了空间与时间之先验观念性的系统功能。若没有直观形式的先验主义，就不会有先天综合命题，从而也就不会有数学，不会有我们据以思维自然的普遍范畴前提。最后，如果一切被决定的过程未能通过我们感性的形式向实践处置开放，那么就不会有意志的理智自由。纯粹直观形式的先验主义构成了统一的投射平面，逻辑结构通过该平面获得客观的、即指涉现实显现的内容。如同形而上学与神学一样，日常实践意识及其关于自在存在之物的朴素实在论视域，也朝着科学的客观化条件得到了纠正和相对化。康德以三角形的简单几何建构为例阐明了纯粹直观形式与先天综合命题的关系。一个综合的几何学定理（如关于斜边平方与两条直角边平方关系的毕达哥拉斯定理），预设了直观的一种观念综合，数学定理唯独能够指涉这种直观综合（B 65）。

外感官与内感官的协同作用构成了先验的现象概念，其从关系概念中的生成在此清晰可见。认识始于对外部对象的知觉。知觉所给予的不是事物，而是现象的复合体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广延、界限、变化）。通过纯然的关系认识到的并非物自身，而仅仅是“一个对象在其表象中对主体的关系”（B 67）。在这条论证脉络中，出现了康德与经验论知觉学说最强烈的靠拢。外感官的数据被内感官所接收，并被转化为一种稳定化整个知觉复合体的时间功能，因果概念随后便可在此切入。内感官的这种自身能动性巩固了无主体实在关系的幻觉。内部直观受制于外部直观，任何形式的自发性都受制于感受性。总附注的第IV节驳斥了自然神学，后者企图在摆脱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直观形式的束缚之外对思维对象做出陈述。这样一种“理智直观”唯独应当归属于“原始存在者，但决不能归属于一个无论在其存有还是在其直观上都是［……］依附性的存在者”（B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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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直观理论对意识行为之逻辑领域的指涉，在康德时空理论与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演变之关系中尤显重要。卡西尔此前就曾论证指出，康德的理论将空间与时间理解为经验观察过程之理论综合可能性的思维必然投射平面。这包含着存在多种物理学时空理论的可能性。康德坚持牛顿引力理论的立场事实上并不与之矛盾。纯粹维度性理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表明，经验-对象性的思维（康德称之为“知觉”）具有统一且贯通的投射平面。经验感性是合理性的质料，但“纯粹”感性的功能使得它唯有在指涉所思意义时才存在。先天的直观意味着，经验直观始终超出单纯的被给予性，即在理论指涉中被托付给对世界的无限阐释过程。纯粹感性对有限人类在形而上学-神学意义上的存在庇护感（Seinsgeborgenheit）的告别，远比感觉论那种基于本能与求乐欲望的自然主义感性更为彻底。先验感性论作为概念的投射平面表明，实在性不能通过充足理由律来奠基。所谓的存在问题，转变为被填入纯粹感性之中的坐标过程。将生命概念作为出发点概念以企图规避一切知觉与理论阐述的形式条件，是一种对存在形而上学羞怯的复辟尝试。怀着不同的目标，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先验感性论解释为对人受时间羁绊（Zeit-Verhaftung）与人的有限性的坦承。先验感性论固然将所有事态断言都纳入感性的界限之内。由此，人的自我责任成为唯一的绝对参照点。纯粹感性与各种合理性方式之间的关联，继承了上帝概念（只要它在形而上学上被构想为实体）的遗产。先验感性论奠定了人类此世自主性（innerweltliche Autonomie）的可能性。人取代了形而上学的存在目的论。此外，纯粹直观形式的理论才首次开辟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即开辟了对道德性进行超经验但同时又内在合理之奠基的可能性。自然兴趣与超越者之间的二元论由此进入了一种中介关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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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验逻辑

先验逻辑构成了该著作的核心。它分为分析论与辩证论。分析论在范畴及其与直观的联结之后，发展出“纯粹知性原理”，这些原理构成了理论先验主义的目标终点；它们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出发命题。范畴或基本概念被概括在由四个各含三个范畴的组别所构成的表格之中。康德称之为“思维诸契机的完整表格”（B 96）或“纯粹思维的行动，［……］我们借此完全先天地思维对象”（B 81）。在通过所谓的知性概念形而上学演绎从判断种类中推导出的基本概念表与原理之间，矗立着先天概念的先验演绎以及判断力的图型法功能。它展示了刺激我们感受器的外部现象如何能够被先天的逻辑功能所结构化。为此，空间与时间曾作为一切直观的本源统一步骤被引入。先验感性论构成了分析论的前提，但分析论规定了感性论的内容。先天的逻辑结构唯有在先天直观形式的投射平面上，才能与经验知觉结合起来。逻辑学的分析论部分对认识中的先天成分及其与经验内容的联结进行了积极的阐述。篇幅更为庞大的辩证论部分（150:230页）揭示了以往形而上学对先验主义的错误运用。康德称分析论为真理的逻辑，辩证论为幻相的逻辑。真理的逻辑同时破译了其反面。这是斯宾诺莎被康德所扩展的唯理主义命题：verum index sui et falsi（真理是自身和谬误的标志）。康德在分析论与辩证论之间插入了两个概括全书问题内涵的章节，它们属于康德最重要的文本之列：《论所有一般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体的根据》与《论反思概念的歧义》（B 294–349）。

导言：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

就职论文的根本思想——知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分离——被推进为“知性”与“直观”的逻辑区分，也就是说，作为现象背后“事物本来面貌”的知性界（mundus intelligibilis）被消解了。康德将认识构想为由两个方向相反的因素所组成：“没有感性则没有对象会给予我们，没有知性则没有对象会被思维。没有内容的心思是空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的”（B 75）。先验逻辑有别于抽象掉逻辑形式对对象的一切指涉的形式逻辑。它考察思维之先天成就的综合功能的起源、范围和有效性过程，以及这些功能与质料性内容的联结方式（B 79–82）。形式逻辑构成认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构成了先验逻辑的前提，正如《批判》完全从形式逻辑的判断表、范畴表和推论表中推导出先验逻辑功能一样。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按照真理条件而相互区分：判断与概念的逻辑可能性（形式的）——判断与概念的质料性实现的可能（先验的）。先天的意识结构完全植根于形式逻辑的式之中。这些式构成了一切合理性的事实（Faktum）。康德意在阐明，这些形式与质料性内容的综合何以可能。本体论形而上学在形式逻辑上正确地运用那些没有任何经验可验证对象与之对应的概念。因此，对于哲学的奠基而言，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康德如莱布尼茨和沃尔夫那样将矛盾律与同一律结合在一起）也退出了核心奠基地位，而莱布尼茨与沃尔夫曾将矛盾律置于本体论演绎体系的顶峰。康德将形式逻辑的命题理解为自明的分析命题，正如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将形式逻辑理解为重言式系统一样。康德批评了沃尔夫关于不矛盾律的表述，因为在其中包含着对时间领域的一种综合关系：一个谓词不能同时既属于又不属于一个主词（沃尔夫，《本体论》，第28节）。康德因而表述道：“没有任何事物具有与它相矛盾的谓词”（B 190 f.；此处亦有关于该区别的阐释）。黑格尔从康德的综合概念中发展出的关于矛盾原则的综合理解，在康德那里并未被明确道出。但它在此已埋下伏笔。B. 图施灵（B. Tuschling）试图表明，康德在实际上暗示了这一点。如果排中律/矛盾律既适用于分析判断也适用于综合判断，但二者又存在本质区别，那么就存在着矛盾与同一的不同形式。黑格尔在其紧随康德的关于同一律与矛盾律作为哲学理论逻辑基础的讨论中展开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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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于认识之两个不同主干的先验考察，将单纯的合理性形式法规（Kanon）与对思维形式功能的滥用区分开来，后者可能被用作“似乎是真正产生出、至少是虚构出客观断言的一个工具（Organon）”（B 85）。辩证论是关于对象认识之欺骗性幻相的逻辑。它构成了如今在结构规划中位居前列的范畴与原理分析论的起源，后者取代了普通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亦即本体论的位置。在经院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中，范畴与原理同样得到了讨论，甚至更为丰富，正如本体论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形式本体论而发展起来（区别于关于物质和精神结构的质料本体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1900/01；卷1，第11章）中以不同的奠基和功能方式重新引入了形式本体论。

在导言中针对感觉论所强调的思维之逻辑与心理学的分离，属于康德对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scientia pura 与 scientia applicata）的区分。知觉、记忆、思维的心理学在先验逻辑中被排除在外。康德列举了当时心理学文献中被错误地作为逻辑学组成部分来讨论的主题（偏见的根源、注意力、怀疑等，B 78 f.）。胡塞尔重新采纳了对逻辑学作心理学化处理的批判（总结于《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1929年，第55节以下）。

康德多次以18世纪能力心理学（Vermögenspsychologie）的不恰当术语来阐述其理论。分析论与辩证论的基础前提都是知觉与思维的严格二元论。然而康德不仅将它们作为观念性的有效性方式来处理，而且还称它们为“心灵的两个基本来源”（B 74）。这导致他还说，通过知觉（“直观”、“感性”），一个“对象”被给予我们，而通过知性，它被思维。知觉表象的是感觉复合体，而非对象。它们通过判断与概念才成为对象。尽管如此，康德违背其事态构成理论的批判路线，甚至谈到了“感性认识”（B 74）。人们不必纠缠于这类不清晰之处。看清它们，将引导我们理解《批判》的真正主题，即关于事态、要求句和价值判断之观念性有效性条件的问题。

康德将感性与知性的区分同古代亚里士多德关于认识的“质料与形式”的划分联系起来。这种划分在此处已经失去了指向存在形式等级秩序的从属关系。在前两部《批判》中确立的知觉的被动性，构成了在批判经验论和批判形而上学普遍表象概念（perceptio）的语境下的一种方法论抽象。康德将知觉材料作为未被订购的杂多（Mannigfaltiges）引入。对于仿照数学形式主义建立的先验主义而言，一个完全未被规定的杂多概念是符合逻辑的。如果说“先天综合”是纯粹的形式统一性，那么其内容上的相关项就只能是杂多（正如德语词对应于拉丁语 varietas 一样）。康德当然不否认知觉和表象的完形/格式塔特征（Gestaltcharakter），这种特征早已植根于感觉的种属特异性结构规律之中。他在知性概念图型法的脉络下，在形象化想象力的主题下探讨了所谓感性的完形特征。联结成就随着对杂多的把握（即领会 Apprehension），在经验概念形成之前便已开始发挥作用：“［……］我把领会的综合理解为对经验直观中的杂多的组合，知觉即对此直观（作为现象）的经验意识由此才成为可能”（B 160）。知觉仅仅在指涉先天概念时——甚至并非在指涉经验概念时——才是无序的。20世纪从感觉生理学前提出发对康德进行的抽象论批判，在此极易陷入将正确与错误混为一谈的危险之中，正如 B. 埃德曼（B. Erdmann）在其著作《康德范畴先验演绎问题状况之批判》（柏林 1915年，第207页）中所发生的那样。康德对其所处时代的知觉与思维心理学水平非常熟悉，人类学札记（XV/1, 58–233，《论认识能力》）等证明了这一点。第228条札记将“整个感性表象力”划分为六个层次（XV/1, 87）。康德在此遵循了他的教科书，即鲍姆加登《形而上学》中的“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鲍姆加登考察了“低级认识能力”（facultas cognoscitiva inferior），依次为“感觉”（sensus）、“想象”（phantasia）、“明察”（perspicacia，辨别力与敏锐力）、“记忆”（memoria）、“虚构能力”（facultas fingendi）、“判断力”（iudicium）等，然后在“理性”（ratio）之下也论及了自发性（spontaneitas，XVII, 130）。康德当然否定了关于思维的发展史理论（以及物种起源理论）的可能性，并将这种作为异种同源生成（generatio univoca heteronyma）的理论称作“理性的一场冒险”。发展史思想对他而言意味着不可接受地将目的性有机体乃至思维的产生归咎于所谓的盲目自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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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康德理论之基础二元论的本质结果是：事态是通过逻辑操作构成的。概念并非对象的直接再现，而是对知觉的结构化。经验概念的自身领域——康德理所当然地让其保留在知性先天基本概念与原理之旁——在《批判》中仅在边缘处引起关注。概念的抽象理论在论述生产性想象力的章节中被触及。此处存在着《批判》与经验论的“内感官”（internal sense）的平行之处。《批判》通过对被动直观与主动逻辑功能的严格区分表明，我们并不拥有通往实在的直接途径。我们在世界中的实存是由不能从“实在”发生学地推导出来的逻辑功能所中介的。在理智主义中，理智符号有效性形式的互主体性内容得到了表达。康德并未吸收事态逻辑的语言分析维度，除了讲课记录中的极少数段落（例如形而上学讲课中论及作为逻辑基础的“包含人类语言根基的先验语法”，XXVIII, 576）。最近，U. 艾柯（U. Eco, 2000）在皮尔士实用主义与康德关系的背景下指出了先验唯心论的符号学维度。

先天范畴应用于并非来自主体、而是源自被给予“对象”的知觉材料，何以可能？康德回答道：因为我们知觉到的并非物自身，而只是事物在现象中朝向我们的一面。如果既非知性在抽象过程中由感性产生，亦非感性的内容由知性在理智直观中产生，那么在主体内部感性与知性何以相互符合？康德以一种奇特而彻底的方式对待这一问题。他说，这是无法回答的。为了理解感性与知性的统一，需要一种被对我们关闭的“理智直观”（intellectus intuitivus）。

康德通过从形式逻辑转向先验逻辑而对哲学奠基结构的扩展，依然坚持了形而上学的一个总体目标设定，该目标构成了形而上学长期影响力的支柱之一：即所有真命题的总和同样是不矛盾的这一理论。这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的信念，康德也赞同这一信念。如果对普遍合理性的本体论解释的后果变得如《批判》辩证论部分所展示的那样成问题，那么这对康德来说何以可能？因此必须澄清，数学操作与逻辑操作究竟指涉何种实在性。这就是先验逻辑的问题。由此，形而上学的奠基结构从形式逻辑被引向了逻辑功能的对象指涉标准。

Marcus, E.: Logik. Die Elementarlehre zur allgemeinen und die Grundzüge der transzendentalen Logik. Einführung in Kants Kategorienlehre (1906), in: Ausgew. Schriften, Bd. 2, Bonn 1981. – Ricoeur, P.: Kant et Husserl, in: KS 46 (1954/55), S. 44–67. – Paton, H. J.: 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 in: KS 49 (1957), S. 245–263. – Kern, I.: Husserl und Kant, Den Haag 1964. – Murphy, R. T.: The transcendental »Apriori« in Husserl and Kant, in: Analecta Husserliana 3 (1974), S. 66–79. – Eco, U.: Kant und das Schnabeltier, München u. Wien 2000 [spez. S. 82–153].

概念分析论

纯粹知性概念的形而上学演绎

康德分两步展开其先验主义理论。第一步是基本概念的形而上学演绎（在《批判》第二版中如此命名）。他称之为“发现一切纯粹知性概念的线索”（B 91）。第二步包含这些概念以及由其获得的纯粹知性原理的先验演绎，即证明先验功能与完全异质于它的经验直观领域之间的联结法则（B 159）。康德从法学中借用了“演绎”（Deduktion）这一术语（B 116）。整部《批判》被表述为对先验结构的“权利问题”（quid juris）就其有效性方式与有效性界限所进行的检验。他称该著作为理性“一切争论的真正法庭”（B 779）。一般而言，演绎是一种并非建立在直接直观（证明 Demonstration）之上、而是建立在推论之上的论证。在17和18世纪的法学意义上，演绎意味着通过指出权利名义的起源来证明该名义。康德正是以此意义为基础的。当时存在着浩瀚的演绎文书文献以及专门的演绎撰写者。因此，基本概念的这两种演绎并非三段论意义上的演绎。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康德在法律类比中将先验演绎理解为对当事人所主张的争议权利的调查与澄清。在诉讼法官的形象之下，哲学主题曾被屡次讨论（例如在德谟克利特那里，知性面对感官知觉）。哲学随后大多获得了公正法官的形象，负责消除意识幻相形式（如同罪犯）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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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演绎往往被低估。它是对知性的真正分析或分解，在康德这里构成了对意识行为进行一切澄清的核心——恰恰不是通过回溯到纯粹自我意识。先验统觉的“我”出现得要晚得多。形而上学演绎回溯到事实上被给予的“知性行动”（沃尔夫称之为 operatio mentis，心灵的运作），即回溯到陈述方式中所包含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一脉络中展现出康德逻辑学讲课对于理解先验哲学的重要性。形而上学演绎让先验结构与知觉材料的联结从形式逻辑这一事实出发。形式逻辑的切入点，正处于沃尔夫体系中“理性哲学即逻辑学”（Philosophia rationalis sive Logica）与“第一哲学即本体论”（Philosophia prima sive Ontologia）相结合的位置。在过渡到理性理念时，由经院形而上学所规定的推论形式逻辑的出发点再次重演。

近代哲学（经典体现为笛卡尔的“我思”）开始从一个需要在逻辑上予以划分的主体（subjectum）中推导确证的知识与理性指导的行为。洛克同样直接出发于心理学意义上把握的自我意识。康德的奠基在分析上更为严格。它并非从自我意识出发，而是从两种演绎亦即逻辑功能出发。唯有康德将近代哲学的自我或人格概念彻底改造为逻辑功能的问题，在其中自我意识与普遍有效性本源地结合在一起。与近代哲学不同，大多数古代哲学奠基于世界规律或原型的确定性之上（柏拉图称“理念”为 παράδειγματα［paradeigmata，即范本］）。《批判》的主导命题对于古代观点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意识的统一性乃是唯独构成表象对一个对象的关系、从而构成它们的客观有效性、并因而构成它们成为认识的东西”（B 137）。康德的先验观念性预设了对断言符号内容的社会属性的高度意识，而不仅是对古代思想亦曾发展出的单纯对象概念的审美世界性符号特征的意识。泛神论理论（在斯宾诺莎那里尤为鲜明）出发于对“实体”的直觉确定性，即出发于一个按照体系内在标准所挑选出的最普遍的存在概念。它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最高概念——上帝概念（在其中存在与存在的属人意义相联结）的位置。康德将奠基从存在回溯到主体，其坚决程度甚至超过了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单子论形而上学。在后者那里，自我意识是能够在自身中反映整个宇宙的单子的主观显现方式。康德将哲学的根本问题聚焦于断言的有效性方式，并且除了先天的逻辑形式规律的统一性预设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作为本源事实的东西。许多阐释未能充分反思判断客观性之奠基结构的主体转向。海德格尔恰恰质疑了这种合理性奠基方式的决定性优势。陈述方式表格被预设下来，这是“起源本身的成问题之处。事实上，康德并未从知性的本质中推导出判断中功能的杂多性”（M.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法兰克福 31965年，第56页）。海德格尔重述了黑格尔对形而上学演绎的批判。黑格尔忽视了先验逻辑之形式逻辑基础的内在系统性，并指出康德从“主观”（形式）逻辑中“经验地摄取了”范畴（黑格尔，《逻辑学》卷2；《著作集》卷6，法兰克福 1986年，第289页）。K. 赖希（K. Reich, 1932）针对截至192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康德阐释，通过精确确定康德如何区分逻辑功能的分析内容与综合内容，证明了其完整性，并且还通过发现康德实际上对于先验主体概念非常一贯地采取了与《批判》论述中相反的顺序（不是从质到模态，而是按照模态、关系、质、量的顺序；Reich，第69页），证实了这种完整性。R. 布兰特（R. Brandt）于1991年针对新的质疑（L. 克吕格尔等）再次分析了范畴表的完整性，并将长达数十年的讨论引向了解决。英美康德阐释路线的代表人物（R. 罗蒂、D. 戴维森等）根本上质疑哲学中的先验奠基结构，从而使判断表与范畴表的完整性问题变得不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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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高度集中的思想进程首先强调了合理性分析论的“体系特征”。对理性的穷尽性把握以及理性在文化自我理解中的主导功能，均与体系的要求紧密相连。因此，体系主题绝非独断论的体现。康德在晚年致 J. H. 蒂夫特龙克（J. H. Tieftrunk）的一封信中极其通俗透彻地阐明了判断与范畴的四个组别（1797年12月11日）。与体系思想相对应的是逻辑形式的功能特征：“因此，概念是基于功能的。但我把功能理解为把不同的表象安排在一个共同表象之下的行动的统一性”（B 93）。功能原则下的合理性概念明显指涉数学术语。在功能思想中存在着哲学先验奠基方式的整体构想的前提。康德在展开问题时一贯预设了关于主题之整体的理念，在此即关于知性认识的理念（B 61, 92）。在此，形而上学演绎作为“发现一切纯粹知性概念的线索”（B 91–116）完成了这一任务。关于知性认识一般理念的最重要段落见于第10节：“因此，同一个知性，并且正是通过那在概念中借助分析的统一性促成判断之逻辑形式的完全相同的行动，也借助一般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性，将一种先验的内容带入其表象之中”（B 105）。因此，从抽象物（“杂多”）中形成具体统一性的综合逻辑成就，预设了将所有判断种类指涉到基本概念（范畴）的分析逻辑功能（B 130）。这当然不意味着形式逻辑一般而言是分析-逻辑的，而先验逻辑则纯粹是综合-逻辑的。

继功能思想之后，是从判断形式（即从实际的陈述方式）中推导基本概念。判断表为范畴表奠定了基础。从根本上说，以“概念”分析论的形式出现的奠基方式并不完全契合康德关于功能性合理性的理论原则。概念逻辑以概念与对象的朴素联结为基础。在康德经常于书面上进行尝试性探索的思维方式中，概念—对象的对应关系有时与其关于基本概念建立在判断之上的正确奠基相抵触。尽管术语在不同地方偶有出入，但理论脉络却始终连贯。在其理论的恰当路线上，康德从功能原则过渡到了对象性的中介性：“由于除直观之外没有任何表象是直接指向对象的，所以概念决不是直接指涉一个对象，而是指涉关于该对象的某种别的表象（无论它是直观还是本身已是概念）”（B 93）。在此，相对于物性要素领域，关系与过程内涵得到了精确把握，判断概念作为一切后续内容的前提得以确立。概念因而就是可能判断的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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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表与范畴表

康德区分了判断的四种维度：量、质、关系和模态（见表格）。

作为“思维诸契机的完整表格”（B 96）的先验主义，展现为一个基本逻辑关系的网络。合理性建立在不同陈述形式的关系之上。每一种判断种类都仅作为所有判断形式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康德对判断表的简短阐释强调了无限判断的特殊地位，即无限判断是仅在表象上是否定性的、同时又非单纯肯定性的断言。其例证是“灵魂不是有朽的”（否定判断）与“灵魂是无朽/不死的”（无限判断）这两个陈述之间的区别。第一句话的逻辑否定只代表了一种表面的对立。实在性超出了排中律，而排中律的逻辑有效性当然并未被取消。康德从当时的逻辑学文献中继承了无限判断这一主题。朗伯在其《建筑术基础》（1771年）中对其进行了详尽探讨。早在其《新工具》（1764年）第二卷中，他就探讨过引起康德兴趣的这一语境：“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真与假对立起来，而是在我们的认识中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居间物，我们称之为幻相（Schein），它使得我们常常在另一种形态下表象事物，并且容易将它们看似的样子当作它们实际所是的样子，或者反过来将后者与前者混淆”（卷2，第217页以下）。因此，谓词“非/不”可以只代表一种表面的否定，但并不意味着相反的肯定。在陈述“A是非B”中设定了：“B是不同于A的另一个东西”。它未被规定，因而是无限的，或者如朗伯称该判断为 terminus infinitus（无限名词/无限项）。此处存在着逻辑陈述形式与实在性之间的差异。这一问题在黑格尔关于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中重现。康德在其二律背反学说中应用了这第三种陈述。在数学的二律背反中，相互对立的两种陈述都是错误的；而在力学的二律背反中，两个相反的命题都可以是正确的。

康德关于其判断表完整性的主张受到了广泛质疑。A. 叔本华认为，康德是为了满足其心灵那不幸的体系化强迫症而虚构了范畴与判断表，以便先验感性论与数学能够在先验逻辑中获得一个对应物。E. 阿迪克斯判定，康德经验性地拼凑了所需的范畴，并为了体系化而依据一张随意构建的判断表将其外在地组合在一起。H. 柯亨凭借对先验分析论真正目标的敏锐洞察，从更为具体的纯粹知性原理出发而非从逻辑学出发来为判断表奠基。K. 赖希试图论证其完整性，但违背了康德本人的观点，而是从在康德那里演绎之后才出现的自我意识概念出发。G. 托内利指出形而上学与逻辑学讲课中并未包含该表格，并判定该表格是康德仿照范畴模式构建的。L. 克吕格尔否认康德成功完成了完整性证明。R. 布兰特在一项精准的研究中比托内利更为确切地从亚里士多德经院逻辑学中重构了康德的奠基原则，并且在体系意义上也证明了按量、质以及将两者结合的关系所作的陈述构成了基本的陈述方式。关于模态（很可能是克鲁修斯创造的词汇），康德本人指出它只包含对通过系词进行联结的方式的附加指涉。




	量（Quantität）
	质（Qualität）
	关系（Relation）
	模态（Modalität）





	全称判断（allgemeine）
	肯定判断（bejahende）
	定言判断（kategorische）
	问题判断（problematische）



	特称判断（besondere）
	否定判断（verneinende）
	假言判断（hypothetische）
	实然判断（assertorische）



	单称判断（einzelne）
	无限判断（unendliche）
	选言判断（disjunktive）
	确然判断（apodikt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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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纯粹知性的原始概念”的“范畴表”（康德很可能在就职论文之后便已建立，参见致赫茨信，1772年2月21日），展现如下（见表格）：

康德将量和质的范畴称为数学的概念，将关系和模态的范畴称为力学的概念，因为后者直接表象了关联（B 110；参见致蒂夫特龙克信，1797年12月11日）。它们全都是“从判断中的逻辑功能借来的规定”（IV, 474）。通过将范畴与陈述和断言相联系，康德在针对异议而插入到《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序言中的形而上学演绎基本阐释中，将逻辑形式的约束力唯独与“可能经验的对象”绑定在一起（IV, 474）。《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详尽阐明了形而上学演绎对先验哲学整个体系的意义，并强调了范畴表与原理体系之间的关联（第39节；IV, 322–326）。《批判》的分析论以新先验逻辑与经院形而上学中对象概念本体论之关联的勾勒作为结尾。存在及其否定在此处被传统地规定：“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的对象是无”（B 348）。作为实体（即“某物”）的普遍关系，虚假地显现为“无”，这是一种形式逻辑的对立。

范畴的核心系统性由三元组（Triade）构成。第三个概念始终包含前两个概念作为其交替要素，从而使得前两者均指向它。全称性/总体性（Allheit）是作为单一性来看待的多数性，限制（Limitation）是与否定相结合的实在性，等等。康德并未像黑格尔那样将三元结构视为如下法则：即每一个规定唯有作为另一个规定的对立面而存在，并且这一根本矛盾在存在中的现实化产生出第三个规定。康德在反思范畴的三元秩序时强调，第三个概念源于第一个概念与第二个概念的联结（IV, 325）。应《批判》的早期阐释者 J. 舒尔茨（J. Schultz）的问询，康德解释道




	量（Quantität）
	质（Qualität）
	关系（Relation）
	模态（Modalität）





	单一性（Einheit）
	实在性（Realität）
	固有性与附属性（Inhärenz/Subsistenz，实体与偶性）
	可能性/不可能性（Möglichkeit/Unmöglichkeit）



	多数性（Vielheit）
	否定性（Negation）
	因果性与依附性（Kausalität/Dependenz，原因与结果）
	存有/非有（Dasein/Nichtsein，现实性与非现实性）



	全称性/总体性（Allheit）
	限制性（Limitation）
	协同性/交互性（Gemeinschaft，交互作用）
	必然性/偶然性（Notwendigkeit/Zufälligkeit）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更是在莱布尼茨的精神下来解释这一主题的：在三元组秩序之后可以附加上一种特征组合术（ars characteristica combinatoria）（致舒尔茨，1783年8月27日）。

康德通过纯粹知性派生概念（Prädikabilien）补充了作为经院术语所谓的范畴表（陈述方式，拉丁语 praedicare，意为陈述）。他将它们作为次级的先天基本概念置于范畴之旁。属于因果性的补充概念有力、行动、受动；属于模态范畴的概念有产生、变化、消亡。因此，除十二个范畴之外，康德还确立了大量的先天派生概念。康德在这一脉络下指涉“本体论教科书”并非偶然，在这些教科书中次级先天概念得到了详尽阐述（B 108; IV, 326）。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形而上学演绎中，我们处于《批判》深受传统约束的领域。康德因而将这一部分写得十分简短。他可以将其预设为他那个时代哲学文献中不言自明的教学内容。但必须看到，紧随先验演绎之后的、对纯粹知性原理极其详尽的论述，延续了形而上学演绎。这在经验的类比和经验思维的公设中尤为明显。康德在此阐释了实体、因果性、交互作用、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等范畴。逻辑基本关系的论述唯有借助原理以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的形而上学才真正得以完成。《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在此脉络下甚至认为，仿照本体论的范畴和派生概念章节，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纯粹分析部分”是可能的，该部分可以先于第二个综合部分（IV, 326）。R. 布兰特恰如其分地将形而上学演绎称为先验哲学的“一切体系性的基础”。

形而上学演绎的创新之处在《批判》中处于一个完全与传统相关的领域。经院哲学的附词（Prädikabilien）学说将实体置于首位，但随后同样过渡到量、质和关系。亚里士多德并非在《范畴篇》中、而是在《论题篇》中探讨了附词（Prädikabilien）。亚里士多德的附词并不具备力学的（即指涉自然科学的）特征。它们是“五类词”（quinque voces）：属、种、种差、固有属性和偶性，即经院学者的共相。亚里士多德曾将范畴与附词作为最普遍的陈述方式引入。经院学者早已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偶然和可变的事物拥有普遍且必然的认识何以可能？托马斯·阿奎那基于经院哲学的相（Spezies）学说回答了这一问题，该学说指出：被认识者乃是按照认识者的方式存在于认识者之中。对象在心灵中自然并非以其全部存在被包含，而是由其相（species）所代表。如康德依然所言，相就是我们的“认识力”。经院学者同样区分了感性相（species sensibilis）与知性相（species intelligibilis）。然而感性相指的是具有经验可变属性的事物，知性相则是指其实体性本质。康德关于知性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与感性界（sensibilis）之关系的问题设定便植根于这一经院主题之中。托马斯回答了关于偶然对象之必然命题的可能性问题：“心灵凭借知性，在一种非质料的、普遍且必然的认识行动中认识质料性的东西”（《神学大全》，I, 84, 1）。康德对其范畴表与经院逻辑学及形而上学的关联十分清楚。他不仅通过指涉本体论中的派生概念表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在他为第二版增加的单独一节（第12节）中，将其先验主义与经院学者“如此著名的命题”——一切存在皆是一、真与善（unum, verum, bonum）——区别开来（B 113 ff.）：“这些被假定为事物的先验谓词，不外是一切一般事物认识的逻辑要求和标准”（B 114）。康德以此结束其全部形而上学演绎的这一第12节，构成了理解康德对传统超验词/先验词（Transzendentalien）问题之改造的重要文本，从而使得试图抹平本体论形而上学与康德先验哲学之间差异、将其解释为海姆索特（Heimsoeth）所谓的某种意识本体论的尝试变得不再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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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msoeth, H.: Metaphysische Motive in der Ausbildung des kritischen Idealismus, in: KS 29 (1924), S. 121–159 [ND in: Ders.,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I. Kants. Metaphysische Ursprünge und ontologische Grundlagen, Köln 1956].

康德范畴学说发生改变的功能体现在演绎第11节中（该节系第二版新增）。先验哲学的范畴学说完全是针对专门科学所谓的“纯粹部分”而设计的。康德明确指出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该书提供了一个范例，展示了一门科学的所有部分如何从范畴表中获得其秩序。沃尔夫的《第一哲学即本体论》（1729年）如同古典形而上学一样，形式上出发于“一般存在的概念”。然而，存在概念已被嵌入到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些逻辑原则之中，以便得出作为不矛盾之可能者与不可能者相对立的存在者的基本关系。随着作为逻辑可能存在的一般存在概念的消失，这一对范畴在康德这里移入了模态概念的第四组。沃尔夫的《本体论》并未像康德那样被纳入到一个两阶段的演绎规划之中，因为它们并非作为先验范畴和原理的逻辑学而指向与专门科学的顺畅过渡。沃尔夫在可能与不可能的存在之后，探讨了规定性/非规定性、同一性/相似性、个别/普遍、必然性/偶然性，然后也探讨了量和质，但在一般存在概念之后，在关于复合存在与单纯存在的专门部分中讨论了关系范畴（实体/偶性、原因/结果、交互作用），在其中除了运动、无限/有限等之外，空间与时间也被当作逻辑形式，而康德已将空间与时间作为直观的先天形式分离了出来。康德将复合者完全从范畴和派生概念中剔除出去。它一方面属于判断力的图型法（即属于内部时间表象），另一方面同时属于外部直观中的前逻辑联结（致蒂夫特龙克，1797年12月11日）。沃尔夫传统地指涉秩序、真理和完美性这些超验词来结束一般范畴学说，而康德则通过原理过渡到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

Pichler, H.: Einführung in die Kategorienlehre, Berlin 1937, ND 1978. – Schneeberger, G.: Kants Konzeption der Modalbegriffe, Basel 1952 [Rez. v. P. Menzer, in: DLZ 74 (1953), S. 641–643; Rez. v. D. Henrich, in: PhR 4 (1956), S. 118–119]. – Tonelli, G.: Die Voraussetzungen de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hs., in: Kaulbach, F./Ritter, J. (Hg.), Kritik und Metaphysik, Berlin 1966, S. 134–158. – Wagner, H.: Der Argumentationsgang in Kants Deduktion der Kategorien, in: KS 71 (1980), S. 352–366. – Heimsoeth, H.: Zur Herkunft und Entwicklung von Kants Kategorientafel, in: Heintl, P./Nagl, L. (Hg.), Zur Kant-Forschung der Gegenwart, Darmstadt 1981, S. 25–59. – Riedel, M.: KrV und Sprache. Zum Kategorienproblem bei Kant, in: AZPh 7 (1982), S. 1–15. – Heinrich, J.: Die Logik der Vernunftkritik. Kants Kategorienlehre in ihrer aktuellen Bedeutung, Tübingen 1986. – Wolf, M.: Die Vollständigkeit de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Mit einem Essay über Freges Begriffsschrift, Frankfurt/M. 1995. – Heckmann, H.: Kants Kategoriededuktion, Freiburg u. München 1997. – Bayne, St. M.: Kant on Causation, 2004.

先验演绎

先验演绎阐明了在形而上学演绎中分类的先天概念如何能够“指涉对象”（B 117），从而使它们构成“经验可能性的原则”（B 168）。此外，概念事实的抽象理论被作为“经验演绎”与之区分开来，这是一种“企图进行的生理学推导，它其实根本不能被称为演绎，因为它关涉事实问题（quaestio facti）”（B 119）。在题为先验演绎（第13–27节，其初版论述为第二版进行了重写，但内容并未改变）的篇章中，感觉论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脉络将被消解并融合成全新的东西。康德本人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1786年）序言的长篇注释中给出了极佳的总结（IV, 474 f.）。

先验演绎由三个步骤组成：首先是证明科学经验需要先天的逻辑构成条件（第13、14节）；其次是“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概念（第16、17节）；第三是通过想象力的“形象化综合”（synthesis speciosa）将统觉所体现的统一功能与直观相结合（第24–27节）。在形而上学演绎中，随着本体论向知性分析论的转变，对经院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关联构成了核心。康德在结尾（第12节）通过论及“古代先验哲学中”的一、真、善（unum, verum, bonum）超验词总结了这一点。在先验演绎中，增加了与感觉论“内感官”（internal sense）理论的论争。先验演绎将在先验主义中接管后者的功能。这一思想进程包含了许多极其精辟、对康德思想至关重要的表述，但由于其诸多重复，未能展现出此前演绎的那种高度凝聚性。

D. 亨利希（D. Henrich, 1973）在先验演绎中区分了两个证明步骤：知觉内容的综合原则上是通过预先存在的范畴与原理的统一形式进行的。在第二步中，康德通过生产性想象力表明，在直观中自然也产生了一种前逻辑的综合（B 144）。康德曾用简明的话语向蒂夫特龙克解释了演绎的核心问题：特殊经验概念与普遍概念的同质化不再通过逻辑归摄发生。这是形式逻辑的分析功能。先验逻辑探问的是，将先天范畴（即用于构成事态的普遍意识结构）与经验直观及具体抽象概念之完全异质的领域结合起来的可能性。逻辑结构与经验内容无法直接闭合联结。其前提是时间直观之内感官中表象的综合。这种组合必须与范畴所代表的复合者的逻辑原则同质化。异质者的综合是通过想象力的图型完成的，图型将具体知觉归纳概括，使其能够被逻辑地定性（并在语言上得以表达）（致蒂夫特龙克，1797年12月11日）。

参考文献

Henrich, D.: Identität und Objektivitä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Kants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Heidelberg 1976 [Vortrag v. 9.11.1974 bei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Tuschling, B. (Hg.): Probleme der KrV, Berlin u. New York 1984 [S. 41–96: Diskussion zur Beweisstruktur der transzendentalen Deduktion und zu D. Henrichs Interpretation].

先验演绎全部三个步骤的主导主题是：“即思维的主观条件何以应当具有客观有效性”（B 122）。先天的思维形式何以能够与完全独立于它们的知觉材料相符合，对任何唯理主义理论而言都构成了一个难题。感觉论理论在抽象论意义上解释这种符合。知觉成就被升华为逻辑结构。这导致了对“内感官”（internal sense）这一心理学主题的深入阐发，内感官必须承担联结的主要重任。该理论的优势在于试图在没有超验辅助假定的情况下，从主体的不同功能层次来解释整个知识概念。在此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逻辑结构化是否同样随抽象过程而形成。这甚至对数概念、对简单几何图形而言都是无法奠基的，更不用说屈折变化、句子构造等语法规律了。相反，唯理主义理论则需要第三个要素来中介思维世界与直观世界的二元论。处于现象世界背后的实体及其关系的实在性这一本体论前提承担了这一功能。

对先验演绎的必然要求是在与洛克的论辩中阐明的。即使是海量的经验也不提供事件相继的法则。从经验观察出发，人们甚至无法反驳所有现象都是混沌发生的这一假定。因果律要么先天地存在于知性之中，要么“就必须作为一个纯粹的幻想要被完全放弃”（B 124）。洛克为狂热（Schwärmerei）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他凭借其唯一承认的经验概念去着手处理那些远远超出一切经验界限的问题（道德与宗教的基本概念）。

Henrich, D.: Die Beweisstruktur von Kants transzendentaler Deduktion, in: Prauss, G. (Hg.), Kant. Zur Deutung seiner Theorie von Erkennen und Handeln, Köln 1973, S. 90–104. – Baum, M.: Die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in Kants Kritiken. Interpretationen zur kritischen Philosophie, Köln 1975. – Baum, M.: Deduktion und Beweis in Kants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Königstein/T. 1986. – Kants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und die Möglichkeit von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hg. v. Forum f. Philosophie Bad Homburg, Frankfurt/M. 1988. – Förster, E. (Hg.):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s. The Three Critiques and the Opus postumum, Stanford/Cal. 1989 [Autoren u. a. L. W. White, D. Henrich, P. Guyer, Strawson, J. Rawls]. – Carl, W.: Die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der Kategorien in der ersten Auflage der KrV. Ein Kommentar, Frankfurt/M. 1992. – Howell, R.: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An Analysis of Main Themes in His Critical Philosophy, Dordrecht u. a. 1992.

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与先验统觉

认识是将知觉的杂多综合为表达清晰的经验。然而，从经验直观与先验直观，经由再生的与生产的想象力、抽象概念与判断力，直至范畴与判断功能，意识运作本身就是一个杂多。必然存在着一种综合功能的综合。然而，判断表中的单一性范畴却不能应用于它。意识功能的统一性先于将概念联结为判断的一切综合。那么，所有综合功能的统一性究竟应当如何被思维？知性只能用范畴来思维，而范畴的统一性在此处才需要被奠基。依照先验唯心论的一项基本前提，理智直观同样应当被排除在外。作为内省的对象，主体对自身而言是客体，并将自身经验为现象。它无法在逻辑上建构其感性-对象性的实存：“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统一性（作为质的统一性，第12节）在更高的地方去寻找，即在本身包含着知性甚至在其逻辑运用中的可能性的根据［……］的地方去寻找”（B 131）。很显然，这绝不可能是经验体验式的自我意识。那将是对思维心理学的探问，而非对其逻辑有效性方式的探问。康德在人类学讲课中把自我意识的这一层次作为自我直观来处理。在此，自我意识是通过自我直观被揭示出来的。正如克莱默（Klemme 1996, 第55–75页）所表明的，康德在此很可能是受到了其友人兼学生、柏林医生 M. 赫茨（M. Herz）的启发。然而现在所关涉的并非无可置疑的经验自我意识，而是一切逻辑有效性形式的统一性。知性同样不能将自身构想为本体论实体那样的理智对象。对于必须被思维的先天自我意识统一性的意义，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表述各异，但评价同样极高：“一切不同的经验意识都必须在一个单一的自我意识中结合起来，这一综合命题是我们的思维一般的绝对第一和综合的原理”（A 117）。从经验自我意识概念向先验自我意识概念的过渡，是通过可能存在的概念完成的。这显然是不同于模态范畴所指称的另一种可能性：“‘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否则的话，在我里面就会有某种完全不能被思维的东西被表象出来，这也就等于说，该表象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至少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B 131 f.）。康德称这一先验自我意识概念为纯粹统觉或本源统觉，即表象（perceptio）的反思阶段。这种本源联结在理论和实践维度上构成了全部观念性活动的核心，即康德主体概念的框架：“这样，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就是知性的一切运用、甚至整个逻辑、并随之先验哲学都必须依附其上的最高点”（B 134）。关于我的自发性的这种必然意识，就是自发性的分析统一性（可表述为分析命题）。但这种分析性质同样必然导致：它不能通过分析、而唯有通过特殊的、指向质料的行动的综合行动才能得以实现。作为逻辑形式前提的自我意识，不仅使得被给予的“表象”（notiones，传统上对观念性行为的称谓）在对象概念中的统合成为可能，而且同样要求这种统合。先验统觉理论的这一推论在阐释中往往被忽视。因此，“我思”概念已经同时预设了直观对象整体的可能性。在康德这里，主体作为先验统觉的统一性奠定了判断的客观性。这对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它在断言的一般综合特征上自然与康德完全一致。

围绕对康德自我意识先验统一性概念的阐释，曾产生过诸多争论。对康德而言，它极其合乎逻辑地——并且总体上极具说服力地——源自“综合之综合”（Synthesis der Synthesis）这一清晰明了的思想。当我思维时，我联结“表象”，因此我也必须“能够”思维对联结的联结；这就是引文中康德突出强调“能够”的深刻意蕴。对这一客观条件的反思，就是自我意识的先验概念。它仅存在于实在的理性运作之中，确切地说，仅存在于在经验自我意识中表象行动统一性的“可能性”之中。这种“可能存在”构成了先天综合统一性，而统觉事实上的统一行动随后是分析性的。先验的“我思”是主体的自我设定：我在意识行为中设定自身。统觉并不存在于设定之前或设定之外。康德关于先天的意识实在性作为每个自我意识将意识行为思维为其自身行为之可能性的命题，展现了问题从本体论形而上学以来的连续性。近代形而上学将不矛盾的思维可能性定义为思维关于一般存在对象的构成条件。康德所把握的逻辑可能存在，并非理智对象之实在性的可能性，而是理性运作之统一性的实在性，即自我意识的先验统觉。

《批判》的自我意识概念在先验演绎的脉络中（第16节；B 132 ff.）以及在辩证论部分反驳本体论灵魂概念时（B 399 ff.）得到了讨论。它代表了先验哲学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康德阐述了非对象性意识的问题，并开始消解哲学中面向对象的形而上学和感觉论传统路线的界限。非对象性意识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意向性行为来陈述，因而无法进行行为主义式的描述，也无法通过格式塔心理学式的内省来把握。康德在批判形而上学理论关于虚幻对象的断言的脉络中，触及了自我陈述作为非命题性语句的问题。这些是对灵魂、上帝等的陈述，用一种略显朴实的话来说，没有任何直观可以作为它们的基础。先验自我意识概念超越了笛卡尔实体性的“我思”。其锋芒指向自我意识的本体论设定：“我思”并不意味着“我作为一个对象是自存的存在者或实体”（B 407）。胡塞尔在绝对指向性的明见性意义上假定了自我意识的意向性。维特根斯坦批评这是一种隐喻式的表达方式，并指出涉及自身时我不能用第一人称说话，而始终只能用第三人称说话（维特根斯坦，《断片》，第472节；《著作集》卷5，法兰克福 1970年，第383页）。康德承认经验自我观察的描述。但那不是自我，而是对某种恰恰不是自我的东西进行“直观”的过程。“纯然思维中自我意识的一切样式”都不是对象的概念，“而纯然是逻辑功能，它们根本不把任何对象、从而也不把我自身作为一个对象提供给思维来认识”（B 407）。康德将自我意识的先验理论与观察陈述的图式分离开来，无论是在同化为外部知觉陈述的意义上，还是按照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体验词的方式。作为纯粹自我意识，所能陈述的仅仅是“我在陈述”这一事实。自我陈述是一种重言式。这虽然不完全等于维特根斯坦关于体验词在涉及自我时无异于一声呐喊的命题，但却是超越近代哲学意识哲学前提的一步。“我思”唯有就陈述功能而言才能被陈述。维特根斯坦的推论是：以命题为导向的陈述理论已经达到了极限。

这一非对象性自我意识概念（作为不能以自我陈述形式表述的、如康德喜好表达的“知性行动”）的展现，提供了关于先验主义概念的普遍启示。先天的仅仅是一切行动的构成条件。它们是非对象性的行动，其自我内涵唯有在指涉一切人的自我意识时才能被思维。若干章节反复展开这一思想进程，以便在对经验论自我意识概念进行必要批判的同时，抵御本体论的、神学的或信仰哲学的（后来的早期浪漫派）拔高。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概念带有一种抗议概念的色彩。如果逻辑行动不被归属于一个“我”，它们就会归属于一个“超我”，并带来神秘化定义以及我们对其依附的一切后果。先验统觉在“辩证论”对思辨灵魂概念的批判中的重现，揭示了这一超个人的精神统一性（但它绝非超验的统一性）的根本实践意义。纯粹自我意识展开为人类物种的道德-实践理念，该理念在实践维度上作为一个无限精准之物代表了一个无限完美之物。它在实践学科中为具有普遍概括能力的科学陈述奠定基础时，获得了与理论知性的综合原理所拥有的完全相同的形式-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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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形式与经验-质料意识层面的联结

第20–23节转向了逻辑功能与经验表象之联结应当如何被思维的问题。自我意识不外是通过范畴对知觉材料施行综合。它是知性的能力，“知性自身根本不认识任何东西，而只是把认识的质料、即必须通过对象给予它的直观联结并订购起来”（B 145）。正如《视灵者之梦》讽刺性展现的那样，具有巨大文化权威的虚幻设定全都根植于对这一点的误解。唯理主义形而上学将思维的形式关系物化为质料性内容。这产生了一种面对更高对象的崇高感受性（Rezeptivität）。这将他律置于对道德准则承担自身责任的位置之上。相反，经验论则试图通过扩展知觉概念来摆脱日常实践意识的二律背反，从而规避理论区分与习惯性利益之常态的不相容性。康德思维的一个特征就是鄙视对本质对立的模糊化抹杀。他在致门德尔松和朗伯的信中表达了这一点（1765年12月31日；1766年4月8日）。然而同时代的哲学却通过抹平不可调和的命题，以不正确的统一观自欺欺人。被压抑的问题作为二律背反重现，并在数个世纪以来的哲学中喧嚣不息。

先验演绎中介程序的首要前提是作为先天直观形式的空间与时间，它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投射平面，逻辑功能与直观功能可以在其上相遇。经验印象（康德的例子：一所房屋、结冰的水）通过一切知觉的本源形式（即空间与时间）而成为知觉（B 162）。其次，纯粹直观形式相对于感性论部分被进一步规定为一种独特的、即“形象化的”综合（synthesis speciosa，B 151）。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综合原则：生产性想象力，即在对象不存在的情况下在直观中摹画该对象的一般能力。先验演绎完成了对经验论“内感官”问题的先验逻辑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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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分析论

逻辑分析论中篇幅最详尽的部分，展开了作为一切事态构成之基础的思维先天原理。前面的演绎章节为“真理的逻辑”的这一真正目标奠定了前提。原理将范畴具体化，指向形而上学体系与专门科学。当人们将判断表、范畴表与原理表这三张表格对照排列时，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清楚（见表格）。

想象力的主题如今被扩展为一种判断力理论，其核心部分是想象力置于感觉、经验概念与范畴之间的图型法，图型法从而使得完全不可直观的范畴（实体、因果性等）与知觉的联结成为可能。对于形成非先天概念广阔领域的抽象过程——其中完成了将直观编码为逻辑符号（伴随着语言符号）的主要成就——康德并未予以展开。按照当时的理论水平，他本必须吸收感觉论理论与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的大片领域。康德将这些结果视为既定的，但他恰恰需要强调的是，那些理论因将抽象过程绝对化以至于否定意识本源的逻辑语法而忽略了什么。人们决不能缩减对康德而言与该问题的解决相联系的问题视域。解决之道主要并不在于生产性想象力的图型法理论（该理论构成了康德理论中至关重要且引人入胜、但又仅被简略勾勒的一部分）。针对先验结构之实存功能（而非仅仅是必然考虑）的两种演绎或论证过程，均指向纯粹知性原理。唯有通过这些原理，康德才实现了从预备性的先验哲学向旨在提供一门科学范畴学说的系统形而上学的过渡。形而上学演绎、先验演绎与原理这一链条的问题在于：对于任何提出客观性与互主体有效性要求的、可设想的经验实在体验，都必须能够指出其有效性的必然条件。

仅仅将范畴明确表述为判断，难道不足以证明直接的确定性吗？事实上，原理体系与范畴按照量、质、关系和模态的秩序相对应。然而在方法论中指出，知性并非直接从概念中建立其完全确定的原理，“而始终只是间接地通过将这些概念指涉到某种完全偶然的东西即可能经验”。如果预设了可能经验，那么它们就是确然无疑的。例如因果命题被称为原理，“虽然它必须被证明，但这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即它本身首先使得其证明根据即经验成为可能”（B 765）。事实上，原理的所有证明都是如此进行的。原理是从被它们所奠基的东西中得到证明的。这应当如何理解？这是康德关于先天概念与命题“本源获得”（参见第1章论《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语言，《批判》的主导概念，第161页）之理解的一个范例，并且也揭示了这一思想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关联。逻辑形式与质料性知识内容本身是方法论上的抽象。随着在原理中向更为具体的范畴学说过渡，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性便凸显出来。

范畴问题以综合原理的形式出现的这种特殊形式，并不妨碍康德在此对核心范畴（如过程、因果性、规律、尺度关系、平衡与不平衡状态、差异与矛盾、合目的性等）给出精辟卓越的分析。在当今的康德讨论中，重心违背了康德自身的目标设定，从原理后撤到了图型法与演绎主题，而在演绎中又主要后撤到了自我意识概念。原理受到了低估，且常常被质疑。然而，科学的范畴主题正蕴含在原理之中。康德原理的先天特征常常被否定。人们认为原理在实际上被康德所处时代科学的历史问题情境所消解。然而，所有理论建构过程所预设的范畴网格的问题并未因此解决。它们在施行中过去和现在始终由科学的问题情境所决定。思维的先天成分唯有在其应用的历史中才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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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关于判断力和想象力图型的学说中，汇聚了三条理论脉络：经院逻辑（学院逻辑）、关于表象与记忆的经验心理学，以及修辞学的古老传统——这一传统在18世纪对逻辑学而言仍历历在目，但在今天的《纯粹理性批判》（KrV）研究中却几乎不再为人所注意。早在拉丁语中，iudicium除了指称一般的“判断”或“裁决”之外，还意味着基于判断的个人见解，包含洞察、审思、审慎之意，并涉及面对艺术和文学对象时的鉴赏/评判能力。经院逻辑通常在判断力的脉络中引入判断（iudicium），将其视为在记忆（memoria）、天赋资质/才智（ingenium）与个别事例之间建立联结的能力。例如瓦尔希指出，判断力将作为普遍逻辑能力的天赋才智（ingenium）运用于个别对象（J. G. 瓦尔希，《哲学辞典》，莱比锡，第2版，1733年，词条“Iudicium”，第1534栏）。沃尔夫的逻辑学在全部三种心灵运作中，继感觉（sensus）和概念（notio）之后，直接在判断力的意义上引入了判断（iudicium）：它是“我们借以将某种与某物不同的东西判定归属于该物或从该物中剥离的心灵行动（actus mentis）”（《理性哲学或逻辑学》，法兰克福与莱比锡，第3版，1740年，§ 39）。沃尔夫就已经用康德后来使用的同一个三角形例子来阐明判断。其重点仅在于联结与分离概念的能力。关于受情感/情态影响的判断差异之章节（第3章）以及关于判断用语之使用的章节（第4章），也仅仅处理了矛盾判断与反对判断、概念多义性等形式逻辑上的区分。康德关于先验图型的论题在此根本没有出现。这一问题仍旧被割裂为形式逻辑的判断力与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的想象力（imaginatio）。

在修辞学中，判断力（crisis, criticae, iudicium）属于演说功能部分的内在布局（dispositio）。布局（dispositio）由对象、主导术语（Termini）以及修辞艺术形式（figura）的选拔（electio）和编排（ordo）所构成。判断力是演说者的自由空间（而非任意专断），它具有双重指向：既关涉演说或作品的整体，又关涉材料的各个具体部分，亦即编排与选拔。iudicium的这种双重功能，在康德将判断力关联于范畴秩序图型的整体、以及图型对特定对象或表象的限制性功能中再度显现出来。判断力与修辞学的第二个关联存在于关于修辞格以及可信度等级的学说中。康德关于“必须赋予概念以形象（图象）”的表述，以及关于将概念运用于表象的整套术语，在修辞学中都曾在意见的说服力等级（schema, genus）名下得到过处理。法官、医生、演说者的判断力，在于将专业理论洞见的逻辑与给定案例的图型加以中介（或者在修辞学中将习惯性信念与现有案例的平台加以中介）的能力。判断力以意向性（心灵的指向性）为前提。这包含了一种个别的内容，但由此而形成的判断如何具有客观、普遍有效的性质，仍是一个问题。然而，随着这种指向性，判断的自主性也确立了起来（福森库尔/Vossenku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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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

想象力理论旨在吸收经验论关于“内部感觉”（internal sense）的定理，但同时将其转化为相对于逻辑形式的结构与有效性问题。在洛克和休谟的论述中，内感官以反省（reflections）、内部感觉（internal sense）、想象（imagination）、记忆（memory）、联结（conjunctions）乃至观念的过渡（transition of ideas）等各种细微差别隐现其中。诚然，经验论以其将认识问题折返于主体内部过程的近代转向方式，搜集了丰富的心理学材料，并体现在经院形而上学的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中，更不用说这种早期心理学在美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成就了。想象力论题为贯穿理论史各个阶段和所有主要流派的同一问题的恒常性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两种发问方向互相对立。亚里士多德的想象（phantasia，拉丁文imaginatio）将感觉质中分离的东西总括起来，并在脱离对象在场的情况下保存印象（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卷三，第2、3章，428 a-429 a）。亚里士多德将想象力视作表象之“宝库”（thesaurus）的名言得以保留。托马斯说：“想象（phantasia 或 imaginatio）仿佛是经由感官所接纳的形式的某种宝库（thesaurus）”（《神学大全》，I, 78, 4c）。主体与对象的直接关联，使得亚里士多德能够在知觉、表象（phantasia）和思维所贯通的真理特质以及谬误判定的脉络中来处理整个论题。纯粹的感觉本身依然只是认识某一对象的抽象可能性。由于它只接纳个别特征（颜色、大小、位置、功能等），因此作为仅在潜能（potentia）中认识的东西，它同时也是“最容易遭受错误的东西”（《论灵魂》，同上，428 b, 25）。在从知觉向上攀升的具体化过程中，想象（phantasia）表现为“由已实现的知觉所引发的运动”。它达到了对实在性的更高层次表象，因为它总括了分散之物，构形了直接指向对象的活动，并导向思维。

近代经验论保留了从对象联结和感觉出发的视向。但对象变成了感觉复合体，而在真理标准下将想象力置入从单纯被知觉的个别方面经由具体化阶段直至逻辑形式的个别意识现象的严格目的论秩序，则被瓦解了。新的经验论将主体日益变化和普遍化的功能描述为内感官的滑道，但将一切置于现象学意义上的实在概念之内，以消除古代关于认识问题的对象性理解中可从事物脱离的智思形式的困难：即广延的对象究竟如何能够被输送到非空间性的感觉（sensus）和可理解形式（formae intelligibiles）的精微织体之中。洛克以毫不避讳的通俗性延续了“宝库”（thesaurus）思想，直至形成储蓄库式的联想：在感觉和直接回忆之后是想象（imagination），“这就是记忆，它可以说是我们观念的储藏室，……人类有限的心灵需要一个储存所，以便存放那些他在其他时候可能会用到的观念”（《人类理解论》，卷二，第10章；柏林，1962年，第1卷，第167页）。休谟将想象（imagination，亦称 fancy）极度拉近记忆，区别仅在于想象将记忆的碎片以不同方式重新拼合，例如将翅膀与马组合成飞马珀伽索斯（《人性论》，卷一，第3部分，第5章；汉堡，1973年，第112页以下）。想象力宛如不断生产繁殖的记忆。正因为我们并非先天（a priori）拥有因果性与必然性的观念，想象力作为笛卡尔先验论的替代物，构成了承载此类在平均经验中自发呈现之假设的蓄水池。无论如何，休谟始终在低调处理这一论题，力图证明实体、因果性、主体等基本概念不过是数百万次联想习惯沉淀为无意识之理所当然的记忆。关于具有比“我们想象力的阴影般产物”更高能量的“关于表象的表象”的深刻段落是一个例外。此时我们不仅对先前思考过的对象形成表象，“而且我们同时使在思考这些对象时得以实现的心灵活动显现出来”（同上，第8章，第145页）。在此，一个稍微清晰的主体概念从联想的薄暮中浮现出来：我虽然并不真正确知我知道，但我理解，知识内容预设了时间的连续性，而这又预设了一个具有内容的主体领域。

笛卡尔的发问方向则完全相反。原本仅专注于自身的思维，通过想象力获得了对外部对象的意识。正如笛卡尔用重物与杠杆的机械语言所表述的那样，认识能力被施加于一个当下在场的、因而存在的物体上。想象力在主体中的位置被规定为：在清楚明白的观念之外，附加了一种对除数学与逻辑的智思秩序外、作为物体而额外存在的对象的关联。笛卡尔指出：“存在于我之中的这种想象能力，就其有别于纯粹思维能力而言，对于我自己、亦即我心灵的本质并非必不可少。因为即使我缺少它，我毫无疑问仍将是现在的同一个我”（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VI, 1, 4；莱比锡，1915年，第61页以下）。康德关于生产性想象力的概念与笛卡尔的提问方式极为接近，因而不能仅仅被视为对感觉论“内感官”的先验翻译。笛卡尔对想象力的把握，与康德用经典表述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赋予概念以其形象（通过想象力所产生的图型，B 180）。在康德那里，问题再次如同笛卡尔一样：我如何从抽象的逻辑结构走向直观的形态。笛卡尔与康德对想象力的阐明完全一致地从几何图形出发，因为在认识问题上，他们两人首先关注的都是科学经验的普遍标准，而非概率等级。“如果我在想象中拥有一个三角形，我不仅将其思考为一个由三条边封闭的图形，而且我也用我心灵的目光将这三条线直观为当下呈现在我面前”（《沉思集》，同上，第60页）。而在康德那里则写道：“我们如果不通过在思想中画一条线，就不能思考一条线；如果不描绘一个圆，就不能思考一个圆”（B 154）。

与经验论对所谓“内部感觉”的孤立化、心理学化理解相反，康德重新拾起了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脉络，并将想象力作为一种朝向理性机制的生产性潜能加以发动。“内部经验”的概念很容易冒“经验”上帝的危险，然而对无限者的经验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概念锁定了“向来我属（Jemeinigkeit）”。

在康德看来，内感官构成了自我意识的被动直观。由此它仍是不确定的统一体。图形的综合（figürliche Synthesis）则是生产性、创造性精神行动意义上的自发性。主体此时显现为思考自身的“我”与被动直观其知觉的“我”的结合。费希特、谢林和所罗门·迈蒙对先验意识之原初康德表述的进一步推进正是由此发端（自我设定非我）。康德用以下事实来解释主体内部自发性与被动性的双重性（这与智思领域和现象领域的预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若不在思想中绘制，甚至无法“思考”一条线、一个圆这样的抽象概念。若不在一点上建立三条互相垂直的线，就无法思考三维空间。甚至可以说，以我们在直观中表象为一条直线的历时形态而言的运动，才首次产生了相继（Sukzession）的概念（B 155）。康德是在“原初获得”（ursprüngliche Erwerbung）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的，即潜藏的先天结构的激活。“正是同一种自发性，在前者那里冠以想象力之名，在后者那里冠以知性之名，把联结引入到直观的杂多之中”（B 162）。在“行动的统一性”原则下，康德超越了洛克联想心理学式的提问理路。我们由感觉形成的表象，通过先天的时空统一性就已经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康德称之为领会（Apprehension）。智性综合唯有作用于领会之上。借此，关于灵魂的起源及其假定构成的自然主义心理学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都被彻底斩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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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tismus der reinen Verstandesbegriffe

在经验论脉络中，想象力可以说是在形态形成过程的发生学建构中“自下而上”被看待的。此时各种图式作为“宝库”沉淀下来，经验概念形成的逻辑则反求于此。而在康德所继承的笛卡尔与莱布尼茨脉络中，方向正好相反，探讨的是想象力在将先天结构投射到经验数据的意识平面上时所发挥的作用。从预先存在的判断、概念与推理形式的准则出发，产生的问题并非心理学的、而是想象力的逻辑形式规定。这就是想象力所生产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论（Schematismus）。先验想象力随着一般相继性的可能性，也同时现实化了先天的纯粹时间直观。经验与逻辑先天的关系，无法在将特殊内容简单归摄于逻辑形式的框架内予以描述。因此，康德引入了判断力与想象力的图型，作为逻辑功能的特定环节。前逻辑的综合在于将刺激及其联想定位为知觉图象并排布为一个序列的一般能力。这正是康德在感性论一章中已经作为纯粹空间与时间直观引入的两种基本的、非经验的秩序方式。康德在§ 26以及对概念图型论更详尽的阐述（B 176–187）中，不再将它们关联于几何学与算术，而是关联于关于对象性存在断言的逻辑。例如，对一座房屋的知觉预设了外部对象直观的统一性，亦即一般空间。“但是，如果我抽掉空间的形式，这同一种综合的统一性就在知性中拥有其位置，并且是一般直观中同类事物综合的范畴，即‘量’的范畴”（B 162）。康德以水的两种聚集状态为例，就纯粹时间相继阐明了同样的道理，而时间相继作为逻辑关系则呈现为因果关系。康德将范畴应用于直观的这一整套先验演绎的结果——赋予概念以其形象（B 180）——概括为：一切经验直观都处于纳纳于一般空间秩序和时间相继之中的领会功能之下，而从逻辑角度看，这些直观进而呈现出并列/并协范畴群（量、质）与相继范畴群（关系、模态）。

经验概念和先天概念唯有在一个由空间与时间图型所创造的逻辑操作平面上才能被思考，这些图型总括了直接的现象图象。从概念方面被表述为范畴与原理的基本逻辑结构，在知觉方面则关联于一个不再仅是经验性的、受经验引导的图象网络，而是关联于首先使图象再现成为可能的模拟图型（Analog-Schemata）。感受器的分散与凝聚能量及其向知觉的持续转化，都被吸纳到图型之中。就此而言，唯有知觉、想象力的图型与范畴三者相结合，才使经验性的经验成为可能。我们所有的经验概念，其基础都不是对象的图象，而是“一方面是智性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图型（B 177）。康德将此称为纯粹理性的后生论（Epigenesis）理论——以此对立于经验论以及理性的“预成论系统”（莱布尼茨、经院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这两个在逻辑上分立的领域被预设为自始便彼此吻合。先验演绎的对象概念——对象不是“事物”的摹本，而是建构性程序的产物——需要一个同样引入建构性、形态生成性程序而非联想性程序的直观概念。三角形的图型意味着“想象力在关于‘空间中纯粹形态’方面的综合规则”（B 180；作者黑体）。通过图型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的知性概念并不意味着对个别概念进行属类的归并划分，而是意味着作为逻辑要素建构的综合；与这些逻辑要素相对应的不是联想，而是作为概念形成过程专属投射平面的生产性图型。这一点在数学概念中显而易见，因为三角形或曲线的概念并非由物质性实体对象的各部分构成，而是在建构程序中由抽象要素的综合产生。康德的逻辑综合由联想心理学的知觉概念跨向了图型论，以便在逻辑形式与直观的异质性之间进行中介。图型论的问题乃是“普遍概念的心理学可能性”（恩斯特·卡西尔，《认识问题》，第2卷，柏林，1922年，第713页）。

在试图调和这两个逻辑上对立的领域时，也出现了一些大胆的表述，例如所谓图型实际上“只是与范畴相一致的现象或某个对象的感性概念”（B 186）。康德之所以出现这种表述，或许是因为沃尔夫在其两部心理学著作中也谈到过“感性观念”（ideae sensuales）（《理性心理学》，§§ 91 f.；《经验心理学》，§ 95）。

构成我们指向对象的概念和先天概念之基础的是图型，而非对象的图象。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用说语言意义符号了——能够完全符合对象的图象。概念关联于某个对象或事件的知觉图型。在此，时间与空间的协调整合是预先假定的。康德区分了三种图型：经验对象的图象，亦即基本意义上的直观；经验概念的图型（结冰的水、房屋、三角形）；先天概念的图型。作为“纯粹想象力的交织字（Monogramme）”，指向对象的概念之图型是基本秩序图型的特定应用，而正是后者才首先使对象的图象成为可能。例如：三角形——对应于该概念的是空间中线条的图型；狗——泛指的四足动物形态。相比之下，记忆的维度则是指人们在大脑中存储了某个特定三角形、某条特定狗的图象。

经院形而上学并未将图型论题作为一个独立主题来把握，而是用传统术语在这一问题周围打转。鲍姆加通的《形而上学》在一般的知觉（perceptio）概念基础上，借助心理学维度来处理这一问题。在灵魂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个别的表象，而是仿佛相互结社联合的表象（perceptiones sociae）。复合表象的主导地位与晦暗表象和明晰表象之间的等级差异联系在一起（§§ 516 f.）。随后，这一问题被分散到内感官（sensus internus）与表象（repraesentatio）的概念中（§§ 535, 541; 521 ff.）。在试图从个别表象的总和中解释逻辑结构的经验论脉络中，“表象”（repraesentatio）概念也是个别表象获得许多个别内容的综合“意义”特征的关键点。为了抵制那种消解性的倾向，康德插入了一段看似奇特却极为清醒的表述：图型论“是人类灵魂深处隐藏的一种艺术，它的真正技巧我们很难在任何时候从自然那里猜出并赤裸裸地摆在眼前”（B 181）。类似的思考也见于尼古拉斯·特滕斯（N. Tetens），他十分接近图型论的逻辑形式问题。沃尔夫的法则（lex）、形式（formae）尤其是知觉规则（regulae perceptionum）概念，都是康德图型概念所回溯的渊源（沃尔夫，《经验心理学》，§§ 78, 83f.）。特别是沃尔夫关于物质图象（imago materialis）与非物质图象（immaterialis）的区分，展现了康德图型论出现之前的问题现状。沃尔夫与康德的区别在于，他将这种区分与复合-单纯的关系相联系，亦即与综合的维度相联系。物质图象是复合之物在复合之物中的表象（repraesentatio）。非物质图象则是“复合之物在单纯之物中的表象”（repraesentatio compositi in simplici）（《理性心理学》，§ 87）。在这些同样展现了整个图型论题的美学-艺术理论渊源的脉络中，也出现了“感性观念”的表述。图型论题的柏拉图主义渊源（σχῆμα, schēma，作为形态、轮廓、形式）在此不再赘述。柏拉图为了抵御原子论，曾从对象真实形态图型的存在来解释普遍概念的可能性。这一术语本身或许也受到了培根《新工具》（第2卷，第1条等）的启发，后者假定所有物体中都存在一种隐藏的图型（Schematismus），可以通过归纳法予以揭示。在康德的直接先驱中，特滕斯从思维力作为一种凝聚能量的心理学思想出发，主张在“知性的内在自主活动”中假定“人类理性的基本规则”，并推测此类规则主要适用于关系范畴。他超越了联想心理学关于概念是通过知觉比较、通过单纯“幻象的置换”而形成的观点。他凭借“关系思想的持续生成”，假定了既非“推理”亦非观念联想的形态形成。在从较近或较远处知觉一座塔楼时，在同一对象不同大小的现象图象中，“存在着对可见大小的抽象，这种抽象在形成之前可能需要经过比较”。在每一次给定的图象中都存在某种“与这一共同图象同一的东西”，而无需想象或思考一种比较过程（N. 特滕斯，《关于人性和人类发展的哲学研究》，1777年，重印版1913年，第436页）。形态知觉的心理学问题，康德仅在断言逻辑的各种抽象环节的关系性联系中予以关注。因此，想象力的形态形成被作为图型论的功能来处理。它在前逻辑领域中就已经是一个主动要素。知性自发性与对“杂多”之单纯接受性之间的这种方法论抽象被超越了。“既然想象力是自发性”，它就是生产性的，而不仅仅是再现性的（B 152）。康德还将这一论题把握为主体的自我感触（Selbstaffektion，B 156）。因此，具象-主动的主体在先验想象力的综合中（而不仅仅是在知性中，后者是康德唯一的字面陈述），就已经在对“被动主体”施加一种主动的内在“行动”（B 154）。费希特和谢林随后将先验演绎的这种作为主动与被动功能层面之对立统一的双重特征，发展为构建先验主体概念的枢纽。对康德而言，自我感触思想的重点在于将自我统觉的逻辑综合与内感官区分开来，以及自省断言中主体的现象特征。我们受内感官自身的感触，这意味着我们只能仿佛以第三人称、而不能作为“我”来直观自身。随着自我感触问题的精准化，康德实现了一项深远的澄清：美学的和宗教的情感性自我概念，在逻辑（以及语言分析）意义上被揭示为一种神秘化。把自我碎片物化为“我的心渴望、信赖”等虚妄建构，其根源就在于这种神秘化。先验唯心论的逻辑形式主义作为一种有原则的启蒙，坚决反对这整套虚妄想象与操弄的世界。

图型论章节从想象力的图型出发来阐述范畴。这是一种不同于在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中由判断类型所提供的划分原则。例如，与一般对象性的图型相对应的是实在性（Realität）范畴，即意味着时间中的存在、且作为一般大小意味着数（Zahl）的概念。实体对应于对象在时间中的持存性图型。时间中被扬弃/取消的对象的图型则关联于否定性范畴。二者之间的过渡产生了限制性范畴以及随后的量的范畴。先天概念的图型是依规则的时间规定；按照范畴表，它们分别是时间序列（量）、时间内容（质）、时间秩序（关系），以及关于一般所有对象之模态的时间概念（时间包容 / B 184f.）。“事物”即是关系、比例规定。潜藏在判断表中的范畴联系，被图型以特定方式现实化，这是一个引人深思且富有启发性的论点。黑格尔发生学意义上的《精神现象学》——作为《逻辑学》隐秘基础的著作，其“存在—虚无—变易—质—单一/多数—量”等进程——正是源自康德的这一渊源。《精神现象学》实际上正是尝试在一套更深入发展的、经由各种不同客体化方式展开的生产性想象力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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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er Grundsätze

在康德将一切形式直观的先验原理（针对数学）和一切存在断言的先验原理（针对自然科学的力学原理）作为逻辑综合的两种基本形式进行阐述之前，他首先讨论了已存在于逻辑学中作为一切分析断言原则的矛盾律。随后他转向“一切综合判断的至上原理”。综合判断超越了简单的同一性 
𝑎=𝑎
 或 
𝑎≠non-𝑎
 ，并将 
𝑎
 与 
non-𝑎
 联结起来。由于康德不再希望以演绎方式实现先天功能，他引入了纯粹时间直观作为一切经验的统一步式。它提供了“现象的综合统一”，若没有这种统一，“经验甚至不会是知识，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知觉狂想”（B 195）。由此得出作为生产性的、扩展概念内容的判断之一切科学命题的至上原理：“一般经验之可能性的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之可能性的条件”（B 197）。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数理自然科学的现象概念以空间概念、时间直观、元素与类别概念为出发点，这些概念已经完全摆脱了经验联想的一切杂质。关于对象运动的原理延续了这样一个思想：所有对象都存在于直观、数学与逻辑投射的综合之中，而非作为有待摹写的物自身。这样一来，休谟关于我们始终只能观察到相继而观察不到因果引发作用的论点就变得多余了。康德承认这一点：因果性是无法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但观察自始就是在一项规则之下被思考的，即在先时间中的事件规定了其后时间中的事件。否则，在时间直观中对事件的逻辑确定就是不可能的。康德称之为“时间序列的经验表象规律”（B 244）。因此，经验现象论是以先验现象论为基础的，唯有后者才保证了作为一切现象之先验图型的相继性、强度、因果性、实体性等不可逾越的必然性。唯有“现象中包含这种必然的领会规则之条件的那个东西，才是对象”（B 236）。

从康德理论的原则出发，既不存在绝对的空间位置，也不存在绝对的时间点，同样也不只有单一形式的因果性。牛顿关于独立于具体物质系统而流逝的绝对时间的预设，早已被先验构成论的基本立场所超越。由于运动、恒常性、因果性等概念是关联于时空直观中经验可观察的对象的，因此这些概念的内容规定自然是与科学研究本身的结果紧密相连的。唯有必须始终思考恒常性（实体性）、因果性、必然性、可能性等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且无法从质料的特殊性中推导出来。先验论内部的相对性环节本身就是科学史的一部分。因此，康德关于前相对论时空图型、机械决定论以及自然科学其他范畴内容的具体观点，并不违背先验综合理论的正确性。若没有过程中某物的持存概念，运动概念就是不可能的。如果停留在表象联想上，相继性在理论上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较早的事件规定较晚的事件，而随后的事件又改变/扬弃初始的构型，亦即对整个过程产生“反作用”（第三条关于相互作用的类比），这是一切对观察结果进行理论阐述的前提。

这些原理对具体专业学科而言具有何种价值？直接看来毫无价值。然而，理论对象构成的基本规则体系首先指明了具体范畴研究的任务：在各门科学不断推进的问题格局中，究竟何为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状态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等等。

根据先验哲学的预设对因果律的阐释（B 232–256），属于哲学文献中对如此艰难却又不可回避之思辨历程的最优美、最深刻的阐述之一。对康德而言，感觉论的一切思想形态——无论是抽象理论、对自然律的约定论阐释，还是功利主义或行为主义的人格观——因其粗糙地抓取直接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显得大可怀疑。康德以受教于莱布尼茨的清晰性，从变化的连续性出发来把握因果问题。该提问方式因其所包含的无限小量问题而拥有了恰当的切入点。康德将其与奥古斯丁关于内在时间意识的传统联系起来。这并非涉及宗教体验式的内心状态，而是在于我们对现象中实在物的差异与过渡，最终只能通过时间的无穷小量来规定。先验论奠基于时间间隔的无限性，在这些时间间隔中我们可以确定过程的不同阶段，“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总体上小于0与a之间的差异”（B 254）。当时间直观的可能性推进到这一步时，必然得出：运动、静止、因果性、干涉、必然性、可能性等一切概念都无法直接指向直观过程。无限之小、无限之分殊、无限之大是不可观察的，始终只能被思考。因此，一切观察若要成为具有可证实之客观性标准的判断，都预设了先验综合的转化。这一洞见的立足点就在于纯粹空间与时间直观的先验概念之中。

休谟将过程与因果性视为在抽象理论上固定的观察总和，这一理解停留在真正的问题之前。在康德看来，过程、关系与因果性呈现为“时间中的进程，无论对象是什么，是现象还是纯粹直观”。被知觉到的或物理测量的现象之各部分，唯有在时间中并通过时间直观的综合才得以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由纯粹直观的形式和知性的图型“生成”的。“我们只是预测我们自己的领会，领会的形式条件由于在我们获得任何给定的现象之前就内在于我们自身，因而当然必定能够被先天认识”（B 256）。唯有借此，关于时间关系的经验知识对任何时代而言才是有效的，因而是客观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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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思维的公设（模态）： 三条公设实现了可能性、现实性与必然性这三个模态范畴。与经验的形式条件相一致的，就是可能的；与经验的质料条件相联系的，就是现实的；其与现实之物的联系按照经验的普遍条件被规定的，就是必然的（B 266）。

如同范畴表中的模态概念一样，公设在原理体系中也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们并没有给已构成的对象增加任何新的规定，而是阐明了主体对这些规定的关系模态。就此而言，它们将前三组原理所勾勒的科学经验闭合为一个体系。这里的“可能存在者”并非谓词无矛盾性意义上的形式逻辑可能性。对认识的综合把握要求一种不同的可能性概念：唯有与概念和直观的构成条件相一致的，才是可能的。时空直观亦属于逻辑上的无矛盾性。这是针对在矛盾律分析条件下的可能存在的本体论概念而发的。由此，区分梦境、其他欺骗形式与确证真实事件的古老问题被纳入其中。如果说现实性公设关涉科学思维的归纳原则，因而关涉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那么必然性的要求则指向从个别向普遍的概括。个别事实唯有在因果引发作用的包容统摄中，才成为可证实知识的组成部分。因果性的类比要求超越执着于事实的观察，并通向经验之统一性的视域。

一项补充反驳了贝克莱的经验唯心论，后者曾宣称空间中对象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针对第一版中引发的唯心论误解，康德在《批判》第二版中加入了一段详尽的证明，指出：仅凭对我自身存在进行经验规定的意识，就已经证明了空间中对象的存在。他是从时间意识出发进行论证的：我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存在；然而，一切时间意识都以知觉中某种持存之物为前提；这不可能是某种主体内部之物，因为我在时间中的存在唯有通过这种持存之物才能得到规定。在原理体系的末尾，康德插入了一篇正式的“对唯心论的驳斥”（B 274–287）。它指出了在贝克莱和笛卡尔试图从自我意识概念推导出一个为科学理论构建提供实质前提的哲学体系时所产生的矛盾。对笛卡尔式自我意识概念的反驳是通过证明以下论点而实现的：“外部对象的存在对于我们自身有规定之意识的可能性而言是必需的”（B 278）。对于主体性的先验概念而言，这一关键点由此被再次强调：理性地构建主体概念，唯有与构建对象概念齐头并进。

Zwei Schlusskapitel der Analytik. Aufklärerische Kritik der Scheinformen gesellschaftlichen Bewusstseins

在分析论的末尾有两个总结性的章节，为向逻辑学第二部分的过渡做准备：《论所有一般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体的根据》与《论反思概念的歧义》——后者是哲学文献中最精彩的哲学研究之一，也是通向辩证论的直接过渡。存在于本体论和感觉论现象主义之中的理念对象性与经验对象性的纠缠（一种沉淀在日常意识中的混乱），给哲学的核心主导概念打上了双重特性的烙印（歧义/两可）。这些概念被认为同时指向理念实体和感性对象世界。通过分析论的这两个结语章节，康德向着对欧洲启蒙运动问题格局的批判性阐发敞开了其学说。这两篇文献旨在将读者引向康德本人在18世纪60年代所处的戏剧性处境之中。

破除迷妄（Wahn）与幻相（Blendwerk）的思想——这是先验哲学的意图，实际上也是所有时代哲学的意图——在哲学之外也有着悠久的先史。比随着报刊兴起而使用的以“机智的幻术”代替正当思路（盖勒特/Gellert）更为原初的，是来自地狱幻术的神学涵义。梅菲斯特说：“只要你在幻术与魔法中/让谎言之灵坚定你的心/那我便已绝对拥有了你”（《浮士德·第一部》，第1853行以下）。J. G. 瓦尔希的《哲学辞典》（1726年）将迷妄定义为“无根据的判断”。路德的理解则更为深邃。通过知识、出版自由与教育来批判迷妄与偏狭表象的启蒙运动核心理念，在带有宗教批判色彩的同时延续了一种神学思维构型：迷妄并非表达不够精准的正确之物，而是根本性的颠倒错乱，以至于连它的反面都不是正确之物。康德针对理论假象形式所使用的迷妄概念正是此意。当然，对神学家而言，这还附带着叛教的诅咒。针对天主教所设立的旧约式饮食、斋戒与服饰戒律，路德曾说：“然而这种迷妄已然是一个明确的记号，表明他们已背离了信仰”（《论避免人的教导……》，1522年，第IV章，载于《著作集》，布赫瓦尔德等编，柏林，1905年，第2卷，第298页）。启蒙运动那种向深陷精神蒙昧之世界的偏见进行必要斗争的文化姿态，将宗教改革教会分裂论战中的战斗语言转移到了如今被视为历史内在的文化转型时代。路德直白的语言还保留着对下层阶级的教导口吻：“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代，必有人离弃信仰，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出于假冒伪善之人的谎言，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同上，第297页）。在教条争论的神学思维构型中，潜藏着启蒙运动关于“精神中的谬误”与决定一切的“真正精神”这一核心理路的渊源。启蒙运动将宗教批判为多重谬误的人类学说，其前身正是基督教各派信仰之间的相互论战。P. J. 施佩内尔（Spener）谈及错误基督教教义的邪说时曾指出，它“不过是人的虚妄想象”（《虔敬愿望》，1675年，载于《主要著作》，哥达，1889年，第32页）。

Kants Metaphorik

在向辩证论过渡的过程中，康德的隐喻体系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附加在全书紧凑逻辑区分之上的自白式语调。在感性世界与智思世界的二元论中，康德表达了这样一种洞见：文化存在的理念性不再无处不在，也不再能像在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结构假象中那样被直观体验。然而，启蒙哲学的两个基本派别却以具有欺骗性的升华形式，暗示了一种简化的、与日常实践意识方法平行的在经验邻近世界与智思世界之间的过渡。上帝、自由、人类理念无限性的观念，在形而上学和经验论中被像可描述的对象一样传来递去。康德的二元论表达了这样一种深刻洞见：市民阶级时代的人类正在走出以往预先笼罩一切实在过程的恒常可用价值的熟悉圈子。人类将自身投入到这样一种运动中：在其中人类仅仅面对自身所创造的文明条件，且必须在没有庇护性恩典的情况下独自加以应对。

在时代批判和迷妄批判史的这些背景下，该著作通过一段核心隐喻段落来到了从正面建构向谬误批判转变的枢纽点上，这一枢纽正是分析论的最后两个章节。康德为其先验哲学赋予了三个主导隐喻：地理学隐喻、欺骗性迷途的图景，以及由各项《批判》所呈现的理性法庭隐喻。在论述将一切思维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智思功能的章节中，康德指出分析论已经绘制了“真理之地的精确地图（一个诱人的名字）”，并为每一事物规定了其确切的位置。这片土地是一座被不可变更的边界所封闭的岛屿。真理之岛被“一片辽阔而狂暴的海洋（幻相的真正所在地）”所包围，这片海洋伪造出新的大陆，像诱惑漂泊不定的航海家那样，永远用虚幻的希望诱惑着我们，这些希望永难实现却又无法舍弃（B 295）。这是一幅源于测绘学与游记文学这两个时代性渊源的图景。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来自完全不同领域的词汇：凡是跨越了只能指向对象性实在的先验基本概念与原理之界限的人，就会“迷失在迷妄与幻相之中”（B 297）。这显然不再发生在冒险的航海家身上，而是发生在流落别处的迷途者身上。因此康德也使用了这样的表述：如此偏离正轨的人必须准备好承受“多方面令人羞愧的斥责”。这一图景来自宗教思想世界与教会论战，在其中它指向偏离优良而谦逊之信仰的迷误者。随后以何等宗教般深切有力的语言预示了宇宙论的辩证法：“在我们展现分歧与混乱的场景之前”（B 434）。这些是那个时代警示性布道中的固定程式，在那个时代信仰依然充满力量与威严。甚至受诱惑的信仰那苍白的面容也浮现出来：错误思维的陷阱导致了“健全哲学的死亡，尽管那至多只能被称为纯粹理性的‘安乐死’（Euthanasie）”（同上）。充满狂热骚动而应受谴责的漫游妄想，以及最终正直精神的瓦解与死亡，被汇聚为这一极具特征的思想图景。

源于测绘学的图景虽不如受庇护的岛屿、汹涌的海洋与无法无天的航海那般戏剧化，却具有更深沉的意蕴；当康德谈及其实论的核心思想时，他基本上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它。关键在于：为了近代知性与个体道德的解放，必须认清界限——纯粹理性的界限与感性-对象性束缚的界限。这绝非对人类有限性这一宗教母题的复辟。它被理论先验论尤其是实践先验论所担保的人类的此世完善化（Vervollkommnung，而非完满状态 Vollkommenheit）所抛在身后。康德认为，如果启蒙运动继续沿用曾属于简单时代的、对超验智性与经验质料性的未经中介之使用，启蒙运动就会误解自身。理性（ratio）与感觉（sensus）这两种基本力量，只能在与对立面的相互关联中才能发挥功能。向个体可自主支配之理性的文明过渡，消解了文化的整体主义神秘化论证。个体现在必须在自身内部规定自己的界限与无限性。这正是先验哲学的基本意图。自由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个体与群体活动及社会化条件的持续重构之文化，使得社会的自我理解变得复杂化。社会不仅呈现为一个朝向可完善性的进程，而且仿佛处于一种需要不断重新测定界限的悬置状态。在数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姿态与自由个体的法治化之上，康德赋予了人类正当自我克制（自我节制）的古老母题：人类不应不合体统地漫游超出其应有的精神构成之界限。在这一脉络中，出现了先天与生俱来的假象思想，它如同一根地下支柱支撑着康德的理论。我们对世界的图象化阐释与本质直观的渴望，创造了关于事物自身的表象。我们把感性的错觉思考为概念的相关项。在我们内心存在着一种借助逻辑将想象力的对象进行神秘化本体论化的冲动（关于康德的隐喻，参见B 8, 27, 597, 732, 754; A 5, 395; IV, 262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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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Amphibolie-Kapitel. Eine transzendentale Topologie

歧义章在第一部分将对实在性的本体论理解揭示为伪造/篡改。这是对概念形成的逻辑法则的本体论化。为此，康德将判断表聚焦于关于同一/相异、一致/冲突、内在/外在、质料/形式的陈述，并以莱布尼茨的核心概念（实体、现象、单子）为例表明，它们都是被本体论化了的范畴。逻辑区分被当作了存在论关系。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主义寄生在逻辑设定与接受性知觉之间的界限模糊之处。

康德在此用短短数页将其形而上学批判概括为对莱布尼茨的批判，因为莱布尼茨的理论（经过重大的简化）构成了经院形而上学的源头（参见 B 329）。反思概念理论的深刻思想在于：上述四种基本关系构成了相互反思的关系。逻辑要素的力量本就完全来自于将事态构成为关系。康德指出，这种力量被所谓的兼具逻辑与存在论关系的双重本性所篡改，被“一种先验的歧义，即把纯粹知性对象与现象相混淆”（B 326）所篡改。逻辑构成被想象为：仿佛某种超验的对象性结构映射到可感知的存在者之中，随后又反思到思维之中。因此，“著名的莱布尼茨建立了一个世界的智识系统，或者更确切地说，相信认识了事物的内在性状”。然而，实际相互反思的仅仅是逻辑规定而已。

康德借鉴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Topik，关于论证视角/位置的学说），将其分析论概括为一种“先验论题学（先验位置论 / transzendentale Topik）”。作为先验论的一种渐弱（Diminuendo），四种基本的表象秩序类型先于逻辑构成：知觉比较的基本图型——同一/相异、外在/内在、一致/冲突、质料/形式——既不再是经验知觉，也尚未成为针对数学（外延、内包）与自然科学（实体、因果性、可能性、必然性等）的知性原理。这些先验位置（topoi）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分化的纯粹直观，补充了感性论中一般的纯粹空间与时间直观。由此，康德继范畴表、想象力图型和原理体系之后，展开了其内部高度分化的先验论的全部领域。

引人注目的是康德在先验分析论中附加了一门作为拓扑学/位置论的特殊知觉先验论的位置。他是在寻找形式逻辑论题学的先验对应物吗？恐怕并非如此。经院逻辑虽然在三段论之后的一门实践逻辑中探讨沃尔夫所谓的“在探寻真理及与他人交流中的逻辑运用”（usus logicae in veritate investiganda et cum aliis communicanda）。但康德使用“位置”（topos）的含义不同于逻辑学教科书。这关涉到这四种基本区分是属于纯理性的还是经验-直观的“位置”这一抉择，而非证明与论证的论点角度。其根源大概在于康德试图为写在分析论最后两章、作为向辩证论过渡的形而上学批判获得一种体系性。

先验拓扑学（先验位置论）为形而上学批判奠定了一种不同于辩证论所遵循的二律背反的体系。康德按照本体论建构的逻辑前提进行分类：按照同一律（principium identitatis）、全肯定与全否定原则（dictum de omni et nullo）、智思实体（substantiae noumenae，智性对象）与现象实体（substantia phaenomenalis，物质）的区分。他试图表明，这些前提并非逻辑原理，而是属于直观的图型，当然它们自身并非经验直观。这导向了对形而上学的一种引人入胜的解释：形而上学运用逻辑原则（事物相对于现象的内在实体性、作为真实存在形式的时空等），却未曾察觉这些原则源于日常实践的基本知觉图型。本体论乃是对未澄清的日常实践表象的逻辑拜物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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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Verstand und Vernunft. Das Unbedingte und die Vernunftideen

先验逻辑中的辩证论部分，并未立即从康德对哲学中思辨假象形式的批判开始（这种批判代表了启蒙哲学广泛探讨的谬误理论的新阶段）。在最前面，康德提出了肯定性先验逻辑的第二个领域：理性理念的逻辑。知性与理性的区分承袭了ratio与intellectus的古老差别，但在事态陈述与人格实践自我决定的公设之间的划分上，赋予了这一差别全新的根本意义。与朝向外部的方向相对，存在着另一个朝向内部的方向。Ratio在拉丁语中意为计算、算计，由此引申为明智、奠基/论证。在“感觉—理性—智性”（sensatio-ratio-intellectus）的阶梯序列中，自18世纪以来，intellectus（智性/领悟）演变为内在省悟意义上的理解，代表着更高的联合洞见，用以对立于进行分析拆解且仅指向个别事态的知性（Verstand）。在康德那里，实践智性同样保留了人格自我意识与普遍精神的原初联系的回响：个体在自由自我决定的至上准则中，同时将自身置于人性的尊严之下。随着启蒙观念在18世纪期间向各个不同主题领域的扩展，作为与知觉（perceptio）相对的逻辑凝聚对应物，“理念”（Idee）概念获得了极度泛化、消解性的多样用法。J. G. 瓦尔希的《哲学辞典》（1726年，第2版1733年）区分了单纯的、复合的、相符的、天赋的、感性的、纯粹的理念，尤其是清晰与混乱的理念。沃尔夫以及G. F. 迈尔（康德曾依据迈尔1752年的《理性学说精要》开设逻辑学讲座，该书重印于《科学院版全集》第XVI卷）在这个被过度扩展的概念中，主要强调了对“对象”之逻辑表象（repraesentatio）的不同明晰度等级进行区分的问题。

康德果断地削减并聚焦了“理性”与“理念”的使用。他通过一种根本不同的指向位置，将理性理念与知性概念区分开来。知性概念将给定的事件构成为被断言的事态。康德身上的这一培根与洛克脉络，已经包含了规定那些在严格意义上无法包含直观之概念的逻辑形式的问题。这些主要是诸如德性、智慧等实践行为规则，它们不是在理论意义上将直观汇总为经验的统一性，而是作为原型（Urbilder），将经验之物置于相对于它们作为摹本（Nachbildern）的关系之中。具有道德特质的行为方式构成了理念的象征性实现（B 597）。理论的对象构成同样以理念为基础。康德对此进行了逻辑论证：任何个别事物为了得到规定，都预设了属于它或不属于它的一切可能谓词的总和。它以“一切可能性的质料”作为“先验预设”。在此也蕴含着批判哲学的核心思想的源头，即构成一切具体规定性精神行动之基础的先验先天综合。任何个别事物唯有在经验整体的条件下才能被思考。然而，经验的整体本身就是一个无限任务的理念。除了先验逻辑理念和实践理念之外，还存在着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所遵循的范导性理念（regulative Ideen）。与任何行动都无法完全与之相符的实践理念不同，审美理念是想象力中的一种表象，没有任何概念因而没有任何语言描述能够完全企及它（V, 314以下；§ 49）。尤其是对于有机自然界的理论，目的论原则凭借合目的性的理性理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范导性功能，用以解释生物体的构造以及在如此多分化影响下“属与种那不可思议的稳定性”。关于论文《论在自然中运用目的论原则》（1788年）的所谓预备草稿手稿概述了生物学中的理念概念（XXIII, 75 f.）。

经院哲学的“感觉—理性—智性”三元组在（布隆伯格/Blomberg）逻辑学讲座中被表述为：“通过感官获得的表象是……一种感觉；通过知性获得的表象是一种现象；通过理性获得的表象是一个概念”（XXIV, 251）。在《批判》中，康德详尽地重申了关于知觉（perceptio）的“阶梯”这一传统论题，直至引申出“理性理念”的特定含义（B 376 f.）。与严格指向现象的知性概念不同，理念是超越一切经验之可能性的概念（B 384）。理念这一表达“应当依其原初意义受到捍卫”（B 376）。柏拉图早已指出，人“感到一种远比仅仅按照综合原理拼读现象高得多的需求”（B 370）。在康德的“理念”术语中，柏拉图主义及其基督教柏拉图化的渊源仍在发挥作用。他自觉地运用这一古老术语——正如他使用“辩证法”、“形式-质料”等术语一样——以便将自己的理论置于传统之中，借此强化其力量，同时彰显通过理性类型的先验唯心论自主性对传统的重塑。不过，康德是在西塞罗式的转变中接纳柏拉图术语的：理念并非作为客观实在（realitas objectiva）而存在，而是构成了评判的必然准绳（参见 Reich 2001, 第307页）。

道德哲学与法哲学理论不能从经验出发，而必须像柏拉图的正义城邦构想那样，从“作为原型的极大值/最高限度（Maximum）”出发。对于道德自我决定，康德赋予了完美之人的理念（这一理念也构成耶稣形象的基础）以某种崇高之物，这种崇高此前一直与上帝理念相联系。其传统的渊源与差异，在与奥古斯丁在其基督教柏拉图主义中对“理念”的规定相比较时变得十分明显：“它们是事物的某些原初形式（formae）或根据（rationes），持存且不变，自身未被赋形，因而永恒且始终同一地蕴含在神圣思维之中”（奥古斯丁，《论八十三个不同问题》，第46问《论理念》，载于《全集》，第6卷，巴黎，1837年，第49栏）。康德同样将理性理念思考为存在于时空之外，但不是在本体论的形式实在（realitas formalis）的意义上。它们是理想（Ideale），仿照数学上无限精确的典范作为原本（Originale）蕴含于理性之中。以数学方式表述的自然律将一切可能条件的总和作为被制约者的解释原则。康德谈及善的理念时指出，“它规定一项行动……借此实际上达到无限结果序列的总体性”（IV, 419）。道德行动之无条件者的概念，旨在将数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要求扩展至道德自我决定与法权社会化的学科领域。随着数理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规定与实践规定之间的对立成为了一个难题。本体论形而上学曾经发挥过这样一种功能：在经验可确证的自然因果性之上建立一个目的论行动的存在领域（作为实体存在的灵魂与上帝），从而使自然因果性与意志行动的差异在本体论上被粘合在一起。康德对智思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与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的区分消除了这种粘合。超越现象世界的精神实体不能成为理性断言的质料内容。理念实在性在所有自我意识平等的超经验空间中，演变为道德自我决定的方法论形式。为此，康德在无限精确的脉络中引入了作为自我反省之原型的古老“完满者”形象。新的自由概念取代了本体论形而上学中“善”（bonum）与“完满”（perfectio）的存在性质。我们的自由乃是此世的无限性。在极大值与实现之间的鸿沟，“没有任何人能够也不应当加以规定，恰恰因为它是自由，而自由能够超越任何指定的界限”（B 374）。实践始终是一种目的论行动，即便在其包含的因果要素内部亦是如此。康德的理性概念将这一点贯彻到底：一个自觉的目的只有在一个目的系统之内才能被理性地把握。为了阐明这些关联，康德回溯到了带有美学与个体主义原型维度的古老行动理论。柏拉图的范本/范型概念（παράδειγμα，parádeigma）被反复使用。古代直观在审美之美与手艺精湛的主导思想下，仍将无限精确视为完满。这种理论、实践与美学的原初交融，立足于古代定性劳动行为的个体性以及作为城邦公民原初统一体的城邦（polis）的前提之上，城邦作为部族共同体凌驾于个别公民的法权规定性之上。

必然地，康德必须排除对以下两者具有统一根源的见解：即用于将现象构成为经验的知性概念规定方式，与依据超感性理性理念对主体经验日常性的规定方式。这两种规定指称着分离的实在。由此确立了行动理念性的自主性。但自然的独立性同样受到了深思熟虑的维护。我们认识自然现象的多样性，但作为“物自身”的自然现象之总体并未进入我们主体性的直观确定性之中，因而也没有进入技术再生产的现象性之中。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始终是某种独立之物，它不是我们，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Totum）被转化为技术。技术-实践理性被归属于知性行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道德-实践理性所代表和追求的目标，在质上完全不同于实现利益与开发利用自然的市民功利主义实践。历史演进同样无法在其总体中被直观地表象出来。在此对于自由王国同样适用：极大值与现实化之间的鸿沟无人能够规定，因为实践能够超越任何指定的界限。康德的重点并非在于面对法国启蒙学者的感觉论可完善性思想时采纳一种“不可知论”（Ignorabimus），而是在于无限提升可能性的思想。将技术知性与道德理性区分开来，防止了将历史简化为某种特殊的自然过程，并开辟了实践理性的独立领域。它也不仅限于亚里士多德传统中通过具体操练获得改善的观点（尽管这当然也包含在内），而是更进一步指向了进程中整体的理性理念。在这一脉络中，康德回溯了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宪法整体之必然理念的范本，人们不仅在最初草拟时、而且在制定所有法律时都必须以此为基础（B 372–374）。一切行动的极大值理念对于一切实践理性运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因而绝不仅仅涉及人身自我决定。康德称之为“关于所有可能目的之必然统一性的理念”（B 385）。1793年，针对具体的道德、国家法与国际法论题，并反对实践主义的庸俗化削减，康德在《论俗谚：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实践》中详尽阐述了对实践社会问题进行终极奠基的必要性。这种关于先天的道德-实践理性理念学说的逻辑唯心论，绝不能让人忽视区分知性概念与理性理念的真实现实立足点。在非工具性实践理性的思维形式中，人类无限开放的自我决定以一般所有目的之逻辑的唯一可能方式被表述了出来。

在一切经验断言基础上的结构不再指向非感性的实体（世界、灵魂、上帝），而仅仅是具有证明能力的判断构成的基本规则，即“规则设定的普遍规则”（克林斯/Krings，载于 Schaper, 1984）。在对此的具体贯彻中产生了一些引人深思的要点。超出知性对经验事态之构成条件的理性理念，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理论维度存在于无限性问题之中。知性对各个受制约者的关联，不断推进到更在先的前提，直至达到无限者的理念实在性。这一不可回避的理念在康德看来不能被实质性地理解，而应理解为前行的规则，类似于数学上的无限。康德关于“作为自然禀赋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此拥有其根源之一（泽博姆/Seeböhm, Th. M.，载于 Fulda/Stolzenberg, 2001）。理性引导知性面向无限性的视域，亦即面向其一切行动的统一性（B 692）。与仅作为“方法论上使用的形而上学”（IV, 524）的意义相对应，实在性的全备（omnitudo realis）乃是仿照连续变化的微分概念而构建的，正如莱布尼茨的“连续性原则”。关于我们的现象世界是否只是无限多个可能世界之一的问题，在康德看来是多余的，因为永恒性不能在时间条件之外被思考（B 675）。在康德的这种意义上，无限者的理性理念具有“内在的使用”，即它不构成对象，而是在“范导性使用”中将（各专门学科的）知性概念引导向一个无条件者、一个无限者（“纯”水、“纯”空气）（B 671以下）。作为系统统一性之理念的无限者，“仅仅是被投射的统一性，人们不能将其本身视为给定的，而只能视为一个问题”（B 675）。唯有在这种“康德式的”（以及莱布尼茨式的）方式下，无限性的理念才能被把握为无限运动的问题，对于数学而言例如在级数理论或曲线求积中。康德曾将其整个先验哲学的转向描述为一种仿效自然研究者的方法（B XVIII）。数（Zahlen）的集合Z具有如下性质：如果一个数包含在其中，那么其后继之数亦属于该集合。同样，康德的理性概念乃是集合V（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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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相关的知性概念的集合V）。如果其中包含一个概念，那么紧随其后的下一个概念亦包含在其中。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中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存在一个无限集合这一表述意味着什么？康德的理性理念理论是对数学关于无限性之把握的认识论逻辑概括。但最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之上，它构成了对各门科学之普遍性以及一般理性之普遍性的解释。康德恰当地将这一问题与无限性的二律背反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关于理性理念类型的理性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立场。然而，仿照数学的范例，一个（指向经验之概念的）无限集合乃是这样一个集合：它允许与其自身的一个真子集建立一一对应的单射关系。

关于无限之理性理念的实践实在性，首先显现出来的是所有被设定为无限的道德-实践理念关联的绝对内在性。经验性的准则处于理性理念的功能性统摄之中。这正是康德道德哲学最具颠覆性的贡献；而在康德论述中试图指出矛盾的诸多尝试，其动机往往都在于试图将康德道德哲学与其通过理性理念的无限性概念所作的奠基割裂开来。将康德道德哲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相结合的尝试亦属于此类。对于个别应用性问题而言，这当然始终是可能的，但对于康德理论的根本立论则绝非如此。康德通过将指向经验的知性概念与指向理性的理性理念区分开来，为自古以来非传统主义伦理理论建构所面临的古老问题——即以理性为导向的行为规定问题——创造了一种与数理自然科学相类似的提问方式。他在没有求助于近代唯物主义的情况下实现了这一点，而近代唯物主义的经验导向对于数理自然科学而言本就不是哲学概括的终点。（这正是19世纪德国哲学在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和生理唯物主义兴起时代转向新康德主义问题格局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实践问题域的奠基：康德的道德哲学发问意味着在作为人类一般人类学类型的实践视域中把握社会行为论题。在理性理念的无限性问题中，自然产生了一个既引人注目又简单的问题：为何命令中所设定的义务没有被遵守？然而康德构建体系的严密思路在此并未提出新的问题。在理论方面，对理性理念的排除甚至显得更为重大：即把灵魂、上帝与不朽当做类似于经验对象的倒错知性概念。康德在理论关系中对于这种误认至少承认，这是有限局限思维不可避免的一种假象。然而，其在文化史（因而也是中介意义上的实践）上的影响却是根本性的。对于（在道德哲学上把握的）行动实践而言，“纯粹”义务与经验行为之间的差异更加昭然若揭，而康德不厌其烦地强调真正构成其基础的无限性问题：他充满论战性地将感性冲动刻画为人类对将自身奉献于无限完善化进程之意志的人类崇高性的局限（亦参见 B. 法尔肯堡/Falkenburg，《仿照数学典范的法哲学》，载于 H. Fr. 富尔达/J. 施托尔岑贝格编，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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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gang von der theoretischen zur praktischen Objektivierung. Die Vernunftideen

推理在判断之间建立关系。康德指出，理性的形式逻辑运用所构成的不是可能经验的统一性，而是思维的统一性。理性概念应当被理解为对经验导向陈述的对照。因果规定的总体性绝不可能来自哪怕再广博的经验。它是作为数学公式或意志行动的理念附加进来的。以经验导向知识的姿态来谈论它们，构成了一切假象知识形态的基础。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认识而言不仅需要逻辑分析论，而且需要辩证论，因此辩证论并不仅仅导致二律背反。它引导人们不再将世界视为不同领域的聚合体（依据判断表和知性原理），而是在一种更复杂的理解中将其视为经验的统一体（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言）。理性理念借此使人们将各门科学理解为秩序的统一体，一种在文化上不可或缺的先验范导物。世界统一性理论预设了知性运作的理性统一性，在目的论理解中最终处于从必须共同思考的第一因出发的统一性视角之下（沃勒斯/Wohlers, 2000, 第234页）。从对因果序列的追踪中，内在产生出序列整体的理念。向条件总体性进行概括性攀升时必须思考的终点，作为一种无法实现的理念折返到了主体自身。这是哲学史上最优美的体系联结之一：超越理论与技术-实践之有限性的不可能性，将思维敞开为思考者的自我反省。理论认识的界限构成了实践理性的开端。实践理性的类型正是从理论理性终结处的公设开始的。先验理性概念包含了“针对一给定被制约者的条件总体性”（B 379）。实践是对事件序列的目的论塑形，在其中，一个作为无条件者（前置条件）的目的从自身出发设定了条件的过程。它并不像机械自然规定那样从原因走向结果。康德对知性与理性的区分旨在解决近代哲学的核心课题之一：在无需宗教超验性的情况下，人身意志自由作为一种规定方式如何能够与数理物理学的决定论区分开来。理论行动与实践行动并非根植于不同的主体能力，而是根植于意识行动的不同视域（Horizont）。

理性运作的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重复了分析论的结构。分析论中的判断表现在对应着一张理性推理表。康德区分了定言推理、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演绎的推理形式在大前提与中项（判断力的位置）对特殊判断的逻辑确定性规定中，确立了智思的无条件者。正如判断表产生基本概念一样，理性推理导向了理念（B 378以下）。康德将思考对象的无条件统一性理念归属于定言推理；将与对象的关联（即现象条件的序列统一性）归属于假言推理；最后将一切一般思维对象的统一性理念归属于选言推理（B 391）。指向主体的超经验统一性产生了自我意识的问题，这在理论行动方面已紧随图型论问题得到了部分处理。实践方面的自我意识理论尚付阙如，它将在第二部《批判》中基于自由问题展开。在指向作为现象之一切对象的条件总体性方面的无条件者，构成了作为数理自然科学总结的宇宙论问题。着眼于主体出于自由的一切行动与按照因果规定的一切显现对象之综合的无条件者，则引向了智思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与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的统一性问题。正如康德所言，它“必然引出关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者’（至高存在者）的至上理性概念”，“这是一个乍看起来显得极其荒谬悖论的思想”（B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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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ktik der Vernunftideen, Irrtumstheorie

康德依据推理类型划分的三类必然理性理念，对准了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三门分支学科：特殊形而上学曾分别在理性心理学中阐述主体的无条件者，在理性宇宙论中阐述自然的无条件者，并在理性神学中阐述自然规定与实践规定的终极统一。在此，康德先验哲学的历史内涵清晰可见：形而上学未被斥为绝对的谬误，而是被定性为对真实问题之解答的虚假幻相。逻辑上不规则的命题与理论大厦陷入了二律背反。为了解决二律背反，日常实践意识形成了偏见。因此，它们也必定能够被化解。谬误存在于特殊形而上学对真实问题域的错误处理之中。主体、对象以及主客体统一的理性理念被思考为：仿佛它们就像知性概念一样指向可经验的对象现象，只是在复杂程度上有所提升。特殊形而上学的三门学科被系统地锚定在三类理性理念之中：思考主体的统一性（形而上学的灵魂概念）、现象条件序列的统一性（世界概念）、一切一般意识对象的条件统一性（上帝概念）。本体论形而上学在历史上获得了一个体面的位置：它并非彻头彻尾的虚妄，而是对不可回避之问题的错误解答。分析性思维总是将受制约者关联于受制约者。康德完全正确地指出，推向无条件者的推理作为一种综合行动深植于理性自身；但它绝非经验对象自身之中向上攀升的条件序列的推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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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谬误理论自培根和笛卡尔以来构成了近代哲学建构的核心论题。它以两种形式展开：作为对知识与梦境之区别确定性的追问，以及尤其是作为偏见理论。自培根关于人类思维四大假象（Idole）的理论（《新工具》，1620年，卷一，第52–62条）以来，它在18世纪中叶已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它是无神论和反专制唯物主义的警钟（霍尔巴赫，《致欧仁妮的信：抵御偏见的预防药》，1768年）。在德国启蒙运动中，只有少数理论家走向这一方向（如 J. C. 埃德尔曼的《揭开面纱的摩西》，1740年；W. L. 韦克林及其创办的期刊《灰色怪兽》，1784年起）。C. 沃尔夫的《关于人类行止的合理思想》（1723年）与《理性哲学或逻辑学》（1728年，关于偏见见§§ 1011以下）一样，将偏见视为无知的一种形式，但完全聚焦于市民实践问题：在何种情况下人们会陷入何种谬误，以及受控的经验如何指明从错误通向正确的道路（§§ 259以下）。G. F. 迈尔同样不采取宗教批判和政治论辩、而是进行理论探索的《人类偏见学说探讨》（1766年），康德无疑阅读过，正如 N. 欣斯克通过逻辑学讲座的平行段落所证实的那样。该论题属于那个时代的逻辑学教材规范（参见迈尔《理性学说精要》，1752年，§§ 109以下；重印于《科学院版全集》第XVI卷，第283页以下、287页以下；在康德关于谬误与偏见的逻辑学笔记中：XVI, 182以下, 400以下）。迈尔对彼此对应的偏见所做的分组整理，除其他影响外，或许在康德将形而上学谬误构建为二律背反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康德与朗伯及18世纪的其他学者一样，主张“不可能存在全盘谬误”的命题。“没有任何判断会是完全错误的”（XXIV, 396）。“谬误无论看起来多么重大，都始终只是局部的”。“因此从本性上讲……不存在全盘的谬误”（XXIV, 85）。这一扎根于形而上学史（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命题与文化相对主义毫无关系，同样也与试图讨好所有人的庸俗调和折中主义无关。它属于逻辑学的理论诉求：如果存在绝对的谬误，人们就必须怀疑判断形成的法则，而这种谬误根本无法被认识。从正面来看，这意味着：正因为不可能存在绝对谬误，所以任何谬误都是可以被证明并被化解的。“不可能存在全盘谬误”的定理构成了所有思考者原则上可能达成普遍一致这一公设的对应物。唯有在这一精神视域之内，差异才具有理性思考的意义。

从康德对知性与理性的划分中，产生了一套更为深刻的谬误与偏见理论。先天地属于思维的理性理念（自由、不朽灵魂、世界整体、上帝），诱使人们像使用从经验事实中确立事态的普通概念一样去使用它们。对绝对实体的认识假象乃是一种常态，“因为辩证的假象……充满诱惑且始终是自然的，并且在未来也将永远如此”（B 732）。对错误运用的批判出现得很晚，伴随着对智思世界与感性世界截然不同原则的认识。康德谬误理论的重点正是坐落于这一历史批判层面上。关于形式理性理念（没有任何经验能够与之吻合）的先验理论，强调了体系化理性的道德/信仰命题与经验实在之间不可消除的张力。这种张力并非源于人性的弱点，而是源于经验存在与我们凭借单纯理性在一切被制约者之上思考无条件者的能力之间的复杂中介关系。人被有限可见世界中自身的界限所包围，却在一个超越一切界限的视域下思考自身。康德的理性理念理论并未导向在无法企及的理想面前采取怀疑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放弃态度。自由作为先天的理性理念，奠定了各个体在经验与理想之间进行自主中介的能力。将本体论形而上学解释为一种逻辑错误，构成了一套影响深远的启蒙宽容理论的基础。一个逻辑上显而易见的错误应当是可以化解的。错误理论的根源并非恶意动机，而是我们在形而上学自然禀赋上的纯洁无辜。直接平视世界与我们自身，就意味着错误地看待它们。对谬误的启蒙是文明进程中理论洞见的结果。康德的理性概念因其固定的先验论而包含了这一历史性维度。

启蒙文明为了自身的自我理解，需要对自然意识进行批判性反思。这是一个唯有当自身被理解为历史生成的、从而被中介的实在时，才能充分确立自身存在的时代。启蒙思维所重视的知识视域论题便属于此类，康德在其逻辑学讲座中对此进行了详尽阐述。一切知识都处于事实存在与其在完满生活视域下的扬弃之间的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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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ktische Schlüsse der reinen Vernunft

纯粹理性的辩证推理在康德那里是在《论形而上学的自然禀赋》的标题下予以讨论的。之所以称为自然禀赋，恰恰是因为这些谬误推理并非“人的诡辩，而是纯粹理性自身的诡辩”，以至于人们经过诸多努力固然可以防止谬误，但“对于那……不断戏弄和嘲弄我们的假象，却永远无法彻底摆脱”（B 397）。他把推向作为智思实体的无条件主体统一性的错误推理称为谬误推理（Paralogismus）；把推向显现对象的智思总体性的辩证推理归为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Antinomik）（在二律背反的第三组冲突中涉及必然性与自由的关系）；而从诸事物可能性的条件推向通过一般原初实体对存在的无条件统一步骤的错误认识，则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理想（Ideal der reinen Vernunft）。无论是唯理派还是经验派关于不朽灵魂的建构、关于世界无限性、物质无限可分性或不连续性的未决争论、关于必然性与自由关系的争论，乃至理性神学的上帝概念，“在批判的烈火考验下都化作了一阵青烟”（B 433）。海涅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名言正是针对先验辩证论而发的：“这本书是一把宝剑，在德国用它处决了自然神论（Deismus）”（H.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载于《全集》，第5卷，柏林，1955年，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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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Paralogismen der reinen Vernunft.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 und die Kritik der rationalen Psychologie

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延续了康德在分析论（§§ 16–18）中所阐述的自我意识或先验统觉理论。对天真不朽思想以及对作为智思实体的唯理主义主体概念的摒弃，一直推进到了对笛卡尔“我思”（cogito）的批判，“我思”被揭示为这整套诡辩的逻辑结晶。将自我意识的功能性关系物化为一种非物质的、处于时空之外的永恒实体，构成了传统上独立于科学方法的一切道德和文化权威原则的独立性与效力至上性的基础。前科学意识最古老、最有效的虚妄预设（即对本体论灵魂实体的物化投射）的理性根源，在于个体对人身同一性的体验。康德自然熟悉笛卡尔将灵魂观念重组为先验功能总和的做法；但他同样深知近代形而上学的真正死结，即伴随而来的次生问题：如何将一种独特的理念实体与完全不同的“广延之物”（res extensa，即机械-物理学构想的物质）联结起来。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本应在反斯宾诺莎主义的意义上（即不带有“神即自然”这一实体同一论命题的唯物主义倾向）解决这一问题。沃尔夫则在缺乏真正彻底性的情况下坚持了莱布尼茨的观点。康德通过其导师M. 克努岑（Knutzen）的教授资格论文《通过物理流入说解释身心交往的哲学探讨》（1735年答辩，1745年克努岑就任形而上学教授职位时再次出版了扩充版），深知单子论试图在功能意义上开放形而上学灵魂概念所带来的困境。正如G. 托内利（Tonelli）所指出的，这一论题属于“柯尼斯堡反沃尔夫主义的氛围”，康德在学生时代通过克努岑的个人提携从一开始就对此十分熟悉。反偶因论的所谓“物理流入派”（流入主义者，比克努岑更有影响力的有沃尔夫批判者A. 吕迪格、J. G. 达耶斯等）假定：灵魂能够通过准物理力量自主运动肉体，而非通过神圣襄助（assistentia）。然而这与关于宇宙中动能守恒的自然科学观点相冲突，因为从理念潜能附加进来的能量是无法定量测量的。因此，克服实体灵魂概念对于致力于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新型非沃尔夫式结合的康德而言，除了道德和神学维度之外，同时具有核心的自然哲学意义，并由此直接关系到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建立闭合的理性理论的可能性。物理流入说抵御唯物主义的藩篱功能，康德的先验论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同样予以实现。在第一版《批判》的谬误推理章中，康德仍旧指涉了他通过克努岑而熟知的物理流入论（IV, 390以下）。在致解剖学家 S. T. 泽默林（Soemmering, 1755–1830）的信件中，康德完全在唯物主义意义上提出了关于“灵魂”作为思维器官的化学-生理学假说，并恰恰由此推导出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将灵魂规定为实体乃至规定其在身体中位置的不可能性（1795年8月10日、9月10日）。

与分析论关于自我意识的章节相比，《批判》的辩证论部分带来了扩展的批判性关联，但并未带来新的实质结论。理性心理学从经验自我知觉的被制约者推向智思灵魂实体的无条件者的错误推理究竟何在？辩证论回答道：“作为范畴基础的意识统一性，在此被当作了作为客体的主体的直观，并在其上应用了实体的范畴。然而它仅仅是思维中的统一性，仅凭这种统一性根本无法给出任何客体，因而作为始终预设了给定直观的实体范畴不能运用于其上，从而这个主体根本无法被认识”（B 421 f.）。理性心理学被以下谬误推理所支配：凡只能被思考为主体的，就是实体（大前提）；一个思维的存在者只能被思考为主体（小前提）；因此它也只能作为实体而存在（结论）。在大前提中，所谈论的是一个唯有通过直观才能提供思维客体的主体；在小前提中，主体被限制在无法直观的思维之上。“在这两个前提中，思维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的”（B 411）。对于笛卡尔的“我思”，康德正如霍布斯在其对《沉思集》的反驳中所论证的那样，将其批判为一个隐蔽的经验命题（B 422）。笛卡尔因其极度畏惧卷入无聊的争论，掩盖了他自我意识概念的深层含义。康德的批判所击中的仅仅是经院形而上学中笛卡尔主义的通俗化路线，而非笛卡尔本人；作为数学家，笛卡尔对所谓“天赋观念”（ideae innatae，这听起来确实像是意识硬块）的功能特性是清清楚楚的。

通过在谬误推理章中插入对门德尔松灵魂不朽证明（《斐多》，1767年）的反驳，康德对德国启蒙运动在理论上的不成熟性进行了严厉的审视（B 413以下）。《斐多》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作之一，旨在借助沃尔夫哲学从理念实体的不可分性中证明灵魂不朽：唯有分解为部分之物才会消亡；灵魂必须被思考为不可分的，因而也是不可消解的。这一古老的、源自柏拉图并由亚里士多德在其《论灵魂》中针对德谟克利特重申的论据，在康德关于感性世界与逻辑-功能世界之界限的规定面前无法立足。康德运用莱布尼茨的思想理路（这对莱布尼茨主义者门德尔松而言是致命的）证明：即使对一个在空间上不可分的灵魂实体进行非外延的、仅在内包上可思考的减弱，也必定导致意识的渐弱（Diminuendo），亦即导致其消失。康德依据超经验理念构建主体的构想，超越了在市民社会个别个体的视域下实现主体的简化概念。正是在这一脉络中，存在着康德将灵魂与不朽思想解释为我们实践行为跨个体完善化之必然理性理念的阐释（B 422, 425, 431）。感觉论与唯理派的灵魂概念被呈现为对实践的粗暴物化锁定，因为它们将自然冲动或实体本质确立为文化导向的支撑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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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门德尔松的论战中，康德将思维理解为纯粹意义的功能性结构这一见解的深远意义变得显豁起来。康德的逻辑论证旨在对一种理论与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消解。康德几乎从不直接从宗教史、哲学史、法制史的角度展开论证。因此，谬误推理章也并未言明理论阐述背后的真实文化动因。逻辑论证相对于理论史与文化史论证的优先地位，属于康德的思想风格，即通过阐明文化效力的形式条件来促成自由的一致。康德的先验论与既反权威又重论辩的宽容理念彼此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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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vier Antinomien der kritiklosen Vernunft

Problemstellung

二律背反构成了《批判》辩证论部分被阐释最多的章节。这源于该论题对于康德解决18世纪60年代的理论冲突处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对于70年代，必须假定在先验逻辑的发展（呈现于《批判》的分析论中）与二律背反论题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在1772年2月21日致赫兹的长信中所提及的后来分析论的问题，同时也是强化二律背反并最终使二律背反体系化的原因。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二律背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先验唯心论自身逻辑条件内部的一种建构，并且可能代表了一种类型论上的混淆。E. 策梅洛（Zermelo）与 B. 罗素曾主张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康德的逻辑学仍旧从代表实在对象类的作为概念外延的符号出发。二律背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不同的概念外延被混淆了：形式意义上的“自然”（作为所有以数学和逻辑方式表述的法则之集合）与作为所有可确证的现象事件序列之集合的“自然”。在正题命题中的概念外延被赋予了与反题命题中不同的对象类。康德将其第一组二律背反推导自以下做法：将“宇宙是一个给定的无限量”这一陈述从逻辑关联转移到了直观之上。问题依然在于：对概念外延的对象性理解是否始终导致集合论的二律背反，抑或仅仅在康德的先验逻辑预设下才会如此（对此参见 Malzkorn 1999, Falkenbur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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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批判》的辩证论部分对分析论部分发挥着附加的奠基功能，康德在向思想保守的同代同行进行阐明时，自然强调了二律背反对其思想道路的引发作用。他指出，不是关于上帝存有和灵魂不朽的研究，而是关于无限性以及因果世界中自由的二律背反，构成了引导他走向理性批判的出发点，“以消除理性看似与自身相矛盾的丑闻”（致加尔韦，1798年9月21日）。在此他重申了自己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50, 52b; IV, 338, 341）中的表述。B. 埃德曼（Erdmann）在其著作《康德的批判主义》（莱比锡，1877年）以及随后为其编辑的《康德批判哲学反思录》（第2卷，莱比锡，1884年，第XXIV页以下）所作的导言中，阐释了康德关于其思想道路的陈述，并强调二律背反是向批判哲学过渡的决定性论题。这在以下意义上是正确的：二律背反构成了这一过渡原因的后期体系化教学形式，而在原初过程本身中，它自然拥有更广阔的思想源流。

所有三部《批判》中的二律背反，都对启蒙时代巅峰时期的思维状况做出了明确的决断性评判。在自然科学和主体理论的所有核心哲学问题上，自我理解都深陷于未解的二律背反之中。体系化的二律背反目录源于18世纪下半叶启蒙时代哲学的困境。正题与反题的论辩式对列呈现，凝聚了当时最重要的科学哲学与世界观问题。就此而言，展开形态的二律背反对于澄清启蒙哲学的根本问题确实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在著作中构成了一个关键组成部分。N. 欣斯克指出，17与18世纪的新教论争神学是康德二律背反呈现方法的一个源头。莱布尼茨就已经谈到自己是通过数学无限性的二律背反走向了其关于时空作为对象之现象关系的理论。在时空中运动过程的逻辑与语言表述脉络中，芝诺悖论就已经探讨了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二律背反。康德为这一关于存在之疑难的古老问题赋予了体系化的形式。谈及关于世界在时空中的有限/无限以及物质最终原子的无限可分性或不可分性的前两组二律背反，康德指出它们是不可判定的问题。对于当代的微观基本粒子物理学而言，关于物质最终组分的问题已经转移到了物质能量的基本关系问题之上。这四组二律背反构成了一个整体联系，在其中宇宙论论题与人类的自由、并最终与世界精神意义的形而上学及神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后两组二律背反则是完全可以判定的，但唯有在实践-形而上学的意义上，通过将道德律的超经验锚定与现实行动情境的现象规定进行新型先验结合才能判定。关于陷入宇宙论二律背反的思维错误，康德表述道：“纯粹理性的全部二律背反都基于这一辩证论据：如果被制约者被给定了，那么其一切条件的整个序列也就被给定了；如今感官对象作为被制约者被给定了；因此等等”（B 525）。康德认为，人们在智性无限的意义上思考作为整体的世界，随后又试图为其赋予经验事件的标准。宇宙论意义上无限性问题的不可判定性（这对应于科学经验的不可完结性），奠定了将无限性论题聚焦于人类实践自我决定的根据。

康德与莱布尼茨的二律背反——正如数学史上数学家的二律背反一样——与某种可推测的我们思维的悲剧性矛盾毫无关系。休谟、哈曼、雅可比关于我们意识的外部理性领域的矛盾性与不确定性的怀疑主义或信仰哲学思想（它在人类理性自主尝试的脆弱性方面拥有漫长的神学先史，以至于人们面对苦难在整体上必须退回到一种虔诚的根本信任），必须与康德的二律背反严格区分开来。康德力图将二律背反把握为思维的内在假象形式；正如数学家寻求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案、而此后这些二律背反仍作为片面提问方式的保留领域而存在一样。苏格拉底早就说过，不幸源于错误的计算；他当然补充道，理性计划的失败固然是悲剧性的，但偶然的不幸属于无关紧要之事，斯多亚派后来称之为“中性事物/无关紧要之物”（Adiaphora）。哲学是将矛盾提升为明确阐述的主题，而非将其夸大为道德上的悲剧。

康德的重点首先在于祛除对无条件者的错误理解。这属于启蒙运动反对神学与专制教条主义的偏见批判。另一方面，康德彰显了一种全新的、人类自主的对无条件者的理解：思考自身可能性的整体——若没有这种整体，就不存在值得过的人生。康德在其关于理性理念与理性理想的学说中，将源于对绝对者的渴望以及它被传播时所伴随的威权欺瞒这一巨大的传统包袱，与数理自然科学及公民权利的精确性理性、明晰性（clarté）汇聚在一起。对传统的重塑——而非对其毁灭——构成了康德无条件者理论的宏大理论内涵。

关于二律背反论题最通俗易懂的简述，是康德作为《实践理性批判》辩证论部分的导言所给出的（V, 107–110）。在理性自身之中包含着针对一切给定的被制约者要求条件的绝对总体性的要求。然而我们的思维唯有在经验直观的界限之内才能证实关于对象的陈述。在条件的序列中，无条件者是无法达到的。无条件者仅仅“在想象中所表象的序列之绝对总体性中被包含”（B 444）。因此，在理性的辩证论中所显露出来的理性的二律背反，“乃是人类理性所能遭遇的最有益的迷途”（V, 107）。

无条件者或完满者拥有三条意义脉络：上帝绝对性的神学脉络、斯多亚伦理学中德性意向的道德脉络，以及数理自然科学中相对于归纳近似而言的数学无限与无限精确脉络。这三条脉络在康德的无条件者概念中都发挥了作用。斯多亚伦理学强调德性意向，将源于激情的邪恶视为唯一的恶，以至于介于其间的一切（健康、财产、荣誉、生命）都是无关紧要的中性事物（ἀδιάφορον，adiáphoron），这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渊源。然而，康德针对无条件者与被制约者（作为我们思维中两条互相对立的规律）之间二律背反的出发点，乃是数学理念性与经验给定事件之间的关系。在此，康德找到了恰当的问题切入点，以便对无限者与“我们的有限性”之间古老且承载着复杂文化诉求的关系进行分析上清晰的证实。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无条件者的问题在帕斯卡之后的一代人中，与数学上的无限性相联系，构成了一个重要论题。牛顿、莱布尼茨、雅各布与约翰·伯努利、欧拉的微积分学，将无条件者的问题作为数学上无限精确之物、以及绝对最小者与最大者相对于经验确定的知觉和思维方式的关系提了出来。与操作有限量的欧几里得数学相比，积分方法代表了理论上无条件者的一次根本性拓展。这与被广泛讨论的应用数学的逻辑可能性问题紧密相连。莱布尼茨并未在实在存在的意义上理解无条件最小量。人们只能像它们存在一样去操作它们，而不会产生错误。贝克莱曾表述过一个有限量由无限多个部分组成的悖论。它涉及微积分的一条公理，即：仅相差一个无穷小量的两个量可以被视为相等的。因此，这些量既被视为相等的，同时又被视为不相等的。这里展现了理念上的无条件者与事实上的受制约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18世纪的思想看来，无条件量与有限量之间的关系是悖谬的。康德将超验实体改造为无限行动的无条件准则，正对应于数学转向借助表征过程演变的无限中介量进行计算。在无限量与有限量之间的关系无法用任何有限尺度来表示。康德关于无条件命令与经验情境及决断之间象征性关系的见解，正对应于这种数学关系。将无条件者的形式逻辑-分析实体观改造为先天综合，将这种新型数学思维方式应用于智思物自身的超验量上。在纯粹综合中，主体被精确赋予了一个在逻辑上与主体同一、同时又扩展了主体的属性；这无疑是先验逻辑的一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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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条件者的这些问题之外，又增加了牛顿关于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假定所带来的二律背反，这在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通信中得到了深入探讨。惯性定律若不假定绝对空间就无法表述，因为必须预设一个空间，以便能够谈论一个物体或天文系统的运动与静止。然而在规定绝对空间的概念时却产生了矛盾。在纯粹空间中，没有任何一个位置可以凭借某种方式从另一个位置中被特别区分出来。对于绝对时间的概念也是如此。莱布尼茨指出了牛顿本体论预设中的二律背反，因而针对克拉克将空间界定为物质系统的现象关系。对于哲学而言，依然遗留着一个未决问题：数学的智思无条件者如何能与始终受制约的事实性经验相协调。

这组通信在1768年迪唐斯（Dutens）版莱布尼茨著作集中重新出版，而康德在鲍姆加通形而上学教科书上的边注表明了康德对该论题的关注。他在莱布尼茨和欧拉那里研究了二律背反论题。在随后一年的一则被频繁征引的反思札记中写道：“69年给了我巨大的光明”（RefL. 5037）。在休谟对普遍陈述的效力证明的怀疑论中，吸引康德的是对其进行反驳的问题，因为他与莱布尼茨一样确信数学对现实世界及任何可能世界都具有普遍有效性。在此，无条件者的概念获得了一种新的功能性的或智思的意义，它不再指向“事物”，而是指向现象数据。康德从数学二律背反的问题处境出发，重塑了关于无条件者作为至实存在者（ens realissimum，即一切知识与一切善之总和）的传统形而上学意义。数学无限性的二律背反构成了《批判》中前两组二律背反的目录。它们提出了智思的（先天的）无条件设定相对于经验事实的有效性方式问题。这正是康德随后将其表述为纯粹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这里，处处涉及无条件者与受制约者的联结。与此类似，他将定言命令理解为应当规定一种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实际上无限的后果序列的总体性得以达成”（IV, 419）。这是一切道德行动的积分，是一种事实只能渐近符合的逻辑功能。“因此，道德的应当乃是作为智思世界成员的自身必然的意愿”（IV, 455, 449）。在此，二律背反在于：该逻辑功能只能应用于经验-事实的、显现为个别的行动动机之上。理性被视为两条对立规律的二律背反：按照一个无限精确的功能来表象一切受制约者，以及只能在条件链条中证实每一个条件。先验论的逻辑与数学功能性创造了一种内在世界的无限性，它也将超验实体（上帝、不朽人格）改造为所要实现的自我理解与世界理解的必然智思功能（公设）。

Liebert, A.: Kants Geisteshaltung unter dem Gesichtspunkt der Antinomik, KS 25 (1920), S. 196–201. – Wind, E.: Das Experiment und die Metaphysik. Zur Auflösung der kosmologischen Antinomien, Tübingen 1934. – Heimoeth, H.: Vernunftantinomie und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in der geschichtlichen Situation des Kantischen Lebenswerkes, in: KS 51 (1959/60), S. 131–141. – Martin, G.: Allgemeine Metaphysik, Berlin 1965 [Kap. VIII, Das Allgemeine als Handlung des Denkens: Kant, S. 185–202; Kap. XI, Die Aporien des Kantischen Standpunkts, S. 253–279]. – Löwith, K.: Gott, Mensch und Welt in der Metaphysik von Descartes bis zu Nietzsche, III. Kant, in: Sämtl. Schriften, Bd. 3, Stuttgart 1986, S. 51–65 [zuerst in: Vox theologica 36 (1966), S. 75–91]. – Martin, G.: I. Kant. Ontologie und Wissenschaftstheorie, Berlin 41969 [§§ 7–9]. – Hinske, N.: Kants Begriff der Antinomie und die Etappen seiner Ausarbeitung, in: KS 56 (1965), S. 485–496. – Kron, F.: Die pädagogische Bedeutung der Antinomien bei Kant, Hegel und Schleiermacher. Ein Beitrag zur historisch-systematischen Klärung des Antinomienproblems, in: PädH 9 (1969), S. 91–119. – Hinske, N.: Kants Weg zu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Der dreißigjährige Kant, Stuttgart u. a. 1970 [Kap. 2, Die erste Gestalt der Antinomienproblematik und Kants irenische Vermittlungsversuche]. – Röd, W.: Das Problem des Unendlichen bei Kant, in: DZPh 38 (1990), S. 497–505. – Malzkorn, W.: Kants Kosmologie-Kritik, Berlin 1999. – Falkenburg, B.: Kants Kosmologie. Die wissenschaftliche Revolution der Naturphilosophie im 18. Jh., Frankfurt/M. 2000, S. 199–206 [Kap. 5.4, Diagnose der typentheoretischen Verwechslung]. – Seifert, J.: Überwindung des Skandals der reinen Vernunft. Eine Auflösung der in der KrV behaupteten Antinomien, Freiburg/Br. 2001.

Leibniz als Vorbereiter der Kantschen Antinomik

莱布尼茨在数个方面是康德二律背反论的先驱与启发者，也是从二律背反中得出关于时空作为“杂多”的主观秩序形式以及自然决定与智思自由相分离之结论的启发者。莱布尼茨大多在上帝概念与自由概念的关系（即康德另外两组二律背反）的脉络中讨论连续统的数学二律背反。他在1705年写道，无限分割的二律背反是反对牛顿、引入空间和时间作为现象秩序之观念性思想的逻辑契机。他只有通过试图将空间和时间理解为“复合者、类似者或相继者的一种确定秩序”，才得以从“连续统的那个迷宫”中走出来。“因为对于人类心灵而言存在着两个迷宫：其一关涉连续统的构成，其二关涉自由的本质。然而两者都源于同一个源泉，即源于无限的概念”（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莱比锡，1925/26年，第2卷，第499页以下）。笛卡尔在其《哲学原理》（1644年）中曾说此事不可解决，因为当人们试图调和上帝的预见与人类自由时就会陷入不可解的矛盾。人们不应怀疑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哪怕它无法被理解。莱布尼茨接着指出，这还不够，人们必须看清一件事物的内在矛盾究竟何在。他通过其关于事实真理与必然真理之区分的学说化解了这“两个迷宫”。康德将这一区分改造为知性概念的判断与理性理念的判断。莱布尼茨说，在经验事实命题中自相矛盾之物（如作为无限者、自由和第一世界原因的无条件者），在几何学与形而上学命题中完全可以无矛盾地加以表象。不仅康德对形而上学诸疑难的论战在莱布尼茨那里早有雏形，而且通过对关于现象的命题与关于物自身的命题进行认识论区分来化解二律背反，同样源于莱布尼茨的思想准备。

康德并不了解上述引文中的莱布尼茨段落，但他熟知《神正论》（1710年，附丰特奈尔的《赞词》，德文第5版，1763年）——这是哲学史上最优雅的著作（在数学证明之优雅的意义上），也是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作，其中汇集了关于上帝概念与自由概念的形而上学。莱布尼茨以相互对立的论题形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唯有看穿发问方式的虚假形式，这些论题才能得到判定。将两个对立的论题解释为彼此可以调和，是形而上学大全文献的古老模式。莱布尼茨将预定论学说（上帝全能与人类自由的关系）和连续统（无限者）的数学理论称为“在所有时代都让神学家和哲学家殚精竭虑的两个迷宫”（莱布尼茨，同前引，第4卷，第52页，另参见第95页以下、第386页以下）。对于康德后来列为第三和第四组二律背反的论题，莱布尼茨提到了两位很好地剖析了对立论题之困难的作者（利伯特斯·弗罗蒙杜斯/Libertus Fromondus，奥钦/Ochin）。因此，他们使用背反论作为解决模型。在这些迷宫中存在着一条通往化解的线索：看穿这些论题令人迷惑的有效性条件。这样人们有时就能确定双方都是正确的，例如，在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标准下，自然中的一切既可以按照经验-机械的方式、也可以按照智思的形而上学方式得到解释（莱布尼茨致雷蒙/Remond，1714年1月10日；出处同上，第2卷，第461页）。康德通过将空间和时间理解为物体的显现关系来化解前两组二律背反，在此已有雏形。无限或无条件概念的困难根源在于：物质和空间被理解为实体，“然而物质事物自身无非是井然有序的现象”（出处同上，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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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schaftliche Problemlage

18世纪的科学问题处境构成了二律背反章的总基石。背反论一方面基于对无限量数学可能性的经验。数学（可能物体）的无限可分性与实验经验中（现实物体）终极组分的存在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市民个体的个人自由与人类思想的普遍主义之间的关系，重现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在对市民社会有更深认识之后——以及在卢梭之后——这种关系再也不能被简单化为主体内部心理冲动的物化形式来处理。爱尔维修通过对公益行为获得公众认可的喜悦，将个人利益的欲望与人类目的调和起来。康德的眼光更为深邃。他不抱幻想地把握了具有个人自由的个体的利己主义。于是，个体与人类目的之间的联结便以数学无限量的方式呈现出来。《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写道，定言命令应当“规定一种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实际上无限的后果序列的总体性得以达成”（IV, 419）。

事实上，只要对近代哲学史保持开阔的视野，无须过人的敏锐就能看出，18世纪近代哲学关于理性主体性绝对奠基的诉求陷入了僵局：一边是笛卡尔主义、莱布尼茨主义、经院形而上学的实在对立，另一边则是培根的经验论、霍布斯对笛卡尔《沉思集》的反驳、洛克对理性主体性的感觉论发生学解释。尤其是这种当时的哲学史对立，折射在康德的二律背反章中。自17世纪以来哲学各流派的论争中，理性的背反论犹如一部哲学史的逻辑，铺展在所有人眼前。康德吸纳了17和18世纪在对科学与自由个体性的阐释中显露出来的两条路线的对立，并将其扩展为传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主体观之间的对立。从这一预设出发，背反论部分探讨了哲学的根本问题：世界在其总体上以及在其可分性上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如果科学将所有事件——以及自由个体的所有行动动机——纳入物质过程的规律性之中，自由该如何思考？如果一种第一存在原因与统一性同时担保了存在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当然必须位于时空中的经验事件之外），它该如何思考？这些哲学问题自哲学诞生以来就在存在二律背反的脉络中被探讨，古希腊哲学的初创期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色诺芬尼、巴门尼德就已经表述了这些问题。爱利亚的芝诺揭示了全合、多与运动等概念中的背反性。康德也指出了背反论的这一源头（B 530）。然而对康德而言，二律背反问题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他从自然科学的哲学阐释中两大理论思潮尚未解决的对立出发。物理学的数学形式化似乎为形而上学提供了新的、更广泛的印证。所有的经验数据都属于一个整体的精神联系，本体论将其表象为思维对象的逻辑无矛盾的可能状态。康德在其《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中的尝试》（1763年）一文中总结了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发问，并将逻辑命题与存在判断严格区分开来。然而在此之后，他仍旧面临着诸如对象、因果性、自然法则等不能成为经验要素的基本秩序概念的合法性问题。莱布尼茨在其对洛克代表作的批判中详尽探讨了诸多相互矛盾的理论替代方案。《人类知性新论》于1765年首次从遗稿中出版。康德在莱布尼茨对近代合理性奠基中矛盾的阐述里，看到了化解经验论与尚未完成的笛卡尔及牛顿形而上学之间对立的不可回避的要求。近代哲学显而易见的背反处境，几乎没有留下其他可能，只能从对理性绝对背反特性的批判中去发展一种对理性概念的必要重构。

康德的二律背反论源于这样一种洞见：两种相互排斥的思维方向在其片面性中都是可以贯彻的，但在此过程中却必然导致其反面。思维的二律背反或背反论正存在于此，它在不同的二律背反中显露出来。这绝非单纯的错误推理，而是“纯粹理性自身的规律冲突（二律背反）”（B 434）。二律背反在于：一个封闭的逻辑世界图景与一种经验-联想的观点同样是可能的。两种相互对立却同样具有合理性的思维操作的背反性，可以在许多概念上得到展示。例如，对于直观而言，连续统是一个关系中各个要素汇聚为一个单一量。对于数学概念而言，连续性是一种秩序功能，其中各个要素保持分离，但满足某种特定级数构成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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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相互对立的方法与结论所构成的自然科学问题域之外，对康德而言还加入了实践理性的问题领域。康德在随后的两部《批判》的辩证论部分中，针对道德对象化和审美对象化重现了二律背反。如果要坚持普遍人类理性的指导思想，那么在“自然”的个体利益之上以及在法律协议的外部规律性之上，必须存在着统摄所有具有经验利益的行为动作的系统统一的原初精神功能。经验受制约的存在与无条件者之间的二律背反关系，被康德展示在至善理念之中。至善乃是一切善良准则在相称的结果中得到无限实现的理念。在宗教论著中也存在着二律背反思想。与数学功能类似，至善并不作为实体性现实对象而存在。它是保障准则统一与经验整体统一的必然范导性理性理念。假象表现为物化的上帝概念（伴随着威权宗教性的后果）与将人视为本能、联想和习惯之束的自然主义人类概念之间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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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反论将先验哲学与专业科学的问题处境以及哲学史紧密咬合在一起。背反论代表了“伊壁鸠鲁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的对立”（B 499，参见434），尽管正题与反题并不各自完全对应于某一条基本路线。由于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后果，康德将其视为一种缺乏统摄性意义关联的世界观与人类观的根源。它导致感觉主义的怀疑论和个人主义。二律背反章旨在捍卫启蒙运动的核心意图。

思维法则的冲突对作为人类全部完善性核心领域的普遍人类理性提出了质疑。康德称其背反论为一种怀疑方法，它试图在科学争论中发现误解的症结所在。它与作为“一种有技艺且合乎科学的无知原则”的怀疑论毫无共同之处（B 451）。除了哲学理论之外，康德还将二律背反联系于日常实践意识。二律背反早已存在于“普通人类知性的寻常预设”中，即认为我们的陈述指向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对象（B 556）。它处于“一种不断动摇的状态”（B 503）。

Gang der Darstellung, die kosmologischen Ideen, die vier Antinomien

随着哲学根本问题的主观转向，康德从数理自然科学的问题处境出发，将古老的存在背反论课题改造为思维的二律背反。辩证论部分第二卷第二章（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章）证明了特殊形而上学的理性宇宙论是一堆矛盾的巢穴。宇宙论理念系统包含：

一切现象的整体构成一个总体性：时空问题

任何给定的整体都是完全可分的：空间问题

任何现象的生成都存在着完全的规定：因果性问题

一切可变的现象都依赖于一个不可变的绝对存在：必然性问题

从这四个宇宙论理念出发，康德构建了相互矛盾的命题，这些命题在哲学史上分别由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两大基本阵营所主张。这得出了四组相互对立的论题，其中第一组中的每一个论题在奠基过程中都会导致其反面，而在第二组中，论题之间作为不可奠基之物彼此冲突，且不具有可验证的真值。对于第一组，他使用了一种强化的归谬法（来自希腊语 ἀπαγωγή，apagōg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指通过对立面的虚假性进行间接证明，或通过将一个问题归约为另一个问题的修辞推理（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I, 23, 40 b, 25; 41 a 23; II, 25, 69 a, 20）。沃尔夫将归谬法称为间接证明，即当要求被承认之物与提出其相反主张汇合在一起时（《逻辑学》，§ 556）。康德在同样的意义上界定间接证明。

I. 正题：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也有界限。

反题：世界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是无限的。

II. 正题：世界上的一切复合实体都由单纯的部分构成。

反题：复合的事物正如空间一样，都不是由有广延的单纯部分构成的。

III. 正题：除按照自然规律的因果性之外，还有一种出于自由的因果性。

反题：没有自由，世界上的一切都纯粹按照自然规律而发生。

IV. 正题：在世界上作为其部分或原因存在着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

反题：无论在世界之内还是在世界之外，都不存在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B 454–489）

康德还对所有这八个二律背反命题给出了第二种阐述。在此他更清晰地表明，他认为二律背反的根源在于命题对独立于主体的实在的误导性关联。唯有关联于理论公设和现象时，二律背反才会消失。他称这些正题和反题是由知性概念构成的判断联结，它们只能关联于经验上可感知的现象。由此得出：

世界没有开端——那么在直观中对于概念而言世界就被设想得过大，因为概念永远无法达到无限流逝的现实时间。

宇宙有开端——那么作为存在于经验时间过程中的存在，它对于概念而言又过小。概念必须预设一种没有被物质时间内容所充实的存在。

康德对所有二律背反都进行了同样的处理。在此，对概念对无限—有限、因果决定—自由、自我奠基的总体性—经验受制约的阐释变得清晰起来。康德指出了抽象概念与经验可得现实之间的矛盾。“世界理念对于经验的倒退、因之对于任何可能的知性概念而言，要么太大，要么对于概念来说太小”

（B 517）。陈述无条件者的判断是无法在经验上得到证实的。换言之：作为整体的世界概念被赋予了描述经验对象特性的谓词。然而对于一切受制约者，（数学的或逻辑的）无条件者的理性理念是被布置的任务。这是一场认识论上的二律背反：逻辑上完全认识的原则是部分认识的前提。但正因如此，完全认识与部分认识唯有在不可终结的过程中才作为对立面发挥作用。康德对二律背反的解决是：作为整体的世界不可能成为可经验证实的宇宙论认识的对象。绝对的有限性在经验上同样是不可能的。康德将这一切表述为判断与物自身（总体性）以及与现象关联的区别。关于“物自身”，总体性陈述是可能的。在经验上我们只与现象打交道，现象的领域是无限的。我们不能说一个给定的整体由无限多个部分组成，而只能说它是可无限分割的。无限者是“一种绝对总体性的纯然理念，它完全是在自身内部被创造出来的，用以思考一个在任何经验中都无法给出的对象”。“数学家谈论的仅仅是一个向无限的推进（progressus in infinitum）”（B 538）。

康德将与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数学相关的头两组二律背反称为数学性二律背反。库萨的尼古拉早已在古代柏拉图辩证法的基础上处理过它们。第三和第四组二律背反康德称为动力学性二律背反，因为它们指向真实的物理过程规律性。前两组二律背反保持为理论性的，后两组二律背反则获得了实践意义。世界在宏观与微观上的无限性理性理念，通过无限数列的数学规律得到阐明。“时间自身是一个序列（且是一切序列的形式条件）……依据理性的理念，整个流逝的时间作为给定瞬间的条件必然被思考为给定的。”同样，“对一个空间的测量也必须被看作针对一给定被制约者的一系列条件的综合”（B 438 f.）。康德将指向无限大或无限小方向上的序列综合的数学总体性的前两组二律背反，归结为数学理论中的争论问题：无条件者应当被看作整个序列的无限倒退，还是仅仅被看作序列的第一部分（其元素从属于该部分）？

康德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各组矛盾的论题。首先对于第一组二律背反，通过各自命题之反面的不可能性来证明：假定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且空间是有限的。若假定世界没有开端，那么直到任何给定的时间点，都已经流逝了一个无限的时间点序列。康德论证道，一个无限流逝的时间点序列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序列的无限性恰恰在于它永远无法完成。因此，“世界的开端是其存有的一个必然条件”（B 454）。关于第一正题的论证在无限集合的概念上得到阐明。这是一个大于任何数字的集合。那么在这样一个数学无限集合的统一体中确实不可能产生任何东西。因此世界必须有一个开端。反题的证明同样通过其反面的不可能性展开。假定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若假定它有开端，那么在被世界所充实的时间之前必然存在着一个虚空的时间。但虚空的时间是一种非存在物，在其中不可能产生任何世界。因此世界必须被思考为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康德就其关于宇宙时间有限性或无限性的第一组二律背反指出，两个相互矛盾的论题在逻辑上都可以得到无懈可击的奠基。

对于第三组二律背反，康德通过反面的自相矛盾性展开论证。正题主张：除依照自然法则的因果性外，还有一种出于自由的因果性是必然的。通过反面不可能性的证明：如果一切都依照自然法则发生，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开端，因而也就不会有序列的完备性。因此该命题在其普遍性上是自相矛盾的。反题主张：一切都依照自然因果性发生。通过反面不可能性的证明：绝对开创一个因果序列的自由，与基于作用因的相继状态之联结的经验统一性相矛盾。自然与自由的区别犹如合法则性与无规律性。第四组二律背反在对两个命题进行阐释时利用了它们的自相矛盾。正题：在世界上作为其部分或原因存在着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阐释：但这一必然者属于感官世界，因为原因不能被思考为脱离了序列。因此必然的第一原因也可以是整个世界序列自身。反题：在世界之内或世界之外都不存在一个作为第一原因的必然存在者。阐释：一个没有开端的序列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集合中至少没有一个部分必然存在，那么该集合的存有就不可能是必然的。对于表述自然神论形而上学立场的第三和第四组二律背反的正题，康德指出它们符合“对道德和宗教基石的某种实践利益”（B 494；作者有删节）。然而它们的奠基方式被证明是一种辩证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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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 Interpretation

通过将存在二律背反转移到理智领域，康德在传统的疑难库上叠加了一些新的推论。其第一点在于从整体与部分、单一与多数、静止与运动的二律背反中推导出两种且仅有两种可能的哲学基本立场。康德赋予了二律背反这一古老疑难以根本性的哲学史和文化史意义。在对其未被识破的存在之上，最终奠定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宗教与无神论、道德的他律奠基与自律奠基之间的一切哲学、宗教和道德对立。康德希望通过其严格的逻辑矛盾来穷尽历史替代方案的可能性。通过洞察这些未被识破的前提，哲学史与文化史运动的一切常数都应当被把握。先验哲学被展示为走出文化意识虚假形态的出路。

康德谈到数学性二律背反时指出，由于数学性二律背反中相互矛盾的命题不能同时为真，因此两者皆伪。实际上，这取决于对“无限”或“有限”命题所选择的逻辑系统。因此康德在此完全正确地指出，如果赋予理论基本陈述以认识论形式而非存在论形式，就可以避免辩证假象。康德关于概念仅指向现象这一根本思想的合理意义在此变得清晰。如果经验知识中始终只有受制约者被给出，那么向无条件者的倒退就被布置为任务（B 527）。必然的非经验知识于是只能存在于所选定的参数之中，在这些参数之内，“直观数据”——更准确地说是实验现象数据——被概括出来。康德宣布，为了将显现的事实表述为理论事态而加入这种非经验的秩序领域，在存在论意义上是思辨的，但在逻辑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关联中包含着康德解决二律背反之基本论题的理性意义：如果数学上或逻辑上的无条件者不被置于与无主体对象的关系之中，而是被置为现象的理智综合，二律背反就能够得到化解。

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1786年）的“动力学”一章中，康德重返无限性问题，并将物质以及空间的无限可分性视为一种必然的数学和逻辑理念，经验观察必须在这一理念下被思考（IV, 503以下）。该思想与物质的唯物主义引力观相联系，后者错误地理解了莱布尼茨“本身正确的柏拉图式见解”，即仅将物质和空间当作针对物自身的数学构想，因而却在经验研究中将物质作为现象、将空间作为我们直观的形式来处理（IV, 507 f.）。康德正确地看到，关于观察数据的陈述唯有在一个与整个序列的有限环节相矛盾的、操作着抽象无条件构想的纯理论思维联系之内才是可能的。这一点可以在量子力学的所谓偶然命题中看到，在其中粒子的位置再也不能按照经验-有限观察的二值逻辑来表述：要么 𝑝 要么非 𝑝 必然为真。对于两组动力学性二律背反，康德指出相互对立的论题两者皆真。如果这两个陈述指向不同的对象概念，这确实是成立的。如果正题和反题都指向无主体的实在，自然因果性与自由的矛盾就存在。如果正题（存在自由）谈论的是作为物自身的一切意志决断之总体（Totum），而反题（只有自然因果性）谈论的是情境性现象，那么这一矛盾就消失了（在将纯粹意志理念转化为经验行动的某些附加假设下）。对于数学性二律背反而言，正如康德所表述的，无论是否划分为智思实在与现象实在，一个序列的无限性“通过相继的综合永远无法完成”（B 454）。据此，正如爱利亚的芝诺早就指出的那样，在无限时间中达到当下时刻始终是一个内在矛盾。亚里士多德泰然回答道：那么人们就必须停止将时间或空间距离划分为部分，并把两者设定为连续统。关于线：“对其分解固然没有停止，但人们唯有通过停止分解才能思考它”（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94b, 20–25）。亚里士多德恰恰指出了对所选定的现象领域进行观念设定的问题。

在事件各自可能的不连续与连续的表象方式中，存在着思维的二律背反。康德在关于绝对者的理性理念冲突的全部四种情况中处理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二律背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不同的参照系被混淆了。将它们区分开来就能消除矛盾。困扰康德的问题是一种需要被看穿并被消除的语义混淆。他处理背反论的目的在于拒斥一种基础理论实在论。这种立场在经验上始终是无法满足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应当被排除。唯有在认识论意义上才必须引入一个基础要素：作为数学与逻辑的参照系。康德认为这一系统随着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已被一劳永逸地给定了。在此，《批判》的认识论前提与可能存在的不同参照系的物理学推论发生了冲突。

康德阐明二律背反的方法是仿照数学二律背反的处理方式而构想的。作为康德思考前提的经典物理学，是从周期性均匀且可预测的现象出发的。如今，它们被证明是动态不稳定实在的边缘现象。时间的不可逆性与自然过程的偶然性已在自然科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决定论方程与耗散结构的非平衡过程（过去作为 contingentia [偶然] 与恒定法则相对立）之间的对立得到了调和。康德的二律背反论旨在消除作为静态设定的自然概念与自我意识概念中的矛盾。它们作为相对要素在逻辑推进中运动。黑格尔以其名言低估了康德的背反论：“这是对世界的一种过分溺爱：把矛盾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却把它转移到精神中、转移到理性中，并让它在其中得不到解决地保留下来”（G. W. F. 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著作集》，第5卷，法兰克福，1986年，第276页）。因为康德对于无限、个体性、多数与必然性概念以及直观的——更准确地说是实验建构的——“经验”的其他若干逻辑替代物的持久二律背反性，自然是清醒意识到的。只是绝不能用正题或反题来确立基础理论的命题。《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的命题正是其语义参照系，在其内部真/假的准则应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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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的标准应当在其中生效。康德的辩证论在头两组二律背反中指出，不可能存在一种最终定论的宇宙论。对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相对论物理学对其出发命题的修订，康德在逻辑上固然认为可能，但在现实中却认为是被排除的（参见例如 B 268）。就此而言，康德的辩证法原则也超越了康德自身。赫尔德在其对启蒙运动综合法则（该法则向一切历史和特殊文化运动发号施令）的批判中，早已摆脱物理学学科的束缚，明确表达了时间的绝对相对主义。康德化解二律背反方案中真正过时的症结，在于理论设定与直观之间的简化关系。在此康德依然残留着朴素实在论的痕迹。他认为现象归根结底仍然是底层统一的“物自身”客体的统一表征。今天，关于物理认识的科学哲学在化解理论构想的先验标准与在实验测量仪器中所显现的现象之间的常数关系方面，走得比康德远得多。就此而言，各自都能主张测量结果的不同物理学理论之间存在二律背反的情况已成倍增加，而按照康德模式化解这些二律背反已不再被视为科学世界图景融贯性的必然要求。这是否代表了通向新的宇宙基础理论的过渡阶段，目前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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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dritte Antinomie. Freiheit – Notwendigkeit

对自由与自然必然性第三组二律背反的化解，完成了背反论从理论无条件者向实践无条件者的过渡。康德仿照数学无限性概念来思考其自由概念。作为一切意志准则的智思总体，自由不可能是经验动机的要素。唯有在自主动机的总体联系之内，一切具体的决断才能被思考为自由的，尽管它们自然也唯有在经验预设的情境中才能实现。由此，无限精确之物成为了准则的本原。我们在具体情境中也必须为作为事实现象的我们自身奠定“一个先验客体”，以便能够将我们自身理解并确立为行动的主体（B 568）。康德的自由概念凭借其数学类比，同时也立足于形而上学传统。对于一切可观察的原因，都必须思考一个无条件的原因。如果主体在受制约的联系中作为原因，那么其绝对因果性的理念就是被布置的任务。康德形而上学的自由概念对于具体决断而言，并未排除作为面对现实可能性的行为方式的自由，也未排除在特定界限之内作为对必然性之认识的自由。先验逻辑的自由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仿照了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且实质上代表了对后者的改造——当然也是破解——从康德自身的表述中一再显露出来。“这个行动着的主体依照其智思性格将不受任何时间条件的制约，因为时间只是现象的条件，而不是物自身的条件。在它之中不会有任何行动产生或消亡”（B 567，另参见 574, 580）。一个单独的章节阐明了自然科学的无条件因果性与意志自由之间的调和（B 570–586）。康德在形而上学发问中的创新，在于对现象界与智思界二元论的一贯内在化把握。主体的对象性与合理性在没有超验性的情况下彼此相对立。康德对第三组二律背反的化解，对应于不再可能通过超验性来建构因果科学与基督徒灵魂自由之间的咬合。这种化解同时契合了观念宪政共和主义中具有个人自由的公民的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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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Gottesbegriff in der vierten Antinomie, rationale Theologie und Ideal der Vernunft

Die vierte Antinomie

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被处理了两次。它构成了理性宇宙论批判中第四组二律背反的对象，此后理性神学在辩证论第三章中被详尽阐述为纯粹理性理想的实体化，并在此讨论了上帝存有的证明。两个背反命题——宇宙的概念包含一个作为其原因的必然存在者概念（正题），以及在宇宙之外或宇宙之内都不存在必然存在者（反题）——在不同方面都是同时为真的。在经验对象性事件和过程的序列中，永远不可能有终极实体作为宇宙内在的或超验的对象成为研究客体。对于理论洞见，康德主张反题的立场，这对应于独立于神学前提的自然科学。“感官世界包含的无非是现象……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我们绝无权利从经验序列的任何一个环节（无论它是哪一个）跳跃到感性关联之外”（B 591）。正题一方（即柏拉图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路线）被他刻画为受日常实践束缚的意识的立场，只要它遵从其内在的需要，以确证物质世界的终极原则和道德自我决定，并获取“道德和宗教的基石”（B 494）。反题和自然科学在这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并与世俗通俗的需求相冲突。康德在关于科学哲学和世界观问题的论争阐述之后，附上了一篇题为《论纯粹理性在这些冲突中的利益》的著名文化批判随笔，以优雅和讽刺的笔调描绘了一种分裂：一边是虽然得到培育却无法令人满意地解答人类道德与社会意义问题的各门专业科学，另一边则是教条形而上学对道德与宗教的傲慢占领，形而上学“徘徊在纯粹理念之中，人们之所以对其最为健谈，恰恰是因为对其一无所知”（B 501）。康德将反题展现为沿着经验前进、完全独立于超验性的各门专业科学的阵营。这构成了康德将自足闭合的现象界独立出来的科学哲学意义。对两组动力学性二律背反的化解，旨在通过将专业科学、日常实践宗教性以及理性理想形态的无条件者理念区分开来，同时在具有思维必然约束力的超经验行动准则的基础上，将上帝概念的道德问题内涵作为实践理性的公设予以重新把握。

Ideal der Vernunft

与事实事件的概念相联系的，是一个不成为事件的联系理念，正如有限的概念唯有关联于无限的理念才能成立一样。正如唯有知者才能估量我们无知的深渊、唯有意志坚强者才能测度其意志的界限一样，任何否定都预设了肯定（B 603）。从具有特定谓述的陈述事实中，产生了一切陈述的总体性理念，即理性的理想。

理性的理想拥有三种形式：数学上的无限（作为无限大、无限小与无限精确）、一般对象性的形式实在的一切可能谓述的逻辑总体性，以及最后主体在其实践对象化准则中的无限观念自我决定。通过数学的、逻辑的和道德的理性理想这三种形态，康德将科学文化领域与生活实践的道德和宗教领域系统地区分开来。实践理想源于数学和逻辑理想化，这一渊源首先使康德的道德理想概念远离了脱离知性的意志狂热。“完满人性的理念”是逻辑上必然的范导性原则。借助柏拉图-奥古斯丁式的语调，谈及“我们与之相比的、在我们之中的这个神圣之人的举止”，称其为“理性不可或缺的准绳”，是“一个关于在其同类中完全完满之物的概念……以便据此评估和衡量不完满者的程度与缺陷”（B 598）。奥古斯丁曾用这样一种辩证形态为基督教人格主义对上帝概念的必然性以及信仰作为一切知识的前提进行奠基：为了认识不完满者，必须思考完满者；为了理解我们的有限性，必须思考无限者。笛卡尔（《沉思集》III, 28）运用这一古老的柏拉图式形态，不再从神学上、而是从逻辑-哲学上展开论证。他的形而上学上帝概念旨在确证先验合理性的全部实在性。对康德而言，从道德实践理性的逻辑理想中，排除了试图在经验范例中将其人格化并加以崇拜的企图。从理性理念向理性理想的过渡，在耶稣形象中包含了个人存在的典范，但不是作为现实事件，而仅仅是依据想象力图型论的象征。在此，《纯粹理性批判》达到了向《实践理性批判》及其在文化哲学诸学科（伦理学、法权、宗教）中应用的过渡。康德曾考虑在第二版中纳入其实践理论的基本思想，以阐释对理性心理学、宇宙论和神学的批判。出于更好的深思熟虑他放弃了这一点，以免使第一部著作过载并提前割裂第二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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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tik der Gottesbeweise. Ontologischer Gottesbeweis

逻辑学的辩证论部分在证明以往哲学的矛盾性时，必然包含对上帝存有证明的批判。即使在18世纪，由霍尔巴赫、拉·美特利等人构成的无神论圈子也仅仅代表了极少数人。洛克和英国所谓“自由思想家”、法国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构成了启蒙哲学的宗教哲学主线。上帝概念应当与科学的自然内在因果观的成果以及市民个体的精神独立性建立联系。自然神论的见解（在德国也由赖马鲁斯、耶路撒冷、门德尔松以不同变体主张）将上帝思考为世界的创造者和原初根据，但他不干预世界进程，不行奇迹，也不作人格化的启示。上帝存有证明的功能在于：应对因合理的科学、道德、法律结构独立化而导致的文化领域的裂解，并从新产生的世界把握的合理性诉求出发，为理解分裂的对象化形式的统一性创造中介环节，从而为对经验实在的直接日常实践、宗教和审美把握方式保留一席之地。宗教意识的神话源头被投射到理性的、去人类中心化的文化自我理解的逻辑方法之上。

对形而上学上帝概念的证伪，存在于对对象概念之逻辑的本体论化之中。对于本体论而言，实在对象是无矛盾谓述的主体。因此，一个作为一切可能谓述之承担者的主体理念固然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在质料上是无法验证的。康德承续批判本体论上帝概念的悠久传统指出，理性的逻辑理想被当作了一个衍生出大量谓词的始基概念（Urbegriff）。这些谓词的总体绝不代表一个实在存在的上帝，而始终只代表纯粹理性的先验论（B 601 f.）。本体论上帝证明从形式逻辑必然性出发的虚幻要素——“其幻相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B 622）——康德在全书最为凝练和明澈的优美篇章之一中予以了展开。经验的一切对象的可能性存在于它们与思维的关系之中。思维作为判断，乃是对谓词的肯定或否定。为了能够陈述哪怕一个单独谓词的存有，“感官一切对象的可能性质料必须被预设为在一个总和中给定的”（B 610）。因此，如果某种东西不预设一个对象作为一切可能谓词之主体的可陈述性，它就不能成为判断的对象。由于一种“自然的幻相”，我们把仅仅是关于对象的陈述的逻辑前提，看作了对象可能性的超验原则。对至实存在者（ens realissimum）进行无矛盾定义的逻辑可能性，并不能保证其存在。固然可以说永恒的、全能的、全知的等谓词是可能的，但“存在”（sein）却不行。存在在逻辑过程中不能成为主体的谓词。它只是将谓词与主体联结起来的系词。正如康德精辟所言，形而上学的上帝概念的论证基于“偶然者的内在不足”（B 617），它通过综合命题将我们经验统一性的先验原则实体化为一般事物可能性的超验原则。

康德那个影响深远的著名例子——即本体论上帝证明所犯的错误，就像从头脑中设想的一百个可能塔勒推导出口袋里的一百个实在塔勒一样——并不精确（B 627）。人们对自诩为启蒙时代的暴发户说，我们相信上帝的方式，绝不会是我们置身于现实生活的财务记账中所能想到的方式。本体论上帝证明是由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在其《宣讲篇》（1077/78年）中引入基督教哲学的。逻辑谓词与实在属性之间的区别，安瑟尔谟自然也是清楚的。他并非想从如康德的100塔勒这样的经验对象概念中证明其实质存在。恰恰相反。关于至实存在者的判断陈述的不是有限之物，而是作为整体的“存在”。本体论证明从一件事物的观念存在与实在存在之间的差异出发。但既然实在存在大于设想的存在，我们就必须思考一种实在存在，“在其之上不能设想更大者”。因此，“最大可设想者无论在思维中还是在事实上都是实在的”（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宣讲篇》，第II章，载于《生平、学说、著作》，维也纳，1936年，第357页）。因此根本无法设想这个最大者不存在。本体论证明是对总体性思想的一次论证。真正的神学疑难只有在必须证明总体是创造者、世界根据的人格性与三位一体性以及人类归属于上帝时才真正开始。在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必然公设的意义上，康德也从先天定言意向准则中理解其上帝证明。然而在这里，所思考的不是存在论的存在，而是仿照数学被思考为所有意图和行动序列之必然、但在现实中无法达到的终结的观念无限性。

至实存在者的形式构想是不可抗拒的，但也包含神学危险，因为上帝的人格性无法随之被证明。托马斯·阿奎那敏锐的目光看清了这一点，并拒绝了该证明。笛卡尔与莱布尼茨——康德明确指涉了笛卡尔（B 630）——重构了这一上帝证明，以此作为科学合理性对整个宇宙绝对有效性的担保者。在宇宙的任何地方、任何一秒，都绝不可能发生不从属于合理性总体的事件。康德的关键之点在于将自然科学及一切专业科学的理论建构与专业合理性的文化奠基分离开来。康德不再像本体论形而上学那样，认为有可能将事态构成的奠基扩展到社会语境中行动准则的奠基；这是市民时代对文化自我理解分化的崇高意识。逻辑综合无法同时奠定我们文化存在的社会综合（康德称之为道德与法权的综合）。为此需要原则自身的逻辑，而非事实的逻辑。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的上帝思想试图在文化价值设定的传统本体论化藩篱之内，安放专业科学方法论的新自主性。这同时意味着：通过使现代文化的合理性标准迎合专业科学的验证标准，从而将这种合理性标准的独特性简单化了。康德对哲学上帝证明的批判，旨在终结近代哲学的整个反思时期。对当时理论争论的呼应，也可以从康德论述中引人注目的文风转变中看出来。在处理作为理性神学核心的本体论上帝证明时，康德在其论述中采用了论战性对话的形式（B 623以下）。

Literatur

Henrich, D.: Der ontologische Gottesbeweis. Sein Problem und seine Geschichte in der Neuzeit, Tübingen2 1967.

Kosmologischer und physikotheologischer Gottesbeweis

如果说本体论上帝证明好似先天地从至实存在者的概念出发以通达事实过程与对象的存在，那么宇宙论证明与物理神学证明则是从可观察的过程出发，并从经验事实推导出其超验原因。宇宙论证明从归纳可知的因果序列出发，并从永远无法在经验上确定最后一个环节的不可能性中推论出：作为自因（causa sui），它必然处于一切可知原因之外。其错误在于将整体原因的理念实体化。宇宙论证明声称，如果某物作为受制约者存在，那么无条件者就必然存在。康德在该思想的根基处看到了人类责任的泯灭。人们无法抗拒这样一个存在者的思想：它仿佛对自己说，我从永恒到永恒，除我之外别无他物。但人们也无法承受这一思想。一个“充满辩证僭妄的整个巢穴”隐匿其中。“在此一切都在我们脚下沉沦，……毫无依托地仅仅悬浮在思辨理性面前”（B 637, 641）。物理神学证明从自然过程可感知的合目的性推论出一个作为其原因的有理性的世界根据。康德在其对目的论问题的早期分析《证明上帝存有之唯一可能证据》（1763年）中就已表明，神学意图通过这种方式是无法达到的。如果上帝是物质的整理者，那么物质就被确立为独立原则，而上帝显得像是工匠（Werkmeister），而非创造者。康德当时通过将存在论思想改造为逻辑思想而承认了目的论证明路径。证明神圣始基存在的，不是我们能够观察到实在界作为优美的秩序，而是在逻辑秩序系统中划分最多样经验内容的能力，代表了上帝的存有。这两个证明都预设了关于原初原因或目的设定原因实在存在的本体论思想，而其实在性恰恰是我们无法获知的。“我现在主张：一切试图就神学对理性进行单纯思辨使用的尝试都是完全徒劳的，就其内在性质而言是虚无和无效的”（B 664）。

正如E. 卡西尔所总结的，在理性神学中，理性的辩证法存在于理性理想物化的三个阶段：它被实现为一个客体的概念，它被实体化为绝对客体，最后它被人格化。对这些上帝概念的反驳，同时也排除了通俗的人类中心论。在康德的宗教论著中，取而代之的是在道德公设的呈现中想象力的图型。不过，康德谈到朴素信徒的天真目的论思路时说道：“这一证明无论何时都应当受到尊敬。”我们“通过一个抽象概念的柔和轮廓”，将现象的统一性想象为创造性地安排秩序的上帝（B 651）。

《批判》颠倒了对上帝的思考。上帝概念并非通过本体论论证而给定，而是在经验可证实的认识的无限过程中被布置为任务。如果能够陈述任何东西，就必须存在一切可陈述之物的逻辑秩序。由此构成的不是一个实在的实体，而是表达了思维统一性的范导性理念。上帝作为“一切事物的原模”引导着我们的思维，其“经验统一性（使我们）尽可能接近最高程度，乃是不可避免地必然的”（B 705）。此前，本身不可理解的世界整体以及世界与人类的意义统一性，唯有通过预设的上帝概念才得以被理解。这伴随着一个未被言明的第二预设。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中意义秩序的日常实践体验态度，构成了本体论论证的必然对立面。感性世界与智思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在方法论未澄清的情况下被混杂在一起。《批判》的先验要素论（包含感性论、分析论、辩证论三部分）最终将特殊形而上学的三门学科（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理性神学）改造为关于人格自我意识系统统一、世界经验整体以及一切经验形式统一的三大范导性理念。这构成了“人类理性自然辩证法的终极意图”（B 697以下），即通过实体性本质理论的矛盾，引导思维通向关于文化进程指导理念的妥当概念。在达成了人格、世界与上帝的这种先验观念性之后，《批判》两版中的先验要素论都以如教理问答般的和解性问答作结：是否存在着某种与世界不同的东西？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存在者是否是必然实体？这毫无意义，因为不指向可能经验对象的提问是空洞无物的。我们是否可以在原初存在者的先验类比意义上假定“一个唯一的、睿智的、全能的世界创作者”？毫无疑问可以，因为我们毕竟“只是按照与理智（一个经验概念）的类比来思考它”（B 725 f.）。然而我们不能认识它，我们必须思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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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ranszendentale Methodenlehre

方法论作为经院逻辑的传统要素，在康德那里并不像形式逻辑教科书那样过渡到各种实用操作。在作为形而上学之逻辑预备学的《批判》末尾，它导向了系统哲学的框架条件。沃尔夫曾将逻辑学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实践逻辑提供了概念论、判断论和推理论在证明程序、历史与教条文本的撰写与评判、圣经阐释、辩论方法、逻辑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的应用。在经院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工具论（organon）的意义仍在发挥作用。在其实践逻辑学讲座中，康德在方法论标题下主要探讨了定义的定义以及研究与阐述方法：分析的/综合的、科学的/通俗的、系统的/片段的（IX, 139–150）。《批判》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是“关于方法的论著”，它探讨的不是一般的具体方法规则，而是“纯粹理性完备体系的形式条件”（B 736）。康德划分了体系建构的四个方面：纯粹理性的训练、法规、建筑术和历史。第一部分也是篇幅最长的“训练”紧承辩证论，构成了对防止“那无法平息的、完全跨越经验界限去在某处立足的渴望”（B 824）之必要严格管束的补充阐述，在许多方面也是重申。就此而言，整部著作的成果依然是消极的。它不用于发现真理，而用于防止谬误——这是哲学原初的苏格拉底怀疑论格言。先验哲学唯有在实践方面才能成为积极认识的源泉。纯粹理性的道德实践原理在法规中予以勾勒。在著作于消极和积极意义上的总结之后，建筑术紧接着确立了哲学的系统性特征：康德的哲学概念（经院概念与世界概念）以及康德将形而上学划分为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的两分大纲，经院形而上学的体系秩序借此被彻底革新。康德吸纳了当时被广泛探讨的体系与聚合体（Aggregat）的对立。系统统一乃是“首先把日常认识提升为科学、亦即将单纯的认识聚合体变为体系的东西”（B 860）。系统的知识使科学思维区别于日常实践意识。康德的体系概念与莱布尼茨或沃尔夫的体系理解的区别在于：系统知识植根于意识的综合功能。康德与其形而上学讲座的“作者们”一致认为：作为体系的各门科学受制于完备性条件的不同标准，这些逻辑与语义完备性的条件必须单独予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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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成的整体出发，眼光回溯到哲学史。康德非常黑格尔式地指出，哲学史属于体系自身，在此暂不展开。在简短的文本中，康德聚焦于为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寻找逻辑标准的问题。康德在“训练”一节中就已经表达了其最重要的划分原则：教条主义哲学与怀疑主义哲学的必然演替，在充分展开的对立之后，只留下批判哲学作为唯一的出路（B 789；参见 884）。在建筑术一节中关于哲学体系极其深刻的预成论（Präformationstheorie），同样属于康德哲学史构想的核心命题（B 863）。

与方法论相联系的是哲学在文化中的一般地位。因此它勾勒了康德在其他论文中探讨的时代诸多论题。这不仅涉及自由文学公共领域这一核心论题，而且涉及特定方面，例如在康德关于人类自然禀赋伴生着不纯洁性这一特有思想中对卢梭以及虔敬派的修正。我们把自己表现得比实际要好，由此我们不仅使自身文明化，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几乎违背自身意愿地道德化了自身，因为我们毕竟把举止风度当作了善良意向的表象。这使得真正的原则更容易进入思维方式之中，而“优美假象的杂草”随后就能被有力地予以根除（B 776）。这一氛围的另一个论题是：对实用性、教条性与个人道德性有效性（例如宗教信仰命题）的区分。关于不同观念系统、不同教育背景乃至文明阶段的信服程度与信服标准的疑难，构成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主题。康德在发展方法论的随笔之一中举重若轻地探讨了这一主题，题为《论意见、知识与信仰》（B 848–859）。信服的通常试金石是人们是否愿意为此打赌。人大概不会拿一生的幸福去打赌。此时“我们会变得极其胆怯”，并察觉到我们的实用信仰并未走得那么远。教条信仰是基于权威、未经自身检验而采纳的见解。成熟的信服唯有建立在被证明的知识之上。康德现在通过这样一种表述来刻画其道德实践的上帝概念：这种信仰在客观方面是谦逊的表达，但在主观方面通过通达理性理想的逻辑严谨性（仿照无限的数学理念）构成了坚定信任的基础。展开为各个具体专题研究的方法论，为康德如何在18世纪后半叶的精神运动中看待自身哲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概览。

Kojève, A.: Die transzendentale Methodenlehre, in: Kopper, J./Malter, R. (Hg.), Materialien zu Kants KrV, Frankfurt/M. 1975, S. 305–324. – Riedel, M.: Art. »System, Struktur« in: Brunner, O. u. a. (H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Bd. 6, Stuttgart 1990, S. 285 ff. – Kopper, M.: Die Systemfrage in der 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 der KrV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Reflexion des Wissens in sich bei Hegel, Würzburg 1991. – Tonelli, G.: Organo, canone, disciplina, dottrina in Kant, in: StKa 8 (1995), S. 11–30.

依照康德的哲学史系统体系，理性的训练按照教条使用与论战使用、随后按照假说与证明的方法进行划分。在此再次详尽总结了数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区别。数学能够直接（直观地）在直观中构造一个先验概念的谓词。因此它能够从公理出发。数学的方法完全是综合的。它能够通过在直观中的均匀综合为自身创造对象，并将其视为量（Quanta）。哲学进行的方式不是直观的，而是推论的（diskursiv）。公理化奠基是被排除的，因为在此必须有第三者加入综合，即质的事件（B 761）。先验综合仅仅存在于思维的范畴结构之中，犹如一个思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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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的论战使用标题下，康德指的是对哲学争论问题的公开探讨，尤其是关于上帝、自由、不朽等核心论题中相互对立立场的探讨。因此该节再次回到了对特殊形而上学的批判。理性本身不需要论战使用，因为它自身不可能是自相矛盾的，甚至出人意料地写道：“纯粹理性其实根本不存在背反论”（B 771）。这里的意思是：在对关于上帝、自由和不朽论题的所有立场进行自由探讨时，最终获胜的永远是理性。合理性若任其自主，除了通过正确解答达成普遍一致之外别无他途。批判作为18世纪的核心词汇，乃是成熟的事情。将现象误认为物自身的最初幻相（并由此陷入思辨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固然不可解决并导致不断重复的假仗），带来了哲学中自然主义-无神论与唯心主义流派的论争，而怀疑论完全不合法地将自身作为出路提供出来（B 786–789）。谬误的时代被描绘为陷入绝境的争斗动荡。“他们砍杀的阴影，就像瓦尔哈拉神殿里的英雄一样，在瞬间重新愈合，以便能够重新在不流血的战斗中自得其乐”（B 784）。认为历史状态是通过知识形态而非现实生活条件来区分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社会中的争论植根于思维错误。此外：未决的争论激发了对所有辩论的方法论前提进行批判性修订。犯错的理性在对错误的充分阐明中同时也孕育了正确的思维。为此除了思想自由之外不需要其他防范措施。在此还提及了怀疑论者“幸灾乐祸与心怀恶意的性情”，他们挑起不同观点的互斗，随后对普遍的混乱自得其乐或故作悲伤（B 784）。这一段落极其耐人寻味，或许也反映了康德对休谟的看法。

哲学史。康德关于哲学史规律性的真正思想，并不存在于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图式中：教条的—怀疑的—批判的。这或许提供了基本方向的逻辑类型化，但在历史上根本无法贯彻。康德在方法论的建筑术一节中表达了更深邃的见解。这是一种关于终极恰当理性体系的预成论。谢林随后在其关于柏林科学院1791年关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以来德国形而上学进展征文的早期评论中吸纳并发展了这一点（《谢林全集》，第1卷，斯图加特与奥格斯堡，1856年，第453页以下）。可以说，康德试图克服丰特奈尔关于精神进步的母题。丰特奈尔在其《古今之争短论》（1688年）中描绘了一个进步的试错模型：我们必须先尝试许多错误（也许是所有可能犯的错误），然后才能找到清醒的真理；因此存在着精神的历史。康德现在指出，作为一种“原初胚芽”，真正理性体系的图式构成了一切哲学的基础，但起初“就像通过自然发生（异类发生）由收集来的概念汇聚而成的蠕虫一样残缺不全”（B 863）。依据潜藏在我们之中的理念的指引，认识如同建筑材料般被零散收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整体理念的认识愈发清晰，“一切人类知识的建筑术”便得以绘制出来。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司法隐喻。 如果仔细倾听某些段落的语调，当全神贯注的作者自身化解了所有疑虑并在其辛劳的终点回望时代时，便显露出了合理的战斗图景。论敌不过是空中击剑者，面对尚未被批判训练所驯服的思维的攻击，“我们备好了我们的‘尚未明了’（non liquet），这必将使其陷入混乱”，若有进一步挑衅，我们也绝不畏惧反击（B 770）。罗马法官曾高举写有“non liquet”的判决牌，以表示案件事实对于作出判决而言尚未澄清。《批判》才真正为时代精神带来了和平，若没有它，就是连绵不绝的战争。它是纯粹理性“一切争论的真正法庭”。若没有在欧洲思想的重大流派中最终找到对错误的化解，理性就“仿佛处于自然状态中，只能通过战争来确立或保障其主张和要求”（B 779）。司法隐喻如今再次出现，以总结该著作在启蒙运动问题处境中的地位。随着《批判》的问世，哲学脱离了无规律秩序的状态——类似于自然史中对史前社会的设想——进入了合法状态的安宁，在其中争端唯有通过法律诉讼程序才能得以解决（出处同上）。从史前史穿过系统化的谬误走向在明确的研究进程中化解谬误的思路，将自然科学的理论史理解转移到了历史进程之上。贯彻这一转移的恰当思维形式就是法权。它成为了历史的逻辑，正如自然科学展现了谬误与真理的绝对逻辑一样。历史就是从谬误通达获取真理的正确方法所必须流逝的时间跨度。

自由公共领域。 康德以宏大的转折，将恰当哲学理论的登场与自由公共领域的内在要求联系在一起。这是启蒙运动关于宗教和私人道德宽容文化之基本思想中的政治要素。康德吸纳了沃尔夫《初步论述》（1728年）最后一章的主题：论自由哲思（De Libertate philosophandi）。

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支配了整个18世纪。1727年的普鲁士书报检查敕令因指控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为无神论而在同年扩大到沃尔夫的著作，这绝非孤例。早在1626年萨克森就对批判探讨“关涉国家之事”发出了劳役监禁的威胁；1737年魏玛公国宣称：“统治权取决于我们，而非取决于农民，我们不想要讲理挑刺者（Raisonneurs）作臣民”（参见关于对沃尔夫打压的背景：J. 施密特，《从莱布尼茨到莱辛之死的德国精神生活史》，第1卷，莱比锡，1862年，第418页以下）。1788年的普鲁士宗教敕令构成了腓特烈·威廉二世在1794年对康德进行粗暴训诫的基础，因此在腓特烈二世去世后人们似乎看到，经历了四分之三个世纪，面对国家和教会权威的思考与出版自由却毫无改善。在18世纪末，要求思想与出版自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通过康德的奠基，它被赋予了非凡的格局。自由公共领域不仅是人的尊严的要求（思想自由应当归属于尊严）。康德推导指出，从特定的理论高度开始，它是正确思维的运动与保持要素。高度发展的真理允许一种精神的法权状态，在其中各个流派在所确立的方法规律下自我纠正。理论与宗教领域已经发展为内部调节形式。经济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成倍扩散。即使对于无神论者，康德也说：“就让这些人去做吧；如果他们展现出才华，……如果他们展现出理性，那么获胜的始终是理性。”如果高呼大逆不道、仿佛号召整个共同体去救火一般，你们就会自取其辱，并在最终抹杀当时代的一切进步（B 774）。

康德在著作末尾看待其与时代的关系时是否是不谦逊的？他是否把作为思维史矛盾产物的《批判》置于历史之外和时代之上？绝非如此。批判哲学终结了教条排他的、怀疑沮丧的或傲慢冷漠的观点，不是通过一种新的学说，而是通过一种仿照最发达科学学科所建立的评判理论争论问题的方法。正如苏格拉底一样，先验方法不想传授真理，而想防止谬误。康德认为，程序的形式方面应当是不容置疑的。在此意义上，哲学史的运动从前批判理论不可解的战争走向了“合法状态的安宁，在其中我们应当唯有通过诉讼来解决争端”（B 779）。将司法类比用于理解公开的哲学辩论，表达了理论领域的自主特性，强调了哲学方法问题的普遍内涵，并赋予研究以内在的真理趋向。方法论呈现了先验要素论辩证论部分的背反论在文化史与时代批判上的推论。辩证法延续到了人类理性自我启蒙的经验现实之中。“属于这种自由的，还有将自己无法解决的思想与疑虑公开展示以供评判的自由，而不会因此被诋毁为不安分和危险的公民。这本身就包含在人类理性的原初权利之中，人类理性不承认任何其他审判者，而只承认普遍的人类理性自身，在其中每个人都有发言权”（B 780）。

理性的法规。 《纯粹理性的法规》给出了实践哲学的纲要。在知识的经验领域及其应用中，人找不到终极的满足。我们对自身的反思将我们引向以下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此并未出现康德在讲座中附加到这一主题群中的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理论性的，第二个问题就其经验部分而言同样还是理论性的。剩下的则是理性存在者构成的道德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的自由任意处于道德法则之下（B 836）。康德勾勒了其对人格的宗教性超经验道德的先验逻辑重构，一切非功利主义的社会化奠基在其中找到了尺度，它也支撑着社会凝聚力的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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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

Veranlassung der Schrift: die Aufnahme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C. 沃尔夫曾将其拉丁文著作开头的导论性章节命名为“导论”（Prolegomena）。在 A. G. 鲍姆加通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1739年及以后多次再版，1789年由 J. G. H. 费德编辑出版）中，也是由包含寥寥几个段落的“导论”（Prolegomena）来开启全书各章。康德早在1778年便将自己正在进行的关于形而上学知识性质的研究——亦即《纯粹理性批判》（Kritik）的准备工作——称作“导论”（Prolegomena）（1778年12月15日致赫兹信）。康德在《批判》出版后的第一部著作的标题中戏仿了沃尔夫式的划分，但他极大地拓展了那些前言性说明。这部新著作提供了通向《批判》的“预备练习”（Vorübungen），并始终与《批判》保持关联（IV, 261）。然而实际上，整部《批判》都被视作一部尚待建立的形而上学的导论（Prolegomenon），因为这部新著作只是以另一种方法重复了这部主要著作的内容。四个原因促使康德在《批判》问世两年后决定为其补充《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作为先验哲学的“预备练习”（IV, 274）。

Unverständnis der Kritik

柯尼斯堡宫廷牧师兼数学教授 J. 舒尔茨（J. Schultz）于1784年出版了《对康德教授先生〈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Erläuterungen über des Herrn Professor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此处作者名被误印为 Schulze，第2版1791年），因为“这部重要著作有着独特命运：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其不可逾越的晦涩与难解”（第5页）。门德尔松在1784年1月5日致哲学家 H. S. 赖马鲁斯（H. S. Reimarus）之女 E. 赖马鲁斯的信中写道，得知她的兄弟（博物学家 J. A. H. 赖马鲁斯）对《批判》评价不高，他感到欣慰：“就我个人而言，我必须承认，我读不懂他［康德；本书作者注］。……因此我很庆幸，若我离开人世时仍未能读懂这部著作，我并没有错失太多东西”（门德尔松，《全集》，第13卷，A. 阿尔特曼编，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1977年，第169页）。在给康德本人的信中他写道，唯有当他感到精力渐增时，他才敢去啃这部“耗竭脑汁的著作”（nervensaftverzehrendes Werk），并至少希望今生能将其完全想透（1783年4月10日）。康德为这种普遍的不理解深感触动。与此同时，他还推测，抗拒心理与论战性的误解正在利用所谓难解与篇幅冗长的借口大做文章。诚然，《批判》的文风与篇幅确实让人联想到沃尔夫的基础性著作。这与加尔韦、门德尔松、恩格尔（Engel）、阿布特（Abbt）等人旨在对更广泛读者产生文学影响的新表现手法背道而驰，并促使人们寻找抵制的借口。哥廷根大学教授（也是康德的论敌）J. G. H. 费德（1740–1821）那部流传极广的《逻辑与形而上学》（Logik und Metaphysik，1769年，第7版1790年）在440页的篇幅中处理了形式逻辑、全部本体论以及特殊形而上学的三门学科，外加关于一般哲学的导论（在维也纳1783年版中为十二开本，12×18厘米）。H. S. 赖马鲁斯的《理性学说》（Vernunftlehre，汉堡与基尔，1756年，第5版1790年）则以450个同等页数呈现了一套逻辑与认识论体系。而康德出版的《批判》仅仅是关于形而上学可能性的预备学（Propädeutik），而形而上学本身其后还应分两部分出版。即便到了第二版（里加，1787年），该书仍包含884页小八开本（15×18厘米）内容。在1770年代，康德在信件中谈及这部计划中的著作以及他的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时，也曾按照当时的时代风尚，称其为只有区区几个印张、且很快就能撰写完毕的短篇小册子（例如1771年6月7日致赫兹信）。当时他对自己的新形而上学所需的宏大铺垫尚不甚明了，显然是把目光投向了18世纪中叶以后的流行哲学文献。

Missverständnis der Kritik

最初的反响，尤其是发表在《哥廷根学者通报》（Göttinger Gelehrte Anzeigen，1782年1月19日，副刊第3期）上的加尔韦-费德书评，暴露出一种从经验论的贝克莱式唯心论与休谟式怀疑论角度对这部著作的误读，这令康德深感恼火（该书评重印于 Vorländer 1997）。康德原本期待的是深入的事实性检验，但在此却被绕开了。他看到自己的著作因冷漠以及理论动摇带来的不安而被束之高阁，正如 M. 赫兹从柏林转达门德尔松的态度时所说的那样。像 J. G. 哈曼（1730–1788）这样在柯尼斯堡近旁带着偏见窥伺该作及其反响之人的评判，对康德触动不大。哈曼在1781年撰写了一篇短评，在修辞上拒绝了康德的先验论：针对康德将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进行强行拆分，哈曼质问“何必对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做出如此强暴、擅断的割裂？”该文以对这部系统性著作之晦涩难解的讥讽作结，称这部“经院学术形式的造物”赢得了“真正作者身份与批判的至高境界——仅能被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理解”（哈曼，《全集》，第3卷，J. 纳德勒编，维也纳，1951年，第278页；该书评直至1801年才发表，参见第281–289页）。康德原本期望门德尔松、加尔韦、特滕斯等杰出学者能够洞见并承认哲学中的这一转折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促使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前言中发出挑战性的宣言，宣称其意图在于：“说服所有认为从事形而上学是有价值的人，使他们深信：暂时中止他们的工作，将迄今发生的一切视为未曾发生，并且首要的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否根本可能存在某种被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地必需的”（IV, 255）。早在1781年夏，康德就曾向其心腹弟子赫兹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如今公之于众，这无异于公开迎战整个学界同行的反对。这针对的是专业学者，要求他们承认这一理论转折点，而不是继续在关于灵魂、宇宙整体与上帝的形而上学教条的陈规陋习中苟安，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面对公众反响，康德在《批判》出版后不久便写信给赫兹表示，他起初只指望拥有极少数深入钻研的读者，因为将思维方式引向一条迄今完全陌生的轨道需要时间（1781年5月11日）。《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前言必须与书末的附录结合起来阅读，在附录中康德对加尔韦-费德书评进行了详尽清算。在此，康德针对将他的先验（或批判的、形式的）唯心论误解为贝克莱式或笛卡尔式唯心论的错误阐释进行了坚决反驳。书评作者根本没有理解《批判》的著作者究竟在研究什么，并且对一门自以为早已彻底澄清的学科面临改革威胁而表现出恼怒的情绪。书评只是毫无逻辑联系地罗列了一系列命题并大加指责（IV, 373）。然而，康德原本期望通过实事求是的学术交锋开启哲学研究的新纪元。他相信学者们如今能够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在已经奠定的地基上通力合作。因此，比起长期专注于艰苦探索成果时所能预料的情况，学界同行顽固捍卫观念领地的执拗劲头给了康德更深的教训。《批判》之后意外问世的这部首部著作的前言与附录，既表达了对旧期望的告别，也表达了就眼前已确立的先验哲学展开论战的决心。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以更为集中、更易理解的阐述方式对先验哲学做出的全新呈现，极大地推动了自1780年代中期以来对康德理论的逐步客观评判。随着真正讨论的展开，K. L. 赖因霍尔德、S. 迈蒙、J. S. 贝克、C. C. E. 施密德等早期追随者纷纷涌现；耶拿的《大众文学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1785年起刊行，编辑：C. G. 许茨、G. 胡费兰）也对康德主义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C. 加尔韦（1742–1798）于1781年逗留哥廷根期间曾主动提出撰写书评，收到《批判》后确实撰写了一篇文稿。正如他后来向康德本人坦承的那样，他其实根本无力准确评判这部著作。哥廷根大学教授 J. G. H. 费德（1740–1821）不仅是多部流行哲学教科书的作者，而且在英国国民经济学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他将加尔韦的文稿删削至原篇幅的三分之一，同时通过添加内容，在简单化与贬损否定方向上强化了该文的论调。在这里，那份认为康德不过是延续了贝克莱主观唯心论的错误判词被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诚然，在当时这种论战手法并没有被视为不受外界影响的独立思考的严谨学风，反而被看作是有伤体面的人格冒犯，并给费德带来了严重的声誉损失。针对《批判》，费德后来还撰写了《论空间与因果性：康德哲学的检验》（Über Raum und Kausalität. Zur Prüfung der Kantischen Philosophie，1787年），并于1788年与其哥廷根同事 C. 迈内斯（1747–1810）共同创办了专门反对康德的《哲学图书馆》（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杂志，但该刊仅出到第四卷便停刊了。费德在其自传《J. G. H. 费德的生平、本性与原理》（J. G. H. Feder’s Leben, Natur und Grundsätze，1825年由其子死后出版）中抱怨批判哲学的革命对他的著作和教学活动造成了巨大破坏。他于1797年辞去教授职位，转任汉诺威皇家侍从学堂（Georgianum）校长。费德当初的举动无疑出于其著作家与大学教师的声誉自觉，但他大概也深信自己依据自身见解做出了确当的评判。他竭力抗拒让自己的整套哲学理解及其所处的传统受到质疑。门德尔松的境遇亦复如是。在康德于《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附录中要求书评作者公开姓名（IV, 379）之后，加尔韦在给康德的一封值得一读的信中做了解释（1783年7月13日）。加尔韦在信中极力撇清自己在费德修改版书评中的责任，其撇清程度甚至超过了实质观点相同（尽管评判语气不同）这一事实所允许的限度。康德感谢其澄清实情，并立即以其篇幅最长的一封书信作复。康德对《批判》基本思想与问题演进脉络的这一阐释，至今对于理解康德的主要著作及其自身理解仍具有极高价值。从费德的做法中，康德洞察到了那种“著述者的诡计”——“通过颂扬一切与其自身著作中命题相符的东西，贬斥一切与之相反的东西，暗中在某一特定领域内树立起统治所有作者的微型霸权”（1783年8月7日）。而在康德从 J. J. 斯帕尔丁处获得刊登于 F. 尼古拉的《德意志大众图书馆》（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1783年8月，第37–52卷附录）上的加尔韦原始文稿之后，他确信加尔韦的不理解程度同样惊人，加尔韦也同样把他当作“傻瓜”（imbécile）来对待；无论如何，哈曼在1783年12月8日致赫尔德的信中正是如此转述的（哈曼，《书信集》，第5卷，法兰克福，1965年，第107页）。

哥廷根书评的重心落在了先验感性论的命题上，即认为认识的对象乃是现象。随之而来的错误阐释是：现象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表象之中。先验范畴演绎则完全未被涉及。然而，这里恰恰构成了这部著作真正的困难与决定性的创新所在。先验演绎回答了范畴何以先天对知觉数据具有有效性（这些知觉数据并非由知性所产生，而只是被知性所接纳）的问题。康德的回答是：先天的形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经验的逻辑条件。《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前言开宗明义地强调了《批判》的核心要点：形而上学由先天综合命题构成。一切思维都在运用这些命题，“却不追问其客观有效性究竟建立在何种根据之上；我断言，这一项工作［即演绎；本书作者注］乃是为形而上学之利益所曾从事的最为艰巨的工作”（IV, 260）。在致加尔韦的信中，康德将纯粹知性概念的演绎称作《批判》的核心，但在补遗中又补充道，但愿有人尝试将哲学可能遇到的这一切困难中最巨大的困难推导得更加通俗易懂。康德可能意识到，不仅在表述上，而且在问题处理本身上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加尔韦-费德书评引发了一种简单化的误解，即试图从休谟的怀疑经验论出发来剪裁康德，并将“先天综合”（Synthesis a priori）视作多余的异己杂质。在康德看来，对独断论形而上学设定的怀疑论解构，决不能波及意识的功能结构，而这种功能结构对于经验知觉和经验概念的抽象活动而言必须预先存在，并且正是这种结构才使抽象活动成为可能。休谟当时被视为形而上学批判的终极定论。一贯热衷于卖弄辞藻和追求修辞效果的哈曼称康德为“普鲁士的休谟”，并在刚从出版商处拿到《批判》的部分印张时就写信给赫尔德说，这一切不过归结为“一套怀疑论战术的新工具”（1781年4月27日）。随后他继续写道：“关于合乎法则的理性或纯粹理性的先验空谈，我对智者已说得足够（sapienti sat）；因为到头来，这一切在我看来不过是书呆子气（Schulfüchserey）和空洞的字面把戏。”在他看来，洛克和休谟的《人性论》才是“该领域最好的文献”（《哈曼文集》，F. 罗特编，第6部分，柏林，1824年，第181、183页）。

Kants eigene Überlegung, einige Teile nicht verständlich genug dargestellt zu haben

康德清楚地看到，由于成书过于仓促，多年深思熟虑的成果在若干段落中确实表述得不够清晰易懂，铺陈过宽，在某些论点上理论上也未够明确。他本人曾屡次表达过这一点，例如在1781年6月8日致 J. E. 比斯特（J. E. Biester）的信中他便写道：这部著作虽经多年深思，“但却是在短时间内以目前的形式付诸纸面；因此，难免遗留了一些疏忽或行文上的草率，以及若干晦涩之处”。这一想法在两年后致加尔韦（1783年8月7日）和致门德尔松（1783年8月16日）的信中再次出现。在给舒尔茨的信中他写道，舒尔茨（在前述《阐释》中）对《批判》主要思想的成功阐述“极大地抚慰了我因几乎未被任何人理解而受到的伤害，并消除了我的担忧——即我使自己通俗易懂的天赋如此匮乏，在如此艰深的题材面前甚至可能根本不具备这种天赋，以至于一切辛劳都付诸东流”（1783年8月26日）。早在1781年5月11日，康德就曾向赫兹透露过想要通俗易懂地呈现《批判》（如今被称为“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诸问题的想法。舒尔茨的《阐释》正是服务于这一目标。康德在若干（非实质性的）理解问题上向舒尔茨提出了建议，并将该书称为“您对《批判》所做的既透彻又通俗的处理”（1784年2月17日）。围绕康德透露的、且如哈曼的书信所证实的那样显然也曾在柯尼斯堡亲口表述过的通俗阐释《批判》的想法，引发了一场关于《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解读的学术争论。B. 埃德曼（1851–1921）在其文本版本的长篇导言中试图探寻一份《批判》节选本的原始底稿，认为康德在推进到范畴演绎这一艰难问题时放弃了该底稿，转而将其与更为深刻地重构思想脉络的过程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所呈现的面貌。卓有建树的康德研究家 E. 阿诺尔特（1828–1905）撰写了措辞激烈的文章，总体上有理有据地反对该书存在“双重编纂”（两次编辑稿）的假说，但他自己却提出了一种站不住脚的假设，即认为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之外还草拟了一份未知的阐释性文稿，并可能将其提供给了第一位阐释者舒尔茨。H. 费英格（1852–1933）以及借助其材料的 K. 沃尔兰德（1860–1928）概述并评判了这场论战，而这场论战还由于印刷所（此指哈勒的格鲁纳特印刷所）在排印许多早期康德著作时出现的原稿讹误与重排争论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其中费英格断定极有可能存在页码颠倒错乱的现象（关于文本校订，参见 Kullmann 1922）。康德著作初版的印刷瑕疵很早就为人所注意。早在1795年，柏林军官学校哲学教授 F. 格里洛便在 L. H. 雅各布的《哲学通报》上发表了《论 I. 康德先生著作中的勘误》（关于康德初版印本的论题，参见 Stark 1988）。

Abgrenzung von Berkeley und Hume

最终，康德在撰写其阐释性著作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他未能足够清晰地阐明自己的先验唯心论与贝克莱和休谟所谓的“经验唯心论”之间的区别。为此，必须从根本上探讨《批判》关于先天综合命题之有效性可能性（如康德所说的权利问题/quaestio juris）的核心问题，并将其置于首位。这导致了对范畴先验演绎表述的调整，并从根本上导向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性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将从各个不同理论领域（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中先天综合命题之可能性的问题出发作为中心。在先验演绎中存在着与经验论认识论最密切的接触。先天的基本概念被置于与想象力的形态建构的关联之中。《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由此成为康德为《批判》第二版（1787年）进行重新表述（而非实质性内容改变）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Vorwort und Anhang

前言与附录为理解该书提供了三个核心要点。它们指出，对《批判》的理解困难与错误阐释是撰写这部新著作的根本原因。第一篇书评完全受制于那种狭隘的哲学观念，在这种观念下人们“永远无法超越其经院形而上学进行思考”（IV, 373）。这是一种先于考察的先行裁决。第二篇书评发表在《哥达学者报》（Gothaische Gelehrte Zeitungen，第68期，1782年8月24日，第560–562页；匿名发表，推测作者为 S. H. 埃瓦尔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正面迎击了《批判》反对者的挑战。康德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接受者在言辞傲慢背后的实质平庸与贫乏。这既刺痛了他，也坚定了他，因此这部著作标志着康德对其先验哲学自我理解的新阶段。他愈发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为自己的洞见开辟道路。前言指出，与《批判》所奠定的先验论与现象论的新结合相对立的立场，正是诉诸常识（健全人类理智）。康德将这种所谓的通俗哲学思维方式视为其理论的真正对手，而学院哲学的排斥态度也正是以此为支撑的。在此他感受到了先验哲学面临长期阻力的危险。康德在谴责这一“神谕”时措辞严厉，指出每当洞见穷尽之时，“最浅薄的饶舌者”便会搬出常识；这种诉诸大众评判的做法令哲学家感到汗颜（IV, 259）。诚然，端正的人类理智是上天的伟大恩赐。哲学科学既要为其原理进行辩护，又要为其领域划定界限，否则它就会陷入独断论的玄想之中。日常生活实践中受限的意识与本体论思辨之间的二元对立，构成了康德对18世纪世界观处境以及主导性启蒙思维形式的基本洞见。所谓“批判主义”将这种二元对立视为一场文化危机。康德对先验哲学的辩护策略并没有集中于撰写通俗易懂的普及著作以期借助公众评判来压服学院哲学。他始终坚信，复杂的问题必须由专业学者来把握。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并对各个文化领域（法权、道德、宗教等）的理论进行方法论重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见证了康德关于文化转型路径的构想，即转型必须从科学和专业洞见出发。因此，该书作为《批判》的阐释，绝非通俗性的通俗读物。它通过从对先天综合判断逻辑的分析性聚焦出发重新呈现一切，从而深化了对问题的处理。

加尔韦-费德书评在客观上产生的一个意外功绩，在于让康德看清了误解《批判》的一条主线。康德在附录中对此进行了处理。这就是将先验唯心论视为经验唯心论之延续的观点。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唯心论未能将直观世界的主观性理解为先天的形式秩序结构，而是将其理解为实质直观本身的一部分。因此它相对化了断言的客观性与普遍有效性。这导致了通过超验设定对经验受限的知识及其行动动机进行过度拔高，而正如康德在其他著作中所展示的那样，这种超验设定反过来维护了不自由的秩序形式。经验唯心论处于怀疑论与思辨超验性的二元对立之中。与此相反，《批判》的形式唯心论或批判唯心论凭借形式的时空直观确立了显现的实在性之统一，并进一步通过先天的逻辑基本概念与原理的先验演绎确立了与经验相结合的知识的客观性。由此，它斩断了从纯粹概念出发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并证明这种知识纯属假象（IV, 374f）。在康德关于感知在逻辑综合过程中转化为经验感知判断这一观点中所存在的不完善之处，在此不再赘述（对此参见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综合概念以及所谓认识的“两个主干”，第199页）。

前言指明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方法及其与《批判》的区别。《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采取分析的方法。而《批判》则必须在完整关联中、因而按照综合的方法来呈现先天的有效性条件（IV, 263）。在数量维度（完整性或仅是草案，如康德所言的“计划”）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的建构方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将一切聚焦于对先天命题的论证上，数学、数学化的（康德称之为“纯粹的”）自然科学以及形而上学正是建立在这些命题之上。该书并不停留在这些命题的事实性存在上。无论如何，人们随时都在运用它们。先验哲学将这种事实性提升为对逻辑推导之有效性的反思。《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分析的方式提炼出内在构成《批判》体系框架的核心问题，即上述三个领域中综合命题的逻辑条件。康德将此称为《批判》的“计划”，这一计划无法先于《批判》而存在，但在《批判》之后却有助于鸟瞰全局并逐一检验关键要点（IV, 263）。《批判》的结构与其“计划”（即主导全书理念、如今支配《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构架的著作理念）之间所蕴含的引人入胜的理论张力，远不止是作者本人的自我反思，它随后推动了专业学界讨论走向客观实事求是。康德将先验哲学置于成果与思想历程的差异之中。综合的方法意味着：在理论各部分（感性论、分析论等）的复杂性中展开阐述，并将各部分内部从抽象要素出发演绎性地构架为功能运作的整体：例如从判断表—范畴表—先验演绎—原理，再到推理形式—理性理念的概念—特殊形而上学批判。分析的方法则意味着：独立提炼出构建主要著作具体架构的《批判》三大主体部分（感性论、分析论、辩证论）的逻辑规定性。这部阐释性著作绝非仅仅是《批判》的简写本。

康德对其理论进行方法论重构的真正引人深思之处在于：通过从先天综合命题的逻辑可能性出发来建构这部新著作，康德的论述回溯到了他自己通往《批判》所经历的问题原点；更准确地说，回溯到了从问题分析的某个特定时刻起便显现为核心问题的那一点。起初，困扰康德的是如灵魂这类非物质实体的实在性方式，以及按照自然科学模型为其提供“数据/材料”（Data）的困难（1766年4月8日致门德尔松信）。在1770年就职论文关于经验-对象性实在与智思实在相分离的过渡阶段之后，先验演绎的问题进驻了核心地位（1772年2月21日致赫兹信）。《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之所以能够阐明《批判》，是因为其全新的表述方法重现了《批判》的生成过程。这种全新的表述方法从成果（现成的先验哲学）回溯到问题的根源（形而上学中对先天综合命题的正当或矛盾的使用），并在读者面前再度重构出求解之路。康德借此为《批判》的富有成效的接受敞开了大门。康德强调，分析性的聚焦乃是先验哲学表述中一项独立且臻于完善的成就（IV, 278）。

»Humisches Problem«

第三，前言包含了一段常被讨论的关于 D. 休谟的自传性段落。正是休谟对基本概念（因果性、实体、主体等）的本体论根据以及抽象论根据的批判，在多年前首次“中断了我［康德］的独断论迷梦”，亦即对基于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提出了质疑，并“为我［康德］在思辨哲学领域的研究指明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方向”（IV, 260）。康德将先验哲学的发问方向（而非其解决方案）置于近代怀疑论（蒙田、沙朗、培尔、休谟）的谱系之中。蒙田早就指出，思维与感官知觉竞相自欺，事物的终极原因不可认知；他向休谟预示了那个被视为极具效力的论点：“甚至当我们把自身脆弱而必死的认识能力运用于按其本性同样脆弱而必死的对象时，它也决不显得更适用、更包罗万象和更有力”（M. 德·蒙田，《随笔集》，卷二，第12章，为雷蒙·塞邦辩护，法兰克福，1998年，第181页）。蒙田以及继他之后的休谟都基于古老的基督教母题，即人从内到外充满了软弱与虚妄。对康德而言，休谟带来的震动在于对形而上学所运用的范畴的逻辑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休谟提出了“人类认识的纯粹（不含任何经验成分的）要素”（IV, 323）亦即先验论的问题。在认识过程中纯粹理性本身的构成要素，在沃尔夫主义的瓦解过程中也成为了广泛讨论的议题。面对试图将沃尔夫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同洛克的唯感觉论调和起来的折衷主义尝试，休谟以其对基本概念（主体、实体、因果性等）合法性的尖锐追问横加阻截。康德的先验论正是洞察到沃尔夫形而上学内部的调和尝试已经失败的结果。德国学界对休谟问题的讨论（克鲁修斯、朗伯、门德尔松等），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存在一种依据纯粹概念的必然认识（形而上学通过将本体论奠基于逻辑学之上的诉求），进展得不痛不痒。但这同时也使得休谟的怀疑论未受实质性触动。

唯有康德领会到了对先天的理性结构进行根本性重新规定的必要性（参见 B. 格拉赫 1998 年深入探讨康德哲学中休谟问题根源的专论）。康德拒绝了休谟的结论，即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约定论解释。康德将这一发问从个别范畴普遍化为意识的逻辑结构——如果在抽象过程中经验概念得以形成并被分类，这种逻辑结构显然必须预先存在。接纳经验内容的结构当然不能是这些内容的子集，也就是说不能从经验中筛选过滤出来。在演化论的意义上，它只能在种系发生学上得到解释。基于当时专门科学的问题语境，这一问题对康德而言并不存在。在康德的论域中他对此也不会感兴趣，因为他所考察的是范畴的逻辑有效性方式，而非其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发生过程。不过，他确实看到了逻辑先验论的原初语法基础：它立足于一种“包含着人类语言根据的先验语法”（《珀利茨逻辑学》；XXVIII, 576）。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在相同的脉络中多次回溯休谟（IV, 272 f., 310 f., 356 ff.；对此亦可参见《批判》的总结性段落，III, 105 f.）。关于被休谟从本体论形而上学中唤醒的表述，展现了该段落的整体修辞意图。当然，康德早在牛顿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启发下就已对本体论形而上学产生了怀疑，并在其最早期的著作中对此作出了激烈的表达。但实际上，康德最初曾试图将形而上学与新自然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对于认识到这种结合不可行而言，休谟关于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的原初逻辑结构合法性的追问，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休谟段落的强烈语调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处境来理解。休谟是一位读者众多、影响深远的著作家，康德将休谟那种诉诸所谓常识的怀疑主义与漠然态度，视为在经院形而上学消亡之际可能蔓延开来的最具灾难性的倾向。F. H. 雅各布与哈曼的信仰哲学构成了德国哲学中与康德相对立的休谟接受的焦点。康德强调了他对休谟的了解，并就其在何处看到了休谟的意义做出了客观评判：即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因此，“休谟问题”就在于意识逻辑结构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休谟提出但未能解决的课题（IV, 261）。休谟正确地看到，近代数学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概念中所包含的核心概念——不可违背的因果性——不可能源于经验观察与抽象过程。如何解释此类概念？如何解释在经验上不断变化的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可变的实在层面的这一事实性预设？这构成了休谟相对于洛克而言在抽象论提问上的深化。关于休谟的解决方案，康德着墨不多：普遍概念是随着观察的习惯和交流的需要在语言中形成的。康德将这种合法性追问称为“综合判断的权利问题”（quaestio juris），而其“事实问题”（quaestio facti）在数学和数学自然科学中已确凿无疑地得到了裁决。康德的解决方案在于将逻辑结构确立为一种“先天综合”（Synthesis a priori），它由处理经验数据的要求所激活，或者如康德以深刻的表述所言，乃是“原初获得的”。

休谟关于范畴无法在抽象论上得到证明、因而其解释需要另一层面的充分合理性与主体间可靠性的怀疑论断定，不仅对形而上学-宗教的世界观产生了影响。它在涉及因果性、自然法则等范畴的同时，也波及了主体、灵魂、自我意识以及上帝概念。它对近代社会凌驾于其经验-现实实在之上、凌驾于个体的功利主义-实践动机之上的紧凑观念世界提出了质疑。休谟冲击了启蒙乐观主义社会的自我理解。他表明，这种自我理解的基础是自发假设的，建立在无法验证的前提之上；这宛如启蒙自我理解中心的一处盲区。康德在其中看到了休谟与自己相通的切入点。休谟的发问切合了启蒙运动反思偏见的理路，这种反思不仅指向专制主义和僧侣欺骗，而且批判性地反求于启蒙自身。康德在休谟从形而上学-宗教建构退回与经验相关的或然性（信念/belief）、并将唯心主义主体概念消解为受利益驱动的联想束的过程中，看到了启蒙运动经由其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主流向怀疑论的自我解体。这种怀疑论起初以充分合理的习惯性实用主义取代了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然而，受实证主义限制的理性要求获得赋予意义的整体作为补充，而这种整体随后便不再通过理性方法、而是通过关于超感官假定的秩序公设来奠定。在此，康德看到思维陷入了一团矛盾之中。对康德而言，这绝非理性的某种人类学宿命。

Die Gliederung

该书按照分析的方法对《批判》的内容进行了重构，并在不改变主要著作本义的前提下对其论述进行了精准化。这主要涉及范畴的演绎（《纯粹理性批判》，§§ 15–27；《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18–25）。在此需要解决的复杂感知与抽象逻辑概念及先天判断的联结问题，被更为清晰地呈现为逻辑有效性的问题。这里探讨的不是经验如何从知觉中产生以及抽象的各个层级——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而是“直观的综合统一，它只能通过判断的给定逻辑功能来表象”（IV, 304）。总体而言，重构的内容贯穿了§§ 1–22。从§ 24开始，论述呈现出《批判》简短节选的特征，甚至多处直接标注了对该作相应页码的引用。因此，康德当时极有可能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同时在撰写一份《批判》的简要节本，随后将其手稿补充到了重构部分之中；这部分是因为关键的澄清工作已经完成，部分是为了缩短在形而上学体系之前对预备学（这正是《批判》所承担的任务）进行阐释的繁琐过程。

具体而言，全书的思想脉络结构如下：1. 哲学知识形式相对于其他知识形式的独特性（其核心：先天综合命题的规定与功能运作）。2. 综合命题在（a）数学、（b）所谓纯粹自然科学以及（c）哲学中的功能。3. 先验辩证论与特殊形而上学批判的简要总结（IV, 332–348）。4. 理念概念，对知性“界限”（Grenzen）这一核心思想的阐释（§ 57）。5. 对经院形而上学的批判。

新的表述并非从先验感性论出发，而是从逻辑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出发，而在《批判》中，这种区分交织在纯粹知性原理这一复杂因而靠后的主题之中（III, 140）。关于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规定作为基础学说得到了详尽探讨。形而上学完全建立在先天综合的可能性之上。在数学、数学化的或所谓纯粹自然科学以及形而上学中先天综合的不同类型，作为主要问题的三个部分展开，构成了全书几乎全部内容。在《批判》中，注意力也同样聚焦于“审慎地区分各种认识种类”（IV, 329）。总结性论述清晰地将文化有效性的逻辑类型确立为先验哲学的核心主题。随着对《批判》体系的分析性聚焦，显而易见的是，康德并未将《批判》中先验逻辑的分析论部分算作形而上学的真正领域。形而上学处理的是上帝、自由和不朽的问题，正如康德通常为了简明扼要并顺应当代理论意识所表述的那样。分析论部分解释的是自然科学中先天的逻辑综合的有效性。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第三部分中，作为形而上学处理的是经院形而上学的特殊形而上学。康德将以往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理念、宇宙论理念和神学理念称为一种出于人的自然倾向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理论，这种理论凭借关于自由、持久的精神生命意义（灵魂不朽）以及关于上帝作为人与世界统一之意义实体的追问，超越了经验所给予的东西。由于关于先天综合命题之逻辑可能性的核心问题未获解答，以往的形而上学便停留在事实经验与同样被轻易设定的超感官实在的二元对立之中。

Die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im Wendepunkt der Aufklärungsphilosophie von Verfall und Wiedergeb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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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短短七页的章节（“《导论》总问题的解决”，IV, 365–371）得出了结论：在先天综合的逻辑得到澄清之后，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便成为可能；这一结论伴随着文化意识关于衰落与新生的大气磅礴的辩证转折：“一切虚假的技艺、一切浮华的智慧都有其时限；因为它们最终会自我毁灭，而其最高的成熟期同时也就是其衰亡的时刻。”当然，一切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衰落时期，尚非“其借助彻底且完备的理性批判而获得新生的时期”（IV, 366f.）。一切过渡都要经历冷漠的阶段：这对著作者而言是最危险的时刻，对科学而言却是最具创造性的时刻。康德将其在《批判》接受过程中所遭遇的令人清醒的经历，客体化为文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借助《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他将自己的著作置于启蒙哲学在解体与新生之间的转折点上。那种植根于新教神学之中的思想——即傲慢统治着的谬误的自我解体乃是为被误解之真理的崛起铺平道路——属于康德历史主导思想的一部分，并与启蒙运动关于持续立宪演进的公设并驾齐驱。早在《批判》出版前十五年，康德就在致 J. H. 朗伯的信中谈到了虚假哲学的安乐死（Euthanasie），指出在真正哲学复兴之前，虚假哲学必将自我毁灭。当前的危机带来了希望，“即人们长久以来所期盼的科学的伟大革命（revolution）已不再遥远”（1765年12月31日）。如今，确信《批判》终将确立自身地位的信心建立在何种根据之上？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之上——即便旧有的独断论已沦为人们鄙弃的对象，这种必然性依然存在。“指望人类心灵有一朝会完全放弃形而上学研究，正如指望我们为了不致呼吸不洁空气而宁愿完全停止呼吸一样毫无根据”（IV, 367）。

借助对《批判》的“计划”或基本理念所做的分析性勾勒，康德将未被理解的作为一切经验事件观察之不可或缺的统一形式的纯粹时空直观感性论，直接与数学科学的主题、尤其是与先天综合这一事实结合起来。康德将“现象”的主观性重新概括为数学学科的必然结论，而不再是其前提。科学的哲学问题在关于先天综合命题之可能性的追问中，直接呈现为形而上学批判与新理论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使得自1750年代以来贯穿康德全部著作的原初且一贯的问题——即自然科学的归纳现象论与近代唯理主义形而上学的结合——得以解决。关于先验理念（区别于知性概念）的一个简短附录，如今附随在形而上学批判之后。而在《批判》中，这原本开启了篇幅宏大的辩证论部分，且理念是按照推论形式的完整分类推导出来的。这种在逻辑学中的系统性奠基被略过了，正如整部《批判》与18世纪逻辑学构架及康德逻辑学讲义的关联整体上退居次要地位一样。感性论对综合命题的直接定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得先验唯心论的论题能够脱离关于如何阐释被给予物主观性的广泛且多有争议的语境而得到呈现。这如今表现为数学中综合逻辑的附录。康德展示了新理论在科学问题中的深厚根基，正如《批判》第二版前言所阐述的那样。

Veränderter Aufbauplan und Akzentuierung der Synthesis a priori

总体而言，从这部新著作的主题演进中显现出重心的转移。《批判》是以先验感性论开启的。这与理念——特别是其要素论末尾的自由理念——有着精确的对应关系，并维系着先验唯心性的全新理论。而主要著作中从（空间与时间的）新先验现象论通向（在康德道德-原则意义上的）实践的智思实在性的这条主轴，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被抽离了出来，至少其支撑性功能被置于一旁。在此必须注意康德的说明，即《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固然是对《批判》的阐释，但这一预备练习唯有在主要著作的关联中才能被真正理解。随着《批判》被收拢聚焦于先天综合之上，其科学论内涵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知性概念的知识形式便跃居前台。被康德视为形而上学核心的实践论题——上帝、自由和不朽的理念构成了这一尚待阐释的简明公式——退居次席。与此相对，书中增加了关于质料的与形式的自然概念之区分的相对详尽辨析（§§ 14–17）。就质料而言，自然是给定现象的总和；就形式而言，自然是法则的总汇。这一区分属于近代数学与物理学结合所带来的自然科学中经验成分与理论成分的关系。“存在着许多自然法则，我们唯有借助经验才能知晓它们；但现象联结中的合规律性（即一般自然），我们却无法通过任何经验获知，因为经验本身就需要此类法则”（IV, 318）。康德先验论的科学论渊源在此得到了明确的表述。

被称为主要问题第二部分的章节（所谓纯粹自然科学中的先天综合），为理解康德在其《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所蕴含的思想提供了一篇极佳的导引。在为方法论上居于主导地位的科学提供哲学奠基的脉络中，先验哲学构成了新形而上学的条件。《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所勾勒的《批判》的“计划”或理念，包含了一个学科递进上升的序列，该序列同时将综合论题的文化展开描绘为一个逻辑具体化过程。康德从经验观察学科逐级上升到已经自觉预设运动、惯性等普遍概念的自然科学，并进一步上升到对因果性、力、实体同一性具有确定定义的数学自然科学。正是这些先天的有效性形式，在此被极具启发性地称为“在知性中原初生成的概念”（IV, 298）。直观必须归摄于判断形式之下，该判断形式“将经验意识联结在一般意识之中”（IV, 300）。与一切经验相割裂的逻辑形式诱使人们走向超验的（本体论的或神学的）运用（IV, 315）。从经验学科经由所谓一般自然科学的原理直至与之分立的自然的先天形而上学，这种层级递进具有何种功能？先验论确保了内在的合理性作为一切论证根据的终极界限。第二部分以对范畴体系问题的论述作结，这是康德关于该论题最引人入胜、对于先验哲学向黑格尔《逻辑学》推进最具启发性的论述之一（IV, 322 ff.）。尽管康德直接列出了他的判断表与范畴表，但他仍然突出了范畴问题的核心维度：1. 从将数据综合为事态的功能（在判断中）推导出基本概念。2. 所有（根据科学问题现状已臻成熟的）范畴的完备体系，尤其是通过它们在一个功能构架中的相互关系展现出来。这是康德体系中最欠展开的一点，他仅提及了完备性、分类以及源自统一起源的推导。3. 前述关于逻辑有效性类型的区分，康德称之为“认识种类”的区分（IV, 329）。

第三部分探讨了形而上学中先天综合命题的范围与界限，形而上学构成了这样一个领域：预先存在的综合功能的客观实在性无法像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那样，通过直接明证性或经验知识的概括来加以证明。形而上学正如书中所生动描绘的那样，乃是“理性仅仅与自身的打交道”（IV, 327）。哲学学科的终极目标是纯粹实践理性的理念。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而言，并不需要《批判》那样精微细致的探究。康德随后展开了对特殊形而上学三门学科的批判，并仅简要提及了二律背反。各门专门科学将其对力与法则的知识以及技术应用扩展至无限。困扰康德的始终是自然科学开放的理论概念与形而上学旨在确立体系终极性的理论概念之间的对立。他看到的解决方案在于：让哲学一种强调非质料的、纯粹形式的理论概念，去对应自然科学理论理解的质料无限性。这不仅是针对唯理哲学而言的，同样也是针对自然科学的文化功能而言的。自然科学若缺乏哲学的形式理论概念，就会越出自身的界限，开始泛滥并漫游于理论上毫无保障的虚空领域（IV, 350）。这将导致它们走向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对唯物主义与本体论形而上学同时发挥着阻截门闩的作用。这使它与自然科学家的现象论以及17和18世纪的怀疑论联系在一起。在康德看来，唯物主义瓦解了认识行为中、以及人在道德、法权、宗教领域中作为社会存在者的行为中理性自我证成的相互锁合。在所有个体享有同等自律的前提下，这种作为有反思的社会化保障的联结，对康德而言是牢固维系在智思形式的形式实在性（realitas formalis）之上的。

第四部分总结了形而上学作为自然倾向（具有走向独断论设定的二律背反的倾向）与作为科学之间的区分。它呈现了先验哲学的纲领：批判性地克服以往形而上学与唯物主义的主要脉络；通过先验论与现象论的结合将问题转化为理性追问，从而实现综合性的解决。“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凡是品尝过批判滋味的人，都会永远对一切独断论的废话感到厌恶……批判之于通常的经院形而上学，正如同化学之于炼金术，或者天文学之于占卜星相学”（IV, 366）。若缺乏先验探究，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凭借所谓常识的寻矿杖”来裁剪形而上学。对不同理论体系的逻辑有效性条件做出批判性判定所具有的特定合理性，属于文化的启蒙自我理解。先验唯心性的新理论旨在终结自然形而上学反思的时代，亦即终结日常实践观念与未经辨析的方法论-系统观念之间那种非批判的含混交融。康德的先验论承载着理论具有超个人客观性的公设，从而将系统-理性的理论能力与直观体验式的思想建构标准彻底剥离开来。这正是康德批判将感性受限领域与理性领域混为一谈的深意所在。那种带有扩展性论证的自然世界态度——即认为这种态度是凭借自然赋予所有人的、或是通过上帝作为精神存在根据赋予所有人的——已不再足以让人将自身理解为主体人格，也不足以让文化被理解为不断创造包容性意义领域的进程。康德拒绝了在文化自我理解中基于感受和信仰确信对自然世界意识进行简单扩充或拔高的倾向。他洞察到这些倾向是特定文化秩序形式的传统对意识的束缚。数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格自由的个体对社会生活形式进行精确法律化规范的要求，一方面果断精准地界定并确保了人类社会化过程中的反思条件；另一方面，要从日常实践的、在未加反思的传统中引导的意识上升为自我意识，近代社会在科学中作为其现实存在之特定观念概括成就所赢得的那些超个人的方法论前提，也必须纳入其中。对一切理论与实践行为进行先天论证的方法论形式主义构成了康德重塑欧洲哲学的基本思想，它准确地表达了这一事实。分化成熟的理论与实践社会化行为的论证成就，乃是复杂社会历史进程的产物，决非“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所能企及乃至取代的。因此，康德谈到了作为一切知识类型与行动类型的先天前提和应用条件的正式“批判”科学。在先天的前提中，既表达了对人类社会化所已发生的高阶反思这一无可回避的事实，同时也表达了剥除社会生活过程那种天然自发性假象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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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编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5）

本书的成书过程

关于道德哲学之分析性奠基的问题，自1760年代中期起——亦即远在《纯粹理性批判》（KrV）之前——便一直萦绕在康德心头，并且与批判经院形而上学的意图一道，构成了新型先验哲学的另一个核心源头。该书的形成史源于康德早在1765年致朗伯信（1765年12月31日）中便已透露的构想——即建立一部由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组成的新型二分体系，并且最终与《实践理性批判》（KpV）的成书过程交织在一起。实践理性的批判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原则”中展示其与理论合理性的统一，“因为归根结底只能是同一种理性”，它仅仅在应用上有所区别地运作（IV, 391）。但在方法论上，这属于一个较晚的步骤（即使1787年《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也尚未完成这一步）。序言宣告这部新著作的核心目标是：针对康德意欲奠定基础的新型普遍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的整个主题领域，提供大众通俗易懂的阐释。在经历了《纯粹理性批判》初版反响不佳的惨痛教训之后由《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所开启的这种阐释性过渡步骤，在此得以继续推进。

事实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Grundlegung）的表述方式最鲜明地展现了先验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康德在此并非从先天的逻辑形式法则出发下降到经验给予物，而是从日常实践中直接的动机出发，经过理论反思的中间阶段，逐步上升到普遍道德法则的逻辑形式。与在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的诸《批判》中为科学目的而选定的先天形式规定阐述方法相比，在此所描绘的是真实意识通向对行为准则进行系统反思之必然要求的道路。

在理论与实践合理性的先验理论构撰过程中采取这一过渡步骤的一个契机，可能是康德希望对加尔韦于1783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道德哲学著作《对西塞罗〈论义务〉各卷的哲学评注与专论》（Philosophische Anmerkungen und Abhandlungen zu Ciceros Büchern von den Pflichten）作出批判性回应，并借此良机展现先验哲学方法的效能。哈曼一如既往地在其书信中热衷于打探关于康德的消息，他报告称康德正在撰写一篇批判加尔韦的文章（屡次致信赫尔德，1784年2月8日、1784年2月18日；《哈曼文集》[Hamann’s Schriften]，第6部分，柏林 1824，第373页以下；参见 AA IV, 626以下）。哈曼称自己八天前拜访过康德，看见他正在研读加尔韦，甚至推测康德想通过一篇“反加尔韦”的著作来为加尔韦-费德针对《批判》所写的那篇书评一雪前耻（致舍夫纳信，1784年3月15日）。然而在《奠基》中并未出现任何直接的指涉，哈曼的说辞且付阙如。与加尔韦乃至一切经验论伦理学的实质性分歧在此展现得更为有力，因为经验论道德哲学被纳入了一个发生学的问题框架中，并被揭示出其内在的自相矛盾。序言仅仅将实践先验理论与沃尔夫的一般实践哲学（Philosophia practica universalis，2卷本，1738/39年，区别于《道德哲学即伦理学》Philosophia moralis sive Ethica，5卷本，1750–53年）划清了界限，后者在方法论上曾被置于道德哲学之前。或许康德是在同时或间隔极短的时间里撰写了这两部关于先验方法的通俗阐释著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与《奠基》（参见哈曼致哈特克诺赫信，1783年1月11日）。该书高度凝练的思想脉络，使得针对加尔韦展开论战的意图实际上显得并不明显。然而毫无疑问，此书旨在展示先验逻辑方法的必然性与效能，正是该方法首次使一部此前实际上从未存在过的道德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像加尔韦那样的经验论道德哲学的内在矛盾在此仅仅构成一个附带的契机。真正的课题在于将内在的合理性奠基拓展至行动概念的社会性内涵。唯有凭借关于普遍行动准则的形而上学，才能在摒弃经验-自然主义动机与价值本体论之超验性的二元对立的前提下，阐明其合理性。唯有如此，先验逻辑原则才能得以贯彻：即不是从人类学角度对质料性意图进行体系化，而是确定行动意图之社会特质的形式法则（对此亦可参见耶尼施致康德信，1787年5月15日）。该书出版后，哈曼“在数小时内”（借用希佩尔的样书）读完了全书，并致信赫尔德写道：“此处谈论的不再是纯粹理性，而是另一个脑中幻象和偶像：善良意志。即使康德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我们最敏锐的头脑之一，但遗憾的是，这种敏锐成了他的恶魔，正如莱辛的敏锐之于莱辛一样；因为新的经院哲学与新的教皇制，正是我们这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纪的两只弥达斯驴耳朵”（1785年4月14日；《哈曼文集》，第7部分，莱比锡 1825，第243页）。

正如书名清晰所示，该书是《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的预备著作。康德不仅在加尔韦那里，而且在当时整个繁荣的道德哲学文献中，都看到了对道德科学的一切基本概念进行分析性处理或如他所乐称的“解剖”（Zergliederung）的必要性。该书的前两个部分正是完成了这一任务，规定了善良意志、敬重、道德法则、命令式、出于义务意识的行动（区别于仅仅合乎义务的行动）等概念。第三部分则旨在给出定言命令的演绎，亦即对一项基本且无条件的行动诫命之有效性的逻辑奠基。对日常实践语言以及随后的经验论道德哲学语言的分析性剖析，同时旨在对康德的形而上学概念进行通俗易懂的导论性阐释。《奠基》最终展示了“批判”的核心意义，即澄清流传的概念并抵御不精确概念的僭越。

康德用一句评注指明了他对抽象先验理论层面与具体或经验理论层面所作的严格区分具有广泛的文化关联：“一切行业、手艺和技艺都因分工而获益”（IV, 388）。数理自然科学与先验哲学被置于分工的文化抽象化过程之中。经院形而上学（其对逻辑上可能的存在与经验上现实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未作澄清）以及经验论，皆显现为方法论上过时的思维形式，对应于一种行动合理性尚未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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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önecker, D./Wood, A.: Kants Grundlegung, Paderborn 2002.

现象学-发生学的阐述方法

在康德所有先验预备性著作与形而上学系统性著作中，该书以其现象学-发生学的结构脱颖而出。各具体步骤的标题为：1. 从普通的道德理性认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认识。2. 从通俗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3. 从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该书提供了一种道德意识的现象学（其表现形式的相继演进），它以最初的日常实践道德意识为切入点，揭示其内在的自相矛盾，道德意识由此过渡到道德理论的反思。后者在扩展的形式中再现了这些矛盾，并为了消解矛盾而最终被推向一般实践合理性的理论。该书的方法是一种内在的辩证问题演进脉络，借此它抵达了《实践理性批判》（KpV）的问题设定，亦即在发生学上“自下而上”地生成了这一问题设定。康德将其称作“沿着自然阶梯逐步推进”（IV, 412）。其道路从直接的情境性意识出发，经过消解体验领域的各阶段，走向所有特殊道德准则借以被综合的逻辑形式。康德从人们对《纯粹理性批判》（KrV）的不理解中认识到，其体系（由先验逻辑—形而上学体系—应用哲学学科—专门科学构成）未经注释的原初脉络是多么难以传达。因此，他采取了一个方法论上的过渡步骤，再次回溯到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思维的出发点情境，并插入了一段关于先验哲学之必然性的发生学论证。康德将分析性地上升以确定最高原则、再综合性地下降回到具体的日常实践准则，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双重步骤”（IV, 392）。

该书方法论路线的关联，在向后回溯上与柏拉图相通，在康德理论的未来演进上则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07）相呼应。在柏拉图《理想国》（Staat）第六卷末尾，可以找到古代辩证法形式中这种分析-综合双重步骤的表述：从作为“假设，宛如踏脚石和攀登支撑点”的经验命题出发，“以便前进至无前提者并到达整体的真正开端；而在把握住它之后，……便再次下降，完全不再借助任何感性感知之物，而仅仅依据概念自身的内在联系使用概念，并以概念来终结”（《理想国》Politeia 511）。柏拉图在此描述了经验给予的实在向系统逻辑结构的转化。黑格尔论及《现象学》的方法时表示，它描绘了“自然意识通向真正知识的道路”，或是“灵魂穿行其一系列形态的道路——这些形态作为由其本性所预先规定的驿站——从而使自己净化为精神”（《精神现象学》，载于《黑格尔著作集》，第3卷，法兰克福 1970，第72页）。

（I）先验-形而上学方法与（II）现象学-发生学方法在道德-实践先验主义与经验道德意识及文化科学专门学科之关系中的路线，可概括勾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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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on, H. J.: The aim and structures of Kant’s GMS, in: PhQ 8 (1958), S. 112–130. – Henrich, D.: Das Problem der Grundlegung der Ethik bei Kant und im spekulativen Idealismus, in: Engelhardt, P. (Hg.), Sein und Ethos. Untersuchungen zur Grundlegung der Ethik, Mainz 1963, S. 350–386. – Ders.: Über Kants früheste Ethik. Versuch einer Rekonstruktion, in: KS 54 (1963), S. 404–431. – Gamm, G.: Zu Kants Idee einer praktischen Vernunft, in: Apel, K.-O. (Hg.), Praktische Philosophie, Ethik, Frankfurt/M. 1980, S. 180–196. – Ebeling, H.: Kommunikative Voraussetzungen der Ethik Kants, in: Apel (Hg.), S. 196–198. – Irrlitz, G.: Moral und Methode. Die Struktur in Kants Moralphilosophie und die Diskursethik, Baden-Baden 1994. – Kraft, B./Schönecker, D. (Hg.): I. Kant, GMS, Hamburg 1999 [Einl. S. VII–XXXIX; m. umfangr. Bibliographie].

第一节 卢梭困境的消解

该节独立成篇，阐明了一般实践行动的形式理论之必要性。康德以卢梭关于“自然”社会化与文明社会化之关系的理论为出发点。科学与工艺的开化带来了日益加重的劳苦，却未带来更多的幸福。最终，人们对已被克服的简朴（与原始）反而艳羡多于轻视（IV, 395f.）。然而，康德从现代市民社会的“卢梭困境”中提炼出了该社会的问题及其文化功能。在《反思录》中写道：“卢梭关于科学的危害以及人类不平等的论述完全正确，但这并非要求回到过去，而是以此为鉴，以便在通向完善的道路上着眼于自然目的，从而使那种人为的建制日益与自然秩序相一致”（Refl. 1454；关于卢梭，参见 XV/2, 890, 896; VII, 326; XX, 14, 30, 43f., 56f.）。既然理性与局限于自然需要视域的直接生活实践已陷入对立——康德将其重塑为抽象的程序合理性从经验行动中的脱颖而出——那么关键就在于考察理性与一般道德善良意志的关系，而与意志可能的质料性规定无关。康德指出了其伦理学转向形式主义的一个历史前提：市民阶级的个体私有制与人身自由权利，导致随着自身责任而展开的个体利益与全体公民的福祉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由此才首次产生了关于单个人的尊严与人类之间关系的普遍主义法权概念之可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将人格自身的观念性设定与所有享有同等自主责任的法权主体之类存在之间的这种基本关系，确立为“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康德将这一宪法学原则普遍化为先天的逻辑形式，启蒙运动所谓普遍人类理性的所有方面都必须统摄于其下进行综合。从市民个体性与文明进程的现实对立中，衍生出了康德普遍道德法则的整个问题域。所有具体的、亦即所谓的幸福论标准，都被纳入一个方法论上普遍化的程序之中。康德先天的实践理性道德法则承认：文明进程作为一种物化的力量，已经脱离了个人的体验可及性与个体责任。道德法则凭借其具有理性明见性的义务公设，同时包含着通过先验唯心论形态下的纯粹实践理性逻辑形式法则，由观念上的总主体重新占有分化为固定的法权、经济、道德、宗教领域的社会生活过程的要求（IV, 400）。

I. 形而上学系统体系

预备性先验哲学
（实践理性批判 K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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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编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1786）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

从普遍哲学（philosophia generalis）由本体论向知性分析论的改造中可以看出，《批判》的范畴表与知性原理是针对具体的各门具体科学而设立的。因此，一门自然形而上学实际上所能提供的，无非是实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就此而言，该书的书名完全切合哲学与各门专门科学之间的新型关系。康德称之为“理性物理学”（以区别于数学物理学和对自然的经验观察，III, 547）的自然形而上学，其理论功能何在？在《批判》的“建筑术”一章中，它被归入特殊形而上学之中。《批判》指出，在“真正的（经验的）物理学”之前，应当先有“纯粹（或理性）物理学”（physica pura [oder rationalis]）的命题，该学科“完全配得上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被单独建立起来”。这类命题包括：物质之量的恒常性、惯性定律、作用与反作用的相等（III, 40）。与一般的知性分析论相比，这里涉及一种特殊类型的先验主义（Apriorismus）。《批判》的第一版表述了经验的第一类比：在现象的变易中，实体作为对象本身是持存的。变易只是对象存在的一种方式（IV, 124）。在第二版中，康德精简了表述并补充道：在自然变易中持存的实体之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III, 162）。这无疑是一个立足于自然科学的命题。康德曾深入研究过莱布尼茨、惠更斯、雅各布·伯努利与丹尼尔·伯努利关于“力的守恒定律”的前史。为了《批判》的一般先验主义，康德的表述舍弃了力的守恒，并将莱布尼茨反驳牛顿时所主张的这一自然科学原理简化为物质之量的守恒。尽管如此，该命题或许更应归属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批判》中知性原理的体系记录的是涉及量、质、因果性等更为普遍的原则。经验的第三类比恰恰没有论及

“作用与反作用的相等”，而只是确认：空间中一切同时并存的实体都处于“普遍的交互作用之中”（III, 180）。因此，在康德的先验主义中，必须将一般的先验逻辑层面，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作为“理性物理学”所勾勒的最普遍的出发命题区分开来——而后者只有在预设了经验对象的直观以及实际存在的自然科学的前提下才能被思考。

对康德而言，设立一门独立的自然形而上学的必要性，源于他在逻辑学讲座中详尽探讨的“认识的逻辑完满性”（logische Vollkommenheit der Erkenntnis）理念。就量而言，认识的逻辑完满性在于概念特征的完备性以及概念应用视域的完备性；就关系而言，认识的完满性在于认识的真理性。真理兼具质料与形式两个方面。在质料方面，认识必须奠基于经验-感性之上。“形式真理仅仅在于认识与自身的符合，完全抽象掉一切对象”（IX, 51）。因此，形式标准就是形式逻辑的标准以及先验逻辑的应用条件。这也正是需要一门独立形而上学的决定性关节点所在。《批判》的先验预备学完全旨在为各门专门科学的普遍有效性与客观性奠定基础。所有具体学科都受制于对现象世界的对象性-感性观察。因此，《批判》的逻辑形式法则仅在经验-相对断言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在经验-质料的领域内，人们可以在某些自然科学中获得必然的认识，即通过在空间与时间这两种“纯直观形式”内部进行数学构造。这发生在数学物理学之中。因此，康德将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称为“真正的自然科学”（IV, 468）。然而，若没有前置的形而上学，它们便无法完全确立自然科学命题的无条件有效性。原因何在？因为数

学受制于认识的感性/直观完满性（在理论直观的意义上，而非艺术-审美的意义上）。如果自然认识仅仅通过数学来奠基，就会出现一个缺口，使得通过先验逻辑的推论性（diskursiv）知识奠基在此失效。唯有推论性的思维方式本身，才能够统一地为所有理论的、实践的和审美的有效性形式奠定基础。

《纯粹理性批判》构成了对科学的逻辑可能性问题的形而上学回答。它指出，给予我们的对象只有在特定的范畴原理下才是“对我们而言”的对象，并以标志着科学特征的方式变得可被清晰表述——即带有一种普遍有效性的倾向。由此，伴随着对自然科学范畴论的需求，便产生了通向理性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物理学以及非数学自然科学的精确具体化步骤（Spezifikationsschritte）的任务。《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的前言对这一与先验逻辑相交织的具体化问题进行了详尽阐述。先验逻辑的展开主题在此得到了最为透彻的处理。整部《批判》作为预备学，都是朝向形而上学体系（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而构想的，而这些体系反过来又保障了推论性专门科学的可概括性。由此，形而上学体系本身构成了对《批判》正确性的印证，并且首先实现了《批判》的真正意义。康德在《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前言的结尾处表达了这一点，而这一段落对于理解他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自我理解同样至关重要。自然形而上学“实现了”先验哲学，因为它为作为“单纯思维形式”的先验哲学“赋予了意义与指称”（IV, 478）。必须注意在以下三者之间精微的中介步骤：（1）先天的逻辑形式；（2）数学的定量形式化（它只能关涉“纯”直观，而不能关涉对象的客体-感性实在）；以及（3）直接观察到的事件（这些事件本身根本无法直接构成理论抽象的对象）。如果人们肯费心深入康德那精微的实际问题脉络，许多看似言之成理却轻视先验主义的康德诠释本是可以避免的。

针对康德的自然形而上学（正如针对《批判》中的知性原理一样），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曾提出异议，认为这里呈现的并非先验主义，而是对科学史某一特定阶段的绝对化。自然解释的一般逻辑形式——过程、因果性，以及诸如法则性、偶然性、可能性等其他决定方式——无疑是人类占有自然的原初形式，即把经验上可观察的事件序列转化为科学语言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先验主义是无可争议的。另一个问题则涉及范畴的实质内容建构。它必须随着科学本身的发展而演进，就此而言它是历史的合力产物。康德并未对此展开论述。他对先验主义的理解是非历史的。在常被视作先验主义之现代替代品的科学哲学的语言分析理解中，同样存在着一个先天的形式投射场域，用以将经验事实转化为可概括的清晰表述。人们可以把康德关于基本概念之“原初获得”（参见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章，第157页以下）的思想，与先验主义诠释中的科学史维度联系起来。在康德那里，这种科学史维度在原初获得的现象学先行把握中虽未被明确思考，但已然蕴含其中。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基对于专门科学的研究本身而言并无直接意义。这一点康德本人也曾明言。在有限的范围内，它在此至多只能服务于实验的提问方向以及一般解释的开放性。然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了一套基本概念的体系，各门学科正是借助这些基本概念传达出一种文化自我理解，即人类置身于一个根基稳固、可靠的世界之中。这些概念实际上并非存在形式，而是把握自然、使我们在精神上进而也在技术上在自然中活动、并能够将“社会/自然”的物质代谢过程实现为社会之稳固物质基础的逻辑网络。康德深具远见地坚信，对自然科学进行哲学澄清，首先可以说是科学家自身的一种智识荣誉所在。因为他们使用的概念并非取自自然观察，而是由思维自身所赋予的。怎能对这一点弃置不顾、任其晦暗不明呢？自然形而上学构成了一门特殊的范

畴论。其意义超越了单纯对自然科学的关涉。因为其次，自然科学哲学将这些学科与它们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联系在一起。文明的物质基础深深植根于自然知识之中。这对文明发展的一切阶段都适用。康德的自然形而上学在方法上重构了18世纪专门科学所主张的某些成果的绝对性。

基于沃尔夫形而上学中“几何学方法”（mos geometricus）的传统，康德详尽探讨了哲学对于各门科学所具有的、不同于数学的意义。《批判》以及诸多“反思札记”（例如 Refl. 5277）的核心思想在于：形而上学“无法使其概念直观化”。这正是数学学科所履行的职能。但数学并不提供科学理论之形式条件的终极推论性奠基。康德将自然科学中范畴结构的独特功能，理解为揭示自然的一切可能性的智思根据。自然科学需要一个“纯粹部分”——这正是对自然形而上学的确切称谓——以便能够区分出何者作为这些科学的先天要素具有无条件的确定性，何者使它们在相同的普遍逻辑形式法则下与其他一切学科相通。在康德看来，自然科学的“纯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问题正在于此，因此它也被称为“按方法运用的形而上学”（IV, 524）。必须将经验上可变的部分与不可变的部分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借助数学定量化在直观中呈现。（康德将数学形式化与直观性普遍联系起来的做法，实际上仅切合初等数学方法。）因此，这严格说来并非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而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并且正如在下一节中进一步展现的那样，实际上仅涉及物理学的某些特定分支。康德强调的重点是：我们并非摹写事件与对象，而是构建出智思事态，这些事态是我们从经验给予的外在现象中构造出来的。我们为可控的外在过程创造了逻辑模型。康德极其彻底地由此推导出“就方法而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单独且完整地阐明这一关联（IV, 469）。通过

将逻辑要素与经验要素区分开来，既阐明了理论演进的无限开放性，也确立了所有理论不可剥夺、始终潜在存在的统一聚焦点。若考虑到文化中非自然科学的观念体系内部可变要素与规范性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一项极高的成就。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所关涉的不仅是各门科学，而且关涉人本身以及对人在世界中地位的理解（只要这种理解是由自然科学所中介的）。我们置身于一个在被给予的对象本身中受到多重决定的世界之中。这是康德的主张，它在费希特那里以及后来带有不同指向的叔本华那里遭到了令人侧目的拒斥：经验的所谓感觉数据在现象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独立于意识的实在。我们仿佛将我们的数据和逻辑常项的网格覆盖在这一真实世界之上。康德同样拒绝了泛神论的（斯宾诺莎、歌德、谢林式的）观点，即认为我们对自然的直观接纳和逻辑呈现道出了自然的一种客观精神本质。康德将这种关于世界与智力之间包容性亲缘关系的理念仅仅视为神秘主义的狂热。至于唯物主义的解释——即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自然是因为我们自身就是物质现实的特定组成部分——对他而言同样是被排除的。这些替代性立场再次表明，作为自然科学哲学的这部分系统形而上学，与何等深远的问题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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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体系学

该书前言对康德的科学体系学作出了最为详尽的阐述。在17和18世纪科学内部数理自然科学学科与经验学科发生强烈方法论分化的背景下，这一主题相比当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康德依然处于“按科学方法探讨的科学”（scientia methodo scientifica pertractata）与“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即可概括的学科与经验描述性学科——这已然形成的划分之中。古老形而上学关于作为逻辑可能之存在的本体原则（principium）与就此原则而言在逻辑上偶然的经验现象之间的区分，在此发挥了作用。在康德那里依然表述为：在形式意义上，自然是“凡属于一物的可能性之物之内部原则”，在质料关涉中，自然则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只要它们能够成为我们感官的对象”（IV, 467）。但康德通过这种区分所指的，乃是前述理论构想的智识构成与非主观创造、而是客观给予的现象之间的分离。针对先是赖因霍尔德、继而是费希特所推导出的结论——即所谓的直观亦为主体要素——康德予以坚决拒绝：他指出，直观就形式而言固然是主观的，但在内容上绝非由我们所编织，而是独立于意识被给予的，必须不可逾越地留给深入事物本身的科学研究。

《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的体系化专门记录了呈现“经验中的认识（具象地/in concreto）”（III, 547）的自然科学学科。康德在《批判》的“建筑术”一章中将这些自然科学称为“内在生理学”（immanente Physiologie），以区别于“超验生理学”（III, 546）。同样，他也区分了内在心理学与超验心理学。因此，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自然形而上学除了总览图中所展示的学科之外，还包括理性宇宙论这些超验学科，并在特定关联中也包括理性神学与理性心理学。在一部具有完全独特主题展开的著作中，如《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并未呈现这些学科。康德是在其形而上学讲座中处理它们的。这有其历史原因。即便在他晚年讲座规定有所放宽的情况下，他仍遵循教科书的传统划分。在《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这些属于超验自然形而上学的部分自然没有出现。这揭示了形而上学讲座对于理解康德主义的局限性：它们也包含不再属于康德自身思想发展的论述。

在关于确立自然科学哲学乃不可推卸的理论责任这一思想之后，康德关于真正自然科学与非真正自然科学的区分最为引人瞩目。其中在历史上已过时的，仅是认为某些学科永远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这一观点。“……因此化学只能是系统的技艺或实验学说，但绝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因为化学的原理纯粹是经验性的，不允许在直观中进行先天的呈现”（IV, 471）——亦即无法进行数学定量化！他认为，存在着一些无法应用数学的现实领域。“但我断言，在任何特殊的自然学说中，所能包含的真正的科学，只能与其中所包含的数学一样多”（IV, 470）。毫无疑问，康德通过其严格的划界对自然科学内部不同理论层面所作的层级剖析是正确的。所谓的真正自然科学的特征在于，在不可或缺的经验数据之外加入了一个确然的要素，该要素是智识性的，但非逻辑性的：即直观的数学构造。对数学智识性与逻辑智识性的区分

自然科学的体系学

graph TD
    A[预备学  
KrV, KpV, KU  
分析的方法] --> B[要素论：可能对象的先天概念  
方法论：纯粹理性体系的形式条件 (III, 465)]
    B --> C[»纯粹理性体系« (III, 543)  
综合的方法]
    C --> D[»按方法运用的形而上学« (IV, 524)]
    D --> E[道德形而上学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道德形而上学]
    D --> F[自然形而上学  
(»理性生理学«)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遗著]
    E --> G[德性论]
    E --> H[法权论]
    F --> I[理性物理学  
(外感官)]
    F --> J[理性心理学  
(内感官)]
    I --> K[I. »真正的自然科学« (IV, 468)  
(cognitio ex principiis)  
数理自然科学]
    J --> K
    K --> L[II. 非真正的自然科学  
(依据现象中的法则)  
化学、经验心理学、人类学]
    L --> M[III. historia naturalis  
(cognitio ex datis，经验整理的事实)]
    M --> N[自然描述  
生物学]
    M --> O[自然演化史：  
地理空间/地质时代  
中的自然现象、  
物种起源、  
在地球上的分布]




范畴联结法则性的这一特征——其推论性自豪恰恰在于无力进行直观呈现——构成了康德自然科学哲学的一个深刻论点。自然科学的对象并不穷尽于数量关系。测量所测量的始终是“某物”，而该物绝非测量本身。广延、时长、温度、压力、辐射、波长等，彼此之间是不可还原的，并且构成了数量的基础载体。

康德极具理由地将理性物理学置于数学物理学之上。特殊的范畴论实际上也正是在此介入。它同样构成了康德自然形而上学的真正对象。

康德主张一种科学的模型论。我们并非如18世纪经验论所认为的那样，把外在过程摹写为内在意识过程；而是以知觉数据为基础，通过我们先在的数学与逻辑综合创造出智识模型。康德基于化学的实验方法而认定其具有经验性质的观点表明，他预设了一种狭隘的实验概念，并且对自然科学中数学维度的发展前景缺乏自觉。他由此落后于当时化学已经达到的前沿水平。对于数理自然科学而言，他将实验视为哥白尼式转向所赖以构成的综合-建构方法的标志：“在可通过实验得到证实或证伪的东西中寻求纯粹理性的要素”（III, 13）。实验仅仅是物理学家或天文学家此前已完成的智识综合的后续检验程序。艺术史与科学哲学家 E. 温德（E. Wind, 1934）在一篇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杰出著作中探讨了这一点。

在康德关于自然科学理论的反感觉主义模型理解中，包含着现象与物自身之区分这一标志性定理。凭借物自身思想，康德是一位实在论者。我们的智识模型关涉的是向我们的知觉显现的、独立于意识的复杂实在。正是通过这条物质轨道，通向实在的全部直接通道才得以完成。但它通向的是关于真实世界的局部的、因而是不完备的——但非虚假的——信息。凭借我们的“感性”，我们自身就是外在物质实在的一部分。由于人类的感性构成，人无法直接把握各个实在领域的整体，而只能通过智识模型建构来领会。在此过程中，数学构成了最有效的工具，将与物质世界的局部直接联系提升为模型建构的第一阶段。数学通过其所谓的纯直观媒介，构成了内在质料性（我们的知觉）与逻辑智识性之间的纽带。康德在应用学科的意义上理解数学。这源于自17世纪以来数学与物理学的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根据直到19世纪末一直盛行的观念重塑了自然科学，即这些学科在观察与实验数据的基础上以数学方式表述恒常的数量关系。由此，康德假定了某些学科的终极有效性，

他将这些学科称为真正的自然科学。它们的有效性实际上也未被直接推翻，而是其适用范围（例如相较于相对论物理学而言）受到了限制。

《形而上学初始根据》构成了《批判》之科学逻辑的直接延续。知性原理的体系如今通过这一所谓理性物理学对物质、运动、静止、充塞空间、力等基本概念的定义，被应用于可观察的物质过程之中。为此，康德回溯到原理在范畴表中的起源。自然在形式上必须按照量、质、关系和模态这四类范畴来思考。由此得出了各门初等自然科学的学科群，它们分别把握运动的不同方面：a）作为纯粹量（Quantum）的运动：运动学（Phoronomie，源自希腊语 φορά，phorá，冲势、运行、一般的快速运动，以及 νόμος，nómos，法则；即今日之运动学 Kinematik）；b）作为原初动力的质（Qualität）且为物质本身所固有的运动：动力学（Dynamik）；c）处于关系（Relation）之中的动力：力学（Mechanik）；d）作为将显现的物质属性关涉于我们表象的模态（Modalität）的运动-静止变易：现象学（Phänomenologie，IV, 477）。在完全的范畴先验主义的逻辑化形式中，在此探讨的是动力学的、自运动的（非演化论的）物质的存在方式，正如《宇宙发展史概论》（1755）此前已将其扩展到宇宙依据力学法则从物质微粒中生成的发生学维度一样。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并未作为公理或原理展开，而是作为连续编号的“说明”（Erklärungen）展开。它们是关于基本概念的定义：物质是……、运动是……、静止是……等等。随后——尤其在动力学和力学中——在这些说明之后附有具体化的定理。整部自然形而上学乃是对自运动物质概念的持续具体化。论述从最基本的要素（运动、静止、空间点）走向日益具体的内容。在动力学阶段：通过力充塞空间、吸引、排斥、不可入性、无限可分性，这同时对应于按照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诸范畴所规定的物质之质。力学凭借其关于一切运动中物质质量守恒、原因与结果中运动强度的对应性、以及作用与反

作用相等的这三大基本定律，对应于实体/偶性、因果性/依存性、交互作用这些关系范畴。随后，现象学从显现物质的经验知觉维度出发，按照可能/不可能、存在/非存在、必然/偶然这些模态范畴，同时结合此前探讨的运动学、动力学、力学诸学科，规定了运动的模态。

判断表与范畴表的理论内涵以及《批判》中知性原理的逻辑体系性，唯有在自然形而上学中才完全展现出来。预备学正是朝向这一具象化而构想的。康德的体系概念在最重要的要素上——例如逻辑与语义的完备性、理论各组成部分的一致性标准——依然有效。康德关于认识论完备性的强标准在今日受到了多方质疑。在他那里，该标准从属于从思维的统一功能性出发为自然科学理论的体系性奠基。在此，当代的多数科学哲学假定了理论出发命题的独立性，而康德则试图通过先验主义将它们联结起来。康德将自然科学理论的外延扩展的体系性，奠基于先天逻辑功能之内涵体系性的穷尽完备性之中。数学形式化仅仅添加了一个呈现性的智识要素。这一观点在今日已不再为多数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所赞同。康德有时甚至被视作脱离自然科学实践的独断论者。在自然科学家中，往往是由应用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代表掌握话语权，他们常常甚至认为某一特定定理的严格理论证明是没有必要的。如果对特定现象领域的解释行之有效，证明就是多余的；如果解释行不通，那么以理论证明的更高形式寻求验证也无济于事。这种观点源于一种被缩减了的真理理解：真理究竟为何物在根本上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模型的实用性——即采取实用主义的理解。康德将这种实用主义的客观性概念称为唯心论。他将其视作在抵御拒斥认识相对性的柏拉图式或唯物主义独断论时被绝对化了的怀疑论。“唯心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

怪念头，它走得比唤醒思维所必需的限度还要远。哲学家与神学家的遭遇如出一辙”（Refl. 5642; XVIII, 282）。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代表了对自然科学操作程序的绝对化。与康德非实用主义-主观主义的真理概念必然相联系的，是逻辑上完备奠基的意图，康德在一般范畴论（第一《批判》）、当时数理自然科学的特殊范畴论（《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以及关于有机自然的科学（第三《批判》）中贯彻了这一意图。康德关于自然科学认识之体系完备性的认识论标准，纯粹功能性地扎根于逻辑综合之中。

康德在其体系学中道出了自然科学思维的新力量。他在其“按方法运用的形而上学”内部，发展出了哲学史上最具雄心、完全立足于当时科学问题处境的范畴论之一。在《批判》中，“认识的体系性……乃是认识基于一个原则的关联”（III, 428）。这不再像早期宇宙论那样从本体论上——从宇宙的基本、统一的初始条件出发——来理解，而是从对所有单个合理性活动的统一化诉求出发来理解。在这项统一性公设中，同样蕴含着如皮尔士本人那类更深邃的实用主义者的形而上学关节点：此时，所有认识活动无限对称的逻辑标准构成了一切可验证之个别断言的前提。在范畴的先天联结法则性中实现的体系性，在康德那里同样并非源于范畴自身，而是源于超越其上的关于一切认识之关联的“理念”。范畴此时犹如只是生成原则，预设的体系整体正是依此原则得以实现的。B. 法尔肯堡在追溯康德体系概念的根源时，指出了其在逻辑学讲座语境中关于“概念划分的最大值”的思想，该思想在这一点上坚持了莱布尼茨关于通过概念特征的完备性来规定概念统一性的公设（参见 Falkenburg 2000）。体系概念的三项标准——同质性、具体化、诸要素的连续性——在康德的自然科学体系学中得到了鲜明体现。这一体系学旨在展示：

从《批判》的内涵逻辑层面出发，在一种基本力（万有引力）的基础上，直至经验描述性学科，贯通的外延关联是具有实现可能性的。在经验过程的直观中无法找到科学体系学的图式。因此，这种体系学的“类似物”（Analogon）只能在“知性认识在一个原则下的最大划分与最大联合之理念”中找到（III, 440）。这也将自然形而上学在更广泛的脉络上引向了道德-实践的理性理念。通过“理性物理学”的形而上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世界概念以及道德-实践的自由理念之间的关联得以开启。

《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的体系学依然基于康德早期著作的目标，即将先验哲学与数理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在此期间，康德确信沃尔夫普遍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的分析方法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但关于认识论完备性的强标准，无疑可追溯至沃尔夫普遍形而上学的体系原则。康德希望在其知性分析论的前提下，同样实现沃尔夫从逻辑与本体论的同一性中自然得出的成果。他认为这对于确立自然科学相对于文化中非科学的有效性诉求的自主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当代的科学哲学文化相对主义——例如当时引起广泛讨论的 P. 温奇的理论（《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1958, 111980）——不仅使科学理论的标准相对于非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对化，而且在科学史内部也使这些标准相对化。

人们不能忽视在康德自身对自然形而上学这类理论的理解中所具有的纯形式特征。自然科学的真正领域在于形成经验上可用的概念。它们构成了观察数据与范畴功能之间的能动中介。从直观与经验概念形成中，实际上也产生出了这门自然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它们是对基础逻辑框架的现实化，而一切经验概念正是在这一框架内被形成的。构成《形而上学

初始根据》四个部分（外加若干解说）的基本概念，其动力来自于所谓的直观，亦即来自于对物质世界本身的观察。尤其是模态范畴（可能性、存在/实存、必然性）正是由直接直观所现实化的。问题在于，还有哪些经验概念必须介入其中。康德记道：“人类知性无法纯粹从一物的概念出发先天地认识到任何存在”（Refl. 5755）。这同样不可能单凭纯直观来实现。康德始终从对经验现实不可能具有智性直观这一视角出发来阐释模态范畴。人类知性被强调的“有限性”，指的正是将科学合理性作为社会文化基础的必要性。形而上学追问的是：思维究竟引入了哪些基本概念以构建自然科学理论。这些基本概念本身当然不能成为它们所要统摄的理论过程序列中的要素。因此，康德称它们是先天的。但这里的奠基并非从范畴与知性原理出发，而是从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出发。物质概念在描述的逻辑体系中预设了运动、静止、力等概念，这显然预设了对物质对象的观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也应理解康德关于先天功能之“原初获得”的论点（参见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章，第157页以下）。K. 克拉默（K. Cramer, 1985）将这一对理解康德先验主义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非纯粹的先天综合判断”问题进行了探讨。

文献

Adickes, E.: Kants Systematik als systembildender Faktor, Berlin 1887. – Duhem, P.: Ziel und Struktur der physikalischen Theorien (1908), Hamburg 1998. – Planck, M.: Die Einheit des physikalischen Weltbildes (1908), in: Ders., Vorträge und Erinnerungen, Darmstadt 91965. – Dingler, H.: Das System, München 1930. – Wind, E.: Das Experiment und die Metaphysik. Zur Auflösung der kosmologischen Antinomien, Tübingen 1934. – Dingler, H.: Das physikalische Weltbild, Meisenheim a. Glan 1951 [gegen den logischen Empirismus ein »operatives« Apriori im Unterschied zum Kantschen Apriorismus für eine nicht-metaphys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 im Sinne des Konstruktivismus]. – [Zum System- und Wahrheitsbegriff vgl. Needham, J., Wissenschaftlicher Universalismus (1979); dagegen Wulff, K., Gibt es einen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Universalismus? (1998); Duerr, H. P., Der Wissenschaftler und das Irrationale (1981); Kippenberg, H. G./Luchesi, B., Magie (1978)]. – Cramer, K.: Nicht-reine synthetische Urteile a priori. Ein Problem d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Kants, Heidelberg 1985. – Carrier, M.: The Completeness of Scientific Theories, Dordrecht 1994. – Falkenburg, B.: Kants Kosmologie. Die wissenschaftliche Revolution der Naturphilosophie im 18. Jh., Frankfurt/M. 2000 [Anhang C, Systematische Erkenntnis, S. 376–385]. – Fulda, H. F./Stolzenberg, J. (Hg.): Architektonik und System in der Philosophie Kants, Hamburg 2001.

运动学

从运动概念出发，契合了牛顿通过将引力扩展至天体曲线运动而把力学奠定为一般运动学说的做法。物质是空间中的可运动者。在此，运动不再如古代形而上学那样被理解为相对的、以静止为终极目标的合目的性过程，而是被绝对地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惠更斯曾在力学中引入了相对运动的公理。因此，康德将运动作为空间点的关系来处理。绝对空间“本身因而什么都不是，根本不是对象，而仅仅意味着除给定空间之外我随时能够设想的任何其他相对空间……在其中我可以把前一空间假定为运动的”（IV, 481）。克拉克在反驳莱布尼茨时曾将牛顿的绝对空间称为上帝的感知器官，因此它乃是将一种逻辑普遍性实体化为物理普遍性的产物（IV, 563）。康德对自然科学空间概念的相对性界定，得出了相对运动的运动学原理以及绝对运动的不可能性（IV, 487, 559以下）——这不能在相对论物理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康德的主题并非极高速度，而是相对彼此运动的空间的复合速度。无法指出任何可以据以绝对思考运动与静止的固定点（IV, 484, 488, 521以下）。在此，康德与惠更斯一样区分了运动的方向与速度（IV, 483）。对于理解《批判》感性论中的时空理论而言，自然形而上学中对空间主题的处理极具启发性。康德在此将《批判》中作为感性直观单纯形式的空间概念，与自然科学中的空间区分开来——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必须完全必然地将空间视为我们所考察的事物（即物体性本质）的属性”（IV, 484）。

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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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物质内在固有的引力概念，二律背反学说对莱布尼茨单子论及其关于不可分的最小点（且同时被赋予充塞空间之力）的预设的批判得以继续推进。此外，在此还包含了对莱布尼茨的辩护，反驳对单子论的误解——单子论根本不是作为自然科学理论来构想的（IV, 507）。两条长篇附注探讨了最初对牛顿超越笛卡尔主义至关重要的核心主题：物质可能具有的超距作用，以及引力思想中矛盾的必然性——若排斥力与吸引力不同样构成原初的物质力量，人们就会陷入外部赋予物质第一推动的不可容许的假说之中。同样，凭借对立力量统一性的原则，笛卡尔力学及其关于物质为绝对不可入之物的思想被彻底拒斥。在理性上，这里涉及的是“推回之力”，从而物质构成了充塞空间之物，“即便不在物质内部散布虚空的空间隙”（IV, 523）。康德的物质概念未能解决物质的质的层级结构这一问题（该问题在当时专门科学中尚未成熟）。这表现在目的论判断力与自然形而上学的分离之中。但康德的物质概念完全穷尽了当时动力学与力学所能确立的物质的自运动与基本自组织。他的重心正落在此处。惠更斯（在其《论碰撞中物体的运动》[Tractatus de motu corporum ex percussione], 1703，著名的第11定理中）曾表述道：在完全弹性物体的碰撞中，全部运动能量保持不变。随着这类概括性命题的确立，自然科学的文化意义得以确立，它们如今与传统上来自非科学领域的最高普遍性命题并驾齐驱。这一形而上学的自然概念将物质视为自身决定的运动，这种运动通过其能量发挥充塞空间的作用。因此，空间概念产生于运动物体之间的关系。

在一段宏篇论述中，康德通过反驳他认为由原子论所主张的“机器自然观”，阐明了自然的无限质料性。动力对几何形状的依赖性乃是机器的特征，这导致了机械的自然哲学。将自然过程不再视为“外部动力的工具”，便得出了“动力学的自然哲学”：即从“物质原初固有的吸引与排斥的动力”中推导出“物质的特定差异”（IV, 532）。引力被用来排除为了运动概念的可能性而对虚空空间的假定（IV, 53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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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

力学唯有在物质自运动的动力学基础上才能得到奠基。由此得出作为其基本论点的关于物质与运动统一性的四大定理：1. 物质的量只能通过其与其他运动的关系、以及通过在给定速度下的运动量来规定。在此，康德回溯到了他在处女作中关于死力（机械力）与活力（动力学力）的区分（IV, 539）。2. 在一切运动中，物质总体的量保持不变。这是能量守恒定律的一种尚不成熟的雏形形式。3. 物质的一切运动都具有外部原因（在力学法则的范围内）。4. 在一切运动传递中，作用与反作用的等价性均成立。牛顿物理学的相对性公式表明：“因为凡在关涉另一个物体时应当是运动着的运动，都不能是绝对的”；相对性使得空间中的一切关系都成为相互的和平等的（IV, 548）。除了其他运动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抗物质运动，而静止决不能抵抗运动。物质物体的自主性、惯性与反作用的力学定律，对应于实体、因果性与交互作用这些关系范畴

（IV, 551）。最后，该书从力学出发阐明了连续律（lex continui）这一形而上学法则。

通过力学的因果概念，上帝在自然中的合目的活动最坚决地被过程的数学精确性所排挤。对于数理自然科学而言，自然与智思存在一样精确。由此，关于更高和更低存在阶层的划分同时被克服了。隐藏在这一划分背后的问题在于复杂程度的高低。随着物质守恒定律的确立，创世概念被投射到自然科学理论之上，或者说被重构为自然法则的人形化类比。康德早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就曾表达过这一点：“创世并非一瞬间的工作。在它通过产生无限的实体与物质开端之后，便以日益增长的丰饶程度在整个永恒的进程中持续发挥作用”（I, 314）。创世概念与科学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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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kenburg, B.: Der Substanzbegriff in Kants MAN und die Semantik von Newtons Massebegriff, in: Otte, M./Pätzold, D. (Hg.), Modellfunktionen der Philosophie, Hamburg 1993, S. 83–97.

现象学

这一结语部分同样完全可以作为开篇来阅读。此时指明了出发点，该出发点同样指明了这门自然形而上学之先天命题的“原初获得”：“物质乃是可运动者，只要它作为可运动者能够成为经验的对象”（IV, 554）。定理进一步探讨了物体的运动实在性（以区别于空间的相反运动），以及一切运动的相对性——即一切运动始终只能在与反向运动的关系中来思考。这对应于可能性、现实性与必然性这些模态范畴（IV, 558）。绝对空间是一个必然的理性概念，但它当然绝不可能成为经验的对象。绝对运动的概念是不真实的，因为任何运动都必须关涉于另一种运动来思考，而不是关涉于一个静止的绝对空间。

康德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凭借其先验主义反对经验主义的物理学理解，主张一种方法论秩序的元理论原则。经验主义观点从隐定义的量（长度、时长、质量、电荷）出发，认为这些量在经验上也是可证伪的。康德固然将定理表述为类似于隐定义的形式，但却将它们理解为先天综合命题。这并非建构主义科学哲学中（P. 洛伦岑的）“测量技术的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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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自然”概念

自然概念的形式意义与质料意义

“形式意义上的自然”被理解为“凡属于一物的存在之物”，与作为“凡属于一物的可能性之物”的本质相对立（IV, 467）。几何图形只具有本质，而不具有自然。经院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本质（Essentia）与存在（Existentia）的区别构成了其基础，但被重塑为（自然法则中的）逻辑完满性与我们

肉体与感性-对象性自然的实存接触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自然是“经验的一切对象的法则性”（IV, 296）。这是按照机器概念构想的近代数理自然科学的自然概念。它与亚里士多德以有机演化过程为导向的本性（φύσις）概念相去甚远。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在法则概念的未完成实体观脉络中，自然乃是构成演化之物的起源者（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Δ 4, 1014b, 16以下）。“就质料意义而言的自然”“不是物自身，而纯粹是我们外感官的现象”（IV, 506）。在此介入了康德关于知觉世界与逻辑形式法则的区分。自然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只要它们能够成为我们感官的对象，从而也能够成为经验的对象；因此，自然所指的乃是全部现象的总和，即排除了所有非感性对象的感官世界”（IV, 467）。现象是一切经验概念的对应物。对于这些无法成为知觉对象的概念，康德自然接受了抽象理论（IV, 559）。“现象”指的不是“假象”，而是如康德常说的那样，是给予的“杂多”的丰富展开（以区别于封闭的逻辑形式）。近代自然科学的现象主义已融入这一定义之中，在近代科学中，通过将观察及实验与过程法则的数学描述相结合，取代了对本质的认识。康德通过其知性分析论提升了这种自然科学的奠基，以此消解经院形而上学与经验论中哲学与数理自然科学在理论上不恰当的结合，并凭借逻辑的综合功能与自然科学本身的现象主义为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功能奠定基础。

自然形式与自然法则

康德当然不是指我们的知性似乎向自然“颁布”了所有的自然法则。那仅仅是“那门一般物理学的原理”，例如在持续运动中实体持存、因果法则、法则本身的恒常性等等。“这些乃是真正普

遍的、完全先天地存在的自然法则”（IV, 295）。与逻辑形式法则不同的是经验上可验证的自然法则概念，这些法则完全是从显现的实在中提取出来的。“……因为若不是由于它们所共同关涉的对象之统一性（诸判断与该对象相符合，因而它们彼此之间也必须完全协调一致），就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别人的判断必然与我的判断相一致”（IV, 298）。

现象主义与自然概念的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结合，带来了消解古代与近代早期将自然视为有机形态之本性（physis）概念的后果。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形式概念使自然过程脱离了对能动知性的假定。在取代法则概念之处，形式概念的弱点在于它是一个彻底静态的原则，却恰恰要用来解释自然过程。此外，自然形式与质料相对立。形式概念的精神实体性旨在构建从低级到高级直至“形式的形式”（forma formarum）的纯精神实在，该实在在本体上包罗一切质料内容。新的自然法则概念则是运动质点之间相对恒常的关系，过程本身成为中心，不再带有作为此前存在的非实在之现实化这种目的论情结。此时，与形式概念相联系的将因果概念错误理解为自我实现的定向合目的性（以区别于通过劳动制造非自然之物）的做法得以被摒弃，内在原因（causa immanens）被确立为真正的因果关系。自然法则排除了更高和更低的存在阶层（而非排除初等与复杂的阶层）。它不允许个别的和特权的过程存在任何例外。在依据法则所理解的现象的具体展开中，自然是过程阶段的相继序列。过程的所有阶段作为线性序列的环节构成纯粹的因果序列。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任何过程的终结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相对某一局部过程来设想。笛卡尔、莱布尼茨与牛顿在本体论脉络中把我们的数学方法称为在创世时对上帝数学知性的摹写。康德完成了对培根的归纳自然概念以及数学构造自然概念的主观转向。

作为一切自然科学理论终极框架的先天逻辑形式法则，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最高精神性的“形式的形式”的对立极。在经验关涉中，自然是向感觉器官所显现的自然。在逻辑与数学方面，自然则是现象世界中我们能够加以形式化的东西。

有机自然、合目的性。人类物种演化的自然法则

在康德那里，与受制于先验主体性条件的界定大相径庭的是，自然同样是固有胚芽的合目的的有机展开。由此，自然成为一个从简单前提出发进行无限分化的客观因果过程——诚然只是合目的的，而非定向终极合目的的。《判断力批判》引入目的论问题的伟大之处，在于将合目的性理解为“特殊法则”的复合体。这些法则虽永远无法被完全穷尽，却构成了不断推进的研究的目标聚焦点。由此，作为古老的人形化目的论思维方式核心的定向目的性，被削减为因果的合目的性。作为有机核心决定的因果复合体，这种合目的性是无可争议的，但它也完全不同于一个过程按照预先存在于因果组织之外的目标而展开的定向目的性。如果我们能够“在其普遍且已知的法则的具体化中”洞穿自然的原初原则，是否就会得出：有机结构的形成“无需为其产生预设意图（亦即纯粹在其机械机制中）便根本不可能对我们保持隐藏”？“这对于我们而言又会是过于狂妄的断言；因为我们从何得知这一点呢”（V, 400）？康德将对有机自然决定的内在因果解释，称为其关于有机法则具有特殊法则性质（相对于力学与动力学法则而言）这一论点的推论。他将这种解释确立为研究准则，并在整体上对传统上与目的论思维相联系的世界观问题保持存疑与不可判定立场。

自然概念作为驱动的、塑造的、使之完满的自然再次出现，它推动着人类

历史，并将人类历史真正提升为世界历史。在道德法则之外，统御一切的是人类物种“原始禀赋持续不断、尽管缓慢发展的普遍自然法则”——这构成了《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 VIII, 17；参见“1780与1790年代的论文与论著”一章，第393页以下）的基本思想。康德自然法则概念的三个层面（机械/动力学的、有机的、以及将其扩展至文明演化），契合了自然概念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核心文化功能。从宇宙关涉直至法权的自然法则与经济循环，“自然”是一个汇聚了社会认识内在世界法则、在根基稳固的世界中安全生存以及自主承担塑造责任之能力的范畴。重农学派（杜尔哥、魁奈等人）的经济理论将自然科学的自然概念转化为呈现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生产与分配的自然循环，并由此推导出了关于经济与税收立法的改革方案。在所有文化时期，自然概念随着社会物质代谢过程中对自然的占有，始终也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文化自我理解在自然概念上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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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则概念的文化功能

康德将一系列关于合理性理解的核心要点与自然法则概念联系在一起：简单性原则、从单一性解释多样性、在从简单到复杂的无限进程中展开的自然史思想、运动与位置的相对性原则，以及最终的总括性的普遍和谐原则。他在知识组成部分的体系性组织理念下的合理性理解，将自然概念的核心维度

转移到了合理性理解之中。康德的处女作就已经要求自然科学家“最终引领我们走向这样一个世界构造蓝图，该蓝图足够简单明了，足以从中推导出复杂的自然现象”。《宇宙发展史概论》在发生学意义上将自然法则的简单性视为自然统一性的基础。从混沌走向秩序的古老思想在此被继承。已经形成的自然在任何时刻都只是一部无限演化史的有限部分，但它“蕴含着未来世界的种子，并力图在或长或短的周期中从混沌的原始状态中展开自身”。在数百万个世纪中，“新的世界与世界体系将在远离自然中心的遥远广袤空间中相继形成并臻于完满……它们将……与中心获得一种普遍关联，而中心凭借其巨大质量的吸引力已成为创世的第一形成点与核心”（I, 314）。《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甚至直接将“自然这个词”定义为“表示从属于事物存在的杂多从其内部原则中的推导”（IV, 468）。

哲学的自然概念始终履行着在一个普遍世界概念内部表述文化视域的功能。为此，“自然”获得了双重规定：它被关涉于一个它从中脱颖而出的对立面——例如古代本性（physis）与习俗（nomos）的对立；在基督教传统中被造为非精神性自然的、作为距上帝最遥远的存在领域；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处于自身之外的、有意识的精神；在狂飙突进运动中作为才华横溢之人的质朴本力，与被看穿为统治规则的流行惯例的颠倒强迫的“教养修饰”形成鲜明对照。与自然概念的这一方面相联系的是另一个视角：在启蒙运动中，“自然”在摆脱“非自然”社会形态的解放意义上具有规范性意义。在另一层关联中，自然概念则获得了受到束缚、缺乏反思的秩序内涵，正如黑格尔在穿越伯尔尼高地阿尔卑斯山的旅行日记中所记录的那样：自然的强迫与“必然”，它必须永恒保持自身不变。“凝视这些永恒死寂的巨块，除了带给我

单调且长久令人厌倦的表象——‘事情就是如此’——之外，什么也没给我”（《黑格尔思想演化文献》，J. 霍夫迈斯特编，斯图加特 1936，第236页）。社会视域与自然概念本身并不相称的结合，解释了相互对立的概念内涵的汇聚。

人类学意义

最后，康德还在人类有缺陷的、即核心上自私的人类本性意义上使用自然概念。《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1793）、《道德形而上学》（1797）、《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1798）将行为中受利益驱使的部分作为自然冲动和走向恶习的倾向来处理；若问人类究竟拥有邪恶还是善良的本性，具备了这些禀赋的人类种族实难赢得多少赞誉。在此，“自然/理性”的对立成立了，而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性乃是他狭隘自私的利益视域，试图逃避世界公民的责任。在“自然”的这一意义上，延续着一种与现象世界的存在者原则、简单性原则以及固有胚芽合目的展开原则截然不同的传统。在康德探讨人类本性所遭受的恶习倾向时所偏好的激昂批判措辞中，回响着新教人类学的遗产；同时，源于康德所受的虔敬主义教育及其对卢梭的吸收，也回响着对阶层巨大差异所导致的道德败坏的批判。由此产生了“自然”的多重交织意义。在康德的人类本性概念中，奥古斯丁关于恶劣意志的自然堕落的观点（这一基督教人类学要素曾被路德用来反驳天主教的善功称义说）发挥着深远影响。这一要素与作为简单性、体系性秩序和有机展开之典范的完全不同的“自然”相遇并碰撞在一起。

统一的动力学物质概念。时代自然科学语境中的康德自然概念

康德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著作的核心部分是动力学的物质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力的概念。就此而言，物质对康德而言就是

通过内在力量充塞空间者。物质动力学内在力量的概念，使得康德能够与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相衔接，从而继承了17世纪以来自然哲学的核心诉求：物质自运动的原则，物质由此从与上帝概念的直接关联中解脱出来；一切运动和位置的普遍相对性思想（作为取消与绝对者之关联的推论，使得尘世间的一切都成为相对的）；自然现象的关系特征（通过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与强力/内涵量的指导原则相结合）；以及最终关系概念在将自然理解为由过程构成的无限过程中的推论。“因为凡在关涉另一个物体时应当是运动着的运动，都不能是绝对的；但它在关涉后者时是相对的，所以在空间中就不存在不是相互和平等的关系”（IV, 548）。如果没有任何运动是绝对的，那么每一个物体都必须被设想为运动着的（IV, 550, 555）。康德从牛顿和莱布尼茨那里继承的力的概念，并非作为实体而与过程相对立的外部因素，而是过程的内在环节，并作为内在环节构成了过程持续不断推进的条件。晚期的自然形而上学在自然概念的内涵上超越了奠基方式的差异，展示了康德思想相对于50年代自然哲学著作的连续性。动力学为物质自运动理论奠定了基础，与之相伴随的是崇高的自然法则性概念。唯有在与智思自由理念的关系中，自然才显现为必然性的王国。就自然自身而言，作为自然法则的王国，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世界（相对于自然法则之外的干预而言）：“……如果人们不把自然视为一个自足的原则（其属性不承认任何原因，而上帝尽可能力图将其纳入自身意图的规划之中），那么人们怎么能够为这样一种判断方式辩护呢——即把自然看作一个倔强的客体，唯有通过一种限制其自由举止的强迫才能被维持在秩序的轨道……之中”（I, 364）？

康德与莱布尼茨一样，在更深层的能量守恒定律的

困难脉络中看到了机械运动概念的缺陷。如果运动仅仅被视作机械过程，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已经丧失的运动如何得到补偿？那样一来，它就只能通过来自另一地点的运动来恢复。由此很容易得出物质运动能量总和会耗尽的思想。牛顿实际上曾假定通过上帝的干预来对运动进行周期性更新。欧拉和莱布尼茨此前就已经表达了正确的思想：运动根本不会丧失。当运动物体撞击一个更重的静止物体时，紧凑的运动能量会转化为静止物体分子的运动。力的概念允许超越单个过程的实在性，走向必须在动力学方程中呈现的关系规定。对莱布尼茨而言，运动过程的数学呈现问题构成了其函数依存性概念的前提，而这一概念导向了能量守恒定律。康德的动力学物质理论延续了莱布尼茨的《动力学纲要》（Specimen dynamicum, 1695）。与莱布尼茨一样，康德在《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第二部分也是最详尽的“动力学”部分中探讨了机械理论与动力学理论的对立（IV, 532以下）。笛卡尔的物质概念源于将几何学与算术本体论化，以此确保数理自然科学的自主性。康德将笛卡尔的物质概念一直追溯到原子论——原子论不得不为所有物体假定具有特定形状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在物体中的不同密度，以及为了运动而在可见空间中的原子之间及原子团之间假定虚空空间。康德将此称为“人为的假说”，这些假说需要不断虚构新的假设（例如笛卡尔宇宙演化论中的漩涡理论；I, 60）。为了动力学物质理论，康德重新采用了固有力量（vis insita，即物质的内在力量）的概念。相对于物质的几何学理解，康德看到动力学理论的优势在于：它无需原子论假定及其把物质理解为惰性质量（具有广延与不可入性特征）的后果，便能够提供更简单、更自洽的解释。物质首要地并非质量，而是由相互对立的

排斥力（不可入性、弹性）与吸引力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因此，空间被设想为充塞着力量的空间，因为力量即使在物体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也能在远处发生作用。动力学乃是关于“一个点如何通过动力……在物体意义上充塞一个空间”的理论（IV, 520）。

康德自然科学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他认为动力学物质理论无法进行更精确的数学呈现。康德与莱布尼茨一样，认为机械理论完全取自直接的感性把握。在能动力量的动力学概念中，“包含了除几何学或广延的对象之外物质自然中存在的一切”。莱布尼茨同样看到了动力学概念与作为“想象力管辖范围”的数学概念之间的脱节。几何学在莱布尼茨看来甚至就是“图像的科学”。康德从莱布尼茨那里继承的数学对直观的依赖性，决定了康德设立一门独立自然形而上学的理论。这门“理性物理学”之所以必需，是因为“数学物理学”只能描述真实自然过程的一部分。自然过程的简单性原则唯有通过逻辑形式的互补简单性才能得到完整的呈现。非直观给予的力的概念，对应于《批判》与《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自然概念同样仅具智思性的逻辑联结法则性。只能通过逻辑推导出来的物质内在基本力的问题，构成了先验逻辑认识概念形成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在莫佩尔蒂和布丰那里，力的概念在莱布尼茨区分机械死力与活力的意义上产生出了“生产性物质”，以至于任何物质甚至都能够变成有机的。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具有更为深远的功能：无需超验构想便使物质与灵魂彼此接近。可能的存在从本体论上设定的逻辑原则转变为物质内在的倾向。如果进而认为上帝创造的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那么将时间概念与自然概念在演化思想中结合起来的结论便呼之欲出。这带来了对古代与经院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颠倒：自然在内

在决定中完成一个展开过程，更完满者不再是开端者，不再作为开端者独具作为后来的不完满者之起源的能力；相反，过程是从开端的不完满状态走向更发展的形式。对缺乏自运动的笛卡尔被动质料的批判，属于物质内在理论的宏大脉络。正如从康德那里“自然”一词的历史哲学意义中所展现的那样，动力学物质理论甚至为社会的内在自然史观念提供了前提。

一个争论焦点构成了物质力量的超距作用（actio in distantia）问题。引力是否如牛顿和开普勒所假定的那样，仅通过一种类似于光在空间中传播并穿透物体的辐射能量发挥作用？或者是否可能在笛卡尔的基础上对重力作出纯机械的解释，正如惠更斯所尝试的那样？康德在这一点上与莱布尼茨一样采取了折衷立场，并聚焦于从力的概念中推导出的结论：即一个物体能够从另一个自身处于相对静止的物体那里接受运动。对于笛卡尔力学而言，超距作用是被绝对排除的。

由《批判》的“建筑术”一章与自然形而上学所奠定的康德鲜明的体系概念，与当时自然科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自然过程的统一性思想——紧密相连。在当时科学讨论的脉络中，康德自然哲学的科学史实在论清晰可见。对康德所强调的体系思维的批评，忽视了如此深刻地决定了康德理论的自然科学前提。质上不同的过程应当被认识为基本、相同的自然力量。对康德而言，将质上不同的现象还原为相同基本力量的初等过程，几乎成为与自然相符的正确解释方式的代名词。“自然的”与“简单的”在他那里紧密靠拢，与之相对立的是“人为的”与“繁复的”——作为脱离经验与颠倒错误的表征。自然科学的统一趋势表现在

地面力学与天文学的结合、力学解释方式向声学、光学、向气体行为的化学解释等领域的扩展。B. 富兰克林（1706–1790）在1747–1755年的信件中阐明了他关于雷电与电之同一性的理论。笛卡尔此前曾将雷雨现象解释为更高云层向更低云层的坠落。L. 欧拉（1707–1783）在其《致一位德国公主的信》（1773）中记述道，人们曾鄙视那些假定电与雷电具有相似性的最初的研究者。康德屡次参阅其著作的 F. U. T. 埃皮努斯（1724–1802）研究了磁与电之间亲缘关系的各个方面，并发现了静电感应。正负电与磁荷极化的感应现象延续了自然过程中的极性问题，牛顿此前已在其《光学》（1704）中呈现了这一问题。极性主题同样构成了康德早期自然哲学的一个主题。自然科学的统合趋势同样体现在 C. 冯·林奈（1707–1778）《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 1735）的分类表中。依据贯穿始终的植物繁殖原则对所有已知植物进行的完整分类，在数理自然科学之外同样证明了在统合原则基础上自然认识的体系化。在康德思想中体系理念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其重要根基正存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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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编 《实践理性批判》（1788）

形成过程、与《纯粹理性批判》的关系

理论理性、技术-实践理性与道德-实践理性及其统一性的不可认识性

康德的第二部《批判》之所以从先验逻辑的规划中产生出来，是因为思维活动、工作活动和行为活动的目的论无法扩展到主体作为同一人格的自我反思之上。理论的目的论和对象性-实践的目的论指向的是有限的外部对象。自我反思则回溯到所有个别目的论活动的那一同一且仿佛无限的源泉。对个别性的背离——这一极易被神秘化的向内探索、深入面纱背后的核心——为每个人创造了摆脱直接性所必需的距离，从而使人格不仅仅是在被决定的情境中各种需要、利益和决定的聚合体。然而，理解第二部《批判》的决定性关节点并不在于这种对内在性或存心（Gesinnung）——即康德所说的作为一切行为活动之全体的道德意志准则——的揭示。对自身某一维度的回溯——这一维度仿佛作为时间之外在先存在的、对时间中一切行动的观念综合——引向了一切人格之观念同一性的结论。唯有由此才产生出道德法则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构成了对意志准则加以规定时的道德性（Moralität）。行动的道德品质在于不可剥夺的个人良知责任。但这在先天综合中包含着：道德的，即是对所有人同等有效的。（在此暂且撇开适用于特定人群的应用伦理学的特殊性。）康德的实践哲学将道德性从等级特权所造成的伦理特殊化中剥离出来。它以逻辑意志决定的全体性（Allheit）作为有效性根据来奠定道德性。这绝非一种追求最大多数人普遍可接受准则的伦理学。若是那样，其在个别情况中的有效性就始终只是或然的，就像在以实用主义为根据的形式道德理论中所呈现的那样。康德的实践哲学是一门关于终极命令之法则性的道德理论。在思想发展的形而上学形式背后，隐藏着一个伟大的思想：道德法则体现了一种社会关系——即每个个体作为自由且平等的人格与所有个体之间的关系。启蒙运动将人类内部的个体进行高度抽象的普遍主义，在斯多亚主义与基督教对古代社会部落基础的瓦解阶段就已作了准备，在其普遍性本身上乃是文明进程的产物。《实践理性批判》（KpV）将个体这一历史生成的观念性表述为先天的逻辑综合，并将其与指向对象的活动对立起来——第一部《批判》所考察的正是后者的普遍逻辑形式。人格作为人格的逻辑的现实前提，是将基于职业阶层和统治等级的家族特殊社会化，还原为个体本身的权利能力。其基础在于资产阶级动产私有制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财产形式，以及这种所有制将能动主体从与其紧密相连的、处于有机-肉体劳动节奏中的单一活动中剥离出来的趋势。财产法与宪法中法律形式的公设构成了康德实践哲学的现实模型，它们作为强大的推动性思维形式发挥作用，在其中，所有个体在一个匿名的、工业化的总体进程中迈向抽象平等的运动得到了表述与争辩。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人表现为其对象化潜能的主体，能够与任何任意的活动相结合。这种人格与事物的分离，同样构成了《纯粹理性批判》（KrV）所分析的主体的理论活动与技术-实践活动的普遍性的基础。三部预备性《批判》对不同逻辑有效性类型的剖析，体现了一种对人类社会生命表现之普遍性的高度发达的意识——人类已经摆脱了对特定劳动方式和特定群体归属的一切自发形成的天然羁绊，不再将其作为决定性特征。与此相适应的是自我反思的人格本身的观念性，这种人格随后必然只能被思考为人类理念的一个要素。

在普遍的预备性先验主义中确立纯粹逻辑形式法则，并将理论活动及对象性-实践活动与人格的自我反思清晰区分开来，前瞻性地表达了社会演化迈向这一高度发展阶段的趋势。康德很少忘记补充说明：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文明化功能以及充满利害计算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其价值仅仅在于关涉那尚待期盼和追求的、能够从中脱胎而出的未来社会形态。在理论知性运用中将人格与事物的分离加以逻辑化，以及在道德-实践理性运用中将对象性的、技术-实践的向外指向与行为的人格性自我回溯区分开来，一方面将这种历史趋势表述为一种绝对要求；另一方面，它们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洞见：人格作为将一切经验上凝结的存在据为其自身行为之结果的绝对观念性，唯有在普遍对象化的前提下才是可被思考的。生产潜能的绝对展现与主体的纯粹观念性（在看似内在化的形态中）互为条件。将所谓的先天纯粹综合功能确立为理论的及对象性-实践的知性与道德-实践的理性，两者互为条件。确立这两种精神活动类型的现实基础，在于将社会生活过程中一切看似天经地义的自然条件普遍转化为人类自身活动的产物。康德将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形式理解为“综合”，其包罗万象的文化内涵正在于此。18世纪凭借其普遍的历史主义，完全有理由将最终破除对社会生活过程天然合理性的虚假幻象以及对超验因素的神秘化，解释为历史过程本身的结果。康德认为，理论知性与道德-实践理性必须被推定拥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但他宣布这一共同根源是不可认识的（V, 91）。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洞见：对象性-实践的生产力与切合现实趋势的人类历史自我理解，代表着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理论知性和道德-实践理性主要并不意味着人格的属性，而是人类物种文明进程的逻辑形式法则。即使人类从每一个毛孔中分泌出科学与海量财富，这又能对其行动的批判意识说明什么呢？这是一种批判启蒙的“我们不可知”（Ignorabimus）。康德拒绝了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的整体论观点，认为那是思辨的或功利主义的、但无论如何都是虚幻的在当下视域中任意支配未来的僭越。然而，一方面社会对象性生产力达到的一定成熟度以及个体平等的权利能力，另一方面对个体人格同一性的理性观念性的洞见，两者是互为条件的。这两种相反活动方向的统一性之根源即在于此。它之所以超出了康德的理论构想，是因为康德仍在使用历史生成的固定形式进行运作：现实层面将生产着的人的现实社会化确立为认识论，观念层面将精神的人格同一性确立为道德性。对象化与内在化是同一文明进程的两个方面，而康德对18世纪发端之事件的深刻把握正体现在他将这两种趋势把握为主体的纯粹功能，并在方法上将它们严密精确地对立起来。至于当代语言分析学派所谓的理性“去先验化”（Detranszendentalisierung）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抑或仅仅是转移了将现实与观念的社会化过程拜物教化为精神运作自足形式法则的做法，在此则无需多论。

第二部《批判》是由资产阶级个体的宪法自由与经济自由、以及启蒙运动关于个人信仰与思想自由的公设所规定的。这部著作旨在设计一种方法，用以弥合如今横亘在个体与作为日益真实的法律、经济和智识总体的全人类之间的无限距离。面对个体在全人类中直至陷于孤独的自我责任，出现了一种建构性的统一：将所有人思考为平等的，并在第二步中对这种思考本身进行思考。这正是那不再是经验的、而是智思的实践世界，亦即《实践理性批判》的对象。实践的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随着理性理念而开启。正如赫费（Höffe）所正确强调的那样，它在这里绝没有被先验哲学所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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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命令命题方法论预备学的决断

在《纯粹理性批判》长达十年之久的准备时期，从未提及过第二部理性批判。即使在1785年9月和1786年4月的书信中，谈及的也不是一部新的预备学，而是刻不容缓地撰写《道德形而上学》（该书直到1797/98年才出版）（致许茨，1785年9月13日；致贝林，1786年4月7日）。康德的原定计划是在完成一部知性的预备性分析论（70年代末他还称之为一部“小著作”，致赫兹，1778年4月）之后，随即过渡到由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部分构成的形而上学体系。为实践准则奠定单独的逻辑基础这一构想，大概直到第一部《批判》完成之后、在向道德形而上学过渡的过程中才真正产生。他起初认为预备性的任务已经完成。在第一次提到《纯粹理性批判》这一书名时，他就曾明确表示该著作“包含了理论认识以及实践认识的本性，只要这种认识纯粹是理智的”（致赫兹，1772年2月21日）。为了消除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误解，并在向道德形而上学过渡过程中所面临的日益具体的问题脉络中，康德曾一度打算将该主题融入《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之中。然而在1787年6月，他向《耶拿全德文学报》主编C. G. 许茨（后者曾在1786年11月21日第276期上预告了这一合并计划）通报称，《实践理性批判》的手稿已经完成。他指出了该书与第一部《批判》相衔接的节点：第一部《批判》限制了对“超感官”理论洞见的认识。而实践准则的预备学将正面阐明何者必须取代先验形而上学（metaphysica transcendentalis）。它“将比所有与费德（Feder）和阿贝尔（Abel）的论战更好地……通过纯粹实践理性来证明我对思辨理性所否定的东西的补充……而这恰恰是真正的绊脚石，迫使那些人……走上荒谬的道路，以便能够把思辨能力扩展到超感官能力之上，而不是屈服于在他们看来完全令人沮丧的批判判决”（1787年6月25日）。《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于1787年春出版，《实践理性批判》则紧随其后于1787年12月问世（标年为1788年）。从康德分析性探究的思维方式中，产生出理论性实验的工作方法。在完成第二部《批判》之后，他再次认为先验逻辑预备学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但不久之后便着手撰写《判断力批判》（KU）。

《判断力批判》的前言（1790）随后在康德于过渡到其形而上学体系时彻底明确了预备学的范围与划分之后，十分坚决地阐明了预备学的体系学：第一部《批判》仅探讨了理论对象的构成，“尚未打算……按照实践理性的特殊原则对其展开考察”（V, 167）。在向形而上学体系过渡时，他最初考虑的是另一种形式的预备学，即《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5），亦即从日常实践的道德意识出发，经过具体的反思，上升到纯粹实践理性的先验统一性——作为一种奠基于先验逻辑的“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然而《奠基》的前言已经提出了单独一部“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问题（IV, 391）。康德指出了一个困难，正是这个困难促使他首先撰写《奠基》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预备学，而非直接撰写第二部《批判》。一部实践理性批判若要达到完备，就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原则中”展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因为归根结底只能是同一种理性”。但在那里他尚未达到这种完备性（IV, 391）。

此外，对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及其理性神学（theologia rationalis）的批判，极大地打破了近代理性借助自然宗教理论纽带与宗教之间既有的调和。指责《批判》缺乏宗教信仰的声音随之浮现。同样，对《奠基》（1785）的书评与批判也表明，这一对伦理学的新奠基并未被人们所理解。对批判哲学持开放态度的康德旧日听生、柏林神学家D. 耶尼施（1762–1804）曾致信康德：“您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所遭遇的反对……远多于您的《批判》”（1787年5月14日）。康德致当时仍充满热情的早期康德主义者K. L. 赖因霍尔德（1758–1823）谈及《实践理性批判》时写道：“在这本小册子里，守旧派声称在我的《批判》中发现的诸多矛盾，都将得到充分的消除”（1787年12月28日）。在经历了《纯粹理性批判》的艰难劳作之后，康德深感释怀，与那部难以鸟瞰的首部剖析性巨著相比，他在第二部《批判》中选择了凝练明晰与思想上的优雅。新前言甚至断言——当时完全未预料到三年后问世的《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构成了“纯粹理性、乃至思辨理性体系整个大厦的拱顶石”（V, 3 f.）。当《实践理性批判》问世后康德主义的凯歌行进（尽管在1800年左右便戛然而止，并伴随着日益加剧的改造尝试）拉开帷幕时，这也要归功于它所展现出的令人宽慰的前景：它为哲学的自由概念与灵魂、上帝等传统权威观念之间的相容性，提供了一种具有广泛文化拓展空间的新确证。费希特和谢林则已经将原始的康德主义批评为一种未完成的妥协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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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践、制作

“纯粹”（理论）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之间的关系，触及了理论传统的一个基本问题，自亚里士多德将理论的、实践的和制作的理论形式区分开来（希腊语 ποίησις, poîesis，意为制作、创制，尤指艺术品的创造）之后便是如此。亚里士多德根据知识的有效性方式区分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根据反思的对象区分了实践学科与制作学科（法权、政治、伦理理论相对于关于审美和对象性-实践创造的知识）。理论命题推进至无条件的断言。实践知识则停留于向着具体德性习惯的努力培育领域之中。它面向特定情境下的直接能力，并构成了一种对具体创造性行为方式加以掌控的习性（Habitus），而这些行为方式无法像理论定理那样随时现成具备。与制作知识相比，实践的目的蕴含在采取行为的主体自身之中，而制作则终结于某一客体的目的（Telos）之中。近代形而上学重塑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知识与在不同行动层面上的精神掌控之间划分的传统。这一方面关涉实践意志的理智化。自由人格的理性自律得到了更为强烈的彰显。康德在讲座（《柯林斯道德哲学》）中将实践哲学称为“一门关于自由任意之客观法则的科学”（XXVII, 245）。由此，在作为纯粹实践存心本身的各个层面与更加具体的行为意志决定——直至最初亚里士多德式的审美和手工艺制作的“制造”——之间，需要进行更为精细的层级划分。为理智的行为动机确立统一公式，以及经院哲学的“普遍实践哲学”（metaphysica practica universalis）对相互更迭的法律、对象性-实践、宗教等行为领域的百科全书式审视，都变得不可或缺。与此同时，在近代实践理论中，对人内部在自然主义意义上合规律地组织起来的驱动结构的关注也日益增加。笛卡尔（1596–1650）论《灵魂的激情》（1650）的巨著大步迈向了唯物主义联想心理学。斯宾诺莎（1632–1677）试图如同几何图形的法则一样来阐述人类的情感与行动。这关涉符合自然规律的利害驱动，这些驱动若被正确认识，应当与理智认识所做出的恰当意志决定完全一致。经验主义通过实践哲学的心理学奠基延续了这一进路。为个人自由的个体寻求完备的理智主义行为奠基，与统一呈现不断分化的文化领域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康德晚期的道德哲学讲座（例如1784/85年的柯林斯讲座）依然在完备的理智主义与涵盖道德、法权、宗教、应用伦理学等分化文化领域的双重问题中，展现出“普遍实践哲学”的典范（XXVII）。自主实践理性的主题早已源于司各脱主义与奥卡姆主义派别关于“智性”（Intellekt）与“意志”（Wille）关系的争论。在经院形而上学中，唯名论观点占据了上风，认为智性本身就是实践的，而并非先通过与其分离的意志要素才成为实践的。这是为所有（理论的、实践的、审美的）对象化提供统一理智主义描述的重要前提步骤。与此同时，从道德到所有法权学科、政治、经济、教育的广泛应用性知识，在经院形而上学的“普遍实践哲学”（Philosophia practica universalis）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在实践哲学的问题构成中，理智形式化趋势与质料专门化趋势之间不断加剧的张力，其现实的文化根基归根结底在于对个体对象化理解的转变。个体作为人身自由且与所有人平等者，脱离了古代和封建的原初共同体。问题在于：如何既能承认这一人身自由、立足于道德自律的主体切合各活动领域的蓬勃分化，又能通过对所有活动类型的理性形式化，将其把握为其对象化方式的统一步骤的主体。

为了对构成诸多社会化路线的个体不同行为领域进行逻辑形式化，康德推进了经院形而上学将实践设定的普遍方法论与面向应用交往活动以及审美的整个制作领域和对象性-实践劳动的形式区分开来的做法。在全人类的视域中，人格作为人格的完全非对象性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自足逻辑形式方法论，对应着走向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宪法自由的个体与所有其他个体的匿名总体的分离。这种面向资产阶级现代社会的方法论奠基，已不再可能用切合部落与等级绑定社会的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传统来思考。这并不排除后者对于特定的个人德性与社群构建德性所具有的丰硕成果。封建法权的对象化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鼎盛时期，将命定去统治的等级与命定去服从的等级统合在一种幻象之中，即认为社会乃是由血缘关系和植根于地方乡土的亲密纽带向整体的扩展。随着绝对君主制的社会心理，亲密伦理在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 Gracián, 1601–1658；《智者》[El discreto], 1646）和弗朗西斯·培根（F. Bacon, 1561–1626）那里已经被技术化了，后者的《随笔集》（Essays, 1597）就像一本范例手册，通过在反复出现的情境类型中建立规则来设计行为的有效性。

定言命令设定了一种与用数学描述的自然法则具有同等地位的、世俗内在的完满自我决定精度，以此作为所有社会化准则的终极视域。这延续了形而上学的“完满性”（perfectio）主题。沃尔夫曾对如今备受探讨的道德理智主义与共识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定义：“Perfectio est consensus in varietate, seu plurium a se invicem differentium in uno. Consensum vero appello tendentiam ad idem aliquod obtinendum. Dicitur perfectio a Scholasticis bonitas transcendentalis”（《第一哲学或本体论》[Philosophia prima sive Ontologia], § 503；“完满性乃是多样性中的一致，或多个相互有别者在单一者之中的一致。我将达成同一事物的倾向称为真正的一致。经院学者将完满性称为先验的善”）。康德将“完全的义务”定义为“不容许为了偏好的利益而有任何例外的义务”。无条件的命令将理念确立为实践（非对象性创制）的方法论前提。在所有个体身上产生完全相同的行动后果之无限系列的理论抽象，对于契约论构想的人类概念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就像17世纪以来的数学对于物理学一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指出，无条件命令应当规定这样一种行动，“通过它，一个在实际上无限的后果系列的总体性将得以达成”（IV, 419）。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与制作的划分，直到此时才获得了文化抉择的格局。康德将理性的辩证论与“完满性”主题联系起来：“完全的合目的性统一即是完满性”（III, 456）。我们必须将“完满性”公设为理论对象化与实践对象化两条路线上所有理性活动的无限协调一致，以便根本上能够将一个命题与另一个命题连接起来。本体论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制造了一种幻象——康德神学意味浓厚地称之为：它们产生了（魔鬼的，即绝对化的世俗性的）障眼法——仿佛只要把有限性思考得足够长久，就能对人类的意义追问与谜团作出有限的解答。《纯粹理性批判》将同样的问题表述为“一切可能目的的必然统一性的理念”，该理念对于实践理性而言必须作为原初的限制性条件充当规则（B 385）。被视为现实可能之目的的统一性，构成了人格道德同一性的基本条件。当然，这不可做庸俗的、即实用主义的理解，而应作为主导性倾向，超越个人实现的宽容多元性，指向在每个人身上尊重人类尊严的基本准则——在此相对主义与利益相关的多重色彩是被绝对禁止的。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导言中）以经典的简明对立表述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统一图型的解体：“自然概念固然能在直观中呈现其对象，但不是作为物自身，而是作为单纯的现象；相反，自由概念在其对象中固然能呈现物自身，但不能在直观中呈现”（V, 175）。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之间的对立，在对经验给予者的思考与对超感官者（人类行动决定的总体）的思考之间的对立，在原则上必须被思考为仿佛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V, 176）。在自我奠基的道德完满性理性方法论原则下，将理论活动设定与实践活动设定分离开来，排除了对理论上未被中介的外部社会世界的客体强力的一切依附（与所谓的自然决定相对立）。与此同时，文化现实本身被确证为人类的塑造力量。人类所必须驻足的人性实现的最高阶段，“没有任何人能够并且应当予以规定，正因为这是能够超越任何既定界限的自由”（III, 248）。

《实践理性批判》那种非质料的、纯粹方法论的理智主义，唯有在注意到其诉求对象并非具体的个体、而仅仅是个体关涉人类的终极关系层面——亦即以客观的社会关系为对象——时，才能得到理解。唯有在这一面向所有个体之现实总体的最广阔视域中，实践的客观法则性才是可规定的。在这一无限的“完满性”层面之下，支配一切的只有特定情境的或然性。在康德主义中，“个别人格—人类”的关系作为道德-实践理性的对象，源于两个极为现实的前提。其一：如果理论理性仅停留在现象界的界限之内，那么实践理性就必须获得一个原则上非现象性关涉的维度。否则，我们就将作为现象的现象而运动，仿佛在梦境中徘徊于无数幕布之间。那样的话，道德同一性的最终现实立足点就只剩下孤立个体的功利主义。康德在经验主义中看到了在攻击性与抑郁之间摇摆的对日常性的绝对化。超越于此的道德导向随后便只能通过启示来逾越。若要将此排除为基本根据，那么一种贯穿始终的理性意志奠基——它引领人超越日常实践意志导向的界限——就只能指向一个世俗内在的绝对者，而这个绝对者唯独体现为人类物种。其二：人身自由的资产阶级个体在同等者之间，若要被思考为社会存在，就只能关涉所有自由平等者的全体。所有依附于其下的纽带（民族的、阶级的、种族的、宗教的纽带）都只能产生普遍有效性的代用品；在它们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地方，表明社会在其基于个体平等与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构建过程中仍处于初始阶段。在此，人类物种同样显现为世俗内在的总体。在方法上相同的进程中，数理自然科学的形式完满性关涉的是尘世世界，独立于超验领域。因此，从G. F. 梅耶在沃尔夫继承者中所强调的自然认识的界限，以及法律社会化视域的个体化出发，为了贯彻完备理性的道德哲学，产生了一门道德形而上学的需求，并且首先构成了其可能性。康德——完全脱离本体论-神学前提——重新创造了这种实践理性的理论形式。唯有它消解了“自然”驱动的质料经验主义与“更高”智思价值层面的质料形而上学之间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以不同的贯彻方式同时存在于经验主义和经院形而上学之中。这种彻底世俗内在理性的道德形而上学，自然在经验科学上将人的经验-因果存在剥离出来，正如康德在其对人类学、地理学、教育学、医学的吸收中所做的那样。在19世纪末最初针对马堡新康德主义（如F. 保尔森）而将康德实践哲学重新发现为对古老欧洲形而上学传统的所谓延续（在洛维特和伽达默尔那里亦是如此），面临着一种危险：贬低了康德用以确立其方法论形而上学的特定问题处境，并从质料意义上将康德形而上学解释为传统思维模式的延续（例如：洛维特，《从笛卡尔到尼采的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人与世界》[1967]，载《全集》第9卷，斯图加特1986，第51–65页；伽达默尔，《200年后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981]，载《全集》第4卷，图宾根1987，第336–348页）。

康德的形而上学聚焦于实践-道德理性，而后者正是从理性活动的对象性-实践向外指向，回溯到它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无疑是一个不同的、且在表面上被遮蔽的反思维度。康德将超越技术-实践理性对利益和事实拜物教的（可以说）意识形态执迷，与这一反思维度联系起来。但正因如此，康德形而上学的核心领域——他在唯心主义道德形式中所把握的——乃是纯粹的理性方法论分析论，而不夹杂任何古代欧洲形而上学传统所特有的价值性本体论对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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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经院哲学的“普遍实践哲学”，经验主义的“道德科学”，道德哲学讲座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与政治共同体构成了两项源于自然的事实。人被思考为通过私有财产和城邦公民权分享原初部落领地的有限形态。此外，亚里士多德将作为特定共同体公民的人，直接界定在统治与服从的具体关系之中。自由公民对奴隶行使统治（“专制的”），对子女行使统治（“君王式的”），对妻子行使统治（“政治式的”）。亚里士多德从家政管理结构（οικονομική, oikonomikē）中发展出政治统治形式，并依此对国家政体进行分类。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德性被规定为天然面向城邦生活而造就的生灵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 a, 2f.）。康德基于个人的自由与存心、并指向不断进步的人类理念视域的道德实践概念，切合完全不同的现代资产阶级前提。在古代观点中，家庭的具体体验性共同体形式构成了城邦公民伦理的理论主导要素。形式概括与具体德性伦理学之间的中介，在康德那里自然也得以保留。判断力被引入作为具体的有效性形式，用以规范直接交往文化的柔性情境要素。

对于近代经验主义和经院形而上学而言，“实践的”不仅意味着伦理的，而且包括法权与经济，在经验主义中还包括宗教哲学。第二部《批判》关于实践判断的先验逻辑，通过不同的具体化阶段同样适用于所谓的实践哲学科学的广阔领域。这主要是法权与道德，随后作为应用实践哲学的学科则是宗教哲学与历史哲学。这些纯粹与应用实践哲学的学科构成了经验实践科学的原理：历史编纂学、宗教学、教育学、国民经济学（康德仍从重商主义官房学派角度来理解它）、人类学的部分内容等等。康德批评了对形式方法与质料对象领域的混淆，并在这个意义上将人们对何为实践的理解称为一种“极其有害的误解”：“人们曾以为可以把国家明智与国家经济、治家规则以及交往规则、关于灵魂和肉体健康与养生的处方（何不把一切手艺和艺术都算进去呢？）都归入实践哲学之中”（XX, 195）。康德在第二部《批判》中从方法论上探究了实践命令命题的逻辑有效性方式。与此相衔接的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先天命题，即包含财产法与宪法的法权哲学，以及作为人格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简要义务论的道德哲学。随后才是特殊的伦理德性及其反面，康德在著作中未曾论述，而是在其道德哲学讲座中进行了处理。这些讲座始于1775/76年，以鲍姆加通的《第一实践哲学初始》（Initia philosophiae practicae primae, 1760）和《哲学伦理学》（Ethica philosophica, 1740, 31763）为底本（康德讲座听课笔录见《科学院版》第27卷，P. 门策尔编辑的《康德伦理学讲座》[Berlin 1924]提供了极佳的概览）。康德对预备性《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与特殊伦理学的划分，源于经院形而上学将实践哲学划分为普遍实践原理（principia practicae universales）与伦理学（ethica）的做法。在普遍实践哲学中，康德在80年代确实讲授了第二部《批判》的问题设置。他集中于确立道德性的最高法则，将其与作为根据的“病理学的”即自然主义-人类学和情感的驱动力区分开来，并同样与法权的与神学的外部规定区分开来。道德性是每个人内部按照理性的内在准则的效用。在若干笔录中，它们也遵循鲍姆加通被称为定言准则或假言准则（即针对特定目的的相对准则）。但无条件的道德法则大多仅以一种在《批判》中作为定言命令之阐释而重现的表述给出：“使你的行为符合你依善良意志的规则所能作出的判断，从而使你自己配得上幸福”（XXVII, 137）。与第二部《批判》中的先验奠基不同，讲座的普遍道德哲学部分不仅将不同类型的道德哲学呈现为逻辑划分，而且结合古代与近代理论作了历史性的呈现。在第二部分“伦理学”中，康德讲授了沃尔夫和鲍姆加通所讲授的义务论（对自己和他人的义务，不再像普遍方法论中那样针对人类本身）。这在康德的体系学中随后成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德性论。

康德将实践哲学划分为内在自我决定的道德命令与具有外在强制特性的法权命令，这本身就属于道德哲学的原初规定。哲学伦理学的产生——至少在欧洲古代——伴随着私有者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城市文化的发展。伦理学取代或补充了基于部落历史（及神话奠基）的行为规范。其前提是在传统道德观念之外分离出形式化的法律规则。经院哲学的“普遍实践哲学”构成了经院形而上学的基础，后者在18世纪日益融入了经验主义的理论内容。经院形而上学的折中主义倾向将经院哲学所承袭的宽泛亚里士多德式实践概念（即人依其自然倾向于社会，zoon politicon，非狭隘政治意义）与构成“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思想基础的对人类自然心理构造的全面社会实现结合在一起。这例如在沃尔夫将道德“完满性”与所谓的“幸福”混为一谈中显现出来。邓斯·司各脱曾将出于自主选择意志的行动区分为严格意义上的实践，相对于被命令的意志，后者只是“偶然的”（per accidens）实践。康德将自由作为一切行动目的论的观念形式与德性、法权、宗教习俗的有条件命令分离开来，亦处于这种传统之中。然而在古代与封建社会中，法权与道德义务论并非基于平等原则，而是属于家政、军事与政治功能的层级分化体系。在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主义行动概念与法权概念的基础上，康德坚决将主体内在领域与具体的法权和道德规则（所有者相对于仆役的权利、基于性别的权利与道德命令等）区分开来，直至抽象出适用于所有不同社会行动领域的终极程序算法。作为自由法则而完全对立的个体理性内在性，将“个体—人类”的关系呈现为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关系，从而根本上将个体道德置于一种社会关系之下。定言命令表述了所有意志准则对这一所有个体身处其中的客观社会关系的基础关联：“你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普遍立法的原则”（第7节；V, 30）。康德亦能以更传统的方式表达这一基本思想，从而使基于既定社会关系的一切准则之客观法则的真正关节点被隐藏起来：早在第一部《批判》引入理念概念时就曾指出，人“在自己的灵魂中怀有作为其行动之原型的全人类的理念”（III, 248）。在定言命令的形式中，康德消解了社会关系中质料德性的实体性特征。这种现实主义使他能够谈论并非源于人内部某种自然禀赋的客观道德法则。道德法则的概念并不排除自由道德商谈的思想，而是以此为前提。第一部《批判》早已指出：在不受任何禁令损害的批判自由之上，“甚至连理性的存在都依赖于此，理性没有任何独裁的权威，它的裁决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是自由公民的赞同共识”（III, 484）。在社会关系中与所有其他人作为世界社会的平等公民并立，这在今天比在康德时代更加迫切地构成了客观法则，所谓道德商谈参与者的共识必须依此为准绳。先验分析展现了所有个体在一个先在的社会原初关系中的统一性，一种公意的逻辑。J.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1971）中以一种原初的正义感——亦即不同于康德的出发点——复兴了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如今，对道德哲学形式主义以及在语言语用学上延续它的先验语用学（K. O. 阿佩尔）的异议，来自于社群主义-生命哲学的伦理学，它尤其在美国构成了一个具有自身学术期刊且在部分观点上带有保守秩序政策倾向的有影响力的派别。由形而上学历史所决定的将社会关系的合规律联系之优先性把握为实践理性逻辑同一律命题的唯心主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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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掩盖康德实践哲学的现实主义。一般行动目的论的形式主义思想，作为先于且独立于一切质料活动形式的先天行动理性，预设了活动概念的高度现实概括——这种概括唯有在现代资产阶级个体冲破作为层级特权的诸多权利的特殊主义、确立纯粹法律主体性之后才得以推动。其前提同样包括英国和法国自17世纪末以来在国民经济学中所形成的抽象普遍劳动概念。

尼采对社会意识之道德形式的批判（深刻体现在《论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1887中），其影响一直延续至J. 德里达与M. 福柯，但这并不能让人忽视：从康德关于客观道德法则的方法论前提中可以引申出并非代表排他性特殊利益的偏狭意识形态的公设。因为，若非从社会关系所预先给定的行动条件中汲取根据，它又从何处获得“自由公民的赞同共识”之必然性的奠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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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法则

将定言命令与传统的道德黄金法则相联系、乃至将前者归结为后者，乃是一种误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基本伦理法则不仅见于古代哲学、福音书（最初见《多俾亚传》4:16，后见《马太福音》7:12；《路加福音》6:31），同样也存在于儒家与佛教之中。在德国早期启蒙运动中，C. 托马修斯将黄金法则确立为其伦理学的主命题：Quod vis ut alii tibi faciant, tu ipsis facies（“你欲人如何待你，你亦当如何待人”；托马修斯，《神圣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 jurisprudentiae divinae], 1688, 71730, I, 4, § 18）。在同样的经验主义反形而上学方向上，J. G. 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中将黄金法则理解为“使人成为忠诚伴侣与兄弟”的“公道与真理之法则”（《全集》，B. 苏凡编，第13卷，柏林1887，第160页）。康德将定言命令的问题设置直接指向启蒙伦理学的这一经验主义基本进路。他把这一规则归为对行动的直接评判规则（V, 69），因而它不适于充当普遍法则或无条件命令。“人们切莫以为，这里那句陈腐的格言：quod tibi non vis fieri et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原作者注］能充当准绳或原则”（IV, 430）。因为如果自己能够免于行善，人们或许宁愿忍受他人违反此规则来对待自己。因此，该规则充其量只是一条假言命令。在近期的讨论中，L. 柯尔伯格在其道德自我反思的六阶段个体发生学图式中，将黄金法则视为社会互动中成熟行为评判的原则。在此，它被提升为所谓的“多边角色互换”。若不回溯到作为支撑道德评判方法之客观法则的社会关系，商谈伦理学就不过是黄金法则的一个变种。一切一致同意都将纯属主观愿望，归根结底取决于运气。一旦脱离了神学超验性，人类若没有形式法则，就将生活在道德偶然性之中，或者正如康德所切中要害指出的那样，仅仅生活在其利害的自然法则支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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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的结构

该著作保留了第一部《批判》由“要素论”和“方法论”构成的结构，这一结构后来在《判断力批判》中再次重现。要素论同样划分为“分析论”与“辩证论”，并且康德还试图重现由先验演绎、范畴表、判断力的中介地位等构成的提问次序。第一部《批判》在引入理性概念时曾说明，实践理性是从整体走向部分，而理论知性则是从部分走向整体。因此，新分析论中的次序与先前的次序相反：从原理走向基本概念和直观（V, 16）。康德在第二部《批判》分析论的附录中，详尽阐述了两部《批判》在建构方案上的差异（V, 90）。由此，对实践理性的先验演绎凝缩为对道德法则这一“理性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的揭示。在理论认识进程中通过想象力的图型来实现的理性形式与经验内容的联结，根据理性理念在经验现象领域中仅具有象征性而非构成性的呈现，转化为一种“纯粹实践判断力的模型论”（Typik der reinen praktischen Urteilskraft）。这是这一高度凝练的人类实践理性理论中最精彩的篇章。实践理性的辩证论探讨了道德行为与幸福体验相统一的不可避免的幻相——这一统一性伴随着至善的必然理念出现，从而触及了对现实经验行为进行观念中介的棘手问题。“完满性”主题的先验参照点在此已被剔除。

《实践理性批判》作为一部思想高度凝练的艺术品，是康德主要著作中在表述方式上最为成功的一部。这位63岁的作者以智识上的从容驾驭与语言力量，统摄了新型先验逻辑思维形式之划分的核心主轴。这部篇幅更为精炼的著作（正如康德最初对《感性与知性的界限》一书所期望的那样），无疑也吸取了此前那部向各方面过度铺展的巨著的经验。它在普遍思想意识中奠定了原始康德主义的成功，正如《判断力批判》随后为康德主义向浪漫主义以及谢林与黑格尔的新泛神论的转变做好了铺垫。相反，在19世纪60和70年代，新康德主义向康德的回归在形式上完全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实现的。其真实的社会批判与道德意涵——例如在F. A. 朗格（《下莱茵信使》[Der Bote vom Niederrhein], 1865/66；《工人问题》[Die Arbeiterfrage], 1865）以及科亨的自由主义那里——最初则退居幕后。

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旨在为社会化成就阐明一种具有同样严密性的逻辑先验主义，正如第一部《批判》为事态的理论构成所确立的那样。在人身自由个体这一相比古代与封建社会远为复杂的前提下，道德哲学成为了普遍社会化理论的理性奠基。其质料前提在于一种洞见：仅仅对个体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利益进行外部法律规范，并不足以保障一个自由的社会。良知中尊重平等权利与所有个体自由的内在决意必须加入进来。康德在此接续了新教关于“内在人”的学说。在这部著作中，康德展现了他自身精神与生活方式的最佳风貌。他将智识性展现为人类正直品格的一种形式。在这种人类普遍道德的形式方法论中，毫无狭隘的地域气习，亦无隐秘的功利主义保留。对被简化为自私自利与唯利是图的人的厌恶，深深贯穿于严密的思想进程之中。而通过情感化认同来排斥个体责任的道德说教式狂热（Schwärmen），则被作为另一种伪造予以拒绝。理论的精确性是必不可少的，“在确定道德原则这样一种微妙的情况下，即使极微小的误解也会败坏存心”（V,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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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法则，意志统一性的客观规定

从形式上看，关于一切意志准则之客观法则性的道德理论，凭借其对方法论-形式方面与质料方面的区分，完全置身于唯心主义传统之中。质料性的东西作为经验性的东西，同时也是弥散的且抗拒理性秩序的东西。自律必然受制于对具有威胁性的自然性的克服。正如《实践理性批判》所言，偏好（Neigung）是变幻不定的，它们将我们束缚于外部条件之下，直至自我异化。“因此，它们对于一个理性存在者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累赘的；尽管他无法摆脱它们，它们却仍然迫使他产生摆脱它们的愿望。……偏好是盲目和奴性的，无论它是善意的还是非善意的”（V, 118）。基督教关于肉体罪性的教义，将本身属于精英哲学的对肉体的拒斥扩展到了体力劳动的农民和平民阶层——对于这些人而言，这种拒斥本来是十分陌生的。康德将其概括为偏好这一事实，偏好源于我们的自然性及其对外部世界的依附。在康德哲学中，义务存心与偏好（中古高地德语 neigen，意为弯曲、贬抑）之间的核心伦理对立，取代了基督教人类学中拯救与罪孽之间的根本冲突。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中，偏好作为肉体欲望乃是一种受制于尘世的软弱，与人凭其信仰所归属的精神本质相对立。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曾说：“人必须向世界死，必须向肉体及他的一切偏好死”（转引自格林，《德语大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 第7卷，莱比锡1889，第579栏）。他也承认存在一种较弱的向善德性的偏好，因为亚当起初是通过自由决断才堕落犯罪的。经院哲学（托马斯、邓斯·司各脱）将所谓邪恶尘世偏好的负面性质与情感依附的中性性质（inclinatio animorum）结合起来，沃尔夫对“偏好”的使用正处于这一脉络中，将其视为对某种善或恶的模糊表象。偏好是“感性欲求，因此它无非是心灵朝向某物的倾向，而我们对该物怀有一种关于善的模糊概念”（《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的灵魂的理性思想》[Vernünftige Gedanken von Gott, der Welt und der Seele des Menschen], 1719, 51732, § 434）。这延续了莱布尼茨对经院哲学德性概念的改造，即把德性视为对理性的偏好，“使人拥有一种依知性行事的偏好与熟巧”，亦即追求资产阶级理性的生活方式（莱布尼茨，《科学的开端与范例》[Initia et Specimina Scientiae]，载《哲学著作集》，C. I. 格哈特编，第7卷，莱比锡1931，第116页）。审视莱布尼茨对偏好概念中所包含问题的精辟阐发，可以显明康德对该术语所作的有别于前者的形式-方法论运用。在其《人类知性新论》（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遗著于1765年出版）第二卷中，莱布尼茨发展了其现代资产阶级的行为观念：并非最大的善在决定着我们的意志，而是我们从世俗内在的偏好冲突中做出意志决断（莱布尼茨，同上，第3卷，莱比锡1926，第170–193页；第21章，第10–40节）。那么，如何既不借助超验性、同时又独立于日常实践需求和利益的刺激来思考自由呢？莱布尼茨在其论文《论自由》（Über die Freiheit）中作出了伟大的转折，指出在无穷小数学中可以找到光明。在此，偏好被扬弃为所有个体一切意志决定的世俗内在的无限性（莱布尼茨，同上，第2卷，莱比锡1924，第499页）。

康德对道德-实践必然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义务存心的强调，源于沃尔夫的形而上学：理性主义所理解的上帝作为世界完满性的保障，同时也是世界结构中各个必然性层面的担保。这其中包括自由精神存在者的概念，因为唯有这些存在者通过其对合目的且本身必然的原因的自由创造，才产生出世界的完满性。从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本体论中，经院形而上学推导出了通过灵魂的智思实体产生必然行动的公设。沃尔夫从精神灵魂与有序创世相平行的理性神学前提中得出结论：“凡属于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由同一种理由来决定”，并且“凡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所产生的一切……彼此都是协调一致的”（Chr. 沃尔夫，《关于人的作为与不作为的理性思想》[Vernünftige Gedanken von der Menschen Thun und Lassen], 21723，前言，第4页）。在此，康德所遵循的问题设置清晰可见：通过把理性主义的上帝概念作为至为必然的本质这一迂回路径，将道德亲密关系与面向普遍的道德之间的关系从弥散的情感层面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康德迈向对道德意志决定的普遍有效性进行先验的（亦即内在的意识逻辑）奠基这一非凡步骤也显露无遗。其深层根基还在于康德坚定的共和主义。因为卢梭关于个体关涉个体全体之宪法建构的问题，需要一种道德的基础建构，而理性神学的前置预设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若没有实践理性的先验逻辑奠基，在抛弃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建构之后，就只会在经验主义中产生外在法律关系与内在道德性之间肤浅而脆弱的互补关系（关于康德对沃尔夫的继承，参见G. 策勒，《康德的理论对象关涉》[Theoretische Gegenstandsbeziehung bei Kant], 1984；同氏，载Fulda/Stolzenberg, 2001, 第53–72页）。

尽管康德在经验人类学的提问层面上同样谈及“我们的偏好系统”——它与社交倾向一道仿佛构成了社会的自然基础——但康德对该术语的使用在根本上依然追溯至无限性问题的逻辑。康德结合平民神秘主义传统中的禁欲主义倾向，赋予偏好领域以一种针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以及针对受制于社会地位局限的视域狭隘化的批判性距离。将理智的义务存心与具有人格毁灭性的偏好外在束缚进行决绝分离（在《实践理性批判》与《奠基》的方法论奠基中，而非在道德哲学的具体展开中），前瞻性地预示了人格之普遍自由与社会行动条件的高度对象化之间的彻底分离。社会总体智性显现在一切生活与行动的前提之中——最初最直接、最具体地体现在客体化的技术与科层制形式之中。它向个体意识昭示了一种先在的义务关联的现实性，而康德将其表述为道德-实践理性的理念。与此同时，唯心主义道德哲学在“精神—自然性”的对立中，把握到了孤立个体与未被看透的社会运动规律之间的异化。个体生命活动在其中得以实现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一直渗透到主体概念自身内部。我们内部的自然被描述为尚未解决的双重性：既是需要照料的肉体，又是必须克服的偏好奴役。康德那个关于“自动烤肉叉”（Bratenwender）的颇具诙谐意味的比喻——若没有纯粹意志，我们就如同插在烤肉叉上任由本能冲动摆布（V, 97）——生动表达了自然概念的这种替代性功能。

在形式上，康德借助知性（Verstand）与理性（Vernunft）的区分进行运作，但他重塑了古典关于 ratio（推论理性）与 intellectus（直观智性）的划分。柏拉图曾区分了两种认识方式：灵魂的一个初级部分利用事物世界的对象作为理念的镜像，并下降到经验推论；我们思维的另一个部分则从确定的命题（hypothesis，假设）上升到一个终极的、无前提的始基（柏拉图，《理想国》，卷六，511节）。在康德那里，柏拉图式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交织被解开了。凭借知性，我们俯就于被给予者，并服从于我们需要的必然性；凭借理性，我们从表现为“自然”动机的狭隘事实利益中超拔出来，进入与社会动机总体相中介的过程之中。认识与道德-实践意志的相反运动表明：绝非可证实的理论活动与技术-实践活动的无限序列就能免除我们对自身自由的责任。因此，康德将关于人格同一性的知识以及在人类尊严视角下的人格自我反思，关涉到意志之上。这绝非专门领域的意志，更非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意志——后者是在特定情境决定的因果链条中被自动引发的。套用卢梭的表述，道德-实践的理智主义关涉的是一种原初意志，即自由个体在“所有人皆自由”的关系中所作出的基本承认行为。道德-实践理性关涉的是超感官者，正如所有个别目的的无限集合是一种超越经验的智思关系一样。定言命令表述了自由个体与所有人的同等自由之间的这种关系。它仿佛是共和主义的数学公式。普劳斯（Prauss）极富启发性地将康德的主体概念阐释为一种自身关系（Selbstverhältnis），在其中自由与意志紧密相连，因为唯有意志处于与自身的关系之中，而其他一切则处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唯有在意志的自律中，个体才能自由地为自己赋予义务（第268页以下）。

康德未曾使用的《判断力批判》第一版导言（第一草稿）总结性地表述了先验唯心论的结构问题。如果意志在经验目的范围内依附于客体而做出被动反应，那么行动的起源与进程就与自然过程毫无二致（XX, 198）。在此人不过是万物之中的一物。康德把经院形而上学与感觉论的实践概念斥为“实践心理学”，认为它不属于哲学（XX, 199）。“自由法则”（Freiheitsgesetz）这一术语强调了这一“理性事实”的超个体逻辑形式，即能够在无限的视域中思考个别者的能力。与无条件命令或“确然的实践规则”相区别的是假言命令或质料规则，后者作为“熟巧的规则”与明智的规则，其动机是自爱或所谓的幸福（V, 25）。康德在其理性维度的体系学中，并未将它们归入实践理性，而是归入判断力之中。即便是当代从具有语言能力的主体的所谓“互动”（interactions）出发的形式理论，也必须假定不同的理性维度，并在深入反思后引入一个商谈宇宙，作为一切达成共识的沟通的无限场所或先天可能性。唯有如此，它们才能克服一种逻辑后果：即成功的沟通无非是偶然幸运的巧合。

第二部《批判》附有一个“结论”，表达了自然概念对文明进程中物化客观规律的独特替代功能；而将这一客观规律消解为社会群体的社会关系，则构成了纯粹意志先天观念性的宏伟跨越。“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越是持久地对它们进行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赞叹与敬畏：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我不可把这两者看作隐蔽在黑暗之中、或处于狂热超验之中，而在我的视野之外去寻找并单纯推测；我看见它们就在我面前，并把它们直接与我的存在意识联结在一起”（V, 161 f.）。无数世界的浩瀚仿佛消灭了我作为受造物的微不足道的重要性；而我那具有理性与决断能力的人格的不可见自我，则无限地提升了我的价值，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揭示了一种独立于“感性世界”的生命以及超越生物学生存的崇高使命。康德还将实践理性与重构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联系起来。数理自然科学带来了对世界构造的清晰洞见。“在此榜样的启示下，在探讨我们本性的道德禀赋时同样走上这条道路，能够给我们带来取得类似良好成果的希望”（V, 163）。就面向自然与人类社会生活形式的实际科学而言，这句带有高度隐喻色彩的名言——“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充分道出了康德科学的、世俗内在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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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伦理学、社群主义、康德形式主义在先验语用学与商谈伦理学中的语言分析重构

早在针对康德主义与新康德主义形式主义的质料价值伦理学中，M. 舍勒（1874–1928）与N. 哈特曼（1882–1950）的批判就瞄准了唯心主义二元论，并试图借助形而上学的价值概念来拒斥其在生命哲学意志论上的对立面（叔本华、尼采、G. 齐美尔、S. 乔治）。然而，二元论的真正根源却未被看到，即社会现实被割裂为文明进程的客观强制规律与孤立个体的智识性。康德所蕴含的对这种分裂的克服——将个体意志理智化，并将智性形式化为调和个体与社会的中介方法算法——在质料价值伦理学中反而退缩了。后者试图在不同价值本质秩序的思辨形式中实现综合。在当代，针对康德道德哲学形式主义的批评，既来自具有质料价值伦理取向的社群主义，也来自奠基于皮尔士实用主义的形式先验语用学。与H. 约纳斯《责任原则》（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法兰克福1979）的质料伦理学相近的社群主义，试图在自由主义体制的社会中，从共同体共享的生活经验价值出发，为个体的现实伦理决断提供奠基。在四分五裂的个人主义社会中，一种形式方法论伦理学将无法唤起这些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共同体意识。这类价值例如作为核心德性的爱国主义（A. 麦金太尔），而在其他理论家那里则是团结（Solidarität）——一种甚至与经济再分配思考相关联的价值（M. 桑德尔）。他们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无法把握一个正义社会的再生产条件。先验语用学（K. O. 阿佩尔）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商谈伦理学（J. 哈贝马斯）承认由康德所奠定的形式主义，但批评了其在自我意识概念中的奠基。道德活动是人际之间的态度与行动，在其中人格的自我反思才得以生成并不断现实化地展开。因此，道德预设了规则遵循，而规则遵循又预设了“一种主体间统一的世界解释”（阿佩尔 1976，第160页）。道德是“交往行动以其他手段——即论证性商谈手段——的延续”（哈贝马斯 1983，第141页）。由个体自身所驱动的规则遵循的核心方面，奠基于对不可否弃之条件的承认。由此，作为论证性商谈的道德能够获得一种实践必然性的逻辑结果，以及如同康德伦理学中那样的义务法则的普遍主义。商谈伦理学被理解为“定言命令在交往理论上的重新表述”（库尔曼 1987，第99页）。康德道德哲学的形式方法论特征（“程序主义”）得到了承认。“对道德的程序性界定包含了认知主义、普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基本假定”（哈贝马斯 1983，第133页）。奠基的支点从康德自我意识的逻辑复合体，转移到了最终植根于符号论的、理性论证商谈参与者相互承认的实践之上。实用主义的其他流派则全盘否定了道德哲学中康德式的（以及先验语用学的）无条件性。他们认为无条件性的要求本身就是经验上有条件的：当论据耗尽时，它就会登场。R. 罗蒂（2001）以其极具挑衅性的随性论证风格指出，康德的道德概念“需要某种论证结构，无论人们是否知道它的存在，它都客观存在着——一种自然的理由秩序，人们可以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把它想象为以某种方式嵌入在事物本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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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主体性与经验性格，智性与意志

对人类自由的先验逻辑奠基排除了对人的超验依托。康德的宗教哲学开宗明义地写道：“道德只要是建立在人作为自由的、正因如此也通过其理性将自身束缚于无条件法则之上的存在者的概念之上的，就既不需要在其之上的另一个存在者的理念来认识自己的义务，也不需要除了法则本身之外的任何其他动机来遵行义务”（VI, 3）。这是关于道德超尘世的一面。那么先验主体与尘世人格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后者的同一性必须构成逻辑形式的对应物。康德在“性格”（Charakter）的主题下对此进行了探讨。若不结合其人类学，就无法在其维度的分层中把握道德哲学。相对于《人类学》（Anthropologie, 1798）中已出版的关于人格性格的文本（VII, 285–302）（按照人格性格、性别性格、民族性格、人类物种性格的顺序），《人类学反思札记》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性格是人运用其才能与属性时普遍起支配作用的原则。……一个人若在其行动中没有持存的原则，因而没有任何一致性，他就没有性格。……我们必须根据性格来评判人，而非根据其个别行动”（Refl. 1113）。与性格主题相联系的是康德存心伦理学（Gesinnungsethik）的核心关节点：“凭借才能，人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凭借存心，人本身就是善的”（Refl. 1159）。即使在方法论先验层面之外的经验现实的人的观念同一性，对于康德的实践哲学而言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的道德性恰恰始于这种观念同一性，因为否则的话，一件善行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仅仅是一时兴起或是对认可的虚荣渴求。康德的存心伦理学吸收了宗教传统，而在他对诸如朝向无限、存心、禁欲等主导动机的重塑中，J. J. 施帕尔丁（1714–1804）的《人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1748等版）极可能发挥了重大作用。康德的宗教宗教学说在关键点上（将上帝概念与灵魂不朽作为思维的公设、信仰与理性的结合）确实吸收了施帕尔丁的新教思想。该著作的理性主义倾向固然主要是针对拉·美特利的无神论唯物主义，而康德的伦理学同样抱有这种取向。康德在施帕尔丁那里发现了将宗教主题转化为理性论内在问题的丰富契机。人超越自然存在者的特殊地位，在一切经验意志决断之前确立精神优先性的要求，与此相关的对我的存心决断在无限中延展其有效性的必然假定，乃至这位柏林圣尼古拉教堂主管牧师兼最高宗教法庭顾问的神学论证的整体逻辑氛围，无疑对康德产生了强烈影响。“如果我把今生看作是人的终极决定的状态，那么我在关于此的概念中就无法把任何东西协调一致”；“我感受到自身内部蕴含着能够无限增长的能力”（施帕尔丁，《论人的使命》，莱比锡1774，第54页以下）。当然，康德在人类尊严参照领域中对先验逻辑人格概念的扩展，进而康德纯粹实践理性构想中卓越的物种历史张力弧度，自然是无法从施帕尔丁那里获得的。对于经验中的人的人格同一性，施帕尔丁同样能够借由奥古斯丁来界定：我身上和我周围的一切都在不可阻挡地流动，“但我自己，即正在思考这一点的我，凭借最深切的感受意识到，我……始终是、且依然是我曾经是的同一个人”（同上，第57页）。这一论证模式早在《纯粹理性批判》感性论的时间概念中就已出现。

施帕尔丁曾将沙夫茨伯里翻译成德文（《关于德性与功勋的探究》[An Inquiry Concerning Virtue and Merit], 1745；《道德家们》[The Moralists], 1747），他在德国伦理学理论中还充当了莱布尼茨单子论伦理学与沙夫茨伯里柏拉图化泛神论道德哲学之间的中介者——后者将德性视为物质、审美与理智冲动和谐共处的优美秩序。教养个体内部的这种和谐被构想为社会秩序的先声预象。教养理想承载并辉映着社会期待。莱布尼茨曾写道：“由此人们便可看出，幸福、快乐、爱、完满性、本质、力量、自由、一致、秩序与美是如何相互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莱布尼茨，《论智慧》[Von der Weisheit]，载《哲学著作集》，第2卷，C. I. 格哈特编，莱比锡1924，第493页）。正如斯宾诺莎此前以对上帝的理智之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的思想所做的那样，莱布尼茨强调了近代伦理学中的柏拉图主义要素，而这一要素在沃尔夫那里随后降格为斯多亚理性与近代幸福论之间极其缺乏想象力的调和。康德并没有采纳这种柏拉图主义的路线。乐观主义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等同于伪造。无利害之愉悦的审美原则固然源于理智之爱的传统，在康德哲学中，它极其核心地蕴含在经验主体对义务法则的敬重感（Achtungsgefühl）之中。这种道德情感仿佛是实践意义上的生产性想象力，让日常实践的功利利害仍能仰望理性理念。然而这一关节点在康德那里显然未曾得到充分展开。因为若要展开，他就必须表达那些他并不赞同的期待。因此，对于“风尚审美学”（Ästhetik der Sitten）而言，留下的只有那些值得赞赏、但对过激狂热严加防范的资产阶级个体的私人圈子。康德恰恰没有让这种充满灵性的社交和谐通向广阔的社会前景。这类德性清单所蕴含的要求内涵在他看来过于微薄。道德-实践理性并未忽视这一点，但它牢固奠基于对个体及其法权要求的共和主义敬重意识之中。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在经院哲学与学院形而上学对教义的唯理主义阐发中，智思自由的一个特有论题是关于超经验的自我决定位于主体的哪一个层级：在意志中，还是在理智中？由此引出了实践概念中理智主义与意志主义的问题。对于经院形而上学而言，实践取决于心态/心灵倾向（ab animo），通过这种倾向我们变善或变恶。理智本身尚不是实践的，它规定了意志，意志继而对各种目标进行选择性对待。这样一来，道德实践的核心便落入意志之中。据此，意志本身并非自由的。自由的是理智，理智既可让自己受意志奴役，亦可向意志发号施令。如果理智关涉在信仰中所把握的真实存在根据，就会产生基督徒的自由。这主要是经院实在论的观点，也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与路德关于人按基督教理解在其人格内在性上是否自由的争论中的看法。意志与理智的绑定属于康德道德概念的核心。理智主义伦理学否定意志自由，莱布尼茨亦曾说过，“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涉及意志”（《人类理智新论》，同上引，第178页）。与此同时，对无条件命令的认识与相应的意志规定在康德那里被置于一种极富戏剧性与生存性的关系之中。源于宗教炽烈性的冲突被康德的理论扩展到了整个世俗实践行为层面。康德彻底抛弃了道德-实践自由的超验导向。定言命令表现为一个先天综合判断。然而，随着自由概念的自律化，新教宗教中持续自我反省的动机也随之泛化。康德的目标在于拒绝那种趴在账台后脑满肠肥、唯有在算盘落空时才感受到良心不安的市侩自鸣得意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更好或更差的意志抉择之相对性根本不是道德的主题。对内在意志形成的戏剧性处理（若离开关于原初为恶因而必须净化的意志的新教教义便不可想象），旨在追求正确的意志并反对错误的意志。在康德的认知主义道德理论中，理智与作出正确决断的意志紧密靠拢。康德在此遵循了奥卡姆主义的观点，即理智对意志的规定本身就已经是实践。在理智主义的语境中，意志自然唯有在先验观念论的意义上才是自由的（正如信仰在寄望于救赎时的情形）。在事实上，意志的行为越正确，它受到的约束就越大。

C. 沃尔夫的《普遍实践哲学》（Philosophia practica universalis, 1738）以及《关于人类行为的合理思想》（Vernünftige Gedanken von der Menschen Thun und Lassen, 1720，21723）已经把意志自由视为理智意志规定的属性。凡未经深思熟虑而发生的事情都是不自由的。然而，这里的自由无非是“从可能的事物中挑选最令其中意者”（《关于人类行为的合理思想》，§ 1）。这种选择运作在所谓促进我们完满性与减损我们完满性的行为的“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则与自然法则”层面。前者为善，后者为恶（§ 3）。这就是道德的自然法则（§ 19）。它与康德回溯到实践有效性的普遍逻辑形式之间的距离是不言而喻的。沃尔夫关于道德自然法则理论的意义，在于聚焦于每个个体的理智。个体通过其实践洞见成为其决断的主人。“上帝的意志不能订立任何别的自然法则”（§ 35）。无神论之所以有害并非由于其自身，而是因为对自然法则的无知，而“在那些并非无神论者的人当中，一种混乱的生活”同样源于这种错误（§ 21）。

Apriorismus als methodischer Formalismus. Phänomenologie der Handlungs- und Wissensebenen

预备性先验哲学的第二部分即实践部分的任务在于：正如为理论的事态构成确立形式化一样，也为主体的自我决定与社会化成就证明一种超经验的、在方法上与数理自然科学等同的形式化。唯有如此，新形而上学的诉求才能得以实现，即将一切文化客体化形式奠基于一种贯通的理性概念之上，而该概念相比本体论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能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切合自然科学的问题情境以及自由平等人格之社会化行动的契约化。康德乐于指出其道德哲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联。他指出，实践理性的分析论必须“像几何学家在其行当里所做的那样精确”（V, 92f.）。面对批评其道德哲学先验主义并未包含新的道德原则而仅仅包含一条新公式的指责，康德反驳道：“但凡知道公式对于数学家意味着什么的人（公式能极其精确地规定为完成一项任务所必须做的事情，且不致有所失误），就不会把一条就一切义务而言都做到了这一点的公式视为无足轻重和可有可无的”（V, 8）。因此，这一任务就在于阐明一个实践自我决定的普遍法则概念，它既构成自由自我决定的层面，又构成个体社会合作的层面。这可以说是对“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先验哲学重构，意味着近代数理自然科学理性与卢梭式的批判道德主义以及个体义务的共和主义的结合。难道自然主义人类学——无论是在彻底的霍布斯形态中，还是在洛克经验主义的利他调和形式或 A. 斯密的同情心伦理学中——不曾提供过行为法则与个体动机的中介吗？康德回答说：毫无疑问提供过。然而，以经验对象为导向的兴趣将所有个体驱向相同的对象，并将社会转变为普遍利己主义的混乱。所设想的人格自律转变为“任意的异律”。更重要的是：经验性驱力无一例外都是先前行为或内在驱力的后果。自然主义人类学所道出的并非自由，而是生理学决定论。普遍意志的无条件法则只能锚定在一个超经验的公设之中。唯有如此，自我意识的理智性才能将单个人的自律与普遍意志统一起来。康德的要旨在于：他将私人市民社会的伦理领域与普遍道德领域思考为一种对立关系。这与启蒙时代通常的乐观主义背道而驰。“道德”形而上学将道德与法权界定为：将沃尔夫如此折衷地与复杂的幸福概念相联结的 perfectio（完满性）论题呈现为内世的精确性，并将后者呈现为一切关系的形式原则。这样一来，个体行为的契约化以及法权形式便成为社会化的模型。界定道德特性的不是善意和对幸福的追求，而是义务意识。义务宛如承认一条顾及所有个体的法权诫命，该诫命必须予以履行。在宗教传统中，上帝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向来也通过法则与服从关系中的道德司法化来思考。在康德那里，有效性的前提在逻辑内在性中产生于个体自我意识对所有自我意识的基础关系。这正是它与商谈理论形式主义的区别所在。“这一公设统一体的准先验主体是无限的实验共同体，它同时也是无限的解释共同体”（K. O. Apel, 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Frankfurt/M. 1976, S. 173）。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中共和主义平等的法权设定，康德补充了一种先验逻辑的奠基。始终与自身等同的意志无非预设了“一类理性存在者”（V, 67）。这显然不是一种团结伦理。它同样不仅仅是法权自由主义的绝对化——尽管与后者的关联显而易见。现代道德哲学形式主义对康德在自我意识概念周围展开的先验奠基过程提出批评，却忽视了在这一概念中涉及的是一种智思结构的运作方式，类似于数学级数。相比之下，正如 R. Brandt（2002）所指出的，商谈伦理学试图从语言游戏不可逾越的规则形成出发，寻求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妥协。康德将关于智思客观实在性的形而上学理论转化为行动概念的逻辑奠基。相比现代伦理形式主义，康德更具决断力地将具体的道德抉择过程描绘为相互对立的理智驱动层与质料驱动层之间的斗争与可能的比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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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Gang der Darstellung

Elementarlehre. Analytik.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前言将这部新的《批判》衔接到《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三二律背反（机械因果概念—意志规定的自由）。分析论的附录“对纯粹实践理性分析论的批判性阐明”，给出了康德本人对全书问题最出色的概括，堪称阅读全书的首选起点。第一章通过一个定义、八个节段（包含四个定理、两个课题、若干附注）以及两篇关于原理演绎（先天形式之实现的奠基）的结语展开了实践理性的原理（I.）。随后是从休谟论题出发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系统性所作的精彩阐发（II.）。康德通过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的相对主义方案形成鲜明对照，有力地阐明了自己的提问方式。

在定言命令的核心表述中，法律语汇的运用是不容忽视的：“你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普遍立法的原则”（V, 30）。一种表述称：“定言命令是理性原则关于自身作为人格的判定（dictamen rationis practicae）。”（引自 R. Eisler, Kant-Lexikon, Berlin 1930, S. 272）康德在开篇区分了行动的客观法则或命令与主观准则（V, 19）。随后阐明了主体内部的行为取向或意志取向（而非对象取向），进而阐明了人类的先天合理性（而非情绪或利益驱动）作为客观道德法则的基础（V, 21–30）。康德聚焦于法则的纯粹形式（V, 28 f.），展现了先验观念论更为深层的维度：追问文化内容的有效性结构，而非其在主体构造中的来源。《判断力批判》导言（V, 172 f.）与人类学讲座详尽区分的不同行动层面与准则（技术-实践的、经验-道德的、法权的、纯粹道德的），在此仅被简略提及（V, 26）。在分析论的第一章这一篇幅超过其余两章总和两倍的最详尽章节中，康德为其道德哲学形式主义确立了理论原则。该原则对特殊伦理学（康德依循沃尔夫的范例仍将其展开为义务清单）的真正方法论意义，在伦理学与人类学讲座中得以体现，其后则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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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tum der Vernunft, religiöse Tradition der Gesinnungsethik

与从直观形式出发的理论哲学不同，实践概念不能从对象性关联出发，而是必须直接作为一条先天综合原理被理解。道德-实践理性的概念根植于唯心主义关于“意识命题”的传统之中。笛卡尔的“我思”（cogito）曾为近代哲学确立了这一命题。在主体关联的自明性中，蕴含着无可置疑的（因而是可普遍化的）客观性保证。康德的创新在于强化了其方法论内涵。在此，意识命题表达了在一切道德-实践意志行动的奠基结构中，个体对作为平等和自由的所有个体之关系的优先性。康德在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定言命令中，阐明了意识命题在数量上的普遍性即普遍有效性。康德的实践哲学正以这种类似于数学和法学的方法论抽象为特征。实践行动的先天综合是一个最普遍的程序框架。它是对一切经验动机之普遍社会化的现代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高度自觉，这种社会化的基础已经被推向超越体验式事件领域的层面，并如今能够以经济学、法学和形式道德诸学科的抽象理论形式呈现出来。承认一切对象性生活领域都是历史生成的产物，承认经验实在性相对于所有个体的平等关系而言只是相对的，这构成了康德实践哲学的批判性内涵。康德关于人格纯粹意志的逻辑，在意识命题的观念论形式中蕴含了所有社会关系的方法论可操作性与历史过渡性。它承载着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公民”（Citoyen）构想，即唯有在所有自由个体先行关系的媒介中来思考自由个体。纵观康德所处的时代，那些试图借助感觉论主体概念达到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纲领的辅助性构想，确实暴露出令人气馁的直接性。C. A. 爱尔维修（1715–1771）作为将感性视为个体社会性的情绪与审美基础的最坦率且最敏感的理论家，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自爱（l’amour propre）是一切活动的原则，同时也是寻求公众认可之享受的荣誉感的触发器。正因如此，利己主义者也会采取利他行为。康德实践哲学的方法论形式主义，以更成熟的方式表达了具体劳动向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转化，以及社会关系作为商品生产者关系的实现。但它并未穷尽于意识形态内涵之中。在狭隘的外壳之下，隐藏着所有个体在普遍平等标准下进行自我反思的问题。

康德将每个意志对一切意志之关系的先天同一律称为“纯粹理性的事实”（V, 30 f., 50 f.）。在此，“事实”（Faktum）意味着：不可进一步还原的理性形式法则。它是海德格尔关于历来已然存在的此在之实际性（Faktizität）论题的对立极。这意味着，康德并非直接表述构成定言命令基础的现实社会性，而是以先验逻辑之先天综合的观念论形式来表述。实践行动的先验逻辑斩断了一切实体性思辨。我们无法指出法则的根据，而是指明“它在心灵中产生何种作用（更好地说：必然产生何种作用）”（V, 72）。这意味着，在所有人的关系中追问人格——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时是另一个人——乃是理性的原初事实。一条法则本身何以能直接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乃是“人类理性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V, 72）。康德在《遗著》（Opus postumum）中记下了“对我们自身而言不可理解的自由能力”（XXI, 30）。它之所以是理性的事实，是因为它在逻辑上先于理性（ratio）与意志（voluntas）的分离。理性事实的思想宣告了道德反思的合理性是绝对的（V, 31, 72）。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对算术运算无可动摇的事实性的愤怒截然相反。

基本法则的纯逻辑前提引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核心派生概念：纯粹意志、自由、义务。康德的过人胆识在于将意志与逻辑洞见熔于一炉。纯粹意志的方法论公式正是为此服务的。基督教传统以及以不同方式呈现的感觉论，恰恰是在理性与意志的冲突中看待道德问题的。康德在具体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中贯彻其实践概念时，赋予了这一对立广阔的空间。与理论客体化一样，康德在实践客体化中同样追问行动形式的要素统一性。这只能是对行动之观念内容的合目的性设定。理性与意志的差异唯有在逻辑上在先的统一体内部才能被思考。唯有在逻辑的全称功能中，理性才能被证明是“原初立法的”（V, 31）。这种激进意志观的全部困难，继而在于对经验决定层面的逐步方法论重构。它包含了意志决定的形式可能性。形式实在性（realitas formalis，作为在逻辑上无矛盾地被思考的存在）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此被发展为普遍平等的私有者文明之必然的理性公设。

从动机史来看，康德接续了基督教的心性概念，即行事不是按字句，而是按精义（圣灵）（V, 72）。原初的宗教动机同样可以在道德法则的“强迫”描述中辨认出来，这种强迫“可以被称为一种内在的、但却是理智的强制”（V, 32）。在一切正当行为的开端，是对人之纯粹内在性的确认。路德关于“两种人说”的遗产——外在的、肉体上被质料外在世界所束缚的感性之人，与内在的精神之人——已经从对超验救赎无保留信赖的信仰确认，转移到了人的理性本性之上。如果考虑到贯穿所有个体的单一精神的思想主要由神秘主义流派所主张，那么理论动机的改造程度就显得尤为明显。在17世纪，偶因论就已经试图将参与所有意志行动的超人格上帝精神的神秘源头与唯理主义标准调和起来。康德坚决反对这一点。借助纯粹方法论-功能的综合原则，他发现了重塑一种涵盖所有个体的超人格精神的无限制有效性的可能性，而丝器官不染指该思想的神秘主义内容。费希特那种认为所有个体都包容于其中的纯粹精神的狂热康德主义，在若干表述中展现出了某种神秘主义的氛围。费希特在1794年的康德诠释中说道：“一切个体都包含在纯粹精神的这一个伟大统一体之中”（《全集》，第1部分第1卷，柏林，1845年，1965年重印，第416页）。

法则、意志与自由的整个思想圆环，从动机史来看源于新约神学。基督教经由保罗从一种希伯来爱国主义的律法宗教，被准备为在良知中所有人普遍平等的、具有普遍影响的宗教。这种宗教性的非凡之处在于伦理有神论，即把上帝理解为一种道德的最高意志，该意志向人首先要求的并作为义务赋予人的只有一点：道德心性。这毫无疑问是服从，但这种服从要求我们通过与正确意志之理想的联结而永远忠于自身。在旧约中，宗教法则思想伴随着严厉的报应观念，直到通过新约的恩典要素这一观念才退居次要地位。由此，信者的信赖及其内在力量被激发并释放出来。基督教法则思想中最严酷的一点在于：不可能通过直接颁布法则的途径来保障法则的遵行。通过堕落，这一保证丧失了，并需要借助上帝之子中神圣印记的神学建构以及他对我们罪恶的救赎。保罗将律法宗教与恩典思想相结合，由此产生了张力，这些张力通过基督之死（作为对违背律法的象征性受难惩罚）的戏剧以及信者与耶稣肉体及精神的神秘联结而得到化解。对耶稣戏剧的情感震颤旨在保持良知的警醒，使人在人性的软弱中依然铭记法则。由此为新教宗教性带来了称义与悔罪等重大神学主题。康德的实践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正是将这些道德主体性的本质主题从宗教专断的思维形式中引渡出来，并在理性理论上予以保留。唯有在这些脉络中，那种庄严崇高的语调以及对道德法则起源的追问才能得到解释。“义务！你崇高而伟大的名字，你丝毫不得人欢心，不带任何谄媚，而是要求服从，……在哪里能找到你高贵出身的根源？”（V, 86）《实践理性批判》旨在取代这一论题的宗教表述。因此，理性的事实也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在理论上有意义地追问其根源的道德-实践理性源泉。“人固然足够不神圣，但他位格中的人性对他来说必须是神圣的”（V, 87）。对单个人客体化的关涉，已经从神学超验性聚焦于单个人对其自身作为受尊重的“人性尊严”之一部分的责任。康德名言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世界之内，乃至在世界之外，除了一个善良意志之外，不可能设想任何东西能被无限制地视为善的（IV, 393）。另一个先行的新教动机在于：在心性的自律中展开了人的自由，即摆脱既定事物的压迫性力量并在精神中开启新生活的自由。

Literatur

Moritz, M.: Pflicht und Moralität. Eine Antinomie in Kants Ethik, in: KS 56 (1966), S. 412–429. – Hess, H.-J.: Die obersten Grundsätze Kantischer Ethik und ihre Konkretisierbarkeit, Bonn 1971. – Henrich, D.: Der Begriff der sittlichen Einsicht und Kants Lehre vom Faktum der Vernunft (1960), in: Prauss, G. (Hg.), Kant. Zur Deutung seiner Theorie von Erkennen und Handeln, Köln 1973, S. 223–254. – Ders.: Die Deduktion des Sittengesetzes. Über die Gründe der Dunkelheit des letzten Abschnitts von Kants GMS, in: Schwan, A. (Hg.), Denken im Schatten des Nihilismus, Darmstadt 1975, S. 55–112. – Mc Carthy, M. H.: Kant’s Application of the 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 to imperatives, in: Dialogue 18 (1979), S. 373–391. – Böckerstette, H.: Aporien der Freiheit und ihre Aufklärung durch Kant,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82. – Galling, K. (Hg.): 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RGG), Tübingen 31986, Art. »Geist und Buchstabe«, Bd. 2, Sp. 1290–1296. – Bobzien, S.: Die Kategorien der Freiheit bei Kant, in: Oberer, H./Seel, G. (Hg.): Kant. Analysen – Probleme – Kritik, Würzburg 1988, S. 193–219. – Riedel, M.: Imputation der Handlung und Applikation des Sittengesetzes. 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Hermeneutik und praktischer Urteilskraft in Kants Lehre vom »Faktum der Vernunft«, in: Ders., Urteilskraft und Vernunft. Kants ursprüngliche Fragestellung, Frankfurt/M. 1989, S. 98–124.

Evidenz-Bewusstsein. Methodische Ebenen

对道德法则先天合理性的最高形而上学反思，降尊纡贵地契合于每个人基本的道德辨别能力。道德上所诫命的事物与自爱的利益划分得如此清晰，“以至于哪怕最普通的人眼……也绝不可能看错这种区别”（V, 36）。康德列举定言命令自明性的例子，与其说是为了进行逻辑证明，不如说是为了在正直诚朴的普通市民良知面前揭露“各学派那些令人头昏脑胀的思辨”（V, 35）。良知概念道出了康德实践哲学的共和主义道德崇高感。反复出现的例子是：如果财产所有人在未向任何人提及该寄托的情况下离世，受托保管的、无人知晓的寄存物是否可以据为己有？道德法则的回答是：绝不可以！理由是：否则就根本不会有寄存物存在了。道德同一律的自我取消得到了良知之声的证实，良知与苏格拉底的“神灵之声”（Daimonion）不同，它不仅对道德上的错误提出劝诫，而且对此命令正确的行为。这个例子——以及一切可设想的关于纯粹形式的经验例子——都受制于将逻辑上的无限者与特定情境的事实直接相联系的不可能性。纯粹实践理性的抽象自然预设了经验性道德品味的广阔领域，以及在习惯中得到检验的实定规章。超出特定的亲属、同事等关系之外，任何他人都必须在其作为人的尊严中受到尊重。然而人们必须看到，康德同样将《判断力批判》（在一种道德得体性的美学中）视为具体伦理学的方法论预备学。将方法论层面相对立——例如将“合理性”与“生活现实”对立起来——正是康德所理解的对社会化问题的不加批判的庸俗化，因为它把初看起来呈现出的现象当成了关于事情本身的真理。必须在此精确意义上理解这种抉择：从经验过程上升到人在一种观念世界秩序中与贯通目的的“建筑术式联结”，抑或是“暴民般地诉诸表面冲突的经验”（III, 248 f.）。

Der Begriff moralisch-praktischer Vernunft als übergreifende Theorie der Vergesellschaftungsfelder

康德在道德-实践的先天综合与应用伦理学、法学、宗教学说和文明史之间所作的方法论结构区分，主要关涉一门综合社会理论的奠基，而这门理论是以道德哲学这一就其自身而言并不充分的形式表述出来的。第二部《批判》被构想为法权、伦理、政治、宗教、世界历史中实践社会化的方法论预备学。以道德哲学形式出现的普遍社会化理论的承载力无疑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康德契合于18世纪整个社会理论的意图却是极富启发性的。18世纪的法权学说与政治经济学从方法上被孤立的个体的自然活动出发，试图理性地重构个体的社会化脉络。由此确立了一个从人类学内在解释社会生活领域的宏大视角，对事实上的宪制与经济法现实提出了极高要求。康德保留了这一基本取向，但认为其经验主义展开会导致社会化领域被多元的自然驱力所瓦解。康德拒绝了社会理论的自然主义心理学奠基，因为这种奠基将18世纪作为个人自由个体之非异化社会化这一尚不成熟纲领的理性标准进行了实践主义的矮化。针对普遍的社会冲突领域，康德将个体的意志决断从日常实践领域（这些领域始终是特殊利益的领域）中抽离出来。这样一来，决断便不再能被思考为自然主体特性的外化，而是互相对立倾向的中介，这些倾向作为质上不同的事实之无限性呈现在直接意识之中。不仅在社会理论维度上，而且在揭示主体的内在领域以及社会化活动中人格认同的源初空间方面，康德都以实践合理性的先天思维形式大步前行。他的理论并不否认德性构成了人格认同的凝结。一个朝三暮四的个体固然可以高效地自我管理，却无法确证自身以及确证自身作为伙伴。然而，在意识中呈现为先行在先者的“与自身等同性”，在交互活动的整体中乃是社会关系的结果。道德-实践理性在先验逻辑形式下道出了所有表现为人格德性、宗教性、日常实践兴趣等活动的基本关系特征。形式的方法论实践概念所具有的巨大实在论特征，直接表现在它将一切经验社会决策领域从自身剥离，并将其托付给质料的（而非物质的）文化发展。支配第二部《批判》的不是静止，而是过程。人们不应因为康德为了论述该主题而接续精神形而上学的成果而感到困惑。但人们不应以倒退的解读停留于理论渊源，而应看到这门对康德而言终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理论在道德-实践先天综合理念形式下所具有的新功能。洛维特、伽达默尔将康德的实践概念回溯到形而上学-神学源头。康德的行动概念是否因为受制于深思熟虑而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行动概念？（比特纳）这意在放弃行动概念的道德意涵而换取一个单纯的规范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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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smus-Kritik

实践理性的先验逻辑形式主义扬弃了社会化论题的经验主义与形而上学奠基。（这里尚未涉及建构一种社会理论。）在迄今为止所有道德哲学原则的图表（V, 40）中，《实践理性批判》与所有伦理学形成了对照。康德认为以往的伦理学都是质料性的，即奠基于人的自然禀赋、通过环境和习惯所接受的教育，或是奠基于所追求的具体内容之上。正如在第一部《批判》的二律背反学说中那样，康德区分了经验理论与形而上学理论，并对形而上学理论（包括斯多亚主义）予以优先考虑，因为它们主张理性的行为标准，以对抗情绪的以及其他主观的规定根据。康德自身的理论解决方案往往以问题的疑难性为先导。在极少数情况下，他曾明确表示自己在思想上对相互矛盾的问题解决方案进行过实验（Refl. 5027）。康德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再现了观念论对传统唯物主义批判的诸多要素：不稳定性、对事实情境的依附、将人类经验与行动范围还原为个体利益。总体而言，康德的批判针对的是资产阶级伦理感觉论的特有特征，并将其呈现为与公意视域下的能动性要求和自由诫命相矛盾的东西。自然主义将个体孤立化，使得个体在社会化领域中犹如在自然法则的异化现实中活动一样。这实际上也是重农学派以及斯密和李嘉图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遑论休谟伦理学中的本能与联想论题。康德指出，感觉论的观点用物理必然性取代了道德必然性，“即行动出于我们的偏好而不可避免地被强加给我们，正如当我们看到别人打哈欠时自己也忍不住打哈欠一样”（V, 26）。分析论那篇宏大的附录给出了关于“自然机制”与智思自由之间对立的经典论述（V, 89–106）。经验主义从经验时间序列中事件与行动的必然联系出发。这样一来，行动始终是反应，若被思考为原则，则始终是被动性：“如果我们的意志自由无非就是后者（例如一种心理学的、比较的，而非同时是先验的即绝对的自由），那么它归根结底并不比一个烤肉转叉的自由好到哪里去，那烤肉叉一旦被上紧发条，也会自行运转其动作”（V, 97）。在批判伦理感觉论时，康德正如在认识论上抵御怀疑论时一样，始终使用激烈的措辞：经验主义将“心性中的道德性……连根拔除”，并向其塞入“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一种偏好在其中彼此交接的经验性兴趣”；将偏好提升为原则，无异于“贬低人性”（V, 71）。用来指称经验主义道德哲学的“自爱”术语，指向了爱尔维修（l’amour propre），然而爱尔维修同时从贵族式审美的进路出发，将感性（对形体与色彩的感知、运动与表达）发展为一种社会性构成的感性。这些特征无疑传达出康德对卢梭的阅读。“仅仅在于这种惬意有多强烈、持续多久、多么容易获得以及重复得多么频繁”，感觉论所描绘的个体所追求的正是这些。卢梭在1782年的《忏悔录》（Bekenntnisse）中震惊地记述道，M. 格里姆曾向他表示，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始终只随自己的“心意”而行乃是其准则（Rousseau, Bekenntnisse, Leipzig 1971, S. 651）。相比之下，通过对斯多亚主义的批判，康德也承认了其中值得肯定的方面。总体而言，“古希腊各学派”的伦理学——甚至古代感觉论——都获得了更为积极的评价。康德认为古希腊思想家在理论上比我们更为彻底，“比起我们在我们这个折衷主义时代所见到的情形更为彻底；在我们这个时代，某种充满虚伪与浅薄的相互矛盾原则的联合体系被人为拼凑出来，因为这更能取悦于那些满足于什么都知道一点却整体上一无所知、并在所有行当里都八面玲珑的公众”（V, 24）。对于作为统治秩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古代且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甚至出现了“合乎理性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他懂得将快乐的生活享受与道德准则结合起来（V,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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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Gegenstand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rnunft

分析论简短的第二章旨在类似于第一部《批判》中通过知性概念的演绎与图型论进行事态构成那样，演绎道德-实践行为的关系类型。显现为质的善与恶的取向，根据范畴表被系统且彻底地转化为社会关系形式：

量：主观准则（个体的意见）— 客观指令 — 先天法则

质：欲求的规则 — 戒绝的规则 — 例外的规则

关系：涉及人格自身 — 涉及其状态 — 涉及他人的状态

模态：准许之物/不准许之物 — 义务/违背义务之物 — 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先天的实践概念“不必等待直观……以获得意义”。它们表现为理性公设，并且首要地产生出意志心性（V, 66）。在从早期启蒙运动直到19世纪发展起来的个人自由个体社会化理论的脉络中对康德论题的解读表明：康德理论的理智主义与普遍主义首先不能被理解为德性伦理学的（以及教育学的和艺术理论的）。它们属于现代资产阶级文明一般理论的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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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Typik der praktischen Urteilskraft

实践基本概念演绎中最引人入胜且在理论上非凡的部分——其第一部分仅涉及出于自由的因果性范畴——是由第二部分“纯粹实践理性的典型论”构成的。它是理论事态构成中知性概念图型论的对应篇章。伴随着论题的重大转向，康德将依照“法则/个别事例”图型的理论构成，与如今面临的在个体道德准则与客观道德法则之间建立象征性关系的意义上的行为规定区分开来。有限者与无条件命令的无限精确性在此汇聚为一——但这是在一个无法终结的中介过程中发生的。实践理性为此需要一种独具特色的典型化理智能力：判断力。对于理论的事态构成而言，在感知与基本概念之间插入了一个对象的先天图型。既然在纯粹意志的情形中并不涉及可感知的案例，那么何以能存在针对意图的图型呢？康德回答道：我们将经验意图置于评判一切行为准则的超经验规范的精神关联之中。“因此，也允许把感官世界的自然用作一个智思自然的型式（Typus）”（V, 70）。在此可以清晰辨识出立足于法学和数理物理学对形而上学之“精神-物质”关系的理性重构。在判断力的媒介中，经验行为成为比喻或象征（V, 70 f.）。康德将其关于事实与意义的高度中介关系，既同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区分开来，又同那种要求个别行为在法则独裁下作为事例出现而非作为出于自由的因果性出现的教会正统派“实践理性的神秘主义”划清界限（V, 70）。当今对社会化行动形式方法论的种种异议，大多正是基于将灵活的象征关系混同于“法则-事例”图型。由此，与自然事实不同，确立了一种关于作为倾向于唯一者的特殊者的全新概念。康德借助原则（principium）与具体事例（concretum）的象征性或具象性中介思想，同时吸收了道德审美品味脉络中的审美要素，这一点在《判断力批判》和《人类学》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展开。《实践理性批判》的许多误解，正是由于将这一普遍方法论从分布于不同著作中的康德总体构想中孤立出来所导致的。

分析论的第三章描绘了道德法则与心灵中承认并意欲遵行该法则的原初追求之间的联结。道德法则打击了人类在个人利益中寻求自身及他人评价标准的骄傲狂妄。相反，意识到自己能够并且因而应当配得上道德法则，表现为一种敬重感，这种敬重感并非经验性引发的、并非“受情欲影响的”（pathologisch），而是“由一个理智根据所产生的”。它属于自我意识的先天禀赋（V, 73）。康德对这种理智情感的阐释（这或许是康德在建构和塑造理论纲领方面非凡高度的最突出证明），聚焦于对道德尊严不可避免的敬重：“面对一个平民百姓、普通人，只要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未曾意识到自己身上具有的那种端正品格，无论我愿意与否，无论我把头昂得多高，我的精神都会向他鞠躬致敬”（V, 77）。纯粹的、剥离了一切利益的人类普遍约束力之声，使“即使最狂妄的恶徒也会发抖”，并迫使他“逃避它的注视”，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超感性存在的崇高”（V, 80, 88）。对道德约束力的敬重意识的论述，展现了支撑康德道德哲学的崇高审美修养。它们使人认识到所谓“理智严苛主义”的说法是何等肤浅。随着将敬重意识的崇高感确立为合理决断的先天动机，人类原初重新维系（re-ligare）于超个体诫命的宗教传统，被展开为内在理性体系中的有机环节。若没有这种敬重感即“道德兴趣”，定言命令便无法发挥作用。

Literatur

Silber, J. R.: Der Schematismus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in: KS 56 (1965), S. 253–273. – Marty, F.: La Typique du jugement pratique pur. La morale Kantienne et son application aux cas particuliers, in: AdPh 19 (1955), 56–87.

Dialek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类似于理论对象构成，康德在实践理性中同样指出了陷入二律背反的诱惑。这一专注的论述同时也是对康德二律背反概念本身的最佳导引。辩证论同样产生于向无条件者概念的过渡。无条件者此前已在作为理性不可逾越之事实的道德法则形态下构成了分析论的对象。在这里，道德规范表述中那些迎面而来的证伪（若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即二律背反）也得到了处理。在实践理性辩证论的教学形式中，康德实质上处理了理论在行动的人的具体伦理、法权、宗教关系领域中实现道德法则的下一步骤。将抽象原则展开为具体动机与行为领域的问题，是在先验原则与经验自我意识的矛盾这一狭窄层面上展现的。这属于对所探讨的社会总体过程与事实上的动机及决断情境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作的部分不充分的实践-道德表述。在康德那里，伴随着问题的道德形式（这在当今的形式道德哲学中再次重演），论题的逻辑化使得在社会行动理论的基础层面上将传统的“善-恶”标准提升并同化于“真-假”标准的水平。康德本人在此面临着广泛的中介问题，这些问题在先验哲学的预设内部与其说是得到了解决，不如说是被标示了出来。人被思考为居于两个世界的参与者：作为智思世界的成员，因而是本体原因（causa noumenon，出于自由的因果性）；同时作为现象世界的组成部分，受制于机械因果性。作为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人的规定性产生于精神与现象的二元论（如柏拉图-基督教传统所言），或精神自由与自然羁绊的二元论（如康德所界定）。康德对这一论题的更新在于将这种对立在内世意义上理解为类（在启蒙文明史的关联中）与自由单个人之间的关系。只要主体是道德自由意识的承载者，其原型始终是康德观念共和主义的自由公民。他在问题史上将这一点与内在精神之人具有上帝之城公民身份的基督教化柏拉图主义结合起来。正如一切富有成效的时代一样，18世纪具有强烈的折衷综合思维。因此，苏格拉底与耶稣也作为启蒙运动的象征性指引人物被联结在一起。作为自由单个人与人类历史之间中介问题的逻辑表述，时间与永恒的分离是逻辑彻底的。以机械决定论与逻辑智思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二元论的形式处理该论题，属于当时科学的问题情境，并服务于批判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矮化下个体的非自由——对于这种个体而言，自由以一种代用品的形式进入意识，即在既定的匿名环境下不受干扰地享受市场事件的偶然性。为了克服时间与永恒之间的矛盾（这一克服在世界历史中内在发生），康德动用了其发展思想的思辨目的论。绝对的历史性构成了先于一切事实意志行动的人类智思品格的理论秘密。

理性的辩证法显现于道德行动意图与实现经验之间的矛盾之中。“至善”只能是两者的统一。二律背反在于：这种符合固然属于实践理性的理念，但不能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V, 109）。一项行动的道德性标准是遵循道德法则的心性，而非成效。这一点必然变得切中现实，因为康德一方面延续了新教关于行动的道德性在于内在意图的传统，另一方面却不再坚持以超验方式补充实现的经验。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综合还必须抵御神学上的指责，即指责若没有意图与实现的超验调和，就只剩下无神论非道德主义这一后果。

在辩证论的论题中，行动的观念方面与实在方面之间的关系被提上日程。对于经验主义以及宗教超验论而言，都不存在真正的问题。这两种替代方案实质上都表现为对问题的消解，因为它们各自排除了意图或实现中的另一方。经验主义紧抓感性-对象性主体不放，坚持目标的实现，仅将超验性保留为困窘时的安慰。神学则停留在道德内在性的良知诫命上，但所有良知行动彼此之间的实现却处于一切行动者之外。现实被超验体验的伪现实所取代。康德一如既往地试图证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都是片面的，并通过将观念方面理解为先验的、将实在方面理解为现象领域来获得一种中介。这样一来，观念性便成为内世的逻辑有效性形式。康德将二律背反表述为：在要求的纯粹观念意志规定中出现，因为不能抽象掉实在的实行。实在的实行属于完整的道德性。作为意图与体验的现实关系，单个人期待着善良意志的确证。康德用它取代了关于善良信仰（体制则说是正统信仰）之回报的宗教公式。

针对经验主义，康德指出它将心性与幸福的联结视为逻辑同一性的分析关系。然而若是如此，对象性的成效就会成为心性的原因。道德法则的优先地位便被取消。意图与实现之间的张力只能被思考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V, 112 f.）。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都把“心性-成效”关系理解为分析的同一性关系。因此，良好的心性与实现的经验相互落入超验领域。A. 弗格森（1724–1816）的《道德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Moralphilosophie, 1769，已于1772年由加尔韦翻译并加注）提供了一个将意志与幸福体验的问题庸俗化为物化碎片的典型例子。弗格森固然在个体社会能量的范围内规定道德行为的动机，但这些不过是自我保存的心理物理学法则、对社交性的追求以及自尊。由此产生了被追求或被规避的道德价值：“生与死、快乐与痛苦、完满与缺陷、幸福与苦难”（Ferguson, Grundsätze der Moralphilosophie, Leipzig 1772, S. 126）。为了理解康德，有助于注意到那些大行其道的理论是何等简陋。弗格森设定了一种简单的主体同一性，即人在行动时总是回溯到其驱力结构的基本组成。然而，如果行动意图落空了该怎么办？弗格森接着说，如果人在个体驱力的视域中期望实现的概率超过了可能性，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幸。整体上的成功，即行动观念方面与实在方面的统一（弗格森也称之为“普遍之善”，即康德的至善），处于主体之外。我们不过是上帝手中顺从或不顺从的工具（a. a. O., S. 148）。与主体的简单同一性相对应的，是异化的客观性。与此相反，康德确立了实践理性的先天综合，它将所有个体的智思统一定为逻辑内在的结合点。准则与实现的统一表现为主体内在的必然性，但这是针对所有时代所有个体的理想现实而言的。这种在理论上贯彻始终的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时代现实主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那句名言所昭示的——德性不在于所体验到的幸福，而在于配享幸福——事实的强制力在双重层面上被击退：既被击退为对美好生活的直接索求，也被击退为某个文明阶段教条式地声称已彻底实现了道德法则（正如尼采曾说过的“发明了幸福”）。作为一种生活类型，在康德那里，在维护人性尊严相对于贵族式生活享受的优先地位背后，站立着朴实平素的德国市民，他深知自己作为道德人格优越于贵族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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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ulate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在实践理性的辩证论之后是九个附录，康德在其中阐发了他的理性先天综合公设学说。公设属于辩证论的化解，即化解理性在对无限者（灵魂不朽、至善、上帝）的断言缺乏确切逻辑条件界定时所陷入的自我矛盾。通俗哲学无力化解辩证法，道德的审美化亦然（后者不过是享乐伦理学的一种变体，“无论它被构想得多么精致”，V, 116, 118）。诚然，康德的论证依然受限于感觉论理论所预设的阵地：“偏好是盲目和奴性的，无论它是善意的与否”（V, 118）。无论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还是对常规规范的遵守（单纯的合法性或“教会信仰”），都无法建立与自身的符合一致。康德创造了“理智的自足/满意”（intellektuelle Zufriedenheit）这一概念，用以指明问题的关键所在（V, 118）。在客观道德法则作为纯粹实践理性之先天事实（不与“存在”发生本体性纠缠）的思想中，存在着康德改造欧洲形而上学的核心所在；因此，为了恰当地理解康德哲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确把握理性先天公设的问题。康德指出：人唯有从其意志与一个无限的、因而超时间之整体的精神关联中，才能获得内在的与自身的一致。他必须在一个智思绝对者的标准下思考其意志决断的有限性。这就是灵魂不朽的理念与上帝理念。对于作为人格核心的灵魂而言，他所指的并非尼采那种在永恒中渴望一次又一次作出相同决断的宏大意志。康德指的是：单个人的意志应当在一项精神实在的要求面前思考自身（单个人意志正处于该实在之中）——并且在各种始终导向他律的宗教与形而上学思维形式中向来如此思考。康德并未将灵魂不朽与上帝概念理解为超验实体。在我们的合理性中，除了理论能力以及“仅仅按照综合统一来拼读现象”（III, 346）的要求之外，还包含着关于我们精神自由整体意义的理念，以及关于自然王国与自由王国（非恩典王国）这两个严格区分的世界之终极意义统一体的理念。《实践理性批判》的目标在于将这两个意义领域证明为我们理性所内在固有的先天综合判断，从而将它们从形而上学超验性以及生命哲学-浪漫主义的生存与存在分析（康德在雅可比/哈曼的信仰哲学中所面对的）中抽离出来。它们是逻辑上必然的理性公设。一个伟大的——且并非没有制度强制地确立起来的——文化传统，应当在其始终伴随的可能性中被引入近代新兴与传统文化力量（科学、个人自由、此岸的幸福诉求与宗教、国家及教会秩序体制）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并为此进行重塑。康德对我们自由意义的追问，同样不可与对生命意义或我们生存意义的追问混为一谈（无论人们用这些响亮的名号指称什么）。康德指出，人通过自由与自然王国相区别。这就是依照观念的道德目标来决定自身，这些目标并不穷尽于经验的成功与福祉之中。因此，意义问题关涉权利问题（quaestio juris）的可能性，即关涉允许超越既定事实与有限目标进行思考的观念总体框架。

Unsterblichkeit, Gottesbegriff, höchstes Gut

智思世界与经验现象世界何以能够相符合，唯有被思考为“借助自然的一个智思造作者”而产生的（V, 115）。这种联结不能在理论自然科学或思辨意义上呈现，而只能作为实践合理性的必然公设来呈现。在此显现出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V, 119 ff., 134 ff.）。精神人格的灵魂不朽公设源于道德法则的先天合理性。经验驱动力的多样性唯有在无限的过程中才能被思考为与纯粹逻辑形式相重合。这导致了——独立于信徒或感伤的愿望——将人格的智思自由延长至无限的逻辑公设。这一思路完全脱离了对福乐或受罚之永恒的描摹，属于逻辑先验主义的核心领域，因为对于自然主义人类学而言，在康德看来关于自由之可能性的问题完全是多余的。那些试图在先验观念论中贬低先验主义、却又单独强调人格与上帝概念之形而上学的尝试，无法公正对待三种逻辑形式及其功能（知性、判断力、理性）的统一性。对原生康德主义综合结构的消解（以及对马堡新康德主义康德阐释的贬低），其根源之一正是各种新形式的科学怀疑论。

公设论点中理性理念的逻辑，最好从经验事实的数学精确性问题来把握。正如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所说，经验上的精确永远没有被规定得如此确切以至于不能被无限更精确地规定，同样，自由实现的智思领域与经验领域的对应关系也只能以渐近线的方式来思考。康德重申了将逻辑与数学精确性延伸为完满存在之理念的尝试；但如今不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从而使得具体的精神-感性主体在获得追求点的同时也获得其安歇之处），而是在意志追求超经验规定根据之自由的不可剥离的能量中，这种能量乃是实在的无限性。公设学说切合了浮士德对“停一停吧，你真美丽”这一不可回避的完满瞬间难题的解决。最优状态在于充满不安与期待的活动本身的目的（Telos），而非墨菲斯托庸俗平庸的安乐塌，亦非彼岸的慰藉。康德理论中的形而上学要素既没有在本体论意义上被保留，也没有在人类学意义上被消解。康德的公设学说与宗教思维方式背道而驰。并非彼岸的秩序相对于此岸秩序展现出道德性的实现。所有行为准则与一切经验偶然结果之逻辑必然的综合，本身就已经是内世的称义与和解。随后，它为了直观表象的需要在信仰历史中以具象和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将上帝概念与灵魂不朽概念重构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先天公设，具有近乎颠覆性的激发意义。因为如果认为上帝端坐天国、其圣子亦已回归其身旁，这诚然是一种极为令人心安的想法。而上帝被活生生地塑造为我们理性的公设、从而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人们不能将这一点推卸给权威机构和其他代理人——即我凭借我的理性在世界上承担着上帝的一部分责任和力量；否则一切都将被抛给魔鬼，连早晨睁开眼睛都不值当了。

关于至善的思想，最好从《纯粹理性批判》中冠以该标题的“方法论”章节来把握（III, 522–531）。该章节属于原初设想的残留部分，即理论理性与道德-实践理性的先天合理性在第一部《批判》中已然得到呈现。康德将理论知性运用的分析论与辩证论称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能知道什么（在认识界限的意义上）？关于理念（III, 244–260）和理性理想（III, 383–392）的部分构成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应当做什么？在康德对该问题的回答中，悬而未决的是：如果我遵从道德法则，并且即便不成功和不“幸福”，却配享幸福，那么我是否“有理由在同等程度上希望获得幸福”，一如我曾证明自己配得上幸福那样（III, 525）。这是一个补充理智主义的、充满对怀抱期许之人极大温情与爱意的思想。但这显然是一个从属于前两个问题回答之优先性的论点。幸福的诉求绝不能与善良心性结合在一起，否则会取消心性。然而，希望的第二层面无法从人身上剥离。否则人就必须拥有一个神圣意志，或者对道德-智思世界与经验-自然世界的统一拥有神秘的直观。设定这样一种统一构成了实践理性的必然公设。这就是至善的理念，即“一个依照道德法则发号施令的最高理性，同时被预设为自然的根据”（III, 526）。意识到自身公设责任的人的能量中被注入了信赖，这种信赖在宗教意识中被思考为恩典（gratia Dei），并在那里作为安全感拥有悠久的传统。正如依据基督教教义，唯有当我们在正统信仰中行事时，我们才能够希望我们的作为被承认为善（因为我们在整体上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康德同样把道德品质置于理智意图的内在性之中。实现的可能与成就的回报属于理性关于理念与实现之无限统一的公设。“自然”（natura）与“恩典”（gratia）关系的先验逻辑改造，将个别意志与近代匿名社会行动空间之间的异化提升为持续良知决断的能动刺激。康德并未排除希望——一切行动的前厅与信仰由来的领地（spes reliqua nostra），而是在庄严的达观中赋予其作为我们对成功之期待的地位，正如他早在早期的《一个视灵者的通灵之梦》（1766，该著作中最多地道出了他的本性）中所说：“知性的天平终究不是完全公正的，其上刻着‘未来的希望’的那一端臂具有一种力学上的优势……这是我无法消除、实际上也绝不想消除的唯一偏差”（II, 349 f.）。

公设学说表明，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主流中——有别于法国启蒙运动以及与法国传统相承接的德国晚期启蒙运动三月前夕阶段——康德认为将作为文化自我理解之基础的系统合理性与精神和人性上开放的宗教调和起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明智的。因此，人们不能把康德的这一思想领域说成是一种妥协意识形态。它是以理论与实践行动的先验逻辑这一特有思维形式表述出来的综合思想。

康德实践理性理论与基督教形而上学传统的关联随处可见。这既涉及作为内在心性规定的自由概念，也涉及上帝概念。人的自由是其非感性的存在。作为单纯的感性存在者，人只是物。人可以使自己沦落于此或不沦落于此，例如沦为商品之中的商品，而问题依旧在于他是否比物件感受到更多快感。《遗著》的第一部分笔记在其札记形式中给出了精彩的概括：“身处世界中的人属于对世界的认识的一部分；但身处世界中意识到其义务的人不是现象而是本体，并且不是物而是人格”（XXI, 61）。人作为“世界中的感性-实践存在者”立足于世界，他是“世界观照者（Cosmotheoros），他先天创造了世界认识的要素，并在此理念中作为世界居民建构起世界观照”（XXI, 31）。作为感性-实践存在者，人通过其行动——作为、制造、劳作（agere, facere, operari）——立足于世界，面对着拒绝被理智化的事实的巨大力量。随后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如何不仅能够认为个别的客体块是合适的，而且能够在统一的确定性中思考世界的整体及其行动？凡是在感性-实践经验中无法被给予的，便是极大值或理想。作为世界居民（感性-实践的）与世界拥有者（观念-实践的）的我们之统一的理想，就是上帝。引人注目的是康德如何把握对象-实践的分裂与观念统一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两者的这种关系中，必须存在着一种将二者联结为一个绝对整体的媒介，这便是人；人作为自然存在者，同时具有人格性，以便将感性原则与超感性原则联结起来”（XXI, 31）。康德完全是在传统中看待义务意识与“偏好”之间的先验逻辑二元论，并且主要将其视为理性化解宗教信徒在罪恶受造物的行为与其对上帝诫命的知晓之间的二元论中的不确定性。这种分裂是主体道德展开的刺激因素。康德在一篇对其思想极具代表性的关于“明智地切合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比例”的段落中指出：如果我们像上帝一样，或者受到他的启示而知晓所有诫命以及我们决断的所有后果，那么“上帝与永恒及其可畏的威严就会不间断地呈现在我们眼前”（V, 147）。

违背法则固然得以避免，但道德性同样被取消。道德性在法则自身与具体心性决断之间的开放张力中得以展开。康德彻底摒弃了那种作为其理智主义意志规定之对立面的“正确性教条主义”。如果我们拥有超越纯粹理性事实的洞见，那么符合法则的行为固然会发生，但只会是“出于恐惧，只有少数是出于希望，而完全没有出于义务”（V, 147）。道德变成了表象，实际上成了一种机制，就像木偶剧中的精妙手势一样。在制度与社会过程的异化事实力量机制中关于木偶人的意象，这一隐喻在虔敬主义中的地位及其在19世纪的延续（例如在 H. 冯·克莱斯特的文章《论木偶剧场》，1810年），值得进行专门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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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enlehre

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旨在表明，先验道德理论如何能够通过训练习惯于经验意识。这里所考虑的不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现实对象性行动的经验价值，而是对引导意志的心性的道德反思。这种对每个人而言都是适宜的判断力的思辨推敲，不是导向行动本身，而是导向行动的心性，并揭示出“内在自由”（V, 161）。那种试图通过高尚或恶劣行为的案例汇编来激发“好高骛远的自负”的时髦做法被予以拒绝。在市民社会中个体的自我决定中，心性占据了核心地位；这是单个人能够成为人格的唯一空间。纯粹实践理性的整个理念是在康德为摆脱等级依附的大量个人自由个体所组成的社会设定自由与平等纲领的背景下构想的，这些个体能够在良知的人格性中（而非在法律规制的外部领域中）找到最后的稳固基准点。自由平等者的普遍存在与单个人良知的人格性是相互关联的。在这样一个获得解放的社会中，原初的非自由以“偏好”的形式侵入主体。面对随着所有人的人身自由才真正开始的匿名性的危险强制，“内在自省”作为“唯一的卫士”予以抵御（V, 161）。在自我关涉中的虔敬主义负罪要素（它同样吸纳了这些方面），从由下至上对一种在行动合法性背后才开始的不平等的审视中汲取力量，而康德亦能够为道德哲学的方法论勾勒出极为精确的轮廓：“人们只需稍加反思，就总能发现自己在对待人类方面以某种方式招致了愧疚（哪怕仅仅是因为在公民宪政体制下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享有了特权，以至于他人不得不为此蒙受更多匮乏）”（V, 155）。

Literatur

Bendavid, L.: Vorlesungen über die KpV, Wien 1796 (ND Brüssel 1974). – Krüger, G.: Philosophie und Moral in der Kantischen Ethik, Tübingen 1931. – Klausen, S.: Kants Ethik und ihre Kritiker, Oslo 1954. – Vialatoux, J.: La Morale de Kant, Paris5 1968. – Wolff, R. P.: The Autonomy of Reason. A Commentary on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New York 1970. – Schulz, E. G.: Rehbergs Opposition gegen Kants Ethik, Köln u. Wien 1975. – Schwemmer, O./Bubner, R. (Hg.): Kants Ethik heute, Göttingen 1984 (NHPH 22). – Tugendhat, E.: Vorlesungen über Ethik, Frankfurt/M. 1993 [6. u. 7. Vorl.]. – Habermas, J.: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Frankfurt/M. 1996 [Recht und Moral, S. 541–599]. – Ders.: Moralbewuß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M. 1991. – Winter, A.: Der Gotteserweis aus praktischer Vernunft, in: Ders., Der andere Kant, Hildesheim u. a. 2000, S. 257–343. – Bielefeldt, H.: Kants Symbolik. Ein Schlüssel zur kritischen Freiheitsphilosophie, Freiburg/Br. 2001. – Höffe, O. (Hg.): I. Kant, KpV, Berlin 2002 [Verschiedene Autoren interpretieren das Werk]. – Bösch, M.: Globale Vernunft. Zum Kosmopolitismus der Kantschen Vernunftkritik, in: KS 99 (2007).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第十编 《判断力批判》（1790）

第三部《批判》的思想进程笼罩着一种静谧的魔力。第一部《批判》将机械自然的法则构成为经验的统一。《实践理性批判》中定言命令式的意志准则构成了一个最高目的，但它之所以是最高目的，仅仅因为它作为理念与现实生活相对立。《判断力批判》则重新将目的呈现在我们进行感知的世界感官面前。在优美的艺术品和有机自然的合目的性中，我们体验到尘世形态中的无限之物。在这部著作为了反对目的论决定的漫长本体论-神学传统而重新界定目的论决定所作的精细逻辑辨析背后，闪耀着这种满怀享受地感知和审美地构形的人类世界占有以及文化世界创造的光彩。黑格尔曾赞扬《判断力批判》将自然美与艺术美“承认为一种中介”，把抽象地自足的精神与仅仅由精神外在决定的自然之间的对立重新引向统一。“感觉、情感、心灵、偏好”的特殊性不再“被抽象普遍性中的自由概念所统治”，以至于“思想不仅放弃了对自然的敌对，而且在自然中感到欢欣，感觉、愉快和享受都获得了正当性与神圣性”。这里不再由无限的“应当”（Sollen）统治，而是由感性-当下的感知统治，以至于我们即便在清醒的理智下，也仿佛漫步在无限的任务及其充满魔力的化解之中（G. W. F. 黑格尔：《美学讲演录》；《著作集》第13卷，法兰克福，1981年，第88页）。事实上，康德弥合了数理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有效性方式与道德法则的理性理念之间裂开的鸿沟。他现在引入了主张与陈述的第三种有效性类型，它表征了归纳科学命题、审美评价以及日常交往实践文化视域中交流的广阔领域。在这部《批判》中，发声的不仅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的自然，而且带着审美和情感天赋的人也在具体生活圈子中步入光明。第三部《批判》将主体概念的先验逻辑划分，从理论对象化与实践对象化的严格二分法，推进到对彼此分离的对象化层面的综合。

鉴赏与有机自然科学的先验原则。介于理论知性概念与实践理性理念之间的逻辑形式

审美判断的先验先天性（Apriorismus）的可能性，在《判断力批判》出版前三年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仍被明确否定。康德当时认为鲍姆嘉通曾试图“将对美的批判性评价置于理性原则之下”。“然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上述规则在其主要来源上纯粹是经验性的，因此绝不能充当确定的先验法则”（III, 50）。然而，康德在1787年夏天刚完成《实践理性批判》后就写信表示，他无法评论赫尔德《观念》的第三部分，“因为我必须立即着手建立鉴赏力批判的基础”（致许茨，1787年6月25日，X, 467）。康德走向其第三部《批判》的构想——正如在《奠基》之后走向独立的《实践理性批判》一样——是在从先验哲学向形而上学体系、并从该体系进一步向各专门科学过渡所产生的问题背景中形成的。广阔的艺术王国不可能属于道德形而上学，正如有机自然科学不可能属于按数理自然科学构想的自然形而上学一样。难道整个自然与社会的大陆都要处于逻辑形式法则之外吗？第三部《批判》将这一问题作为特殊自然法则与具体情境性行为准则的逻辑主题接纳下来。按照康德哲学的奠基脉络，这需要引入一种关于普遍与特殊（关于概念、自然法则、意志规定）的新逻辑。智思形式与质料质料被承认为在另一种综合中结合在一起。这不是范畴的先验演绎的纯粹综合，也不是义务法则以及上帝和灵魂不朽之公设的先验综合判断。在合目的性与美之中（丑的美学此时尚未被纳入），形式与质料始终已经结合成具体的、尤其是独一无二的形态。第三部《批判》指出，按照机械法则，自然本可以形成千百种与我们在生物有机形态中所见完全不同的形式（V, 360）。

康德作出设立先验哲学预备学第三部分的决定，应当是在写下《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上述引文（III, 50，该处语气已比第一版相应段落有所缓和，IV, 30）之后与1787年6月致许茨的信之间，即在1786年至1787年春之间。1787年12月，他在给赖因霍尔德的信中将先验哲学概括为三部《批判》的划分（正如《判断力批判》导言所重申的那样），并提到了他为鉴赏力批判所发现的“另一种先验原则”，“尽管我此前认为寻找此类原则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三种“心灵机能”寻找先验先天的有效性类型的系统构想，引导他发现了鉴赏判断的先验先决条件，这是一种对称性，“赞美它并在可能之处探究它，将为我余生提供足够的研究材料”。康德以尘封谜团之感恩发现者的口吻发言。他现在认识到哲学的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先验原则，“人们可以清点它们，并确切判定由此种方式所可能的认识范围——理论哲学、目的论和实践哲学”（1787年12月28日）。早在先验哲学的最初通告中——当时仍作为题为《感性与理性的界限》的论著（致赫茨，1771年6月7日）——预备学之后的当然哲学体系部分就已经被列为“鉴赏学说、形而上学与道德”（X, 117；亦见X, 124）。美学领域对康德而言始终是在场的。在人类学讲座中（自1772年起），康德结合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探讨了美学主题；在逻辑学讲座中同样探讨了逻辑的、道德的和审美的完满性之间的关系。在关于逻辑学的反思札记中，可以找到详尽的美学笔记，E. 阿迪克斯在其编辑的前言中指出了这一点（XVI, VI）。大量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札记》（XX, 3–192）以其与经验心理学的紧密联系表明，康德在此做了充分准备，以便在向批判哲学过渡时保留一个开放的领域。在对一切判断有效性形式进行先验逻辑奠基之后，在18世纪已成为一门独立哲学学科的艺术判断，不可能被弃置给经验主义美学或形而上学。如果这片引起普遍兴趣的判断的广阔领域落在康德逻辑有效性类型分析论之外，那么要么会突然证实感觉主义主体概念承载某种充分客观且普遍有效的判断的能力（而这向来为康德所否定），要么就会否定艺术以塑造普遍意识的实质性贡献参与启蒙世纪自我理解的诉求。

从先验分析论向形而上学的过渡，在双重意义上比《纯粹理性批判》漫长生成过程中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其一是先验奠基与如此分离的文化意义世界的连接，这些世界包括数理自然科学、道德与法律规范，以及艺术、宗教信仰和日常实践（包括手工-工具性、政治性）意识。各专门形而上学部分作为不同文化领域的系统奠基，反作用于先验逻辑奠基。它们检验了后者的可实现性。康德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判断力的先验原则来补全其逻辑有效性理论，从而使三种“灵魂机能”或“心灵机能”（表象、快感与不快感、欲求）与知性、判断力、理性这三种“高级认识机能”相对应。

在从《批判》的分析理论阶段向其与分化文化领域的综合中介过渡时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源于各门科学的方法论差异。生物学、化学和其他归纳性学科是第一部《批判》的知性原理所无法穷尽的。后者是针对数理自然科学及其形式与质料的分离、将经验数据理解为单纯杂多而构想的。面对发展概念、生物学形态问题以及个体性与物种恒常性的关系，这套理论失效了。为了封堵经验主义和宗教目的论的入侵缺口，康德必须拓展先验有效性形式，使其能够包容审美判断和自然科学描述性判断与理论。然而，第三部《批判》绝非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体系构造的产物，正如叔本华以其特有的敏锐观察与贬损风格的混合所言（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卷，附录：康德哲学批判，载于：《全集》，A. 许布舍尔编，第2卷，莱比锡，1938年，第627–633页）。康德顺应问题的引导，超越了他最初的体系结构。他利用了机械决定论对目的论图式（斯宾诺莎、霍布斯）所作的深入批判工作，但又超越莱布尼茨对目的论的恢复，将其从传统脉络中解放出来。他将目的论转化为他的先验有效性结构问题，并将其与一种较第一部《批判》有所改变的判断力理论结合起来。由此，在判断力的一种先验逻辑有效性方式下，实现了有机中心决定论与艺术判断之间大胆且就康德逻辑原则而言完全合乎逻辑的连接，该有效性方式将构形性的合目的性在我们之外认识为自然，通过我们认识为艺术品。《判断力批判》可能指明了康德走向《遗著》（Op. p.）的工作方向，而无需设想受到谢林自然哲学的后期影响。

美学反思札记（特别是 XVI, 99–166, 333–340）紧随康德依据 G. F. 迈尔《理智学说节本》（1752）所作的逻辑学讲座，展示了康德如何将其鉴赏概念从形而上学美学和感觉主义美学中解放出来。这两种思潮的主要论点在这些札记中清晰可辨，因此这些反思札记宛如对《判断力批判》美学部分的残篇式历史注疏。人类学讲座（依据鲍姆嘉通《形而上学》中的《经验心理学》，第4版，1757年）探讨了认识和记忆过程、快感-不快感以及自然行动与行为动机（即所谓欲求机能）的广阔经验领域。正如三分法所示，这是与三部《批判》的三种逻辑有效性类型相对应的心灵机能的人类学基础。在这些草稿中勾勒出了康德美学的主要论点：特别是美学主题从快感和不快感的感觉主义-心理学层面（伯克的 pleasure, delight / displeasure, pain）向鉴赏问题的展开。鉴赏已经是一种前逻辑的感知综合。“鉴赏只能通过比较诸多感官判断而产生”（Refl. 1871, XVI, 144）。在人类学反思札记中，主要是第618–996条（XV, 1, 265–309）属于美学部分，E. 阿迪克斯将其断代为约从1769年至90年代末。人类学反思札记汇集了后来在《判断力批判》中系统化的要点。“如果预设了某种快感：那么究竟什么具有普遍的愉悦性？”（Refl. 542）。“对一个对象的单纯表象产生的快感就是愉悦。对对象实存产生的快感就是利害”（Refl. 550）。这些反思札记展现了康德思维的分析风格，并在自由观察和判断的丰富性中展现了康德巨大的思想质料基础。

感觉主义对美学的发展作出了极为实质的贡献。这源于它对前逻辑意识过程以及艺术创作心理学的聚焦。康德熟悉 F. 哈奇森（1694–1747）和 J. G. 祖尔策（1720–1779）的感觉主义美学。哈奇森将感觉主义与沙夫茨伯里的审美泛神论结合起来。哈奇森从沙夫茨伯里那里继承了将审美直观视作“无利害的内在情感”（沙夫茨伯里所谓的“disinterestedness”）的观点。对情感和审美成就的自然主义-心理学理解，也使得感觉主义美学在美学与自然概念的结合上走在前列。艺术生产的能力源于自然构形性的生产力。康德关于审美判断力与目的论判断力的结合在此已具雏形。祖尔策也使用过的“自然的艺术”这一说法，通过植物学和动物学学科获得了新的力量。J. F. 布卢门巴赫（解剖学与生理学家，1752–1840）将有机形成冲动（Bildungstrieb）称为“自然的艺术”（《论形成冲动与生殖事务》，1781年）。艺术与文学相对于一般人类情感性以及传统根深蒂固的宗教感受领域的独立化，是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的推动因素。康德将美学问题聚焦于审美判断的逻辑形式，因为与其相联系的关键点在于：个体审美经验如何能够具有社会可传达性并成为文化经验。康德美学的接受取向表达了文学公共领域在“批判时代”（18世纪亦以此自称）的价值。“批判”在此处于简单的意义上，即文本、艺术品和发现的文学传达与批判性讨论。公众的探讨与批判使作品和成就能成为社会经验。这种文化姿态支撑着康德对审美判断力逻辑的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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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批判》的问题与体系功能

作为对构形感知具有充分普遍有效性的逻辑功能，判断力紧密贴近推论性理解行动，而无需借助于艺术与有机自然的形而上学作为中介。纯粹实践理性的先验道德法则与判断力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有效性意向差距。这种巨大的张力真实地存在于人身上，特别是在市民法权文明中具有人身自由的个体身上。康德运用其逐层剖析问题的技巧，在个体流动的领域（如审美鉴赏以及情境性和情感上特殊的判断）中，揭示出其对证明和可证公设之下的先验逻辑形式的系属。这类观察自然形态、要求艺术评判的陈述和理论的真正逻辑标准，并非与语言绑定的推论性思维成就，尽管康德在逻辑学讲座中也说过：“人的知性出于本能就已是交往/传达（communicatio）”（布隆贝格逻辑学；XXIV, 179）。判断力的逻辑可能性基于目的形式的逻辑。这一逻辑结构加入到范畴和知性原理（因果性、必然性等）以及作为定言命令基础的人类观念统一性之中。通过这种在感知、再认、类比解释中合目的性的广阔观念投射面，达成了根本不能作为证明或可证公设的理解。类比推理的逻辑此刻登场，这是一个此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文化交流的广阔领域。审美判断力的有效性形式以对合目的性构形形式的感知、或对不成形之物的拒斥为基础。随后，清晰交流的能力与愿望便产生了，正如逻辑学讲座所言：“然而天意安排我们向普遍的人类理性呈示我们的判断，并在我们心中植入了这一冲动”（维也纳逻辑学；XXIV, 874）。通过将判断力确立为主张的交往有效性的一种独特类型，《判断力批判》不仅超越了审美快感的感觉主义生理学与心理学标准范畴（其中也夹杂着巴洛克美学的残余：愉快的惊恐、通过泪水获得的释怀），而且超越了古罗马贺拉斯关于诗歌在“寓教于乐”（delectare [取悦] 与 prodesse [有用]）中的双重目的学说。遵循目的形式的判断力独立逻辑，其重点不在于快感/愉悦，而是通过悬置文学或造型对象，将焦点置于表态行动（stellungnehmender Akt）之上。康德思想非同寻常的要旨正在于：唯有在这种行动中，自然或艺术构成物才首次成为审美对象。这也是康德将其美学完全聚焦于接受并搁置艺术创作的原因。在表态行动中蕴含着拉开距离的要素，对象在其中被表述为审美形式。在第三部《批判》中判断力的创造性角色中（相对于《纯粹理性批判》中仅有的中介功能）——引文中的 communicatio 思想对此作了极佳说明——蕴含着先验逻辑按交往理论进行解释和重构的连接点。

在更广泛的脉络中，第三部《批判》在所谓的鉴赏判断中将艺术探讨为有教养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拉丁语词源 sapere（品味、拥有洞察力；sapor：品味、鉴赏力、文雅谈吐）来看，这超越了五种感官，甚至远在审美创作的形式法则之下，构成了举止与谈吐中令人获益的内涵。文学与优美艺术是对社会生活方式之一切要素、情感、性格、命运、崇高或卑劣观念的表现所产生的愉悦的表达，包括将自然审美地整合为具有文化意义的象征。伴随着早期民族学对异域风情维度的微妙呼应，并带有属于康德精神秉性的质朴敏锐，一种历史视角被引入其中。在简单社会中，人们觉得花朵、贝壳、彩色鸟羽是美的。如今，情感只有在其能被普遍传达的限度内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V, 297）。艺术判断的逻辑塑造形式将艺术享受从沙龙中解放出来，转交给市民的客厅。康德顺应了经验主义美学针对中产阶级（middle-class）的反贵族转向。其基础是18世纪文学与艺术朝向市民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命运的运动。斯威夫特（1667–1745）、菲尔丁（1707–1754）的市民小说构成了启蒙美学的典范。此前在荷兰画家的作品中，私人生活以及市民与城市劳动的场景就已经成为具代表性的典型化主题。日益普及的图书插图、除了教堂作为音乐场所之外市民家庭中独立的家庭音乐，都先于康德美学而出现；康德美学通过赋予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之后现代艺术发展的这一时代以普遍社会有效性方式的逻辑形式法则，对其进行了总结。

审美判断力中先验逻辑形式法则性的形成，并未预示前浪漫主义或早期黑格尔主义，而是将市民公共领域的解放确立在人类目的设定的一套形式范畴之中。按照能动主体预先知晓的、社会设定的因而是历史可变的目的来进行构形，这是人类劳动的显著特征。通过将判断力逻辑聚焦于目的问题，康德在分析特定人类生命活动的逻辑萌芽方面走得很远。在康德那里，主导性的仍然是对该问题的一般唯心主义表述，即基于人的理性特征，或者如《人类学》所说：“人能够在其表象中拥有‘我’，这使人无限地提升于地球上一切其他活物之上。借此他成了一个位格（Person），并且凭借在一切变化中意识的统一性”等等（VII, 127）。生产的目的论包含着一个远为展开的问题，将观念要素向特定社会生命表现的社会交往乃至合作内涵开放。对目的范畴的强调——康德将其既作为自然目的论亦作为文明进程的目的论引入——在通过判断力逻辑的聚合中所包含的内容，远多于康德形式上的主题即对优美艺术品的可传达愉悦。其背后站立着作为一切实现活动（既包括个人的生活操持，也包括一切单个对象性行动）之范畴的目的。

伴随着对艺术理解的市民常态的逻辑确立，康德美学带有一种克制调和的特征。市民对其愉悦内容享有自由判断的主张被逻辑地典型化了，这些愉悦内容独立于其必需的知识和道德义务，他可以将其作为自身可贵个性的表达传达出来，以实现普遍的精神丰富。艺术中需要化解的谜团在于：那些相对而言未经反思且关涉极其个人印象的判断，何以能够具有普遍有效性？贯穿这种美学和艺术观的，并非对文学与艺术所创造的人类可能性之象征的热狂（尽管康德在道德与世界公民法权中并不吝惜激情）。这里听不到温克尔曼、歌德关于人类世代的作为与无限忍受的思想，甚至听不到席勒《唐·卡洛斯》中那迫使人作出决断的激越精神——这部德国反专制戏剧宛如康德道德哲学的戏剧化剧本。这里关涉的是审美商谈的逻辑可能性以及一种直观的、非数学的自然理解。具备判断力的市民的自立自足占据主导，凝视着我们私人文化的明镜，而英国经验主义在此也确实发挥了作用。审美判断与本身各异的所谓快感与不快感（早期的《考察》依据英国美学所描绘的）的结合，作为人人皆有的艺术判断的心理自然禀赋，伴随在明理鉴赏的逻辑之中。康德美学也为切断美与超验完满性概念的联系付出了这一代价。“狂飙突进”运动在此完全被忽视，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正如具有超验或统治导向的美学的崇拜性内涵同样被忽视一样。

在柏拉图那里，审美创造曾是劳动过程早期分析的方法论范式，凭借这种现实主义内涵，目的原则统治着实在性概念的全部观念性。然而，与柏拉图相比，康德必须克服源于劳动关系特定市民物化的目的活动分析困难。由社会合作劳动行动所代表的一切目的论设定的萌芽，不再像在不发达的古代前提下那样直接显露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承认的行动，目的活动出现在劳动形成价值之特性的优先性之中。然而价值关系是一种机械因果性类型的关系。此外，随着神话色彩以及直接凝聚共同体、代表社会之特性的褪去，审美生产已经失去了充当人类目的论设定范式以及代表一般劳动的能力。恰恰相反。在市民阶级的文化自我理解中，它陷入了天才式非理性与树立说教榜样的规矩合度之间的分裂。讽刺作为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主要表现手段，构成了审美生产力之原始批判与构想力量的驯化形态。审美纲领的激进性甚至缩减到了快感与不快感的个体心理基础之上。康德的鉴赏判断美学将该问题从这种沉沦中打捞出来，而没有将其重新抬升到美的先验本体论高度。在康德关于对审美生产现成结果进行理性交流的逻辑可能性的提问中，文学与艺术的社会特质被表述出来，恰好处于非理性天才论与教育性工具论之间的中间路线上。在审美产品的明确可交往性中，同时宣告了艺术品的内容在其接受性中得以实现。只是现在这一关系相对于行动与现实概念的柏拉图式审美化发生了倒转：不再是审美创造的目的论承载着劳动行动与文化意义理解的普遍目的论特征，而是审美的目的设定被等同于对自然产品的普遍目的理解。艺术目的与自然目的的结合并非为了体系化而生造出来的。它在沙夫茨伯里的美学中已经完全成型，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显而易见，以便为艺术生产赋予一种既非形而上学存在亦非心理快感-不快反应的现实目的设定。康德通过审美判断力与自然科学-目的论判断力的逻辑平行化，架设了从观念合目的性通向实在合目的性的连接轨道。歌德在康德哲学中尤其感到受《判断力批判》的吸引，这自然是因为其中对意识与无意识的目的活动力量的反笛卡尔式综合：艺术创作与自然构形，不过歌德是在非康德式的本体论-泛神论意义上将其突出为两个内在决定的“无限世界”的平行化（《近代哲学的影响》，《歌德全集》汉堡版，第14卷，慕尼黑，1981年，第27页以下）。黑格尔在《伦理体系》（1803）中对劳动行动普遍逻辑形式的首次全面分析中，仍保留了有机论的平行对比，以便将劳动行动这一基本但特殊的属人目的论设定，固定在合目的性与目的机巧的普遍规律之上。

审美判断力与目的论判断力的结合，被谢林以极具成果的大胆予以了误读。康德将这一平行严格保持在由理解标准的意义性所构成的观念统一之中。如果剥去先验逻辑在交往媒介中对现实的把握，那么同一种目的形式就会在发生于我们之外的生机自然中，以及在我们之内通过艺术品显现出来的东西中被生产出来。自然冲动与艺术创作联合为客观精神动态的象征。在康德那里，作为象征化活动的审美生产力仅仅触及于此。诚然，康德在艺术接受中的审美判断逻辑，也必须以艺术创作为前提。这种创作在康德那里并不通过反思展开，因为他并未将艺术生产作为社会和历史过程来分析，严格说来甚至根本没有加以分析。因此在康德这里为谢林提供了立论点：艺术生产同样是一种无意识的合目的性，而康德也将这种无意识合目的性作为逻辑调节原则用于理解有机自然生产。带着艺术天赋进行类比的青年谢林由此构建了新泛神论：自然是无意识的精神，精神是意识到自身的自然。

这当然不是康德的思想。他关心的不是本体意义上的自然，严格说来起初也不是艺术品。第三部《批判》的主题是关于艺术品和有机自然的近似普遍有效判断与理论的逻辑可能性。它关涉的是这种仅仅可能的、因而是部分有条件的普遍有效性的特殊性。康德的问题是关于艺术品作为高于对象性-实践之上的、不具有法律和道德诫命与禁令性质的文化现实的理解条件，更是其实际沟通条件。此外，它还关涉未经数理自然科学涵盖的有机自然的特殊理论条件。在这里，在直接意义上适用的是一种归纳开放且始终具有倾向性的理论概念，正如在艺术判断中不可能有强制性的证明一样。《判断力批判》吸收了17世纪以来观察、搜集、分类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些科学为人类开启了不同于数理自然科学的自然理解视域。地理构造、植物和动物形态在复杂且就此而言审美的构形中被把握。在这些科学中，无限性并非作为精确性展现，而是作为描述性分类的多样性展现，抽象的形式化在面对这种多样性时束手无策。正如 W. 勒佩尼斯在论述18世纪末经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心理-社会特征时所指出的那样，高度人工的智识专门化在此展开（W. 勒佩尼斯：《自然史的终结》，1976年；《18世纪的作者与科学家》，1988年）。先验预备学的第三也是最后一部分之后，也没有后继的形而上学。贯穿第三部《批判》的是一种独特的追问语调。

既然我们明知自然过程应当通过因果性并在内在性中予以解释，那么自然中那些宛如带有意图性原则的合目的性构造何以可能？有机自然的构造看起来并运行得宛如实践决定的结果。这一追问脉络与康德对自然目的论的精细重构紧密相连。他将自然目的论还原为一切宗教、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目的论的合理内核，还原为在关于文化意义构成的理解行动的高度形式化方式中所表达的实践设定的观念要素。

判断力作为知识决定与行为准则之间的中介环节，包含着日常实践意识的大量创造性本原。康德将判断力在逻辑上所代表的社会领域，界定为在想象力的游戏中个体的自由与“对外部对象的社会评判能力”之间的运动，“因为与他人的社交性以自由为前提”。这种在想象力游戏以及围绕其展开的交流中的自由，就是对审美对象的“快感”；这与通过刺激、惊骇或窥阴产生的诱惑大不相同，后者总是带有自私性并会阻碍交流。《人类学》指出：“鉴赏是审美判断力进行具有普遍有效性选择的能力”（VII, 241）。鉴赏作为对对象的愉悦与每个他人的情感的一致，展现出一种“外在地促进道德性”的倾向，“人们可以将鉴赏称为外部显象中的道德性”（VII, 244）。在此，科学与无条件行为准则之间的中间王国的无限性变得清晰可见。第三部《批判》将先验逻辑重新引向18世纪既有的启蒙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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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与导言

中介范畴

与另外两部《批判》的平行文本不同，前言和导言探讨的是先验哲学的内在体系学，而不再是对不同对象化进行先验逻辑考察的奠基理由。它关涉的是先验哲学所达到的完整体系学，以及其各组成部分与被不恰当地称为“人类灵魂机能”（V, 10, 177）之间的对应关系。事实上，主体机能如今已演变为论证性理解的三种不同逻辑有效性方式，它们用于奠基和分析现代文明中逐渐独立的文化领域。由此便创造出了一套用于文化自治理论的普遍工具，该理论并非从主体中的机能出发进行人类学阐释，而是从逻辑有效性的构成类型出发。

在展示了表明康德哲学理解中无条件体系要求的论证性完备诉求之后（导言第一、二节），论述展现了判断力的独特性（第四、五节），继而展现了其作为理论-有限与实践-无条件的精神关联之间的连接环节的功能（第三、九节）。在理智主体中理论-确认性翼侧与实践-命令性翼侧之间需要连接的要求，在另外两部《批判》中并未提及。先验主义划分为两个方向相反的对象化领域（经验可证的事实构成——人格在人类普遍主义观念性中的扎根），构成了先验哲学在近代合理性理解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进步。随着《判断力批判》的面世，社会生活领域之差异的中介问题进入了核心。在体系主题以及判断力逻辑作为两个极端之连接中介的思想中，康德将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化自我理解表达为对立面的中介。判断力的先验原则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构成连接的中介？这首先在于康德将审美意识的逻辑与判断力联系在一起。图像或音乐的表现以及语言艺术品，将观念之物呈现在感性可感知的形态中或作为讲述的故事呈现出来。康德的道德理念在艺术中不是作为精神抽象物、而是直观地被表现出来的。观念之物与直观之物（包括叙事性报告）的中介在基督教中同样有所体现。象征的宗教与道德意义表现为经验事件。康德在其宗教论著中探讨了对宗教意识至关重要的观念之物与体验性现实之物之间的中介特性。然而在中介主题中包含着一般的实现问题，这在行为行动的目的论特征中已被指出。在艺术品或圣经事件中，观念的和应当存在的东西表现为已实现之物。这引向了判断力所具有的中介内涵的核心。在逻辑上无条件的理论设定（数理自然科学、法律秩序）与道德-实践设定的领域，实际上构成了精神抽象的极端。正如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座中曾言，人的合理性“仅出现在人的终极精神实存中”。两部《批判》中理论的和道德-实践的世界占有与对象化行为的两个世界，唯有在与日常实践行为的精神层面的中介中，才实在地存在。这就是判断力的社会位置。康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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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力批判》的前言中，以一种就其自身而言特殊的、但对于他关于事情本身的原创性发现而言自然是首要的视角指出了这一点：在逻辑有效性形式的理论中，作为“健全知性”（gesunder Verstand）之表现的判断力绝不可或缺（V, 168）。在日常实践-有限的实现中（通过劳动活动与技术实现知性理论，通过交往文化实现理性道德，通过艺术享受实现生活理想等等），精神上的无条件之物转变为被中介之物，正如系统思维在此之前从与具体及有限情境的联系中脱颖而出一样。判断力是人的纯粹合理性或终极精神实存的实现层面。它的特征在于高度的连续性，但同样也具有较弱的理智性。它的核心方法论法则不是法则与证明，而是概率与类比思维。与构成事实的各门科学以及提炼纯粹行为原则的道德哲学不同，日常思维的对象化形成了思维与行为的混合形式。由于情境性反思与直接需要的决断之间始终交织在一起，它根本无法推进到理论的极端之中。康德的最后一部《批判》在判断力的特殊逻辑形式中对此作了极佳的把握。判断力既不能制定现象的法则，同样也不能定义无条件的实践准则。判断力仅提供调节性原则，提供一种先验的规则形成形式，仿佛现象是合目的地被安排好的一样。康德引入了这样第三种更为灵活的合理性类型。借此，他才根本上把握并取代了作为欧洲启蒙运动主流的常识哲学（common-sense-Philosophie）。他在根本上对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维度进行了一种先验哲学重构。在先验唯心论内部，感性的——用康德的话说，即日常实践的世界关联与社会化关联中的——独特社会化力量的问题被接纳进来。例如，康德结合当时的经验心理学指出，审美判断的人类学基础是一种快感，它源于“心灵机能”中想象力与知性之间非故意的协同作用（V, 190）。这种逻辑混合形式在于对物概念进行归纳性的以及审美接受性的确证，

而科学的构成活动此前已通过法则的关系范畴消解了这一物概念。尽管各门科学的一切系统合理性必须汇聚在日常实践意识之中，日常实践意识同样需要纯粹理论的极端。因为若不用康德的话说悬置在知性原理与理性理念之间，日常意识就会产生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us），并屈从于权威与传统的文化梦魇。康德关于判断与理论的三重奠基结构的伟大之处在于：将关涉专门科学、道德哲学以及日常实践、审美和归纳思维群组的陈述彼此分离，并使之处于确定的相互比例之中。方法上的分离与反思性的结合，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文化相对于封建时代世界观的进步。因此，在康德诠释中，将《判断力批判》与另外两部先验逻辑奠基著作对立起来是荒谬的。同样，若为了人类学而将《判断力批判》从其他两部《批判》中剥离出来，也忽视了康德三位一体体系学的功绩。

第一版导言。自然的技术

在1790年由柏林 F. T. 德·拉·加尔德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著作中，康德附上的是一份第二版的导言，其篇幅相对于原本长达两倍的第一版导言被大幅删减（XX, 193–251）。康德使结构更加清晰，并在此过程中由原本的十二节缩减为九节。然而，第一版导言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超越了带有教科书风格的第二版，这些表述充分体现了康德在书面阐述过程中直接的思想展开过程。在两份文本之间几乎看不出实质内容上的分歧。G. 莱曼在其编辑的第一版导言的解读中切中要害地指出：在教学上更为简化的第二版中，特殊的先验哲学主导思想得到了更为精炼的呈现，尤其是合目的性范畴纯粹调节性的功能，即便使用反复出现的“自然的技术”（Technik der Natur）这一术语，也不应在客观自然决定的意义上去理解。合目的性这种非普遍有效构成性的、而仅具主观调节性的特征的一个重大结果在

于判断力对实践理性理念的关涉，亦即自然目的论向人类以及我们之外的自然的“超感官基质”（V, 340, 345）的开放。借此，自然目的论总体上关联于人类实践对自然的占有，当然这并非经济与技术上的占有，而是一种几乎具有前费尔巴哈色彩的自然与人类的意义统一性。第一版导言中最引人入胜的一点，在于判断力与纯粹理论合理性及原则性实践合理性的清晰贯通。康德追问一种涵盖人类一切社会化和对象化层面的完整哲学体系学的可能性。为了经验-归纳的意识，我们必须在对象自身中思考某种自觉的合目的性。这迄今为止乃是各种形式拟人论的一切神秘化的基础。康德通过调节性意识的“仿佛”（Als-Ob），将这一问题从这种传统根深蒂固的混杂物中解脱出来。他将这种调节性的方法论假定称为“自然的技术”。它在有机领域构成了某种宛如有意的技术。正如我们在道德-实践理性之下还会运用技术理性（technische ratio），以便制造出某种对象性之物（宛如自然物，只是如今由我们自己生成）。如果自然自身不生产合目的性的形式，我们就无法通过技术、即通过合目的性的构形来占有自然。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建构神学-形而上学关于我们的有限性服从于具有拟人论意义内涵的、始终居于先位的全能存在的构想。康德借助假定一切自然现象之智思基质的调节性特征指出：我们唯有在人类道德-实践观念性的前提下，才能在整体上占有自然。康德这样表述：“自由概念”若要将其所伴随的法则概念在感性世界中现实化，自然就必须能够被思考为：“其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与依照自由法则在自然中实现的目的的可能性相一致”（V, 176）。在此，《判断力批判》作为理论知性合理性与道德理性合理性之间的连接环节的形式体系思想达到了顶点。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始终贯穿其中。康德在实践理性之下，将人在人类历史观念性视域中的能动社会化实存把握下来。

调节性判断力的归纳-经验合理性、审美合理性以及日常实践-工具合理性，都应当始终与此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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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规定性判断力，而是调节性判断力

第三部《批判》借助理论对象构成与合理社会化基础之间的中介环节，使先验预备学走向的不仅仅是一个更为具体的主体概念。唯有此时，它才能够将社会实在呈现为理解与交往之不同且相互中介的形式法则的关系场域。如今，逻辑有效性类型能够以一种闭合理论的形式，取代那种只能通过生命哲学的神秘化才能补全为整体直观的心理学和人类学要素观。所有三部《批判》都奠基于对实在对象化的有效性方式所依据之特定方法的研究。对于无法呈现为无质微粒之关系场域的有机自然而言，《纯粹理性批判》的实质性成果是无法直接适用的。这首先涉及僵硬的形式-质料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在康德那里已经失去了其亚里士多德来源中的有机联系。由此，康德理论对象构成原则的关键要点受到了质疑：被给予的杂多概念（知性作为知性基本原理向杂多颁布法则）、以及用康德的话说自发性（spontaneitas）与接受性（receptivitas）的区分。这超越了认识的两大根干的严格区分，因而关涉到新近以方法论方式思考的先验观念性本身的根基。艺术形成了相对于各门科学之

真-假关系的独特有效性形式。它们不是在道德命令的意义上关涉行为规范。只要它们激发行为方式，它们的基调就在于通过范例进行间接传达。《判断力批判》吸收了这些此前处于先验逻辑范围之外的传统：即日常实践的、在教育上以范例为导向的意识的类比方法，尤其是遵循共通感（sensus communis）习俗的、由传统和习练引导的行为的广阔领域。在第一部《批判》中阐述的判断力（在分析论向原理的过渡中，III, 131及以下），无法直接用于艺术品和有机自然的理论。它所承担的任务是将一个给定的普遍定理应用于特殊情况，因而具有包摄（subsumierend）功能。而在艺术品和有机自然中，关键在于根据给定的单个现象复合体自身内在的维度进行概括，而无需预设自我意识中的无条件社会化准则或机械因果性。因此，康德将这种新的判断力作为反思性判断力与第一部《批判》中的规定性判断力区分开来，并将这一新的逻辑功能把握为调节性合理性而非构成性合理性。此前，判断力曾是概念与直观之间的连接环节，如今它连接着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这并非体系构造，而是一个真实的哲学理论问题。在专门科学的普遍主义与行为理论的普遍主义之间，展开了日常实践、审美和归纳方法的广阔王国。

交往与社会化的感性-实践维度获得了新的启示。与感性在以往两部《批判》中的位置相比，对象的感知以及对每个个体而言他人的感性在场获得了新的轮廓。与以往先验形式塑造的方向相反，现在出现了一条从人的感性通往其理性视域的发生学-现象学线索。据称，审美之美趋向于知性概念，审美之崇高趋向于理性理念。在闭合优美的形式与概念世界之间构想出一种类比。第二种类比则体现在崇高之中，即在超越一切比较之巨大或运动之物、乃至不成形之物，与理性理念的总体性内涵之间建立类比。建立这种关联的能量如今作用于主体的感性之中，而感性已不再是单纯的杂多。关于审美崇高甚至指出，想象力唤醒了理性理念，“审美判断本身对于作为理念之源泉的理性、对于一种理智的统摄而言，成为主观合目的性的”（V, 260）。在第三部《批判》中引入的、在某些方面仅作暗示的对先验主义的发生学-现象学反拨，仅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触及社会个体的感性-实践行为。它依然局限于接受性的艺术判断、艺术判断的有教养的交流，以及思维的归纳与类比层面。共通感（sensus communis）主题群将感性实存与实践-智思实存联系起来（V, 237页以下，293页以下）。艺术判断促进了“高级认识能力的文雅化（Urbanität）”（V, 329）。这听起来颇具教化色彩。事实上，康德的第三部《批判》将先验哲学的严格预备学（它原本是指向自然与文化的新形而上学的）超越形而上学之外，直接向作为独立精神世界的现实社会艺术接受与经验思维开放。这部新的《批判》不再是指向先天的道德义务与法权形式，而是指向在审美与日常实践生命表现媒介中的自由社会化形式。它关涉的是不由义务法则和法权所构成的社会化形式。如今，一种仅仅“调节性的”伦理性出现在纯粹实践理性的“构成性”伦理性身旁。自由概念由此显见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对我们属于一个智思世界的知晓；自由是鉴赏，是人类世界占有与自我展开中有教养的享受能力。在先验逻辑最初的方法论方向从逻辑原初之物走向作为逻辑对立面的杂多与偏好之后，其定向如今大幅拓展到复杂的生命形式之中。

康德将审美感知界定为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V, 221页以下）——因而如康德所言会带来享受即快感——这不仅扎根于艺术形式之中（当代令人愉悦的寓言、假面、音乐尾声结构）。作为审美感知之质的无利害愉悦思想（V, 204页以下）亦未以此为限。康德的判断力逻辑仅仅要求比较与一致，而不加以证明，它包含了超越科学、道德和法律必然性王国的社会化自由这一要素。

由《判断力批判》补全的先验有效性逻辑，早在柏林早期浪漫派时期就为康德诠释提供了一个契机，即将具有审美体验的人视作被正确理解的先验哲学的中心，并将第三部《批判》从前两部中剥离出来。O. 马夸德在18世纪末美学作为“当值第一哲学”的背景下对《判断力批判》的诠释中重新接续了这一观点。在此，康德的著作被置于所谓现代性将早期近代理解为“利害思维去魅”的世俗化观点中，首先是通过哲学的科学理论定向，但由于解放之人的疑难（Aporien）而无法维持，并在19世纪转向历史定向。当科学定向不再适用、历史定向尚未确立之时，美学便成为核心定向。因此，康德以其在《判断力批判》中的思想重心，成为从科学导向思维通往历史思维的过渡哲学家（Marquard 1962, 第237页）。与思辨性解释相对立的，是《判断力批判》在归纳思维、日常实践类比思维以及审美思维的特定逻辑有效性形式方面的真正问题与成就。此外，这种宏大的勾勒也忽视了历史主义在18世纪哲学流派中的核心地位，19世纪只是在某些方面对其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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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判断力与自然目的

第三部《批判》在数学形式化的机械自然之外，引入了面向具体主体的、被体验到的形态性自然。它所指向的不是人造物（Artefakt），而是归纳探索的享受性知识。这一新的自然概念虽不再是数学和原子论-物理学理性的投射，却依然以严格的教导形式被引入。在将特殊置于普遍性的逻辑形式下加以思考的规定性判断力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反思性判断力，它不向自然颁布法则，而是从特殊上升到普遍（V, 180）。康德这样表述：“我们在自然中就其纯粹经验性的法则而言，思考着无限多样的经验法则的可能性，这些法则对我们的洞察而言终究是偶然的（不能被先天地认识）”（V, 183）。然而，若仅凭单纯经验，“经验认识向一个经验整体的贯通联系就不会发生”，我们就必须假定一种关于感知联结的独特先验原则。形态感知的认识论问题在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的形而上学形式中被接纳。它关涉的是特殊法则，一种具有如此鲜明恒常之特殊性的规律性，以至于它在感知中就已经显现出来。康德称之为“自然就其经验法则而言的具体化法则（Gesetz der Spezifikation der Natur）”（V, 186）。整个非机械自然领域都被纳入特殊自然法则的狭窄逻辑层面，而该法则同时又不是完全被构成的法则。在归纳问题中，康德仅接纳了形态问题，而未接纳一般自然性质的问题。

这一统摄性的逻辑调节原则（并非第一部《批判》形而上学演绎意义上的范畴），乃是“自然在其杂多性中的合目的性”（V,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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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将古代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中最古老的核心范畴重新引入其先验哲学。与此传统相连的拟人论被淡化到几乎不可辨识的程度，因为形态感知以及某些快感-不快感的心理层面被提升到所谓高级认识机能的逻辑领域——即作为判断力。所谓特殊自然法则问题的实在要素，体现在基础自然法则以及奠基于其上的专门自然法则（如有机中心决定论与演化）的分层理论内部。康德的判断力理论旨在通过将先验原则向经验方法开放的精细调节，解决从形而上学通往各专门科学的过渡难题。康德仅凭特殊法则这一维度来看待生物科学的全部主题，在较低概括性的视角下未能完全恰当地把握非数理自然科学的问题。这以18世纪对理论学科与经验学科、或纯粹科学（scientia pura）与应用科学（scientia applicata）的划分为基础。康德凭借“特殊法则”这一思想，在根本上指涉的是必要的假定性前提。真正的普遍法则（《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和数理自然科学类型的法则）完全有效，但它们隐匿在有机形态的规则背后。《判断力批判》包含着曾引导康德早期自然哲学著作的巨大科学想象力的启发性要素：目的论原则构成了一种工具，引导我们从外在合目的性走向复杂因果性中尚未被知晓的法则。启发性目的论是“研究自然的线索……因为依照它或许还能发现许多法则，这些法则依照我们见识的局限……在其他情况下对我们而言仍将是隐蔽的”（V,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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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之外和在我们之内的自然的智思基质

合目的性的调节性原则在康德那里获得了一种精细的奠基，它远超知性-判断力-理性这三位一体表面上的不言自明性，并追溯到形而上学的历史之中。除了我们的知性依据其先天结构按照范畴和基本原理所构成的自然合规律性之外，“特定各异的自然物除了它们作为属于一般自然所有的共同点之外，还能够以无限多样的方式成为原因；……尽管按照我们认识机能的性状与界限，我们根本无法洞察这种必然性”（V, 183）。因此，对我们而言隐蔽的超感官决定方式的无限性，构成了使自然能够成为我们的现象总和、且依然保持为处于法则之下从而可被理性阐明之物所必须假定的前提。正如一般的先验主义一样，这一思想以形而上学传统为前提：即无限多样的对象与过程的世界之所以构成一个统一体，并且能够被我们的思维如此成功地在逻辑上聚合起来，是因为上帝在万物中预先思考了世界。康德对先验主义的主体化指出，对这一源头的认识对我们而言整体上是无法企及的。然而，各门科学在概括自然法则多样性的限度内，回顾性地思考着总体性。通过关于自然智思统一性的假说——一种类似于实践理性理念但无法在理论上予以阐明的理论理性理念——我们获得了保证：无限杂多之物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刻终究都能在经验统一性内部被感知和思考（同上）。从这一形而上学前提出发，康德将判断力思考为知性范畴与理性理念之间的连接环节。人们应当如何解释有机中心决定论之合目的性的形成？康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向了其理论形而上学的核心。

合目的性唯有从现象之超感官基质的前提出发才能被思考，该基质构成了对我们被造的知性而言不可认识的原因。目的论判断力的先验原则正植根于此。

即使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知性范畴，通过先天法则对于作为现象总和的自然的绝非不言自明的可能性，“给出了关于现象之超感官基质的提示”，然而却“让这一基质完全未被规定”（V, 196）。判断力借助作为特殊法则的现象合目的性原则，就智思基质而言已经达到了“通过理智机能的可规定性”。“然而理性通过其先天的实践法则赋予了该基质以规定；由此，判断力使得从自然概念领域向自由概念领域的过渡成为可能”（同上）。因此，这里关涉的是我们借以阐明经验被给予的实在（现象）之超感官基质的递进阶梯。在数学构造性自然科学的理论意义上这根本无法成功，但它构成了知性的逻辑结构能够与现象发生普遍一致的前提。在个别情况下逻辑结构与我们之外显现对象之间的一致，可以在人类学上从所谓低级与高级认识机能的汇聚来解释。但在先验原则的前提下，一切现象与一切思维的普遍一致需要第三种智思结构，即康德的“一切现象的智思基质”。这比一切先验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所表述的提供了一种更为精确的一致性解释：一般经验可能性的条件（先天结构）同时就是经验对象可能性的条件（作为经验整体的现象）（III, 145）。在此，中介可以被理解为是得到保障的，因为先验原则与感性感知都是主体的组成部分——对于近代合理性思想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而言，这是一种可疑的简单解释。在前康德形而上学中，它通过本体论地设定理性功能的相关项而从一开始就被忽视，并在根本上作为日常实践的前提。对一切先验综合判断最高原理的平庸解释，将意味着世界观的彻底人类学化。然而康德指出，现象世界与先验原则之间的原则性一致无法在人类学上得到解释。中介固然存在于理性（ratio）与感官（sensus）同样属于我们构造这一点之中。但若将这种归属相互视作偶然，就会将合理性变成一种自然事实。康德关切的是分化文化领域中的有效性问题。感知世界与先天结构之间的一致性，存在于一种使一致性成为可能的中介之中，严格说来即一致与不一致的一致性。康德的论点始终是：如果事物能够相互发生关联，就需要第三者来中介这些关系。所有显现实在之样态的逐步实现的智思基质这一思想，引向了人的精神本性，这种精神本性在使智思基质在我们实存的中心成为实践的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在同时具有客观性、普遍有效性且极具个人性的自我意识的这一先验自明性中，人们可以说，先验哲学遵循着这一命题：“你们便如上帝”（创世记 3:5）。这就是先验有效性三位一体背后的形而上学。我们唯有作为道德法则，才能直接知晓“在我们之外和在我们之内的自然的智思基质”（V, 345）。这是人类一切文化实存必须预设的道德公设。在有机自然的合目的性中，这一基质闪现出来。我们通过调节性判断力将其作为自然目的同化于我们的智力，正如艺术在审美显象中将道德理念形象化一样。对于自然的智思基质而言，这绝非是对存在之本体论实体性的恢复。它是作为整体的文化进程，作为整体它从未被完成，但它被预设于每一个单个步骤之中，犹如所有数字的总和被预设于每一次数学运算之中。《判断力批判》在若干方面对先验综合判断何以对现象有效这一问题的处理，比《纯粹理性批判》更为深邃。

在心灵机能的人类学维度上，康德指出了理性与情感的主体潜能的综合，而经验主义止步于此。在感知合目的性时认识能力的自发游戏是“一种非常显著的快感的原因”。我们感到欣喜，宛如遇到一个“幸运地契合”我们期望的偶然事件，在纯粹经验法则中遇到了系统统一性，以至于对自然的这种直观同时“促进了心灵对道德情感的感受性”（V, 184, 187, 197）。康德曾指出，在过去朴素的文化中，甚至形式逻辑也能带来愉快与欣喜的惊叹。而如今，更为成熟的科学文化则呈现出一种清醒成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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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判断力

审美先验原则的特殊性

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若关涉到领会主体的快感或不快感表象，就是该对象的审美性状。如果将合目的之物关涉到对象及其认识，所涉及的就是逻辑有效性；如果将其导向观念性行为准则的目的，呈现出来的就是道德资质。三个方面决定了康德的审美概念。第一是其主观内涵。不存在本体意义上的美，例如沙夫茨伯里的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美。第二，审美之物构成了直接感性感知的一个要素。它是表象内容，即使在理论反思之后，也必须始终回到对象的直观在场。审美象征的文化意义——在可能存在的视域中对世界和人的呈现——在经验主义的侧重下退居次席。康德在关于美的理想一节（第17节）中至少触及了这一点。他的核心问题在于个体对艺术品原初的愉悦，以及一种情感品质的可传达性与倾向性普遍化能力的逻辑前提。英国美学（E. 伯克、H. 霍姆）的影响显而易见。感觉主义美学构成了反对古典主义将美与真结合、反对其中所蕴含的艺术品权威代表性特征的一步。审美感觉主义相反确立了私人市民的艺术权利。审美判断力的逻辑旨在防止感觉主义侵入康德如今高度分化的逻辑有效性理论。第三，审美对象化最终与理性认识区分开来。审美判断——即便作为反思特定门类或艺术史的判断——并不关涉对象的理性构成及其决定形式，而是关涉从主体出发的构形。它同样不关涉道德规范。启蒙主义-教育学对文学和艺术的道德化，连同经院形而上学关于感知和情感之所谓“混乱认识”的逐级合理性关联，都被康德的美学所超越。在此（而非在个人文学鉴赏品味中），康德美学与歌德和黑格尔的艺术哲学相一致。作为艺术品，对象是主体对文化与自然实在的视角的对象化投射。它由此成为对实在的升华，因为它是属于个人或时代氛围的期待时间中主观意义与文化视角的象征性呈现。这种审美显现的时间轴自然构成了审美判断倾向性普遍有效性之当下实现的极其重要的前提。然而质料维度绝不能与《判断力批判》所关涉的形式逻辑维度相混淆。康德并非从艺术出发去探讨审美判断的倾向性概括——例如从作为历史塑造之“鉴赏”的普遍艺术风格这一事实出发——而是仅仅着眼于逻辑有效性的特殊类型。

紧随审美目的表象这三个要点之后的问题在于：对康德而言，非逻辑的对象化始终是个体的且仅具有限的概括能力。表象特征及其伴随的经验主观性，何以终究能够与审美世界观的可传达性及普遍性结合起来？反思性审美判断力并不从概念出发，但它在感知与概念及判断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意识的中介。这就是“一个对象（无论它是自然的产品还是艺术的产品）与认识机能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合目的性一致”（V, 191）。借助主体内部不同要素的这种一致性，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自立的普遍有效性与客观性标准，以便也赋予审美判断以能够先验奠基的可传达性与有效性要求。弗朗克/扎内蒂指出，在此显露出艺术经验与认识的关系，并可辨认出一种带有“人类审美教育”历史哲学侧重点的启蒙艺术观的表达。

与第一部《批判》相比，概括性主题得到了精细化。不仅其有效性方式保持为倾向性的，其形成过程也变得开放。审美表象的概括是通过语言交流、通过具构形性的交往过程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概括体现为主体对其表象的扩展反思，以及在不同人之间始终动态的校准。有效性范围保持为局部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暂时的。这里不存在普遍主义的普遍性。反思性判断力比《纯粹理性批判》的规定性判断力更有力地将个人习练、直接交往、与对象持续经验的要素引入其中。关于认识过程中的判断力，康德甚至曾指出：若缺乏判断力，就会出现所谓的愚蠢，这是一种绝无法医治的缺陷（III, 132）。在其目的论与审美功能中，反思性判断力对于一般意识内容的构成获得了核心地位。为了审美对象化，康德将来自实践交往知识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引入先验哲学之中。他在现代文化中为这一传统指派了中介性的、始终特殊的且几乎仅属于私人社交的位置。康德凭借审美判断力向普通市民致敬。在艺术体验中，每个人都在构建属于自己、却又极具可传达性即令人类振奋的世界的形态。康德美学将接受性的艺术判断置于首位，并搁置了艺术创作。就此而言，走向生命哲学或非理性主义的思辨性世界观拔高，同样错失了《判断力批判》的问题内涵。自然目的论与美学的结合，既契合非数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又契合古典主义美学的适度思想。康德借此也纳入了泛神论甚至宗教性的自然崇高情怀。决定性的一点在于：康德将宗教的世界虔敬以及审美与自然科学的来源，都置于一种逻辑有效性类型的视角下加以接纳。在康德哲学看来，人的精神特征作为社会品质正凝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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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通过鉴赏判断进行艺术接受之理论的美学

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概念吸收了鉴赏概念（拉丁语 gustus）的传统，该概念在近代道德理论（在格拉西安那里关涉完美的通达世故者）和艺术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它用于在按自然法构想的人身自由的非古代前提下，把握理论对象构成与实践-生活世界行为的分化。在“古今之争”（17世纪80年代）中，鉴赏（法语 goût）对双方而言都构成了标准，要么用于对古代进行批判的现代性，要么用于对17和18世纪高度推崇之当下的自诩普遍有效性进行仿古主义批判。在英国美学中，J. 艾迪生（1672–1719）对鉴赏概念进行了心理学改造。鉴赏的器官变成了想象力（imagination），其心理标准是愉快（pleasure），这在康德那里重现为愉悦（Wohlgefallen）。在德国的讨论中，在康德之前 C. F. 盖勒特（1715–1769）就已经将鉴赏探讨为共通感（sensus communis）的表达。鲍姆嘉通（1714–1762）的《美学》（1750）将“鉴赏”系统地关联于艺术评价，并将其视作以美的方式呈现世界完满性的前逻辑自发秩序形式。康德转向鉴赏概念的经验主义路线，以消解美与理论上可证明的完满性之间的形而上学纠缠。美与完满性、以及二者与理性证明的形而上学结合，曾支撑着审美范式的崇拜性及专制主义普遍约束力。感觉主义美学消解了这一点，并为此直接将艺术判断降入情感之中。感觉主义情感美学同样将美学主题集中在艺术接受上。这契合近代市民疏离艺术的生活实践。艺术创作源于非市民的无序与非理性。相反，封建阶层的整个社会展现方式是由审美主导的。向私人艺术接受的退缩，也与审美再现和专制社会要求的封建联姻相冲突。康德对审美判断的主体化吸收了中产阶级感觉主义美学的这些特征。康德的先验主义实际上是将主体原初的塑造力量用来反对经验主义。在此，它意味着一种阐明印象的文化。在理论和道德-实践行动的逻辑中，交往内涵可以说被隐匿地一同设定了。它并未像在审美判断中那样被视为持续的讨论过程。在艺术中，引起康德主要兴趣的是鉴赏判断的交流，它塑造了社交行为的独特领域。然而，在哲学的方法论定向脉络中，他也避开了强烈审美体验的领域——这种体验在接受维度上、更在艺术生产中，自然具有创造性、揭示性和激发性的特征。艺术在社会上具有解放性的、开辟“变易为他者”之可能性的内涵，完全退居于对审美命题特定普遍有效性的逻辑分析之后。艺术品更高的内涵唯有在“理想”中才显露出来（第17节；V, 231及以下）。

康德关于在自由个体条件下结合了对自身责任的距离与人际接近的社交性之所是的微妙而严谨精准的心态，对其美学的影响不亚于对其道德观的影响。他不仅将直接炫示的激情、而且将艺术媒介中原本强烈的激情视作粗俗的纠缠，以其情感的风暴侵犯他人的自由。这决定了他对“狂飙突进”的评判，导致了他对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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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勒的戏剧与散文的无知，并产生了对于在历史与历史哲学理论中渗入审美要素的厌恶——正如他针对赫尔德的《最古老的文献》以及赫尔德的整个历史哲学所表达的那样。音乐不仅在各门艺术中占据最末位，因为它仅仅与感觉做游戏。“此外，音乐还伴随着某种缺乏文雅（Mangel der Urbanität）的缺陷：主要是根据其乐器的特性，它将其影响传播得超出人们所要求的范围（波及邻里），从而仿佛硬塞给自己，因而损害了音乐社交圈之外其他人的自由；……这几乎就像通过散布极广的香气所带来的欢悦一样”。相反，对于造型艺术，如果人们不愿接受其印象，大可从容不迫地转过双眼（V, 330）。考虑到大众艺术中乃至舞台上已然出现的声调与姿态的粗暴泛滥，人们或许会更乐于接受这位德国学者在审美自白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审慎与冷峻。康德美学在与语言交往的类比中阐释各门艺术（V, 320, 323 注）。正如语言、姿态与声调在此传递信息一样，存在着言语艺术、造型艺术以及与感觉做游戏的艺术：修辞学与诗艺；雕塑、建筑艺术、绘画、园林艺术；音乐与色彩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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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的形式与质料

康德通过将判断力的形式主义与联想的令人愉悦的诱惑（作为被证伪的审美标准）相对立，旨在针对道德或历史内容与该主题在文学、绘画或音乐上的展开之间尚未解决的关系。凡是艺术品这两个要素的中介未能成功之处，实际上就会并列出现一种高谈阔论式的特征与一种矫揉造作、宛如嬉戏插图般的特征

并列在一起。康德美学吸收了18世纪艺术品中的这一冲突。康德在古典路线上看到了解决方案，即确立艺术品精神内涵优于表现手段的地位。将托付给判断力的对艺术品形式的无利害愉悦，与留给联想的艺术手段相对立，对应于康德分析论中以方法论方式思考的形式-质料二元论。在美学中，形式-质料关系升华为观念性陈述与文学或绘画执行之间的关系。先验美学的形式主义强调艺术品的精神内涵，以对抗其在世界文学母题和延续性图像母题中所呈现的质料绑定。对艺术判断逻辑有效性方式的强调，当然并不意味着在康德看来艺术只是诸多理解形式之一（或许只是一种在心理上格外灵活的形式）。美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古老联系在此依然清晰可辨。歌德准确抓住了康德聚焦于艺术接受的这一渊源，即指出康德在此“对修辞学的探讨极佳，对诗艺尚可，但对造型艺术的探讨则不尽如人意”（1827年4月11日；《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柏林，1955年，第313页）。然而即便在康德那里，艺术品在审美譬喻中同样超越了一切经验事件的时间与空间。他称之为艺术从感觉通往理念的关联（V, 330）。康德在接受维度的逻辑（即对艺术品的效果评判）这一有限形式中，阐述了对艺术品超越当下契机的文化意义的这种强调。由此也可以解释在演绎末尾出现的心理学与生理学视角，当时探讨了各个艺术门类的接受效果美学，直至谈话文化、机智/笑话（附有例子）与娱乐游戏（V, 330及以下）。各艺术门类在价值尺度上的排列亦属于此类，伴随着现代市民社会文化领域的重组，这种价值尺度自17世纪起就已渗透进美学理论之中。

对 A. G. 鲍姆嘉通的批判

鲍姆嘉通的《美学》（1750/1758）曾将美称为感性直观的完满性，即显象的完满性（perfectio phaenomenon）。他的问题聚焦

于审美判断如何在主体中形成。在实际展开中，心理学和具体的艺术理论主题占据主导，美学与修辞学同样保持着相互联系。鲍姆嘉通在美学内部对艺术批评的处理，在康德美学聚焦于艺术评价而非艺术创作中产生了回响（关于鲍姆嘉通的关联参见 V, 340, 346）。鲍姆嘉通的认识学说（“认识论/Gnoseologie”）将高级认识与低级或感性认识区分开来。由此产生出逻辑学与美学作为各自管辖的学科。在一般美学中，诗学哲学（philosophia poetica）作为美的理论归属其中。如果我们仅感性地（即混乱地）把握存在的完满性（perfectio entis），我们就会将存在体验为美（或其反面）。这赋予了美学相对于理论认识而言虽然独立但处于从属地位的性质。在康德之后，席勒（1759–1805）重新确立了从审美向理论与实践的流动过渡。席勒主要从人类族类历史的角度来把握这一联系，从而将康德主义中三种有效性类型的历史统一性呈现为绝对精神的实现。席勒从审美生产主体出发（接受美学作为创造性的艺术体验本身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开辟了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康德对接受性审美功能的固定（面对现成艺术品时的判断类型），构成了智思基质或“绝对者”不可知这一论点的一个条件。康德美学对艺术创作的搁置（在艺术创作中存在着主体非逻辑却极具效力的普遍有效生产力），对应于排斥对创造性主体中智思基质的认识。美学对接受性的强调使之偏离了这一点，转而导向文学与艺术的社会交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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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判断力分析论

康德区分了美的美学与崇高的美学。关于自然对象或艺术对象的美的判断，指的是当它出于生产性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没有逻辑或道德-实践的必然性）确证了构成愉悦基础的合目的性构形之时。崇高所指的，则是那些显得格外巨大、强力从而恰恰不再显出合目的性，但终究依照可能对象的理念被感受到的东西，以至于表象与概念之间同样发生着协同作用。康德保留了17世纪古典主义美学的划分——该美学以典范事件的激情将崇高（le sublime）提升到美之上。但他改变了由 E. 伯克（1718–1797）所延续的区分（delight [崇高狂喜] 与 pleasure [愉悦/快感]）的涵义，将崇高主要关联于道德完满性的超感官理念，这些理念在审美象征中变得可被经验。关于崇高的审美判断，凭借其近乎无条件的一致性以及在人类超感官基质中的扎根，格外有力地实现了审美陈述通往道德-实践合理性的连接功能。这两类审美陈述（关于美和关于崇高）在判断表上按照质、量、关系和模态进行划分。

审美判断的质。不可证明的有效性

与《纯粹理性批判》的判断表不同，这里并未将量置于首位（全称命题、特称命题与单称命题的区分）。判断的质居于开端，因为必须首先确立审美命题相对于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独立性。鉴赏判断不是认识判断。它们并不陈述某种内在的自然构形法则（一朵美丽的花、一匹纯种的马）。审美评价同样不是关于愉快或不愉快感觉的陈述（在纯粹娱乐性艺术品的意义上）。它们不关涉对象在经验上的有用性，也不是在道德规范的意义上发言。康德拒绝了英国感觉主义（艾迪生、伯克）意义上审美的质料性感觉品质。同样，判断力的独立地位也超越了理性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审美判断只是程度上不清晰的理论与道德规定（鲍姆嘉通、门德尔松，以及席勒在致 C. G. 柯尔纳的信中所称的“完满性先生们”整个人群）。

康德指出存在着三种愉悦：适意、善、美。审美判断的质在于一种没有逻辑标准、没有道德原则性与对象实践性利害的愉悦。由此便产生了对一个对象或行动产生“无利害的愉悦”（interesseloses Wohlgefallen）或不快的公式（V, 211）。康德美学的逻辑位置由此得以确立。美不再是一种本体性质。由沙夫茨伯里所更新的强大的柏拉图主义传统被拒绝了。关于艺术成就的理解可能性被确立为基本美学问题。康德在其中凝聚了文学与艺术的社会内涵。

判断力并不任由感觉流淌，它完全在进行权衡与评价。依照什么标准？康德进一步的思想进程表明，构成美感思想基础的是比例感知（Proportionalitätswahrnehmungen）。丑与可怕的问题——被巴洛克和启蒙运动视作著名娱乐对象的“愉快的恐惧”，此前则是中世纪艺术在崇拜和道德意义上（不带矫饰姿态）的基本要素——被康德在特定部分纳入了崇高的主题之中。

比与17世纪古典主义将艺术视作低级认识方式的理性主义观点拉开距离更为激烈的，是康德对贵族艺术习俗中将美与享受混为一谈的批判。带着卢梭式的尖锐，康德驳斥了那种认为“仅为了享受而活着的人，其存在本身具有某种价值”（V, 208）的思想。另一方面，将美与道德上的善区分开来，则打击了庸俗市侩对艺术的道德化——市民阶层（亦带有新教宗教色彩）曾以此与宫廷艺术享受相对立。

审美判断的量。倾向性的普遍有效性

康德在审美命题之量的标题下探讨有效性标准，并为此回溯到共同感觉（Gemeinsinn）的古老理论领域。伴随着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思想，有效性与传统以及优化了的日常实践经验联系在一起。这是 G. 维柯（1688–1743）对笛卡尔式理性概括的修正：在文化历史遗产中，人类性内涵显现在逻辑反思层面之下，构成了未经系统化的体系，在其中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不同于力学、光学和天文学中个别情况与自然法则的关系。《判断力批判》试图整合第二个传统领域，这对先验主义而言更为棘手，但又始终与理性主义直觉主义相连：即无意识及其在极具教养领域中的构形力量，它无需语言解释就能创造一致，同时守护着个人精神占有的意识。这些是理论与实践合理性所无法企及的世界。在康德看来，第三部《批判》对于通过先验分析对现代文化进行穷尽性奠基而言之所以不可或缺，正在于通过一种独特的、高度人工的先验原则将这一无意识的谜团领域整合进先验唯心论之中。借助感觉主义，无意识被彻底去魅。康德将反思性判断力把握为表象朝向概念的无意识协同作用。因此存在着一种自下而上的程序化运动，它补充了对感知杂多与直接动机的构造性理论把握及道德-实践把握。康德将审美感受思考为一种朝向概念秩序的前意识追求，但它并未过渡到概念秩序之中，而是停留在对定向场域的愉悦上，并不想成为认识的前阶。这是康德美学中的莱布尼茨残余。通过艺术直观的无意识定向（一种准逻辑的倾向），审美判断能够被类比于其他逻辑形式。这样一来，判断的量也得到了保障（V, 211）。康德称之为一种主观普遍性（V, 218）。共通感传统通过审美内涵演变为完全独立的个体之间的自由社交，他们在没有逻辑必然性的情况下达成理解。“它仅仅要求每个人都赞同，将其作为规则的一个实例，就此而言它期待的不是来自概念的证实，而是来自他人的赞同。因此，普遍的声音只是一条理念。”“美是那不凭概念而普遍令人愉悦的东西”（V, 216, 219）。通过将共通感提升为先天的判断形式，个体在鉴赏判断中的交往关系远离了体制化绑定的艺术所具有的社团象征内涵。这种审美判断的逻辑宣告了艺术使用者的解放，以及艺术从权威社会资助者手中的解放。

康德以判断力特定先验原则的形式提出的美学问题，不仅将文化中的艺术领域表征为独特的价值，而且如康德所乐于表述的那样，简直是在演绎它，即呈现其观念结构。审美有效性的奠基也展现了该建构原则的界限。其前提是由每个个体内部所蕴含的意识组织所提供的，即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会聚结在逻辑聚焦点上。这里并未谈及个体与其社会化的经验，未谈及社会过程的审美-戏剧性内涵，甚至未谈及将体验双重化为经验事件与幻想世界。若不超越先验主体性而走向原初的社会审美实践与反思，这种奠基方式就依然是狭隘的。处于中心的始终是单个观赏者或读者梳理并传达其印象的判断。在康德的审美判断分析论中，艺术的一种社会处境清晰可见：艺术家与艺术接受者都是孤立的个体。作为观赏者或读者，分化在诸多孤立领域中的市民走向作品，并感受到克制的愉快。康德排除了所有激情，因为在贵族式享受与宗教崇拜中，激情都会遮蔽自由个体觉醒于自觉平等之社交性的清晰判断。

审美判断的关系。形式主义

判断的关系在此指的是艺术判断特定的目的关联。判断的第三个特征延续了判断之质的第一方面。正如艺术判断表述了一种无利害的愉悦（区别于理论确认性命题与实践规范性命题），它同样在艺术对象上宣告了一种并不存在于自然或技术-实践合目的性之中的目的。“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只要这合目的性是在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的情况下在该对象身上被知觉到的”（V, 236）。审美判断并不针对花朵各部分的有机合目的性，而仅仅关涉形态的比例、色彩与香气。康德美学的形式主义在关系关联中达到完备。例如，康德区分了自由美与附着美（依存美）。人、马、建筑的美预设了一个有机或实践-技术的目的，这些对象是在该目的下被思考的；这种美是附着的（adhaerens）。“花朵是自由的自然美”。康德一贯地推进认为：几何图形、室内装饰、游乐园林、诸如素描中、墙纸上或建筑物上的阿拉伯式花纹等纹饰形式，以及无歌词的音乐，才是真正的优美艺术。出于同样的原因，鸟鸣在审美上比屡次重复的人类歌曲更为怡人（V, 242页以下）。在建筑与绘画中，素描线条进入了审美内涵的核心。康德在此同样不回避其论点的任何困难，并在非同寻常的转向中将整个问题领域纳入其中：色彩与声音（终究不像素描那样属于形态要素）被物理学解释为单个的以太震击与空气振动。

因此，在这些感官刺激背后同样存在着节奏性的形式，证实了审美形式主义（V, 224）。这一主题属于形态感知的生理学与心理学，属于感受器以及语法和逻辑功能之心理成就的结构性。审美形式主义旨在维护艺术判断的独立性，排除基于“刺激与感动”、基于心绪极度共鸣的交流。康德对感伤主义（Empfindsamkeit）的激情不以为然，而感伤主义在18世纪曾作为从宫廷顺从与巴洛克颂歌美学中获得人身解放的一个阶段而发挥作用。先验逻辑美学与感伤主义时代针锋相对。

在审美先验主义的形式主义中，设定了在孤立的、在判断中享有自由的个体的前提下艺术接受的完全社会化。这里构想的是私人市民的一种在社会、崇拜和体制上保持中立的艺术效果，他们的交流构成了自由公共领域的独特天地。然而在康德那里，重心落在一个经过逻辑程式化的个体之上。审美实在的更为具体的社会形式（如剧场、私人圈子中的音乐演出）同样未被提及。宴席音乐只是作为维持情绪的怡人声响而出现（V, 305）。18世纪欧洲市民家庭自我理解中艺术的新型社会实在与力量，在划分出审美有效性的独特领域中被表达出来。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1795）远超康德的提问方式，将人在生产性与接受性审美成就中的教化教导为人类进步的教育，以对抗人在市民生活中的分裂与异化，并恢复人的完整性——正如黑格尔在同一时期的早期手稿中所称的那样。

美的理想

艺术品的形式优先性引向了作为形态问题的美。在关于美的理想的核心章节（第17节；V, 231及以下）中，康德接纳了柏拉图关于美作为原型之物的主题。在此必然发生从艺术经验的接受性向生产性的过渡，因为任何艺术接受

都包含着基本的审美生产力。康德在论及每个人超越纯然现成之物的创造性提升中所伴随的原型能力时触及了这一点（V, 235）。他将这一主题从超越性中解脱出来，而没有陷入抽象理论的平庸之中。这种典范（人、马、狗）并非取自经验的比例，以至于（人们可以这样阐释康德的思想）从所感知的鼻子的数量中无意识地算出一个平均值，然后将其作为理想形态呈献给知识。康德将“美的标准理念（常态理念）”称为悬浮在不同个体直观之间的“关于整个族类的悬浮意象”。自然本身将其“作为原型奠定在它的产物之下”（V, 234）。通过关于理想的这一章节，康德将其美学向艺术创作的主题以及艺术的历史内涵开放。艺术品从人类的事实生活中勾画出一种可能的存在，并将所发生之事升华为生而具有或创造出来的命运。康德对其“审美命题逻辑”的这一突破浅尝辄止。唯有借助理想思想，一种更高的、超个体的族类关联才进入到这种此前在逻辑先验原则中保持沉默的美学之中。

在康德那里，作为人类生命表现的接受与审美生产力当然不是绝对分离的。审美判断力所强调的交往功能，恰恰通过艺术理解深入到艺术生活之中；正如 W. 基利所言，哪怕只是理解一首好诗也需要阐释。康德美学的接受维度在此获得了占有的生产性内涵。这一切都与反崇拜的艺术观相联系，这种艺术观后来在 B. 布莱希特的《小组织法》（1950）中重现。康德与布莱希特之间的平行对比，为理解康德美学以及布莱希特非亚里士多德戏剧的社会能动姿态提供了良好切入点。二者都关涉通过文学与艺术媒介中的自我理解与世界理解，提升个体的社会自主性。

审美意象所遵循的原型的柏拉图关联，构成了康德与歌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取向在原始现象（Urphänomen）的目的论领域中相遇的关节点。歌德从审美实践走向始终基于艺术实践并在自然研究中

进行审美类比的哲学反思，并自如地运用由谢林/黑格尔所系统阐发的生产性自然主体的客观唯心主义假说。康德在一般先验主体中对其先验原则进行审美塑造时，推进到了有机自然形式与形态感知的融合点门前。它们在以下限度内依然是两种不同的立场：康德仅将美与合目的性视为判断力的调节性程序。它们作为“在我们之外的自然的智思基质”（V, 345）的客观观念实在性（realitas obiectiva 或 formalis），是一个必要却不可证明的理念。

康德借助美的理想也接纳了艺术品相对经验非现实性的问题。实际上，他开辟了其理论的一个新层面。此前，审美感知的倾向一直被规定为朝向判断力所体现的特定交往综合。如今增加了一个视角：即已经存在着预先存在的形态构造，促成了判断力的逻辑塑造。康德的第三部《批判》在此踏上了从形式美学通往质料的、客观唯心化美学的分界线。美的理想是一条理念的感性化。此前，美一直是在从被感知的愉悦通往清晰表述的陈述的发展道路上被探讨的。这位照亮一切后果的作者在“理想”一节中走向了无目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主义边界。美的理想是由观念性利害所承载的。它“在于道德性的表达”，是“支配着人内心的道德理念的可见表达”，以至于在这一领域中美（源于判断力）与道德性（源于实践理性的理念）汇聚在一起（V, 235）。康德在美的理想这一古老美学主题的背景下，弱化了主要通过可交往接受能力来保障艺术品自主性的形式主义。康德所提到的道德-实践理念（如善良、灵魂坚毅等）是质料性谓词。康德看到，从摹本上升到原型并上升到理想，最终抵达了实践理性的智思王国。由此，他达成了对象化之差异中统一性的各个维度，并将曾在伟大的宗教艺术中展现力量的人之理想的超验构想这一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的问题，澄清为一种社会-内在的理想化。在这些关联中，在把有效性类型的分析性分离置于核心的康德先验哲学内部，综合性要素变得紧迫起来。它们存在于共相理论（Transzendentalien）以及一般形而上学渊源之中，这些对康德而言自然是了然于胸的。康德在第三部《批判》中将这一切概括在“理想”这一传统子问题之下，正如该问题从艺术史、以及对康德而言首要从智慧概念史中流传下来一样。

审美判断的模态

作为判断的模态，在此指的是有效性方式的特殊特征。艺术判断拥有一种“通常只根据模糊表象出来的原则”（V, 238）的应当（Sollen）。它与道德上的应当不同。在此所指的是一种非论证性的、而是在范例上象征性再现式的交往，一种用于形成判断共同性的独特传达类型。它通过对普遍性不断更新的尝试性衡量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种普遍性所指向的不是证明，而是对自由一致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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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

与美相对立的是审美上的崇高，即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在古代美学理论中，这一主题源于艺术狂热以及在令人陶醉的艺术享受中获得提升的个性。因此，它起初并不是美的对立面，而是美的升华。崇高美学与修辞学传统紧密相连。18世纪的英国美学（艾迪生、伯克）不同于古代与17世纪古典主义的观点，将崇高作为带有激情之物与单纯的美区分开来。它同样将崇高置于美之上。紧随鲍姆嘉通和门德尔松之后，康德早在1764年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就将崇高界定为超越美之上的、与形而上学（即后来被他称为关于世界永恒、天意与不朽的理性理念概念）相平行的审美对应物（II, 215）。美是对比例的感知，崇高引起敬重，因而唤醒道德意识。E. 缪勒在一部关于美学与宗教哲学关系的专著中表明：崇高与道德的结合（因为崇高是超越自然模仿的自由存在者的创造）从沙夫茨伯里流传到瑞士文学批评家（博德默、布赖廷格）并传至康德。在康德那里，审美崇高与道德的结合应当如同在沙夫茨伯里那里一样，切断崇高最初与感性宗教体验的原初首要联系。激情的要素在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感中转变为偏好与理性之间的连接纽带。《判断力批判》甚至将崇高作为美的对立面引入。康德避开了阿那克里翁式抒情诗和宗教抒情诗的感伤激情，避开了贵族家族的命运悲剧，同样避开了那种广泛流传的、在命运毁灭人的同时将人升华的劝戒范例故事文学。在生活命运的激情中市民脱离了其审慎的生活感受领域，这令康德感到不悦。崇高的激情仅仅保留给道德义务，尤其保留给雅各宾派的宪政共和主义。主体内部因激情而变得巨大的张力、因失去或受辱的荣誉而成为罪犯（席勒1792年，康德之后克莱斯特的《科尔哈斯》，1810年），都如同在义务意向道德中一样被排除在崇高美学之外。丑的美学即消极崇高的美学无论如何都是缺失的。数学的崇高是绝对巨大之物（山脉群、金字塔），力学的崇高则是对我们而言无比强力之物（大洋、暴风雨）。自然关联

统治着崇高美学。文化品质退居次席，以避免激情中的伤感，尤其是避免其后果即习俗与盲从的统治（面对人物的社会崇高地位）。巴洛克美学所推崇的对假定恐惧的游戏——如今已被传媒业庸俗化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在康德看来是浮华的餍足与心理的偏执。

崇高相对于美获得了独特而有趣的品质，它不仅是美的升华。它向我们发起挑战，使人意识到当下的终极虚无以及惯常日常生活的虚无，甚至仿佛要毁灭我们。思考崇高超越了感官的一切尺度，并引向无限性的理念。借此，它接近了总体性的理念，即接近了在理性理念中所代表的绝对者（V, 250, 255）。康德并未在其中故弄玄虚，既无预感，亦无救赎期待，他在崇高之中指明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在主体具体之处发生的针对逻辑形式自发性的反向运动。崇高理论超越了这种主要为接受美学的逻辑的克制调和特征。

具体而言，诸多动机汇入了康德的崇高理论之中。这首先是古代关于心灵提升（hypsos——崇高/高度）的原初涵义的转化，这种提升随后导向被体验到的净化（katharsis）的宁静。自然的庞然巨物（毁灭性的火山、飓风、无垠的大洋、荒凉的荒漠）令人陷入惊恐，我们感受到自身肉体的无能——并在我们自身之中发现了一种通过“对自然的优越性，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自我持存正奠基其上”而使自身独立于自然来思考的能力。康德当然没有落入技术-精神驯服自然的平庸论调。他将其关涉到无能对个体所意味着的贬抑，然而“我们人格中的人类性却依然未被贬抑”（V, 261页以下）。康德对宗教的道德-实践奠基在此相伴而行。关于上帝之崇高显现在自然之超人伟大中并警示人们崇拜的古老主题，被转化为人类族类的智思本质。

在这门崇高美学中结合了三个动机，它们将该主题最古老的遗产引向新的问题设置。第一个动机是心理上

从感知压倒性强力所激发的“消极快感”（negative Lust），转向人格向人类超经验精神能量的悲壮提升。在荷马那里就已经高度人工化的、通过对所呈现事件的审美升华（通常通过语言程式的精细仪式化）来化解心理惊恐的要素，被转移到了个体向族类实存意识的提升之上。第二个要素：并非在美之中，唯有伴随着崇高美学，《判断力批判》所要完成的从自然概念向自由概念的过渡才真正得以执行。优美的形式作为无目的的目的，只有在加入反思的情况下，才几乎作为假定使通往有教养社交的人类能动力量得以介入。唯有崇高迫使人从审美印象的威力过渡到智思之物，因为纯粹的自然之物将会摧毁自我意识。在其中开辟了审美判断另一种普遍有效性的道路。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时所引入的、作为悲剧同等实现的震撼性激情与净化的审美要素，被康德转化为与人类观念实存的道德关联。第三，康德最终借助审美判断力的先验原则重新引回了共相“真、善、美”（verum, bonum, pulchrum）的原初形而上学。第59节概括性地将美呈现为“道德性的象征”。审美感知作为理论对象构成的最简单要素，“使得从感官刺激向惯常道德利益的过渡成为可能，而无需发生过于剧烈的跳跃”（V, 353页以下）。在感官对象上，展现出在美之中产生无质料利害的精神愉悦的可能性，以及在崇高之中反思人类智思超自然的必然性。恰恰是对原初形而上学三位一体的这一更新，带来了对预设先验原则的发生学-现象学反拨，并指明了一种哲学预备学的新方法，该方法不是预设逻辑-范畴基础，而是从人的社会实存出发来展现它。

伴随着优美的补充——仿佛作为作者的康德其精湛技艺绝不可或缺一样——在这一切之上又增添了崇高美学最通俗普及的习练对应物：在

不畏缩的勇士形象中，以至于“即便战争，只要它是以秩序以及对市民权利的神圣尊重来进行的，自身就带有一种崇高之物”（V, 263）。在此，或许着眼于反西班牙的荷兰独立战争、着眼于刚刚发生的北美解放战争，崇高也作为历经危险的历史英雄主义，进入到诗歌（布罗克斯、冯·哈勒）、绘画（菲斯利画作中崩塌咆哮的自然）以及宗教劝勉文学中所习见的崇高自然之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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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判断的演绎

在审美判断的演绎（即对其逻辑特殊性的奠基）脉络中，康德在原本的先验逻辑主题之外，汇集了更多视角：作为无利害理解要素的审美陈述之文化内涵的各个维度；一些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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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接受性美学、更是艺术生产美学的若干主题；最终甚至包含艺术门类理论的萌芽。关于审美判断本身何以可能的先验逻辑问题，甚至是以亚里士多德式的疑难论（Aporetik）为开端的。审美判断始终是个别的。它们作为单个陈述，在没有普遍概念的情况下如何能具有充分的普遍有效性？趣味判断并不建立在概念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别审美对象的个别印象之上。审美理念是“想象力的这样一种表象，它引起许多思考，却没有任何确定的思想即概念能与它相适合”（V, 314）。康德将趣味判断的特殊逻辑奠基于想象力对感觉的整理——这种整理朝向那些被提示、被“要求（angesonnen）”，但未被证明的概念。在这样的演绎中，巨大激情的冲动自然必须被排除在外。尤其是那种不可忽视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促成了米开朗基罗绘制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并画成那般模样，促成了舒伯特顶着时代的不解不写咖啡馆华尔兹而写下交响曲等等。艺术创造的美学依然游离在趣味判断的整个逻辑之外。康德的目标是以尽责、自由的德国市民那健康、摆脱宗教束缚、怡情怡性的尺度来思考艺术，从而排除了狂热与过度。这里的思考立足点与思考对象是明确的：德国市民的教养诉求及其社会生活方式的自主性。审美判断升华了明智的社交交往，它所寻求的并不是“遮蔽你的天空吧，宙斯”那种叛逆的抗争。市民阶层的亲近圈子构成了这种美学的文化环境。这一圈子的世界观被赋予了艺术判断的尊严。文学和艺术被交付给市民生活的常态。古典的摹仿论（mimesis）从想象力的角度被吸纳进来。想象力是“生产性的认识能力”，“非常强有力于用现实给它的质料创造宛如另一自然的第二自然”（V, 314）。但首先，审美判断力的有效性方式创造了分寸感（Takt）。它是使想象力“适应知性”的能力，因为想象力“在它无法无天的自由中除了荒谬之外产生不出任何东西”（V, 319）。这仿佛是生产性美学注定要被接受性美学所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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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天才

艺术创造美学的重心转移到了对天才概念的界定上。艺术的文化发生史被当作一种符合学院规范的浓缩物来处理。审美判断力的规则性——原本旨在先验演绎普遍化艺术评判的可能性——被置换到了创造性审美占有与象征化的另一领域，从而对这一精确细分的问题给出的回答是：天才摆脱了规则的强制，但却使艺术由此获得新的规则（V, 318）。康德学院式的克制，一方面源于对“狂暴天才”（Kraftgenies）之激情的反感，另一方面源于对18世纪通俗文学中蔓延的狭隘文学感伤主义的反感；其狭窄的问题视角正是源自整套审美理论的先验逻辑侧重。这里所涉及的是判断，问题在于它们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逻辑结构类型获得有效性。“天才是主体在自由运用其认识能力时的自然天赋所具有的典范性独创性”（V, 318）。天才代表了创造性，并被限定在审美规则性的主题之中。审美体验（“愉悦”）的表达要求——康德有一次也谈到通过艺术经验而提升的“生命感”——对应着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在规则生成能力上的首要地位。

天才概念被绑定在一个深远的理论前提之上。在生产性天才中，在传记式的偶然境况下显现出超感性基质，为了理解美的自然形式与艺术形式与我们的判断力之间具有相契合性的一切可能，必须假定这种超感性基质。康德借此试图排除艺术家主题中对生产性直觉的非理性主义阐释。天才并非遵循规则，而是确立艺术生产的普遍规则。然而，天才并不是从自身中取出这些规则，而是在审美直觉中，现象整体中以及主体一般的审美创作（poiesis）中美与合目的性相契合的超感性基质仿佛被感性化了。康德在这里诉诸了一种残存的柏拉图主义，当然摒弃了柏拉图那种创造性的狂喜（ἐνθουσιασμός, enthousiasm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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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判断力的辩证论：三大《批判》中的二律背反

第三《批判》的辩证论部分仅仅是将分析论中已经探讨过的艺术判断特质作为正题和反题加以重述。正题：审美命题只是个别情感的表达。反题：审美命题必须与概念相关联，否则这些命题就不会具有获得普遍认可的倾向。然而，康德对这一二律背反的化解一下子远远超出了该书迄今为止的全部思路。唯有与逻辑领域、康德所说的概念发生关联，才能容许审美判断具有普遍性，但这种关联决不能导向知性概念。否则，审美判断就会成为关于对象完满或不完满的理论陈述。趣味判断就会变得在理论上可论证、可证明。这与正题相矛盾。那么，为了演绎审美判断的普遍性，所涉及的究竟是哪一个逻辑领域呢？康德在这里延续了他的崇高理论，并赋予其普遍的转向。所谓“感性判断”唯一能够与之关联的逻辑领域，乃是关于超感性界的理性概念，这一概念同时构成了艺术作品可感知的对象性与审美判断的基础。康德将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这种重新接续，总结为朝向可知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之历史内涵的重大转向。担保命题普遍性标准的艺术判断的逻辑领域，存在于“可以被看作人类的超感性基质的那种东西的概念之中”（V, 340）。在黑格尔之前，席勒就吸纳了这种将美视为客观精神之实现的倾向。

包含两条附释的“趣味二律背反的化解”一节（§ 57; 附释I、II），构成了理解康德批判形而上学基本思想的核心章节之一。康德在此总结了全部三大《批判》的二律背反体系。这些二律背反包括：


	• 在理论理性中，将其把现象逻辑结构化一直推进到显现存在本身之无条件者的努力与不可能（有限性—无限性，单一性—多样性，必然性—自由）；

	• 对于对象的审美定性，快感—不快感情感的个体差异性，与同时超出这种差异、针对一切表象的普遍评判标准；

	• 对于道德—实践理性，所谓质料性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ögen）以及与主体有限、日常决定的不可消除的绑定，与在所有主体的所有行动渐进一致于“万目的之目的”这一必然公设下，所有行动意图的绝对智性。



因此，康德的二律背反问题集中在有条件者与无条件者的矛盾关系之中。康德用两个论题来表述他的解决方案：

1) 无条件者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者（ontisch），而只能被思考为一般主体理性的基本思想，所有思考着的主体都处于这一理性之中。

2) 为了说明显现的对象本身与理论、实践和审美行为本身的完全相契合的可能性——这并非个别现象与个别知觉活动的相符，亦非经验性行动动机与个体愉悦判断的相符——必须在三重意义上假定一个超感性基质：作为自然的基质，作为所有意志准则之一切目的的原则，以及作为自然对我们的认识能力而言的主观合目的性（审美与生物学上的）原则。因此，有限与无限的各种二律背反迫使人们将一切对象的经验对象性以及一切进行认识、行动乃至感觉的主体不当作物自身、而是当作现象来思考。但如此一来，就必须在整体上为它们奠定一个可知基质（intelligibles Substrat）。由此，物自身被解释为我们的思维为了使整个经验现象世界具有可思考性而先天地赋予它的东西，即“作为自在事物本身赋予某种超感性之物（我们之外和我们之内的自然的可知基质）”（V, 345）。这是本源康德主义中最倾向于黑格尔精神概念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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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理论中的问题思想与体系思想：审美判断力与道德

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与辩证论（方法论在此被省去，因为艺术理论无法给出艺术创造的指南，V, 355）所阐发的，与其说是知性与理性之间的中介功能，不如说是艺术判断的自主性。康德对此有着充分的理由。如果审美判断与在理论上可验证的判断过于接近，先验唯心论就会退回到经院哲学所继承的莱布尼茨关于模糊认识与清晰认识的区分之中。在审美判断（连同附带的全部日常实践判断）与科学理论之间，就只会剩下表象清晰度上的量化差异。康德通过分离理论知性的要素概念与实践理性的理念而对不成熟的表象（idea）形而上学概念的克服就会再次被放弃。然而，这样一来，理论对象设定中感性领域与可知领域的划分就会被撤销，从而整个先验进路都会遭到瓦解。如果审美判断与道德—实践的理性理念靠得过近，那么不仅通俗哲学强加给艺术的道德与教育倾向内容会被拖入批判形而上学的先验哲学入门阶梯（Propädeutik）中，而且艺术判断的象征性普遍性与道德—实践理念的明证有效性之间的界限也会被拆毁。由此，康德道德哲学那建立在先天根据上的形式主义的核心要义就会荡然无存。《实践理性批判》正是要将道德的互为主体有效性类型的根基，从审美以及日常实践习俗的个体化有效性形式中剥离出来。康德在审美判断力辩证论的结尾处（§§ 58 f.）综合讨论了审美的有效性形式与理论及道德—实践有效性形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也谈到，美是道德性的象征。审美标准绝不能阿谀潜入道德—实践公设的论证空间。另一方面，如果将美与科学或日常实践的理论对象构成的逻辑有效性类型联系起来，康德就必须把美的艺术形式宣布为完满性（das Vollkommene）的一种实现。这会直接导向中世纪关于真（verum）、善（bonum）与美（pulchrum）的超越者（Transzendentalien）概念，而美就将不再是象征，而是成为善的开端性实现。康德在辩证论的最后几节中讨论了超越者这一论题。在众多经院哲学著作的讲授形式中，这一传统依然赫然在目。

反思判断力的中介功能这一论点——康德主要将其用于完善先验体系——其意义还在于伴随中介思想而初步勾勒出的方法论逆转。在康德的逻辑有效性类型理论中，关于反思性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的学说构成了一个基点，康德在此提出了一种非经验主义但依然具有发生学性质的社会化与对象化理论。这种发生学上从经验具体上升到抽象、并以抽象为指向的判断力，借助想象力将感觉和知觉聚束为表象——康德根据英文的 perception，大多将这些术语互换地用作接受性成就或受触动（Affektionen）——而在面对美时，这些表象趋向于理论判断；在面对崇高时，则趋向于道德理念。

逻辑程序并非源于此。但非逻辑意识显然跨越了其“接受性”（receptivitas）的界限。在这些脉络中，也体现出对伯克心理学化美学中合理因素的承认，康德称赞其极为优美并为经验人类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V, 277）。由此，审美想象力的思想占据了格式塔/完形问题（Gestaltproblem）的位置，而这一问题在人类认识两大相反源干的根本对立脉络中，曾因将“感性”理解为杂多而被长期压抑。“审美规范理念”具有从众多单一形态中形成基本类型的“动力学效应”（V, 234）。在这里，格式塔的形成并非适用于一切知觉本身。然而，由英国的“内在感官”（internal sense）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在此得到了承认。

比格式塔问题更为显著的是，在美与道德之善的关联中，有一条发生学的副线延伸进了先验的先天主义之中。对美的无私愉悦训练了本身属于道德的态度。“美使我们准备好无私地去爱某种东西，甚至是自然本身。”道德情感与审美判断力是“亲缘的”。出于义务的行动的合规律性，可以被无私的审美判断把握为美和崇高，尤其是在崇高印象下朝向人可知性格（intelligibler Charakter）的运动中更是如此（V, 267）。“经验法则的它律”被审美判断力重构为一个独特的领域，从这一领域自下而上地通向可知界。“美是道德之善的象征……趣味使从感官刺激到习惯性的道德兴趣的过渡成为可能，且无需过分暴烈的跳跃，因为它将想象力即使在其自由之中也表象为对知性而言具有合目的性的可规定性”（V, 25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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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感（Sensus communis）

在逻辑有效性形式的发生学奠基这一相同脉络中，存在着康德对“共通感”（sensus communis，V, § 40）理念的吸纳与重构。共通感将审美趣味扩展为有教养的社会交往。人们不是通过逻辑证明来相互理解，而是通过典范——艺术的典范以及借由艺术获得的相互行为风格——来相互理解。这是一个具有最强烈道德性的领域，但它又是属于每个个体的、无法彻底消除的质料经验。趣味是一种在道德上将人社会化的意识，即思考我们的情感如何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得以普遍传达（V, 295）。由此开启了一个道德领域，它无需理性理念，而是自下而上地为理性理念做准备，塑造出真实的交往生活形式。康德借助共通感思想，在其道德实践理性理论内部具体化了非宫廷的、普遍市民文化的启蒙纲领。当然，这种三元中介的精确结构不容忽视。与该概念的古代渊源不同，这是一种具有启蒙进化倾向的共通感。然而，独立于纯粹实践理性对这一主题的深入阐述，突显了在康德的实践与社会概念中这种发生学—质料性路线的某种自主性。这一严密的中介结构体现为：“1. 自己思维；2. 在每个他人地位上思维；3. 任何时候都与自身一致地思维。第一是无偏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二是扩展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三是连贯的思维方式的准则”（V, 294）。这里在纯粹实践理性之下划定了一个广阔的启蒙社会理解领域。“自己思维”被康德理解为批判性且无偏见的思维；独立于权贵，不受制于教条的宗教信仰。“扩展的思维方式”在于将个人私见悬置起来，从普遍立场出发进行反思。在这里，未经中介的个体向文化空间的提升不再被先验地预设，而是发生学地展开。最后，“连贯思维”被康德理解为自觉思维与意识到普遍性之思维的综合。经验—发生学方法被表述为：上述两个先行要素的结合“也只能在……对它们的多次遵循已成为熟练技能之后才能达到”（V, 295）。最后的体系化附言指出这三个要素按规定分别属于知性、判断力和理性；在受到洛克《人类理解论》影响且对康德而言至关重要的整个段落中，这一附言表明具体的社会行为支撑着这三种先天的有效性形式。无论如何，康德的共通感概念在定言—知性高度之下，就已经避免了一切感伤情调（Gemüthhafte），尤其是避免了向人们历来身处其中的传统的盲目依附（V, 305）。它通过将文明进程视为对风尚习俗的操练性教化这一主题，吸纳了历史维度。18世纪正是从这种面向所有市民开放、激励人们形成共通感的精神公众领域这一宏观意义上，来理解艺术对于自我意识解放的功能的（V, 297 ff.）。在这些具体道德性的脉络中，康德还触及了美学史上一个如此核心、但总体上却未引起他深究的主题，即艺术、劳动与游戏的关系（V, 303 f.）。然而，即便在审美情感的道德冲力中，先验原则的双重硬性对立依然存在。由于与敬重（Achtung）相联结，这种情感必须更多地与崇高而非美相关联：“因为人的自然本性不是自发地、而只有通过理性对感性施加暴力，才会赞同那种善”（V, 271）。

康德将情感论的概要插入到借助审美典范并通过懂艺术的交往来象征道德的这一领域脉络中，绝非没有结构布局上的用意。康德通过重复对引述的句子做了补充：我们在自身之中“（例如某些情感）称之为崇高的”东西，仅仅是因为我们借此想象自己“通过道德原则跨越感性的某些障碍”（V, 271）。随后他道出了处理情感的系统意图，即在涉及审美本身时展示一种作为伯克美学之对立面的感伤文学实践：康德列举了18世纪文学和通俗哲学中最常用来激发道德崇高的情感：热情狂热（Enthusiasmus）、惊叹与赞美、绝望、融化般的情感、呜咽哀求般虚伪悔罪的假谦卑等等，它们在小说、哭哭啼啼的戏剧和说教布道中让心灵枯萎，无法承受严格的义务规范。人们必须从审美判断力的智性主义维度来审视这些对当时审美现实的批判性关涉。布莱希特的非亚里士多德式美学在20世纪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尤其是从审美意识向宗教意识的过渡——作为通过美学化来歪曲道德的典型形式——被康德断然拒绝（V, 273 f.）。康德通过先验逻辑革新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正是反对将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与可知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混为一谈。因此，他对待情感性的着力点在于防范“狂热（Schwärmerei）的危险，狂热是一种妄想，企图看到超出感性一切界限之外的某种东西，也就是依原则做梦（用理性发狂）”（V, 275）。审美判断与宗教判断向道德判断的蔓延被斩断。康德同样按照独立思考个体的尊严这一法权模式来思考审美与宗教生活领域，个体只有同时在其他个体的视域中思考自己，才能成为有教养的个体。关于美学化道德的顺从性功能，康德写道：统治者乐于准许宗教提供丰富的情感抚慰，以阻碍市民将其自我意识提升到任意设定的界限之上，“从而可以把市民当作纯粹被动者更轻易地加以摆布”（V,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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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判断力

目的论判断力的分析论

正如所有《批判》都要分析各种理论学科得以构成的“可能性”即逻辑运作方式一样，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回答了（在此并未明确提出的）问题：生物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康德在如下问题设定中探讨该主题：由于数学形式化的自然科学的因果概念无法直接套用，这里必定涉及一种独特的规定形式。存在着特殊的自然法则，它们无法从力学与动力学的普遍有效范围中予以把握。先验逻辑的形式主义在力学规定与生物学规定的差异中，实际上只能确立不同的概括程度：“供理性使用……一种不同于遵循力学法则的研究方式，……以便通过力学法则本身的不充分性来补充对自然之一切特殊法则的经验探索”（V, 383）。于是，任务顺理成章地集中于将生物学的繁殖和生长过程定义为显现材料的一种秩序形式，这种材料在经验概念的抽象理论层面之下就已经具有了形态特质（Gestaltqualitäten）和终极的目的过程特质（finale Prozessqualität）。为此便引入了判断力特有的有效性类型，以便依然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建构担保充分的普遍有效性。康德的科学体系现在陷入了困境。由此产生了一个严格构成性的法则领域和一个宽泛调节性的法则领域。两者是否依然指涉一个统一的世界？康德对自然形而上学进行了一种方法论上的两分。第三《批判》的目的论问题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1786）中根本没有出现。康德关于目的论判断力的独立自然哲学理论，反映了一种将物理学绝对化的科学论处境；这种构想在当时仅仅由特定的理论派别所主张，并且在18世纪最后三十年里已经过时。

在康德对当时数学自然科学的科学论绝对化之下，引入目的概念本身成了一个棘手的主题；尤其是生命过程所展现的似乎不仅是一般的合目的性，而且甚至是一种目的定向性（Zweckläufigkeit）。因此，康德强化了他的理性有效性类型的先验主观主义，将生物学体系化为并非构成性的自然科学，而仅仅是调节性的“仿佛”（Als-Ob）陈述的构造型态（V, 361）。这不仅是为了与康德所说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即物理学学科）划清界限。目的概念并不属于知性的要素概念，而是属于理性理念。理性理念无法下沉到现象的构成之中。理性理念包摄一个现象领域，通过理念的导向将其与象征意义相关联。康德在此也贯彻了这一逻辑。但他对生物科学的科学论阐释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生命过程的受规定性比起力学、动力学和光学中的过程来丝毫未显逊色。为什么与物理过程同样普遍运作的过程，竟只能是我们判断力的“仿佛”？生物过程特殊性的真正问题——即规定的更高复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同一过程的个体变异——目的论判断力的分析论根本未予触及。在最简化的版本中，有机自然规定的特殊性会被理解为：仿佛有一种合目的地进行塑造的理性设定并不断引导着这一过程。康德关于调节性“仿佛”的逻辑所反对的正是这一点。

康德对这一主题的审视被当时的科学史处境所束缚。目的概念构成了自然科学中拟人化思维方式的领地。最复杂的规定形式——即作为目的论设定的人类实践——被推广到了其他更基础的规律性之上。这种毋庸置疑的自然—人类统一性的积极成果，是以从最特殊、在自然史上最晚出的领域出发对存在领域进行颠倒阐释为代价换来的。数学自然科学在摧毁目的概念的同时，也摧毁了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自然目的论以及日常实践的目的论拟人论（而形而上学正是使这种拟人论体系化的）。康德为了其先验入门阶梯的普遍性而必须恢复目的概念，同时又必须抵御经院哲学与神学的目的论（V, 368, 381）。由此便产生了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特殊问题。人们固然可以假定一种形态特质，但不能假定客观的自然目的。因为康德实际上仍然完全仅从人类的实践规定出发来把握目的概念。目的预设了将“作用联结”（nexus effectivus，动力因联结）提升为“终极联结”（nexus finalis，目的因联结）的理性（V, 370）。结果在真实的因果过程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作为观念性的目标设定。在此，合目的性与目的定向性被合二为一，并显现为在真实过程发生之前和之外存在着的观念的实现。这自然也会重新带回执行该观念的意志的拟人论。正是出于同样的问题处境，斯宾诺莎将其对力学的绝对化引向了把一切目的概念斥为宗教“无知之避难所”（asyli ignorantiae）的否定。康德自然熟悉这整个论题。他既想避免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和无神论，同时也深知莱布尼茨针对笛卡尔主义的目的论论战中的真正问题，并且早在自己的《自然单子论》（Monadologia physica）中就曾试图契合这一问题。在这整个理论背景下，一种特殊的生物学先验哲学方法论的独特性便可得到解释。由此也显现出康德的理论魄力：为这些学科在科学逻辑中谋求一个体系性位置，而这种科学逻辑最初是从数学自然科学的对象构成之普遍化以及自由意志的法权化之普遍化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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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目的与自然的可知基质

康德的自然目的论旨在将目的思考为内在沉淀于当前对象之中的东西，以排除（沃尔夫派及通俗目的论意义上的）人类学主观目的以及神学超验目的。它同时又不能背离由先验“一般主体”构成对象的原则。在这些前提下，反思判断力在康德奠定全面且逻辑内在的自然科学世界图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能。人类之外的客观智性前提被排除了。它被推到了负面意义上的本体（noumenon）所代表的遥远据点：即先验理性与感性世界的根本契合。先验一般主体要求一般对象的相关物。它不再以偶因论（occasionalism）的方式来确保经验现象与逻辑形式的符合——即上帝促成每一次观念因果性与物质因果性的对应。康德用“一般主体”取代了这种被斯宾诺莎通过彻底的力学决定论所消除的构想。它同样必须设定可知世界与现象世界相对应的可能性。形式上，当然可以思考逻辑形式与不同现象世界之间无数种不同的关系。但无法思考的是一种原型的发生学认识，即为什么我们的现象世界恰好与逻辑形式相契合。符合我们感知方式的现象世界要求一种绝对的秩序，即“我们之外和我们之内的自然的可知基质”（V, 345）；以便使一切现象与逻辑形式相符合，而不是去解释它如何与它相符合。这导致的结果是：位于现象世界背后的可知基质或物自身（作为一般主体的对立极）担保了这种存在符合我们感知方式的显现方式的恒定性，但对人类智性而言却必定是不可认识的。

康德范畴论的问题

康德自然目的论的问题，直到试图确定目的论的“仿佛”设定与法则陈述之间的关系，以及特定有机规定内部因果性与目的性的关系时才真正爆发。此时，作为过程中额外显现给我们的形态性与目标导向性的自然目的，便并列于因果性身旁。然而，康德对因果性的界定非常狭隘，仅将其视为力学规定方式的要素。在这里，立足于判断逻辑的简陋范畴论，横亘于内容更丰富的经院形而上学之间。“存在—过程—生成—趋势—发展—可能—现实”这一整条关系链都被排除了。模态范畴的三联体（根据《纯粹理性批判》的判断表）清晰地展现了命题逻辑的本体论色彩。构成基础的不是“可能—现实”的关系，而是“可能性与不可能”的关系，亦即逻辑上可思考者与逻辑上自相矛盾者的对比。随后的“存在与非存在”这一根本上具有对立性的位置重复了第一种对立；就仿佛在范畴结构中突然涉及到对立面一样，然而第一《批判》图表中的其他三组范畴并没有表现出反题对立。模态范畴最终在“必然性—偶然性”的关系中收尾与完成，这缺乏说服力。由此，规律性是在未澄清过程概念及其诸面向（如均一性、趋势、新质、整体规定、如普里戈金如今所说的开放耗散结构边缘等）的情况下被思考的。此前，因果性与交互作用位于定言、假言和选言判断的关系领域中。正如康德所呈现的那样，整套范畴论主题必定给吸纳非力学规定方式带来特殊的困难。对第一《批判》和1786年的《自然形而上学》而言，自然就是力学与动力学。这蕴含在将自然定义为“事物依普遍法则被规定时的存在”（IV, 294）的公式中。在命题逻辑狭窄的范畴基础上，且自然受制于康德所依循的专门科学问题处境——正如前述，这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实际上已被超越——康德始终在一种必须预设的理性的脉络中看待自然目的，这种理性将有机整体与目的因附加到了那些本质上受力学规定、但对我们而言不可把握的事物之上。目的论的过程形式由此沦为次要的或非本真的行进特质这一令人不满的地位。事实上，相对于力学而言，它仅仅是一种更复杂、较少基础性的各要素之整体规定的过程形式。康德处理范畴主题时所处的先验逻辑语境，同时导致了将因果性—合目的性—目的定向性的关系，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研究逻辑主题纠缠在一起，即关于一种不再具有明证性、从而不再是“纯粹”科学的理论建构的归纳与假说性“仿佛”关系的有条件概括。

非同寻常的是，当康德切入具体问题分析时，他超越了其自然形而上学的这些体系前提。在这里，康德确立了整体对所有部分的有机核心规定，以及作为原因和结果的相互关系的内在合目的性，从而使结果作为原因的恒常反馈“可以同时被评判为通过目的因而产生的结果”（V, 373）。内在的自然目的（Natur-Telos）显然远远超过了在范畴表上作为实体—属性与原因—从属关系之综合而显现的恒常交互作用。与各个“竞争”力量的线性因果关系相对立的，是整体对部分的有机规定，而且这种规定使得整体不仅应被思考为产物，同时也被思考为原因。各个要素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时间段内其他要素的后承。它们预设了一个整体作为原因。此时各要素是器官/肢体（Glieder），而非微粒（Partikel）。康德关于体现合目的性的所谓特殊自然法则的理解，唯有在这一脉络中才能得到理解。康德暗示必须思考多种形式的因果性（V, 278）。合目的性就是因果性的一种形式。由此，目的论作为目的因理论便被解构了（V, 381, 390）。无需引入“因果性的特殊根据”，人们只需“补充一种不同于遵循力学法则的研究方式，以弥补后者在经验探索自然之一切特殊法则方面的不充分”（V, 383）。力学规定因而也只是规律性的一部分。它无法涵盖广阔的领域（形态发生、新陈代谢、选择、物种恒定性及其变异）。在这里，康德实际上将其自然规定概念广泛地向第一《批判》中未曾提及的大量规定形式敞开：因果性、普遍交互作用、数学规定层面、特殊的动力学构造、有机与心理过程中的整体规定、合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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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判断力的辩证论：哲学史

在康德对先验“逻辑”的划分中，接续在分析论之后的辩证论部分代表了历史性要素。康德将哲学史视为在基本问题上已经终结的过程，因为“在纯粹理性的绝大多数思辨事务中……各哲学学派通常都已经尝试了关于某一特定问题所可能有的全部解答。”教条哲学与批判哲学的对立包含着这种历史内涵与正在发生的转折。人类今后将放弃所有（唯物主义、泛神论、有神论的）“客观主张”，以便“仅仅联系我们的认识能力来批判性地斟酌其判断”，从而为准则提供一种不再是教条的、但“对理性的可靠运用而言却充分有效的有效性”（V, 392）。康德的历史概念伴随着走出意识自身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包含着怀疑论的合力结果。我们不再追求洞察任何超越主体的客体结构。凡是能够就世界整体、我们的自我意识、自然目的、上帝进行思考的东西，都在于我们智性的实用性运用，而这种运用当然先天地保持在意识的逻辑投影面之内。理性在已然实现的历史性视域中自我实现。

在目的论判断力的情况下，机械唯物主义与有神论相互对立。正题：合目的的形式同样是通过线性因果性产生的。反题：它们不是通过内在的自然因果性形成的，而是作为目的因构成了超验创造性理性的结果（V, 387）。康德致力于在拒绝有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同时，也拒绝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V, 393 f.）。目的论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有机化学自然与生命自然的特殊规定形式。康德试图以并不充分的手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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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把握有机核心规定的特殊性。化学在他的科学分类体系中地位低下，仅仅是一门纯粹描述性的学科。与他思想的深层理路相反，康德将生物学规定把握为超出交互作用之上、类似于目的因的复杂形式（V, 373），并保留了这样一种简化的观点：自然目的代表了一种“只能通过理性来思考的”因果性，从而预设了一种真实的超人类理性（V, 396）。康德更深刻且推进至进化论因果观的见解则是：我们操作时仿佛存在着一个产生目的定向作用的可知原因，但同时我们依然停留在不断推进观察的经验范围之内。怀疑论在科学论层面的面向由此显现。这是一种旨在释放不受阻碍的经验探索的方法论假说。感知有机整体规定的合目的结构已经预先设定了一个普遍者。因此，它无法像第一《批判》中的“杂多”那样通过知性范畴的普遍性而被构成。如果具有形态之物在现象中已经预先存在，那么附加进来的理性（ratio）要素就必须具有另一种性质。康德近乎锐利的结论是：它最终只能属于实践规定的智性（intellectus）类型。其所蕴含的关键意图在于：堵死借助超人类理性来解释非力学规定（被当作非因果规定来处理）的出路。生物科学也由此从拟人论传统中解脱出来，因为超人类理性固然可以很好地被我们思考，但在人类知觉中却无法被找寻到。这正是调节性的“仿佛”原则所要承担的功能。

康德在两个分离的先验逻辑程序中的双重自然概念，针对的是将目的论视作普遍规定方式的经院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力学、动力学和天文学的特殊因果性构成了抽象的特殊形式。面对这种将物理规定与生物学规定混为一谈的本体论做法，康德的对立构想是自然哲学史上的一处中介阶梯。为了限制自然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与神学阐释可能性，康德着力排除了形态化“力”的客观性质——这种“力”曾被用来相对化因果性并将复杂的规定形式解释为拟人化的终极性（Finalität）。由此便产生了康德对两种自然概念的划分：一种是数学—因果的自然，另一种则是面向人类形态塑造意识的自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出现了著名的论断：对于人类而言，“指望有朝一日还会出现一位牛顿，能够哪怕仅仅按照没有意图安排过的自然法则来阐明一根草叶的产生，都是荒谬的”（V, 400, 409）。有机繁殖与生长过程形式的物质守恒法则被视作可以通过类比被思考为精神产生行为的过程。康德堵住了拟人化目的论，却又同时保留了它——因为他将目的定向性关联到了实践理性理念的理性类型之上，而不是去拓展自然因果性概念。将自然目的论与实践规定相联结构成了自然哲学的一条死胡同。相反，现代自然科学则把行动的目的论消解在复杂的神经元因果交织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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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将方法论冠以附录的标题，并且只针对目的论判断力、而非针对审美判断力来阐述方法论。他显然意在先验哲学终篇的结尾处探讨根本性的世界观（而非纯粹方法论）主题，以此总结其在全部三大《批判》中的整体哲学立场。康德探讨了三组问题：生物学中因果性与目的论的关系，在延伸的自然目的论视角下人类物种的历史性，以及在各种上帝存有证明脉络中世界终极目的的神学主题。

进化问题

根据18世纪下半叶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发展水平，康德从两种相互分离的规定形式出发：力学的规定形式与目的定向的规定形式。他与哥廷根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比较解剖学的奠基人J. F. 布鲁门巴赫（1752–1840）一致认为，若不假定一个具有目的行动的知性，就无法解释合目的的有机结构的产生。超越林奈（1707–1778）和居维叶（1769–1832）的物种不变性原则、借助环境变迁及由此引起的器官使用改变思想为进化论铺平道路的圣希莱尔（1772–1844）和J. 德·拉马克（1744–1829）的理论，直到更晚的时期才出现。但康德对居维叶灾变论中的若干困难非常熟悉，这些困难在布鲁门巴赫的著作中也有所探讨。居维叶关于所有动物物种统一构造蓝图的理论，引向了关于所有动物物种原始形态（Urform）的思想，居维叶为此奠定了正确的分类学基础。然而，原初物种起源理论面临着两组相反的证据。化石发现揭示了当时无法与现存物种相联系的物种。此外，所有物种都表现出大量合目的地专门分化出的变种（Spielarten）。康德对相关文献的追踪如此深入，以至于他将机械因果性有待探索的协同作用考虑在内，即通过适应而发生的物种变异，正如拉马克随后在其《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 1809）中用大量例子作出的假说性阐述那样。反复出现的有机结构让人期望，有些事情“可以通过自然的机械作用原则来达成，而没有这一原则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自然科学”（V, 418）。他甚至称进化思想为一个理论上可能的理念：即一种异种自然发生（generatio aequivoca），“通过粗糙、无组织的物质的机械作用产生一个有机存在者”（V, 419）。但经验表明的恰恰只有同种产生（generatio homonyma），即产生与亲代相同的后代，康德由此离开了真正的自然科学问题。相反，布鲁门巴赫从变种的存在（例如在只带去了一种郁金香的岛屿上，经过一定时间后出现了300种郁金香变种）推断出：通过自然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产生了新的物种。

康德的兴趣指向哲学上的各种替代方案以及中介调和的可能性。他拒绝用唯物主义因果观来解释有生命的物质——他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也归入此类（V, 421）——并同样拒绝林奈所主张的公开的神学创世神学。作为其变体，康德还拒绝了林奈所说的“外在目的论”，例如食草动物的存在是为了调节植物的生长等等（V, 427）。实际上，合目的性问题，尤其是康德与之混为一谈的目的定向性问题，并没有通过仅仅属于主观调节性判断力的目的论学说而得到进一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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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目的论

在目的论问题上，康德自然吸纳了世界上真正目的论的行动，即人类的行动目的论。目的定向性意义上的目的论唯独表征了人类的行为。人实现其在实现之前就已确知的目的。康德随即在此之上叠加了精确的设问：目的设定本身是否受自然因果性的引导？他的回答一贯是：唯有人在本体（noumenal）意义上是真正合目的的。人独立于自然目的，并且是自身的创造者，因为他在实现目的之前就同时设定了目的与因果性。对于作为可知或道德存在者的人，不能追问其在世界中存在的目的究竟为何。“他的存有自身就包含着最高目的，只要他有能力，他就可以使整个自然服从于这一目的”（V, 435）。由此，目的论判断力理论的功能便得以阐明：获得一个自然概念的目的论与内在性，而这一概念恰恰作为目的论的自然概念同时包含着人类学关联。与作为目的论设定的人类行动的关联，随后能够同时击退自然—人类统一性的自然主义变体。判断力的可知原则属于人类的本体功能性。这种功能的真正特质决不可能在于对象性的实践行动、在于满足需求和所谓幸福之中。这引向了目的论的历史特征——它绝非延伸的自然史。康德称其为一个自身即目的的物种（Gattung）概念，也就是不断设定并实现目的的物种。康德通过将此表述为质料层面背后的人的可知层面，同时也揭示出本体（noumenon）问题构成了对人类物种历史性的先验唯心论编码。

终极目的的目的论、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目的论

康德的历史概念——这一针对神学历史哲学与自然主义历史哲学寻求独特中间立场的尝试——在康德反思其逻辑有效性形式理论体系（该体系将开启自然与文化形而上学）时必定会被提及。康德在第83节中勾勒了其历史概念的轮廓，这一概念此前已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中得以阐述，并在《论永久和平》（1795）中重申。在判断力的语境中，出发点来自于一般自然目的的问题，而非具体的历史理论维度。由此，历史问题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整体脉络中变得清晰可见。对康德而言，该问题的解决由两个逻辑要素构成。反思判断力使得将经验真实的整个人类历史思考为一个在所有技术实践与专门科学成就的不断扩展的合理化进程中持续前进的发展过程成为可能。道德与法权自律的决定性要素则来自历史概念的另一个逻辑要素，即来自表现为关于人类可知使命的理性理念的目的论结构。在第三《批判》方法论所勾勒的历史转向的目的论中，人类的使命获得了二重划分：从物质生存的满足中区分出普遍主体的造就（V, 430, 432 f.）。所谓纯粹实践理性的唯心论具有这种文明史意义脉络。自亚里士多德起就确立了闲暇（schole）作为自由活动的主题——相对于为了外在利益而必需的活动，闲暇是因其自身而被追求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第6–9章）。席勒将超越不断完善的物质领域的审美教育描绘为一种象征，象征着社会跨越了其自我再生产的外在强制规律。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黑格尔与马克思将这种联系表述为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恒久差异。《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历史理论的第83节处于欧洲形而上学与神学的目的论传统脉络之中。康德作为目的论意识所把握的内容，席勒与黑格尔在90年代同样将其阐发为需要与必然性的体系相对于自由游戏与精神王国的对立。康德关于判断力与实践理性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这一被转化为逻辑思维形式的终极目的概念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素。对真实过程如同产生出整体目的般的“仿佛”评判，通过实践理性所设定的逻辑构成获得了终极确认。而实践理性反过来又通过判断力所提供的事实所产生的象征化——仅此而已——得以扩展和实现。

在方法论的第三个问题圈中，康德探讨了他通过还原为人类完满化而历史化了的终极目的概念，与该主题的神学及本体论—形而上学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人类学意义问题在神学及形而上学思维形式中得到了系统的解答，因为它被作为涵盖一切的存在目的论的一部分来处理。纯粹道德目的概念的抽象化，旨在吸纳被提升为批判意识的良知宗教归依传统。“关于那世界原因的内在性状，他们尽可以孵化出各种荒谬之论；但在世界治理中的那种道德关系却始终是一样的”（V, 458）。先验哲学只是赋予了人类关于其早已拥有的本体论和神学梦想的意识。康德保留了这种普遍主义终极目的学说中理论上深刻的要素，他通过一个可知的、因而是超时间性的原则为18世纪进步概念中的经验历史主义奠定了根基。目的论判断力的先验主义抑制了启蒙时代目的定向性观念中的机械自发性，同时又将这一观念从本体论与神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这种仅达致生产性怀疑论之“仿佛”的判断力逻辑，起到了限制该时代功利主义的进步与富足意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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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目的的目的论：上帝存有证明

《判断力批判》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理想概念章节和方法论中也曾探讨过的主题收尾。康德再次阐明了物理目的论上帝证明的不可能性：判断力设定个别的自然目的，而不是将作为整体的自然置于一个终极目的之下。它指涉经验数据。然而自然的整体绝不可能成为经验观察的对象（§ 85; V, 436 ff.）。鉴于显而易见的合目的性所必须一同思考的自然“可知基质”或“建筑术式的知性”（V, 340 ff.）思想，这与上述论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我们唯一可能且同时不可回避的终极目的概念，是完全处于任何物理神学之外的道德意志的理性原则，亦即一种先验实用主义的道德目的论。人类存有的内在道德目的规定，或者如康德以精确与崇高激情相结合的方式所表述的那样，“理性存在者在道德法则之下的存在，因而唯独能够被思考为世界存有的终极目的”（V, 449）。作为一切存有本身的终极目的的道德自律，包含着将万物终极目的的原因思考为“有能力使整个自然服从于那个唯一的意图（对这一意图而言自然仅仅是工具）”（V, 447）。道德自律包含了伦理目的论（ethikoteleologisch）的思想，即自然本身被思考为在实现我们处于道德法则之下的文化存有方面是合目的的。在没有谢林—黑格尔关于自然主体公设的情况下，康德将形而上学与神学目的论的合理核心置于自然对人的对象性展开与道德展开原则上保持开放的理念之中。因此，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为《实践理性批判》的公设论带来了至关重要的补充。对康德早年批判且最初试图加以改良的物理神学上帝观念的否定（《唯一可能的证明根据》，1763；II, 123–137），在先天独立的自然目的论判断力的形成过程中无疑也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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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作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连接纽带思想中的发生学逆向运动：未竟主题——日常实践意识的方法论

判断力的调节原则就像是“自下而上”起作用的逻辑有效性形式，在生命具体存在之处发挥功能。它们导向理论与实践学科的无条件命题。它们在这一意义上为这些学科做准备，并构成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逻辑方法论的尚未分化的蓄水池。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批判》本应是第一部，即描述最初的、依然联结在一起且在此之后才专门化的有效性方式。因此，三大《批判》的顺序与意识形式的真实发生过程处于相反的关系。先验哲学纲领终结之处，恰恰是包含在判断力之中的真实思维及其理解交流活动的起始之处：即审美或趣味判断，以及对最容易被思考为合目的与目的定向的结构和过程所作的类比确立。先验哲学的体系性并不像后来黑格尔的《伦理体系》（1803）手稿那样，从日常实践意识“向上”走向更专门结构化的思维形式。康德从普遍有效判断的最发达专门科学类型（数学自然科学与法权中）出发，并阐明其文化功能：批判性地消解受困于个体目的设定和行动过程中的日常意识及其目的论—拟人论的神秘化。康德面对的是日常实践思维向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系统理性思维形式中遗传性的过度扩张。经验主义构成了研究日常实践动机与行动问题的一个步骤。康德拒绝将经验主义的日常实践方法论作为道德与法权社会化主题的基础。将行动问题从直接的实践动机中剥离出来，将实践概念锚定在超经验的理性理念中，批判了个体利益与经验视域的局限性以及其中给定的目的论意义储蓄，并将生命概念中普遍具有约束力的目的论的合理残余转移到了人格对物种整体目的的责任之上。对混淆日常意识与科学之方法论原则的拒绝，阻碍了康德看到日常意识逻辑的独立问题。他立即在与经验主义阐释的关联中看待该论题，他将经验主义理解为对日常实践思维形式（类比程序、归纳、目的论思维、个体的体验与利益视域）的绝对化。在第90和91节中，他初步谈及了伴随审美与目的论判断力本应立即确立的日常实践命题逻辑的主题，并提到了类比、作为意见的以为真（Fürwahrhalten）以及日常信仰。然而，对日常思维的批判性评价以及将其与“符合逻辑规则的”或严格逻辑的理性推论区分开来，占据了主导地位（V, 463）。在附加于自然目的论之后的关于历史概念先验哲学奠基的附论中，康德在分析意图论证上的无穷精力显露无遗。在此，康德转向了一种证明的分析逻辑，与第一《批判》方法论中关于意见、知识、信仰的章节相平行（III, 531 ff.）。他探讨了非数学—自然科学对象的逻辑问题。严格的逻辑推论、类比推论（在涉及“存在类比”[analogia entis]的形而上学方法方面十分引人入胜）、按或然性的以为真、假说被区分开来。然而，在摆脱了利益相关的日常实践意见以及数学和描述科学的事实知识的道德—实践知识中，汇聚了整套目的论思维形式（§§ 90 f., V, 46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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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编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1793）

问题的提出

宗教意识由于切近个体的日常实践生存状态（alltagspraktische Befindlichkeit），展现出基本要素的显著恒常性。在其直接性中，日常实践意识指向其对立极——整个存在的静止永恒性，后者在拟人化的象征具象（anthropomorpher Verinnbildlichung）中显现为命运。由此产生的、由情感所主导的个体直至其最私密个别性的复杂世界关联的伪客观性（Pseudo-Objektivität），实质上是一个心理期望空间。这一空间的完整性极易受到那些不指向复杂性、而是指向各自纯粹客观性且撇开心理生存状态的文化形式（如经济行为的客观事物化、法律秩序、各门科学）的侵蚀。由此便产生了宗教的命运：几乎受到专门领域的文化客观化之形成与重塑的一切步骤的影响，并仿佛从外部被这些步骤重新评判。这在宗教意识中造成了所寻求的永恒安全感与忧心忡忡、近乎受到冒犯的不安感之间奇特的混合体（Amalgam），并在18世纪仍为教会的官方代言人提供了对文化自我理解之变革提出广泛异议的根据。基督教宗教意识在其专注的时刻，呈现出个体在其强调的个别性中与世界整体的表现性连接，这个整体掌握在一个“超个体”（Über-Einzelnen）的手中。这一整体不仅单纯包含着一种拟人化的意义关联。它作为绝对主体，代表着所有个体与整体的同一性，而并未消解个体的个别性，反而在个体的直接性中同时重新确立了个别性。个体与全貌/总体（Totum）关系的直接性，以及对所有社会中介层面的屏蔽，构成了宗教意识的核心现象。因此，它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性——教会及其功能层面，作为社会内部的这样一种“超社会”（Über-Gesellschaft）。

启蒙运动的宗教理论仅在其无神论派别中主张直接且不妥协地消解日常实践意识领域向拟人化伪客观性（同时被设想为绝对主体）的宗教性拔高。占主导的自然神论倾向则是将宗教的主体理解与世界理解保留为一种意识层面，与近代自然科学、法权、新兴心理学以及哲学系统合理性的自我奠基等其他专门化层面并存。宗教因而被还原为日常实践复杂意识的特定视角，但得到了承认。随着对不同领域的这种相对化——在这些领域中，在人于世界中实存的根本问题上，同一事物被用不同方法作出了不同解释——便伴随着对一切确信产生讽刺性怀疑主义的倾向。康德的宗教理论旨在克服经验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折衷主义与怀疑主义。它采用统一的方法来界定所有文化有效性，从而使日常实践的宗教理解通过一种处于先验实践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而获得逻辑上根本的辩护。宗教的两个基本思想——上帝与单个位格的非物质性（Immaterialität），变成了道德-实践合理性在逻辑上必然的公设。由此，在自然科学、法权、心理学、哲学的特定理性奠基方式之间，达成了一种比自然宗教理论所能提供的更为彻底的逻辑中介。后者肯定了日常实践意识，通过不断扩展的类比方法将其假定与期望客观化。康德在此也终结了逻辑上自洽的（智思的/可知的）意识层面与日常实践中弥散的（感性的）意识层面之间的混淆交融。他由此更严格地限定了未经反思的宗教意识，将体验性的宗教表象与哲学及各门科学的内在理性方法论之间的差异转化为一个逻辑问题，并在体验化和仪式化的宗教性整体中，为之创造了一个比自然宗教理论家或理性信仰倡导者面对教会宗教时更为自由无碍的作用领域。

一般自然神论以及康德宗教理论的宗教批判重点，都致力于在方法论上各自分离的——并且偏离日常实践意识之类比方法论的——文化领域之间建立新的中介。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开放信仰自由以来，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根本上就是对宗教进行理论探讨的自由。这包含着重新界定各文化领域在相互独立意义上的相互关系，从而确保尤其是科学与法权的新兴活力的可能性。对宗教的直接异议并非针对教史和神学所塑造的信仰的实定主张，而是针对充当教会强制手段的民间信仰的特定要素。这与市民依靠自身理性达成一切必需之物、并将超出此范围的尚待期盼或防止的可能事物托付给祈祷的正直自我意识相抵触。与19世纪不同，启蒙运动各派别的直接宗教批判异议所针对的是奥古斯丁和路德式的信仰恐怖，即针对地狱的实存，以及针对恶在路德极力灌输的魔鬼形象中的人格化与外在化。歌德在《浮士德》（1797）序幕中的神学已将魔鬼视为过时神学的代表和上帝任性的仆人。整场典范性的赌局旨在将人哪怕从其罪孽中拯救出来，而决定性的标准在于善良的意愿，而非个别的结果。康德对此完全可以赞同。“天堂太无害了，不值得为之狂热。但地狱曾是巨大的驯化与惩戒工具，借此可以点燃想象力并使救赎忧虑保持鲜活。地狱在意识中的衰落是18世纪的成就”（H. 布鲁门伯格：《例如歌德》，法兰克福，1999年，第206页）。康德《宗教论著》的第一篇深入探讨了根本恶，以探究此处存在的宗教问题的根源，但这完全撇开了地狱幻象及其登场人物。与自然神论的宗教信仰一样，康德的教会宗教——以及康德与之分离的理性宗教更是如此——是一种没有信仰恐怖的宗教。正如恶在魔鬼形象中的外在化被摒弃一样，上帝的愤怒、惩罚与永罚也从康德的宗教中被剔除。制裁转移到了人的良知之中。良知概念根本上处于康德未异化/未外化的教会宗教的中心。这里统治的并非承载理性信仰而非宗教信仰的理性。通过区分理性信仰与宗教信仰，康德并没有割裂人。这关涉的是在现实行为中共同起作用的不同主体功能的方法论重构。康德在给门德尔松的信中——结合门德尔松的《耶路撒冷，或论宗教权力和犹太教》（1783），其中“对任何宗教都必须有无限的良知自由”得到了如此透彻明晰的阐述——表达了良知概念在其宗教理解中的核心地位。康德补充道，各教会应当在良知问题上向人身自由开放，应当放弃一切压迫良知的教条。这样，“人们就会在根本的宗教要点上达成一致”。其沉重负担在于将对历史文献真实性的信仰作为得救的条件（致门德尔松，1783年8月16日）。这就是黑格尔在90年代伯尔尼手稿中所探讨的宗教的实定性（Positivität）。康德这封信的段落以其凝练性有力说明了康德对教会宗教问题的看法。他的宗教哲学首先指的不是宗教信仰中的一种智识反思层面。宗教不是一种知识形式。后来的施莱尔马赫式（及费尔巴哈式）提问，正是由康德将宗教从理性神学中剥离出来并将其奠定在道德-实践理性的公设之上所准备的。康德的宗教概念将重点放在宗教信赖上，这种信赖不是一种知识形式，而是人在人群中以及在世界中充分展开的情感自由与安全感。在康德强调宗教是虔诚心灵之事、即强调信赖的信仰（fides）——早期路德也曾用它反对教会的信条（credo）——中，人们可以看到虔信派的影响。

由此，宗教问题转移到了真正的内在宗教性与对外在形式化信条和教会仪轨的遵奉之间的对立上。在康德之前，德国启蒙形而上学中主要是 A. G. 鲍姆嘉通和 G. F. 迈尔阐发了内在的或活生生的宗教性与“外在崇拜仪式”（äußere Gottesdienstlichkeiten）的分离（迈尔：《关于基督教的哲学考察》，1761/64年）。宗教是提升为神圣诫命的、并且——正如康德深入补充的那样——外化/异化的道德。由此结合了两个阐释原则：宗教教条和崇拜仪式必须向自由的学术探讨开放；宗教教义本身是文化历史的一部分。J. S. 塞姆勒（1725–1791）在此意义上宣称，基督教在当下的进一步演进以及通过每个信徒自由的“私人宗教”（Privat-Religion）是可能且必要的。这种革新绝不能受到教会规条的阻碍。基督教信仰告白的历史性特征这一思想，在本身就倾向于信仰个别化的新教中，支持了深入到个人自由层面的宗教宽容诉求。康德采纳了自然神论对内在宗教与外在或法定宗教（statutarische Religion）的区分。但他并未追随经验主义将人的弥散情感期望状态延伸为自然宗教性的根据。关于基督教产生条件的文化史观点，在康德这里也获得了与尤其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抽象历史主义及其宗教神话理论截然不同的、充满理解与认同的色彩。此外，康德也避免了新教针对天主教的论战。

康德与塞姆勒和迈尔的自然神论宗教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歧点，在于对启蒙运动道德理论中介的宗教性所固有的公共宗教与私人宗教之划分的理解。在道德和审美上扩展了的宗教概念，将私人的、就此而言是个体的宗教视为相对于市民法律状态领域中公共崇拜宗教而言真正切己的宗教。这符合某些宽容公设——但在塞姆勒那里明显局限于有教养的阶层。康德固然将宗教和教会视为秩序要素，但塞姆勒所预设的“训练有素的基督徒”（geübter Christ）这一排他性前提在康德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康德在理论上的重点在于宗教关涉道德时的象征内涵。在这方面人人平等。康德在私人宗教与特殊情感性以及审美维度的个体-精英主义结合中，看到了贬低道德性与信仰的寄生倾向。启蒙运动的“哲学探讨自由”（libertas philosophandi）走上了一条近乎文化贵族式的歧途，将宗教的美学化内在性与对无教养阶层所要求的公共宗教割裂开来。E. 穆勒（2002）精确指出了康德对此主题的探讨。这种美学化内省式的宗教游戏（以及相应的道德犬儒主义）对官方权力的顺从余地，在塞姆勒对韦尔纳宗教敕令的支持中暴露无遗。康德的宗教观与莱辛的宗教观极其切近。正如莱辛一样，康德看到了在合理性与情感根本分离的前提下情感宗教性的毫无出路与可疑之处。这不仅使他在一个方面与鲍姆嘉通、迈尔、塞姆勒分道扬镳，在另一个方面也使他与雅可比和哈曼区别开来。

康德立足于自然神论对宗教与道德奠基关系的颠倒：不是宗教奠基道德，相反，道德是宗教理解的基础和主导要素。在所谓的《遗著》（Opus postumum）中，他在广阔视域中记录了这一问题：“上帝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法权与仁善的拟人化理念……以及用一个原则限制另一个原则的智慧”（XXII, 108）。他的提问指向道德哲学、理性宗教的哲学概念、在宗教行为中活生生的教会宗教、以及最终物化外在的教会宗教之间的逻辑形式差异。道德究竟为何以及依据意识的何种先验条件产生出宗教？如果弄清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随时代的意愿随意剪裁宗教信仰告白。康德深化了将宗教理解为道德-实践理性的象征性再现（symbolische Repräsentation）的观点。象征思想源于康德关于理念（道德上完满的人、至善、不朽等）的“理想”（Ideal）概念，理性理念正呈现于其中。整个核心主题在《纯粹理性批判》关于先验理想的章节中便已出现（III, 385–392）。上帝概念作为使一切分散知觉之统一性成为可能的必然前提的“实体化/实体化投射”（Hypostasierung, III, 390）而产生。“为了使感官的一切对象成为可能，质料必须被预设为在一个总和中被给予”（III, 391）。康德形式上如经院形而上学那样，将理性的理想称为“先验神学”的对象。然而，“先验的”并不意味着本体论意义上的形式实在性（realitas formalis），而是指主体中为了经验的统一性以及为了意志准则与道德法则之间道德-实践上无限精确吻合的逻辑前提。在第一部《批判》中，康德还将道德的一种激活功能与关于世界之明智创造者和统治者以及不朽灵魂的宗教教义联系在一起。否则，道德理念虽然会被承认，但不会同样自然而然地被遵从。《宗教论著》本身则使《批判》的这些论点退居次要地位。

康德本人经历过普鲁士虔信派的严格熏陶，他的思想相当具有教会批判性，而非宗教批判性，尽管他作为理论家宣称自己免于对宗教信仰诉求的义务。他看待宗教问题在某些方面正如开头简要指出的那样，并希望通过先验奠基一劳永逸地确立宗教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使其摆脱文化纷争。这样，宗教意识便能不受教条要求的束缚，专注于其道德义务与应许。宗教的道德要求将为启蒙时代的文化所保留，而宗教教条主义的权威性历史认证将与康德对文化有效性形式的内在理性奠基方法达成中介。正如 N. 欣斯克所称的理论争议冲突解决的和睦模型（irenisches Modell），不仅在单一学科内部受到康德的青睐，而且对他而言也是不同文化领域之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中介原则。

三部《批判》的体系诉求自然必须在所有文化形式中经受检验。如果说诸部《批判》追问的是数学、自然科学、道德-实践理性（包括其与上帝和不朽思想的关联）何以作为科学而可能，那么《宗教论著》则反过来提出问题：教条的和仪轨的宗教意识在与纯粹实践理性的一致中何以可能？先验唯心论的数学与逻辑构建原则，在此遭遇了在欧洲传统中自视为合理性、上帝与自然之结合的社会力量，但这股力量通过第二个合法化原则补充了其普遍性与稳定性：超理性的启示事实与单纯经文文本的认证。康德不仅深知基督教神学和教会的文化力量，更深知基督教在活生生的信仰（fides）中所具有的尚未被穷尽的文化心理作用潜能，因此他不仅拒斥无神论的否定，也拒斥对基督教教条和仪轨进行现代主义的实验。康德的《宗教论著》不再仅仅将康德哲学的核心要素展示为预备性纲领，而是在针对朴素传承的思维以及现实社会制度的文化哲学贯彻中展现出来。这一应用理论反过来阐明了其核心意图以及方法论库藏的效能。因此，康德的《宗教论著》对于理解原本的康德主义至关重要。它展示了诸如智思世界与感性世界、物自身与现象、理智道德性与应用性习俗伦理等核心学说的文化哲学应用领域。对康德而言，宗教文献、尤其是基督教的新约文献，展现了一种深植于人类之中的道德性，其一切道德性的情感基础在于对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的他者的同情感受。康德的道德-实践普遍主义、尤其是宪制法权普遍主义，在这一直接的良知中拥有其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从《宗教论著》出发，历史可以被理解为深植于一般人类之中的原则的象征性显现方式。在显现的象征中实现的先验观念性（transzendentale Idealität）——康德实践哲学的这一基本思想——展现出与上帝与世界相连的神学思想的平行性。人世间的情感与理智规范代表着上帝，它们本身不是上帝。物自身与现象在康德理论中的关系，在第一部《批判》中是从数理自然科学的问题处境出发奠基的。《宗教论著》为康德主义的这一问题模式展现了第二个来源：即智思之物在经验显现之物中的象征性再现。物自身与现象的神学关联在第三部《批判》的目的论判断力中找到了最强烈的平行对应。自然目的只能被我们设想为一个智思自然原则的象征性调节原则。象征概念属于康德思想的核心轴线，即智思形式与质料显现物之间的关系。先验哲学与专门文化哲学领域相互阐明。因此，对康德而言，上帝的存有是实践理性的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上帝就是道德-实践理性”，他曾简括地如此写道（XXI, 145）。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他既辩护又相对化了新约教条主义以及基督教会的仪轨建制。

人作为感性-精神的存在者以及社会-实践的存在者，围绕道德法则创造出一个表象世界，而道德法则本身只能被先验逻辑地思考，不能呈现于表象之中。人在道德象征中再现它。这就是关于神子身份（Gottessohnschaft）与耶稣事迹的宗教记载。与这个表象世界相结合的是在仪轨中的共同体表达，因此对道德法则的宗教象征性把握便产生了道德意识的社会-实践与交往层面。道德法则先验的无限精确性要求在表象中进行象征性再现。由此，在《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宗教意识与教会建制在康德的体系思想中得以合乎逻辑地导出。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作为宗教奠基的道德公设学说之外，《判断力批判》通过中介自然概念王国与自由概念王国的思想，引入了一个先验逻辑的上帝公设。第一部《批判》就已指出，善良意志与成功之间的对应“如果单以自然为根据，就不能由理性认识到，而只有当同时把一条按照道德法则发号施令的最高理性作为自然的根据时，才能够被希望”（III, 526）。自然必须能够被设想为符合按照自由概念行动的终极目的（V, 175以下）。然而，这一理论公设仅由判断力实现，而非由道德-实践理性实现。康德的宗教概念并非从中产生，相反，若对康德稍加曲解，便会由此产生一种神学世界观，取代康德在道德世界观与自然科学因果世界观之间的二元论。从《判断力批判》出发阐释先验宗教问题贬抑了前两部《批判》，而 M. 冯特在其形而上学康德阐释的脉络中甚至得出了批判哲学终结于神学的荒谬论点（《作为形而上学家的康德》，图宾根，1924年）。A. 施韦泽曾准确指出了哪怕是新教的神学世界观与康德将上帝视为世界统治者（就其必须被设想为道德立法者而言）的观点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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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理性宗教与教会信仰

关于书名，康德在《系科之争》的前言中强调，它并非“单自主粹理性的宗教（没有启示）”，因为那将意味着一种僭妄。它所关涉的是在“被信为启示的宗教”文本中，那些同样能够单凭理性认识到的东西（VII, 6；在《宗教论著》的预备研究中亦然，XXIII, 91；关于《宗教论著》的大量预备研究见 XXIII, 87–124）。《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这一书名划分了宗教意识的两个领域：理性宗教——即“将我们的一切义务认识为神圣诫命”（VI, 153；亦见 XXIII, 95），以及教会信仰或经文信仰——依据它，显现的宗教在历史中作为教会得以建立并维持。康德在进行此类区分时喜欢运用几何图示。他说，“经文与理性是两个相互包容的（同心的）圆圈”，启示的圆圈作为主观的和经验-历史的范围更广，而理性的圆圈则较狭窄，涉及单纯理性限度内宗教的客观智思实在性（XXIII, 95）。通过区分宗教信仰与教会信仰（这在整个启蒙运动所谓的自然宗教理论中已做好准备），康德始终处于其对智思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与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的划分之中。借助这种划分，他能够运用其先验的主体内在合理性原则对宗教进行哲学重构，并在此之外独立评判历史形成的教会教义内容与建制。康德由此延续了近代哲学的主导思想，即将宗教从文化同质性社会的塑造中引导出来。基督教信仰被置于一个包含相互独立的文化领域的社会之中的某个位置，这些文化领域的不同客观化原则塑造为对立面并处于迅速的动态之中。这与体系导向的理论意图相辅相成，即证明先验哲学方法对于一个以对立结构为特征且处于永久演进之中的社会的一切文化领域的普遍功能。

康德的宗教理论仍处于宗教的浪漫主义美学化之前，后者同时也是艺术以及其他通过纯粹内在性的弥散概念被纳入神圣领域的社会生命表达的再神学化。康德将宗教现象视为道德自我导引与义务的象征，这一象征在神子启示的神秘外壳中，先于普遍的启蒙宗教理解以及新的先验宗教理解而存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理论是由历史思维承载的。但康德尚未将历史主义扩展为浅薄的文化相对主义投机——即认为所有时代都会不断为自己创造宗教或宗教替代品。他将耶稣人格化中、其他符号中以及习俗中的道德象征视为历史事实，特别是教会史的事实，该事实与社会自我反思的特定阶段相联系。教会史的矛盾也应当由此去理解。在宗教方面，目光聚焦于信仰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特定的历史确证形式（原始基督教、天主教、路德宗、加尔文宗等）背后受到严肃对待。就其哲学体系学而言，康德使得现实历史不脱离先验合理性的领域。理性宗教与教会信仰的关系，在先验道德-实践合理性的逻辑有效性与其在显现质料中的象征性再现之间的关系中展开。这两个领域的中介问题获得了历史内涵，因为它们必须被设想为原初相互关联的。先天的道德性变成了深植于人类之中以待历史展开的胚芽——这一思想作为先验功能的“原初获得”（ursprüngliche Erwerbung），也贯穿于康德对理论事实构成的理解之中。固定于教条、建制化于教会之中的信仰，根本上必须被呈现为智思世界通过外化/异化（Entäußerung）而展开的实现过程。但这反过来又预设了将先验论转变为黑格尔式的绝对者通过其异化而实现的理论，这对于康德严格反泛神论的合理性概念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宗教论著》的第三篇无论如何表明了康德在宗教的理性原则与教会的历史实践之中介方向上所采取的步骤。通过在由传统所稳固的规条与习俗之内对人进行社会约束，教会为理智道德的恒常性获得了明确的文化功能。康德说，教会信仰变成了理性信仰的“工具/媒介”（Vehikel）。宗教问题的双重形态——作为道德-实践的宗教概念与作为系属于圣经应许的教会学说——使宗教向着日常意识、艺术、道德、法权、宗教、各门科学等相互分离并在自由阐释中相互关联的文化领域的阐释与中介开放。宗教的哲学理论因此是在彼此独立且相互关联的领域视域中对宗教的辩护与相对化。康德关于宗教意识两个同心圆的思想，正如20世纪 K. 巴特或 P. 蒂利希的神学所表明的那样，使宗教的文化凝聚力面对同样处于迅速运动中的其他文化领域时获得了高度的灵活性。

康德将有神论的上帝概念解释为一种幻相，即“把知性之经验使用的分配统一辩证地转化为经验整体的集体统一，并在这个显象整体上为我们设想一个包含着一切经验实在性的单个事物”（B 610）。当然，康德对理性信仰与教会信仰的划分，具有通过理性主体性原则对实定现实进行方法论批判的功能。然而关键在于看清康德是如何将合理性作为批判性法庭来贯彻的。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将智思的客观实在性与经验-感性现实性的划分引向了上帝与不朽的公设。智思实在性的非本体论概念使得将智思世界与经验现实的统一作为必然公设——将上帝作为先验综合判断——保留下来，但同时在近代现象学怀疑主义的框架内，取消了在理论领域对智思实在性与事实上显现的现实之统一性的可认识性。唯有在善良意志理念无限的逻辑精确性中，才存在着作为先验逻辑综合的一般实践动机的确定性，即所遵从的智思道德诫命与善的实现必须像经验的统一性一样相吻合。在理念与经验的无限对应中，蕴含着康德对宗教核心现象——单个个体与存在的全貌（Totum）之间虚幻的直接关系——的扬弃。康德并未将这种关系消解为关于人类可期待的演进净化的浅薄论点。但他坚决在信仰信赖的主体与现实的全貌之间设立了中介层面。核心在于：整体无论如何只是可思考的，绝非可经验的。不确定性的刺依然存在，对意志在这一黑暗中点亮光明的巨大要求也依然存在——即在哲学上化解那在宗教意识中为了信仰缘故、在没有任何报酬与承认之保障的情况下决定自身意志准则和行为的自由奉献。康德在先验实践理性理论中关于纯粹意志的逻辑，构成了宗教良知内在性的哲学对应物。将康德阐释为“新教的哲学家”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然而他们没有补充指出，这同时也是将宗教-对象性关联投射到善良意志的自主-理性奠基之上。

康德在前言中的声明——他写的不是一部“纯粹理性的宗教”，即不想脱离现存的现实基督教宗教与教会建制来构想一种宗教性——强调了他转向历史形成的文化现实。理智的宗教信仰直接指向宗教与教会传统的实定实存。康德非本体论的智思实在性，若没有经验实定性（在此即没有作为启示被设立的既定信仰内容以及现存教会），根本无法被思考。消除先验观念性理论的本体论特征，包含着向文化之历史-事实性的转向。E. 特勒尔奇在其对先验原则的阐释中强调了这一点。对既定的（显现的）文化现实——无论是道德实践、法权还是宗教——的承认，同时被先验观念性置于不可消除的过程之中。而这一过程本身又只能在观念性的象征（Symbolum）中被规定，不能在事实上被演示。

法定教会宗教的经验-现实特征与康德《宗教论著》的纲领特征紧密相连。康德重构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如上帝概念、圣母玛利亚的贞洁、称义与和好学说（Rechtfertigungs- und Versöhnungslehre）、耶稣的神子身份，并将准则的良知道德以及——正如某处甚至所言——对道德法则的爱投射其上。由启示与圣经奠定的基督论、圣餐礼等教义内容，变成了理性信仰的经验象征化。因此，从经验-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些关于教条与崇拜仪式的道德重构建议，终究使《宗教论著》切近于一部“纯粹理性的宗教”，即一种无论如何托付给教会成员个体自由的对教会理解和实践信仰的变革。

必须将康德把道德哲学与宗教比作两个不同且同心的圆圈的图景，视为道德优先性以及宗教信仰独立性的表达。他在道德哲学讲座中关于自然宗教的简短论述提供了最好的切入点：“宗教是应用于上帝的道德性。”但这不是说哲学能够创造宗教。信仰始终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自然宗教包含着通过理性认识的“关于我们针对最高存在者的义务的自然认识”。康德既反对无神论，也反对理性主义的重新构造。他将宗教中的“理智诡辩/理性妄求”（Vernünftetelei）称为：“当人们想通过理性作为必然性来推导作为宗教之基本原则的关于上帝的认识时……然而这是不必要的，在宗教中，对上帝的认识只允许建立在信仰之上……将上帝视为道德性的原则，并将其认识为神圣的立法者、有效的世界统治者和公正的审判者，这对于信仰上帝而言就足够了，只要它是作为宗教的基础，而无需能够在逻辑上证明这一点”（《康德伦理学讲座》，P. 门泽尔编，柏林，1924年，第98、108页）。从信仰的这一本体出发，康德便能够区分出教会宗教的“附录/副业”（Parerga），并尤其实践自然神论宗教哲学的主要课题之一：批判宗教狂热（Schwärmerei）、法定教会信仰以及潜藏其后的宗教伪善（参见该书“论宗教的错误”一节，第106–112页）。康德很可能追随哈勒神学家 J. S. 塞姆勒（1725–1791），将圣经与教会信仰称为“理性信仰”的“工具/媒介”（VI, 106以下及多处）。关于先验唯心论的较新天主教阐释，例如 A. 温特（与早先 O. 威尔曼或 P. 德尼夫勒对康德的天主教谴责截然相反），认为“归根结底康德的全部著作都是以宗教哲学为导向的”（！），进而复活形而上学超验性作为康德理论的一个动机，并最终以极其微弱的文本依据（仅依据康德的一句评语：也存在“极端天主教式的新教徒”，VI, 109）将康德不归入新教、而是置于各教派之间，这在哲学史中则属于另一回事了。对康德的这些新尝试无论如何对于天主教宗教哲学内部的思想运动是有启发意义的（温特，第429页以下；亦见同书第1–47页）。柏林启蒙派的机关刊物《柏林月刊》在80年代曾撰文批驳天主教向普鲁士扩张的所谓危险（所指的大概是在腓特烈二世[预期的]逝世后保守派圈子日益增长的影响）。主编比斯特深知自己与康德意见一致（致康德，1785年11月8日，X, 393；XIII, 155）。这种对某些新教徒也保持距离的否定性态度，源于东普鲁士路德宗正统派与虔信派之间的纷争，康德对此深有了解。正统派由高级宫廷牧师、1736年起任总监、后兼任柯尼斯堡大学神学教授的 J. J. 宽特（1686–1772）领导。虔信派的领袖则是 Fr. A. 舒尔茨（1692–1763），他作为普鲁士学校委员会成员，是学校教育卓有功绩的组织者。康德的态度取决于：天主教将宗教理念的“审美表象方式”即“感性的、尽管只是类比的展现”，相对于“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独立化了（《论哲学中近来抬头的贵族语调》，VIII,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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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宗教——或如康德所说的纯粹宗教信仰——与教会宗教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康德《宗教论著》的核心主题。该著作由此处于英国自然神论的传统之中，即由哲学去发现《基督教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洛克1695年著作的书名，德译本1733年、1758/59年）的思想，并将宗教意识的这一批判性转化提升到了先验逻辑的新高度。宗教意识是作为感性-现实事件之样态的完满道德性，因而实质上是将某种不可能之事断言为已发生之事，将某种在时间中发生之事断言为具有永恒有效性之事。宗教传统的魅力与恐怖在此交织在一起。康德提出了早期的宗教象征理论。对本身仅能作逻辑阐明之物（完满道德性）的象征性再现，有助于人在日常实践中的道德动机与恒常性，因为它使义务奠基与“偏好”（Neigung）之间的巨大张力变得可体验，并在仪轨形式中变得可交往与可实现。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新教神学深受英国自然神论的影响。其核心要点是将宗教意识聚焦于道德，并且是在道德优先性的前提之下。在鲍姆嘉通、塞姆勒、埃尔内斯蒂、米夏埃利斯的这一脉络中，康德也是如此思考的。他依据鲍姆嘉通的两本教科书讲授道德哲学，在关于自然宗教的章节中，康德的自然神论观点得到了尤为深刻的阐述（门泽尔，前引书，第98–105页）。然而，康德并未将理性宗教奠定在“自然”理性之上，而是奠定在纯粹实践理性的逻辑功能之上。在此基础上，启示真理被设想为与之相符，而无需在道德性方面增添任何自身特有的东西。因此，恩典作用、神迹和其他奥秘在康德看来属于宗教的“附录/副业”（Parerga，即附饰、附录）。直到康德之后的康德主义者一代，才开始将哲学与启示的关系解释为对启示的超越与推移。费希特的论文《论我们对神圣世界统治之信仰的根据》（载于尼特哈默尔编《哲学杂志》，第8卷，1798年）随后被用来对费希特提出无神论指控。康德原初的宗教哲学以及早期康德主义者的后康德宗教哲学，在深受康德器重的哥廷根神学家 C. F. 施托伊德林（1761–1826）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理性主义与超自然主义的历史，主要涉及基督教》，哥廷根，1826年，第138页以下）。A. 温特表明，康德无疑很早就通过廷德尔的《基督教与创世同古》（1730年，德译本1741年；附 G. 加夫利克论自然神论导言的重印本，1967年）以及其导师 M. 克努岑的反驳论著《为基督教的真实性辩护》（1747年）了解了英国自然神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区分了自然神论（Deismus）与有神论（Theismus）的概念。单凭理性借助先验概念将上帝认识为原始存在者（Urwesen），属于自然神论或先验神学。从我们灵魂的属性出发推导上帝概念，则是有神论或自然神学。康德借此也将有神论对启示的承认与自然神论对启示的否认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对先验理念不可能拥有任何更切近的经验（III, 420）。

自然神论的理论问题在于将呈现普遍约束性命题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结合起来。近代合理性的自我奠基（在数理自然科学、自然法权思想、哲学范畴论中）遭遇了文化理论通过文本、历史事实记述获得合法化的直接且高度复杂的日常实践、审美、情感以及初步理性的有效性，而且这些理论还与以同样方式获得合法化的强大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笛卡尔的方法论著作中，先验理性证明与被贬低的历史文献证明之间的对立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上层阶级的精神代表（他们同时构建了新兴社会动态的智识中心：科学研究、科学院、学术与文学公共领域）而言，文化自我理解的奠基诉求转移到了相对于古代和封建文化经历急剧重塑的各专门科学的方法论合理性上（数学与物理学的结合、实验）。然而，历经数代人逐渐形成的科学主导权诉求并没有带来社会化诫命。它遭遇了在宗教意识及其神学体系化中存在着的内在世界理解（自然）、超验意义理解（上帝概念、基督论）与仍处于等级制束缚下的个体的日常实践社会化诉求之间的统一。系统合理性与承袭的意义纽带开始分道扬镳。因此，不仅宗教必须在“合理性”（reasonableness）的法庭面前证明自身，合理性本身也必须扩展其在良知约束、日常实践可理解的合理性、审美象征等统一中适应教养社交之复杂诉求的能力。专门科学的系统合理性就此而言必须在宗教面前证明自身。人们不可将短视的外在辩护利益强加于这种微妙的文化张力之中。康德在《宗教论著》第二篇中，将理性信仰与教会信仰之中介的形式理论问题，阐述为将道德的先验哲学理性自我奠基扩展至信仰的上帝问题与人格性问题的要求。随之合乎逻辑地，在第三篇中，基于社会稳定以及在先验道德构想中系属于理智个体性的道德之实现的要求，对教会宗教进行了奠基。自主个体性的诉求除了需要一切社会化关系中显现的法律契约主义之外，还需要一种在社会上可习俗化的内在性，而这是由理智主义或自然主义-人类学主导的道德奠基所无法提供的。在封建社会中，对社会与统治法权纷争的宗教性超构，具有激活广大群体社会凝聚力的次级功能。现代市民社会需要社会阶级内部稳定的新体系。为了适应宗教意识发生改变的文化功能，必须对宗教内涵进行重新阐释。自然神论作为启蒙运动的宗教理解，与宗教和平的传统主题相联系。若要证明宗教和平是可能的，就必须能够指明所有宗教认识的共同内核。欧洲自然神论的普遍主义人道主义正在于此，康德的《宗教论著》正是承接了这一点。在其中，伴随着某些基本信条的普遍性，同时宣告了宗教在日益且主要通过系统合理性来理解自身的近代社会中承担文化使命的普遍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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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A.: Theologiegeschichtliche und literarische Hintergründe der Religionsphilosophie Kants, in: Ders., Der andere Kant. Zur philosophischen Theologie Kants, Hildesheim u. a. 2000, S. 425–476。– Förster, E.: Das All der Wesen, in: Fulda/Stolzenberg, S. 106–127。– Fischer, N.: Kants Metaphysik und die Religionsphilosophie, Hamburg 2004 [A. 温特在爱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学2004年2月举办的“康德与天主教”研讨会上曾引用本手册中的这一段落]。

著作的结构

该书按照康德最初的计划分为四篇（Stücke），本打算在《柏林月刊》上作为系列文章连载（致施托伊德林，1793年5月4日），但这绝不能让人忽视该作在方法论上的严谨构思。康德旨在通过将《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理论投射到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上，来设计理性信仰与教会信仰之间的中介纲领。为此，基督教的基本内涵必须得到系统重构。康德选择了一种具体化的结构，从抽象的基本命题推进到复杂的信仰学说，从而也推进到新教基督教宗教与教会的实践维度。宗教被描摹在一套理论结构之上，该结构从简单引向复杂，即从神学的基本问题引向教会的显现形态。然而，康德采取了与系统神学相反的进路：不是从上帝概念走向耶稣的人格，再进而走向共观福音书见证中的上帝恩典体验；而是从人的道德品格走向作为完满人类理想的耶稣，并由此走向上帝概念与教会，以及走向后者的神学教条，如上帝概念、三位一体问题、经文与神迹见证的有效性等。第一篇探讨了人性的善恶二选一，并对路德关于人身上根本恶的学说作出了阐释。第二篇在某种意义上修正了关于人身上具有根本邪恶意志之学说的实体性解释，将善原则解释为超感性法则。作为其再现，宗教创造了耶稣人格的象征。在此，康德宗教理论的主导思想登场了：想象力的图型论、象征概念与外化/异化思想。第三篇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篇，追问第二篇中所阐述的基督教精神中心（即道德诫命与其被纳入行为准则的关系）的具体社会实现。因此，第三篇包含了《宗教论著》特有的、相对于其他道德哲学著作而言也是崭新的内容。康德伦理学本身严格面向个体及其对定言命令中绝对确立的人类精神统一性的自由决断。第三篇引入了建立“伦理-公民共同体”（ethisch-bürgerliches Gemeinwesen）的必然性，即类比于不可见教会向可见教会的扩展，实现道德性的一种社会建构。在此，继第二篇借助图型论思想完成从道德向宗教的过渡之后，迈出了下一步，将宗教概念引向在教会中的必然显现方式。第四篇最终在著作前三部分完成从抽象原则向教会具体形态的逻辑-发生式展开之后，作为一种附录，探讨了针对教会信仰与教会实践细节问题（迫害异端、正统教条主义、牧师的角色不是统治者而只是教师、单个信徒的自由等）的结论。因此，康德借助其四个篇章，以一种直至经验实践、从而也直至当时宗教纷争问题的逻辑具体化过程的形式，重构了基督教的理念结构。在著作核心的第三篇中，最有趣的要点无疑是康德尝试按照《纯粹理性批判》的范畴表（量、质、关系、模态）来构建逻辑原则与历史-事实教会的统一性（VI, 101以下）。整体上从人类学问题出发的结构，在第三篇和第四篇（当宗教问题落实到教会生活的构建时）自然引向了一个新的、但属于社会理论的问题，即教会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政教分离（VI, 101以下）。康德宗教理论的道德理论出发点，对于现实的教会政治（尤其是新教各邦教会）而言，旨在将教会融入一个在私法和宪制法权上稳固的市民-现代社会之中。在此脉络中，也必须看到他对宗教狂热以及正统派宗教狂妄的官僚习气的厌恶。因此，康德极大地收敛了宗教文化的所有丰富审美与情感维度，并将其排除在《宗教论著》之外。

第一篇：论恶的原则与善的原则的共存或论人性中的根本恶

宗教理论的奠基是通过一篇道德哲学论文完成的，该论文在若干要点上提出了比主要伦理学著作更为深入的问题。在后几部著作中，自由个体的道德准则与客观道德法则的关系处于中心。这几乎没有给道德抉择与决断的体验性经验留下空间，而人格的正是在这种经验中完成成熟与经受检验的。《宗教论著》承接了恶这一纯正的神学主题及其在上帝所设立的世界秩序中的功能。近代形而上学曾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莱布尼茨为了驳斥培尔走向摩尼教以及将善与恶视为两个平权的宇宙原则的二元论倾向，撰写了《神正论》（1710）。J. G. 瓦尔希《哲学词典》（1726年，第2版1733年，栏300–312）中篇幅宏大的词条“恶”（Böse），提供了关于这场激烈讨论的概览。康德借助第一篇的主题承接了形而上学对该主题的探讨。对于经验主义神学与道德哲学而言，这一神学问题已不复存在。A. 弗格森的《道德哲学原理》（1769年，加尔韦的德译本于1772年出版）以反神学的方式将该主题还原为自然主义的选择：“‘善’与‘恶’这些词包含着快感与痛苦的概念，因而排他性地关涉有感觉和有思想的存在者”（第122页）。康德以路德式的深刻与激情，重新从人原初且根深蒂固的邪恶出发来把握这一主题，这种邪恶源于人的自爱，并在始终伴随的故意不遵从道德法则的愿望中体现出来。这是一种近乎与生俱来的罪责，虽非原罪，但确是由我们意志的易受诱惑性造成的。康德也超越了莱布尼茨在善的原则与恶的原则之间的本体论调和（按照经院哲学的范式，即包含恶的世界比纯善的存在具有更丰富的特征）。沃尔夫由此还形式化地导出了定义：恶就是“使我们及我们的状态变得更不完满的东西”（《关于上帝、世界、人的灵魂之合理思想》，1719年，第5版1732年，§ 425）。经院形而上学将神学提问整合进内在理性的建构之中，从而将恶视为本身为善之存在者的缺乏、剥夺（malum transcendentale，先验之恶）。

康德跳过了形而上学关于本身为善之存在的本体论、因而也是大事化小的维度（即把恶仅仅看作相对于善的相对存在）。他回到了原初的神学观点，即人身上的恶是其颠倒意志和背离上帝的自由的后果。由此也斩断了形而上学对该问题的淡化——即上帝允许恶仅仅作为“善的丧失/缺乏”（amissio boni）以及为了彰显和促进善。形式上，康德从近代人类学的两条对立脉络切入：人究竟性本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还是性本善（莫尔/卢梭）。他也谈到了必需的“人类学探究”，并探讨了道德上的善与恶同自爱、在社会中争夺承认的竞争、道德责任能力以及个体对超个体行为原则的感受性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固定的道德品质的抽象二选一被拒斥了。自然禀赋既非善亦非恶。由此，道德上的善与神学超验性的绑定也被消除了，这种绑定带来了教会对救赎与恩典的掌控。然而，对恶的概念的阐发（VI, 36以下）吸收了神学提问的激进性，但将其转移到了人的理智自由上，即自主负责地将道德法则纳入其意志准则或不纳入其中。近乎动物性的感性对于解释恶而言显得过弱，而关于意志完全被原罪败坏的神学假设——“仿佛是一种恶毒的理性”——又走得太远，因为这样一来“主体就会变成一个魔鬼般的存在者”（VI, 35）。人对道德法则怀有原初的敬重，并且通过反思确凿无疑地知晓它。“人性中根本的、与生俱来的恶”（VI, 32），“我们种族的腐烂斑点”（VI, 38），正是人不将超个体的道德法则作为意志准则的能力与倾向。这是一种心志（Gesinnung）的颠倒，即把自爱原则作为“遵从道德法则的条件”，尽管明知不应当如此（VI, 36）。

第一篇第四节进而追问这种颠倒、即意志形成中对道德法则的背离的起源。在此清晰可见，与经验主义和经院形而上学不同，康德吸收了在新教中复活的奥古斯丁式提问的全部激进性，并将其转化为个体走向自由的理智责任。人们必须将每一个意志决断都认识为一个开端，仿佛人是直接从无罪状态中走出来的一样。圣经以具象的表象方式将恶的起源非常正确地处理为人类物种的一个开端。康德则将这一开端作为永久的开端置于人的理性之中。独立于原因链条之外，人的决断始终是自由的，作为“对其任性的原初使用”（VI, 41）。类比于圣经对逐渐滋生的罪性的解释（并参照《创世记》2:16以下及3:6），康德进而将理智自由在人格责任中颠倒为按照自爱随意选取意志准则的自由，解释为意志形成中恶的起源。这极其精确地关涉到伴随现代市民个体之自由而来的开放性问题。这种自我支配的自由是可以被滥用的。该节以转向近代人类学的卢梭脉络而结束：将道德法则纳入意志的自由（不仅是按照各种准则遵从它）就是向善的原初禀赋。没有任何可以理解的根据能说明道德上的恶究竟如何最初进入我们心中（VI, 43）。

在第一篇末尾，一篇篇幅宏大的“总附注”探讨了通过人自身的力量实现向善的原初禀赋的恢复，即作为“心志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der Gesinnung）。对超验救赎期望的宗教他律作出了坚决的划界。在此，康德再次转向圣经类比：通过思维方式的革命与感性方式在持续作用与生成中的渐进改革，如同通过新造物的重生一样诞生了一个新人（VI, 47；类比《创世记》1:2；《约翰福音》3:5）。在其不可或缺的核心中，这就是“确立一种品格”。康德旨在使宗教传统的遗产为先验道德理论所用。他不是权威主义地思考，也不是主要在对立中思考，而是历史地、中介性地思考。他在深入理解现代市民个体自由的常态中所潜藏的深渊的脉络中，包容性地思考并充分利用可能的连续性。因此，他拒斥近代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伦理学中不可或缺的盲目乐观主义，坚持吸取关于人类社会化充满冲突性的宗教洞见的遗产。恶在此被去神学化，并直接被赋予了社会性特征。

《宗教论著》第二版（1794）的前言草稿探讨了在道德问题上宗教与哲学的划界以及两种奠基方式各自特有的功能。哲学道德与宗教道德的认识来源截然不同：在此是圣史，在彼是理性。那么这两种奠基方式是否应当使对方成为多余？康德作出了回答并借此阐明了《宗教论著》的纲领：“因此，这至少是一个必要且有益的尝试”，将这两种来源中的每一种“完全单独加以使用，并尝试它们是否各自自足且彼此依然一致”（XXIII, 92）。这既反对双方彼此排斥的主张，也反对当时将宗教与哲学融合的企图。“我想在理性的领域中呈现宗教，而且是呈现为它在一个民族中也能作为教会得以建立的样子。而如果我不使用现实存在的形式，我就无法适当地构想出这些形式。因此我不能宣称一种源于理性的宗教”（XXIII, 93）。康德由此坚持在宗教领域中哲学评判的独立性，同时也坚持历史形成的对道德意识的宗教塑造的价值。内在理性的论证与宗教信仰应当相互补充。在此意义上，正式刊印的前言指出，在理性与经文之间不仅存在着相容性，而且存在着一致性（VI, 13）。对宗教的哲学阐释并不取代宗教，而是揭示其意义（XXIII,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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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善的原则与恶的原则争夺对人的统治权的斗争

外化概念

第二部分直接承接第一部分，揭示了康德宗教理解的精妙思想进程。人们必须更精确地把握人类学主题。人并非全然邪恶。所谓的“恶”的整个传统必须被去神秘化。康德拒斥了斯多亚派的观点（该观点是基督教人类学与伦理学的核心来源之一），即认为感性的外在束缚作为束缚人类的自由的对立面本身就是恶。若是那样，恶就变成了我们身外的敌人。基督教宗教于是成了主体自主性中未被理解的矛盾的外化/异化：“一切我们设想为对非人类存在者的义务，都是对我们自身的义务，只要我们要么将事物观念化，要么将理念现实地人格化，”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预备研究中这样记录道（XXIII, 417）。欲望偏好本身并非祸害，祸害在于我们拒绝将它们认识为与符合道德法则的准则相对立之物并加以克制。康德在动机的伪善中看到了现代市民阶级主体的烙印；因此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包含了详尽的决疑论（Kasuistik）部分。凡是没有理解主体内部确切矛盾之处，就会在我们自身内部产生隐形的敌人。将恶外化为我们肉体现实本身，会导致将善外化。所谓根深蒂固的人类软弱性，促成了将义务法则（即联合起来的人类的理念）外化为神圣诫命，“作为对上帝事务而非人的事务的经营，由此便产生了侍奉上帝的宗教而非纯粹道德的宗教的概念”（VI, 103）。对于“侵蚀德性心志的原则”——正如对于善原则一样——适用的是：“它同样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只是被具象地表象为一种外在的力量”（VI, 100）。外化思想构成了继宗教之道德内涵的首要维度之后康德宗教概念的第二个本质视角。康德对侍奉性的或法定的（即异化的）宗教性与道德宗教性的区分正是建立在外化思想之上。康德并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将宗教意识普遍视为自主体潜能的异化。他始终处于新教对信仰之外在仪式化进行批判的原则之内，他将这种仪式化理解为意识之道德品质的外化。然而对他而言，道德性根本上也是以宗教意识的形式被给予的。

《宗教论著》的第三篇（也是在第二篇先验哲学的问题澄清之后的文化哲学核心篇章）并非主张将宗教消解于道德之中，而是提出了非异化宗教性的可能性问题。第二篇所引入的并非普遍批判宗教的外化思想为此奠定了基础。未异化为对我们之外的绝对主体的侍奉的宗教性，将信仰记载视为道德主题的象征性展现。无疑受到18世纪耶稣阐释的启发（当然完全撇开了当时流行的耶稣-苏格拉底类比），康德在所有圣经记载中对耶稣形象进行了最详尽的探讨。耶稣是道德上完满的人的理想，即把人类置于其自我之上，并曾试图一举将法定的、侍奉性外化的宗教提升为道德的宗教信仰：“即在其生前通过推翻排挤一切道德心志的仪式信仰及其祭司的权威，来实现一场（宗教的）公开革命……诚然至今人们仍可为这场革命未能成功而感到惋惜；但它并未落空，而是在他死后转变为一场在沉静中、但在历经诸多苦难中展开的宗教变革”（VI, 81以下）。

通过外化思想，《宗教论著》中的先验哲学理性概念获得了一个历史维度。人由彼此矛盾的活动层面构成，但这些层面朝向先验逻辑所规定的调和方向运动。

主体性内部由于先验合理性与经验既定条件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产生的复杂反思层面，在文化的早期阶段保持隐匿，并只是逐渐被揭示出来。康德关于智思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先验理论中的历史维度——正如启蒙意识对一般历史进步的理解一样——是按照科学认识过程的（固然过于狭隘的）模式来思考的。理性宗教的未外化宗教性，在理论反思中确立了圣经记载中被展现为经验事件的东西。关于基督论，康德写道：“人们很容易看出，如果剥去这种生动的、对其时代而言大概也是唯一的通俗表象方式的神秘外壳”，它便表达了未外化的道德宗教性的意义（VI, 83）。关于圣经记载的象征特征，康德进而认为，人们应当停留于此，而不应在其上叠加理性主义的（塞姆勒）或文学性的（赫尔德）阐释。这关涉的是人格之道德品质的简单直观表象，即使没有方法论论证，每个人也能对其心领神会。

在已外化宗教性的象征问题中，人们可以找到康德将宗教与美学引向彼此的唯一交汇点。严格说来，这并不与宗教体验的情感性相联系。康德指的仅是通过理论在逻辑上所阐明之物的叙事性记载进行的具象表象。该书的第三部分（康德在其中奠定了超出道德之上的未外化宗教性的必然性并勾勒了这样一种宗教）清晰地表明：康德坚决拒绝将宗教与审美的客观化结合视为未外化宗教性的一种变体（例如作为摆脱18世纪知识与信仰之间日益激化的冲突的出路）。宗教的浪漫主义美学化（它同时构成了对新兴工业文明中非理性客观化与社会化的宗教拜物教化），绝不可与康德在表象与逻辑论证层面上所确立的宗教与道德的关系相混淆。

未外化的宗教性在第三篇中与道德反思和自我决定的严格个体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传达和共同举行的需要相联系。在独立个体的道德性、交往需要与宗教性的这种结合中，展现出原本的康德主义毫无教条的丰富文化内涵。宗教是道德个体化所必需的、通过直接交往实现的补充性稳定规范。它是一种转变为灵活且直接交往一致的需要的表达，即法权上独立的个体通过象征性对象化行为来表达对人类观念统一性的义务这一道德知识。个体不能仿佛默默地独自承受其道德性。未外化的教会宗教——康德将其与理性信仰或宗教信仰区分开来——是对现代市民主体性的社会-对象性特征的一种承认方式。它补充了社会化的私法与宪制法权确立，并提炼出自由个体之间关系的直接社会内涵。

生产性想象力：耶稣形象

除了外化概念与象征概念之外，还存在着康德先验哲学阐释宗教的另外两个维度。为此，康德深入到了其先验观念性理论的核心。《批判》中的图型论思想在此重现并经历了有趣的扩展。我们不仅拥有将知觉转化为想象力图型的不可解释的能力（从而使抽象概念和先验范畴根本上能够应用于知觉），而且为了理解智思结构与概念，我们还需要运用对象性替代物进行精神操作。“这就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类比图型论（用于阐明）”（VI, 65）。康德在第三篇中借助生产性想象力综合智思物与经验物的图型论思想，奠定了“历史教会信仰”的必然性：“因为一切人都有自然的需要，对于最高的理性概念和根据，总是要求某种感性可见之物、某种经验证实等等”（VI, 109）。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脉络中已被提及的作为智思物与经验物之连接的想象力，在《宗教论著》中获得了文化哲学与历史的功能。《批判》通过想象力的图型构建解释了基本概念向经验可证实陈述的下降。现在，思想进程朝相反方向进行。经验行为与判断离不开（数学的、逻辑的）普遍化或理想化。我们只有通过运用与纯粹形式无限吻合的逻辑，才能够谈论有限之物。对此还伴随着一个反向的要求：人必须将“这一无限持续逼近之序列的总体性”再次以象征-直观的方式再现出来（VI, 67）。因此，走向人类观念统一性意识的持续进步，作为一种无限运动在耶稣的象征形象中被思考。同样，对于未外化的宗教性而言，上帝概念是智思目的设定与经验实现的统一性的象征。由于这种统一性只能被设想为一个渐近过程（正如数学公式与经验过程只有在无限中才相重合一样），因此在逻辑综合之外便加入了宗教的表象综合。

外化、象征与想象力图型论的思想，奠定了通过纯粹宗教信仰（康德称之为理性宗教，有时也称为自然宗教）来扩展道德的要求。宗教意识理论深深扎根于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之中，即非本体论设想的人类先验理智性的智思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与经验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之间的关系。耶稣作为道德法则在一个人的人格准则中无限完满实现的象征，在康德这里也与起义者的形象共同起作用，后者曾试图一举反抗异化的教会信仰及其官方权威裁决，实现一种未外化的宗教性。康德关于基督教的整个概念都是由历史观点承载的。在这种文化形式中孕育着某种最初随着保罗对犹太教的克服而在象征中可见、但后来被遮蔽、被湮没、仍有待重新阐发的东西。在第二版的预备研究中，康德写道：“世界从未见过比从犹太教中崛起的基督教更为振奋心灵、更为打击自爱、但同时又更为提升希望的东西。但这种崛起唯有通过与核准它的理性宗教的一致才得以实现”（XXIII, 92）。康德将耶稣的失败解释为社会制度之革命性颠覆的不可能性、或至少是不适宜性的范例。它证实了文化过程的演进特征，但这种过程随后便带有漫长、局部的纷争（如康德简括所言，沉重的受难史）作为副产物。在康德历史思维的反革命演进主义中，这一严酷点是不容忽视的。演进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它延续了本应被消除的弊端。在理论精妙的方式下，耶稣在康德的理解中本身成了人类按照图型论将智思规定的无限精确性与当下可体验的直观和行动的经验事件结合起来之要求的历史现实典范。在时间绵延中展开的东西，应当在事件中汇聚在一起。

第三篇：善原则对恶原则的胜利与上帝之国在人间的建立

第三部分从第二部分在直观化纯粹实践理性理念的外化、象征与图型论的三步走中所提供的宗教意识的先验哲学奠基出发，展开了构建未外化教会宗教的结论。未外化的教会宗教建立在理性宗教之上。但纯粹的宗教信仰局限于个体的思想运动。内在之物必须外在化。对于每一个体理性洞见的社会作用方式而言——类比于个体自然诉求的法律规制——需要一个近乎“伦理-公民社会”。它立于法律-公民社会之旁，正如个体的经验自然层面在接触与共同体构建中变得现实一样，它使人格的道德智思层面社会化。《宗教论著》在个体之法律的与道德的社会化（见《道德形而上学》）之外，引入了宗教意识中社会化个体性的体验领域及其在教会中的实现作为第三个环节。与法律社会化的平行对比在第三篇第三节中得以阐述。康德在法律、道德与宗教的这种三重社会化中思考自主个体的市民社会。每一个体道德理性洞见的稳定性与一致性，在图型论思想之外，还要求具有统一教义和仪轨规制的教会组织的存在。将道德性扩展为宗教性，在康德的道德原则本身中便已奠定。道德不是私事的经营，而是私事与人类整体的关联。因此，它需要将纯粹理性信仰的不可见教会扩展为可见教会，后者“尽可能由人所能做到的那样展现人间道德的上帝之国”（VI, 101）。理智主义道德决定了宗教的内容，而非宗教表象世界决定道德。然而道德理智主义要求在教会宗教的经验形式中展现理念之物。康德将其所有理论部分的逻辑体系化推进到从先验基本概念中推导基督教信仰核心要点的尝试，堪称第一部《批判》范畴表的一次胜利：量——单一的教会，“因而没有宗派分裂”；质——教会联合按照道德动机的纯粹性，“洗净了迷信的愚蠢与狂热的妄想”（VI, 101）；关系——个体按照自由原则的联合（以及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外在关系）。康德将未异化宗教的教会组织设想为信仰共和国或自由邦。它既非教会高层的等级统治，亦非光明派（Illuminatismus，康德指凭借更高启示的宗教性，致使每个人都可宣告自己的宗教）；模态——信仰内容的不可变性，伴随着外在管理的适时变革。康德将未外化的宗教性（他在新教原则中看到了其体现，尽管他也完全承认“极端天主教式的新教徒”与“新教式天主教徒”，VI, 109）设想为不是人们必须向上帝履行的侍奉，而是关涉“行为的内在道德价值”。上帝作为道德的世界统治者需要“一种历史信仰，与纯粹宗教信仰相对立，这种信仰可以被称为教会信仰”。自由的宗教内在性唯有通过对立极才得以存在：“但是，一个教会作为许多人在这种心志下联合为一个道德共同体，需要一种公共的约束，一种建立在经验条件上的特定教会形式”（VI, 105）。针对宗教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关于信仰事务中的“理智诡辩”，康德指出：“没有任何建立在经文上的信仰哪怕通过最毁灭性的国家革命而被消灭”（VI, 107）。康德将其启蒙宗教与教会的概念理解为相反倾向的中介。纯粹道德要素（宗教性的普遍主义基础，所有人在一切时代都拥有这同一种理性），必须与历史要素达成中介，即在特定时间，正如康德所说在幸运的机缘下，普遍主义的新约宗教登场并超越了犹太正统派的狭隘性。宗教的智思要素与历史-事实要素之间的关系随后被规定为：历史教会信仰是宗教信仰的工具/媒介。道德性向宗教象征化的外化，在历史视角下意味着道德先验论通过这种外化而得以实现（VI, 118以下，121以下）。

第四篇：论在善原则统治下对上帝的奉事和假奉事，或论宗教与神职崇拜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第四部分探讨了针对当时宗教理论纷争的实践结论。康德再次以其基本思想的精炼表述开篇：“（主观地看）宗教就是将我们的一切义务认识为神圣诫命”（VI, 153）。他将这一公式解释为信仰中的道德优先性，并解释为在作为世界统治者的上帝象征中，对我们按照道德准则所施行的行为之完满性作出的仅具可疑性/设想性的假定。康德在此也采纳了自然宗教（理性宗教与启示宗教）的概念，并区分了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与超自然主义（Supranaturalismus）。在结尾部分，他将《宗教论著》引向了作为整部著作目标基础的实践精髓，该精髓针对的是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下颁布的《宗教敕令》和《书报检查敕令》（1788年），以及1791年4月设立的直属教会审查委员会对自由学术思想的威胁。针对侍奉性的宗教狂妄或假奉事（Afterdienst，如康德所说）——虚伪且专权的僧侣教士将其作为劳役与奖赏信仰（Fron- und Lohnglaube）以及专制正统派教条加以传播（VI, 109, 154, 168, 173以下）——康德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言论：“从通古斯萨满到同时统治教会和国家的欧洲高级教士……从清晨把熊皮爪子放在头上念着简短祈祷词‘别打死我！’的全然感性的沃古尔人，到康涅狄格州升华了的清教徒和独立派，在信仰的方式上固然有巨大的差距，但在信仰的原则上却没有差别”（VI, 176）。新教各邦教会在此虽未被直接点名，但最终大权在握的狂热信仰法官与书报检查官韦尔纳和赫尔墨斯必然感到自己被刻画在其中。

合乎逻辑地，康德指出，对于自然宗教或理性宗教的原则，每个人根本上都能自行领悟。他那个时代的宗教问题在于教会信仰的统一性与信仰问题上的个人自由的结合（VI, 123）。若对基督教有正确理解，便不需要强制手段。在法权与精神自由的现代文化中，所有人都可以基于其理性中所蕴含的对道德法则的爱（VI, 145），在自由中联合为一个共同的信仰及其规章。康德在其《宗教论著》的末篇中回到了新约全书卓越的平等思想。这位注重个体尊严的思想家摒弃了情感性的辞令（在爱中结合的兄弟姐妹等）。但信仰自由的崇高诉求同时受到一种先验哲学奠基的平等与共同体思想的规范：“认为不仅是‘按肉体有智慧的’、学者或善于辩理之人蒙召接受关涉其真正救赎的这种启蒙——因为整个人类都应当具备这种信仰的能力——而且‘世上愚拙的’、即使是无知者或概念最局限者也必须能够对这种创造性知识提出诉求，这是合情理的，也是合乎理性的”（VI, 181）。其极为超前的推论在于：每个信徒都可以出于内在确信在教区中担任牧师。康德在谈到信仰事务中的这种自由时，使用了 A. 魏斯豪普特（1748–1830）在光明会中所使用的表述，即称之为“真正的启蒙”。

宗教直观化的道德与道德反思的宗教之相互交融映现

在自然神论的宗教概念中，两个奠基方式各异的领域应当结合起来：宗教意识之道德内涵的内在理性奠基，与该内涵之代表性文化形式的超验奠基。康德对理性道德与所信奉的宗教信仰告白的中介——这构成了贯彻自然神论的真正理论问题——以其深化的逻辑论证而著称。他不再用人类学既定的需求和情感来为自然神论的自然宗教或理性宗教这一中间环节奠基。它变成了逻辑意义序列中的一个环节。主体的智思结构（它取代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设想的智思世界）包含着将分离的智思序列与感性序列中展开的一切行动连接起来的先验综合命题。这一先验综合判断就是上帝概念。康德由此引入了一种实践上逻辑必然的观念性。这是康德理论整体中最奇特的要点之一。先验主体性若不诉诸某种“客观实在性”（realitas objectiva），就无法弥合本体论存在与经验存在之间的鸿沟。康德本应从现实社会个体的行动出发，在此之上将对象化呈现为系统理性、实用具体、审美等意义序列。然而，通过将智思原则主体化，康德相对于本体论形而上学取得了重大进步。康德之前的形而上学，正如笛卡尔的“思维实体”（res cogitans）与“广延实体”（res extensa）的对立所鲜明展示的那样，依然深陷于“两个世界”学说之中。在康德这里，产生了相互衔接的逻辑形式环节，它们与文化活动的特定经验的、审美的、历史传承的、宗教的内涵相结合。从纯粹实践理性的逻辑扩展中产生的上帝与智思人格性（灵魂不朽）理念，构成了从纯粹理智性向能够接纳历史信仰内容的专门化形式的过渡。这一中间环节就是理性宗教或纯粹宗教信仰。先天的道德性、宗教性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与教会信仰，构成了从智思形式向历史-事实内涵的内在过渡。宗教意识以及仪轨实践由此进入了一个思想上高要求的反思空间。康德对宗教狂妄与假信仰的严厉批判，针对的正是对上述三个环节之中介结构的破坏。唯有历史合法性的教会信仰被割裂开来。在先验道德合理性、理性宗教与教会宗教的统一中，教会宗教被设立为外化的道德-实践观念性，并同时作为这种象征性的外化得到反思。

宗教意识与教会仪轨进入了在不同意义层面之间的精妙运动。直接的人类学需求性和情感性因素不发挥作用。先验哲学展现的是逻辑意义的关系，而非“心灵机能”的关系。宗教被理解为文化意义的一种在逻辑上可证明的内涵。从经验-实践的角度看，这一宗教概念创造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任由个体支配的感动（谦卑、祈祷、慰藉的宣泄）直到仪轨的高度习俗化。

在从纯粹形式延伸至教条设立物和经验习俗物的各个反思层面中，不同意义层面的这种相互交融映现（Ineinanderscheinen）的真正有趣的问题，在于《宗教论著》对康德关于先验原则之理解的阐发。宗教意识是象征性再现，宗教仪轨是象征性行为，这两种象征化序列将唯有先验逻辑才能奠基的道德-实践意义引向了可体验的意识内容。宗教在此成为了经过反思的社会行为的范式。先验逻辑法则在经验上是不可直接执行的。它需要具体的、在社会上具有凝聚力的表象内容。因此，经验实践的意识与行为仅在初看之下才是其所显现的那样。只有当它知晓在自身之中透现着别的东西时，它才能真正成为其自身。宗教是知晓自身已被外化的外化意识与行为。社会实存是象征性的实践。理念内涵的再现象征对于智思人格性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展现出我们明知是智思道德的信仰，但我们展现它的方式使我们的知识变得可见，即纯粹道德性必须作为一种信仰显现出来。道德与宗教处于相互之间不动声色地相互指引的关系之中。康德《宗教论著》中将实践生活形式展现为可思考者与可呈现者（作为文化的两个对立极）之间的中介，与属于完全不同领域的“角色扮演”毫无关系。

自然神论与启示：《宗教论著》的来源

自然神论关于自然宗教的基本思想（即自然宗教植根于基本的自然道德之中，即便没有超验的神迹对所有人也都是可认识的），在17世纪源于为了克服宗教纷争而在所有宗教和信仰告白中确立共同真理的努力。近代自然神论的奠基人彻伯里的赫伯特（1581–1648）将此与启示真理也必须用自然理性的标准进行检验的诉求结合起来。他的《论真理》（Tractatus de Veritate，1624年）旨在证明宗教真理相对于超自然启示的正统派观点以及唯名论怀疑主义的理性认识。指出普遍宗教真理应当能够克服宗教纷争，并排除政治与军事斗争的宗教辩护。康德的宗教哲学仍处于这一自然神论传统之中，即排除非哲学的宗教正统教条主义与宗教怀疑主义，通过对基督教教条的哲学重构来促进神学派别的和解以及宗教心志的全面理性调和。这种调和宗教对立的思想，在康德这里与另外两个起支柱作用的自然神论原则结合在一起：即在普遍的、同时主要以道德为导向的宗教观点之内的宗教确信自由，以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调和。然而，康德的宗教哲学仅仅将作为扩展道德的自然宗教性要素接纳为一个经验层面，康德在该层面之上覆盖了理性信仰之先验逻辑论证的另一视域。康德将宗教哲学聚焦于自然神论经验主义地预设的自然宗教意识的逻辑有效性方式之上。他很可能了解洛克（1632–1704）的《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年）——这部在自然神论上中介理性与启示的著作曾于1733年和1758年出版了两个德译本。康德并未追随洛克关于信仰教义必须对理性直接明晰的简化观点。他与新教神学家 C. F. 施托伊德林（1761–1826）（《基督教体系批判的构想》，1791年）一样，区分了源于理性反思的客观信仰内容（例如远在批判哲学之前的伦理神学的上帝概念）与作为启示通过经文传承的主观内容。这对于康德承认围绕统一经文阐释而组织起来的教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尽管与莱辛有诸多交汇点，康德并不赞同莱辛（符合洛克理论并追随 H. S. 赖马鲁斯）的观点，即认为即使所有新约全书的见证全部遗失，耶稣的教导仍将历经时代在世间留存，因为它仅仅包含所谓自然理性的真理。在第四篇第二节（“作为学问宗教的基督教宗教”，VI, 163以下）中，康德通过区分首要的理性信仰与此外必需的启示信仰，阐明了他关于对启示教义（如耶稣的神迹）之信仰的观点。其意图在于：对于理性信仰的表象内容层面而言，教会组织是必需的，唯有启示信仰才是“教会赖以建立的基石”，作为“单纯的、但极其宝贵的手段”，以便赋予理性信仰“即使对无知者也是易于领会的明晰性、广阔的传播力与持久性”（VI, 165）。当时讨论的另一种选择是：若没有经文见证中所启示的内容，宗教的维持就必须预设不断出现新的启示神迹。这导致了宗教意识的主观化，因而在实质上走向了洛克关于通过自然理性完全保障基督教信仰告白的非彻底自然神论思想的反面。A. 立敕尔（1822–1889）在其对于启蒙神学史而言至今仍值得重视（且受到康德影响）的《称义与和好的基督教教义》（第1卷，1870年）中表明，康德反对一般的自然神论自然宗教理论，且与康德弟子不同，坚守了称义与和好的本原神学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罪责、良知、自我反省与悔改等主题（同书，第408–464页）。

除了了解洛克、沃尔夫、卢梭、休谟、莱辛的哲学宗教理论之外，康德自然还经历了虔信派的教育以及对神学著作的阅读；不过，康德的弟子兼友人、柯尼斯堡牧师及后来的大主教（1829年）L. E. 博罗夫斯基曾说，康德对神学文献的了解并不深入（格罗斯，第79页）。许多神学争论康德虽未亲自阅读其著作却已知晓。虔信派的影响不可估量过高，这不仅是因为学校里的“灵魂盘剥”在康德心中引起的厌烦。正如 R. B. 雅赫曼所强调的那样，康德的宗教观远离神秘主义色彩（格罗斯，1912年，第169页以下）。康德在信仰中对活生生的信仰（fides）与神学信条（credo）之对比的强调，无论如何也可能受到虔信派的影响。在回忆其（虔信派信徒）父母时，康德曾突出过这一维度。他曾阅读过 J. J. 斯波尔丁（1714–1804）的布道文，并称赞其对人性的洞察。与斯波尔丁调和一切对立的理性主义宗教观、其对虔信派的批判、以及关于世界统治者首先是德性立法者的道德上帝观，康德的《宗教论著》展现出明显的相符（斯波尔丁：《论基督教中情感的价值》，1761年）。斯波尔丁的《人的使命》（1748年，1794年出版了作者亲自修订的十余版中的最后一版）在诸多方面与康德的伦理学和宗教观平行，并且正如 N. 欣斯克所证明的那样，还影响了康德的人类学与历史哲学。柏林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兼高级宗教事务顾问斯波尔丁（他在1788年韦尔纳宗教敕令颁布后辞去了职务）同样意识到了这种一致性，并作为一个不断修订其著作的人，在90年代自然将康德的思想吸纳进其书中。斯波尔丁对《宗教论著》的影响要点（仅指出这一点），涉及斯波尔丁强调良知作为宗教性的试金石，因此“不渝的正直”、“我内心的端正”正是“按照我的能力切近那个秩序的原始范型”的途径（斯波尔丁：《人的使命》，莱比锡，1774年，第47页）。

在《宗教论著》付印前，据说康德还仔细研读了18世纪初的一本新教要理问答。在第二版前言中，他引用了受塞姆勒影响的哥廷根神学家与东方学家 J. D. 米夏埃利斯（1717–1791）的《道德》（3卷本，1792–1793年由施托伊德林编）。康德也从其自身追随者那里汲取了启发。G. 达莱桑德罗针对《宗教论著》指出，康德弟子兼康德著作出版者 J. H. 提夫特伦克（1760–1837）将康德实践哲学早期应用于宗教概念的做法，随后也被康德吸收进了《宗教论著》之中（《从宗教的基本法则展开耶稣的唯一可能目的》，1789年；《宗教批判的尝试》，1790年）。同时代人在90年代认为康德的部分神学观点已经过时。

康德曾在1742/43年听过 Fr. A. 舒尔茨（1692–1762）的教条学讲座，舒尔茨是柯尼斯堡神学家、老城教堂牧师、宗教事务顾问、“腓特烈预科学堂”（康德就读的学校）校长，也是老普鲁士学校行政管理中功勋卓著的官员。舒尔茨塑造了康德成长时期的精神氛围，并在柯尼斯堡极大地促进了宗教温和以及神学与其他科学之间调和的文化形成。他是康德父母的属灵导师，并资助了康德的学业。在宗教上他是虔信派信徒，但将这种强调个人实践的虔诚与沃尔夫哲学结合起来。他在哈勒求学时的导师沃尔夫非常器重他。他在同样信仰虔信派的腓特烈·威廉一世那里享有极高的信任，并促成了思想开明的学者（屈普克、阿诺尔特等）担任柯尼斯堡神学教授职位。

对于神学文献，吸引康德的无疑是将方法论上弥散的文献记载纳入逻辑体系的高超方法论。在德国神学家中，尤其是对他的思想产生影响的塞姆勒、以及泰勒、耶路撒冷等人，康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亲自阅读了其著作或只是吸收了其思想，已无法确切判定，因为康德极少直接引用。博哈泰克试图证明康德对塞姆勒的熟悉（第436页及多处），诚然同时也极力将康德拉近到塞姆勒为韦尔纳宗教敕令所作的出版辩护（第434页以下）。H. S. 赖马鲁斯（1694–1778）的《论自然宗教的主要真理》（1754年，第5版1782年，第6版1791年）及其目的论上帝证明，被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称为“一部尚未被超越的著作”，具有这位思想家“特有的透彻与清晰”（V, 476以下）。莱辛（1729–1781）的《人类的教育》（1780年）在论文《论常见习语》（1793年）中被提及（VIII, 307）。据说康德自己也曾提及阅读过 J. F. 施塔普费尔（1708–1775）的著作（博罗夫斯基，载于格罗斯，第79页）。这与他对 C. 沃尔夫的尊崇相联系，正如沃尔夫的义务概念在将宗教定义为“将我们的一切义务认识为神圣诫命”的公式中的重现所表明的那样。施塔普费尔同样从宗教义务出发来把握宗教意识。沃尔夫的影响间接地重现在康德形而上学讲座的宗教哲学部分中，这些部分采纳了 A. G. 鲍姆嘉通（1716–1762）的规定。施塔普费尔的《真宗教奠基》（1746年，第12卷1753年）无疑因其在争论问题上的平允立场以及这部基督教教条学系统的方法论而受到康德的赞赏。施塔普费尔曾在马堡师从沃尔夫，他借助沃尔夫哲学阐明了信仰内容的合乎理性的明晰性。自然宗教与必需的启示教义之间的区别（theologia naturalis – theologia revelata，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康德同样主张这一点——被施塔普费尔用道德哲学明晰性需要表象性再现的要求来加以奠基。六卷本《伦理学》（1757–1766年）将道德哲学阐发为义务论。沃尔夫将基督教神学划分为理论教条学与实践伦理学的做法，或许也是通过施塔普费尔的中介进入了康德关于纯粹理性宗教与教会宗教的截然不同且深化的划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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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宗教的关系

启蒙运动将宗教投射到所谓自然意识的道德之上，这赋予了基督教（明显不同于同时作为国家崇拜的希腊和罗马宗教）一个对于理解基督教及其随欧洲文明进程的发展能力而言至关重要的切入点。对于基督教而言，通过作为上帝尘世象征的耶稣人格及其作为世界与上帝之象征性和好的牺牲之死，上帝与人类在精神象征中的统一性是无处不在的。在崇拜仪式上无需进一步献祭。因此，向着上帝的宗教升华的重心在于信徒的心志与行为。启蒙运动将宗教阐释为自然道德的通俗形式的做法被康德所超越。行为动机植根于关于一般行为的逻辑必然理念之中，该理念随后也得出了所有行为相协调的原则。道德-实践的上帝概念保证了已实现的至善之理念。正如《判断力批判》所言，这是“人类超感性底层”（übersinnliches Substrat der Menschheit）在宗教哲学上的表述（V, 340）。在此，康德依然处于先验观念性的非直观领域之中。他究竟是如何将这一领域向着宗教信仰开放的呢？这种宗教信仰就其本身而言与新约文献在事实上、但不再是在逻辑内在性上以理性道德为导向。上帝概念与不朽概念中的超感性底层在逻辑上必须被设定，但在内容上无法被阐明。它们是不可演示的本体（indemonstrable noumena）。但它们涉及人类自我理解的核心领域。因此它们的内容必须被展开。这只能在表象与叙事性记载的象征形式中发生，正如基督教的历史-事实创立以及圣经文本的记载所展现的那样。由于先验观念性与社会生活的具体环境中的现实交往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鸿沟，围绕纯粹实践理性理念的表象层面只能来自于共同体举措与期望的直接体验土壤。因此，正如前文所引，康德拒斥了宗教改革的理性主义实验。在理论上通过逻辑功能构成的经验统一性，在此作为通过共同体行为而得以体验的统一性而存在。宗教必然为了文化的受表象约束的交往领域将其体系化。在此，人们按照固定的规则执行相互道德联系的共同象征性行为。它们超越仪轨调节原则之外，在理性宗教与纯粹实践理性的理性层面中获得其依托。然而，唯有在教会宗教中，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对象性-交往维度才得以有所实现。理性道德为了其生活现实性，需要按照塑造的、代表共同体的象征持续进行譬喻性的行为。

在象征思想中，表象与概念正如在生产性想象力中那样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同时也是逻辑与历史的中介。基督教文献是在没有理性理念的逻辑的情况下产生的，但却在无意识的现实中预先把握了它们。《宗教论著》表达了康德先验观念性理论的历史维度。先验论与历史相互关联，但只有当历史背后的智思模式被破译时，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先验实践理性道德法则与现实教会宗教相结合的一个衍生视角在于：借助立于教会宗教背后的逻辑模式，人们能够区分真正的宗教与异端邪说。真宗教的思想在继承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施塔普费尔那里发挥了巨大作用。扩展为理性宗教的道德性的逻辑，甚至直接成为了正统信仰的标准。而在另一方面，教会宗教为自主道德提供了什么？康德的《宗教论著》合情合理地略去了一切关于教会生活的描述。从教会信仰中产生了一种对道德性的激励与促进冲动。康德避免了情感维度，他不谈论新人的觉醒。但他以广阔的视野看待教会信仰的文化功能。在将宗教称为通往所谓纯粹道德心志的“工具/媒介”的简短论述中，也吸纳了莱辛关于人类通过不同文化形式世界分阶段接受教育的思想。

在《形而上学反思札记》的宗教哲学笔记中，康德喜欢使用形而上学术语“先验神学”（XVIII, 209, 427）。在康德这里，这意味着对本体论理解的“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的批判，并将其扬弃在一个作为必然思维关系的上帝概念之中，该概念必须被理解为仅仅是实践的、“在自身中构成统一性的实在性的主观总和”（XVIII, 207）。

关于理性宗教与教会宗教关系的现实社会落实这一在时代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康德是从思想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探讨的。大学被视为这种自由的避难所。康德在《系科之争》（1798年）中探讨了这一主题，因此该书构成了《宗教论著》的补充，并作为这种补充构成了应用文化哲学的延续。在核心文本的结构中（即前两部《批判》、《道德形而上学》与《宗教论著》），康德的宗教理论是从先验哲学所提供的具体实践概念（该概念结合了体系统一性与现实多样性）的视角出发，构成康德哲学的三分体系结构——先验逻辑预备学、形而上学、应用文化哲学——的一个典范。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第十二编 1780与1790年代的论文与论著

1 主题。康德理论的反对者与支持者

除1788年和1790年相继问世的两部作为预备课程的《批判》之外，1780年代与1790年代的论著和论文主要由两大主题领域所决定：其一是为先验方法辩护，并展示其在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法哲学等各个文化领域中的丰硕应用。其二——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是法权理论以及一种早期形态的政治学研究。康德是一位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积极做出评判的德国知识分子。因此在1789年之后，宪法与国际法主题，以及在根本上确保文学性与理论-政治性公共领域的主题，占据了极大篇幅。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对当下时代思潮的论争。这些论争集中在三个要点上：其一，反对作为“我们理性的幻相”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因为“它将自身规定一般对象的诸主观条件，视为这些对象本身之可能性的诸条件”（1785年11月底致许茨信）（针对门德尔松有两篇论文：1786年的《对L. H. 雅各布检验门德尔松〈晨祷〉的若干评论》，《全集》第VIII卷，第148页以下；以及1793年的《论俗谕》，第III部分，《全集》第VIII卷，第307页以下），在上述致许茨信中，康德恰恰以门德尔松的《晨祷》这一“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最完美产物”为由，展开了对本体论的全面批判。另外两个主题是：情感哲学的“崇高语调”（针对施洛塞尔、雅可比，《论哲学中新近升起的崇高语调》，1796；《全集》第VIII卷，第387页以下），以及通俗哲学的理论概念（针对加尔韦，《论俗谕》，第I部分，1793；《全集》第VIII卷，第278页）。尤其是最后一篇著作，堪称康德批判实践主义（Praktizismus）的典范，它阐明了一种理论之必要性——该理论在方法论上始于远超市民常人知性（Normalverstand）直接行动意向之视野的前方。在内容和风格上，

1780和1790年代的短篇论著与论文同三十岁和四十岁时期的康德著作大不相同。他的思想已经历了先验哲学的艰辛探索与方法论原则的锤炼。严谨洗练的思想脉络贯穿于这些文本之中，康德在其中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晚期启蒙运动的核心讨论主题表明了立场。这位年届六旬的著述者不再仅仅冥思未决的疑难，而是在裁决并确立方法论的尺度。康德将此理解为哲学面对各文化领域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而对他而言，这意味着已经达成了对哲学诸伟大流派的调解。瓦伊欣格（H. Vaihinger）很早就指出了贯穿康德所有工作时期的这一思想基本特征（Vaihinger, C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d. 1, Stuttgart u. a. 1881, § 12）。这种综合（Synthese）思想源于对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包含之真实问题内涵的信念。疑难的解决从长远来看决不能包含相互排斥的命题。（这也是当代理论物理学家的看法，例如在迄今关于物质基本作用量子相互不协调的理论中便是如此。）因此，根本问题上的对立乃是问题探索过程处于开放状态的标志，而问题的化解就是将相互冲突的根据统一在体系形式之中。在《自然通史》中，康德早就表述了这一莱布尼茨式的信念，该信念引导着他在1780与1790年代对其理论功能的自我意识及立场表达：“公正地予以考量便可看出：此处的双方理由同样有力，二者都具有完全等同的确定性。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必定存在着一个概念，在其中这些表面上相互冲突的根据能够而且应当被统一起来，并且在这个概念中应当去寻求真正的体系”（《全集》第I卷，第262页）。由此，康德亦期冀随着各基本方向达成调和，哲学界的杰出才智之士能够开展协同合作。因此，在他那里，体系思想不是专制权威式的，而是在方法论的研究范导（Forschungsregulative）意义上保持协作性质的。

起初，康德在文学公共领域中获得认同以及在多位理论家协同落实其作为方法论纲领的先验哲学方面的期望落空了。康德原本寄予厚望的同辈领军人物如门德尔松、加尔韦、特滕斯等人，表现得既无能力也不情愿接受这一先验理论纲领。在书信中，康德对加尔韦和门德尔松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诚然，在柏林启蒙者中，康德的学生、医生马库斯·赫兹（M. Herz, 1747–1803）通过演讲与著述为康德做出了卓越的宣传。司法与教育部部长冯·策德利茨（v. Zedlitz，自1770年起任职，1731–1793）对康德的讲课与著作深信不疑，并试图将康德延揽至普鲁士的核心大学哈勒大学。在耶拿，文献学家兼塞姆勒（Semler）的学生C. G. 许茨（C. G. Schütz, 1747–1832）创办的《大众文学报》（Allgemeine Litteratur-Zeitung，1784年与维兰德、胡费兰、贝尔图希共同创立）是传播康德理论最早且最有效的机关刊物。该刊物是思想与科学自由的先锋倡导者。直到1780年代末期，并在《实践理性批判》（KpV, 1788）问世的强力推动下，才兴起了一股“早期康德主义”（Frühkantianismus）潮流，但它迅速在赖因霍尔德、舒尔策、费希特、谢林等人那里引发了理论重构。在费希特之前，赖因霍尔德就已经怀着极具代表性的理由向康德声明：正是《纯粹理性批判》（KrV）中“宗教的道德认识根据”促使他研读这部著作，因为他在批判哲学中“找到了那几乎不再被认为可能的手段，得以免于在迷信与不信之间做出那不幸的选择”（1787年10月12日）。医生兼哲学家、同时也是左翼自由主义宪法学著作作者J. B. 埃尔哈德（J. B. Erhard, 1766–1827）深受康德人格上的高度赞赏，他在自传（1805）中描绘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及其敏锐的实践哲学对于从沃尔夫主义向早期康德主义转变的作用，同时也为人们深入了解1780与1790年代那一代年轻人的心态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视角（参见 Denkwürdigkeiten des Philosophen und Arztes J. B. Erhard, 载于：K. A. Varnhagen v. Ense, Denkwürdigkeiten und Vermischte Schriften, Bd. 1, Mannheim 1837; 论康德见第236页以下、第281页以下）。关于早期康德主义、柯尼斯堡的友人与反对者，以及康德著作在柏林、哈勒、耶拿出版当时几乎同步引起的

反响，K. 罗森克兰茨（K. Rosenkranz）在其《康德哲学史》（Geschichte der Kant’schen Philosophie, 1840, 重印于柏林 1987，第240–268页）中首次进行了连贯且流畅生动的论述。最早支持康德理论的专业学者包括数学家J. 舒尔茨、医生C. W. 胡费兰、法学家G. 胡费兰、神学家施托伊德林，以及哈勒哲学家J. H. 蒂夫特龙克（针对神学领域）。1790年代中期以来费希特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的发展虽然引起了康德的注意，但他并未真正去追踪，并且必然感到格格不入。1798年春他在致蒂夫特龙克的信中谈到费希特的学说：根据一篇书评（！）来看，它在他眼中“宛如一种幽灵”，“当人们以为抓住了它时，眼前却空无一物，而始终只有自己，甚至于在这里也只能看到抓取它的那只手”（1798年4月5日）。康德曾在详尽的长信中向门德尔松和加尔韦阐述新理论的内在结构；其用意无疑是怀着过大的期望，试图通过提供阅读辅助来消除偏见。他在书信中对第一批追随者关于其理论特定要点的询问作出了答复（致赖因霍尔德、舒尔策、舒尔茨、蒂夫特龙克）。1780年代中期哲学界对康德理论的真实氛围，生动地体现在哈勒早期极其活跃的康德主义者L. H. 雅各布（L. H. Jakob, 1759–1827）的一封信中。雅各布在1786至1800年间撰写了十余部传播和阐释康德主义的著作，并在《哲学年鉴》（Annalen der Philosophie, 1795–97）中捍卫原始康德主义以对抗费希特和谢林（并抨击了席勒的《荷瑞》杂志及其美学著作）。对于雅各布通俗化且教条式的康德宣传，席勒与歌德的《讽喻诗》（Xenien）曾讽刺道：“通往真理的道路确实陡峭且滑不留足，/ 但我们可不愿骑着毛驴去跋涉。”雅各布致信康德写道：“对旧体系的偏爱确实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才智卓绝的哲学家们即便不在公开场合，也会暗中对《批判》妄加审判；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迄今自以为安居其中的大厦倾覆，便竭力说服他人……尤其是他们向青年读者描绘有一道遮蔽在您思想圣殿前的不透光幔帐，以此恐吓读者，其对真理传播造成的阻碍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至少在我所生活的圈子里情况便是如此”（1786年3月26日）。这些消息使康德深感有责任

去支持和赞许所有表示赞同的著述（舒尔茨、雅各布、赖因霍尔德、蒂夫特龙克），无论他们在疑难探讨上究竟推进到了何种深度。在赞成还是反对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抉择上，代际差异也起到了作用。在康德（1724–1804）的反对者中，门德尔松生于1729年，埃伯哈德生于1738年，费德生于1740年，加尔韦生于1742年。而早期的追随者——除J. 舒尔茨（1739–1805）外——全都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出生的：赖因霍尔德生于1758年，雅各布生于1759年，蒂夫特龙克生于1760年，施密德生于1761年，费希特生于1764年。

围绕先验哲学这一新概念的首批阐释著作与词典，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客观参考工具，但它们更多地只是满足了对这一尚属新颖之精神现象的兴趣，而康德所期待的哲学家之间的协同合作以及在德国各大学众多哲学教授教学活动中的实质影响，依然迟迟未能实现：J. 舒尔茨，《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检验》（1789/92）；《对康德教授先生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1791）；K. L. 赖因霍尔德（1758–1823），《论康德哲学的书信》（1786/87刊于维兰德的《德意志水星》，1790/92单行本）；C. C. E. 施密德（1761–1812），《纯粹理性批判讲义纲要附便于使用康德哲学的词典》（1786），后改为《便于使用康德著作的词典附论文》（旨在捍卫康德的“纯粹主义”以对抗C. G. 泽勒经验主义的康德批判，第4版1798）；G. S. A. 梅林（1755–1825），《康德认识能力批判边注与索引》（2卷，1794/95）；《批判哲学百科词典》（6卷，1797–1803）。因此，康德最好亲自在一场范围广泛的论战中承担起抵御学院形而上学攻击的辩护，并在其中就核心要点再次阐明新理论与学院形而上学的区别（《论一项发现，据此一切新的纯粹理性批判都将通过一项旧的批判而成为多余》，1790）。在《批判》出版之后，他曾认为：若有卓越的才智之士介入，哲学的事业“可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达到数个世纪都未能达到的目标”（致加尔韦，1783年8月7日）。然而在1780年代的历程中，他不得不确信，其理论的理解与发挥作用需要更长的时间。诚然，他当时所设想的无非是

同代人的一场智识上的补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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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哲学论著

演化与至善论（Perfektibilismus）的历史哲学构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主题领域之一。这是一种深信当下的伟大、尤其是深信其未来的历史意识。普世主义的进步思想从F. 培根（1561–1626）到J. M. 孔多塞（1743–1794）的整个演进过程中，主要在其具体的实质要点上得到了极为丰富的展开。这涵盖了科学知识的增长、通过自由市民劳动带来的财富提升、新型宪法建制，直至摆脱了人类以往各时代偏见的启蒙个体的道德完善。启蒙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原则退居次席。这关涉到如何超越可描述的具体增长与改良，来为普遍的完满可能性奠定根据。对此最简单的设想就是经验的累加。这是一种关于知识不断增殖与自我纠正的积累原则；一种在时间轴上必然持续扩展知识的彻底机械式原则，宛如要为马克思劳动生产力原则做铺垫一样——后者在19世纪将这种变革性完满可能性的客观规定性从知识内容转移到了对象性劳动上。从启蒙进步思想的唯智主义中，必然产生出其极具战斗性的内涵。阻碍同样被首要视为有组织的思想停滞。丰特奈尔（Fontenelle）曾机智地通过“试错原则”突出了感觉主义知识完满原则的机制——但这种方法对于社会的普遍进步而言却是无能为力的。另一种将零散的实质性改良集中为紧凑历史进步原则的方法论程序（而历史哲学的问题恰恰在于此），是将个体传记式的成熟思想转移到作为巨大人类个体的人类身上，认为人类经历着童年、青年与成年时代。这不过是一种文学式的类比。（对于康德的思想脉络而言，此处略去了更为深层的进步方法论，例如莱辛在《人类的教育》（1780）与《恩斯特与法尔克：共济会员对话录》（1778/80）中所展现的历史泛神论。康德的思想与此并无关联。）因此，启蒙历史哲学的症结（crux）在于对总体进步的方法论论证。康德看到了从知识的聚合体（各个具体的实质性进步领域）推进到普遍历史思维之系统方法的这一疑难。这构成了康德历史哲学论文的主要内容。对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1784/85）的严厉批判，就是对实质历史哲学之狂想后果的批判，亦即对其方法缺失的批判。

在德国的思想论争中，进步主题随着莱布尼茨理性主义神义论形而上学及其遭受的批判而得到了深入探讨。伏尔泰与卢梭因里斯本地震而展开的书信往来，亦涉及莱布尼茨的神义论以及本体论无法驾驭总体与具体事件因果动力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参见卢梭致伏尔泰，1756年8月18日，载于：Voltaire, Korrespondenz, Leipzig 1978, S. 102f）。在T. 阿布特（T. Abbt, 1738–1766）与门德尔松（1729–1786）之间，曾探讨过一个源于神学拯救传统的议题：究竟是每个个体都能达到可能的完善及其生命幸福（门德尔松），还是个体生命就斯帕尔丁（Spalding）论题关键词所谓的“人的使命”（Bestimmung des Menschen）而言始终只是残缺的片段（阿布特）。若是后者，则唯有族类（Gattung）才能成为“人的完善”（perfectio hominis）的承载场所。这也正是康德在其历史哲学论文中所论证的观点。问题依然在于：究竟这种完满是在有限的时间段内达成的（正如尤其是法国的经验主义历史哲学所认为的那样），还是人类的使命在康德意义上乃是一个理念，因而无法在时间中彻底实现。

伴随着将个体还是族类作为“人的使命”实现载体这一抉择，启蒙进步概念的核心要素紧密相连。倘若将历史进步的重心置于个体的智识与道德进步上，那么就不难提出反驳：资产阶级（Bourgeois）的现实否定了这一点，而退回到静止不变的传统束缚之质朴状态的浪漫主义回望便呼之欲出。诺瓦利斯的《基督教或欧洲》（1799）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将启蒙运动的历史纲领集中于个体的完满，就取消了进步概念本身。N. 欣斯克（N. Hinske）已阐明这是门德尔松的立场并给予了坚决肯定。门德尔松曾致信A. 冯·亨宁斯（时任丹麦国务活动家，曾保护门德尔松免受阿尔托纳首席拉比的正统派敌视）写道：“大自然的意图绝非人类族类的完善。不！而是单个人的完善，即个体的完善。每一个单个人都应当发展其禀赋与才能，并由此变得愈加完善；正是因为每一个体都应当如此，整个族类才必须不断重复这个令我们深感苦恼的循环往复”（1782年1月25日，载于：M. Mendelssohn, Ges. Schriften, hg. v. I. Elbogen u. a., Bd. 13,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77, S. 65）。欣斯克提醒人们注意，康德的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亦代表着他对阿布特与门德尔松之间关于神义论问题论争的表态；在这场论争中，阿布特否定了门德尔松关于将每一个体都置于神圣完满性之下来思考的主张（尽管缺乏这一主张便无法设想贯彻始终的宗教人生观）。对康德而言，整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其先验唯心论方法在历史哲学上的应用与检验；正如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针对物理学、在宗教著作中针对宗教所做的那样。康德的论点是：只有在普遍历史的趋势中，人的使命的一切禀赋才能得到充分培育，因而不是在个体中，而是在族类中展开。这种历史哲学进而取代了超验的末世论。康德当然没有忽视个体的道德化。但他将此与具体的宪政进步结合起来，因此以切合时代的宪政进步要求来结束其《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康德将族类进步的智识才智置于目的论判断力的范导之中。因此，神学与生物学化的目的论被超越了。由此，康德得出了一种极富现实主义色彩的文明史理解。这一过程是通过

“非社会的社会性”（ungesellige Geselligkeit）之对抗展开的，从而使“人完全由自身产生出超越其动物性存有的机械安排的一切”（《全集》第VIII卷，第19页以下）。

除上述诸维度外，康德还提出了第三点，从而击破了实质性的启蒙历史概念。这种实质性观点被证明是极易受到攻击的。当人们列举具体的智识、经济、宪政制度的进步时，不难在这些福祉中发现新的苦难，因而在各项进步中清算出损失，或至少是沉重的代价。这就是卢梭式洞见的抗辩：普遍历史乃是在进步与不幸的辩证法中演进的。从卢梭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康德获得了对市民个体性解放中功利主义狭隘要素的批判视角。在此他认识到了市民时代实质性自我调节的局限性。在1780年代，若一种历史哲学不吸收卢梭关于市民时代消极性维度的洞见，其水准将大打折扣。道德-实践理性的综合功能应当限定社会的机械-因果调节，并通过对全过程展开趋势的目的论范导予以超越。因此，康德在普遍历史中划分了阶梯：教化（Kultivierung）— 文明化（Zivilisierung）— 道德化（Moralisierung）。他并不将其理解为诸阶段在时间上的线性上升，而是理解为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各个层面的相互交融。康德关于普遍历史进程的目的论，唯有结合对族类趋势概念的先验唯心论诠释——该概念包含在道德-实践理性的理念构想中——才能予以把握。卢梭关于智识启蒙与市民自由下的总体进步的结论是：唯有在一个共同体中以共和自由和经济上的趋向平等的条件为前提，一切方能获得意义与持久存在。康德赞同对文明进步的这种批判性理解。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历史哲学（如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又一种哲学》，1774）同样吸收了这一点，但在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中，并未像卢梭那样深入到对绝对君主制的深层宪政与经济问题的探究。

卢梭对启蒙者至善论思维方式的抗辩，要求对作为基础的方法论前提进行修正。启蒙历史哲学形式方法论层面的深化，同时意味着历史哲学中未来概念的重塑。为了承认并同时克服卢梭的抗辩，未来演变为一种无限的未来。于是，一切经验-实质性的进步——以及退步——都不过是历史哲学领域中可理知完满原则的象征性显现。由此，康德构建出一种在逻辑上极具雄心的普遍历史理论。古典历史形而上学中许多看似陈旧的成分再次复归，然而这恰恰构成了历史神学的反面。

康德的历史哲学论著核心由1784年11月至1785年1月间出版的三篇文本组成。紧随其后的还有1786年1月以及作为续篇的1788年春季发表的另外两篇围绕同一主题的论文。第一篇文本（《普遍历史观念》）以命题形式正面勾勒了先验唯心论的历史方法论。第二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在启蒙的自我理解中确立了普遍历史问题的时代历史定位（该文将在接下来的时论著作章节中进行介绍）。第三篇（对赫尔德著作的书评）则具有批判性质，此前其他著作已间接包含了与对立立场的论争。这些历史哲学论著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1785）处于平行地位，因为它们与后者一样，旨在通过应用于具体学科来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检验与支柱，只不过除了自然形而上学之外，这里面对普遍历史的是判断力。对于《判断力批判》而言，在面对艺术与生物学时，先验预备学与专业学科之间已不再需要形而上学作为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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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

这部以九条命题形式写就的著作于1784年11月发表在《柏林月刊》上，旨在展示先验哲学作为普遍历史理论之方法论原则的适用性。其根本主题被规定为普遍历史的规律性问题：在人类杂乱无章的观念与行动聚合体背后，是否存在着类似于数理自然科学规律那样的法则，以保证族类的历史。“因为，在无理性的自然王国中赞美并推荐人们去观照创造的荣耀与智慧，而这包含了这一切之目的的至高智慧的大剧场部分——人类族类的历史——却始终应当是对它的一项不绝的反驳，这又有什么用呢？”（《全集》第VIII卷，第30页）。黑格尔在其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重申了这一思想。康德通过两个视角落实验证并化解了这一问题。其一是关于有机进程概念的普遍目的论。“一个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要有一朝完全地且合目的地展开出来”（《全集》第VIII卷，第18页）。其二是对人类族类通过自身劳动进行历史性自我创造的唯心主义表述。康德立足于英国国民经济学（斯密、弗格森）的立场，他亲自指出了个人自由、市民所有制、工商业的历史功能。内在的历史动力源于一种关于人体内对抗性力量的人类学，即“非社会的社会性之对抗”（《全集》第VIII卷，第20页）。与走向社会化与和谐的倾向相对立的，是个人排斥他人的生产性利己心。吸引与排斥的力学机制在此清晰可见。由此，从生产性利己心之中展开出一种客观必然性，即通过对社会生活条件的理性反思来日益调和矛盾，首要的

方式便是通过契约法权形式确立个人与政治关系。这既关涉到自由个体之间宪政法权上的利益调和，同样也关涉到陷入战争和不断加重的军备负担的各国向国际联盟（Völkerbund）的过渡。康德的对抗思想在某些段落中达到了最深邃的洞见，在这些段落中，康德带着路德式的目光审视人性中的恶，并立足于新型社会利益冲突的经验，勾勒出一幅冷峻的人性图景：“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当他生活在同类的其他人之中时，需要一个主人。”“用造成人的这种弯曲的木料，是造不出任何完全笔直的东西来的”（《全集》第VIII卷，第23页）。正是这种消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迫使人们不断趋近——尽管永远无法达到最终状态——一个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共和制宪政社会。康德在卢梭的意义上发问，旨在吸收并同时化解卢梭的文明批判：“对我们族类而言如此天然的纷争，最终是否会在一种无论多么文明的状况下为我们准备下一座灾祸的地狱”。他回答道：“这大致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假定自然设施在局部是合目的性的，而在整体上却是无目的的，这难道是合乎理性的吗？”（《全集》第VIII卷，第25页）。《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概念除了在生物学中，也在历史哲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且在文本时序上早于前者）。由此，普遍历史的逻辑地位亦得以确立。这九条命题既非构成性的，亦非道德上提出要求的，而是范导性的方法论原则。康德历史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即凝聚于此。这是将先验方法拓展至世界历史的问题领域。目的论-有机论术语绝不意味着自然主义的历史概念。相反，康德将自然与社会中的一切发展都思考为通过化解矛盾而展开禀赋的内在过程。因此，门德尔松关于将进步思想集中于族类历史层面的批判并未击中康德。康德极其坚定地将个体置于道德-实践的公设之下。但他思考社会的进程时并未遵循相同的逻辑程序，而是将其作为范导性理念，以至于个体性如同每一个经验展开阶段一样，仅代表着一种象征性的实现。在发表该历史论文

四年之后，康德在一篇专门的论文中再次阐述了目的论问题的方法论功能。该文关涉在预设人类族类统一性的前提下人类各色人种的多样性问题。文末，他谈到了目的概念的普遍方法论功能。在关涉自然时，目的概念始终受到经验的制约。然而在自由领域，目的乃是“一种纯粹实践的目的论，即道德”，它“注定要在世界上实现其目的”。但这必须以该目的在总体事件进程中的可能性为前提（《论在哲学中运用目的论原则》，《全集》第VIII卷，第182页以下）。唯有如此，方能赋予“纯粹实践目的论以关涉对象可能性的客观实在性”。因此，普遍历史如同一个自然过程一样，按照范导性的目的论判断力被思考为道德-实践理念实现可能性的必要补充。世界历史乃是这样一个对象：在先验原则下它可以被如此思考，从而使实践目的论得以自我实现。因此，康德亦将道德的实现——作为社会的而非仅仅个体道德的过程——确立为普遍历史的趋势。普遍历史构成了实践理性如同“自然过程”一般的客观实现场域。“只要人们忽略了我们族类尚待攀登的这最后一个台阶，卢梭在偏爱野蛮人状态时就并非全无道理。我们在极高程度上通过艺术和科学受到了教化（cultiviert）。我们通过各种社会客套与体面而文明化（civilisirt）到了令人不堪其累的程度；但是要认为我们已经道德化（moralisirt）了，那还相差甚远。因为道德性的理念依然属于文化”（《全集》第VIII卷，第26页）。为了建构先验理论，道德需要宪政自由的社会现实。康德将他那个时代的市民社会视为一种尚处于展开之中的社会生活形态，因此“在经历了多次改造性的革命之后，大自然的至高意图——一个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作为人类族类一切原始禀赋得以开发的母胎——终将在某一天得以实现”（《全集》第VIII卷，第28页）。在康德那里，启蒙的历史进步思想不仅与有机目的论相关，而且同样置于实践理性理念的视野之下。

在此意义上，每一项历史进步既是直接真实的，同时也是一个永远无法直接实现的理念总体的象征性实现。先验唯心论的进步概念通过这一双重内涵深化了启蒙至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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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1785）

第一篇书评与《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的正面论点相得益彰，几乎构成了针对康德所拒斥的人类学-实质性历史哲学的批判性补充。康德的核心问题是：究竟是采用人类学方式构建普遍历史——这不可避免地会将社会的历史性混淆于生物学与思辨-设定式的理解中，却错误地表述为“人”的历史性；还是将社会的历史（亦即族类而非个体的历史）理解为通过充满矛盾、但始终属于社会内在的文明化进程，摆脱所谓大自然的“粗野”与原始林莽状态的自我磨砺。在促使康德决心撰文批判其前学生赫尔德这一对立观点的背景中，还包含着一件发生在十年前的往事。1774年，康德收到了赫尔德在1772年经历宗教转变后（从神学自由思想者转变为近乎神秘主义的热狂鼓吹者）的一部代表作（《人类族类最古老的文献》，1774）。该书构成了伴随狂飙突进运动向历史哲学扩展的充满想象力的构想之一。赫尔德认为，在圣经中上帝创世的七日工程中，蕴含着犹太人对某种神秘-象形

文字智慧的阐释，所有科学与技艺（工商业）最初都源于这种智慧。针对赫尔德的著作，康德致信哈曼写道：“作者的主题是：去证明上帝亲自在语言和文字中、并通过语言和文字在一切知识或科学的发端中教导了最初的人类”（1774年4月8日）。他在狂飙突进运动的诗歌、历史观和宗教性的狂放情感主义中，看到了对自由意识的伪造——这种意识虚妄地自诩拥有个体自律（“原力天才”）的体验式直接性，而在现实中却脱离了当下的宪政法权任务，虚幻地试图将体验式的私人道德结构拓展至整个社会，并由此在现实中退回到了掩盖在个人关系欺骗性外衣下的社会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本属于封建社会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在读完赫尔德的著作后，他请求哈曼为他解释这一狂热建构的意义，因为他自己无法理解：“但尽可能用人类的语言。因为我这个可怜的尘世之子根本就没有被构造去理解直观理性的神圣语言。只要能按照逻辑规则用通俗概念向我逐字拼读出来的东西，我大致还是能够领会的”（1774年4月6日）。除了对“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式倒退解释的愤慨之外，康德更激愤于那种巧妙潜入现代历史意识之中的古老方法论神秘化：在面对历史对象时，将时间的发端思考为具备完满性的总体，并将一切历史运动的时间纽带彻底颠倒过来。因为在现实中，时间中的运动乃是从初级形式走向事物本身的真正成熟。这也适用于对一切将思想史关联向后回溯解释为所谓“世俗化”观点的反思。康德应新创办的《大众文学报》（1784）主编C. G. 许茨之请，撰写了对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第一卷（第1部，1784）的书评。1785年1月发表了对第一部分的书评，11月发表了对第二部分的书评。康德在历史理论领域发起了一场论战，这表明他是何等深刻地将自己的历史哲学论著视为对德国盛期启蒙运动自我理解中根本问题的表态。早在1785年2月，

K. L. 赖因霍尔德（1758–1825）便以一位牧师致《德意志水星》主编的书信形式，匿名发表了一篇为赫尔德辩护以反驳康德的文章。在这家由其岳父维兰德主编的同一刊物上（自1785年5月起），这位早年（1772）维也纳耶稣会见习修道士、后来的共济会圈子参与者（1781），于1786/87年发表了八篇《论康德哲学的书信》，这是推动《纯粹理性批判》早期获得公认与传播的重要著述之一。不久之后，他将先验哲学改造成了所谓的“要素哲学”（《人类表象能力新论试探》，1789），随后先是赞赏费希特的哲学（1797），后又赞赏巴尔迪利（Bardili）的哲学（1801），将其视为哲学的终极改革。康德与这位短暂却功不可没的追随者之间的交往，正是始于一篇捍卫对赫尔德之批判的答辩，该文发表于1785年3月（《全集》第VIII卷，第56–58页）。《思想》全书四部的出版随后延续于1784至1791年间。此后各部康德未再撰写书评。

赫尔德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思想应用于历史。人是自然等级阶梯中的中介造物，但却是尘世生灵的顶峰。在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精神生灵的王国。人类学构造由地球在天体中的中介位置所决定。整个世界呈现为一个由无形组织力量所造就的有形躯体的等级王国。赫尔德继承了莱布尼茨与文艺复兴泛神论的传统，在后者看来，人是尘世世界与理念世界的汇聚点，并作为这种汇聚点而成为整个物质与精神宇宙的微观宇宙（Mikrokosmos）。在其《自然通史》（1755）末尾，康德自己也曾做出过此类思辨（《全集》第I卷，第349页以下）。赫尔德思想中伴随的批判唯心论的维度（正是这些维度吸引了歌德对赫尔德著作的关注），以及与赫尔德批判法国启蒙历史主义精英色彩相联系的方面，在此不作赘述。

康德在赫尔德理论的第一部预备性部分中，就已经洞察到了那种旨在应用于普遍历史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以及感性世界与可理知世界的勾连。赫尔德从世界上从最基础的物质到有机物、心灵直至超尘世的

纯粹精神神圣力量的组织等级阶梯出发。这在历史哲学语境中恢复了“理性心理学”（psychologia rationalis）与“理性神学”（theologia rationalis）。因此，康德接受书评邀请是顺理成章的。他撰写此文，是将自己在《批判》辩证论部分中以体系形式批判过的观点，延续扩展至这一专门领域。在他看来，借此揭示出一种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哲学世界观究竟会在何种分支蔓延与表面看似合理的资料堆砌中展现自身，似乎是极为适宜的。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这篇通篇持否定态度并令赫尔德深感不悦的书评，一开始便对一种无力达到分析精确性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刻画。大胆想象力的类比取代了“在概念规定上的逻辑精准、对基本原理的审慎区分与检验”等等（《全集》第VIII卷，第45页）。赫尔德的泛神论人类学试图“从与物质自然构成的类比”、尤其是独立有机力量的作用出发，甚至直接从“通过在自然标本室中将人类骨骼与其他动物物种进行比较”（《全集》第VIII卷，第52页以下、第56页）来解释人类历史；针对这种人类学，康德针锋相对地确立了人“借以展现其品格的行动”原则（《全集》第VIII卷，第56页）。在赫尔德的宏图计划中，康德并未察觉到合理的古人类学倾向。他所看到的是一种企图：即通过思辨类比，将尘世之物与超尘世之物作为实在性融合进启蒙的历史观之中，使人们可以像谈论经验世界那样去谈论它们。赫尔德的构想设想了一种从物质经由动物物种、人类直至全盘奠基于超验基础的演化理论，这“将引向某些如此庞大骇人的理念，以至于理性在它们面前都会为之战栗”（《全集》第VIII卷，第54页）。康德历史哲学的重心在于排斥将“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作为普遍历史构建的要素。取而代之的是，他确立了先验逻辑的内在性，这种先验逻辑按照道德-实践理性的理念进行范导——并因此在应用中作为目的论判断力——来阐释人的“行动”，这些行动揭示出人作为能动-社会性存在者、而非普遍人类学-有机体存在者的“品格”。

康德把握整个主题并拒斥赫尔德进路的语境，

最容易从书评的附录以及对赖因霍尔德批评的扩展回应中看清。他之所以拒绝这种人类学构建，是因为它要么导向唯物论，要么像在赫尔德那里一样，作为隐蔽的自然主义导向神学超验性。关于历史哲学的自然主义奠基，康德明确表示（附带提及他自认为对人类学的资料相当熟悉），赫尔德赋予它的“分量超越了它所能承受的限度”（《全集》第VIII卷，第56页以下）。对赫尔德著作前两部的书评，除了引发理性的实质对立之外，还促使赫尔德在其抨击康德哲学的论战中表现出极度的尖锐与愤慨（《知性与经验。理性与语言。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元批判》，1799）。

参考文献

Riedel, M.: Historismus und Kritizismus. Kants Streit mit G. Forster und J. G. Herder, in: KS 72 (1982), S. 41–57.

人类历史开端的推测（1786）

康德的第四篇历史哲学研究（1786年1月刊于《柏林月刊》）对前述论著进行了补充，试图表明康德的历史哲学原则与《创世记》第2至6章的圣经历史记述是相一致的。然而，这仅仅构成了康德重申其根本思想的外在框架——即人类族类依靠自身能动性，通过自身活动从其原始自然的粗野状态中摆脱出来，走向对理性愈加广泛的运用。该文构成了对赫尔德、同时也对卢梭历史哲学的真正反驳之作。在方法论结构上，它类似于早期的《自然通史》，是在预设各种物质条件的前提下对历史进程所做的一种逻辑-发生学构建；只不过这里不再是弥散的物质、万有引力等，而是获取食物的本能、繁衍本能以及思维存在者的规划性前瞻。理性是决定性的自然禀赋，在此意义上，普遍历史就是一部自我形塑

之自由的历史（《全集》第VIII卷，第109页）。关涉到卢梭（文中提及了卢梭的两篇《论文》），康德恰恰将卢梭所哀叹的不幸与纷争侵入人类历史的过程，呈现为一种生产性的消极性。他承认卢梭对私有财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不平等的批判，但他将这一阶段置于一个中间时期——即在形成具有城市化组织的农耕与手工业社会之前，早期游牧民族处于大致平等的原始时期之后。巨大的不平等、封建统治以及国家间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属于一种“只要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盲目盲从地推进（这在一段漫长时期内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便必然存在的文化。摆在面前的尚有市民宪政国家与高度发达文化的时代，“以便使人类作为伦理族类的禀赋适当地发展以符合其使命”，“直到完美的技艺再次回归自然”，正如用一句令人联想起席勒的措辞所表达的那样（《全集》第VIII卷，第116页以下）。

康德针对卢梭以及狂飙突进运动对卢梭的崇拜强调指出：自然概念、对自然人的崇拜，并不适合作为批判文明的底色衬托。人的“自然”既指我们依据某一动物物种的生物学构造，同时也指人类族类通过物质生产力提升与社会生活方式法权化诸阶段实现历史性自我创造的禀赋。该文旨在表明，运用历史概念的先验唯心论方法论，完全能够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期。

该文本鲜明地体现了康德晚年写作风格的独特性。康德写下其思想时宛如在撰写单独的片段或命题，然后将其逐一排列。这篇仅有十五页的短论包含一个主要部分，其后附有一条注释，之后是一个结论，最后是一条结束附注，此外还有一篇长达约两页文本的脚注。然而，该文绝不具有私人笔记或反思录的性质。康德依然在分析性概念、内在逻辑论证以及自觉的公共交流修辞中保持着充分的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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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哲学中运用目的论原则（1788）

在康德对当时地理学、人类学与心理学文献的广博了解中，引出了人类各种族差异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科学论题。种族差异可能会对统一的人类理念及其自由进步的历史提出质疑。在预设统一的人类族类的前提下，康德曾就种族差异问题撰写了三篇论文：《论人类的不同种族》（1775）、《人类种族概念的规定》（1785），以及针对G. 福斯特（G. Forster）否定康德用自然目的论解释在种族差异下人类统一性的反驳文章（《再论人类种族》，刊于维兰德的《德意志水星》，1786），撰写了将自然史问题在历史理论上进行总结的论文《论在哲学中运用目的论原则》（1788）。借此文，康德同时也满足了赖因霍尔德的愿望，即公开对其《论康德哲学的书信》（刊于1786/87年《水星》）做出肯定性评价，“向我出具一份简单的证明，确认我已经理解了《纯粹理性批判》”（赖因霍尔德致康德，1787年10月12日；赖因霍尔德在信中同时坦承自己就是匿名批评康德书评赫尔德的作者）。种族论题中一个直至今日仍属核心的衍生问题，源于对各不同种族是否真正代表不同人类物种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当时，人们常由此引申出为奴隶制辩护的结论。因此，康德在第二篇论文中表述其核心论点：“唯有当我们假定，在单一原始根干的胚芽中必然已经蕴含着适应所有这些经典差异的禀赋，以便使该根干适合于逐渐移居至不同纬度地域时，才能理解：为何当这些禀赋随着机缘并依此而不同地展开时，会产生出不同类别的人

类”（《全集》第VIII卷，第98页以下）。康德排除了最初存在多种不同人类根干的可能性，并援引布丰（Buffon）的法则：族类的统一性体现在繁衍力量的统一性中，因此凡是能共同繁育具有生育能力后代的动物均属于同一物种。在通过变异解释人类原初根干的演变时，康德吸纳了当代人类学中的气候理论，孟德斯鸠（1689–1755）早在早期启蒙运动中就已将这种气候理论的反神学功能确立在普遍历史思维之中。通过对光照和空气差异的适应，种族差异得以形成，然而所有这些差异在人类族类中仿佛都已预先形成（präformiert）。因此，人类的构造适应于地球上的所有气候。福斯特仅承认两个种族，即非洲人种与其余所有人类人种。此外，他否定了人类具有统一的原始根干，并最终抨击了康德关于有机自然的目的论原则。他主张一切有机结构的产生只能通过物理学和地质学来解释。针对无机自然的过程与因果概念，康德以有机中心规定性的范导性判断力的质的特殊性进行了反驳。否则，为了解释植物和动物的起源与发展，人们就不得不逃遁至“超级形而上学家”的思辨根本力量之中，“在不知不觉中从自然科学家的沃土迷失到形而上学的荒漠中”（《全集》第VIII卷，第180页）。他并未断然宣称福斯特关于无机自然因素作为有机过程之原因的机械唯物主义主张是绝不可能的。他只是在其判断力逻辑的意义上指出，此类原因对于人类认识的经验条件而言是不可认识的。人们固然可以在无机物质中假定能够产生有机物质的力量，但它们对我们而言始终是隐秘不显的。若我们想要坚持承认经验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那么针对有机自然，我们就被限定在目的论认识原则之上。

3 时论著作

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1784）

源自古老教会赞美诗的诗句：“美丽天光之主啊，照亮你的天空吧！”在18世纪的历程中获得了日益广泛的教育学、道德、智识与宪政法权意义。国家对其公民启蒙的责任问题被提了出来，并得到了康德的坚决肯定。对于绝对君主制而言，这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承担维护国家权力并为此对公民安全负责的职责。柏林科学院在1778年悬赏征文，题目为：欺骗平民百姓、引诱其陷入新谬误或维持其旧有习俗，是否对他们有益？这一带有深刻反讽意味的问题本是出于严肃探讨，其评审结果也颇具意味：奖项由一篇赞成和一篇反对的论文平分秋色。在门德尔松、K. G. 斯瓦雷斯（K. G. Svarez）、F. 格狄克（F. Gedike）、E. F. 克莱因（E. F. Klein）、J. K. W. 默森（J. K. W. Möhsen）等知识分子与官员所属的柏林周三聚会（Berliner Mittwochsgesellschaft）中，1780年代初曾探讨过这一问题：这个圈子对于人人挂在嘴边的“启蒙”究竟应当作何理解？讨论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于思想自由与国家理性（Staatsräson）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参见 Ciafardone 1983）。门德尔松就所提出问题提交了一份表决意见，随后发表于《柏林月刊》9月号上，题为《论问题：何谓启蒙？》。该解答与康德刊登在该刊12月号上的简短论著截然不同。通过与门德尔松卓越思路的对比，最能理解康德的侧重点。康德专注于单一核心要点。门德尔松则权衡各方维度，兼顾利弊与难点。他从“启蒙”（Aufklärung）、“文化”（Kultur）、“教化/形成”（Bildung）的三元关系出发，但进行了极为精细的区分，并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置：“教化分为文化与启蒙。前者似乎更多关涉实践，关涉手工业、艺术与社交习俗中的优良、精细与美（客观上）；关涉前者中的熟练、勤勉与技巧，以及后者中的偏好、冲动与习

惯（主观上）……相反，启蒙似乎更多涉及理论。涉及理性的认识（客观上）与进行理性思考的熟练能力（主观上）。”这份措辞审慎而又做出决断性分类的纲领性文稿，继续引用引导德国启蒙运动的施佩纳（Spener）名言：“我始终将人的使命设定为我们一切追求与努力的尺度与目标，设定为我们若不想迷失方向就必须注视的焦点。”对于不同阶层而言，至关重要的真实行业启蒙与精神启蒙各不相同。由此，门德尔松进而探讨了人的本质使命与作为公民的使命相一致的任务，并且“倘若国家不得不承认”二者无法调和，那“国家就是不幸的”。在此，不可剥夺的人的基本权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若无人权的实质保障，公民权事实上便无从谈起。启蒙对于人的使命是不可或缺的。当必然性铸造锁链以压迫人性时：“此时哲学应当把手放在嘴上！”哲学应当拒绝成为压迫的帮凶，并以保持沉默予以警示。门德尔松使用形而上学术语“败坏”（corruptio）来指代宪制的堕落。在临近结尾处，这篇目光敏锐的文本吸纳了反启蒙者的意识形态，并将其转化为启蒙者容易忽视的问题，进而用来反制启蒙之敌：“对启蒙的滥用会削弱道德情感，导致顽固、利己主义、非宗教与无政府状态。”门德尔松在结语中，重新将他在开篇时于方法论上予以分离的文化与启蒙结合起来。凡是二者齐头并进之处，民族的福祉就会提升，并免于专制法律的虚假必然性。二者一旦分离，败坏的危险就会上升，甚至这种败坏正是由启蒙本身所带来的（Mendelssohn, Über die Frage: was heißt aufklären?, 载于：Ges. Schriften, Bd. 6/1, hg. v. I. Elbogen u. a.,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81, S. 114–119）。

康德将整个主题完全聚焦于将启蒙视为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确切地说是人的一种方法论行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身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他人引导便无法运用自身知性的无能……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

知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全集》第VIII卷，第35页）。贺拉斯的 sapere aude（勇于求知）构成了人文主义教化概念的恒常表达，墨兰顿（Melanchthon）在维滕贝格大学就职演说（《论学科改革的演说》，1518）中就曾使用过它。康德在紧接着的湍急思想流转中将其功能改造，进而论及自主思考前的安逸、怠惰与怯懦，直至由上层操控的认为自主思考具有危险性的偏见：“对此，那些极其仁慈地承担起最高监护责任的监护人们自会予以关照。在首先使他们的家畜变蠢、并小心翼翼地防止这些温顺的生灵迈出关押它们的学步车一步之后，他们随后便向它们指出：如果它们试图独自迈步，等待着它们的危险将会怎样”（《全集》第VIII卷，第35页）。康德在此奏响了坚决反对专制主义的语言基调，这种基调在整体上属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共和主义一翼。作为一切进一步进步之载体的个体精神自由，完全被视作人的社会构成与潜能。自由思想会改变民族的情感方式，并进而上升为政府的自由主义原则。其发挥作用的序列走向通过自由公共领域实现彻底思维方式的改良主义社会功能：不是革命——革命只会将新偏见与旧偏见结合起来“作为无思想的乌合之众的牵引带”——而是“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全集》第VIII卷，第36页）。康德的所有历史哲学著作都闪耀着这种对一个由拥有自觉意志与智识的自由公民组成的时代的自豪期许。根据18世纪首要是道德而非社会理论的问题设定，康德将智识与意志姿态高度结合的主导术语是人与公民的“成熟”（Mündigkeit）。共和主义倾向的强劲动力元素在于决绝地将一切进步奠基于个体的思想自由之中。不仅在宗教事务中，即便在关涉“立法”时，“允许其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也是没有危险的”（《全集》第VIII卷，第41页）。这针对的是身居官职的专业人员，要求他们不得再逃避自主思考的责任。

在下一步骤中，在日益分工明确的社会中，自由思想被规定为理性的公开运用，尤其是通过学

者。康德将置身于文学公共领域媒介中的社会与官僚制国家剥离开来；这是在方法论水准上朝着英法启蒙国民经济学方向迈出的关键理论步伐，即在市民社会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去理解国家。理性的私下运用是指在体制之内的行为，如牧师在教会中、法学家作为官员的行为。其重心在于所有官员“必须始终自由的理性的公开运用”，此时他们作为学者“面对整个读者世界的公众”发声（《全集》第VIII卷，第37页）。在接下来的思想步骤中，康德探讨了自由的公开思考与官员职务思考之间的形式对立可能导致的后果。一个“教士团体”或其他世袭的贵族精英（康德使用了荷兰术语“Classis”[阶级/教区议会]）是否可以宣誓约束于某种不可更改的信条，从而使对人民的最高监护永久化？“我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旨在使人类族类永远与一切进一步的启蒙相隔绝而订立的契约，是彻底无效且不可成立的……这将是一场反人类本性的罪行……因此后代完全有权将那些决议作为以未经授权和亵渎神圣的方式做出的决定予以废除”（《全集》第VIII卷，第39页）。在文本的这第三个结语阶梯中，凝聚了关于自主思考之成熟与公开运用理性的整个思路中直接实践性、近乎呼吁性的核心点：康德将国家与教会中身居要职的责任承担者作为其文本界定启蒙自我规定的社会受众，旨在通过理论上贯彻始终的、面向问题的专业思考，来化解一方面由官方传统带来的停滞与另一方面由理论带来的进步之间的死结。实践呼吁的旨趣即在于此，在此他将怠惰与怯懦指斥为社会性的特征与祸根。在文本的这部分结语中，包含着其具有实践指向的核心。在经历了整整两代人意识到启蒙存在且应当存在的自觉之后，个体的思想自由获得了对当下起决定作用的社会阶层的精准界定。

在尾声中，康德以我们如今是否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这一问题作结。“回答是：不！但确实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之中”（《全集》第VIII卷，第40页）。因此，康德的启蒙概念不是一个体系、流派或时代的概念，而是通过公民责任与理论前瞻（特别是在具备专业知识的责任承担者那里）实现的一种新型且内在的社会动力学概念。来自柯尼斯堡的这一就当下论题的发声，清晰地聚焦于1780年代中期特定格局下的社会-实践核心点。专制主义统治者陷入了动摇。经过几代人在法权理论、神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中的启蒙积蓄，改革力量的潜能无比巨大。关键在于利用这股积聚起来的力量推动宪政改革——并且由受过教育的官员明智地亲自运用它，以使思维方式的改革持久化，并排除政治革命中具有反弹效应的非理性因素。

德国晚期启蒙运动中对该问题的这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表述差异，展现了该时期思想运动的丰富性；从总体上看，该时期构成了1800年以来德意志各邦改革时期的思想准备阶段。康德从社会-实践层面思考，并标示出变革的枢纽。他在随后的时论实践著作中牢牢坚持了这一构想的脉络。若审视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段落，这以令人瞩目的方式与康德的体系理论融为一体。1786年10月，在出于极其具体、近乎策略性的考量下，他在《柏林月刊》上重申道：“自主思考意味着在自身之中（即在自己的理性之中）寻求真理的最高试金石；而始终自主思考的准则，就是启蒙”（《何谓在思考中确定方向？》，《全集》第VIII卷，第146页）。这“自己的”理性当然始终也是每个人所分有的“理性”本身。文中接着写道，启蒙了的理性就是批判，“是在运用其认识能力中的一条消极原则”。道德-实践理性的先天逻辑综合在此发挥了作用：“运用自己的理性，无非是说在人们应当承认的一切事情上叩问自身：将人们承认某事的根据，或者

将从人们所承认之物中得出的规则，作为其理性运用的普遍原则，是否切实可行”（同上）。

康德所使用的“学步车”（Gängelwagen）一词，亦包括“学步绳”（Gängelband），这回溯到了启蒙思维的教育学基调。“Gängeln”（搀引）、“Gängelband”（学步牵引带）、“Gängelbank”（学步车椅）、“Gängelstuhl”（学步椅）等，是18世纪源自育儿室的极为普及、通俗的词汇，通过隐喻扩展获得了批判与解放的内涵。路德曾说过：“基督必须像母亲或女仆搀引孩子那样搀引我们”（关于该语境参见 J. u. W. Grimm: Deutsches Wörterbuch, Bd. IV, I, 1）。学步车或学步椅是一种装有滚轮的支架，孩子们可以直立其上并向前推动自身。因此，这一比喻意指将成年的公民当作儿童对待，或者将其视作“活的学步车”——正如夸美纽斯（Comenius）所言，除非有人推动它们，否则它们自己无法行走（参见 Borchardt, W. u. a.: Die sprichwörtlichen Redensarten im deutschen Volksmund nach Sinn und Ursprung erläutert, Leipzig 1888, 61925, 重印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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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籍非法重印（1785）

康德试图对屡遭探讨的非法重印书籍这一主题进行精准界定——路德早就提出过版权思想以打击盗印书籍。受损害的并非作者的精神所有权，因为后者根本无法通过盗印而被剥夺。出版商对其所有权的权利（出版商以此进行商业交易），应当通过一个“理性推论”来予以确立（《全集》第VIII卷，第79页以下）。该论文鲜明地展现了康德关于法权对于一个精神私有财产被市场赋予商品属性的社会所具有的崇高功能的坚定信念。克服普遍盗印现象的最关键一步，直到1825年莱比锡“德国图书贸易协会”（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成立才真正迈出；此前由政府向出版商颁发特许权的做法对出版商而言成本高昂，且仅有短短数年期限，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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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在思考中确定方向？（1786）

这篇论文完全契合了1780与1790年代诸论著展示先验逻辑原则的丰硕成果及其文化哲学应用能力的趋势。应用论题包括阐明纯粹理性与超个体的共同体精神之间、进而与日常实践中所谓的健全人类常识、乃至人类直接习惯性的甚至纯生理-肉体层面的定向成就之间的诸中介层面。澄清这一点，构成了该文的主题与成就。

将这一在理论上要求极高、且属于康德主义结构性难题的中介疑难，视作先验方法向现实生活的妥协投降，以便由此引申出对先验唯心论与共和主义的生命哲学式解构，这是完全偏颇且刻意的。理论抽象与现成经验数据（在自然科学中）以及生活实践经验世界，在表面上（prima facie）总是相互冲突的。关键只在于不要用一个把握世界的层面去取消另一个层面。在社会现实中，康德正确地看到了：对在未经中介的知觉中所强加的对整体联系之扭曲倒影的肯定，成了引入思辨与虚幻基本假定的支撑工具；这些假定通常借助令人振奋的传统权威分量，向社会的精神与政治动力推荐——亦即实际上阻挠——某些经受考验的、因为是原初既定的秩序模式。

康德依据“普通人类理性”在作为其“现代”（即18世纪末）所分化成的各个看似相互孤立的生活领域中的定向概念，展开了上述中介问题。由于该文本形式上是康德（应比斯特为《柏林月刊》之请）就雅可比与门德尔松关于莱辛斯宾诺莎主义和无神论的论争（即所谓的“泛神论论争”）所表明的立场，康德的问题设定证明了他对盛期启蒙意识之根本危机的深刻理解。康德表明，先验逻辑功能与始终忠实于经验的观察之间的中介，创造了经验统一性的层面，该层面在生活实践的定向中同样指明了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与思辨的“狂想”和“幻影”（《全集》第VIII卷，第137页）之间的道路。关于上帝、至善、主体道德-实践理想性（即自由）的思想，无法通过本体论论据（门德尔松）或狂热抒发式的论据（雅可比）来确证。在人类至高尊严视野下人的道德理想性之内在理性逻辑，作为“理性在实践运用中的需要”，导向了作为道德立法者的原初存在者意义上的上帝概念。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思考，“并非因为我们想要

做出评判，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做出评判”（《全集》第VIII卷，第139页）。此外，“理性在向感官显现的世界诸原因中（或者至少与那些向感官显现的原因属于同一种类者中），已经获得了足够充实的工作，完全无需为了这一目的而借助纯粹精神性自然存在者的影响”（《全集》第VIII卷，第137页）。

该文发生学-现象学式地展开了定向层面的中介问题：肉体定向、地理定向、数学-空间定向，以及最终的抽象-理论定向。文化哲学上的核心要点在于日常实践理性对对象的执着与超感性“对象”之间的脱节与中介。这是“理性之需要的权利”，以便“在无边无际且对我们而言充斥着浓重黑夜的超感性空间中……确定方向”（《全集》第VIII卷，第137页）。单凭单纯的概念或对精神实体声称拥有的最内在的情感，根本无济于事。无论是门德尔松还是斯宾诺莎主义和情感哲学均未能消除的根本谬误，恰恰在于将这种超感性实在性物化-对象化地奠基为可通过情感经验到的、或（构成对象的）可知的精神实体实在性。这导致了通过启示或权威确立上帝概念。针对形而上学的“理性神学”以及雅可比/哈曼式的信仰哲学，康德提出了实践-道德理性的“理性信仰”（Vernunftglaube）。康德运用先验唯心论对当时所有理论与宗教思潮的中介成就展开论证。人从当下生存的直接性中被提升出来这一事实被承认为一项难题，但在解析个体赖以生活的社会联系的条件下，这一难题被置于对历史内在过程的理论开发之中。

康德发现自己处于既不能赞同前者也不能赞同后者的境地。然而，在拒斥信仰哲学以及承认体系理性在文化自我理解中的功能方面，他与门德尔松是一致的。其思路包含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康德针对门德尔松的《晨祷》（1785），重申了形而上学上帝证明的不可能性。对于非经验-直观的对象，不能以理论命题的形式来处理，而只能按照实践理性的逻辑，遵循思维所

必然要求的公设来确定方向。康德称此为人类在思考中确定方向所不可剥夺的能力（《全集》第VIII卷，第137页）。他将实践-道德的上帝概念归入此类。作为对立立场，他探讨了雅可比的情感哲学与泛神论，在他看来，这代表了狂飙突进运动批判理性的天才崇拜。

康德并未察觉到狂飙突进运动中、特别是在泛神论问题中所表达的新阶段市民自我意识的真正问题症结所在。此时，年轻一代在解放思想中引入了特定领域的新分量，例如在强调非唯智主义功能的文学与艺术，以及对情感的人这一不能从自然主义角度把握的概念，该概念界定了一种具有自身特质、遥遥领先且非官方特许的解放人类学品格。这提升了人类生命表达的情感层面，提升了服从世界中激情的真实性，并前瞻性地触及了黑格尔自1803年起在德国理论谱系中为19世纪奠定的具有历史维度的对象性-实践行动概念。属于这一脉络的还有借助决非原始的斯宾诺莎主义而形成的新阶段自然-社会共生论，随后由谢林继承并在三月革命前夕哲学（费尔巴哈、M. 赫斯）中持续发挥作用。

斯宾诺莎主义直接导向狂热妄想（Schwärmerei），除了通过划定实践理性能力的“先天”（a priori）界限之外，没有任何可靠手段能将其连根拔除（《全集》第VIII卷，第143页）。在一条关于自主思考概念的注释中，康德再次阐明了他的启蒙概念——启蒙绝不在于博学多闻。运用自己的理性，无非是指在承认一切为真之事时叩问自身：自己所遵循的规则是否能用作理性运用的普遍原则（《全集》第VIII卷，第146页）。在一篇深刻有力、完全不带任何个人攻击的段落中，康德描绘了他所看到的由“对理性的攻击”——他如此称呼年轻一代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维形式的批判——所引发的种种危险。思考的自由，“我们在承受一切市民负担时所剩留的唯一瑰宝”（《全集》第VIII卷，第144页），若作为个体主义的、天才式的放纵，将导

致对法律的蔑视，从而激惹出外来立法更沉重的压迫；从天才式的狂热中将产生出“理性向事实（Facta）的彻底屈服，这就是迷信”（《全集》第VIII卷，第145页）。最终，对康德在论文第一部分所勾勒的理性信仰的放弃，“将走向一种理性信仰的破灭，走向自由思想狂妄（Freigeisterei），亦即走向根本不再承认任何义务的原则。此时官方权威便介入其中……于是思想自由如果竟想独立于理性规律而行事，最终必将自我毁灭”（《全集》第VIII卷，第146页）。正如在其关于启蒙概念的命题中一样，康德在此同样从政治-实践角度进行思考。然而毫无疑问，他同样将理性视为一种始终切合现实、并以此几乎获得无瑕合法性之进步的秩序要素。

康德是在收到《柏林月刊》主编J. E. 比斯特的一封长信后不久撰写这篇论文的。比斯特在信中对雅可比的人格提出了严厉指责，详尽描绘了不仅针对门德尔松、而且针对整个柏林启蒙者圈子的攻击，并极力恳求康德挺身反对（1786年6月11日；此前比斯特致康德信：1785年11月8日；1786年3月6日）。雅可比将做作的哲学天才狂热指向所谓柏林启蒙运动的权威统治，比斯特希望“迄今执哲学牛耳”、并被思想界公众公认为可靠导师的男士们能够公开表明反对立场（《全集》第X卷，第431页）。他还补充指出，雅可比以何等危险的强加方式将其关于道德和上帝的思想描绘为符合《纯粹理性批判》，从而将康德拉向无神论边缘（为此康德插入了一条长注论述《批判》与斯宾诺莎主义的对立，《全集》第VIII卷，第143页）。最后，比斯特指出了柏林启蒙者因腓特烈二世预期去世而引发的忧虑：“这种变故，人们无法预料它究竟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更自由的思维方式？”（腓特烈二世那假虔诚、保守的侄子于腓特烈逝世之日[1786年8月17日]作为腓特烈·威廉二世继承了普鲁士王位。）在预期的政权更迭中，“倘若人们能够指责我们国家的第一哲学家以及整个哲学是在庇护独断

论无神论”，那么“崇高事业与个人”（即康德）都可能面临危险（《全集》第X卷，第433页）。毫无疑问，康德是在比斯特来信的促动下撰写其文本的。或许并非主要出于个人担忧，而是因为比斯特敏锐地指出情感哲学在批判理性时的出路乃是“不宽容地推荐接纳一种实定宗教（positive Religion），将其视为唯一必然的……出路”（用以取代作为启蒙教会宗教基础的理性宗教），并将其作为雅可比的结论告知了康德（《全集》第X卷，第430页）。引人瞩目的是，针对紧密依附于雅可比在泛神论论争中著作的狂飙突进运动情感哲学，康德的抵御完全没有任何人身攻击，保持着纯粹客观的学者风度：“具有精神才华和开阔胸怀的男士们，我敬重你们的才华，热爱你们的人类情感。但是，你们可曾深思熟虑过你们所做的是什么，你们对理性的攻击究竟意欲何为？”（《全集》第VIII卷，第144页）。此外，康德避免对任何可能被视为属于柏林启蒙者立场的思想进行直接辩护。他不想以启蒙理论家某一派系代表的姿态出现。尽管如此，对“雅可比式做作的天才狂热怪想”（致赫兹，1786年4月7日）的抵制是坚决彻底的。门德尔松的形而上学与理性神学虽然已被《批判》所摧毁，但康德仍对其功绩给予了肯定：“他坚持在此处一如在一切地方一样，决不在别处、而唯独在理性中寻求判断之可采纳性的终极试金石”（《全集》第VIII卷，第140页）。比斯特信中所写的那种伴随着对理性绝望的实定宗教信仰倾向，对康德而言在周围环境中已屡见不鲜。哈曼在致雅可比的信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这种批判理性的情绪：“人算什么，上帝竟顾念他！我们的功德与尊严决不可能打动他。他无根据的怜悯是我们在生与死中唯一可以倚靠的；而——这对我们理性信仰的眩晕而言是何等的深渊啊！”“信仰并非人人的物件，也不能像商品那样传播，而是我们内心的天国与地狱”（哈曼致雅可比，1787年3月10日，1787年4月30日，载于：F. H. Jacobi’s Werke, hg. v. F. Roth, Bd. IV/3, Leipzig 1819, S. 328, 358）。在康德理论中对宗教性作为文化现象的承认（完全抛开康德个人宗教信仰的严肃严峻方式不谈），正是要坚决拒斥将此类信仰之光作为理智对立面的做法——正如哈曼所说，若无此光，内外皆是一片漆黑。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启蒙”与“狂热妄想”（Schwärmerei）之间的对立，这一启蒙自我理解中的核心论题，在临近结尾处被康德所吸纳，这对理解一种绝非权威专制式的理性概念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情感性、即雅可比所谓作为世界关联基础的直接确定性，始终是沉默不语的。思考意味着交流，而思想自由若无言论与出版自由便无法存在：“倘若我们不是仿佛在与他人共同体的联系中思考——在其中我们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思想，他人也向我们传达他们的思想——那么我们究竟能思考多少，又能思考得多正确呢？”（《全集》第VIII卷，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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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L. H. 雅各布检验门德尔松〈晨祷〉的若干评论（1786）

在就雅可比与门德尔松之间的争论表明立场时，康德只是简短地驳斥了门德尔松新近尝试的上帝证明（《晨祷，或论上帝的存有》，1785）。他当时放弃了针对正遭受雅可比猛烈围攻的门德尔松展开专门论战，但在书信中却表达了坚决的批判意见。L. H. 雅各布（1759–1827）作为最早且最活跃的康德主义者之一，于1786年出版了《检验门德尔松的晨祷》，并曾在信中向康德报告说，书评界与其他舆论认为门德尔松的著作给康德的《批判》带来了“不小的打击”（1786年3月26日）。康德极力鼓励雅各布批评门德尔松的新作，并预告将就某一点寄去一篇稿件（1786年5月26日）。康德对雅各布著作的这篇附文表明，康德曾仔细研读过门德尔松的著作。他重申了关于二律背反与狂热妄想的理论——当理性就不可经验证实的物自身做出本体论断言时，便会陷入其中。对于康德关于所谓哲学对话的恰切且公开坦诚的理解而言，他在反驳门德尔松关于哲学学派争论大多只是字面之争的断言时所作的声明极具代表性：“相反，我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并坚称：在人们——尤其在哲学中——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事情中，决没有哪一场是以字面之争为基础的，而始终是关于事实的真正争论”（《全集》第VIII卷，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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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俗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毫无用处（1793）

这部由三部分组成的论文是先验哲学在文化哲学上的应用与确证的核心文本之一，它探讨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I）在道德理论中（针对加尔韦），（II）在国家法权中（针对霍布斯），以及（III）在世界公民意图的国际法权中（针对门德尔松）。康德反思了启蒙社会理论思维中的主要经验主义成分，并回应了一系列针对他彼时已确立的逻辑效力三分法类型的偏见。他特别针对加尔韦在其《论道德、文学与社会生活诸对象的几点尝试》（第1部，1792）中对康德的批判。加尔韦在其从幸福追求的优先性走向富有意义的世界概念、并进一步走向神的概念（第81页）的思想链条中，曾在一篇长篇即兴发挥中宣称：康德将追求事实上的幸福或成功与使自己配享有幸福的意向进行方法论区分，“理念的此类精细差异”是不适用的，因为“谈论幸福这一事物唯一可设想的目的完全是允许的”（第112、114页）。康德并未否定经验性追求成功的事实，而只是将道德反思确立在如下要求之上：即个体的利益必须与普遍可认可的准则视野相调和。在简要重申其关于通过判断力调解体系理论与实践之极端的思想，并指出在技术学科（机械、炮兵）中实践与理论关联的不言而喻性之后，康德指出：“哲学的耻辱在于，人们屡屡借口宣称：在哲学中可能正确的东西对实践却是无效的”。人们自以为“怀着盲目自大的智慧用鼹鼠的眼睛……能够比用赋予那受造来直立行走并仰望苍天的生灵的眼睛看得更远、更稳妥”。不仅对于以此为业的政客（如康德常说的那样），而且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那种将眼前直接呈现之物当作现实来接受的实践主义（Praktizismus），都令他深感愤慨。关涉道德与法权义务时，实践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其与作为基础的理论的相符性（《全集》第VIII卷，第277页）。纲领性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具有远见和根本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要素。康德以开阔的视野，为私人和商人（道德）、为政治家（政治）以及为世界公民（族类的历史），探讨了这一对于哲学而言具有根本意义的主题；这是先验唯心论从一开始就蕴含的又一个应用领域。康德对运用普适逻辑算法以驾驭市民社会演进的强调，切合了社会生活各领域摆脱传统束缚群体的个体体验性而走向客观普遍性的趋势，这种客观普遍性体现在个体在宪法与私法层面上订立契约能力的不断推进之中。

第一部分——以友好调和地抵御加尔韦对康德道德哲学之批判的形式——为康德关于自我负责个体的道德与法律行动及社会化理论的形式主义提供了论证，并展示了方法论形式主义对于奠定实质德性根据的必要性。类似于数理自然科学，康德就行动的目的论强调了遵循形式法则的准则之必要性（即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原则下，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相协调），并将此与行动的自然主义因果观相对立；后者认为自然本身所赋予的目的（“善”）能够提供社会化准则的基础，亦即在满足个体利益的视野下追求幸福的值得向往的状态。康德在

实质幸福伦理学中揭示出行动所指向的特定对象的优先性。在这一主-客关系之上，康德确立了一种普遍化的主-主关系，将其视为一切行动所必须预设的社会性。这就是“一切目的之总体的理念”——一个必须被预设为符合至高伦理目的的世界，在其中人被类比于神圣性而按照先天的先验原则被思考（《全集》第VIII卷，第280页）。康德将经验主义将对象关联置于社会的主-主关系之前的做法与相对主义的后果联系起来。人在各种冲动之间摇摆不定。这是“一切道德性的毁灭”（《全集》第VIII卷，第282、285、287页）。

第二部分阐述了康德在专制主义体制下的早期自由主义原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作为人是自由的，作为臣民与每一个他人是平等的，作为公民在国家中是独立的（《全集》第VIII卷，第290页）。康德通过与封建宪制（“父权政府”——“可设想的最大专制”）的对立展开了宪政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将公民（citoyens）的平等与“在财产数量和等级上的最大不平等”并列，仅废除各等级的世袭特权，并向所有等级的人开放通过才能与勤勉晋升至每一个阶层的道路。康德法权形而上学中这一在其他著作中罕见的集中体现的反封建内涵，在1793年的普鲁士表明：实践理性的先验主义表达了对1789年之后法国宪政发展的改革性吸纳。在一项具有充分理由可以被认为“一个民族可能赞同它”的宪法前提下，“将法律视为公正的就是义务”，因此对最高立法权力的任何反抗都是“共同体中最高且最应受惩罚的罪行”（《全集》第VIII卷，第297、299页）。体系理论应当被展示为防止国家分裂为政府专制与人民叛乱的预防手段。“倘若人们首先追问什么是正当法权（在此先天原则牢固确立，没有任何经验主义者能够插手妄加篡改）：那么社会契约的理念就将保留其无可争议的权威；但不是作为一项事实（如丹东所主张的那样……），而仅仅作为评判一切

一般公共合法宪制的理性原则”（《全集》第VIII卷，第302页）。其重心落在两个视点上：其一，排斥借口人民权利受到侵犯而应当退回自然状态的革命论调；其二，政府必须受制于对臣民承担法权义务的承认。“霍布斯持有相反的观点”（《全集》第VIII卷，第303页）。在此，出版的公共领域取代了调和理论与实践的判断力地位。“因此，笔的自由……通过臣民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乃是人民权利的唯一护身符（Palladium）”（《全集》第VIII卷，第304页）。倘若在服从国家宪法机制的同时亦注入自由的精神，秘密会社便会自然消亡。经验主义导向实践主义，而后者则导致演进历程的痉挛性中断。基于纯粹实践理性先天的效力逻辑的形式化理论，使意识得以从对象性的纠葛中超拔出来，从而使“正当之事”几乎总能得以发生。对知识形式的高度唯心论构成了康德理解可能文明史的基础。

第三部分在康德历史哲学论文的意义上，捍卫了进步思想以反驳门德尔松的怀疑论——门德尔松在其《耶路撒冷，或论宗教权力和犹太教》（1783）中曾说：“我们看到人类族类在整体上做着微小的摆动；它从未向前迈进几步，而不在此后不久以加倍的速度滑回其先前的状态”（《全集》第VIII卷，第307页）。康德从门德尔松所附带的神学论证切入该问题：尘世之人无法揣度天意对人类的意图。这场论战开门见山且毫不含糊：“我持有不同的意见”（《全集》第VIII卷，第308页）。让无数罪孽层层堆积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大加惩罚，这有悖于一位明智世界创造者的道德性。人类族类在逻辑上更有理由被思考为处于持续的推进之中——正如对于外在文化的自然目的而言是如此，对于洞察其存有的道德目的而言同样如此。现实的前进或许偶有间断，但绝不会折断。人类本性自身携带着进步的趋势，而人类各自的规划却仅仅源于狭隘的见识与意图。因此，持续战争的苦难

最终将迫使我们“哪怕违背自己的意愿也必须进入一种世界公民宪制”，或者依据国际法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恶在其中宣泄自身的对抗，作为一种文明法则，以不可消除的自发性（无需进入全社会的自觉意识）自身为道德-实践理性的自由施展创造了空间（《全集》第VIII卷，第311页以下）。康德并未采用门德尔松那种局限的、主观道德的过程概念。他将族类历史把握在如同自然史一般的力量对抗之下，从而由个体动机之外的标准做出决断。康德之所以拒绝门德尔松对进步的怀疑论，并非因为他想怀着盲目信任或出于功利去拔高理想维度，而是因为他的思考更加冷峻现实。《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指出：若仅从道德角度观察，几乎无法判定人类究竟是一个优良的还是邪恶的种族。但在现实行为中，人们发现自己被迫隐藏、调和自己隐秘的思想与愿望，并总体上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通过彼此间不断推进的互惠法权使自身走向文明（《全集》第VII卷，第33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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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终结（1794）

这位时年已届七旬的哲学家所撰写的这篇短论，在其思路演进上堪称康德最优秀的文本之一。凡是沉潜于其如行云流水般深邃的思想进程之中的人，都会怀着赞叹研读这部精短的杰作。这种兼具私密沉思与都市文明修养的智识所展现的调和、启发深思、劝勉明达的生活姿态，直接跃然纸上。康德谈及了他那智识上轮廓分明、同时又如体验般细腻温婉的宗教性，这种宗教性完全致力于阐发基督教的怡人可爱（Liebenswürdigkeit）。此外，这还是一篇针对时代当下局势的告诫之言，

发表于1794年6月的《柏林月刊》上，恰在国王发出严厉训诫（1794年10月1日）——责令康德为其哲学与诸篇论文对“圣经根本教义的歪曲与贬低”做出答辩（《全集》第VII卷，第6页）——的前三个月。该文无疑旨在预先防范预料中来自“宫廷空气之云层”的正统派霹雳（正如康德戏称的那样）；康德曾叮嘱比斯特，倘若“你我著述生涯的终结”已经降临，就将该文转寄给耶拿的《哲学杂志》（1794年5月18日）。

康德在第一部分阐述了其哲学的根本原则，即将可理知世界与感性-当下世界的分离界定为逻辑效力形式与经验统一性（包括人格的自我经验）之间的关系。他展示了未经理性反思的意识如何将唯有在精神中才可设想之物想象为另一种感性的死后延续，而这乃是一种神秘化的幻相。在第二部分中，他将关于超越时间而有效的道德-实践理性的哲学原则，置于我们思考世界上肉体与精神-意志存有之终结的不可回避的问题面前。当面临终局时，“万物”究竟是什么？那时我们是在自身的脆弱中，还是世界在其虚无中暴露于光明之下？康德以死亡这一最经典的宗教主题为例，推进到了宗教意识的心灵核心。他也通过大量圣经引文表明了他对经文与神学文献的深入研读。在宗教语言中，人是从时间跨入永恒。我们有限而多变的生活如何能与一种超时间的存在相结合？“对此，陷入沉思冥想的人便步入了神秘主义”（《全集》第VIII卷，第335页）。一切变化与时间的终结，对于身处行动与思维的时间性之中的存在者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届时整个自然将陷入僵死并仿佛化为石块：最后的思想、最后的情感将在思维主体中停滞不前，毫无变化且始终如一”（《全集》第VIII卷，第334页）。对这一不可思议之物的思考，起初本身只能结合时间性的事件进行，诚然，如今这种思考自相矛盾地被赋予了超时间的永恒生灵。彼岸世界的居民被想象为（在天堂中）永远吟唱同一支赞歌，或者（在地狱中）永远发出同一种哀号（《全集》第VIII卷，第335页）。错误在于将时间性的实在性实体化为超时间的实在性。从理性上讲，关键在于对道德上善良意向的必要实现假定。这唯有借助无限时间的逻辑前提、亦即超时间实在性的前提方可设想。在宗教意识中对这一点的直观-具象、因而实际上带有神秘化色彩的把握，与实践理性哲学对该问题的处理是“近亲”（同上）。诚然，关于永恒安息的神秘化表述——在东方民族的泛神论与斯宾诺莎主义中——导致了这样一些表象，在这些表象中人类“知性同时消亡，一切思维本身亦归于终结”（《全集》第VIII卷，第336页）。关于将不朽问题先验地界定为智识意识的一项公设——即在准则上无限精确地契合道德法则，从而将无限的时间性转化为逻辑的精确性——康德在该文的准备笔记中做了精辟的表述。针对一种实体性的无时间永恒状态，他写道：“划分为时间与永恒。倘若后者意味着一种持久不变的状况，那么任何不完满性就都不再是走向完善的一步”（《全集》第XXIII卷，第151页）。论文的意图被记录如下：不是去谈论万物的复兴，也不是去谈论在神性中的消融，“而是去探究在人类头脑中究竟喧嚣着什么——在那里思维最终在无思想状态中觅得最甜美的安息”（同上）。

随后，这篇层次丰富的文本过渡到将基督教视为一种阐发神圣者之怡人可爱的宗教。它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敬重，而且流淌出对神圣者的敬重。没有敬重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爱。对于道德的必然“应当”而言，“爱作为将他人的意志自由地吸纳进自己的准则之中，乃是人类本性之不完满性不可或缺的补充部分”（《全集》第VIII卷，第338页）。这对康德研究以及理解康德的应用伦理学而言，本身就具有独立价值。

康德随后将他的思路应用于批判那些企图通过暴力乃至国家权力来强化宗教权威的尝试。他告诫围绕在腓特烈·威廉二世周围的保守派系：切勿阻断民间启蒙道德宗教性的萌芽。怡人可爱在于将宗教诫命自由地吸纳进自身意志之中。自由的情感使我们乐于遵循法则，“因为凡是人所不乐意做的事，他做起来就会如此勉强，甚至对义务诫命施以诡辩式的推诿，以至于根本无法寄望于将义务作为动机……”（《全集》第VIII卷，第338页）。另一方面，具有“伟大或至少进取精神”的启蒙人士所做的理性主义尝试，违背了基督教信仰怡人可爱的真正内在精神，企图将明确精准的知性教条强加其上，以至于康德“宁愿奉劝：让事情保持在……近一代人时间里在后果上证明尚称差强人意的状态”（《全集》第VIII卷，第337页）。唯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施政方式——“一种既远离奴隶心性又远离放纵无度的自由主义思维方式”——才能切合基督教并赋予其效力。这直接针对沃尔纳（Wöllner）的宗教敕令以及更为严苛的审查敕令（1788年7月、12月）。然而，倘若基督教的怡人可爱有朝一日被摧毁（“不再具有温和的精神，而是武装上专横的权威”），那么宗教仇恨就会获得动力，敌基督者将凭借恐惧与私利建立起短暂的统治；在任何情况下，“道德视域中（反常的）万物终结就将降临”（《全集》第VIII卷，第339页）。

康德并未在所有时代都排除有针对性的宗教改革。这是这篇在理论上达致平衡、在实践上极具调解力度的哲学杰作中最具魄力的段落。当共同体最终能够且愿意不仅倾听传统的虔敬教义，而且倾听被这些教义所启迪的实践理性时——正当的宗教理解正是为此开辟道路的——那么民间的智者就将不再作为教士，“而是作为同胞公民共同制定方案并在其中达成绝大部分共识”。共和宪制与道德文化如孪生兄弟般相伴而行。启蒙者被称作此类未来的先驱，因此——这是针对沃尔纳、赫尔墨斯与希尔默于1791年4月设立的神职特设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所言——“似乎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任由他们施展并继续前行”（《全集》第VIII卷，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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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于人类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1797）

这篇针对自由主义国务活动家兼理论家B. 贡斯当（B. Constant, 1767–1830）的短论，再次展现了康德为捍卫其先验主义以对抗感觉主义和实践主义意识的基调。贡斯当（在一本1796年出版、1797年出现德译本的名为《论政治反应》的小册子中）曾主张：在实践行为中，讲真话是一项义务的原则会使任何社会都变得不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情境：在其中若不说谎就无法化解危险，而讲真话反而可能导致罪行的发生。贡斯当在此正是针对康德而言的。康德论证道：说谎乃是对一般人类所施加的不义（《全集》第VIII卷，第426页），并阐明了形式上的诚实道德法则与实践-政治上的权变调解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些权变调解绝不能限制道德诫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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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捍卫先验哲学的论文

论一项发现，据此一切新的纯粹理性批判都将通过一项旧的批判而成为多余（1790）

该论文反驳了沃尔夫派学者J. A. 埃伯哈德（J. A. Eberhard, 1739–1809；自1778年起任哈勒大学教授）对先验哲学的批判。埃伯哈德曾特意创办了《哲学杂志》（哈勒，1788–1792）以批判康德哲学。埃伯哈德断言，莱布尼茨的哲学早已包含了全部理性批判，并且完全能够容纳包含学院形而上学各门学科的形而上学。康德与埃伯哈德的深入论战——除了因其批评者的论战伎俩而产生的激愤之外——展现出康德将其先验哲学与本体论形而上学截然分开的巨大鸿沟。20世纪的本体论康德解释必须自诩比康德自己更理解康德。在这部两部分著作的第一部分中，康德重申了核心要点：形式逻辑理论与先验逻辑理论的区别、莱布尼茨充足理由律与实质因果律的区别、对经验数据背后单纯实体概念的批判、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与可理知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的分离——这是对他那个时代形而上学批判的总结。形而上学式的康德解释（M. 冯特、H. 海姆索特等人）对此文本颇感不悦，将其视为康德对其自身理论缺乏反思意愿的表现。第一节末尾对先验主义的阐释极富启发性。《批判》绝不允许任何被创造出来的或先天的表象。它认为一切直观和经验概念都是后天获得的。然而对于空间与时间中的直观以及思维的综合功能而言：“但也存在着一种原始的获得（如自然法学者所表述的那样）”（《全集》第VIII卷，第221页）。康德借助极具代表性的法学术语，把握了构成经验统一性并在实践关联中构成人格同一性的意识的原初行动

（参见相关章节，第157页以下）。在康德看来，在生理学意义上先天的唯有“思维自发性的主观条件（与统觉统一性相契合）”（《全集》第VIII卷，第223页）。针对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有效性要求，康德补充了他曾在讲课中反复重申的学习哲学与学习哲学思考（这才是关键所在）之间的区分：“因为何谓哲学上的正确，没有人能够且必须从莱布尼茨那里学来，而对于一人如对另一人同样切近的试金石，乃是共同的人类理性，并且在哲学中不存在经典的著述权威”（《全集》第VIII卷，第219页）。

第二节阐明了先验哲学的根本问题：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总结了他关于形而上学中的独断论、理性批判、经验对象与超感性问题之间区别的概念，先验哲学将超感性问题转化为实践理性理念的理论。对《批判》根本问题的重述也涉及辩证论。针对无法通过经验证实的无条件命题所做出的独断论知性运用，以及在经验相关认识的意义上处理实践理性问题，都会导向思维的二律背反，进而导向“关于完全通过理性的单纯理念所思考的一切的怀疑论”（《全集》第VIII卷，第227页）。康德总结了先验主义与现象论的结合，并强调其理论导向“对我们感性真实本性的洞察”，亦即导向进行经验实证的各专门学科（《全集》第VIII卷，第241页）。这部针对埃伯哈德的论战性著作以精炼的概括再次重构了先验哲学的内在理论结构。它以对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作为一般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最后代表形式——的全面批判作结，并在末尾表达了对哲学史的一种基于问题史的理解，即必须区分一个哲学家在主观上所表达的，与这在哲学史的问题演进中所具有的意义（《全集》第VIII卷，第247–251页）。

这部论战性著作以对莱布尼茨思想更深层维度的肯定作结，该维度包含了莱布尼茨“虽未明确展开的见解”。这对于先验哲

学而言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先天的逻辑功能何以能够与完全不同的有限-感性知觉源泉相契合；特别是它如何在承认经验法则的前提下（在《判断力批判》中）使一种经验的可能性变得可以理解。对于康德而言这一无法解释的相符事实，莱布尼茨在其单子论本体论的前提下将其呈现为一种前定和谐。康德的先验先验论斩断了通向这种对理性进行本体论奠基的“仿佛”（Als-Ob）的桥梁。因此，他将实践理性理念置于知性对世界的理论把握之上，并在此类似于莱布尼茨那样，在关涉人类在道德法则下行动的终极目的上达成了自然王国与恩典王国的调和，而无需再借助一个智能的世界原因作为体系建构的杠杆。

参考文献

Allison, H. E.: The Kant-Eberhard Controversy, Baltimore u. London 1973. – Altmann, A.: Eine bisher unbekannte frühe Kritik Eberhards an Kants Raum- und Zeitlehre, in: KS 79 (1989). – Lauscke, M./Zahn, M. (Hg.): I. Kant, Der Streit mit J. A. Eberhard, Hamburg 1998 [Einl. v. M. Z., Der historische Kontext der Kant-Eberhard-Kontroverse, S. XIII–XL].

神义论中一切哲学尝试的失败（1791）

这篇关于上帝概念与世间之恶相调解这一经典形而上学主题的短篇研究，或许属于宗教著作的准备工作。若是如此，它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后者的意图：即《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哲学对于宗教概念的阐释效力，以对抗本体论理性神学（theologia rationalis）虚妄的宗教哲学。此外，在从腓特烈二世转向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的政治转折之后，康德试图回击对其理论愈演愈烈的无神论嫌疑。第一部《批判》中对理性神学的批判在专门的神义论问题上得到了重述。其根本思想是：为了对上帝与经验世界（我们唯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该世界）的关系做出断言，我们必须拥有一种能够将上帝的

知识与偶然实在性综合起来的理智（《全集》第VIII卷，第263页）。形而上学至少承认这是一场“在理性法庭前的法律诉讼”（《全集》第VIII卷，第255页）。从神义论思想的三项基本原则——创造者的神圣性、护佑者的全善性、至高审判者的正义性——出发，随后表明这种上帝概念并未实现其所承诺的内容，“即面对依据从这个世界中认识到的经验所提出的质疑，为世界统治中的道德智慧进行辩护”（《全集》第VIII卷，第263页）。对形而上学理性的拒斥带来了一个问题：局限于我们（用神学术语来说）的必死性，是否意味着人类存有的本质对理性而言仍是隐秘的，因而只能诉诸于笃信的信仰？康德说：恰恰相反。形而上学事实上将拥有人身自由的市民个体的日常实践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因果思维，扩展到了其道德动机之上。个体实践行为目的论中的真正社会难题——即所有个体准则与族类历史目的论的契合——随后企图通过虚妄地过渡到关于上帝可理知实在性的知识来达成，但却遭到了误解。在康德看来，神义论代表了市民时代一种虚妄的均质理性。内在道德-实践理性的目的论必须被思考为可理知实在性自身的效力形式。否则，形而上学或唯物主义的物化对象观就会在启蒙理性之中重构出一种诉诸超验奠基的体制化权力的原初性。唯一理性的、趋向于所有准则相契合的目的论将被排除在外，以至于人“不是将其道德性建立在信仰之上，而是将信仰建立在道德性之上”（《全集》第VIII卷，第267页）。《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的结语生动地描绘了主体道德性的这种异化：人身自由个体的市民宪政除了法律之外，还需要通过宗教的“良心内在强制”来进行纪律约束。“但是，倘若在对民众的这种纪律约束中道德不先于宗教，那么宗教就会自立为道德的主人，而法定宗教在信仰暴君手中就会沦为国家权力（政治）的工具”（《全集》第VII卷，第333页）。与虚妄的神义论相对，康德提出了一种

“真正的神义论”，“如果它是同一理性的裁决，借助该理性，我们必然在一切经验之先将上帝的概念塑造为一个道德而明智的存在者”（《全集》第VIII卷，第264页）。康德一如既往地并非致力于与传统决裂，而是致力于阐发其最初尚未成熟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先验唯心论中达到了对自身的澄明。与思想史关联中将后起之物视为古典早期之世俗化延续的世俗化观点相反，康德在合理的演进史意义上去看待其理论与传统的思想史联系，这种演进史并未颠倒过程事件的时间方向。他在《批判》的建筑术一章中对此作了极具感染力和形象的表述：精神史乃是一个过程，在其中“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按照隐藏在我们内部的一个理念的指引，像建筑材料一样杂乱地收集许多与之相关的认识”，甚至以技巧的方式将它们拼凑在一起，然后我们才能够“在更明亮的光线中看清这一理念，并按照理性的目的以建筑术的方式设计出一个整体”（《全集》第III卷，第540页）。类似于这种对哲学史的演进史理解，康德同样思考了宗教哲学、法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专门领域。

在对哲学史上屡遭探讨的圣经约伯故事进行了一番精辟阐释之后（《全集》第VIII卷，第265页以下），涉足形而上学-神学传统领域的最后一部分在一个专门标明为附注的章节中，展现了康德针对指责其实践哲学具有疏离宗教倾向的自我辩护。“教条式”神义论完全能够与虚伪的信仰相容。先验哲学的真正神义论则立足于意向的真诚（Aufrichtigkeit der Gesinnung），而非外在的信条表白，“在此期间，思维方式的这种公开净化很可能会被推迟到遥远的时代，直到它有朝一日在思想自由的庇护下或许能够成为普遍的教育与教学原则”（《全集》第VIII卷，第269页）。康德对其理论的文化现实主义怀有坚定的信念，对其实践的历史前景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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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中新近升起的崇高语调。预告哲学中一项永久和平条约即将缔结（1796）

该著作针对的是对康德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一种对抗康德实践哲学的逻辑-方法论难题的道德美学奠基（见于J. G. 施洛塞尔[1739–1799]的著作《柏拉图论叙拉古国家革命的书信》，1795）。康德从思辩性思考与所谓对更高洞见的智性直观之间的对立出发，后者自诩能够企及“自下而上认识自我的赫拉克勒斯式艰辛劳作”（《全集》第VIII卷，第390页）所无法达到的高度。这种批判借助美学意识的联想机制而大张旗鼓登场的情感哲学的独特重点在于，将其视作一种精英主义的思维方式——宛如那些无需劳作即可生活的显贵一般，在思维领域中建立起一种“对民众理性的专制统治”（《全集》第VIII卷，第394页）。人们企图免除在各专门学科中的劳作以及哲学中分析思维的训练，凭借印象与预感向公众兜售工厂化配置的任意精神形式。这“旨在对头脑进行机械化处理”，而康德将先验探究阐释为主体一种近乎坚实市民、宛如手工业般的“勤勉而审慎的劳作，以接纳并评估其自身（理性的）能力”（《全集》第VIII卷，第404页）。康德在属于市民劳动者精神领域的理论上坚实的先验哲学，与自命不凡、实为精神蒙昧主义者的虚妄贵族的哲学奇想与告白之间划清了界线。施洛塞尔对康德的论文（《柏林月刊》，1796年5月）做出了回应，发表了《致一位欲研习批判哲学的年轻人的信》（1797），康德将施洛塞尔的抨击视为一种企图用信手拈来的陈词滥调排除批判哲学的尤为放肆的企图（《预告哲学中一项永久和平条约即将缔结》，《全集》第VIII卷，第420页）。康德因此决定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重申其哲学的若干基本论题。这首先涉及将理论哲学（“作为知识的学说”）置于实践哲学（“智慧的学说”）之前的必要性（《全集》第VIII卷，第421页）、对伦理感觉主义的新批判、对《实践理性批判》纯粹方法论形式主义的阐释（《全集》第VIII卷，第395页以下），以及最终对学院形而上学的理性神学与狂热的情感宗教性二者之上帝概念的批判（《全集》第VIII卷，第400页）。文章开篇做出了精辟的柏拉图阐释，康德概述了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主义在先验论历史中的地位。他将其方法论形而上学的先验论同关于数或理念的理念世界的本体论构建区分开来，后者试图使一种狂热妄想的倾向在理论上合法化（《全集》第VIII卷，第390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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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粗制滥造的书籍出版。致弗里德里希·尼古拉先生的两封信（1798）

康德就F. 尼古拉（1733–1811）出版的一份J. 默泽尔（J. Möser, 1720–1794）的手稿做出回应，在该手稿中，默泽尔曾抨击康德关于没有任何民族会自愿决定对自己确立世袭农奴统治的论点。康德反对贵族法权意识形态的经验主义——在下一代人中，保守、反共和主义的历史法学派正是由此孕育而生。他批判了敌视体系理论的历史主义及其肯定的文化与政治功能。在第二封信中，颇具意味的是，康德感到有必要就尼古拉的小说《德国哲学家塞普罗纽斯·冈迪贝尔特的生活与见解。附最新德国哲学的两份文献》（1798）做出评论。该小说试图以粗陋的方式嘲弄康德的理论。康德揭露了面向市场的图书贸易的犬儒主义与在法律上难以追究的诬告诋毁性质（《全集》第VIII卷，第436页以下）。“没有人比那些不想看的人更瞎，而这种不想看在此带有一种利益，即通过将事物脱离自然位置、颠倒呈现的奇异奇观，引来大量好奇者，以便通过成群的看客（至少在短时间内）搞活市场”（《全集》第VIII卷，第438页）。

5 论永久和平（1795）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康德晚年的这部国际法与政治学著作，作为德国法哲学与政治文献的伟大文献之一，体现了与欧洲启蒙运动反专制主义思维紧密相连的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它还具有强烈的时代当下现实关联。为了深入理解该书，还必须结合康德详尽的准备文稿（《全集》第XXIII卷，第155–192页）。康德很早就熟悉圣皮埃尔（Saint-Pierre, 1658–1743）的《永久和平方案》（1713），毫无疑问同样熟悉卢梭对该手稿的整理（卢梭在其《忏悔录》第9卷中对此作了详尽记述，柏林 1971，第590页以下）。针对1789/90年法国国民议会的诸项决议（1789年8月废除封建制度并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0年6月废除贵族制、1790年7月关于教士阶层的法律），并为了支持在企图逃往流亡法国贵族处时被捕获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1791年6月），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路易十六两位流亡兄弟的参与下发表了《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8月27日），在其中对法国发出战争威胁。1792年，奥普对法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随着普鲁士在瓦尔密战役炮战后撤军，这场战争最初导致了一场军事灾难。来自欧洲君主国的外在危险，成为政治权力从君主立宪派吉伦特党向共和派所谓山岳党转移、并最终走向1793/94年救国委员会恐怖统治的关键催化剂。与因没收财产和通货膨胀而实力大增的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相对立，最初的雅各宾派外交纲领反对将战争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并拒斥通过革命战争将共和原则扩展至其他国家。1795年4月，法国与普鲁士达成了奥地利所拒绝接受的《巴塞尔单独和约》。由此引发了一场围绕该和约赞成与反对的激烈讨论与传单文献热潮。在一份论证精深的匿名传单中（可能出自光明会圈子），同盟战争被斥为不义之

战。该文指出，革命之后各民族将不再自愿接受枷锁（《论当前战争对舆论、幸福与人道的影响》，南普鲁士，1795年6月，110页）。法恩哈根（Varnhagen, 1785–1858）根据改革时期官员F. A. 施特格曼（F. A. Stägemann, 1763–1840）的报告，将枢密司法顾问、后来的柯尼斯堡高等法院院长E. 摩根贝塞尔（E. Morgenbesser, 1755–1824）描绘为康德身旁最坚决的革命友人，其立场甚至推进到了圣西门主义和废除继承权（K. A. Varnhagen v. Ense, Über Kants Biographie, dargestellt v. F. W. Schubert, 载于：同氏，Denkwürdigkeiten und Vermischte Schriften, Bd. 7, Leipzig 1846, S. 428）。《大革命前法国人的性格刻画》（阿尔托纳 1795，430页）提供了一份当时倾向性反革命宣传的典型范本。该书将大革命的国家灾难归咎于孟德斯鸠、伏尔泰、霍尔巴赫的哲学。和平的反对者以普鲁士的狭隘自私利益造成德意志帝国分裂为由展开论辩，并谴责一种所谓的消极政治、一种导致普鲁士依附于奥地利、俄国、法国等大国的“虚无体系”。普鲁士缔结《巴塞尔和约》乃是由于其在镇压波兰起义中的挫败。它担心俄国将独自平定波兰起义，并随后与奥地利在没有普鲁士参与的情况下对波兰进行最终瓜分（第三次瓜分波兰于1795年10月在圣彼得堡条约中决定）。

在这一对欧洲与普鲁士政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局势中，康德坚决表明立场，反对瓜分国家、反对领土买卖投机、反对殖民主义，并反对将战争作为从属于专制统治的外交政策。统治者不将自身视为公民，而是视为“国家所有者”，将战争“宛如因微不足道的缘由而举行的某种游乐聚会”，并且能够“漠不关心地将对战争的辩护交由随时待命的外交使团”（《全集》第VIII卷，第351页）。战争是国家之间的一种非法的野蛮状态，进行贸易的各国的殖民主义在不义上“骇人听闻，毁灭了整个民族”——而这竟然出自“那些对虔敬大加宣扬、将不义如饮水般吞咽、却自诩在正统信仰中是选民的列强之手”（《全集》第VIII卷，第354、358页以下）。康德的名言直至今日依然闪耀着光芒：“在地球某一处对法权的侵犯，会在所有地方都被感知到”（《全集》第VIII卷，第360页）。

作为《巴塞尔和约》时期的一份重要政论著作，康德的这部作品出版于1795年9月——在柯尼斯堡出版的法译本据说在巴黎获得了广泛赞同（基泽韦特致康德，1798年11月25日）。它责成哲学承担政治参与的使命，并要求各国保障哲学对和平与战争事务进行公开评判的自由。柏拉图关于国王应当成为哲学家或哲学家应当成为国王的理念，既非人们所能期待的，也非人们所值得期望的，“因为权力的拥有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然而，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必须让哲学家阶层公开发声，这对于国家一如对于哲学家自身而言，“为了阐明其事务乃是不可或缺的”（《全集》第VIII卷，第369页）。

全书包含以和平条约序言条款形式撰写的两节，以及关于道德与政治关系的两个附录。预备条款应当被理解为直接的政治行动纲领，其后的正式条款则规定了持久和平保障的未来基石（共和制国家形式、作为“国际联盟”的常设国家代表大会、世界公民权）。论证的基础（直到第二节才具体展开）在于共和主义政治观与封建国家政治观以及民主专制政治观的对立。国家并不像它所依托的土地那样是“一项财产”，而是“一个人类社会”，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将其据为己有。唯一依据全体公民的自由原则、公民之间的平等原则以及服从作为普遍利益表达的法律的原则所构成的贯彻始终的宪制，乃是共和制（《全集》第VIII卷，第350页）。康德将欧洲自由主义的共和原则确立在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之上。民主制也是一种专制宪制，因为它建立了一种凭借多数支配少数的行政权力（《全集》第VIII卷，第352页）。他眼前无疑浮现出丹东与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的救国委员会专政（包括针对“嫌疑犯”并没收其财产的法令；革命法庭判处的一万余起死刑判决）。在一个自由

与平等的宪制中的构建难题——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在康德看来，一如在其所有思想领域中一样，在于将不同阶层的利益调和为一个普遍意志。与此相比，国家政体形式则是次要的。即便是一个君主国，在具备相应宪法与分权制衡以及优良官员体制的前提下，也可以是“共和制的”。议会制脱离了康德的问题视界，凡是提及议会制之处（大多以英国为例），它都被斥为私人利益的代表机构。专制主义是指立法者同时也是其意志的执行者（《全集》第VIII卷，第252页）。康德在此处的表述其真实用意无疑应当反过来看：当执行者自行制定法律时，祸患便降临了。

构成这一切基础的思想形式是普遍意志与特殊利益的对立。它所显现的形式以及康德据以处理它的方式，是自我决定的公民群体与因所有者及统治者利益而异化的客观必然性之间的对立。由此产生出关于战争、战争准备政治以及常备军的整个“机械体制”。将国家像事物一样围攻、袭击、瓜分，这必定是不可容许的。如此一来，公民群体就被当作了事物对待。公民不受限制的内部主权建立在公意的共和主义之上，而国家的自决权则构成了康德和平原则的基础。常备军，尤其是雇佣军，“包含着将人作为他人（国家）手中的单纯机器与工具来使用……这很难与我们自身人格中的人类法权相调和”（《全集》第VIII卷，第345页）。由此引申出康德在第一节中所阐述的诸项公设：1. 缔结和平条约不得暗含导致未来战争的秘密保留条件；2. 禁止任何国家通过继承、交换、购买而被另一个国家占有；3. 应当逐步废除常备军；4. 禁止为对外争端而发行国家公债；5. 任何国家不得以暴力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宪制与政府”；6. 任何国家在交战中不得采取必然使未来和平中的相互信任成为不可能的敌对行为（《全集》第VIII卷，第343–347页）。紧随其后的是“走向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1. “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宪制都应当是共和制的”；2. “国际法权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主义之上”；3. “世界公民法权

应当限制在普遍款待的条件之上”（《全集》第VIII卷，第349–360页）。

第二节展现了康德审视国际法主题的历史场域。共和制政府形式是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因为它将人的自由与臣民的依附性以及国家公民的平等结合在一起。专制宪制（康德插入了对世袭贵族的批判，《全集》第VIII卷，第350页以下）将臣民贬低为物（正如封建关系将人贬为农奴），因此在其本质上是不利于和平的。进行战争的“权利”与法权概念相抵触，因为在此支配一切的是暴力而非正义。其出路在于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一个和平联盟，亦即一种联邦制理念，而非一个世界共和国（《全集》第VIII卷，第354–356页）。康德同样倡导一种世界公民权，并将其理解为基本人权——这些权利正如不能被本国践踏一样，同样不得被外国践踏。两年后的《道德形而上学》重申了宪政与国际法主题（包括人权理论），若无人权被选择性工具化，这一理论如今已成为构建付诸实践的国际法的核心要点。

对于国家间领域，康德运用了其历史哲学中关于人类天性对抗机制的思想：这一机制在此虽然将各民族分离开来，但通过不断增长的文化（贸易、金钱力量）迫使它们走向国际法协议并走向作为日益理性化的和平；这是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的一个理论要素。康德吸纳了圣皮埃尔关于欧洲国家联盟作为持久保障和平所必需之基础的思想。然而与和平主义文献不同的是，他并未将国际法和平保障寄望于开明君主，亦非寄望于道德上得以净化的全人类，而是寄望于经济关系的强制力、走向共和制政府形式的趋势以及不堪承受的军备开支激增。在这一行动客观规定性的语境中，出现了那段震撼人心的名言：“建立国家的问题，无论听起来多么严峻，即便对于一个魔鬼的民族而言（只要他们拥有知性）也是可以解决的，其表述如下：‘把一群理性存在者……[通过法律；作者注]如此加以组织并确立其宪制，以至于尽管他们在私人意向

中相互对立，但这些意向却彼此相互牵制，从而使他们在公共行为中的结果恰如他们根本不具有此类邪恶倾向一样’”（《全集》第VIII卷，第366页）。康德在此集中表达了他对启蒙运动道德化社会与历史思维的克服。这是国民经济学的方法论意识。在市场中介的私有者竞争社会中，客观强制规律平衡了个体对抗与总体循环之间的关系。形式理性（在此是法学理性，但类似于数理物理学理性）乃是必要的普遍算法，用以在从相互交错的社会行动中析出的外在客观规律之上，构建全体国家公民的共同利益。公意或普遍利益的法学形式主义，契合了人身自由个体与如同社会运动自然法则般呈现出来的全体行动总和之间的这种全新格局。在和平论文的第一篇附录中，最清晰地表达了道德-实践理性的思维形式乃是对卢梭“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先验哲学重构（参见《全集》第VIII卷，第371、378页）。康德洞察到了不断升级的军事军备、破坏性的战争后果以及人民抵抗之间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将迫使所有大国召开常设国家代表大会以避免战争。和平纲领属于他在法国大革命后所预期的宪政趋势。道德化的论证在此被严格避免。

康德的著作毫无疑问反映了柯尼斯堡知识分子与开明高级官员在其圈子中探讨法国大革命时期与普鲁士政策时的政治评判。在准备文稿的一条笔记中，对反法同盟战争的拒斥被表述为实现国家间和平的积极手段：“任由每个国家自我改革”（《全集》第XXIII卷，第155页）。如同欧洲封建列强的同盟战争一样，在国家变革完成之后进行反革命的权利在总体上遭到了拒绝（《全集》第VIII卷，第372页）。第二篇附录阐明了作为应用定言命令的公共性与政治的统一。“公共法权的先验公式”：“凡是关涉他人法权的行动，其准则若与公开性不相容，就都是不正当的”（《全集》第VIII卷，第381页）。康德通过其“公共法权公开性的先验原则”，表述了欧洲启蒙运动在普世理性、法权与自由相统一中所取得的持久成果。凡是人们羞于公开承认的事物，在任何时候都必是不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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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科之争（1798）

该书由三篇篇幅不等的论文组成——第一篇达70页，另外两篇分别为16页和18页。第一主要部分早在1793/94年紧随宗教著作之后便已写就。由于针对康德的审查压制，出版直到腓特烈·威廉二世逝世（1797年11月16日）之后才得以实现。《全集》第XXIII卷的《系科之争准备文稿》（第423–464页）中收录了大量的详尽撰述。就各篇论文而言：第一篇探讨自由哲学理论构建作为独立思想公共领域之批判要素的意义，以及法定教会信仰与哲学宗教理解之间的关系。第二篇的内容由最初拟定的标题所表明：“重提问题：人类族类是否在向着改善不断前进。”这是一篇独立的论文，康德原本打算投给《柏林刊物》（比斯特继《月刊》之后创办的机关刊物），但其印刷遭到了市长的拒绝。第三篇是以致医生C. W. 胡费兰（1762–1836）的书信形式写就的论文，题为“论人的心灵通过单纯的决心就能成为其病态感觉的主人的力量”。原本全书的标题仅针对第一篇论文而设，该文必定在1794年就已撰就，亦即直接与1792年宗教著作第二部分遭禁事件相关联。审查官希尔默（一位教师）曾将该文本提交给其同事审查官赫尔墨斯（布雷斯劳的一位牧师），理由是该文完全落入了圣经神学的范畴。因此，这一系列论文的总标题最初具有极其明确的抗议性质。

该著作绝非一位年迈著述者零散拼凑的作品。康德执着地追踪着两个在时代当下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主题，并通过在一部专门著作中予以出版而唤起了被认为必要的关注：其一是哲学研究（包括在宗教问题上）的自由，其二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表态。因此，第二部分完全涉及哲学与法学的一项重大争论点，亦即针对德国文献中以英国宪法

为导向的、反法国且反共和主义的观点（如加尔韦、根茨、雷贝格）。第三部分探讨了与医学的一项根本争论点，这一论题在今天依然或者重新具有现实意义。康德强调了面对对自己身体的自我责任时的启蒙主体性，而非仅仅依赖于医生和药物的事物化管理。

该书中并未将国家作为改革主体来谈论，相反，体制权力的代表机构（针对心灵的神学与教会；针对外在财产与国家的法学）被置于原则上非体制性的自由思考的批判审级面前。正是哲学科学代表了关于社会及其运动总体的必然理念。这是一种通过包容反对派而具有动态视域的文化建构的卓越范式，并且——在世纪之交作为启蒙的确证——它宛如一个使启蒙在持久性中得以实现的内在模型。为此，在体制内官员汇报的所谓私下理性运用之上，确立了公开的理性运用，确切地说，严格作为哲学的出版自由。此外，这些互不相同的篇章通过两项普遍的问题设定联系在一起，而这两项设定毫无疑问属于康德思想的核心领域。第一项是市民社会文化难题的法权化（Juridifizierung）。康德以其反复出现的法庭诉讼当事人形式的比喻，展现了在新型动力学中自我独立的各个文化领域——科学、道德、宗教、宪法、政治——的分化与调解难题。法庭毫无疑问由方法论理性的绝对权威组成。文化论题被转化为使法权要求合法化的关系。

第一篇论文（哲学系与神学系的争论）重申并普遍化了区分哲学特权与神学特权的要求，并在此阐明了康德当初将其实践宗教著作的各个部分提交审查机关裁决是否属于哲学系或神学系管辖范围时的诉求；然而，他深信神学审查的不合法性，因为他所探讨的不是教会信仰，而是哲学的宗

教信仰。他在整部著作的前面冠以一篇详尽的序言，叙述了由国家与司法部长J. C. 沃尔纳领导的神职部门针对他所施加的审查压制。毫无疑问，他感到自己的经历构成了挑战，并希望将这一事件“在一篇简短的历史叙述中”（《全集》第VII卷，第5页）作为范例呈现（沃尔纳1788年7月9日的宗教敕令在腓特烈·威廉二世于1797年11月16日逝世后，于1797年12月27日被废除）。康德照录了向他发出的威胁信函以及他对国王的答辩全文，并同时指出了宗教敕令与随后的审查敕令（1788年12月）在何种脉络下构成了腓特烈二世逝世（1786年8月17日）后反启蒙保守政治与精神转折的步骤。此外，他简要刻画了如他所言的“一种日益疏离理性的信仰的丑恶行径”，如今在沃尔纳部长被免职、负责审查的特设审查委员会解散之后，这种行径固然已受到遏制，从而“科学领域中的文化进步得以更好地抵御蒙昧主义者的一切新侵扰”。在宗教著作中，康德原本还明显试图迎合思想开明神学（斯帕尔丁、塞姆勒、耶路撒冷等人）并支持其道德信仰阐释，而在《系科之争》中重新探讨该主题，则很可能也是对否定康德调和哲学与宗教路线的回应，并将此类批评归于保守独断论。

将文化论题法权化（这同样包括将自由科学研究、自由公共领域与宗教及宪政秩序之间的关系制度化），属于康德关于由国家自身主导的渐进式社会进步之必要性的根本信念。康德试图确立知识分子在持续合法的进步脉络中的功能，这种进步能够避免走上革命颠覆的道路。

康德据以将各篇论文不同对象结合起来的第二项普遍论题，在于先天逻辑形式与经验和历史上给定的知识形式及文化体制之间的关系。该书旨在展示先验功能在经验

科学和具体社会生活问题领域中的适用性——而且是在改革-生产性的意义上。早在1795年8月，康德就曾用“系科之争”这一表述来指称这一统一核心（致美因茨及后来慕尼黑著名解剖学家兼博学自然科学家S. T. 泽默林[1755–1830]，1795年8月10日）。论文《论俗谕》（见第423页）同样服务于这一目标。康德将调和体系理性思维方式（对他而言最终奠基于先天的逻辑功能中）与经验思维方式及其伴随的实践主义倾向之间的冲突，视为一个启蒙社会的文化自我理解的根本问题之一。

第一篇论文（哲学系与神学系的争论）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根据自18世纪以来市民社会文化自我理解所特有的将社会问题法权化的思路，探讨了作为下层系科的哲学系与所谓的上层神学、法学和医学系之间的关系。上层系科被描述为依附于政府的学科，它们具有“统治的欲望”（《全集》第VII卷，第33页）。与此相对，下层的哲学学科则代表了一门必然独立的科学，作为承担捍卫真理使命的批判审级。他明确区分了作为哲学目标的真理与“上层系科为政府利益所承诺的效用”（《全集》第VII卷，第28页）。因此，作为文化进步的动力要素，下层系科与上层系科的争论决不应当终结。关于作为下层系科的哲学系，康德引用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的话说：究竟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是在为这位女主人提着裙裾，还是高举火炬走在前面，这依然是一个问题。伴随着自由批判思考的使命，康德赋予了哲学评判所有学科教义的权利。他将自己的观点与重农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类比。正如商人勒让德（Legendre）在回答柯尔贝尔部长关于政府应当为经济繁荣做些什么时所言：制定良好的法律、修筑道路等等，其余的任由我们去做（Laissez faire）；康德认为，政府同样应当任由哲学自由施展，唯有如此，

臣民的精神与风尚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他借用政治自由主义的隐喻说道：下层哲学系面对上层系科，作为反对党仿佛占据了社会精神议会中的左翼席位（《全集》第VII卷，第19页）。

第一篇论文的第二部分（在文学效果上作为第一节的“附录”，但其篇幅却超过了该节总篇幅的一半以上）探讨了教会信仰与哲学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康德之所以将关于下层哲学系与上层系科关系的根本性第一部分置于前列，是为了从根本上探讨并驳斥以他的宗教著作所经历的由神学出面、实为国家干预哲学研究与出版自由的案例。他将建立在历史性的、因而不是普遍有效见证之上的法定教会宗教与哲学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视为（在实践视角下）先验奠基的形而上学与历史中经验事件之间关系的典范个案。倘若依据近代形而上学的前提，唯有我们通过逻辑构建仿佛作为对象原初产生之物才是真实的，那么对于宗教而言便同样适用：作为上帝之言，“唯有当他通过我们自己的知性与我们自己的理性向我们说话时……亦即我们内心的上帝本身就是阐释者时，才是真正权威真实的”（《全集》第VII卷，第48页）。圣经见证的价值（康德并未否定这一价值）究竟何在？宗教记述为人体内超感性的道德禀赋提供了直观的象征（《全集》第VII卷，第54页）。教会宗教的基础是理性宗教，后者的基础在于“实践理性的批判”。通过对宗教的道德-哲学重构的中介，教会体制及其仪式同样能够实现双重目的。它们唤醒并强化我们内部的道德禀赋，并且被证明是“建立和引导市民秩序与安宁的伟大手段”（《全集》第VII卷，第65页）。理性宗教与教会宗教的关系切合了康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实现的观点。理性理念在历史事件或运动中获得象征性的实现，这些事件随后在经验中获得了指向超感性之物的历史符号意义。因此，康德排斥了“原力天才们的狂妄自大，他们自以为如今已经摆脱了教会信仰的这一牵引带”（《全集》第VII卷，第65页）。（他在各方面都是合法改革与守成调和的代表。在所有历史时期，年轻一代的代言人都打破自上而下的改革原则。）我们道德理性的事实乃是我们内部真正的神圣之物。“在我们内部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一旦我们注视它，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对它的赞叹，而这同时正是将人类在理念中提升至一种在作为经验对象的人身上根本无法料想的尊严之物。”在外在的人之上矗立着“我们内部超感性的人的这一优越性”，“以至于那些因其不可理解性而受诱惑、将我们内部这超感性之物（因为它终究是实践的）视为超自然的……视为来自另一个更高精神之影响的人，是完全可以原谅的”（《全集》第VII卷，第58页以下）。康德详尽探讨了虔敬派内倾性中的神秘主义要素（《全集》第VII卷，第54页以下）。由于可理知之物与经验之物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而上帝是一个理性理念，因此不可能存在对神圣作用的直接感觉。教会信仰向理性信仰的看齐，使教会争端相对化并达成了调和——这也调和了路德正统派（沃尔纳）、虔敬派（施佩纳与青岑多夫的方向）以及启蒙神学（柏林的斯帕尔丁、萨克、泰勒等人）之间的对立。

第二篇论文（哲学系与法学系的争论）探讨了——并不完全符合其标题所昭示的那样——社会中的进步问题。康德在此同样将“哥白尼假说”的方法论要求置于首位，亦即纯粹实践理性的唯智主义、且就世界历史维度而言同样是普世主义的标准。“通过直接经验，进步的任务是无法解决的”（《全集》第VII卷，第83页）。他之所以在哲学与法学问题的关系标题下处理这一主题，是因为他实际上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合法性以及革命后的宪政前景问题。康德属于这样一些德国知识分子：即便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及之后，特别是在九月大屠杀（1792年9月2–5日）与针对所谓嫌疑犯的法令（1793年9月17日）颁布之后，依然坚定不移地

支持法国的革命。道德-实践理念的纯粹象征性实现，并不妨碍洞察一种真实的“人类族类的道德倾向”。在对“一个充满才智之民族的革命”在愿望上的精神参与中——“这种参与近乎狂热热忱（Enthusiasm），且其表达本身就伴随着危险”——这种走向道德进步的倾向变得清晰可见（《全集》第VII卷，第85页）。革命之后最终的宪政前景是完全无可争议的，即便没有预言家的才华，也能预见到走向这一前景的切实进步。“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现象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因为它揭示了人类本性中走向改善的禀赋与能力”（《全集》第VII卷，第88页）。诚然，在康德对大革命的评价中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直接的政治价值评判都被避免了。其重心落在了观察这一进程的欧洲——无疑意指德国——市民阶层观众的道德意向之上。“狂热热忱/热忱”（Enthusiasmus）这一术语在革命时期的许多德国作家那里占据了核心地位（见于G. 福斯特、W. 冯·洪堡、科策布、坎佩等人；参见 H.-W. Jäger, Politische Kategorien in Poetik und Rhetorik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8. Jhs., Stuttgart 1970）。

在通过大革命带来的时代剧变的语境中，康德还探讨了乌托邦意识的论题（《全集》第VII卷，第92页）、对英国议会制的批判（《全集》第VII卷，第90页），并驳斥了“诽谤性告密者”的保守主义宣传与对共和主义的密探侦查（《全集》第VII卷，第86页）。整篇论文构成了针对普鲁士失败的反革命政策之后续影响的一篇切合时宜的政论文章；在德意志各邦，这一政策之后唯有反封建的改革进程得以随之展开（在普鲁士，在施泰因、沙恩霍斯特、哈登贝格、W. 冯·洪堡的领导下确实如此展开）。该文本更深远的目标在于导向时代进步的政治制度化，“使国家不时地自我改革，尝试演进（Evolution）而非革命，持续不断地迈向改善”（《全集》第VII卷，第93页）。

作为第三部分（哲学系与医学系的争论）的是以致医生C. W. 胡费兰（1762–1836）信函形式撰写的论文“论人的心灵通过单纯的决心就能成为其病态感觉的主人的力量”。胡费兰曾将其著作《长生术，或延长人类寿命的艺术》

（1796等，由H. 施泰因塔尔于1873年等重订）附上一封致“我们这一代最值得尊敬的长者”的崇敬信函寄赠给康德，康德将该书的构想视为其实践哲学的一种可能应用，即良好的道德禀赋与修养对身体健康和寿命具有裨益的作用。康德的这篇论著是一份关于自律人生观的典范教材，对于了解其人格具有极高的启发意义。自我克制的最初斯多亚主义主题，在市民自由个体性（直至中下阶层）的前提下，转化为一种摆脱一切对命运屈从的、通过自我观察与自我克制来主导生活的纲领。人们需要用“冷漠”（apatheia）与“心神宁静”（ataraxia）来应对的，不再是外在环境的威胁。危险表现为由内而生的病态感觉所造成的自我折磨，并威胁着自我负责的人格。养生学（Diätetik）——最初是关于有机体的营养与维持疗法——被康德吸纳为一种对人格持续进行的心理治疗训练，在此期间——结合他对卢梭的崇拜而言这并不令人惊讶——他亦披露了个人的肉体疾患、经验以及增强生命能力的心理应对方式。举例而言：“由于我那平坦而狭窄的胸膛给心脏和肺部的运动留下的活动空间很小，我有一种患抑郁症的天然倾向，这在早年几乎达到了对生活的厌倦”（《全集》第VII卷，第104页）。这篇展现康德生活主导特征的短论，同时展现了德国启蒙思维代表人物面对法国启蒙运动贵族与大资产阶级先驱时的社会定位与心态。康德标示出了个体危机爆发的节点：孤立的肉体性、陷于未经理性反思的情感性的囚禁——在面对不再具有神秘庇护、而是必须由自己管理的肉体时，这种情感性在最直接的解放与生存焦虑之间剧烈摇摆。道德性被赋予了如下使命：将由互不相同的片段拼合而成的人格，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凝聚起来，以抵御自发情感性与肉体性的自我危害。然而，康德的养生学完全缺乏通过谨慎与节俭以追求个人成功的效率行为层面——而在B. 富兰克林（1706–1790）多有相通之处的自传中，这种行为占据了主导地位。康德的新教良知与清教徒式追求成功的功利行为保持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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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1798）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康德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源自其人类学讲课；他在1772/73年冬季学期首次开讲该课程，最后一次讲授是在1795/96年冬季学期。由于年事已高，康德自1796/97年冬季学期起不再授课，该书的手稿便成书于1796/97年。（多年来，康德在夏季学期与人类学交替讲授自然地理学，最早开讲于1756年——如他所言，这是关于自然与人类的“世界知识”，参见《全集》第VII卷，第122页。）关于这两门并非属于学院、而是属于世界知识的基础学科的纲领性说明，见于1775年夏季学期课程预告《论人类的不同种族》的末尾（《全集》第II卷，第443页）。在此亦界定了自然知识与人类知识的“实用主义”（Pragmatisch）含义：即使一切获得的科学知识不仅适用于学院，而且能够服务于实际生活（关于该时期“实用主义”一词的含义，参见勃兰特与斯塔克在《全集》第XXV卷《人类学讲课录》导言中的论述，第XIV页以下）。《人类学》是康德唯一一部保留了原始手稿的著作（现藏于罗斯托克大学图书馆，可能曾由康德主义者兼罗斯托克大学教授J. S. 贝克[1761–1840]所收藏）。《科学院版》全集对该文本的复原并不总是准确的，并且将康德大量的边注剥离出来，在一个单独的附录中做了不完整的汇编。完整的文本见于W. 魏舍德尔编《康德著作集》第VI卷（达姆施塔特，第4版1775）。1997年，讲课听课笔记作为《全集》第XXV卷出版（由R. 勃兰特与W. 斯塔克主编）。康德转向人类学（以及自然地理学），切合了他彼时确立的坚定信念：即本体论形而上学仅仅关涉思维之物，因此除了先验逻辑方法论之外，一门由经验科学所构建的人类学必须将实践的世界知识综合起来。在此意义上，人类学——包括其关涉所谓生活世界论题和应用伦理学的部分——并未构成对《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历史哲学和启蒙理论著作等其他理论层面的对立，而是作为其必不可少的对应组成部分。在康德的科学方法结构中，先验逻辑的实践理性与人类学不仅不相矛盾，反而互为前提。

启蒙运动中道德怀疑论的主题（亦即人内部在理性自然与眼前直接利益之间分裂的人类学要素），取代了作为人类学恒常维度的基督教原罪概念。人类学将人这一历史-文化性地实现自身的存有者的概念，作为演化的产物置于生物序列之中。统一的人类概念的人类学参照点既非唯一的上帝，亦非历史，而是唯一的地球。因此，自然地理学构成了康德与人类学平行的学科。它创造了一组全新的学科群，这些学科独立而又相互关联地服务于对人的观察与探究：包括地理学在内的自然研究、心理学、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道德哲学、社会统计学；康德指出人类学的取材范围除了世界历史之外，还包括传记、戏剧和小说（《全集》第VII卷，第121页）。康德人类学的形式衔接点是学院形而上学的“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康德正是依据A. G. 鲍姆加通的《形而上学》（1739，第4版1757）讲授其形而上学课程（鲍姆加通的经验心理学见《全集》第XV/1卷，第5–54页）。然而，康德关于人类学的构想——他打算将其“办成一门正规的大学学科”（致赫兹，1773年底）——恰恰将人类学从“经验心理学”的狭隘框架中解放出来。它所审视的不再仅仅是“心灵的能力”，而是市民个体的心身潜能在其中呈现的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联系。康德通过强调其人类学将身心相互作用这一形而上学学院论题抛在脑后，突出了这一点（同上）。这是针对鲍姆加通《形而上学》中的“经验心理学”而言的，后者在第一节“灵魂的存有”（existentia animae）中从源自笛卡尔二元论的主题切入（第508节以下）。康德则完全不同，他以“认识能力”开篇，并在此极其深刻地从自我意识与自我观察切入。紧接着是对感性的辩护，采用了古老的（早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就已出现的）针对知性的指控而为感性辩护的修辞-法学论题。鲍姆加通则是在接下来的两节中讨论“感性”以及总体上对“低级认识能力”（facultas cognoscitiva inferior）的强调。鲍姆加通与康德结构的对比表明，康德确实遵循了这一“经验心理学”的主题目录。他在“人类学教学法”与“人类学特征学”这两大主要部分中，将一切从大学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更多地从当时专业文献的角度出发，在所必需的通识教化意义上展开该主题。

学院形而上学的经验心理学（沃尔夫的《经验心理学》，法兰克福与莱比锡 1732，第2版1738）吸纳了发端于英国的欧洲启蒙理论的经验主义主流。在此，被康德同样概括为人类学根本主题的将人作为物理与道德（亦即社会）存在者的知识，构成了一个不再属于形而上学-神学的方案，旨在对定位于个人成功的市民个体的恒常层面达成共识。作为反思市民-自主思考个体的分化行动领域的新兴基础学科，经验-专门科学的人类理论将行为恒常维度从超验关联中剥离出来，并将自然性针锋相对地置于该位置。前言以呼应蒲柏（Pope）的名言“人类恰当的研究对象就是人”开篇：人类应当将其不断发展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其上的最重要对象，“乃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终极目的”（《全集》第VII卷，第119页）。在此，康德在超越客观事务成功之外，着重强调了私有者的际间-社会资质。该书序言指出：“生理学的人类知识旨在探究大自然由人造就了什么，而实用主义的人类知识则探究人作为自由行动的存有者由自身造就了什么，或者能够和应当造就什么”（《全集》第VII卷，第119页）。因此，实用主义人类学意味着在个人行为资质的质朴意义上导向应用。该术语在17世纪依据希腊-拉丁词根“pragmaticus”（精通业务与事务）而铸造。其重心在于关涉生活实践的理论洞见。在18世纪，“实用主义”进一步获得了作为核心维度的公

益性以及对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的普遍有效性，这也引导着康德对“实用主义”的使用。例如，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全集》第IV卷，第417页）将实用通谕（pragmatische Sanktion）称为一种并非源于国家法权、而是源于谋求普遍福祉的法律。他所理解的实用主义历史编纂学，不仅是一部专业阐述原因与结果的记述，而是一部旨在指导行为的记述，从而使历史知识能够成为现实进步的要素。在康德那里，必须注意“实用主义的”（pragmatisch）与作为“道德的”的“实践的”（praktisch）之间的区别。“我把出自幸福动机的实践法则称为实用主义的（明智规则）”，以区别于首要出自道德法则的道德动机（B 834）。因此，“实用主义的”同时指涉脱离体系理论知识的领域。“实用主义的”是指能够直接用于“艺术/技艺践行”的知识（《全集》第VII卷，第176页）。“实用主义人类学”乃是一门导向应用的人类理论，因为它直接提供“行为规则”（《全集》第VII卷，第189页）。因此，它——决不仅对康德的体系科学概念而言——至少预设了一门方法论上具有概括性、而非直接导向应用的学科。

18世纪人类学的重要启发者是J. 洛克在其《教育漫话》（1693）中所展现的世界公民教育学纲领。人类学被康德与这种教育学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旨在培养人不仅为了学院（即为了其专门学科），而且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为了世界——亦即作为公民，作为独立判断、道德理性且自我负责的人。属于人类学的，乃是“能够在生活中当场予以明智运用之物”（《全集》第XXV卷，第472页）。康德在《1765/66年讲课安排通告》中完全在人类学意义上强调了如下教育进程：从拥有经验判断的通达世事的人，走向具有理性、受到普遍教化并因此深思熟虑的人，最后才走向学者（《全集》第II卷，第305页以下）——在特定情况下，康德亦将后者称为“学究庸民”或宛如独眼的独目巨人（《全集》第II卷，第200页）。人类学构成了一门基础性与交叉性学科，在其非专门化且对专门科学开放的视域中，不仅实现了科学从对人类概念的形而上学-神

学奠基中脱离出来，而且克服了人类概念中神学与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倘若J. G. 瓦尔希（J. G. Walch）的《哲学词典》（1726，第2版1733）还将重点放在“物理人类学”（Anthropologia physica）与“道德人类学”（Anthropologia moralis）的区分上（栏106以下），那么在18世纪的历程中，人类学恰恰致力于将人把握为物质-精神（“自然的”与“道德的”）存有者的综合性理解。在其基本出发点上，它在生理学、养生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之间往复穿梭，直至A. 冯·克尼格男爵（A. Freiherrn v. Knigge, 1752–1796）基于客观观察并以个体主义为导向的生活规则与经验准则的人类学汇编《论人际交往》（1788）。这部流行著述展现了康德人类学讲课亦从属其中的当代趋势。瓦尔希的《词典》——在物理与道德人类学的二分之后对该学科的对象感到困惑——指引读者参阅详尽的“人”词条（栏1767–1787），该词条展现了非凡的理论成就，梳理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神秘主义理论的整个光谱，并将族类概念的问题置于肉体、灵魂与精神的统一体之中。人类学学科构成了市民生活指导中非阶层化、非宗教性且导向应用的准则的汇聚地。此外，还伴随着法国启蒙运动远超德国大学视域的人类学主题——作为自然史内在的历史哲学以及对人类历史圣经进路的批判，这在孟德斯鸠（1689–1755）《波斯人信札》（1721）中关于特罗格洛迪特人（Troglodyten）的章节之后，由伏尔泰（1694–1778）极具代表性的《风俗论》（1769）所集中体现。植根于这一自然科学-尘世人类学主题领域的种族问题亦在此奠定雏形，康德曾在多篇历史哲学-人类学论文中探讨过该问题。随着卢梭对道德哲学进行批判文明的历史化，人类学论题以与基督教人类学截然不同的方式获得了颠覆性的内涵，并对康德产生了巨大影响。康德曾记录道：卢梭——类似于牛顿发现物质力学那样——在纷繁多样的人类外在形态之下发现了人类深层隐藏的本

性（《全集》第XX卷，第58页）。

培根（1561–1626）在其《随笔集》（1596年收录10篇随笔的短小汇编，1625年收录58篇的最终定本）中展示了作为自我反思与导向成功的分析性行为技术的双重经验心理学的高等典范。人类学在此获得了一种批判习俗的理性要素。人们并不展现其真实面目。他们掩盖自己的利益。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真实的“自然”驱动结构，以便破译其社会行为方式。唯有由此方能构建出一种实现利益的技术学。人类学直至18世纪一直保持的反阶层化重点体现在：通过法律化的权威或暴力垄断来落实利益被排除了。知人、行为与言语的技巧、有针对性地树立的人格形象带来了成功；因此这是市民自信的高等训练学校。经验心理学式的知人能力变得如同生存艺术一般重要，而若缺乏友谊，大城市在其凄凉的孤独中便不过是一片荒野（F. Bacon, Essays, 论友谊，莱比锡 1967，第109页）。在B. 格拉西安（B. Gracián, 1601–1658）的《评判者》（El Criticón, 1650/53）中，人生旅程被描绘为通过清醒洞察的不断推进（乃至走向忧郁）来消解虚幻期望的过程。康德的《人类学》反复重现了将伪装作为自立个体实现社会化功能的主题。康德喜欢通过补充说明予以润色：即被迫采取假象（体面者的假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无意之中亦会发挥净化的作用。在康德人类学讲义的命题中重现了纯正的培根式思想：实用主义人类学乃是一门“将他人用于自身意图的明智学说”（《全集》第VII卷，第201页），或者如其《反思札记》所言：“实用主义的认识就是能够在社会中得到普遍运用的认识”（札记1482）。康德用对文明社交的欣悦这一核心，超越了培根式的人类学训练的原初动机（即在市民交换往来的自由场域中从他人那里攫取成功），并将“趣味称为外在显象中的道德性”（《全集》第VII卷，第244页）。这并不是源于对法则的认识并因而“源于理性”的道德意识。但在偶然的利益

与情境中，它是“外在促进道德性的一种趋势”（同上）。然而首要的是，康德以文明史的视野超越了局限于个体视界的功利主义观点（即认为习俗假象掩盖了赤裸裸的利益且这才是实质所在）：正是通过习俗的强制，道德习惯与洞见才会逐步得以巩固。人类学并不适宜作为体系性的哲学学科。但它是关于人类之实用主义教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与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所讲授的关于外部自然的世界知识并驾齐驱。自然地理学与自然形而上学的关系，正平行于人类学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关系。因此，企图从康德关于“先验人类学”（Anthropologia transcendentalis）的札记（札记903）中引申出将人类学作为哲学基础科学的倾向，是完全偏颇的。勃兰特与斯塔克在讲课录版本的导言中如此界定了康德人类学的体系定位：人类学应当“补充批判哲学，但绝非将其还原论式地吸收和消解”（《全集》第XXV卷，第XIII页）。人类学以及平行的自然地理学，构成了关于人与世界的自然科学-实用主义知识对先验逻辑方法论的对应补充，而非对其进行相对化的进路。在这一意义上，应当理解康德早期致M. 赫兹关于其人类学讲课的信函（该信旨在将其构想与普拉特纳的人类学划清界线）：他并不想在哲学意义上、而是想在直接由经验引导的意义上通过人类学开辟“一切关于风尚、交际技巧、教育与治理人类之方法的科学源泉，亦即一切实践之物的源泉”（1773年底）。在1780年代的讲课草稿中写道：“实用主义人类学不应当是心理学……亦非医生的生理学”（札记1502 a）。

18世纪的人类学当然并非普遍源于经验心理学，在科学史上首要的英法谱系中，它产生自经由民族志、历史编纂学、经济学与教育学所塑造的自然主义道德理论——这是神学道德学说的对立面。它将人体构造一如将性别关系和语言的文化心理特征、法权秩序

一如各民族的宗教行为方式包容在内。人类心灵古老的谜团领域及其使命被去神秘化了，而世界历史作为人类大脑与双手成就的演进，被整合进了自然的普遍联系之中。在19与20世纪，J. J. 巴霍芬（1815–1887）、L. H. 摩尔根（1818–1881）、E. 涂尔干（1858–1917），以及随后将语言学结构主义应用于人类学的C. 列维-斯特劳斯（生于1908年）的理论，将该学科拓展为文化人类学。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康德关于作为文化效力形式的逻辑功能的问题在结构主义表述中再次复归。神话思维与科学思维乃至如婚姻和亲属关系规则等社会秩序所具有的相一致的内在逻辑，有待于被破译。这牢牢坚守了人类学最古老的基本原理之一，即人类本性的恒常性原理。它构成了关于文化历史进步学说的框架，而这种文化历史进步唯有在可确定的普遍人类“自然”的衬托下才是可设想的。人类学恒常性原则——如同怀疑论相对主义一样——亦具有实用主义的促动视野。丰特奈尔（1657–1757）在其《论寓言的起源》（1689）中说：“所有人都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根本没有任何民族的愚蠢会让我们为之战栗”（引自 Krauss 1987, S. 100）。卢梭毫无疑问是康德人类学的启发者之一，并且同样是在其教育学-实用主义意义上。康德关于人的生理学科学与实用主义科学的区分，见于卢梭第二篇《论文》（1754）的前言，但带有一种颠覆性的含义：关键在于在人类获取的大量知识与谬误所带来的变化背后，去看清大自然所塑造的人的本来面目。恒常性与演进之间的差异，在丰特奈尔/伏尔泰与卢梭各不相同的改革构想中，同样支撑着启蒙运动关于人类本性可塑性与统一的人类理性的理论。卢梭在第二篇《论文》前言中概述了人类学的意义：倘若人们不认识不平等的根源，又如何能克服人类间的不平等；而“倘若人们事先不认识人本身”，又如何能认识不平等的起源？（卢梭，《文化批判与政治著作》，M. 丰蒂乌斯编，第1卷，柏林 1989，第197页）。

在人类的一切知识中，最有用且最落后的乃是关于人本身的知识。启蒙运动的纲领性特征正是在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基础上被表述出来的，其宽广博大、反对狭隘专门化的特征契合了所追求的实用主义文化概念。自我观察的必要性及其障碍（康德著作正是从极富个体心理学色彩的角度以此开篇），卢梭在批判文明的意义上指出：唯有“对人类本质的这种无知”阻碍着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真实基础”（出处同上，第199页）。18世纪的人类学同样携带着至善论（Perfektibilismus）的主导理念。因为唯有将人置于生物的序列之中，才能彰显出立足于人自身可变性之上的人的尊严。人作为个体与共同体的命运相联系。布丰（1707–1788）广为流传、屡经再版与翻译的《自然史》（36卷，巴黎 1749–1788，亦因将自然科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而具有划时代意义），从自然史角度论证了人的尊严思想。最愚蠢的人也能引导最高度进化的动物。康德在全书开篇便吸纳了关于人在自然中特殊地位以及对培养人进入社会承担责任的人类学论题：“人能够在其表象中拥有‘我’，这使他无限地提升于地球上所有其他活生生的存在者之上”（《全集》第VII卷，第127页）。布丰曾说，最愚钝的人之所以能与动物相比较，仅仅是因为动物没有灵魂，而前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运用其灵魂。康德在关于人道尊严（dignitas hominis）论题的这一自然史-人类学且完全非神学的意义上开篇：通过自我意识，人成为人格（Person），并作为人格首先获得了一种同一性，亦即“通过等级与尊严完全有别于如同无理性动物那类人们可以随意支配处置的事物的存在者”（同上）。

百科全书式广阔人类学的基础功能，在关涉历史编纂学时，可以从I. 伊泽林（I. Iselin, 1728–1782）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推测》（2卷，法兰克福与莱比锡 1764）中清晰看出。在全书六卷世界历史之前，冠以两卷人类学著作“人的心理学考察”与“论

自然状态”，作为历史科学的自然科学、心理学以及（对第二卷而言）实为早期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奠基。这两卷的内容（感官与想象力、机智、敏锐、感性判断、常人知性、欲求、意志、气候影响、纯正艺术等）表明，康德人类学讲课录中的多少论题属于那个时代的问题设定。18世纪人类学作为日益丰富和构建的内在经验文化科学之基础的能力与功能（康德很早就把握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其讲课予以传播），在亦受歌德赞赏的启蒙神学家兼沃尔芬比特尔修道院院长、后任该地宗教法庭副主席的J. F. W. 耶路撒冷（1709–1789）的神学中得到了极具启发性的展现。（其子作为韦茨拉尔帝国最高法院秘书的命运——歌德曾在那结识他——构成了歌德《维特》人物的原型。）耶路撒冷在其《关于宗教最崇高真理的考察》第2卷（布伦瑞克 1776）中，在第一篇考察“论一般的启示”之后，紧接着展开了长达120页（第95–215页）极富深意的第二篇考察“论最初人类的理性与宗教”；在其中，一门完整的生理学、语言理论与道德心理学的人类学、乃至自然哲学宇宙生成论（第121–125页）被编织进对摩西历史的处理之中。形式上，神学在与伏尔泰和夏夫兹伯里的论辩中应当与世纪中叶的自然科学-人类学标准相调和，然而在现实中，作为宗教史基础理论的人类学谱系却走向了与学院神学的对立。

康德的《人类学》包含着学院意义上的启蒙要素，即该学科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将心灵的幽暗表象带入清晰意识的光明之中。分析方法正是为此服务：确定感觉器官的规律性，继而确定构成行动基础的苦乐感与情感，并最终在人类学特征学中勾勒气质学说、相学，以及作为结论的第三部分——人类族类的特征。该学科的这一结构表明，康德并非致力于对

人类知识进行自然主义的奠基。人类学旨在如审美判断力层面上对社会行为进行形式规定。趣味判断“既是一个审美的判断，也是一个知性的判断，但处于二者的结合之中（因此后者并非被思考为纯粹的）”（《全集》第VII卷，第241页）。康德将表征自由自我培育与行为方式的人类学层面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逻辑原则，类比于艺术判断——艺术判断同样未被自然主义地把握为感受特质，而是被把握为对所有个别部分的社会性意义比例的形式规定。自我感受仅仅是一切我们活动抽象的“终极参照根据……因此一切都关涉到情感”。但意志同时又是“依据某种认识的一种活动”，在其中人格要么在私下关系中、要么在“一种普遍有效的关系中考量自身：因此，凡是依据知性法则与主体之活动普遍相符合者就是善”（札记711，《全集》第XV卷，第315页以下）。私下动机的可普遍化始终被康德唯智主义地思考——根据对普遍物神话-谱系式的理解，将其思考为被创造出的社会功能，这正是唯心论的一般功能。康德在此将其人类学的心理学理论要素与形而上学脉络结合起来。在市民实用主义的语境中，自我意识概念的广泛文化意义凸显于光明之下，这一概念在《批判》中被表述为“我思”（对知觉[perceptio]的统觉）的意识。通过“我”的表象，人提升于所有其他活生生的存在者之上并成为人格，《人类学》第1节如是说（《全集》第VII卷，第127页）。

在汇集了相距甚远的感觉生理学、美学、情感以及特征学等理论部分的过程中，该学科即便在康德那里依然缺乏严密的界线。人们可以说这种人类学处于完全属于康德的独特性水准之上，因为它在基于知人能力的行事学说中，既非自然主义的、教育-教学法的，亦非心理学与功利主义的。康德自然吸纳了当时的能力心理学，尤其赞赏J. N. 特滕斯（1736–1805）的《关于人类本性的哲学尝试》（2卷，1776–77），该书在十一篇“尝试”中对表象能力、感受与思维能力以及所有这些能力在

人类心灵中的联结能力做出了百科全书式的论述。康德谈到了“认识能力”、“欲求能力”等。在能力（Vermögen）概念上应当注意的是，它是学院形而上学中 facultas（才能、权能）的翻译，因此意指从事某事的能动力量、资质、技巧、禀赋，与作为被动感受性的 receptivitas 相对立。康德《人类学》的结构与特滕斯卷帙浩繁的心理学和哲学人类学的骨架惊人地一致。特滕斯从表象的本性开篇（在康德那里是“人类学教学法”的第一卷），然后过渡到审美的“造形力量”（在康德那里紧随于教学法第二卷），并继之以情感与感受。康德在教学法第三卷处理情感与激情时探讨了这一点。然而在此，与特滕斯心理学认识论探究的区别显现了出来。康德探讨的是社会性格，如勇敢、恐惧、自由追求、荣誉心等。然而在不同的结构编排中，特滕斯关于所谓感性认识及其与理性认识关系的论题在康德那里亦重现出来。但最重要的是，康德在其“人类学特征学”的结语部分如同特滕斯一样，以人类族类的特征作结——特滕斯在第十一篇尝试中探讨了“人类的根本特征”。康德的独创性体现在对当代文献中广泛散布于多方面的主题的高度聚焦，以及各个简短勾勒之间的流畅衔接，以至于没有哪一部分孤立自存，而真理正存在于从生理学向心理学、情感、美学、逻辑学直至对人类族类极为审慎克制的评判的贯通性过渡之中。关于人类究竟是一个优良的还是邪恶的种族，他不得不承认：“对此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之处”（《全集》第VII卷，第331页）。然而人类的使命在于“向着改善的持续前进”（《全集》第VII卷，第324页）。人类学探讨“通过文化实现文明化的实用主义禀赋，尤其是交往特质”（《全集》第VII卷，第323页）。唯有在绵延无尽的世代序列中，人类才能自我奋斗上升至切合其自身的生存境况。卢梭并非想让人们重返森林，而是想揭示出前进中的矛盾（这些矛盾人们决不能视为凭空捏造）：“古今的经验必定使每一个思考者在此感到困惑与

怀疑：我们族类的状况是否终有一天会变得更好”（《全集》第VII卷，第326页）。康德借助指向真实历史的指引化解了这一困境，因为对此人们先天地无法断定任何事情（《全集》第VII卷，第329页），并一如既往地将其进步思想从人类的自发自然性引向所有潜能的愈加充分的培育，引向共和法权秩序与“世界公民社会”的法权难题（《全集》第VII卷，第331页）。特滕斯在其人类学百科全书的结尾（除了关于人类语言能力的附录外），同样以肯定回答的问题作结：“人类的根本特征是否能够被确立在至善论（Perfektibilität）之中”（第728页以下）。

除了与特滕斯的关联之外，康德人类学的独特抱负在与德国启蒙文献中同时出现的早期民族心理学与人类学著述的差异中清晰可见。C. M. 迈纳斯（C. M. Meiners, 1747–1810）在其众多通识著述中，首要从心理学与人类学角度来把握整个哲学。医生兼哲学家E. P. 普拉特纳（E. P. Platner, 1744–1818）在莱比锡大学讲授眼科学、生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实践哲学、美学，并撰写了《写给医生和哲学家的实用人类学》（2部，1772–74，第2版1790），将人类学作为市民教化准则与宗教相对立。实践生活学说不需要关于至高存在者的模糊表象，而是需要由自然科学引导的对人类幸福的认识。在其《哲学箴言》（2卷，1776–82，第2版1793–1800）经过修订的第二版中，他以详尽的论战将这门人类学指向了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康德人类学讲课录紧随启蒙教化运动的主导主题，其特殊价值恰恰在于并未拘泥于专门规定，而是保持在各不同流派之间开阔的设问视野之中，并包含着无法体系化的关于

“自由行动的存在者由自身造就了什么，或者能够和应当造就什么”（《全集》第VII卷，第119页）的建议——在序言之后对此虽少有空洞说教，却提供了大量促人深思的洞见。一幅培养健全常人知性的广阔天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不仅青年学生，柯尼斯堡的官员与受过教育的市民亦纷纷参加康德这门极其成功、每周四课时的讲座，康德总共讲授了24次之多。在流传的康德讲课笔记中，该课程堪称热门抢手之作。《全集》中讲课笔记的主编R. 勃兰特与W. 斯塔克估计约有130份听课笔记存世（《全集》第XXV卷，第CXXXII页）。柯尼斯堡市长、后来的市议会主席（1786）T. G. 冯·希佩尔（1741–1796）作为普鲁士邦法起草委员会成员（1780）兼成功的作家，在其借鉴L. 斯特恩风格的幽默小说《升序生平传》（4卷，1778–81）第一卷中，就曾直接吸纳了康德人类学讲课笔记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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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编 《道德形而上学》（1797）

早期的构想，晚期的完成

批判形而上学最早的构想之一

《道德形而上学》构成了康德重塑哲学的最早计划之一。它最初本应在一部关于形而上学方法论的论著（即后来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前写成。早在1765年，康德在谈及“学术危机”与“虚假哲学的安乐死”时就告知J. H. 朗伯，为了不致被指责为操之过急的空想家，在撰写关于形而上学一般方法的批判性著作之前，他打算先推出“几篇篇幅较小的论述”，其材料（而非成文）已然齐备，“其中自然世俗智慧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与实践世俗智慧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将居于首位”（1765年12月31日）。两年后，在致其1762至1764年的学生赫尔德的信中，康德写道，他常常审视并反转自己的思想大厦，如今在道德哲学方面已经做到“认识到人类能力与倾向的真正规定和界限……而我现在正在致力于一部道德形而上学”（1767年5月9日）。对形而上学方法的一般批判（后来在《批判》中被构想为单独的先导课程/预备学），从一开始就是在具体哲学学科的问题框架内展开的。康德指出了在道德哲学论题上为后来的《批判》做准备的两个深化方向：其一，一种显然出自人类学研究的行为理论，它既非感觉主义的，亦非沃尔夫学派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智性主义的；其二，正如他在1772年2月21日致M. 赫兹的信中所写，“道德中感性之物与智性之物的区分”。重塑道德哲学的枢纽毫无疑问并不在于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这对康德而言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于对经院形而上学中“智性德性”（virtus intellectualis）的重新界定；换言之，智性德性不再是人格中各种歧异动机成分的理性秩序，而是个体行为合理性与在自身人格及任何人的人格中都应当受到尊重的“人类尊严”之间的关联。

在就职论文答辩并出版之后，康德依然打算运用新获得的原理，首先在实践关联中阐发先验理论。这“将在许多方面为形而上学变革形态中最重大的意图铺平道路”（致朗伯，1770年9月2日）。此后，他将重新恢复关于形而上学一般方法的工作。主要结合讲座展开的道德形而上学研究，自然并不是《批判》的替代方案（否则它就会成为康德思想中另外加入的一条道德哲学主线）。在就职论文之后，“纯粹理性批判”这一术语首次出现时，当时设想的是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形而上学：1. 理论部分：a) 现象学（即后来的先验感性论），b) 依其本性与方法的形而上学；2. 实践部分：a) 情感、鉴赏与需要的原则，b) 道德性（Sittlichkeit）的原则。在就职论文中各项发现的激励下，康德曾以为自己“将在约三个月内出版”第一部分。此时，实践哲学的规划中还包含着美学与人类学的论题。此外，后来在《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与《人类学》中被分别独立出来的各个理论层面，在此处仍然被合在一起。可能《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5）包含了那部被屡屡提及的通向新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的大部分原始材料，尤其是其思想脉络。该书走向通过《实践理性批判》进行新奠基的发生学进路，或许正反映了康德自身思想历程的某些轨迹。即使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之后，当康德仍认为自己已经为所有主张的有效性形式阐明了新的先验方法而未曾考虑撰写第二部《批判》时，他还在1783年致门德尔松的信中写道，他打算在即将到来的冬季，结合未来一部“遵循上述批判原理（即理性批判）的形而上学教科书”来撰写其道德哲学的第一部分（1783年8月16日）。这里所考虑的是用于讲座的讲义，并且很可能也取自康德讲座的材料。1797年，在最初预告的30年之后，这部著作终于问世，它汇聚了毕生事业的硕果，并摆脱了当年的辛劳探索。

该书依据鲍姆加通对法权上的“外在规范”（normae externae）与“内在道德规范”（normae morales internae）的划分，分为法权论与德性论两部分。康德依据鲍姆加通的《哲学伦理学》（Ethica philosophica）讲授其道德哲学讲座（刊载于《科学院版全集》第XXVII卷第2分册）。这两个部分作为独立的书籍出版。《法权论附录》（VI, 356–372）是康德针对哥廷根大学教授F. 鲍特韦克（1766–1828）的书评所作的论辩，康德将其增补于第二版中（该书评刊载于XX, 445–453）。

这部由康德亲自出版的晚期著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一位年迈作者将手头材料欠妥拼凑而成的产物；有时文献考据上的遗憾甚至压倒了对康德重大问题意识的评价。关于康德日益衰老的揣测也往往被赋予沉重的分量。然而，康德在18世纪90年代直至该书出版前夕，一直在极其密集地处理这一论题，并且很可能正是在此时才找到了法权概念与先验逻辑理论之间的关键纽带——即所有权不是通过经验性获取（如霍布斯所主张的通过暴力，或洛克所主张的通过劳动）来奠基，而是通过所有人“先天地”（a priori）联合起来的意志来奠基。一些诠释（如C. 里特等人）低估了《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自洽性。这与认为这部晚期著作实质上独立于《实践理性批判》的观点相伴而生，而后者反过来又质疑了《实践理性批判》的应用有效性。

出自康德前述实践形而上学早期规划的大量手稿，即所谓的《道德形而上学准备材料》（Vorarbeiten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刊载于《科学院版全集》第XXIII卷第211–419页。此外，还有罗斯托克康德遗稿中装订在《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言末尾的《法权论评注》（现载于XX, 445–467）。关于法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反思札记收录于《科学院版全集》第XIX卷。近年来，B. 路德维希、W. 施塔克与V. 帕尔马指出，《法权论》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各种显而易见的缺陷，不仅源于人们普遍推测的康德对其著作校样审阅兴趣不大，而且极有可能是因为：在1796年前后，康德在其他规划项目的压力下意识到自己工作精力日衰，因而向抄写员递交了一份法权形而上学手稿，该手稿与其说是一部定稿，不如说是一叠来自不同工作时期的手稿片段和单页散纸，附带一份分节提纲指令。抄写员在整理这些散页时不堪重负（这本不属于抄写员的职责）。康德本人在事后极可能未曾亲自校订清样。由此可以解释那些引人注目的缺陷，例如严重的印刷错误；第6节中插入了若干段落，打断了前三段与最后一段的思想脉络；包含对鲍特韦克书评答复的《法权论附录》被误夹在私法与公法之间；《德性论》体系结构中的不自洽等。显然，一些已被康德删去的早期撰写阶段的文本被重新收录，而康德最终定稿的某些段落却被遗漏。B. 路德维希在1988年出版的《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校订本中，依据康德可能的构想秩序重建了一个改善后的法权论文本结构（该结构由于前述原因未能在当年的印刷中实现）。路德维希重构了该书的宏观结构，声称恢复了康德的原始文本。由于不存在一份连贯完整的康德亲笔手稿，对此只能存疑论辩而无法确证。历经数十年规划且必定屡次动笔撰写的《道德形而上学》所遭遇的不幸在于，康德大概以为手头已有一大部分成稿，只需补充和编排即可。路德维希以及更早的克斯汀指出了若干关键要点，在这些要点上，康德在后来的著作中修改了《准备材料》中的论题。评判该书的决定性标准在于：康德亲自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文本，在他那部在国家法、政治、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上极为重大的晚期著作群中，构成了康德思想的权威表述。尽管康德亲自主持的两次出版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康德的理论依然清晰可辨。文献学维度的缺陷不应导致人们去质疑这部著作乃至90年代其他著作的真实性（参见Parma 2000, 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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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体系规划中的地位：法权理论与最大多数人的伦理学

这部晚期著作完全致力于对由《实践理性批判》推导出来的逻辑必然命题进行体系性展现（并附有其划分图表：VI, 210为法权论；VI, 413为德性论）。三篇详尽的导言（全书的总导言、法权论导言与德性论导言）提供了整体概览。纯粹实践理性的理念标示着法权与道德实现的至高界度。在外部的和可强制的秩序方面，这是在一部实现所有人自由的宪政体制中个体的自由权利；其次，在一个展开得更为宽广的道德秩序中，这是单个主体“内在自由”的意志准则，这些准则与所有道德义务相符合（VI, 407）。显而易见，这是在理性理想中设定一个文化世界的方法论前提。其实现过程——类似于数学上无限精确的逼近——绝不可能直接发生，而只能通过若干中介阶梯来完成。总体而言，理想与经验实现之间的对应只能是象征性的。因此，关键就在于理想与实现之间的各个中介层面。

实践哲学的各部不同著作构成了康德文化哲学各部分相互关联的中介阶梯：《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人类学》。至此，康德在实践理性方法论下所构想的文化哲学领域——这还不是一套社会理论——仍未被穷尽。在经院形而上学的“普遍实践哲学”（philosophia practica universalis）以及经验主义的“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意义上，道德哲学与法哲学、政治学、宗教学、经验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普遍历史等均属于道德-实践的范畴。康德对实践哲学论题广度的理解，与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哲学完全相称。但康德按照他从逻辑上的“始基”（principium）到经验上的“具体之物”（concretum）的垂直划分，统摄了所有的文化哲学领域。J. F. 布德（1676–1729）的《实践哲学纲要》（Elementa philosophiae practicae, 1697）以及在学科范围上与之相仿的C. 沃尔夫的《普遍实践哲学》（Philosophia practica universalis, 2卷，1738/39），都将伦理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囊括在实践哲学之下。沃尔夫在其《自然法》（Ius Naturae, 8卷，1740–48）和《万国法》（Ius gentium, 1749）中专门探讨了法权问题，随后又撰写了《道德哲学或伦理学》（Philosophia moralis sive Ethica, 5卷，1750–53）。沃尔夫在其伦理学中承袭斯多亚传统（即达到合乎我们本性的完满性），与康德一样将实践问题把握为“自由行动”的整个领域。在沃尔夫那里，四个方面相互结合：智性的道德准则、实现特定洞见的意志、关于执行实践行动的知识，以及对实现成果的经验。康德解构了这一框架。虽然他也主张：“凡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事情，都是实践的”（III, 520），但在这一形式一致的背后，隐藏着根本差异：沃尔夫将自由概念界定为促成某一行动之实现条件现实化的能力，而康德的方法论前提则是全人类所有目的的先验逻辑统一。针对沃尔夫，康德的德性论指出，人们不能将德性定义为在自由合法的行动中的熟练技巧（VI, 407）。道德的特质在于决意，在于指向特定行动的意志。那份展现逻辑必然设想的诸德性的完全（无条件）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清单的完整展开，是由寻求个体对自身的义务与对他人的义务之间的平衡所决定的。人作为(a)动物性存在和(b)道德性存在对自身承担的各项具体义务，并不构成先天的逻辑命题（不像自然形而上学中关于运动、静止、因果性等的说明那样）。确切而言，康德仅将纯粹观念性的必然性解释为实践理性的先天综合：在自由的意识中去设想那些义务，且这些义务的履行独立于执行所带来的承认，其本身就具有目的（VI, 396）。对各项具体义务而言则不能这样说。完全义务例如：在动物性方面——自我保存，由此产生禁止自杀、自我亵渎（纵欲自戕）、自我麻醉的禁令；在道德方面——自我认识，由此产生禁止说谎、贪婪、卑躬屈膝的禁令。对他人的义务包括爱之义务（同情的情感[!]、感恩、慈善）与德性义务（尊重他人，以及作为尊重与爱之义务之综合的友谊）。

康德将构成自由个体之间社会关系的道德-实践（法权的、伦理的、宗教的）行动，与穷尽于客体之中的对象-实践行动截然分开。后者是技术-实践的命令。依照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的划分，康德将指向对象的行动归入理论知性。方法论批判与实践理性系统形而上学之间的明确连接点，位于《道德形而上学》导言第II节末尾，并在《德性论》导言（第II、III节；VI, 382–86）中有更详尽的阐述。这种过渡是通过以下思想实现的：智思实在性（intelligible Realität）的目的对于理智的有限存在者而言表现为客观义务。对于根本不会受到违背义务之诱惑的神圣存在者而言，则不存在义务，因而也不存在德性。在此康德也喜欢引用A. 冯·哈勒的诗句（凭记忆略作意译）：“带着缺陷的人类 / 胜过毫无意志的天使大军”（哈勒：《论恶的起源》，1734）。在纯粹义务之前，康德设立了“心灵接受义务概念的感性预备概念”（VI, 399），即道德情感、良知、邻人爱和自尊。在《批判》、《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应用性但仍属哲学的学科（法权学科、宗教哲学）之后，“道德形而上学的对应物，作为实践哲学划分的另一分支……构成了道德人类学”（VI, 217）。在此，康德归入了为我们的准则执行法则的自然前提，以及启蒙主义的“教育、学校教导和民众启蒙”中基于经验的广泛学说（同上）。在启蒙理论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自由个体的自然成功前提及其对承认之渴望的经验主义伦理学，被逐出了哲学，归入了人类学。康德认为人的生命展开在其自然性与先验观念性之间。因此，社会文化的决定性内容就在两端之间的弧度中发生。社会现实以社会结构之法权形式这一观念化浓缩形态展现出来。将道德与法权方法论地锚定在实践行动的先验逻辑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单个个体的行为准则与所有个体的整体之间的关联。由此，正如19世纪所说的那样，社会大众进入了伦理理论的视野。通过智性德性完善自身的斯多亚传统个体，获得了一个受到卢梭民主主义影响的新参照点。在这种普遍主义意义上，关键不仅在于准则的可普遍化能力，更在于将大众个体作为道德导向的发生地。H. 霍夫曼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导论》（2000）对此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总结。康德伦理学的这一新内涵并不意味着采纳平民道德哲学的传统。在平民传统中，大数（大群体）维度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并伴随着共同体价值的思想。这种伦理学即使并不总是带有救赎史色彩，但也具有静态特征：团结共同体化的真正德性将会重新显现——并伴随着一个重大补充，即全面的社会变革必须且必将先行发生。这整个领域对康德而言都是疏离的。关于“康德与社会主义”论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社会自由主义观点，但并未触及康德思想的核心。康德的社会思想是由卢梭的共和主义以及洛克的自由主义共同塑造的。大数或大众的视角在康德那里并不是直接通过意识的道德形式进入的，而是通过法权进入的。它作为康德伦理学的内在构建原则获得了重大意义。由于法权作为一种原本的形式主义无法自我奠基，它便在所有目的的智思世界中找到了依托，而这个世界随后由道德形式展现出来。在此，大数的现代市民原则与形而上学智思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的思想领域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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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在法哲学与道德哲学讲座中的先期准备：非自然法权学说，而是道德形而上学

康德从1775/76年至1793/94年讲授的道德哲学讲座，以A. G. 鲍姆加通的《哲学伦理学》（1740, 31763）为底本。法权论讲座约在1767年至1788年间讲授，依据的是G. 阿亨瓦尔与J. S. 佩特尔的《自然法权原理》（Elementa juris naturae, 31753）。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强化了他对作为所有权与宪法理论方法论建构的自然法权理论的批判。康德在此代之以一种关于所有权与国家之先验逻辑可能性的理论。即便在“自然状态”中，即在制度化的禁令与命令之下，也存在着“社会形态”（societates），如婚姻结合、父子结合以及一般的家政结合（《费耶阿本德自然法权》；XXVII, 1377 f.）。《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法权论》重申了这一点并补充道：“即便在自然状态中也可能存在合法的社会”，对这些社会而言“不存在先天的法则：‘你应当进入这种状态’”。它们属于“非任意的法权关系”（VI, 306）。然而，在1797年《法权论》的文本中，讲座中包含的传统要素受到了先验条件的限制——这些先验条件构成了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而非首要作为人与对象的关系）的所有权以及一般国家宪政体制的可能性条件。阿亨瓦尔认为与自然法权相对立的是作为人为状态（status artificialis）的社会状态，但在康德看来，与自然法权相对立的乃是市民的分配正义法权（VI, 306）。基础的法权关系存在于所有权之中，而所有权构成了一种契约，即“两个人联合任意的行动”（VI, 271）。自然法权理论的长处之一在于将体系性奠基与历史哲学奠基相结合。康德放弃了这一点，转而采用他卓越的所有权理论，该理论同时成为国家法学说的基础。

在德性论中，与经院形而上学教科书的形式关联同样显而易见。C. 沃尔夫在其德语伦理学中分四个部分展开：行动的一般规则，随后是每个人对自身的义务、对上帝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关于人类行止的合理思想》，哈勒，1720年）。康德的德性论同样设立了一个总论部分。然而，他并非以行动的法则开篇，而是以行动的意志准则的法则开篇。随后展开伦理学，与沃尔夫一样作为义务论分为对自身的义务与对他人的义务两个部分。在沃尔夫那里，完满性与至善的形而上学原理同追求所谓幸福的经验主义原则相结合。在缺乏自主意志决定的先验逻辑的情况下，这是把握个人对生活塑造之责任以及对信仰主题进行理性覆盖的唯一途径。感觉主义与人类学的切入点总体上具有以下功能：以设定自然行为与社会化法则为前提，为个人抵御国家与教会、开辟个人生活塑造的自由空间。

面对经验主义的侵入，康德恢复了道德哲学传统中真正的形而上学要素：一切实践行动的智思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他将其重塑为一个超越一切经验意图与实现可能性的全人类责任空间。早在60年代，除了将本体论与牛顿物理学结合的目标之外，康德复兴形而上学的规划就蕴含于此。康德试图将智思世界具有超个人观念性的思想，转变为受卢梭影响的道德理论，在其中，智思的总体被重塑为人类的理念。在本体论中依据概念逻辑模式得出的道德完满性主导概念（上帝的“绝对完满性”或“先验完满性”[perfectio absoluta / transcendentalis]，人类的“相对完满性”[perfectio relativa]），被沃尔夫理解为实体各要素的最佳和谐，而他正是将个体理解为实体的。由此，“完满性”（perfectio）与“实在性”（realitas）之间的联系被松动，经验动力得以乘虚而入。康德保留了沃尔夫及其最杰出弟子鲍姆加通的诸多思想，但通过将先验逻辑的“完满性”原理奠基为人类观念规定的空间，赋予了它们全新的基础。与经院形而上学关于单个灵魂之单子实体的思想相伴的个体主义由此被遏制。道德动机的实现问题在沃尔夫那里是通过简单的行动理论指令解决的。康德承认这些指令。无论如何，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操心，这并不需要一套在方法上可与数理自然科学相媲美的宏大道德理论。在个体承担全人类责任的视域下，实现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不再仅仅关涉个人的利益，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关涉在所有个体视域下正确的事物。

个体对自身及对他人的义务论，乃至为肉体、意志和精神列举的诸多义务，都是康德从鲍姆加通教科书中继承而来的。但他删去了鲍姆加通伦理学第一章关于宗教的13节内容，并在讲座中代之以长达18节的伦理学详尽导言，在其中阐明了德性、义务、准则、心灵接受义务概念的感性预备概念、德性所必需的“淡漠/心平气和”（apathia，自我节制）等。鲍姆加通在此仅有其《绪论》中寥寥数条命题（第1–10节）。随后在形式上接续鲍姆加通的“对自身的义务”（officia erga te ipsius），作为伦理要素论的第一部分：对自身的义务。在此，康德的讲座以其流畅难忘的思路和引人入胜的范例文化，更充分地显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一个源头。取代鲍姆加通繁复层叠的定义体系的，是生动面向生活文化的阐述。晚期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著作中显露康德讲座内容最多的一部。这在若干方面是以牺牲体系性为代价的。例如，该书实际上并未详尽展开德性义务，而是对违背对自身人格与对他人人格之义务的行为进行了系统分类。这究竟是康德的疏忽、抄写员的失误，抑或是康德的有意为之——对于实质收获而言并不关键。这些珍贵的段落向我们展示了在形而上学深处贴近生活的风貌，这正是这位严谨（严格说来无非是精确）的作者所珍视的。在对他人义务的划分中，讲座还包含了对动物和对超人存在者的义务，但这些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并未论述。关于对上帝的义务（康德将其视为从理性义务的自我决定中派生出来的义务）的部分，被移入了宗教哲学以及伦理学讲座的导言部分。其基调在于拒斥启示德性义务的首要地位。“相反，人们必须首先通过理性认识到神圣意志符合道德法则的概念”（《维吉兰蒂乌斯道德形而上学讲义》；XXVII, 530）。维吉兰蒂乌斯的听课笔记对于理解康德的成熟表述最具价值。由于它记录的是康德1793/94年的最后一次讲课，因此最接近1797年的形而上学著作。其内容价值亦超越了其他记录。J. F. 维吉兰蒂乌斯（1757–1823）是柯尼斯堡的司法参事，也是康德的法律顾问，属于康德最亲密的朋友圈，在36岁时聆听了这一讲座。康德早期的讲座为主题进程和提问方式与鲍姆加通教科书的紧密联系提供了有趣的说明。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康德作为义务论的伦理学先验逻辑奠基，是如何从经院形而上学的智性主义中生长出来的。在沃尔夫和鲍姆加通那里，个体对自身的义务仍然是以通俗哲学自我教育纲领的风格讲授的：对智性的关照（cura intellectus）、对意志的关照（cura voluntatis）、对劳动的关照（cura laboris）等等。康德在早期讲座中也保留了这些，但摆脱了说教式的生硬。他将一切都放在人格面对自身的尊严意识这一脉络中展开，而这种尊严意识从属于对人类理念的尊重。鲍姆加通只是简略提及了关于个人完满性的正确判断习性，即“公正的自我评价”（iustum sui aestimium），亦即真正恰如其分的自我估价（第168节；XXVII, 914）。

若不考察这些讲座，就无法在其脉络中理解康德的智性主义。这种智性主义源于对伊壁鸠鲁、蒙田、哈奇森乃至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理论的批判（康德称后者为“中道原则”，参见 P. Menzer, Eine Vorlesung Kants über Ethik, Berlin 1924, 第47页）。然而，理性的道德反思在康德这里也确实被置于实用规则和明智准则的周边。道德准则正是从中升华出来的，因而“经验根据或智性根据”的对立才由此产生（《柯林斯道德哲学讲义》；XXVII, 252）。从根本上的反亚里士多德立场出发，康德强调德性“不能仅仅解释为熟练技巧……即通过练习获得的道德良好行动的习惯”（VI, 383）。他拒斥的是对德性的经验主义奠基，而非持续道德践履的价值。所践履的内容本身自然不能源自练习。沃尔夫和鲍姆加通的最高原则“行善避恶”（fac bonum et ommitte malum）被斥为同义反复的智性主义和隐蔽的功利准则（VI, 264）。理性引导意志，行动本身的动力则来自情感——这实际上是整个唯心主义伦理学传统的观点。但康德将智性主义落实到“个体——所有个体”的关系上。康德的意志概念反对经院形而上学检验才能与功绩的道德理论完满性原则（《波瓦尔斯基道德哲学讲义》；XXVII, 130）。唯有如此，在功能性关联中才逐步生成了康德关于道德性的最高原则：“使你能够通过你行动的准则将自己表现为普遍的立法者”（维吉兰蒂乌斯；XXVII, 518）。对此有着发人深省的诠释：“因此，行动与自由的普遍法则的一致性是规定的尺度……因此，我只有在我的自由依照普遍法则与普遍自由同时一致的限度内，才能拥有违背他人自由而强迫其人格意志的权限”（XXVII, 525）。康德的伦理学将传统的道德义务概念与一个最高、普遍主义的道德法则概念结合起来，其他客观法则像一个客观决定结构那样由此派生。借此，康德甚至超越了经院形而上学实践哲学所跨出的一步。后者解构了自然法权理论中法权与道德的联结，并将外在法权法则与内在道德义务对立起来。“道德的”（Sittlich）随后意味着“心灵”（Gemüt）内在心理的以及智性反思的动机。康德将道德性概念极大地客观化，指向了黑格尔后来的社会理论意义。通过将智思世界与人类理念相联系，他赋予道德性以指向建构社会生活方式的全面整体的关联。从实践理性的总体中，主体概念中的公设特征才首次显现出来。人们必须在黑格尔对康德自律道德的主体视域的前台批判之下看到这种连续性。另一方面，康德的道德法则概念也不像哈曼和赫尔德随即发起的简单化论辩所说的那样，是通过独断投机对个体施加的新他律。定言命令并非屈从于某一普遍理性法则的客观强制，而是对所有人自由的承认。

作为道德哲学讲座的极佳导论性读本，以及作为在先验逻辑普遍主义体系基础上记录这一伦理学理论丰富性的文献，P. 门泽尔的编本（《康德伦理学讲座》，1924年）至今仍保持其价值。门泽尔（1873–1960）汇编了三份听课笔记（柯林斯本、布劳尔本、库茨纳本，后两本现已失传），并在语言上进行了润色；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向普遍理解敞开了康德实践理性这片此前荒僻的大陆。康德讲授的风格与侧重点、对鲍姆加通教科书的参照以及康德对伦理学历史的阐述，在其中都得到了极好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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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原则作为法权与道德之形而上学先验主义的前提

康德理论的方法论结构是从先验逻辑有效性形式走向形而上学的法权与道德命题，并从这些命题走向应用的所有权与宪法法权，以及直接的“道德感性论/道德美学”。人格自由的个体之间的契约构成了基础的社会关系，所有特定关系都建立在其上。因此，《道德形而上学》的决定性环节是康德的法权概念。契约概念中蕴含着从个体的自愿行动中构建社会秩序形式的可普遍化原则。这构成了实践理性理念整体构想的基础。所有制度与道德行动都植根于相互义务的关系之中。契约仅在第二位上意味着约束；首要且最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通过自愿的理解行动建立约束，以及改变契约的开放可能性。其着眼点在于社会关系通过契约思想所获得的功能性特征。

不是个别权利的奠基，而是法权形式本身的奠基，始终以道德形式为前提。这既可以像霍布斯那样采取自然主义进路，从个体在所有个体竞争性生存扩张的执行中保持自身不可侵犯性的利益出发；也可以像莫尔和卢梭那样，出于合作的人类学需求出发，这种需求凝结为人们之间同情的基本结构。和平主义无政府主义（P. A. 克鲁泡特金）以及基于自然哲学的社会主义（例如早期K. 考茨基关于动物与人类世界所谓社会本能的论著）便切入于此。康德在将法权与伦理学结合时完全不走这些道路。法权形式并不能自我奠基，而是以一种无法被强制的法权意志为前提。因此，法权意志不再属于法权，而是属于道德。法权形式是在道德上自我奠基的，但道德形式却是依照法权的模式来构想的。在道德性的法权模型中，社会内涵在人格的概念中被表述出来；这虽然不直接等同于社会关系的总和，但确实是在社会关系中建构自身的。契约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构成了对他人的一项主张/权利要求。另一个体实际上唯有在此才成为具体的他人，其作为人格的恒常性在相互契约关系的恒常性中被公设出来。观念上的恒常性不再构成纯粹的法权功能，它是向关于恒常外在关系之可能性的内在反思的过渡，因而是道德功能。

这一过渡决定了德性论被把握为义务的范围（对自身的义务、对他人格的义务）。康德接续了早在他之前就已被发现的问题架构。基督教伦理学在晚期希腊化文明高度发展的问题视野中，将康德理解为理性内在义务的内容表现为在上帝面前的义务。对于希腊化文化而言，在现代市民社会中构成前瞻性问题的议题，当时乃是古代社会形态的解体形态。在教父学与经院哲学中经历过逻辑训练的一神论宗教传统，构成了经院形而上学义务论的一个源头。在此之上加入了法律约束力即契约作为对某人人格之权利要求的概念，这两种传统的结合在康德那里催生了一个逻辑上始基性的道德原则的崇高赞颂：“义务！你崇高而伟大的名字，你丝毫没有讨好迎合之物，而是要求顺从；但你也不用任何在心灵中引起自然反感和恐惧的事物来威胁……”等等（V, 86）。席勒与歌德的《讽谕诗》（Xenien, 1797）将这种显见具有彻底抽象性的表白收入其选集中：“他们必须逃到幽灵世界，以逃离野兽，/ 即使身为人，他们自己也做不出最富人性的举动。/ 若非他们没有良知，若非义务的言说并非如此神圣，/ 诚然，他们甚至会在拥抱新娘时将其洗劫一空”（E. Boas, Schiller und Goethe im Xenienkampf, Stuttgart u. Tübingen 1851; 此处为第I部分第480首，参见第I卷索引第306页关于康德的条目）。

从所有人法律上的相互义务出发，义务概念作为构建性的骨架进入了伦理学。道德义务可以像良知的法典一样被推演出来。S. 普芬道夫（1632–1694）曾将法学作为义务论来处理：对统治者的义务、对同胞公民的义务、对自身的义务（《论真正政治与基督教的调和》，1675年，第551页）。康德并没有在自然法权意义上奠基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也就是说，并没有从始基性的个体利益的自然主义中奠基它们。实践理性理念的形而上学原理超越了关于人类始基性禀赋的人类学——无论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谱系中利己主义的恶的禀赋，还是莫尔/卢梭传统中善的禀赋。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天赋——无论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谱系中利己主义的恶的禀赋，还是莫尔/卢梭传统中善的禀赋。康德将契约思想贯彻到底，把所有社会化行动纯然观念上的契约性构想为实践视域下智思世界的统一。在其中，所有个体“只要他们具有理性/知性”（VIII, 366），都被包容在内。这产生了一种预先存在的客观结构，它被托付给个体的承认。这些结构在逻辑上必须优先于法权形式。因此，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批判》优先于法律规约。康德的义务伦理学是平等个体之间被提升为观念内在性原则的外在社会关系。人们必须在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理论中看到这种实在的所谓“主体间性”基础。形而上学的思维形式对康德而言用于将契约形式作为基础的社会化形式，锚定在一个内在理性且具有普遍主义的类概念之中。该概念承载着将所有客观结构还原为行动准则的进路。

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的先验逻辑观念性的基础，除了以人格自由的个体为前提之外，还包括分权原则。如果宪法上的和政治的权力不再是一种按等级以及由此按人身绑定的特权，而是本身成为多种权力的关系，那么它就变成了智思的普遍之物。在全人类预先给定的先验观念性视域下的道德形而上学整个思想领域，与康德的自由主义密切相关。自由人格之关系的客观智思地位，优先于单个个体的智性。由此得出了康德的思想：唯有所有人能够自愿给予同意的事物，才能够成为法则，即使并不真的需要征询每个人的意见。卢梭关于“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人民主权在开明君主制中得到了沉淀与净化，但仍清晰地保留着在所有人享有平等法权的理性公设下对法则不断进行精确化界定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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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作为康德文化哲学的组成部分：法权与道德的二元论及相互关联

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独立化，以及由此才成为可能的个体全部人类潜能的展开，在康德关于人于法权与道德中外在面与内在面的严格二元论中得到了表达。法权规约实际的行为。在形式上，它完全撇开遵从法则的具体动机不谈。在个体态度的视域下，它实际上属于理论知性的工具理性范畴。道德不是对已执行行为的规定，而是对意志的规定。康德的对置首次开辟了一个由准则构成的纯粹内在性领域。道德作为内在性甚至被高度提升，以至于它与实际行为构成了对立。康德通过法权的外在现实行为与对意志的内在要求之间的严格二元论，使这两个领域相互解脱。当然，它们最终必然在倾向性上指向一个共同的统一节点。但在康德那里，重心在于不断重新展开的分离。统一节点是“所有人联合起来的任意”。它意味着在宪法上对人身自由的保障，以及在内在意志准则方面的一种尊重意识：尊重自身的人格以及作为人格的所有其他人。在这种尊重意识中，体现了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在决意的内在领域中的尊重，对应着在外在领域中法律所保障的所有个体的自由。康德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自身人格的尊重意识包含了尊重他人的可能性。这源于自我意识的先验理论，因而可以追溯到《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先验统觉的学说。康德的预备学、形而上学和应用哲学都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先验观念性之上。与人格心理学相对立，对自身人格的道德义务作为对他人义务的先验逻辑前提，构成了康德道德奠基的一部分。“道德人格”（persona moralis）是能够进行智性归责与承担责任的人格。与当代对智性主义伦理学的语用学奠基不同，这在康德那里导致了个体性的方法论孤立。

康德所瞩目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现实世界由以下要素构成：(1.) 没有积累强制的小个体所有权，以及通过经济交换实现的个体利益的清晰网络；(2.) 经济与精神自由、司法制度的宪法实现以及对行政职权的精确界定（几乎不涉及个人的政治权利）；最后是(3.) 精神公共领域的完善主义功能。正是这些支撑着康德对于普遍合理的社会化制度的需求。支撑性且持续发挥作用的要素是法权与道德性的二元论。个体行动自由与思想自由在对立极上设立并面对着社会理性的封闭法权领域。区分为作为法权命题的外在不侵犯禁令与作为道德义务的内在关怀命令，概括了客观社会化领域的设立——如果要将客观强制的世界从根本上作为自由行动来对待，就必须有一个行动理性的纯粹内在性与之相对立。由此，一个并非自然生长、体验式的，而是方法论设立的规则概念进入了市民生活理解的中心。这些义务并非作为实质性的生活价值，从属于特定的大多在职业传统乃至宗族谱系中被理解的共同体中产生。

康德法权形式主义与道德形式主义二元论的方法论内涵虽深远地延伸至市民文明的未来，但绝不能因此掩盖康德本人并未从19和20世纪的条件出发这一事实。法权平等的数值思想与个体人格塑造的德性论结合在一起。浮现在眼前的典范并非证券交易所的巨商大贾和工人大众，而是城乡中怀揣适度诉求、生活在明晰关系中的体面、自由的小私有者；此外还有受过教育的官员、教师和牧师。在康德所表述并试图稳固的文化氛围，与这套道德形而上学为市民文明的实际运动方式所提供的逻辑回旋余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随着客观的法权领域（外在不侵犯禁令）与内在心性义务的平行化，人们得以冷静审视现代人的文化。人们不可被纯粹心性智性主义的热忱所迷惑，误以为这是情绪化的奠基。与一个通过契约主义的普遍性而自成一体的、客观的社会规约领域相对立的，是一个内在义务的秩序。康德将法权关系的形成与演变构想为机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平衡。法权序列与道德序列互为条件。法权规范性如果被彻底思考直至外在规约的绝对功能，就会过渡到另一序列的道德心性义务之中。在自主个体的条件下，所有权、家庭法、宪法和万国法所有领域的契约信守，都以契约信守普遍且毫无例外地构成行动前提为假定。市民成功行动之合法性的普遍性公设，引向了道德意涵。为了获得普遍社会承认而将个体活动契约化，这成为了个体的意向/心性，并开辟了一个对自身及对所有其他平等者承担义务的人格层面。普遍的司法化/法权化要么以一种关于“正确性”的专制为前提，要么引向个体道德性的公设，该公设将单个意志置于其是否适合作为普遍意志之法则的标准之下。届时，总意志也是开放决策过程的合力。将契约信守与道德心性相结合，通过将义务内化为意志准则的心性伦理学方式，弥补了社会化向一般“法权”（ius）的客观化。为此，康德将这两类行动层面都追溯到《实践理性批判》的智性意志形而上学。若仅有全面的法权化，只会产生由利益驱动的社会微粒构成的机械体制。现代市民个体性的自律公设就会被过度满足直至湮灭。黑格尔后来向他的中学学生简要口授道：“法权行动只要是出于对法则的尊重而做出的，就同时也是道德的”（黑格尔：《哲学预备学》，载于《全集》第18卷，柏林，1840年，第54页）。康德的问题并不在于法权与道德的经验结合，而在于证明法权形式本身必须通过一种智性主义的意志道德来奠基。法权所从属的合理有效性标准，在内在动机方面对应着适合作为普遍法则的能力，并伴随着一个必然的充盈主体——唯有在其统摄下，所有个体才能将自身理解为人格：即人类（VI, 462）。

充分展开的法律约束力确立了一系列社会德性，这些德性进入了自由个体获得社会承认的中心。这就是契约信守、诚实、可靠、主要通过对塑造所有生活形式之规范的可靠参照而实现的自我认同，最后是个人的自我责任、清晰合理的规划与生活操持。若寻找这种市民自我理解的自传式范本，人们主要能在关于诚实经商德性与手工业者理智之忠实团结的文献中找到它。B. 富兰克林的《自传》（1791，德译本1792）提供了一整套由生活关系的法权化所理解的、由高度进取心与坦荡正直构成的道德清单。这种心性既有别于贵族式的生活方式，也有别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冒险行径，同样有别于审美或神秘主义的天才市内在性。

自主个体社会关系日益广泛法权化的现实需求，要求为心性伦理学的义务论提供一种具有普遍化能力的方法论，而这正是《实践理性批判》的先验逻辑所提供的。面对法权化趋势，质性的个人德性与群体德性唯有在将其与工业社会的普遍主义趋势相联系的形式方法基础上，才能得以满足。无论是在当年的新康德主义中，还是在如今具有语言分析基础的先验语用学与商谈伦理学中，康德道德哲学在现代市民文明的不同时期都证明了其将自由主义与全社会责任相结合的能力。这在H. 科亨的《纯粹意志伦理学》（1904）中早已得到了精辟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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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形而上学

法权关系：道德性的形而上学，而非自然法权理论

17和18世纪的自然法权理论，通过从虚构的自然状态中产生国家的各种变体，意图实现从自由人格及其“自然”利益的出发点出发，在逻辑内在的解释中对各种制度进行方法论重构。在普芬道夫（1632–1694）那里，这同时对应着新教将教会排除在司法审判机构之外的做法。立法与行政完全移交给了国家。自然法权理论构成了康德法权形而上学的一个前提。自然权利理论主张，从社会化的起源来看，没有任何人生来是有罪的或不自由的。对所有法权命题的体系性演绎，都建立在人身自由这一单一权利的出发点之上，基于每个人对人类的归属性，该权利属于每个人。普芬道夫将自然法权理论从基督教自然法与道德神学中剥离出来，并（如霍布斯那样）将自然法权建立在“纯然理性的宝座”（solio rationis）之上。普芬道夫此前就已经拒斥了霍布斯自然法权的自然主义基本特征，并将“道德实体”（entia moralia）即道德客体与物理过程对立起来。道德评价的世界以意志自由以及人对神圣规范和社会规范的遵循为前提。这些规范将意志引向某物，而不意在进行法律强制。普芬道夫的自然法权奠定了一项自然诫命，即尊重他人为原本享有同等权利者。在此，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及其智思主体的特征要点已具雏形。正如普芬道夫一样，康德也将所有人普遍的自由和平等，与实定法特定契约所规定的从属关系区分开来。然而普芬道夫的自然法权仍然指涉人对共同体秩序的一种简单预定，这也符合经院形而上学的学说。此外，法权奠基与道德奠基含混地交织在一起。法权塑造了人在社会中生活的自然规定；道德则作为个体的完善发挥着辅助功能。

康德通过将整个奠基问题彻底逻辑化，推进了社会化论题的理性化——在普芬道夫那里，人的自然“社交性”（socialitas）仍是简单设定的，且是用神学借词表述的。为此，康德提出了一门摒弃人类学奠基方式的道德形而上学，以与自然法权理论相对立。他认为自然法权理论与启蒙运动的自然主义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奠基方式相联系。因此，他将逻辑有效性形式的法则从所谓的自然行为法则中剥离出来。道德意志并非自然法则，而是对自然法则的超越，确切而言是通过尊重意识对自然法则的克制与克服。康德在此同样追随了卢梭。在卢梭那里，“自然意志”（volonté naturelle）意味着在大私有制和等级特权的世界中，意志摆脱文明人破坏性倾向的自由。逻辑奠基结构的目标节点是个体自律与类属关联的紧密结合。实践理性的自我意识或先天的先验统觉，仅作为自我意识与所有自我意识之结构之间的逻辑始基性关系而存在。先验逻辑的奠基结构围绕着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展开，而这些视角作为法权与道德演绎的感性前提，在康德的这部著作中确实占据着重要地位（道德情感、良知、人类爱：VI, 399–403；慈善、感恩、同情情感的爱之义务：VI, 452–457）。

关于康德自然法权观的核心章节是《法权论》的第6–9节。康德并非从个体的占有事实出发，而是从占有的逻辑可能性出发，即从“与对象的理智关系”（VI, 253）出发，这种关系通过普遍有效承认的前提，立即从个体利益引向类的问题。我作为个体唯有将自己置于与所有占有者的智思关系中，才能占有某物。当我占有某物时，我先天地关联到所有个体的同等权利要求。在任何现实的法权行动之前，自由个体之间法权关系之可能性的理性理念构成了预设的框架，在此框架内，所有进一步的物权与宪法问题才能在方法上得到处理。康德首先在所有人类对地球的观念性共同占有思想中把握法权的智思可能性。借此，他同时使所有权成为国家法的前提。“个体—全体”关系作为先天综合的道德-实践形式，在法哲学的末尾再次出现于观念的共和主义之中：国家根本法作为所有人联合起来的自由。

每一项经验性立法都处于“纯粹理性的法权法则”之下，每一个经验个体正如康德所说，都是一个置身于现象界中的智思主体（homo noumenon；VI, 274, 278, 283, 295, 305）。康德将这种关联理解为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层面。因此，形而上学展示了人类的智思实在性作为一种关系结构，现象-经验的现实便在其中运行。在经济、法律和精神关联中，人与人的交往可以“消解为纯粹的理智关系”（VI, 286）。“完全是理智的纯粹法权关系”构成了一切约定权利的基础，而法学之所以需要法哲学，是因为在经验立法之上，存在着一个层面，在此层面中人们“作为智思存在者而立，人们在逻辑上将一切物理之物（属于其存在以及空间与时间之物）从中剥离”（VI, 296）。康德将作为社会形式规定与关系的法权与货币进行了平行对比，并引用了A. 斯密关于货币关系特性的论述（VI, 286, 289）。在康德那里，所有权随后变成了隐藏在物性外壳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康德拒斥经验占有作为原始所有权根据的最杰出且影响深远的结论之一。所有权以所有人联合自由的法权建构为前提。所有权与宪法作为先天的逻辑综合即非同一者的同一性而相互结合。因此，绝不可能存在取消人格自由的契约。

康德关于智思形式与经验显现内容特有的分离，构成了将经验立法界定为持续改革过程的基础。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权利。康德在法权形而上学的附录中对此作了详尽阐述。所有立法皆植根于人民的联合意志（VI, 313），因此例如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贵族的权利乃至贵族的存在等制度，都取决于使宪法保持持续改革状态的公民自我决定（VI, 369 f.）。人与人之间智思关系领域的思想保留了自然法权理论的规范性内涵，但拓展了对文明的演进性理解。历史主义不再指向自然利益的人类学潜能的释放。《道德形而上学》从无限完满者与有限受限者的关系中获得了历史主义。为此，康德继承了“道德完满性”（perfectio moralis）的形而上学概念。“完满性”与“分有之存在”（esse per participationem）的辩证法进入了市民文明深远的演进性自我理解之中。康德回归智思客观实在性（realitas objectiva）与现象给定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创造了一种关于社会生活形式持续创新的理论，这一理论远远超越了18世纪末旨在确立市民所有权关系的宪政改革；这是（智思的）物自身与现象关系的一次极富启发性的应用。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以纯粹理性法的逻辑建构形式实现的解放，将本体人（homo noumenon）原本自由的法权人格，与现象中质料的不平等乃至法律上的依附状态（例如非自立者、仆役、“女性”）结合起来。权利的平等指向废除农奴制、防止专制专横以及平等的刑法。公民选举权在当时的德意志各邦尚未提上日程。然而，法哲学将宪政理念奠基于个体自由权利的契约体系之上，对于自《普鲁士一般邦法》（1794）以来乃至普鲁士改革时期的立法编纂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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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

康德将其法哲学划分为私法与公法，即所有权法与宪法。他从人作为市民（bourgeois）与国家公民的双重法权属性出发。增加万国法与世界公民法，将宪法置于有待获取的历史远景的问题视域之下。在所有权法方面，社会演进乃至社会国家式的演进对康德的自由主义而言并非议题。所有权法的演绎构成了康德整个法哲学的基础。为了从个体总体的关联中获得所有权的契约特征，康德将所有权法作为实践理性的先天综合命题来处理。他从人格与物的绝对对立出发，因而将文明进程的一个极晚期成果设定为先天的“与对象的理智关系”（VI, 253）。康德仅将所有权视为个别主体的私有产权。公有产权与合作社产权的诸多历史形式直到19世纪才被研究。康德所有权法中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与先天综合原则的结合，该原则在此被真正解读为个体之间社会关系的逻辑。康德既拒斥霍布斯通过占夺来奠基所有权，也拒斥洛克最初通过劳动来确立合法性。根本不存在能够奠定法权资格的直接占有客体之举。个体唯有在主体间关系中才能被设想。“我的与你的”处于所有人联合意志的前提之下。康德顺理成章地将所有人对地球的“原始总占有”设定为私有产权之可能性的观念前提（第13节）。这种总占有取代了自然法权理论中的原始状态。正如W. 克斯汀在其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所作的平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自然状态在康德那里仅具有体系性的任务，即先天地指明私法需要得到规定的必要性（Kersting 1984, 第205页）。绝非经验性的获取奠定了所有权，法权根据乃是公意。在马堡新康德主义（F. 施陶丁格、K. 沃尔兰德）乃至M. 阿德勒那里，人们曾试图由此寻找康德法哲学超越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联系。这在康德本人那里并未发挥作用。康德所有权法的历史关联指向其他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的方向。智思总占有的思想远离平民公有制的思想路线，包含了宪政建构起来的公民总体对财产拥有法律最高统治权的原则，其核心在于废除封建社会的所有权合法性。针对封建社会中人与土地如同有机结合般的状态，确立了人格自由个体之总体关系的智思总占有原则。

康德将市民个体所有权的经验状况构想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这首先意味着：整个对象性现实作为物的总体，都可以成为所有权资格的内容。人与土地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所有自然生长的有机羁绊，都被重塑为法权资格。对人与物之间法权关系的拒斥，针对的是封建的所有权概念。在封建概念中，作为带有法权资格之物的所有权（Dominium）在其占有者死后依然延续，仿佛在其后代的形态中永恒属于他；正如它产生时那样专断，它也可以通过君主的法令被从家族中剥离。康德的所有权学说还反对领地君主将不属于邦立教会的公民驱逐出家园与田庄的权利。关于原本无主土地以及事实上的“先占”（possessio prima）的整个自然法权思想——康德所谓的“霍布斯的理想”——在康德的理论中被判定为专断任意。所有封建法权资格都表现为暂时性的获取，它们必须从属于一部市民宪法（VI, 264）。纯粹实践理性与当时市民解放进程的联系（费希特曾如此热情地接纳了这一点），在康德所有权法与法国大革命立法的关系中尤为凸显。康德关于所有权是隐藏在物性外壳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伟大原则（VI, 268），旨在将私有产权置于宪法之下。对于国家法而言，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财产必须在与公意相一致的前提下来设想。正如个体功利利益不能建构所有权法一样，国家法也不得服务于单个个体的财产利益。这自然不是与公有制共存亡的社会主义。另一个问题则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仅凭公有制就能对社会正义提供高标准的保障。

康德将市民个体所有权即物权，作为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予以彻底司法化的一部分来处理。因此，私法连同所有权法在分析上极其严密地位于法权形式的抽象开端。通过全书的构建蓝图，它被关联到公民总体的公法之上，而公民总体作为这样的总体，对一切事物拥有最高法权。一切关于处于开端的原始公有制的理论，也都被斥为美化人类的神话传说。对于私有产权的事实发生，康德承认存在单个个体的任意强占（VI, 263）。他坚决谴责殖民掠夺及其意识形态辩护（VI, 266）。在康德处理私利与公共利益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其所有权法的经验现实主义显露无遗。此外，在法国人权宣言发表十年后，事实所有权资格服从宪法最高统治权的原则（在共和主义的“分配正义”[justitia distributiva]下）以及所有人获得财产的实在法权能力，在德意志各邦意味着一项宪政改革的纲领。

法权本身之智思形式与具体显现内容的分离，使得引入一种“物权性质的对人权”（VI, 358）成为可能，当时对康德法权论的批评主要针对这一概念。康德将智思人格与经验情境中显现的个体的区分，与使实际立法成为可能的妥协后果联系在一起，即人们在具体情境中放弃了某些权利（家仆、婚姻中的妻子）。即便人格本身不能成为物，但人格的部分（作为法权资格）却能够成为物。在家庭共同体法权中，康德将其理解为婚姻中对身体部位的相互使用，以至于“一个人被另一个人作为物一样获取，而后者反过来又获取前者”（VI, 278）。康德思想脉络的重点不仅在于一种摒弃情感的婚姻观，而且在于坚持贯彻到一切后果之中的人格尊严，其有机总体被提升为一组具备法权能力的权利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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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

我们的概览略过了法权形而上学这第二部分中被广泛讨论的文本脉络疑难（参见第1 a节文献，第436页以下）。康德国家法的基本思想是人民主权理念，康德将其理解为由国家人民的总体利益所颁布的宪法理念，并将其作为规范和某种纠偏机制置于他那个时代的君主制之下。“立法权只能属于人民的联合意志”（VI, 313）。基于这种规范的共和主义（它作为诫命同样构成了君主制的基础），确立了以下三权分立：(1.) 作为立法者统治权力的人民意志；(2.) 执政者的执行权力，从而君主宛如人民意志的某种受托人；(3.) 最终的司法审判权。当然，对于康德宪政理解的实践而言，共和主义的分权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形而上学在此获得了高度重塑性的本体意义：事实上的现象界必须反思自身，认识到依照其概念它意味着与它自以为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并因而必须成为永久改革的过程。法权由于其作为对他人之权利要求的法权关系特性而向道德过渡，在宪法中首次展现出其磅礴声势。“依从法则的统治者”被纳入到“合法的自由”之中，以至于：“公民平等在于，在人民中除了他有道德能力在法律上予以约束、正如对方能够在法律上约束他那样的上位者之外，不承认任何上位者”（VI, 314）。例如，这涉及宣战权——只有在人民为此投下赞成票的情况下，才应当允许君主宣战（VI, 346）。在人民主权理念要求具备约束统治者的法权主张的地方，康德退避到了道德能力。这便引向了革命权，而康德不仅出于权宜之计，更是出于确信拒斥了革命权。他认为，高素质的官僚队伍以及通过公众舆论和自由主义的经济效率对统治者施加温和压力，是更为优越的改革道路。

对革命权的拒斥（并非拒斥事实上已经发生的革命）以及对本已由官僚队伍领导的君主制的改革期望，与康德关于国家组织社会之角色的根本立场相联系。康德拒斥了其讲座教科书作者G. 阿亨瓦尔（1719–1772）在一般社会法权下关于包含非国家权威关系的“市民社会”（societas civilis）的观点。在抵抗权问题上，他严密地批评了阿亨瓦尔比康德自己走得更远（VI, 301）。依康德之见，一切公共权力只能归属于国家。这从康德对国家起源的演绎中就已得出。前国家社会作为法权制度在德国自然法权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发挥了作用（从而国家被解释为这些社会联合体的有机需求），康德将这种前国家社会从国家法的发生史中剔除出去。康德与卢梭一致，只设立了一个唯一的原始联合契约。自然法权学说将人民的观念契约即“总契约”（pactum generale），与确立臣服于国家权力的各种具体契约的“特约”（pactum speciale）区分开来。在作为法权真空状态的“自然状态”与分配正义的对立中，在康德这里已经蕴含着对公法即对国家的需求。存在着前国家的法权关系（婚姻的、父子的），它们并不处于普遍立法的先天的意志理念之下，它们属于私法。在康德那里，国家的奠基源于联合意志之必然性的形式原则（第41节）。从所有权法中推导国家的发生史（第42节）只是附带加入的。无论是功利原则，还是在前国家状态下防范人类“自然”暴力的最高强制权力的必要性思想，都不构成康德国家奠基的支柱。克斯汀正确地强调了康德的主导视角：通过纯粹实践理性使所有权的获取合法化，以及使财产与公意相符合的义务（第208页）。

在人民中全体平等的宏大视野中，积极公民与经济上不自立的消极公民（帮工、仆役、家庭教师、“所有女性”）之间的差异被接纳下来，并附带有一项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能够从消极状态自我奋斗提升至积极状态。这是德国早期自由主义观念上的演进式平等主义，它仍深深处于德意志各邦的专制主义之中，处于拿破仑《帝国代表会总决议》（1803）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能够从消极公民提升为积极公民这一宪法演进主义，在早期自由主义的各个领域中屡屡出现，例如W. 冯·洪堡（1767–1835）的改革教育学（《柯尼斯堡学校规划》，18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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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共和主义使国家统治者成为“国家的代理人”，置身于“执政内阁、政府”之中（正如康德颇具时代特色地表述的那样），它一方面指向废除贵族制，另一方面则反对议会制共和国。康德显然追随了卢梭：既体现在认为国家建立只能是人民主权的建构这一思想上，也体现在拒斥将政治权利移交给代表的自由主义政党民主上。代表们随时准备向政府投怀送抱，并“在允许人民反对的假象下掩饰……强权者对人民权利的侵犯”（VI, 319f.）。通过废除贵族制（VI, 329），这种观念共和主义的轴心应当存在于王室与人民的关系之中。当然，这里并未引入任何能够在高级官员队伍和君主面前表述并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康德无疑看到了其人民主权思想中心的这一空白。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反响中，有人批评康德给专制国家权力留下了过多的空间。他大概信任腓特烈二世的《一般邦法》及其开明的行政管理。人民主权的整个先验哲学重构建立在不可阻挡的历史变革的演进主义之上。在《系科之争》（1798）第二篇中，自由个体之观念总体的先验逻辑奠基与宪政演进主义的结合再次得到了展现（尤其是VII, 87–94）。

结合宪政演进主义，也必须考察康德关于法权强制特性的理解。从作为个体性与个体全体之逻辑综合的本体人（homo noumenon）出发，法权强制同时构成了对个体自由的保障。由此可以解释，康德为何既强调个体自由，又强调国家权力的权威。由于国家总体上被理解为改良主义的，因此可以说进步应当“不是通过事物自下而上的进程，而是自上而下地发生”（VII, 92）。康德在受法则约束的中央国家机构与基于等级特权的任意空间之间的张力中，看到了法权强制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垄断”意味着“相互竞争的中间权力被抽空了根基”。分权原则由此并未获得实践意义。在这一更广泛的脉络中，康德甚至寄望于制定实定法的某种君主决断主义，并将此与切实可行的改革立法的期望结合起来（参见Hofmann 1986, 第116页以下；1995, 第272页以下）。

康德的法权形而上学勾勒出了一种处于过程之中的法权。这在国家法与万国法的关联中尤为清晰，在万国法中，作为国际性的法权直接被表述为一种历史的“目的”（telos）。康德通过观念的共和主义阐述了制度持续自我改革的原则。这既适用于废除贵族特权，也适用于教会体制的改革。凡是人民不能对自己做出决定的事情，立法者也不能对人民做出决定。“然而，任何人民都不能决定，在关涉信仰的洞见（启蒙）中绝不再向前迈进，从而在教会体制方面绝不进行自我改革”（VI, 327）。因此，正如贵族地产一样，教会财产也可以被没收。康德的历史主义源于这样一种确信：欧洲大陆上的君主制无论如何都无可避免地将面临1789年以来的法国发展进程；而在愿意改革的君主制以及缺乏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这一进程甚至可以在没有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情况下完成。

国家作为铸入宪法形式的人民主权的先验理念，与绝对君主制的经验现实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事实之物与观念之物逐步中介的过程。康德将先天智思领域与经验现象领域的区分，展开为观念之物融入实在之物的过程，或者如其所言，是经验形式向始基理性形式消解的过程（VI, 340）。智思世界与感性世界显现为真正绝对之物的逻辑抽象：即在时间中的进步，这便是历史。形而上学随后实际上转变为了对时间中历史性结构的分析——康德将法哲学引至这一节点之前，但他并未跨越过去。

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几乎被作为君主对人民意志负有义务的示范而引入，在此之后，聚集起来的人民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与扩展中完全合法地将自身构建为国民议会。因此，大革命简直表现为君主在不知不觉中承认了原本的即观念上作为基础的人民主权的恢复。这里没有任何谴责经验中显露的人民统治之暴行的言辞。革命被斥为非法的叛乱，但反对革命的反革命与干涉同样遭到拒斥。一旦革命已经发生，新的政府权力就必须如同对待此前的世袭权力一样受到尊重（VI, 319 ff.）。在禁止革命与承认革命成果的精巧结合中，融入了对处死国王的强烈厌恶（在一段较长的附注中，VI, 321）。在此同样存在着理论上的根本奠基：暴力在原则上被凌驾于法权之上，“这是一个吞噬一切、不可逆转的深渊”，是国家对自己施行的自杀。同时，康德非常现实地看待此类行动对革命进程的政治后果。康德认为，只要革命保持为通过设立新宪政机构而实现的改革，革命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康德在评判当下极其切近的历史事件时的实践现实主义还表现在：革命的进程不仅被视为革命者的激情，甚至不仅仅被视为他们的行动，而是被视为革命派与同样负有责任的反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如果正如康德在1796年一封来自巴黎的信中所获知的那样，吉伦特派核心革命家E. J. 西耶斯（1748–1836）知晓并推崇康德哲学属实的话，那么在康德反专制且鲜明改良主义的实践哲学中，就正好能为这位1789年1月宪政纲领性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的作者、于1798年作为法国公使来到柏林的人物提供思想契合点（参见A. L. 泰勒曼致康德，1796年2月6日；XII,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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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 Pfordten, D.: Kants Rechtsbegriff, in: KS 99 (2007).

刑法

在国家法之下，康德简要探讨了刑法与赦免权（VI, 331–337），实质上主要是死刑论题。他将惩罚理解为对已经发生的人权侵犯的同等报应（Wiedervergeltung）。“因为如果正义消亡，那么人类在地球上活着就再也没有任何价值了”（VI, 332）。公开的司法审判程序属于公正法权的概念。“刑法是一项定言命令；那些为了寻找某种能够免除应得惩罚的理由而在幸福论的蛇形弯道中爬行的人，是有祸了！”（VI, 331）。谋杀必偿命。“在此不存在满足正义的任何替代品”（VI, 333）。惩罚是对通过罪行遭到践踏的人类尊严与荣誉的恢复。声称死刑不合法的言论不过是“矫揉造作的人道主义之同情式伤感”（VI, 335）。罪犯遭受惩罚，是因为他决意了一项当罚的行为。整个刑法都以荣誉/尊严概念进行论证。在行刑中，罪犯的尊严得到了承认。个人的荣誉概念通过相互尊重的概念与共同体的正义相联系。正义同样包含着强烈的道德内涵，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结合为一国公民的个体。因此，死刑的法权根据绝非国家所接管的受害者家族的复仇，亦非保护共同体免受后续犯罪侵害的预防需要。对于未婚女性的杀婴行为以及决斗中的杀人行为，康德看到刑法陷入了困境。在此应当适用例外。问题在于需要改变民间传统的荣誉概念（VI,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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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法（国际法）

正如私法关联到作为人民联合意志的国家法一样，国家法也是朝向万国法来构想的。在此康德同样有所取舍，实质上只探讨了一个论题：各个国家从相互以战伐暴力的非法状态，过渡到一个“永久国家公会”的法权状态，在其中欧洲各国将依照国际法协商并解决其公共争端。这位对时代历史有着精确把握的形而上学家在短短八页的概述中，将此以及战争中法权原则的恪守作为万国法的论题展现出来。“永久和平（整个万国法的终极目标）诚然是一个无法完全实现的理念。”然而，持续不断地向其逼近——作为一项法权义务——则是完全可以实行的（VI, 350）。在万国法领域中，蕴含着康德法哲学最重大、至今仍未被完全继承的思想遗产。

康德使所有权法、宪法与万国法最终汇聚于世界公民法之中，从而使实践理性的先验公理——即“人们在普遍公共法则下建立法权联合的理想”（VI, 355）——既表现为逻辑基础，同时也表现为现实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观念原则展现为一种极其宏大的现实主义的魄力。地球上的人民在一个球体上被封闭在确定的界限之内，因此对土地任何特定部分的占有，都只能在设想所有人民对地面享有观念上的因而原本的共同体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随着地球上交往的日益活跃，“在地球上一处发生的不幸与暴力就会在所有地方被感受到”。因此，所有人民都必须置身于其可能交往的普遍法则的世界公民法之下（VI, 352 f.）。通过殖民征服对各民族的征服与驱逐是这种世界公民法的对立面，这部洞若观火的法权形而上学对英国和西班牙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严厉谴责。

普遍历史是人类和国家在公共法则下走向法权联合的趋势。不懈致力于此的准则是我们的义务。放弃这一准则，“就会产生令人厌恶的愿望：宁可放弃一切理性，并在原则上将自己视为与其余各类动物一样被抛入同一种自然机械作用之中”（VI, 355）。任何世代都不受历史既定事实的束缚，既不受过去世代成就的束缚，也不受其失败的束缚。形而上学表述为全人类先天基础的各项原则，展开为历史进步的功能。例如，康德将世袭农奴制称为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事物（VI, 349）。

法权与道德构成了两组平行的义务序列：一组是通过将人建构为法权主体而形成的、针对个体人格不可侵犯性的外在、相互且各自具体的权利要求；另一组则是面对智思人类总体时内在且广阔的理智良知义务。这是通过社会化确立每个个体自由的两个命令层面。法权建构起了一个社会可靠性的稳定结构，它使广泛的社会交往领域摆脱了道德（及宗教性）的沉重负担。法权与道德性构成了社会交往的不同层面。法权将社会化实现为针对实际行为的冲突调节形式，因而是针对各个具体案例的。道德性作为内在意志决定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观念实在性。它塑造人的整体。康德将法权原则称为分析性的，将道德原则称为综合性的。康德的观点绝不是说法权是道德的外在辅助工具。

若追问康德关于在私人所有权的普及与公民权利的获取中正义必然不断增长的理论与显见确信植根于何种现实源头，人们就必须看到康德关于个体通过均衡分配的私有产权实现自身的理解。私有产权要求有保障的“我的与你的”，据说这在社会内部、并最终在各民族之间具有促进和平的内涵。这是欧洲早期自由主义与18世纪国民经济学的思想遗产。均衡分配的私有产权为日益增多的公民提供了社会自立与安全。与此相伴的个体对自身命运的自我责任，构成了人类自发智思自由之先验主义在经验社会中的对应物。

在外在领域与内在领域的分离中，所有者的个体自由在现代市民关于个体自由与通过客观化结构实现的社会化的对应中得以贯彻。一个在详尽规约方面高度严密的法权，对应着一个个体享有高度个人决策自由以及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相对独立化的社会。随着社会结构法权化的推进，道德获得了形式方法论调节原则的特征，以维系人格的高度自我反思活力与不断变换的实现层面。唯心主义的理性根源——即能够为现实性作为社会实践的总体性做出辩护并予以表述——被康德的形而上学精确化为：总体性被把握为方法论的观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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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义务的形而上学

社会化行动的法权客观化与心性伦理学形式主义的对应

随着社会结构的高度法权化，道德获得了方法论-形式的特征。它成为了将行为经验与法权规范的事实性方法论地回溯到个体动机的观念领域。道德表现为主体中真正的“主观之物”。将人类活动的丰富社会内涵外化到一个由合理的法律规约构成的全面体系之中，才首次为主体自由的内在动机创造了前提，这种内在动机除了个体更为展开的审美、智性、对象-实践可能性之外，也实现为其道德性。随着法权外在领域与道德内在领域的分离，道德并没有被相对化，而是被私人化了。它不再是公共责任的事务。原始的部落社会在法权不发达的情况下展现了法权与道德的结合，并将道德标准作为公共秩序的要素。在现代市民社会中法权与道德的分离之下，对道德的公共化处理变得猥亵不雅。作为此类窥私欲，它甚至能招募并催生出市场驱动的公共领域的整个分支。

客观规约的法权领域的倍增，在对立面使对内在动机的反思独立出来，并赋予其普遍化的方法论倾向。动态社会中的道德自我责任寻求在持续变化中抽象出重复要素的算法。这首先塑造了个体性本身的实在抽象，而康德同整个启蒙运动一起在唯心主义的颠倒中将其设定为观念的起源。主体恒常性唯有通过实在意识在方法论反思与事实存在中的方法论二重化，才成为个体自身的行动与生平传记。决策选项的多样性导致了复杂的动机网络。从中产生出对行为规定的方法论调节原则的需求，这在康德那里表现为准则的核心问题。具体德性向准则的形式化，进一步延续为关于所有准则之规定方式（即个体内部动机的方法论）的普遍方法论问题。这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因此它——正如先验逻辑预备学一样——具有方法论特征。康德的想法正如他高度赞赏的G. C. 利希滕贝格（1742–1799）所言：“如果人们教导人类应当如何思考，而不再永远教导他们应当思考什么……这便是一场通向人类奥秘的启蒙入门”（《哲学评注》，载于《利希滕贝格文集》第1卷，哥廷根，1867年，第55页）。方法论形式主义并不是作为多余要素添加到具体的德性伦理学之中的，正如数学绝非强加于感性具体物理学之上的智性专断附件一样。它源于个体动机需求的丰富性，源于个体为了自身秩序与选择标准而必须确保掌握一种方法的需求；进一步而言，源于为那些通过社会合作的司法化而免除外在行为决定的个体释放决策内在性的需要。唯有随着自由私有者社会合作的全面法权化，市民的私人领域才能真正形成。随之也产生了将道德动机回溯到公共事件的问题——而公共事件在原则上完全被法权所覆盖，因而也在管辖权上被官僚化地碎片化了。康德自然没有否定道德也是公共制裁行为的基本前提。没有个体的道德自我认同，法权主体作为承担私法与公民尊严的责任主体概念就根本不可能成立。否则法权就会退化为微粒的机械锁链，即康德所谓的自然因果性。康德将法权与道德分开，针对的是宗教与等级组织中道德的虚假公共性。道德的集体化摧毁了人格的自由。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绝非对道德在日常实践中角色的轻视。康德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统摄所有具体德性的方法论层面，自由决策要求的成倍增加将使个体沦为自身专业化客观力量的操线木偶。针对法权的一般形式化，应当有一种内在控制的方法论形式化与之对应。就此而言，法权是道德性的实在基础。德性论探讨的是法权从自身中设立出来的更为具体的主体性，并在方法论上表现为首要之物。法权与道德的分离对于内在动机或准则形成而言，同样终结了特权个体的排他特殊地位以及道德的集体化。在理论家的意识中，道德表现为决定性的东西，而法权仅为其添加外在规约的框架。在这种具有迷惑性的假象中隐藏着真实的问题：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所有者的社会如何能将其相互依赖表现为全社会的自由；它如何能将个人决策自由与文明进程的客观规律（康德将其表述为技术-实践知性的世界）之间的对立，投射到作为整体反思与意愿过程的社会自由的视域之中。生活世界中切近且可靠的那些始终属于个体的德性不仅保留在其位置上，而且在方法论关联中才首次获得了实在恒常量的资格。

康德从上述两个前提展开其德性论：外在规约与内在准则形成的平行化，以及单个个体的准则与所有个体的准则的平衡。法权随后表现为独立私有者社会关系的最初智性化；而作为道德所探讨的问题则是：在康德所谓的孤立的技术-实践智性世界中（VI, 387），个体如何能保持能够驾驭文明进程客观力量的意识。在政治领域中，康德在此运用了他的观念共和主义。观念的总体唯有作为行动内在准则的集合体、而非从执行的质料标准出发才能被设想。康德在具体展开中将其贯彻为义务伦理学。这与法权形式的平行性显而易见：正如法权命题构成了外在自由的运动形式一样，各项义务是维系内在自由的法则。康德理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这种平行性表述为直接的、利益驱动的个体性与所有社会成员总体利益之间有待化解的矛盾。义务伦理学将伦理的特质置于“应当”（Sollen）之中，而非“善”（Gute）之中。它是规范性伦理学，而非评价性伦理学。伦理陈述不是价值陈述。商谈伦理学坚决重申了这一点。道德性的领域作为必然的超越充盈超越了法权化。对于纯粹的智思存在者而言，道德法则会自动规约准则的形成，因而不会有任何“应当”。从人作为智思存在者与对象-实践存在者的双重本性中，产生出人格向客观社会化的外化，以及道德向法权的外化。

对于康德用来阐发个体具体伦理品质的义务概念，斯多亚伦理学、基督教宗教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唯理主义伦理学都提供了范本。康德的义务概念与此前的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将方法论形式与“意志的质料”分离开来。康德在此同样分开了智思面与感性面。这就是所强调的追溯“直至形而上学的要素”（VI, 376）的含义。人们在伦理学中同样必须认识到先验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如其就职论文标题所示的感性世界与智思世界的形式与原则的分离。对于人格自由的个体，康德以比以往理论深刻得多的坚定性，将道德义务概念理解为对唯有通过智性才能把握的德性心性的自我强制。将道德性理解为意志准则而非现实行动的事务——正如在基督教宗教伦理学中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的那样——源于未经方法论（逻辑上或在统摄性宗教信仰中）反思的行为所预设的矛盾。利益驱动的冲动是阻抗的力量，“因而必须予以克服”。通过其智性，人认识到自己有能力战胜通过对象性与法权外化所造成的碎片化。抵抗强大对手的决意就是勇敢（fortitudo）。因此，义务伦理学就是德性论（德性[virtus]即道德勇敢[fortitudo moralis]）（VI, 380）。

形而上学作为要求句/祈使句奠基问题的解答

道德与法律规范的特征在于：若要具有有效性，就必须获得奠基。道德与法权公设的有效性方式无法用事实建构的标准（真—假）来满足。道德要求句的有效性也无法通过指引特定规范的事实使用来提供。这甚至对法律规则而言也只是有限可能。当涉及有效性原则时，基于习俗惯例的自发世故明智的论据便失效了。用语言分析的话来说，康德将“你应当……”这一要求句的语义学意义置于其对实践理性逻辑-综合内涵的从属性之中。实践理性的逻辑-综合内涵构成了这一方法论前提：所有经验义务与法则都必须被括入一个包含所有个体同等合理性的智思领域之中。康德借此给出了一个逻辑维度的完满性标准，而非价值伦理学或善品伦理学中质料性的“至善”（materiale Summum Bonum）。他使命令句的标准逼近于正确性标准，但在观念上无限精确吻合的意义上。在《奠基》中曾表述道：道德规范依照“理性的理想”来奠基，“它们应当规定一项行动，通过该行动能够达成实际上无限后果系列的总体性”（IV, 419）。这与针对经验物理数据的无限精确的数学形式主义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康德法权论与德性论的形而上学形式具有所有规范命题的逻辑奠基标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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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体系位置：道德哲学讲座、《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以及物理之物与智思之物结合的比例

《道德形而上学》的德性论处于实践理性的先验哲学批判与康德在道德哲学讲座及《人类学》伦理学部分中丰富贴近应用的伦理思想之间。

在所有道德哲学文本中，康德都建立了一个准则的阶梯序列：技术-实践程序——明智规则——道德-实践命令。这是通往人格内在深处（人格统一性的根基所在）的动机历程。重点在于指向对象的命令与并非指向个别行动目的而是指向人格本身的道德命令之间的对立。道德之物乃是在所有条件下在人格中保持同一之物。形式规定只能在智性上发生。对此不仅当时的生活哲学、信仰哲学冷嘲热讽，而且狂飙突进运动的年轻一代同样嗤之以鼻。后者只想看到善人的道德热忱与暴君的虚伪，却忽视了与康德先验观念性热忱接轨的复杂中介。在义务思想中设立的内在同一性，是不可随意处置的、且必须从所有具体情境的决策中剥离出来并与之相对立的要素。这是在各个具体德性中实现的领域。康德自然吸收了基督教良知概念对问题的处理，并为了与之区分，将其理论聚焦于将内在同一性与情感及审美维度剥离开来。康德在主体自我意识中设立的同一领域，构成了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对立极。将义务伦理学解释为世俗化为市民进取心的信仰戒律，这不仅是对康德的简单化，更是对康德的篡改。正如法权关系从所有权法经由宪法上升到世界公民法一样，伦理德性论从单个个体对自身的义务经由对其他个体的义务，综合为将自己的准则“不是与任何其他人（依其现状）相比较，而是与（人类的）理念相比较——即人应当所是的样子”（VI, 480）。

在这一脉络中随后展开了关于宗教模式与诫命之伦理学的考量。康德在单独的“终论/结论”（VI, 486–491）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并奠基了道德理性的自律与“纯粹哲学伦理学”基础的分立（VI, 488）。在文化生活领域彼此独立的文明中，实践应用自然需要不同的奠基模式。康德在应用层面认为宗教模式是不可废除且可以整合的。只是作为“一切理性存在者之道德关系的根本原则”的“爱与尊重”，首要指向“一个人的意志与另一个人的意志的一致”，而非指向与超验存在的关联（VI, 488）。

康德德性论的论辩首要针对的是市民功利主义，这正是对违背义务之倾向的自然主义批判所指涉的内容。孤立的利益将人变成了反射中心。他放弃了自由，把自己降格为自然法则的对象。远离宗教禁欲主义的自然主义批判，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最具远见的重大思想之一。在许多方面，康德关于人类可能蜕变为表面快活的享乐存在者之危险的预见都得到了证实。T. 霍布斯（1588–1679）最坚决地表述了康德作为理性存在者基本关系的“爱与尊重”的自然主义对立面：“一个人的价值或价格，正如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就是他的价格。……因为在古代道德哲学家的著作中所谈论的终极目的（finis ultimus）或至善（summum bonum）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我首先把不断追求权力、至死方休的永不休止的欲求，视为全人类的一种普遍冲动”（霍布斯：《利维坦》[1651，德译本1794/95]，莱比锡，1978年，第75、84页）。

康德清楚地看到，对于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的不同时代而言，道德恒常量可能是不同的。他在1765年的讲座提纲中称之为“道德地理学”，即在每种文化中由不同物理、道德与政治条件构成的“三个王国”这一百科全书式的意义（II, 312）。然而在所有不同的文化中，真正的道德命令乃是人格面对根据变动情境的技术-对象性准则与明智准则时所保持的同一性。亚里士多德曾将指向客体的活动称为“制作”（poiesis），将反作用于主体的活动称为“实践”（praxis）。康德在伦理要素论中并未充分展开道德主体的义务概念也是通过意图在实践成败中的外化而形成的（这些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第二级和第三级的方法论标准）。依照逻辑学教科书的结构，他把所有这些都移入了伦理方法论之中。这构成了整部《道德形而上学》中一个奇特的未完结的、理论上开放的节点。因为这些义务清单并非纯粹意义上的逻辑先验主义，以至于根本不承认具体生活现实执行的协同作用。

这些讲座在哲学史脉络中展示了古代价值伦理学与康德形式心性伦理学之间的差异，当然并未将基督教宗教伦理学作为源头纳入其中（《柯林斯道德哲学讲义》；XXVII, 247 ff.）。康德对其幸福论批判所针对的近代哲学作者被一一列出：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瓦尔斯基实践哲学讲义》；XXVII, 100 ff.）、休谟、蒙田、霍布斯（同上，107 ff.）。在讲座中，康德表达了他对时代主导道德观念的评判，例如对多愁善感的友谊崇拜、对令人困惑的宗教内疚怯懦的评判。他非常贴近时代地展示了其道德哲学的批判性内涵。在讲座中，依据鲍姆加通的教科书，具体的“伦理学”（Ethica）接续在“普遍实践哲学”（Philosophia practica universalis）之后。在此康德探讨了直接伦理考量的诸多方面，例如现在重新被提起的关于是否存在对动物的道德义务的问题（原本是一个神学论题，参见《康德伦理学讲座》，P. 门泽尔编，柏林，1924年，第242页）。

《人类学》在自我意识的抽象理论与心理学维度内准备了伦理论题（人类学教学法，第1卷，认识机能），随后在社交交往的情感层面（第2卷，快感与不快感）以及最终在情感学说（Affektenlehre）的悠久传统脉络中探讨了伦理人格（第3卷，欲求机能）。第2卷将共通感（sensus communis）之内的审美鉴赏视作“外在促进道德性的倾向”（VII, 244）。在第3卷中，康德沿用经院形而上学所谓“倾向”（inclinatio）的张力凸显出来。针对英国“道德感”哲学将其作为习惯的词义用法，他回归了倾向作为因自私而具罪恶性的热情的原始强烈含义。对将他人屈从于自己意志的倾向的拒斥，展现出极其纯粹的力量。虚荣心、统治欲、贪婪是“最接近技术-实践理性的恶习”。唯有“将主观之物视为客观之物”的自我异化妄想（这使得“对迷信的偏好”变得可以理解），能与这些恶习相提并论（VII, 271 ff.）。正是在这里，才首次将道德-物理的至善界定为“享受文明教养之幸福”的物理动机与智思动机“结合的比例”（VII, 277）。届时，康德对各个意识层面进行方法论孤立的实在结果也变得清晰可见：“做一个有原则的人（拥有确定的品格）”，必须“对最普通的普通人类理性也是可能的，并由此在尊严上优于最大的才能”（VII, 295）。尽管对自身肉体性与享乐能力的观察显得颇为刻板克制，康德的伦理学并非敌视情感。康德在形而上学术语中区分了本体人（homo noumenon）与现象人（homo phaenomenon）。在此脉络中存在着康德特有的思想，该思想在批判文明的意义上复兴了古老的基督教禁欲传统：道德良知很可能引向摆脱一切倾向的愿望（V, 118）。从我们内心感性之人与智思之人的张力中，康德展开了自由的问题领域。纯粹的智思存在者（天使）将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不处于智思领域与感性领域的对立之中。对他们而言，法则并不意味着“应当”。

德性形而上学的划分：心性伦理学

《德性论》导言清晰地展示了康德道德理论的传统提问方式与全新重点。康德接续了久经考验的要点：人格自由的智性主义奠基、德性作为自我主宰、人兼具智性与有待克服的倾向（这些倾向将我们束缚于外在于智性的外部世界）的双重性格。通过“淡漠/心平气和”（Apathia）概念标示了斯多亚传统（VI, 408）。良知的内在性作为道德标准在康德这里同样是宗教遗产。与现代市民伦理学相比，对谋生与物质享受的关照（即间接的劳动伦理）属于传统要素。这也蕴含在康德关于人格独立与自尊的整个道德领域之中。诚然引人注目的是，清教徒关于勤勉与成功、或者功利主义公式所谓“勤劳与节俭”（industry and thrift）的告诫并未出现。这与康德对意志准则的理解相悖，在康德看来，唯有在仅将成功置于次要地位时，意志准则才是道德的。

康德伦理学中具体德性的新维度可以概括为四个要点：第一，在智性上奠基的义务概念作为“依据内在自由原则的强制”（VI, 394），但指向一个超个人的精神领域。人除了是“理性的自然存在者”（homo phaenomenon）之外，还是能够对非经验原则承担义务的存在者（homo noumenon）；这是观念构建的一个独特层面，因为即便作为自然存在者的人本已是理性的。在此，康德将日常实践中自由与确定义务的客观法则之间的对立假象，作为哲学有待化解的辩证法来处理（VI, 417 f.）。第二，全新的是个体对自身的自涉义务与对他人义务之间的平衡。其中的核心要点在于：人格对自身义务的意识是对他人义务意识的前提。与此相伴的是，不是在自涉中，而恰恰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人的幸福同时是义务”（VI, 393）。第三，在道德反思概念的反思歧义（Amphibolie）论题下，康德探讨了在对其他对象和存在者承担义务的自发假象下对自身义务的错误移位（VI, 442 ff.）。这包括对自然对象（植物与动物）以及对上帝的所谓义务。所有这些都是在物性外壳下显现的人对自身的义务：因为人在毁灭自然、残暴对待动物时会使自己变得麻木，并败坏其意志决定的道德自我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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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志决定的道德自我反思能力。同样，上帝的理念也“完全出自我们自身的理性”。根本不存在对“某个给定的存在者”的义务。康德通过对宗教异化的人类学扬弃，丝毫没有削弱宗教内涵，恰恰相反：由于我们必须在所有道德意志行动与一切成败的无限谐调中假定上帝这一道德-实践公设是一个必然的理性理念，因此应用这一理念便成为人对自身的义务（VI, 444）。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康德改变了义务伦理学本身——义务伦理学在近代形而上学中原本源于将人作为受造物对造物主的宗教义务思想进行的唯理主义改造。形而上学的进步在于将进取市民的日常生活戒律表述为首要的道德义务。而在康德那里，自涉义务以及关涉他人的义务都根植于纯然的人类尊严之中。每个人都“有义务在任何其他人身上切实承认人类的尊严”（VI, 462）。在此同样表明，康德相对于此前形而上学的形式连续性，在于推进理性自律化的趋势。

康德的道德义务概念与作为两组完备秩序规则的法权与道德性的互补关系相联系。人在其道德责任中同样处于与所有人订立宏大契约的充分展开的关系之中。关于两个具有自由意志的行动个体之间的契约思想，最终对应着以商品流通形式进行的服务/给付交换。这对于个体之间的道德关系而言起初并没有说明太多。契约在古老的原始共同体中就已存在。《旧约》记载了耶和华与以色列人民之间的诸多契约。对道德失败的负罪感自古以来无需契约意识就已存在，宛如对誓约结合的背弃。决定性的一点并不在于基于亲属关系或友谊的道德义务的力量，其中实际上仍包含着契约法源于债务关系的诸多成分。国家法的法典编纂起初同样是通过此类自愿的约定与义务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这顺理成章地导致了准国家契约的不可变更性。其功能脱离了不可复现的自由约定行动。随着康德将所有道德义务指向人类尊严，个体被置于一种客观的义务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在许多方面将发达的法律契约原则的最优成果转化为道德概念的滋养。在此，主体概念的发展同样贯穿于主体对象性的社会外化方式之中，正如自17世纪以来劳动概念是伴随着机器概念的发展而形成的一样。对人类本身的道德指向将个体从所有预先存在的特殊义务中解放出来。正如在成熟的法权中一样，个体作为构成人类这一结构的要素，同时是一切规约的自由源头。这赋予了道德反思以普遍的回旋空间。每个个体都可以且必须——如同共和宪政体制下的国家公民一样——将自己视为其意志准则的立法者。道德主体被康德的义务概念置于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不受限制的功能之中。即使在不发达的契约形式中仍附带的身份维度与表象性价值要素都被消除了。在义务概念的功能性特征中，所有个体在道德上的平等思想得以实现，正如该思想在法权中承载着契约原则的普遍性一样。因此，康德关于人在其内心设立道德法庭的名言（VI, 439），除了具有文化史上富有表现力的类比关联之外，还构成了对置身于法权关系中的公民自由的关联——公民对于这些法权关系的形成曾经表示同意，或者本可以表示同意（正如康德在其对议会自由主义的不信任中所补充的那样）。个体作为持续自我交锋领域的内在性，并不意味着罪感意识乃至赎罪意识。每一个单个个体都处于持续自我交锋的自由之中。

在作为心性伦理学问题阐释的详尽导言之后，该书依照逻辑学教科书的模式将伦理要素论与方法论区分开来。方法论是关于德性义务最执着的精神践履与实践应用的理论，而法权义务的狭隘严格特性则使方法论成为多余。要素论分为个体对自身的义务与对他人的义务两个部分。与法权义务论不同，准则与法则的观念同一性此刻得以完成。道德是为了法则本身而遵从行为法则，而非为了外在承认或利益。做出合法行为可以是为了避免因违法而招致的制裁。因此，德性论的对象不是行动本身，而是行动的准则。法权在动机之前首要评判行动的实质结果；道德则由出于法则的心性所统治。德性义务繁多，但德性心性唯有一体。

道德必须通过个体少数但核心的动机，来补充那些被客观明晰化的法权规约——这些规约作为价值中立的程序定义了制裁，宛如消极的禁令。唯有由此，社会原子的机械机制才能转变为各主体之间富有意义的关系。另一方面，道德构成了总框架，在此框架内，立法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获得奠基并继续发展。道德哲学与法哲学的思路随后完全平行展开：正如每一项具体的法权关系唯有在共同意志的理念内部、基于所有所有者与公民的智思关系才能成立一样（《道德形而上学准备材料》；XXIII, 211 ff.），所有德性义务同样根植于人类作为自在的最高目的这一理念之中。道德性的标准在于准则的可普遍化能力，而非对象性目的的多样性——后者在“幸福论的蛇形弯道”中只会诱使人们走向“所有道德的安乐死”（VI, 377 f.）。

形式心性伦理学以进行深刻反思的现代市民个体的观念平等为出发点，而不再以传统导向社会中个体的质性价值取向为出发点。所有个体都被关联到一个观念总主体的反思水平之上。这是所有人行动自由之中介的理念。“道德完满性”（perfectio moralis）是一个在经验上无法完结的过程。道德智思世界（人类尊严）的先验定位具有某种表现力。这并非世俗化的宗教性，而是共和主义的崇高激情（Pathos）。人类义务的崇高激情同时极其平静地将日常实践中的市民义务履行释放为一个如同机械般不言自明的世界。公民的日常义务被平静地履行，无需任何崇高的神圣加冕。

义务清单

康德从对人类尊严的尊重意识出发，结合“爱人如己”这一诫命阐明了义务概念。我并没有因此承担爱自己的义务，“因为这无论如何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对此并不存在任何义务；而是那在其普遍人类理念中包含着整个类属（因而也包含我）的立法理性……作为普遍立法者，依照平等原则将我与身旁的其他人一同纳入相互善意的义务之中，并允许你关爱自己，条件是你也关爱任何其他人”（VI, 451）。康德将最高准则称为尊重我自身人格中以及任何其他人格中的人类。由此在双重序列中派生出对自身的义务与对他人的义务。这是尊重人类的两个序列，表现为自尊以及对任何其他人身上人类尊严的尊重（VI, 462）。

通过对自身的义务，个体性在一个与蒙田（康德在讲座和反思札记中经常批判性地指涉蒙田）截然不同的意义上，被把握为自我探究、尤其是自我教育的问题领域。这在近代伦理学、教育学和自传文献中并不新鲜。康德在此增添了经验-日常实践的生活决定与人格的智性自我寻获及自我引导之间的严格区分。面对在自身人格中尊重人类尊严这一要求的恒常选择是：不再是人，而仅仅是人的欺骗性现象，并以此方式不再成为主体，而是使自己沦为物（例如通过说谎、放纵无度，VI, 429）。

康德将对自身的义务划分为完全（无条件）义务与不完全（有条件）义务。在基础意义上的完全义务，康德区分为对肉体存在的义务以及个体作为道德存在者对自身的义务。颇为奇特的是，义务论以“动物性本性”的自我保存为开端，而义务原本应当只针对那些生命本能未曾促成之事。康德所关注的是如何对我们的有机生命进行良好操持，这成为了市民节制与纪律性关注的一个焦点。B. 富兰克林的《自传》（1791，德译本1792）曾精辟地总结了反对贵族风气的生理纪律与生活节制这一教育-道德视角。积极的德性义务依然显著地未被具体规定。与启蒙教化说理教育学相一致，三种自涉的违背义务行为被精确系统化：自杀、性爱的自我滥用（纵欲自戕）、通过享乐品和食物的自我麻醉。自杀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此外还有纵欲、酗酒和暴食的恶习。“这第一种甚至低于动物本性的自我贬损，通常是由发酵饮料引起的，但也是由除罂粟汁以及植物界其他产物之外的麻醉品引起的”（VI, 427）。

作为道德存在者对自身的第二种无条件义务是自尊。与此相对立的是说谎、贪婪、卑躬屈膝的过错。因此，告诫一方面反对肉体上的自我损害，另一方面反对自我贬低。“不要成为他人的奴仆；——不要让你们的权利被他人践踏而不受惩罚。……不要接受你们可以免除的恩惠。……因此应当厉行节俭，以免沦为赤贫。……下跪或匍匐于地，哪怕是为了通过感性方式表现对天上客体的崇敬，也是有悖于人类尊严的”（VI, 436）。

康德将对精神教养以及“对肉体力量的培育、对构成人类质料之物的照料……从而对人体内动物性成分的持续有意激活动能”这一更具实用性的义务称为不完全义务（VI, 445）。我们今天对此称之为健身（Fitness），并在浪漫主义维度上扩展为健康养生（Wellness）。

康德将对他人格的伦理对他人义务划分为爱之义务与尊重之义务。其基础依照机械引力与斥力的类比，是人们在相互爱与尊重之间的平衡。这两种对立道德力量的平衡产生了一种对自身以及对他人的自我进行严肃深思的整体运动。爱之义务是慈善与感恩。人类爱被完全在世俗内在的意义上予以奠基：“因为他们作为同胞人类，即作为匮乏者，被视为通过自然在一个栖居地上联合起来进行相互协助的理性存在者”（VI, 453）。感恩作为一项“神圣义务”，不仅是一条明智准则，更是道德对知恩图报最低底线的一种令人满意的超越充盈。嫉妒、忘恩负义与幸灾乐祸被视为其对立极。尊重之义务涉及作为人类一部分的每个人的人格体面（honestas）。“人类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因此，每个人都有客观义务“在任何其他人身上切实承认人类的尊严”（VI, 462）。与此相对立的是傲慢、诽谤和嘲弄。

最终，作为对他人所有义务的终结，爱之义务与尊重之义务在友谊中融为一体。在此，世俗内在却又同时超越个体的义务法则的紧绷感，在一个亲密的信任空间内明澈的互爱与尊重的享受中消解了。18世纪充满热忱且被修辞惯例所覆盖的友谊道德狂热论题，在此被澄清为人类结合中充满信任且轻松从容的自由。康德在此不乏反对多愁善感的告诫：人作为“一个注定要过社会生活、但同时也具有非社会性的存在者”，固然感到向他人敞开心扉的强烈需求，但不应当以鲁莽的亲昵成为他人的负担，例如毫无顾忌地对他人倾诉并强加自己对政府、宗教等方面的想法（VI, 471 f.）。

智性主义与感性批判

智性主义的心性伦理学并不排斥激情，它只是指出不能在此之上建立一种世界主义的道德（VI, 408 f.）。它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相联系。国家不应负责使人幸福，而应保障自由，康德在《法权论准备材料》中如是写道（XXIII, 255 ff.）。自尊直接被称为一项义务：“我没有义务崇敬他人（仅作为人来看待），即向他们展示积极的高度敬重。”但我必须尊重他人身上的人类尊严，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VI, 467）。超越技术-实践合理性的道德-实践理性，实现了将个体相互承认为道德人格的义务心性；这是一项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任何人也无法放弃其要求的权利（VI, 464）。智性主义是康德自由主义的体现。因此，尊重的概念在伦理上处于核心地位。义务清单实质上阐发的无非就是这一点。个体唯有在自我责任中才能被设想。任何形式的冒犯强求都是对尊重义务的违背。康德指的是失控的情感冲动，并在其中看到了对自尊与相互尊重的损害。

感性批判指明了将生平传记消解为日常琐碎、偶然应景以及还原为直接效率决策的趋势。霍布斯关于生活作为威胁性斗争的定理，包含了这种还原为成功自我确立的感性存在的后果。康德的感性批判既针对被绝对化的市民利己主义，也针对深重的社会依附以至于使人沦为任人摆布的境地。对于当今关于感性解放功能的理论而言，康德对人类有机存在的整个领域、肉体切近乃至人与人作为肉体相遇的亲密相遇所作的刻板繁琐的处理，其意义远不止于启蒙说理教育学关于过多享乐导致堕落的告诫。这构成了对如今已具有色情典型化特征的展示与虚荣崇拜的肉体拜物教的早期批判。自由意识被篡改为似乎能脱离日常琐碎的狂热崇拜的单调。康德将贯穿于他对人类经验存在整个领域的处理中的基督教灵与肉对立的传统，转化为在市民世界“唯物主义/物质主义”脉络下人类日益独立化和拜物教化的肉体性问题。在对所谓倾向的批判中，蕴含着对人类依附于客观生活条件的批判。感性批判不仅包含了德国市民阶层对贵族享乐道德的拒斥，更表述了伴随个体利益诉求解放而带来的人类完整性所面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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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意志与法庭模型：二元论问题

普遍主义的智性主义并未否定康德所谓的“心灵接受义务概念的感性预备概念”（VI, 399）。它将这些预备概念视为感触/感受，针对它们并借助它们，对人格始终只能在观念上确定的尊重与自尊的理性自我反思才能够发挥作用。从义务心性与诸如情感、良知、信任、愿望、享受等既定联想要素的关系中，在主体内部自身产生了一种反思关系。在这种道德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善良意志。在对人格尊严尊重的崇高人性脉络中，善良意志作为意图和决意态度始终是善的：这是对特别是新教宗教意志概念的一次深远纠偏。增强意志的准备工作依照双重模式被描述：依照虔敬派的良知省察，以及依照人与自身的法权诉讼。基督精兵（miles Christi，信仰战士）的思想登场了。“恶习作为违背法则之心性的产物，是他如今必须与之抗争的巨怪；因此这种道德力量作为勇敢，构成了人类最大且唯一真正的战争荣耀”（VI, 405）。人类意志的道德力量战胜了以倾向和享乐的简单化欢愉诱惑我们将人格变为物的恶。在每个正面德性与负面恶习的条目之后，康德都附上了范例辨析/决疑论（Kasuistik）问题，这些问题将德性奠基与恶习谴责中的矛盾展现为逃避良知义务的诡辩。传统的救赎与罪孽领域被交付给人类的理性反思。康德无疑是依照此类提问悠久的神学传统范本构建其伦理决疑论的。

一个依照法学模型构建的、由虔敬派良知省察所准备的主导思想，将良知视为“人内心的法庭，在此法庭面前他的思想相互控告或辩护”（VI, 438）。人类的道德人格将其经验事实的驱动结构与存在拉至智性的自我审判法庭之前。“因为此处的诉讼乃是在法庭上进行一场法律诉讼。”被其良知控告的人可以被想象为与法官是同一个人，因为人在其物质受动性之外，拥有依照原则行动的原初智性禀赋。在此，智思之人与经验感性之人的二元论获得了其真正的生产性层面。在人内心设立法庭的思想吸收了虔敬派的宗教隐喻，并将其转化为道德的方法论理性。“每个人都有良知，并发现自己受到一位内在法官的监督、威胁，并总体上被维系在敬畏（与恐惧相结合的尊重）之中……他固然可以通过享乐与消遣来麻醉自己……但无法避免……醒来，届时他立即会听到法官可怕的声音”（VI, 438）。道德自我反思的法学模型不再是将良知向超验外化的宗教隐喻权宜之计。相反，宗教传统与术语成为了在每个人自身良知中于原告与辩护人之间进行的诉讼程序的隐喻。届时，宗教便成为将所有义务评判为神圣诫命的一项原则。“人借助宗教，仅仅依照与所有理性世界存在者之立法者的类比，获得了一种表象……恪守良知之责任的单纯指引”（VI, 440）。由于上帝的理念“完全出自我们自身的理性……因此在此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我们对其承担义务的给定存在者”。然而，将上帝概念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必然公设应用于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乃是人对自身的义务（VI, 444）。正如《德性论准备材料》中所言：“我们设想对自己针对非人类存在者承担的所有义务，都是对我们自身的义务，因为我们要么将物观念化，要么将理念实在化为人格”（XXIII, 417）。康德将宗教理解为人类品质向一个完满主体的必然理念的外化，即延伸至理想中的类属意识。

方法论

方法论在教学法部分提出了道德要理问答的草案，该草案在教师与学生的问答对话中，证明了心性伦理学完全可以充当宗教要理问答的合适替代品。方法论将《道德形而上学》实质上的元伦理学内涵扩展至日常直接实践践履的领域。康德并未觉得这有何失衡，反而在教学法之外增添了一门伦理修道学/禁欲学（Asketik），即“充满活力、勇敢而坚毅的德性践履”的教化，它必须与阻碍抗争并同时牺牲生活享乐（VI, 484）。基督精兵（miles Christi）欢欣鼓舞地首先击溃自己胸膛中的恶灵。方法论表明了康德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构想以自主的道德性取代宗教他律。因此，整个道德形而上学以“全部伦理学的终论”作结：“在作为内在立法的纯粹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中，唯有人对人的道德关系对我们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而言完全不可理解，以至于“伦理学绝不能扩展至相互人类义务的界限之外”（VI,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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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编 《科学院版》全集、手稿遗著与讲演录

1 《科学院版》全集

《康德全集》的《科学院版》（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简称AA）是在W. 狄尔泰（1833–1911）的倡议下，由当时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一个康德委员会（成员包括狄尔泰、迪尔斯、施通普夫、法伦，最初还有蒙森、策勒尔与温霍尔德）规划制定的，旨在作为其他历史批判版（尤其是文学史领域）的典范（狄尔泰于1893年提出建议，科学院应狄尔泰与策勒尔的提议于1894年作出决议，随后设立的委员会于1897年2月21日提出申请）。该全集于1900年以两卷书信集开始出版，随后于1902年出版第I卷（前批判时期著作），1903年出版第IV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自1966年起，哥廷根科学院成为法人出版者。哥廷根科学院康德委员会于1987年将康德全集编辑部从柏林迁至马堡（由R. 布兰特与W. 施塔克主持），那里于1982年建立了康德档案馆。该全集分为四个部分，由此构成了唯一的康德文本完整集成。

1) Werke（著作）—— 第I–IX卷（1902–1912，由众多康德研究学者共同担任编者），第2版对导言和实质性解说进行了更新，文本修改仅见于第VI卷（第I–IX卷于1968年重印，亦出平装本，另附2卷注释于1977年出版）。关于由多位编者主持这一方案的体验，狄尔泰于1897年致信其友人约克·冯·瓦滕堡：“在神圣康德的事业上，我过得像个剧院总监，手下的戏班很难维系在其美学原则之内：人人都想扮演浓墨重彩的性格角色。但我仍然希望能够维持整体的协作”（《W. 狄尔泰与P.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通信集》，1877–1897，哈勒，1923，第239页；希尔德斯海姆及纽约重印本1974）。在著作部分中，作为第IX卷（1923）还收录了康德本人委托出版的三部讲演录编订本，即《逻辑学》（1800，G. B. 耶舍编，1762–1842）、《自然地理学》（1802，F. T. 林克编，1770–1811）、《教育学》（1803，F. T. 林克编）。这已经表明，康德非常重视自己的讲演录在展现其思想方面的价值。就实质内容而言，该卷本应归入第四部分。面对当今指责当时编者难以胜任其职责的批评，必须考虑到1800年前后此类文本的编辑实践。当时必须呈献一部通俗易读的书籍，类似于康德本人在讲课时所依据的其他学者的讲义指南。M. 海因策在其编订的《耶舍逻辑学》中正确指出，耶舍于1799年受康德委托编纂一部供讲课使用的讲义，因而不是去照印课堂听课记录，而是对其进行加工整理（IX, 505）。当时人们并未设想按照今天精密的人工文献学标准进行出版。关于早期讲演录编订本的成书背景，以及讲演录在康德诠释史上的地位，G. 莱曼在其编订的逻辑学讲演录序言中作了详细介绍（XXIV, 959及以下各页）。

第一部分的独立袖珍本于1968年在柏林出版，柏林1977年出版了部分依第1版、部分依第2版的重印本（附带的注释、导言和校勘记依据第2版）。除第VIII卷和第IX卷外，各卷著作均按年代顺序编排。尽管以文本的初版本作为重印的底本，但正字法和标点符号均被“现代化”处理；这是一种值得商榷的干预，尤其是改变了康德特有的标点法（参见I, 514）。著作的年代学编排——G. 哈滕施泰因（1808–1890）的康德著作集（21867/68）就已遵循这一原则——对狄尔泰的哲学理论和哲学史方法具有纲领性意义。在狄尔泰看来，唯有从发生史和内在发展出发才能理解一种哲学。狄尔泰在《科学院版》序言中写道：“伟大思想家的发展史照亮了他们的体系”，而通过这种方法，思想图式在个别形态的生成与消逝中同时也得到了相对化（I, VIII）。

2) Briefwechsel（书信集）—— 第X–XIII卷（1900–1922，柯尼斯堡大学图书馆馆员R. 赖克［1825–1905，在A. 瓦尔达的协助下］是《科学院版》这一最珍贵部分的卓有功绩的编者），第二版增订本于1922年出版，与索引卷第XIII卷（P. 门泽尔与赖克的秘书R. 布尔格合编）一同问世。索引卷凭借书信与当时人物、著作和事件的关联，成为康德研究以及18世纪下半叶诸多面向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参考工具书之一。此后新发现的书信收录于第XXIII卷（1955，第489–500页），更晚发现的书信见于J. 采贝编《I. 康德书信集》（哥廷根，1970）。

3) Handschriftlicher Nachlaß（手稿遗著）—— 最初为第XIV–XIX卷，由E. 阿迪克斯（1866–1928）编订，具体为：XIV——数学、物理学、化学、自然地理学；XV——人类学；XVI——逻辑学；XVII/XVIII——形而上学；XIX——道德哲学、法哲学与宗教哲学（阿迪克斯去世后由F. 贝尔格完成）。直至此处，这一浩繁材料的编排均依据康德讲演录的学科门类进行。康德著作的准备材料与补遗原本打算单独随后出版。属于该部分的还有所谓《遗著》（Opus postumum）的大量手稿（XXI、XXII卷，1936、1938年，A. 布赫瑙与G. 莱曼编），第XX卷（1942年，包括所谓《论美感与崇高感之评注》［原本属于《反思录》的相应组别］、《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言》、《论形而上学进展征文》等）以及第XXIII卷（1955年，各著作的准备材料与补遗、书信集补遗），由G. 莱曼编订。由于手稿原件的散佚，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该部分在内容上仍未终结。此外，第XX–XXIII卷的编订（G. 莱曼）放弃了由E. 阿迪克斯确立并遵循的《科学院版》第三部分的高标准要求；在第XXI/XXII卷（《遗著》）的情形中，这可能是由于购得手稿出版权的出版社拥有发言权所致。由此还产生了一种极不恰当的处理方式：将不属于出版社购买版权的原所有者的那部分所谓《遗著》手稿，置于第XXIII卷第477–488页的“《遗著》补遗”栏目之下。

4) Vorlesungen（讲演录）—— 第XXIV–XXIX卷，1966年起由G. 莱曼主编：XXIV——逻辑学，XXVII——道德哲学，XXVIII——形而上学与理性神学，XXIX——篇幅较小的讲演录与补遗；最新出版的是第XXV卷《人类学》（1997），由R. 布兰特与W. 施塔克编订；尚待出版的是第XXVI卷《自然地理学讲演录》。此处的异议（不针对第XXV卷）涉及编辑技术上的形式要点（听课笔记的断代、实质性解说的缺陷），但首要在于一个更深远且未被满足的要求：揭示讲演录与部分为讲演做准备、因而具有评注性质的《反思录》之间的关联。这两组康德文本是相互关联的。

CD-ROM版康德著作：《语境中的康德：光盘版著作》（Kant im Kontext. Werke auf CD-ROM，支持Windows 95/98、Windows NT、Mac OS），K. 沃姆编，波恩，21997［附收《论形而上学进展征文》草稿；伯利茨形而上学讲演录；洛克《人类理解论》，1690；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1710；休谟《人类理解研究》，1748］。——《康德全集：Windows版字词检索软件》（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Wordcruncher für Windows-Version，版本3.11, 95, NT），应用传播与语言研究所（IKS）编，波恩与柏林，1996［AA I–XIII］。

编辑原则从一开始就存在差异，特别是讲演录各卷、《道德形而上学》编订本（第VI卷），以及其他卷册，长期以来对第四部分（讲演录）的编辑多有批评。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在编辑学极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汇编而成的这部全集，早已需要一部经过彻底修订的新版。这并非单一出版社或个别编者所能胜任。这部宏伟全集的缺陷，绝不能掩盖其对整个20世纪康德研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也不能掩盖许多卷册中卓越的编辑成就。例如，各著作与论文的“导言”重现了文本的外部生成史（例如当时还能利用柯尼斯堡的档案和其他文献），同样，“实质性解说”对康德文本中的引文或关联作了阐释，堪称“名副其实的学识宝库”（N. 辛斯克）。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康德研究，事实表明：若要采用最佳文本，针对不同的康德著作，已必须使用不同的版本。

《科学院版》的索引与哲学史丛书：Martin, G. (Hg.): Wortindex zu Kants Ges. Schriften, 2 Bde., Berlin 1967 [zu AA I–IX]. – Ders. (Hg.): Personenindex zu Kants Ges. Schriften, Berlin 1969 [zu AA I–XXIII]. – Roser, A./Mohrs, Th. (Hg.): Kant-Konkordanz, Bde. I–X, Hildesheim u. a. 1992 [zu AA I–IX]. – Hinske, N. u. a. (Hg.): Forschungen und Materialien zur deutschen Aufklärung,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82 ff. [Abt. I: Texte; Abt. II: Monographien; Abt. III: Indices zur Philosophie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Kant-Index, Section 1: Indices zum Kantschen Logikcorpus (berechnet auf 14 Bde.), Section 2: Indices zum Kantschen Ethikcorpus (berechnet auf 21 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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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稿遗著

《科学院版》全集的第三部分（手稿遗著）的特点在于：E. 阿迪克斯以其卓越的学识与献身精神，将严谨缜密与宏阔通达结合在一起。他破译并整理了几乎浩如烟海的笔记与文本片段，查证了其文献来源与关联，并开创了一项对于诠释遗著和讲课记录同等重要的工作——将听课记录中的段落与康德本人的札记进行对照归纳。由此能够为讲课记录的真实性特征提炼出标准等。尽管如此，人们对阿迪克斯按特定学科对《反思录》的分类及其断代仍存有疑义。阿迪克斯将跨越五十年的《反思录》根据康德的笔迹阶段及其他线索划分为33个阶段（参见XIV, 第XXXV–XLIII页），不过常常带有不同变体和问号。毫无疑问，他是当时对康德手迹最精通的专家；如此细致入微的辨析（常常精确区分到个别年份），实际上唯有君主下令方能裁决。在所有异议面前，此处究竟是已经达到了按实际情况所能达到的最佳结果，还是计算机辅助的词汇统计学新工具将带来更完善的断代，仍有待观察。

此处涉及三类文本：

(a) 康德结合其讲座并为备课所作的札记。康德在讲座中依据教科书的结构自由发挥，并让人准备好用于记录此类笔记的插入白页的指定教科书（“交插白页”［durchschießen］）；例如鲍姆加通的《形而上学》（1739），在第一本的页面写满后，又使用了后印版本（参见阿迪克斯，第XVII卷，258）。这些供康德自我理解而记录的《反思录》，由阿迪克斯按讲课领域并依年代顺序编排：第XIV–XIX卷，1911–1934；“反思录”（Reflexionen）这一名称来自B. 埃德曼，“散页”（Lose Blätter）这一名称来自R. 赖克。阿迪克斯将所有不属于康德自身著作准备材料的文本统归于“反思录”标题之下。他将《反思录》所指涉的教科书原文一并印出，从而使人们能够追踪康德与当时理论的关联及其与这些理论的论辩（关于材料的规模与性质，参见第XIV卷，第XVII–XXV页）。

(b) 康德针对已出版著作的准备材料与补遗（第XX、XXIII卷，分别由G. 莱曼于1941年和1955年编订；未做贯穿始终的高水平归类）。遗著文本与战损情况的概览见于G. 莱曼，第XXIII卷，附录导言，第505–518页。

(c) 独立、未完成的著作手稿，如所谓《遗著》（Opus postumum）手稿（XXI、XXII卷，G. 莱曼于1936/38年编订，手稿自2001年起由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以及《论形而上学进展征文》手稿的编订本（XX, 255–351，包含关于哲学史编纂方法论的极富启发性的章节，第340–343页），该文本仅存编者F. T. 林克对康德三份手稿草案的汇编本（柯尼斯堡，1804年）；康德的手稿原件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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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录》

康德供自我理解所作笔记的浩繁材料，使人们得以洞察康德的分析性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工作的持续强度——这种强度在数部著作相继出版与“沉默年代”的交替背后始终持续着。唯有在解决了一门新形而上学这一困扰他的问题之后，康德才在80和90年代连续不断地出版著作。隐秘的《反思录》鸿篇是在康德的讲演活动中形成的。因此，康德的教学活动构成了对哲学理论特定基本问题持续专注的一个要素，这些基本问题在与形而上学的论辩中被一次次重新拾起。例如，形而上学反思录（第XVII、XVIII卷）涵盖1200多页，其中阿迪克斯断代在1766年之前的笔记仅有100页。这些《反思录》因其年代顺序编排，有助于从发生史角度理解康德的思想。例如，阿迪克斯断代在60年代初或中期的所谓“柏林散页”（现藏柏林国家图书馆）表明，后来的康德术语和提问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源自所使用的教科书以及对讲座中所处理论题的批判性分析，以及18世纪哲学的启蒙自我理解如何指引着康德的思想（XVII, 255–262）。“形而上学不是关于对象的哲学，因为对象只能通过感官被给予，而是关于主体的哲学，即关于主体的理性法则。”“确定理性的界限包含某种积极之物：首先指明理性知识的范围；也包含某种消极之物：即限制，最后还有界限的质，犹如其轮廓。”“一切科学与艺术要么关涉健全理性的教化，要么不关涉。在后一种情况下，也普遍缺乏鉴赏。健全理性以及艺术与科学的时代仅仅是荣誉的时代；这唯有在共和国与君主国中才能找到，因而在封建制度中是找不到的，封建制度中存在着过大的不平等”（反思录3716；最后一条札记是由孟德斯鸠塑造的启蒙思想主导动机）。形而上学反思录对《批判》的所有论题都作了记录，通常表述精炼。“自由意志犹如被隔离开来。没有任何外在之物规定它；它是能动的，而无所承受。动机只是与它的活动的内在法则相和谐的对象”（反思录319）。由此可见，康德将自由奠基于所谓纯粹实践理性的智思实在性之中，是将自由概念置于上帝的客观实在性（realitas objectiva）的地位，因为按照形而上学学说，唯有上帝是能动而无所承受的。逻辑学反思录（第XVI卷，附G. F. 迈尔的《理性学说通论》，1752）表明，康德的逻辑学讲座在形成后来的先验哲学理论和术语中占有极大比重。康德思想的特定主导动机恰恰在逻辑学反思录中凸显出来，因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与历史、修辞学、古典语言等并列）被视为所谓高等学院（神学、法学、医学）各专业的先导预备学科，康德在此向大多非常年轻的听众阐述了他关于有教养的人的见解。例如，关于“学者知识的视界”（反思录1956及以下）以及反对所谓“缺少一只眼睛、特别是缺少哲学的独眼学者”（反思录2018及以下）的反复出现的段落便属于此类。对官僚化兼并和助长地方狭隘思维的分工的批判，构成了启蒙教化概念的一个论题，在其中哲学具有批判性的、确保恰切判断之视界的功能。“科学的建筑术，它在关涉人类之知识的整体中考察科学的亲缘性及其系统联结。这是哲学性的，因而不同于博学杂览”（反思录2023）。人类学反思录（第XV卷第1、2部分；共980页）不仅展现了康德广泛的文献修养以及他所阅读的作者，而且让人看到在预备性与形而上学著作背后，康德直接应用的道德与美学思考所占据的关键地位。在第1分册中收录了美学札记，阿迪克斯将其断代在60年代末至1797年11月之间（XV/1, 265–440）。（在不同情况下，当节省的康德将反思札记写在书信或其他带有日期的纸张背面时，就提供了年代学线索。）关于美学，还可见第XVI卷中编号为2363–2388的逻辑学反思录。

《论形而上学进展征文》手稿

康德可能在1793年开始撰写应对柏林科学院1788年征奖题目的论文，该题目的截止日期最初定为1792年1月1日，延期后定为1795年6月1日。征奖题目是：“自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时代以来，形而上学在德国取得了哪些真实进展？”（Quels sont les progrès réels de la Métaphysique en Allemagne depuis les temps de Leibnitz et de Wolf?）在原定截止日期前，仅收到了勤勉的康德反对者J. C. 施瓦布（1743–1821）的论文，施瓦布是斯图加特卡尔学校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兼公爵宫廷秘书，后任路德维希·欧根公爵的枢密院顾问。施瓦布在众多著作中以及在《哲学档案》的文章中，如同哈勒的康德反对者艾伯哈特（1738–1809）一样，将康德哲学斥为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哲学早已确立命题的延续；他在被评定为获奖论著的论文中，对德国形而上学的第四个即最后一个时期——1780年以来——作出评判：康德确定认识界限的尝试已经失败，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形而上学是系统哲学的最高水平。康德决定再次处理一个征奖论题，毫无疑问是受到在经院形而上学基础上反对康德的阵营的激发的。他看到，这一征奖论题——可能是有意由科学院设计的——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其先验哲学的有组织的批判盛会。因此，在完成了各项著作之后，他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亲自再次深入探讨这一主题。这三份未完成草稿的文本目前仅存F. T. 林克（1770–1811，柯尼斯堡东方语言教授，1800年起任但泽牧师）的繁复汇编本；康德可能在1802年将手稿草案交由林克出版，林克于1804年出版了他的整理本。林克此前已受康德委托出版了其地理学与教育学讲演录。

康德在其关于哲学史三个阶段的哲学史构想内部展开论证，从而使理论史展现为逻辑替代项的必然序列：形而上学的理论-独断论进展——经验主义的必然对立伴随着哲学怀疑论停滞的后果——形而上学在“其持久状态中……今后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所增减”的终极先验逻辑奠基（XX, 264；另见288）。哲学的历史进程是在时间中展现出来的由正题、反题与合题构成的逻辑秩序。康德在最详尽的部分重述了对综合判断以及空间-时间学说的阐释（XX, 265及以下），随后针对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批判，重述了《批判》的问题进程：从本体论化逻辑的批判（XX, 282及以下）、二律背反（288及以下）直至理念论（293及以下）、日常实践知识形式的阐明（296及以下）以及先验神学的批判（301及以下）。尽管林克的文本采用了汇编形式（这在当时的编辑实践中并不少见，不妨回想黑格尔之友会于1832年起对黑格尔讲演手稿的编辑），但鉴于康德关于阐明和捍卫批判哲学的计划的说明，它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论结构提供了一部出色的、通俗易懂的导论。康德于1793年致信哥廷根数学家G. A. 克斯特纳（1719–1800）写道，他打算借下一部著作之机，将《批判》的“粗糙经院语言”替换为一种通俗的语言，以便应对“鹦鹉学舌者的胡作非为，他们乱抛词句，却不结合任何意义，至少不结合我的意义”（1793年5月）。哲学在怀疑论中的停滞仅在第三份手稿中作了简短阐述（XX, 326–329）。在林克未曾一同发表的所谓关于手稿的“散页”中（由R. 赖克考订并首次发表在其《康德遗著散页》，1889, 1895, 1898中），康德阐发了一种极富启发性的哲学史构想，极大地预示了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史观（XX, 340–343）。形而上学犹如胚胎般预先勾勒在人类意识之中，因此哲学史并非此处彼处涌现的意见的多样性，而是“从概念中发展出来的理性”（XX, 342 f.）。康德将哲学范畴的整体、日常实践理性与系统理论理性的关系，以及实践理性的所谓超感性实在性，视为一种内在必然的观念结构，这种结构是通过解决错误理论中出现的矛盾而被认识到的。他按照丰特奈尔《古今人论辩》（1688）的试错模型来思考进入理论家意识的哲学史经验进程。“自然的道路只有唯一一条。因此，人们必须首先尝试过无数条歧路，然后才能抵达那条真实的道路”（I, 61）。这一出自1747年处女作的思想在《批判》的建筑术一章中再次重现，并在那里被形成为哲学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III, 540）。哲学史的客观进程对从事哲学思考的个体而言是隐匿的，但作为仿佛潜藏其中的理念指引着整个过程。在特定高度上（随着作为相互矛盾的哲学之解谜的先验哲学的出现），它达成了对理论史的客观趋势与事实进程之间关系的洞见。唯有到此时，一门“哲学的哲学史”才是可能的。它并不从历史叙事中借用所处理的事实，“而是将其作为哲学的考古学从人类理性的本性中引出”（XX, 341）。康德晚期启蒙的哲学史逻辑以进取的时代要素提升了莱布尼茨关于透视中心点的哲学史理论——这一中心点是在长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脉络中各自需要被寻找的。青年谢林于1798年对施瓦布的获奖论著撰写了书评，并在其中阐发了莱布尼茨和康德关于普遍体系的思想：“该体系赋予人类知识体系自身中的一切个别体系以联结和必然性，无论它们可能是多么互相对立”（《谢林全集》，第1卷，斯图加特与奥格斯堡，1856，第457页）。康德对哲学体系性与历史的联结，顺应了启蒙史学方法论向哲学史领域的扩展。布雷斯劳古典语文学家与哲学家G. G. 菲勒博恩（1769–1803）的《哲学史文集》（12辑，楚利肖与弗赖施塔特、耶拿与莱比锡，1791–1799；作者包括菲勒博恩、莱因霍尔德、尼特哈默、卡鲁斯、加尔韦等人）提出了一种相近的哲学史编纂的逻辑-历史构想。超越了哲学史单纯的教化与范例功能（如J. 布鲁克尔的《哲学史简问》，乌尔姆，1731）的哲学史方法论，对于18世纪末启蒙运动的自我反思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启蒙运动的自我理解中，哲学构成了“偏见”与进步之间论辩的核心精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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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著作《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向物理学的过渡》的遗留手稿（所谓《遗著》）

康德在1796年至1803年间致力于撰写的遗留手稿总共包含12个手稿捆（Konvolute），它们全都具有供自我理解而自由书写的性质，正如康德在逻辑学讲座中所称呼并推荐的工作方法那样（《菲利皮逻辑学讲义》；XXIV, 484）。E. 阿迪克斯于1916年重构了各手稿捆的断代（Adickes 1920）。《科学院版》（XXI、XXII卷）中的编辑既未按年代顺序呈现这些手稿，也未按内容重点进行编排，正如原本为第三部分（遗著）所规划并在E. 阿迪克斯编订所谓《反思录》时所贯彻的那样（参见阿迪克斯，《手稿遗著部分导言》，XIV, 第XXV–LIV页）。第XXI卷和第XXII卷呈现的是康德一批遗留手稿的印本，其编排完全是偶然而杂乱的，正如它们在康德家族继承人（米陶的舍恩传教士家族，舍恩是康德弟弟约翰·海因里希之女米娜·夏洛特的丈夫）以及汉堡牧师克劳泽（后来为其继承人，他于1885年以800帝国马克购得这些手稿捆）那里的状态。（这些手稿于2001年被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购。）其中收录了若干不属于过渡著作手稿的篇章。另一方面，原本属于过渡著作但在舍恩/克劳泽收藏中缺失的单页，却被发表在第XXIII卷（准备材料与补遗）中。这一浩繁散乱的手稿最初曾由康德本人作了部分编排。最早的整体规划（载于第IV手稿捆；XXI, 373–412）出自1796年。随后主要为自然哲学手稿（II–VI, VII–XII）。第XIII手稿捆并不属于这一脉络，而是属于同时期撰写的《学部冲突》（参见VII, 91及以下）。出自1799–1803年的第I和第VII手稿捆旨在使理论上居于核心地位的第X和第XI手稿捆达成系统终结。（关于各手稿捆的概况，参见Brandt 1991；特别是关于第XXI、XXII卷中不属于遗著的文本，参见同书第21 f.页）。“遗著”（Opus postumum）这一名称出自H. 费欣格，E. 阿迪克斯也采纳了该名称。

康德通过致力于撰写这些篇幅巨大的手稿，重返了他早期的主题——自然哲学；此前他在90年代仅出版了法哲学和道德哲学著作。这部拟定的著作自然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和《判断力批判》紧密相连。康德视其为极其核心的著作，并称之为“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向物理学的过渡”。此处的“物理学”必须在当时对所有物质过程（因而也包括化学和生物学过程）进行观察和分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项任务“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在批判哲学的体系中就会存在一个缺口”（致加尔韦，1798年9月21日）。手稿的一部分已被康德让抄写员转抄为工整清样。总体而言，这些论述表明，由于康德试图在历时数年的写作过程中解决内在的复杂难题，加上工作精力自然衰退，他未能成功地将先在的逻辑形式与显现的质料自然在后者的形式多样性与统一性中系统地展现为中介问题。

康德非常连贯地将他迄今为止的自然形而上学仅仅视为第一阶梯的过渡，即从《批判》的先验逻辑预备学过渡到自然科学的初始范畴规定以及数理自然科学的若干法则。这主要涉及诸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相对性，如运动/静止、吸引/排斥、化学分解与化合、原因与结果的相对性等。如今，关于相互作用、聚集状态变化以及普遍的引力与斥力过程的质料前提的提问方式发生了转变。物质的一般联系与可动性乃是首先需要解释的事情（XXI, 374）。在此，论题扩展为不仅在逻辑-形式意义上、而且在质料自然哲学意义上的物质统一基元系统（Elementarsystem）问题。康德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凭借什么而拥有作为统一体的对外部过程的知觉？这不再涉及在先验演绎中已被阐明的通过逻辑功能对知觉进行的综合。归纳观察本身就以对象中的质料统一为前提，因为“作为外在感官对象的物质之整体是被给予的”；这固然不直接作为经验对象，但确实作为必然的假说前提（XXI, 592）。从形而上学向物理学（在归纳自然研究本身的意义上）的过渡问题变成了非同一者的同一性。用以中介一个体系与另一个体系的概念“一方面必须带有先天原则，另一方面也必须带有经验原则”（XXI, 482）。哲学与各门专门科学之间的中介问题也比在《判断力批判》中被把握得更加根本；《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论判断力确实也保障了从普遍法则的逻辑向特殊（有机）形态构造的逻辑的过渡。现在所关涉的是形而上学、质料自然哲学与经验自然研究（“物理学”；XXI, 287）之中介的三步走方案。物质不再仅仅被假定为“空间中的可动者”，如《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在运动学（Phoronomie，即古典运动学）中所表述的那样（IV, 480）。当时所关涉的是将数学应用于物体学说的可能性，为此“属于一般物质之可能性的概念构造原则必须被置于首位”（IV, 472）。这些可谓数学性的初始根据并未引向经验自然研究用以工作的作为实在运动力系统的物质概念。“物理学乃是关于物质特有的运动力的学说”（XXI, 166）。哲学必须向经验研究阐明一个经验整体的可能性，“因为一切所谓的经验都只能被表象为属于唯一的可能经验”（XXI, 592）。决定性的中介步骤在于：康德现在假定了一种奠定经验统一性的基元世界质料（Weltstoff）。康德将逻辑功能与经验的中介问题把握为向自然自身中的质料统一、向“物质运动力的基元系统”的必要过渡，因此所有经验结果都关联于一个统一的世界。《批判》的提问方向现在以一种影响深远的方式得到了补充：在对象自身中寻求一种质料统一，作为逻辑综合的对立极。过渡问题（或更确切地说是中介问题）无论如何构成了逻辑形式与质料内容的先验逻辑二元论的一个后果。严格说来，对立的中介必须被思考为从诸过渡向诸过渡直至非同一者之同一性的无限过渡。这在逻辑综合的对立面导致了对统一物质质料的假定。它在被孤立地思考其思维必然性时同样是抽象的，但它使先验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进入与其相称的振动状态。在数量、质量、关系、模态诸范畴之外，随后加入了对一种实在质料的假定，该质料对于一个贯穿始终的物质基元系统满足以下标准：普布的——普透的——在空间中其所有部分均匀地相互作用——“且在这种运动中无休止持续的物质”（XXI, 593）。在以《判断力批判》、《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和《道德形而上学》为设想的先验哲学规划终结之后，这些一贯彻底的提问展现了此时已75岁高龄的康德所具有的非凡理论能量与思想张力。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康德与当时的自然科学一道，将以太（Äther）或热质（Wärmestoff）视为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础质料。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假定天体是由以太物质构成的，并在特定的天球壳层中运动（《论天》[De Caelo]，第II卷第4章）。以太假说也是从实验研究中得出的，这促使康德在以太中看到了所寻求的在先天逻辑形式与经验观察或实验之间的中介环节。例如C. 惠更斯（1629–1695）将光和声的传播解释为通过极微小粒子的恒定介质发生的振动冲击运动。由于光也能在真空中传播，因此必定存在一种不仅不同于运动粒子而且不同于空气的终极物质。根据惠更斯的观点，以太微粒具有极其微小、处于恒常运动中、极其坚硬且同时具有弹性的属性。L. 欧拉（1707–1783）曾撰写通俗易懂地将哲学与自然研究相结合的《致一位德国公主的信》（1768–72，康德对此书十分熟悉），他反对牛顿关于光传播的微粒放射说，发展出了一套全面的以太理论，将以太视为引导一切物质运动的最精细分布的物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从太阳来到我们这里，太阳也不会因为辐射而遭受任何实体损失（参见F. 丹内曼，《自然科学》，第2卷，莱比锡，1911，第248页及以下，第361页及以下）。康德在解决形而上学与经验自然研究的中介问题时，取向于他那个时代的科研现状，并赋予以太上述普布、普透等属性（XXII, 337）。正是通过以太，致密物体才能形成，相互进入因果关系，外部运动力才能作用于我们的感官（XXII, 606）。“热质的存在是一切可能经验的根据”（XXI, 584）。以太作为一种必须被证明为先天必然的质料（XXII, 612），既非（《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的）逻辑功能，亦非经验经验的对象。它是过渡，同时是思维必然的又是质料性的（这在实质上意味着逻辑上的偶然）（XXI, 594；关于以太概念的系统引入，见第IV手稿捆开头，XXI, 373及以下）。在最冷静朴素的归纳和实验自然研究中，以太就已经具有了用以解释看似最简单现象的高难度预设特征。在康德那里，作为迄今为止康德理论中核心对立面的真正同一性，以太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标志着先验哲学从一门科学表述逻辑向自然科学所有不同分支之统一性的本体论/存在性前提的“过渡”。针对经验之前划分物质的先天范畴与原理，现在写道：“当我把这些［物质的属性；编者按］不是应用在形而上学功能上，而是作为物理-动力学功能应用在实在物体上时，这就是过渡”（XXI, 477）。以太在康德这里如同在物理学家那里一样，同时作为自然内在理论建构的基元物质，排除了关于世界存在方式的有神论附加假定。以太并非实体本身，但它保障了实在性的全体（omnitudo realitatis）。

向一种质料性的物质概念的过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与处于对立极的物质基础质料相对，逻辑功能的统一性面对着物质的统一基元系统。根据先验唯心论的前提，经验过程的客观性是在意识中生成的显象的总和。因此，以太是主体自身中一般对象关联的基础。于是，自然在力的系统的多样性中，仿佛必须从先天功能经由纯粹知性的原理和范畴的渐次弱化（Diminuendo）来思考。康德回溯到《批判》中“图型论”一章的生产性想象力的问题领域，将结合时间表象和内感官而提出的自我刺激（Selbstaffektion）理论的命题（III, 70, 122）强化为主体的自我设定学说（Selbstsetzungslehre）。一般意识在自我设定的逐级概括的阶梯中，既创造出自身，也创造出从个别过程直至作为整体的物质世界的对象世界，而且是将二者作为各自相互生成的两个领域来创造的。显而易见，这不再是逻辑综合与杂多的最初二元论构想，尽管这一构想在此并未被放弃，但得到了深刻的补充。比起生产性想象力的问题处境，如今世界整体的理念逻辑（相对于局限于知觉材料的范畴）以及自然与实践之综合的理念逻辑，愈发成为晚期先验哲学不断重复的诸定义的轴心。正如《批判》第二版前言中所述，第X手稿捆中写道：“我们除了自己所能制造的东西之外，什么也理解不了”，但接着又写道：“但我们必须预先制造我们自己。贝克的本源表象”（XXII, 353）。在对象方面，通过作为整体的物质的质料概念，斯宾诺莎体系和莱布尼茨体系的总体性观念在先验逻辑的标准之内被重新再现。康德也明确表述了这一点：“通过谢林、斯宾诺莎、利希滕贝格等人的先验唯心论体系。犹如三个维度：现在、过去与未来”（XXI, 87）。利希滕贝格的札记可能涉及利希滕贝格对康德作为实践理性公设的上帝概念的扩展性诠释：直观整体的意识行动再现了上帝对世界的直观。在黑格尔的表述中，这一思想被用于针对黑格尔关于绝对者主体性的泛神论的无神论指控。作为总结性的结论，从对象作为主体设定的发生学把握以及从对象设定或对象化作为自我设定（“我们必须预先制造我们自己”）中，产生出了自然界与自由界的统一。这种共同根基的思想在《判断力批判》导言中曾被拒斥，并被限制在一种带有无意的前瞻性表述的可能性上，即自然与自由的超感性统一不能被直接认识，但“然而使得从依照前者的原则的思维方式向依照后者的原则的思维方式的过渡成为可能”（V, 176）。在过渡著作的最晚期手稿捆中，康德走向了谢林意义上的唯实-唯心论（Ideal-Realismus）对先验唯心论的转化。“先验哲学乃是意识的行动，主体由此成为其自身的创造者，并由此在一个体系中在上帝之内将技术-实践理性与道德-实践理性的整个对象作为在一个体系中将万物加以安排”（XXI, 78）。在作为实践理性逻辑必然原则的定言命令中，主体处于至高存在者之中，晚期第VII手稿捆如是说。“我（依斯宾诺莎）在上帝中看见我自己，上帝在我心中立法。”独立于自然的原则包含着一个人格的理想，该人格同时统治着自然。“自我思考之主体的先验观念性使自身成为一个人格。此人格的神圣性。我处于至高存在者之中”（XXII, 54）。将世界与上帝这两个极大值（Maxima）把握为先验主体性的设定，自然保留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划分，以及人类双重归属的难题（如前两部《批判》的最初学说所包含的那样）。然而如今其中潜藏的思想被揭示了出来：道德-实践的人格事实上是绝对主体，它联合了两个王国，并在此意义上处于上帝之中。超验的观念性成为了实在世界与观念世界的逻辑综合。这种倾向是在自我理解的过程中向这位无可置疑地遵循思想逻辑一贯性的探索者展现出来的，处于过渡手稿的表述限度之内，这些手稿实质上遵循着康德所谓《反思录》的方法。康德最初（可能早在1795年撰写《道德形而上学》期间）从需要一个补充环节来沟通《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与经验自然研究的需要出发。在《道德形而上学》中，针对两个形而上学体系向物理学或具体伦理学的过渡，被称为“具有其特殊规则的跨越”（VI, 468）。问题的逻辑一贯性以及批判性诠释（贝克、埃奈西德穆-舒尔策、费希特、谢林）对先验唯心论问题内涵的开拓所带来的启发，引导康德本人对其理论作出了新的总结。B. 图施林（1991）在一项将康德之后理论运动的整个脉络纳入视野的诠释中，阐述了过渡著作手稿中不断变化的理论处境。康德早在《判断力批判》中就已经通过“我们之外和我们之内的自然的智思基质”（V, 345）这一论题触及了精神概念的问题。然而直至最后，他在过渡手稿中可能依然确信，必须针对联结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新提问方式证明：它们在根本上已经包含在他最初的先验逻辑构想之中。

关于一部最终著作的手稿——康德根据其友人的见证将该著作的规划（而非写就的文本）视为其整个理论的终结性完善（参见G. 莱曼为其编订本所写的导言，XXII, 573 f.）——在何种程度上确实作为问题潜藏在先验唯心论之中，可简要总结如下：对于先天论与现象论的联结至关重要的二者之间的过渡问题，存在于《纯粹理性批判》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中，该演绎最初仅包含将特殊归摄于被给予的普遍之下的规定性判断力。然而，经验数据的联结并不在于数据本身，而是在范畴综合之前就已经通过作为主体自我刺激之能力的生产性想象力发生。这是通向对前逻辑对象化的发生学理解的开端。但康德同时将这一提问方式与自我意识的先验统觉问题重叠起来。《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对应篇章构成了实践判断力的型相论（V, 67–71），在那里（仅是非常粗略地）讨论了“那在规则中被普遍（抽象地）表述的东西如何被应用于具体的行动”（V, 67）。康德在此也包含了一种将主体提升至在道德-实践理性中所思考的人格的社会关联中的前逻辑提升。这是对道德法则的本源性敬重的非感性情感；这是主体建构中潜在包含的自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统一的特征性要点，也是柏拉图式的“爱欲”（Eros）作为对理念本质之爱与热忱的余韵。随着康德认识到在前两部《批判》之外还需要第三种先验逻辑类型，以规定更为个别的美学判断以及所谓有机自然的特殊自然法则，即随着最初预备学规划向《判断力批判》的扩展，应用与过渡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尤其是因为对于这种逻辑形式而言，似乎已不再可能有一套形而上学体系作为通向经验领域的中间阶梯。由此，康德面临着将逻辑形式先验演绎至具体质料内容的新问题（第X和第XI手稿捆）。通过生产性想象力和先验统觉的扩展理论要点（如今被把握为主体的自我设定，第VII手稿捆），演绎赋予知觉以更加能动的内容。其逻辑媒介是技术-实践理性的反思性判断力，与《实践理性批判》相比，它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它与“自然的技巧”相平行，遗著开启了通过自我设定的主体的具体过渡层面全面占有物质-对象世界的视界。在此显而易见的是，作为目的决定（“仿佛”理性实践创造了这些产物）的有机自然理论，构成了先验哲学的最初二元论表述与过渡手稿中精神哲学萌芽之间的关键连接点。康德在最后的（第I）手稿捆中，将物理学和自然形而上学的奠基归结在纯粹理性理念的体系中（XXI, 80），并以不断翻新的表述将先验哲学界定为：“它在纯粹先天综合知识的唯一的整体总和中既包含主体又包含客体”（XXI, 74）。主体性的极大值或最高理想是上帝（XXI, 30），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如今将主体与客体的必然联结表述为“绝对整体”（XXI, 8, 26等处），即“上帝：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作为感性-实践的存在者”的统一（XXI, 31）。先验哲学的“最高立足点”是“上帝、世界，以及联结这两个客体的主体［作为］在世界中思考的存在者”的绝对统一（XXI, 34 f.）。先验哲学乃是：“在体系的综合关系中相互表象的物之全（宇宙）中的超感性存在者与感性存在者”（XXI, 17）。先验哲学在一个并未取消《批判》之演绎的新层面上，不再是从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出发，而是从上帝、世界整体与思考的主体的理念中被展开出来。其重点在于主体的自我设定（尚无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如黑格尔1803年《伦理体系》的伟大突破对这一路线的推进），这种自我设定表现为对象世界向社会的人的归属确认（Vindizierung），以及在这一占有中人的历史观念性的实现［近见B. 图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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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讲演录

康德持续讲课四十年之久，从1755/56年冬季学期——直到1770年夏季学期，46岁时才成为正教授——直至1796年夏季学期。据E. 阿诺尔特计算，有数千名大学生曾将康德作为其大学导师之一（参见Stark, W., 1992）。他在结构上（随岁月流逝在内容上越来越少）遵循教科书，但脱稿讲授，且经过极其充分的准备，正如我们从皇皇巨册的所谓《反思录》中所知的那样，这些《反思录》部分就构成了此类备课材料。讲演录构成了康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狄尔泰甚至指出，听课笔记除了发生史的启示之外，还承担着“通过讲演录中保存的内容，将康德的出版著作补充为其体系之连贯整体的任务”（I, 第XIV页）。这或许尚存争议。同样存在争议的还有其他思考，即认为讲演录在理论上展现了一个与出版著作不同的康德。康德在讲座中表达了对教科书某些要点的批评，随后在80年代也讲授了他的先验哲学的定理。这是他脱稿讲授并将教科书予以意译、将教条重新转化为思考的原因之一。当然，从那些几乎以行规方式被抄录的讲课笔记中，产生出辐射到可能根本不读康德著作的圈子中的思想影响力。无论如何，康德理论的精神内涵唯有结合讲演录才能得到完整认识。特别是康德对欧洲启蒙哲学的演进性改造中的演变时刻，以及原创康德主义的支撑性术语，都可以在讲演录中加以追踪，因为康德毕竟是依据汇集了传统精粹的教科书进行讲授的。罗森克兰茨/舒伯特以及哈滕施泰因将讲演录排除在其康德著作集（1838）之外，因为他们认为讲演录无法保障对康德思想的真实再现。这种偏见甚至一直延续到B. 埃德曼，他在1920和1921年担任柏林科学院康德委员会主席时，主张排除讲演录的出版（并建议不要出版遗著反思录）。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正如如今每位读者都能确信的那样。在1924年康德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之际，通过两部讲演录编订本（P. 门泽尔、A. C. 科瓦莱夫斯基）的出版，这一偏见也已被打破。大量的讲课记录——或者说大多仅存的听课笔记的转抄本——为康德思想提供了极佳的导引，并举重若轻地将我们的判断引向康德（不妨这样说）所关切的主题。关于拟定出版讲演录笔记的波折历史（约在1920年因“材料粗糙且不完备”而放弃，以及根据P. 门泽尔于1955年向德国科学院提出的申请而重新启动该项目），参见G. 莱曼为《科学院版》第四部分所撰写的导言。

最好从康德本人的判断出发。在私信中多次预告一部新形而上学未果之后，康德在70年代末面对他的亲密弟子、柏林医生M. 赫兹（1747–1803），显然找到了强调其讲学活动的理由。他向赫兹致谢，并将赫兹的门生身份与依恋视为令人欣慰的明证，证明他那并未完全落空的希望：“就我时刻注视的主要目的而言，我的学术生涯不会虚度，这一目的即：传播良好的、建立在原则之上的品性，将其牢固树立于天资良好的心灵之中，并由此为才能的培养指引唯一合目的的方向”（1778年4月初）。康德将其教学活动理解为他的事业及其整个知识分子生存的基本支柱之一。赫兹当时打算在柏林讲授康德哲学的课程。由于新形而上学出版一再推迟——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后来的《批判》出版前三年仍将其称为一部在印张数量上不会很多的“小册子”（X, 215）——因此赫兹以及教育大臣冯·策德利茨都恳求提供讲课记录。康德寄送了听课记录的转抄本，因而认为它们在特定关联中完全是他思想的恰切见证。他对（当时比今天要年轻得多的）学生的领悟能力的评价是持批判态度的，对逻辑学讲演录稍显温和，对形而上学导论和本体论则更为严厉，但这些讲课记录也都被答应寄出（参见致赫兹信，1778年8月28日、10月20日、12月15日）。对于理解形而上学讲演录（至少针对70年代末的讲演录），康德提出了一个条件：唯有在拟定自撰的形而上学指南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它。因此其基石是自1781年起问世的《纯粹理性批判》。独立于《批判》或相对化其论断地去阅读形而上学讲演录笔记（现载于第XXVIII卷），并非康德所愿。康德感觉自己的讲授是清晰的，但初入学的听众以及与形而上学通行概念相比的新颖性，使得听课记录唯有结合他正在准备的自撰著作才能完全被理解（致赫兹，1778年8月28日）。总体而言，优秀的听众只记录少数要点，而详尽的笔记恰恰来自那些很少具有区分主次之判断力的学生（X, 225）。为什么康德在多年的教学活动中没有编写自己的教科书并放弃了这一打算？在1781年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最初作为编外讲师并无此权限，但首要的是——这对于70年代获得教席之后是需要考虑的——基于他对经院形而上学的保留意见，这样一部规划对他而言是被排除的。在奠定了先验哲学之后，康德可能认为这一带有高深精神特质的新理论不适合被写成教科书形式。此外，其他《批判》和形而上学体系的规划呈现在他面前，外加对其理论的辩护，这使他一直忙碌到90年代，因而编写教科书的工作显得并不紧迫。

在针对所谓希佩尔著作权问题（1796/97）的声明中，我们读到了康德对其讲座的一份极富启发性的评判。柯尼斯堡作家兼市长T. G. 冯·希佩尔（1741–1796）在其颇有价值的进步著作《论婚姻》（1774）及其《升阶人生历程》（1778–81）中，重述了主要出自康德人类学讲座的段落。人类学大课构成了康德在该市精神影响中众所周知且备受赞誉的一部分。希佩尔还自由转述了后来被证明属于《批判》的论述脉络。康德与希佩尔非常熟识，并称其为挚友。在希佩尔去世后，有人提出了康德学说是如何进入这部小说的疑问，甚至怀疑康德是否为该书的合作作者。在此背景下，康德对其讲座作了原则性的阐述（此处引自草稿）：“在以《纯粹理性批判》为开端踏上一条新的著述生涯之前的许多年里，我在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与人类学、物理学和法权论的讲座中，对我选作指南的作者绝非仅仅加以评注，而是加以审视、权衡……并试图将其引向在我看来更优的原则；通过这种方式，我的讲座片段式地一方面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有所改进，但始终着眼于一个未来可能的体系……以至于那些后来……出版的著作似乎几乎只是赋予了讲座以系统形式和完备性”（XIII, 538 f.）。因此，希佩尔著作中的康德段落可以从讲课笔记中得到解释，“这些笔记甚至字面不差地在后来由该教师撰写的著作中重新出现”（同上）。最后，康德免除了对希佩尔的剽窃指控，并作出了极富启发的声明：他的讲课记录属于“如同公有财产般广泛流传的货物”（同上）。此外，他并未读过希佩尔的书籍，也没有通过交谈对其产生任何实质分享。

对于讲座相对于出版著作的评价，必须回答若干特定但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些文本中，哪些属于对所依据作者的复述（康德使用的基本上是沃尔夫学派的讲义），哪些属于康德自身的学说？更困难的是：康德在80和90年代仍然将教科书中的哪些内容保留为其自身见解？哪些是青年学生的理解偏差，哪些是被笔记转抄者所篡改的？众多的转抄本能否可靠地归入康德特定的工作时期？康德自己曾说，他每年都会改变讲课内容（X, 225；关于这些问题参见文献目录）。E. 阿迪克斯（在其《康德自然地理学研究》，1911，第33–44页）以及近来R. 布兰特与W. 施塔克在其人类学讲座导言（第XXV卷）中运用新材料详尽阐明：从70年代中期起（康德于1770年晋升教授之后），康德的讲课笔记就制作了副本，这些副本构成了《科学院版》第四部分所有卷册的文本基础：“除少数例外，完全是一个广泛匿名的转抄或复制产业的最终产物”（第XXV卷，第LXXVI页）。这些仅存的文本的原稿是如何生成的，以及随着转抄渗透进来的改动，对我们而言是未知的。尽管如此，转抄时间所给出的不同日期也指示了讲座的特定时间段。例如，P. 门泽尔在其编订本（1924）中使用的三份道德讲座文本（布劳尔本、库茨纳本1780年，姆龙戈维乌斯本1782年）之间几乎字面一致的重合，使得人们可以假定存在一个共同的原始文本，因而其年代应当定在数年之前。这里的情形类似于对观福音书。N. 辛斯克认为转抄者可能具有相对的能动性，正如1924年纪念年份康德讲演录的编者A. C. 科瓦莱夫斯基所言：“也许此类文本的传统……类似于一个生长过程，其中抄写者不仅是在复制，而且同时在进行汇编”（N. 辛斯克，载于《康德索引》，第6卷，《伯利茨逻辑学》章节索引与对照表，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1995，第XL页）。通过对主导文本（Leittexte）的确认，得出了最初原始听课记录的综合断代。道德哲学的转抄本几乎全部可以追溯至康德在7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次讲座。W. 施塔克依据一份普鲁士下达给大学的部令表明，学生被要求尽可能迅速地完成哲学预备学院（下级学院）的课程，以便为大学深造的“主要学科”（法学、医学、神学）做好准备。然而部令也指出，哲学意味着一种思考的熟练技巧，“即独立思考，不带偏见，不依附于任何宗派，并探究事物的本性”（第XXV卷，第LXVf.页；另见Stark 1992, 第543页）。

讲座对于理解康德的独特价值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 它们在著作之外展现了作者的人格——其引人入胜的博学才智、在康德精神特质的理智主义且始终进行分析性划分的基本特征中洋溢着审视与分享之愉悦的思考。欧洲古典文学以及当代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修养的广阔视野，在这位东普鲁士小型大学教授的学术讲授中显露无遗，仿佛这一生平历程的地点与时代步伐完全退居在人类关怀的观念实在性之后。(2) 讲座使人们得以理解康德主要著作的抽象方法论性质。唯有在讲课中，不仅康德对当时作者的立场，而且首要的是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批判性归属及其对当时许多文化与政治主导论题的见解才变得清晰起来。这补充并扩展了80年代关于启蒙概念、历史哲学等经典论文的论点。康德思想（从而也包括其出版著作）与时代的联系，唯有在讲座中才切近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自然不意味着康德理论的核心问题不需要首要从纯理论视域中基于其著作去把握和评价。但其文化-情境要素、历史根源与智识意图，在讲座中举重若轻地展现出来。一旦深入到这种先验方法与直接沟通之生存相中介的丰富性中，人们就必须摒弃那种认为先验逻辑理论忽视“生活”、忽视处于具体心智中的“完整的人”等完全疏离康德的观点。康德在此——例如在方法论道德哲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上，如道德哲学讲座（现载于第XXVII卷）所示——正确地只看到了方法论上必需的差异，而非否定所运用的逻辑完全认识标准（被他把握为先天论）的构成性对立。康德对人类生活现实具有深切的心智理解。因为他理解生活现实不可消解的矛盾性，所以他将其把握为一个需要教化的生活世界；他犹如一位充满理解的导师触动我们，去为之确立一种智识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绝不愿落后于时代科学所达到的将直接个别之物与社会现实及其前景和要求相中介的方法论诉求。

(3) 讲座在良好的年代学分析下，能够重构通向先验唯心论的理论发展阶梯；尽管到头来许多东西依然只能是假说，特别是针对就职论文之后关键的70年代。50年代的听课记录缺失。60年代留有赫尔德的听课笔记。J. G. 赫尔德（1744–1803）于1762年8月注册入学，并于1764年11月离开柯尼斯堡。在70年代，听课笔记（或者说其转抄本）变得更加丰富。此外，康德的遗著必须作为一个统一体来对待，因为讲座与《反思录》是相互指涉的。在80和90年代，康德在形而上学讲座中尽管处处参照讲义纲要，却阐述了他自己的与教科书文本相对立的理论。“本体论”乃是包含概念分析与原理综合两个部分的先验逻辑。随后指出，这是“一切知性概念与原理的体系”，是通向形而上学的先验哲学预备学，这完全符合《批判》对普遍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的消解。在形而上学讲座中对传统术语的迁就，绝不能让人认为对经院形而上学的批判有所倒退（正如M. 翁特等人的解读；Wundt, Kant als Metaphysiker, Stuttgart 1924）。教科书与康德讲授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切术语上的表面一致，始终指向讲义纲要中所标示的问题，而绝非真正指向教科书的内容解答。康德在讲课中展开理论问题意识，而非照单全收其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座自然揭示了康德理论在哲学史（古代哲学史以及18世纪哲学史）中的根基。这绝不意味着将康德重新拉回在他之前通行的理论中，也不意味着贬低康德思想通向后继与进一步推进理论的开放性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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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讲演录（第XXIV卷）

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讲座属于哲学教授的（免费）公开必修讲座（»public«），人类学、地理学讲座及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则是需要听众额外付费的讲座（»privatim«）。康德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依据G. F. 迈尔的《理性学说通论》（1752）讲授逻辑学。现存听课笔记涵盖从70年代（布洛姆贝格逻辑学、菲利皮逻辑学）直至90年代（布索尔特逻辑学、多纳-冯德拉克恩逻辑学）。康德使用了一本交插白页（专门装订有空白插页）的迈尔《通论》自用本，并在其中记录其备课工作笔记（“反思录”，现载于第XVI卷）。对于理解《纯粹理性批判》的术语、建筑术和意图而言，逻辑学讲座是不可或缺的。《批判》不再是一门形式逻辑，而是一门先验逻辑，旨在阐明纯粹直观形式与纯粹知性思维形式如何能够先天地综合质料内容。康德关于文化中最普遍命题层面的存在性与约束力（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考量上）的特征性原则，在康德看来均奠基于对经验给予的数据或利益与情境进行智识综合的逻辑法则之上。18世纪哲学将独立、一贯、由此具有概括能力并能形成共识的思维的核心方法论视角与逻辑学联系起来。N. 辛斯克（1998）表明，《批判》中的许多论断都可以追溯到康德与迈尔《通论》的论辩。在逻辑学讲座中可以追踪《批判》主导术语的形成，如“纯粹理性”（C. 沃尔夫已有使用）、分析论、要素论与方法论。然而更关键的是逻辑学讲座所传达的对启蒙哲学的理解。在《理性学说》的导论中包含哲学的概念与划分，康德的逻辑学讲座展示了数十年来他在哲学概念上的总主题之一——学习既有哲学还是学习从事哲学思考（Philosophieren lernen）——的演变。在90年代，康德将“独立思考”（Selbstdenken）这一核心启蒙论题从文献中通行的与“历史性知识”及天才或独创精神（XXIV, 321）的关联中剥离出来，并将独立思考相对于盲从权威意识的纲领（因为这正是问题所在）阐明为推论性/客观思维与单纯直观/主观思维的关系。摆脱了天才论的推论性思维，凭借其逻辑阐释的进路，要求理性的“自我使用”（XXIV, 614f.）。康德将数学视为关涉直观的科学的观点为他提供了一个对立范式：在数学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直观确信他人是否做出了正确判断。康德的真正要点在于：哲学代表了一种不同于经验学科或其他直观相关学科的思维类型。它开辟了一个个体自主性的领域，而这恰恰归功于其逻辑推论的教养。这固然只是康德真正着眼的论题的引子。独立思考具有崇高价值。但随之而来的是“将自己的判断置于他人理性中检验”（XXIV, 874）的要求。这才是关键所在。思想自由——因为这正是置于从事哲学思考而非学习哲学背后的东西——并将结果呈献给他人，即将其公之于众，为此要求在哲学的所有论题上的出版自由。康德的逻辑学讲座将哲学讲授为一种公开发挥作用的力量，以及启蒙社会文化自我理解的推论-逻辑层面。在讲座进程中，康德紧密遵循干练的迈尔的线索，探讨了科学理论主题、启蒙运动钟爱的偏见主题（出自传统的偏见与崇新的偏见）、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等等。在所有康德讲座中，逻辑学讲座最深刻地展现了康德对欧洲启蒙运动基本主题的处理。此外，在所有讲演录中，它们为洞察康德通往《批判》的精神历程提供了最佳视角。关于文本性质以及康德讲座主导论题的详细导引，目前已见于特里尔康德研究中心出版的康德逻辑学语料库与逻辑学反思录索引导言，以及N. 辛斯克的《康德逻辑学语料库研究》（第1章，第17–31页）。在计划出版的17卷索引中，迄今已出版第5–10卷。导言中还包含对《科学院版》框架内编辑工作的详细评判。雷格瓦尔德（2005）提供了一项极富启发性的康德逻辑学研究。

康德的逻辑学讲座以及逻辑学反思录（XVI）展现了康德在对起初仅在学者圈子中形成的新兴市民文化进行启蒙反思的逻辑化过程中所具有的高度成熟的精神风格。（1800年受康德委托作为讲座手册出版的《耶舍逻辑学》对此鲜有体现；IX）。康德所关切的是逻辑在后封建文明氛围中的“践行”（Ausübung），并伴随着权威主义意见形成的消减。实践逻辑（logica practica）凭借其从原理学说向量规学说（Kriterienlehre）的过渡，着眼于对引人关注的案例进行评判的规则，着眼于“持以为真”（Fürwahrhalten）的阶梯（意见、信仰、知识），而形式逻辑则分析性地处理标志的同一性。因此，“先行判断的逻辑”（Logik vorläufiger Urteile）获得了特别的关注，它将质料量规引入逻辑（用以避免针对过大的、往往带有偏见的怀疑，以及避免免除自我思考的过大信任的偏见的规则）（Regvald）。对于格言/准则（Maximen）作为无需证明的始基概念的修辞学传统（波爱修斯），对于语法、修辞学、法权裁决的准则，康德加入了“理性的准则”概念，这些准则例如适合于调解经验主义与经院形而上学独断论之间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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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讲演录（第XXV卷）

编者（R. 布兰特、W. 施塔克）从现存可用的20份转抄本中编辑出版了7份。这些编辑文本是基于对当时存在的转抄业的考证、在所确认的所谓“主导文本”的基础上选取的。在互联网上可以查阅的全部材料的规模使得这种做法成为必要。丰富的文献目录揭示了康德阅读的重点：在古代作家中主要是斯多亚学派，大量英国作家的译本如弥尔顿、斯特恩、斯威夫特、菲尔丁、休谟、霍姆，此外当然还有伏尔泰、卢梭。康德越来越频繁地引用柏拉图，以至于人们可以推测他毕竟阅读了柏拉图的原著（第CXXIII页）。由于康德亲自出版的其人类学讲座书籍已经问世，听课记录所展现的与其说是未知之物，不如说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思想主线和当时的文学时代关联。康德对待所依据教科书的方式可以得到极好的观察，尽管康德在此所采取的自由度比在逻辑学和早期形而上学讲座中要大得多。他在形式上保留了鲍姆加通《形而上学》（41757）中“经验心理学”的结构：灵魂的存在、灵魂的能力、灵魂与肉体的共同体——认识能力、欲求能力——高级认识能力（理性、知性）与低级认识能力（感官、想象力、记忆等）。其次，康德在此加入了在鲍姆加通《伦理学》（1740, 31763）中预先形成的心灵能力三分法：认识、愉快-不快以及欲求，正如赫尔德的听课笔记所示，康德早在编外讲师时期就已讲授过这一点。此外还受到康德高度评价的J. N. 泰滕斯的《哲学试验》（1776/77）的影响。康德自撰材料的基础构成了他的论著《观察》（1764）以及为此所作的浩繁所谓《评注》（XX, 1–192）。（与《人类学》极其相近：例如在《观察》第2节结合美与崇高的区分所探讨的人的形态、男女之爱、友谊等主题，II, 211及以下）。在阿迪克斯编辑出版的人类学反思录中，还包含了广泛的美学札记（XV, 265–440）。在这一心理学主题板块之上，康德设立了其以民族学、伦理学和历史哲学为导向的关于人格性格、民族性格以及最终关于人的规定的章节（对此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是反思录1112）。在文明史进步趋势这一最后的康德纲领要点中，讲座同样贯彻了这一问题：什么是人？布兰特与施塔克在导言中指出了康德从维里的《关于快乐性质的思考》（德译本由C. 迈内斯于1777年翻译）中采纳的“不可名状的痛苦”或人的原初不满足论题的作用，这种不满足激发人在达到生活的改善与完满性的视界下从事行动。阿迪克斯在相应的反思录中已经引用了该书（XVI, 717–722）。作为蒙田读者的康德，自然熟知早期市民意识的前浪漫主义忧郁传统；W. 勒佩尼斯对此作了总结性阐述（W. 勒佩尼斯，《忧郁与社会》，法兰克福，1969）。查证确实的维里引文证实了该书的影响。总体而言，人类学讲演录向我们展现了康德卓越的经验-历史感。这与他的三分先验逻辑和两翼形而上学并不矛盾。康德在方法论原则上严格区分了哲学与地理学、人类学等经验学科。前者是属于哲学奠基工作的知识的形式方法论量规，后者则是各门专门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布兰特/施塔克所说，人类学与批判主要著作之间的隔绝丝毫不足为奇。在结论部分（人的规定）中，人类学如同自然地理学一样向历史哲学敞开，因为康德最初将人作为具有有机体、相貌、情绪、性格等标准的个体来看待，随后进而走向人类物种意义上的人的概念。康德将内省式的灵魂探讨斥为“刺探自我”而加以摒弃，并特别以C. F. 盖勒特（1715–1769）为例表达了对此的批评（XXV, 113, 249）。其基础是经验科学上可确证的材料：身体、相貌（包括种族特质）、行为以及人的美学、道德与智识内在生活，并伴随着对学校、社交形式、艺术、宗教等实在社会媒介的考量。康德始终从对象性的外部走向内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的方法论特质与形而上学中停留于设定之主体因素的经验心理学恰恰相反。在康德的科学分类体系中，依据《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的划分（IV, 468 f.），人类学的绝大部分属于非数学的、如康德所说的非真正的自然科学（与化学和心理学一样）。他将作为“来自观察与经验的知识”的人类学称为“关于人的自然知识”（XXV, 1）。康德顺应当代的理论处境，将其理解为原则上不可系统化的学科。在康德的理解中，这种人类学构成了《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以及应用伦理学的对立面（布兰特/施塔克在其材料丰富、详尽导引的导言第XLVI f.页持有不同看法）。

试图从人类学视角诠释康德、以便使与逻辑先天论相关的原创康德主义的某些理论和社会理论面向退居次要地位的尝试，随着这批讲演录材料的大规模出版可能会有所增加。作为一件趣事值得提及的是：所有早期的错误后来都会通过其对立面得到报复，而该对立面同样是片面的——康德协会第13次征奖“康德的人类学”（1929年11月）仅收到4篇论文，评审专家（门泽尔、格德克迈尔、格尔布）不得不判定：“提交的论文无一配得上获奖。我们也建议不要作出嘉奖”（KS 36 [1931], 第385页）。

文献

Scheerer, E.: Art. »Psychologie«,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d. 7, hg. v. J. Ritter, Basel 1989, spez. Sp. 1601–1608. – Lindemann-Stark, A.: Kants Vorlesungen zur Anthropologie in Hippels Lebenläufen (Magisterarbeit, Bibliothek d. Instituts für Philosophie der P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 Hinske, N.: Wolffs empirische Psychologie und Kants pragmatische Anthropologie. Zur Diskussion über die Anfänge der Anthropologie im 18. Jh., in: Aufklärung 11/1 (1996), S. 97–107. – Brandt, R./Stark, W.: Einl. zu den Vorlesungen über die Anthropologie, in: AA XXV, Berlin 1997, S. VII–CLI [Rez. v. D. Thiel in: KS 91 (2000), S. 96–114]. – Brandt, R.: Kommentar zu Kants Anthropologie, Hamburg 2001.

道德哲学讲演录（第XXVII卷）

正如形而上学讲座一样，现存有出自60年代上半叶的赫尔德听课记录，以及《批判》之后的听课记录（详尽的柯林斯本出自1784/85年冬季学期）。P. 门泽尔出版了一部极具导论阅读价值的三份听课记录汇编本（《康德伦理学讲座》，柏林，1924）。康德的道德哲学讲座由《普遍实践哲学》（Philosophia practica universalis）和《伦理学》（Ethica）两个部分构成。他在第一部分使用鲍姆加通的《第一实践哲学初阶》（1760），在第二部分使用鲍姆加通的《哲学伦理学》（1740, 21751）。门泽尔将其版本中的抄本断代在1775–1780年间，并认为康德在《批判》出版时期尚未拥有其关于实践理性先验逻辑的道德哲学理论，而唯有到了《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5）才达成了这一点（同前，第328页）。康德的听众兼传记作者、教育家R. B. 亚赫曼（1767–1843）（不可与其兄长、同为康德听众兼康德助祭/秘书的医生J. B. 亚赫曼，1765–1832相混淆）那些对康德并不完全贴切的溢美之词，人们未必赞同，但依然必须将康德的道德哲学讲座视为康德文本中一部极富阅读价值的书籍。若无道德哲学讲座，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展开就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尤其是因为晚期《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德性论仅包含了有限展开的义务罗列，并且作为形而上学体系严格说来本应仅包含先天命题。亚赫曼说，康德在此不仅是一位思辨哲学家，而且是“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他震撼心灵与情感，正如他满足理智一样……啊，他多少次让我们热泪盈眶，多少次猛烈地震颤我们的心灵”（《同时代人笔下的I. 康德生平》，F. 格罗斯编，柏林，1912，第133页；达姆施塔特重印本1993）。事实上，这些抄本凭借其丰富的视角、理性意志观念的自豪感，以及道德投入与反思距离的超然结合，展现出极高的魅力。在承袭沃尔夫的义务伦理学方面，赫尔德听课记录表现出对经院形而上学权威的鲜明独立性（XXVII, 14, 16, 44等处），以及对功利主义的贯穿始终的批判（反复以哈奇森［1694–1747］为例，XXVII, 4f.等处）。此时的批判尚未具有智思自由的概念，而仅具有简单交替选择自由的责任。方法论奠基依然停留在主观（事实上的）与客观（观念上的）道德约束力的区分上。伦理学是关于内在约束力的科学（XXVII, 12f.）。该听课记录的主导论题是强调自律道德的理性奠基及其与自然宗教乃至启示宗教的道德学说的关系。“人们应当抽离于来世生活：——人类的义务依然是相同的：因为在此恶行本身就已是令人憎恶的；如果来世状态现在被取消了——那么现世生活就必须成为通向道德性的首要动因”（XXVII, 47）。宗教伦理学可以增添一种直观的情感维度。真正道德性的一部分先于一切宗教，“但有一部分通过宗教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XXVII, 19）。听课记录中几乎有一半篇幅重现了自律论题。讲座强调了实践干练的生活方式的德性。应当将时间划分为任务段落（pensa），即活动的意义阶段，否则一切都会流于富有却永远不满足的势利之徒的游手好闲之中（XXVII, 47 f.）。上层充斥着欺骗与“巧妙谎言”的技巧，“例如朝臣、政客必须通过谎言达到其目的，每个人都应当逃离那种不真实对其不可或缺的阶层”（XXVII, 62）。康德早期的伦理学就已是一种兼具自尊自信与谦逊内敛的德国市民伦理。将道德视为一种服从勤勉、自我克制原则并在良知中达成现世人类完满性的内在约束力世界，是那些必须通过自身劳动谋生并且知道自己能够做到的人们的生活准则。绝对意义上的生活享乐乃至奢华根本未曾出现；在这样的脉络中，无神论同样被拒斥。歌德从康德的社会视域把握了其伦理学中的传统脉络：“去读他的生平吧，你很快就会发现，他是多么巧妙地削弱了他的斯多亚主义的锋芒（这种斯多亚主义实际上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尖锐对立），将其梳理停当并使其与世界达成平衡。”卢梭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重要源泉。这在从人类平等的出发点通向正义（XXVII, 65）、对自然状态与市民状态之区分的具体处理（XXVII, 66），以及对宽容理念的详尽论证（XXVII, 73及以下，这当然不仅是卢梭的思想）中展现出来。在具体德性与恶行方面，探讨了勤勉、吝啬、友谊、嫉妒、诚实、忘恩负义等。关于男性与“女性”道德性的区分，以及对“性冲动”的处理在此均有涉及，在康德这里依然保持保守。难道在我们看来一切都会显得因时代局限而古怪离奇吗？例如：“然而这种冲动被羞耻的面纱所遮盖”（XXVII, 49）？

后来的《柯林斯道德哲学》展现了《实践理性批判》的许多思想，但明显早于后者的具体表述：道德哲学是“关于自由任性的客观法则的科学”，“每一条客观规则都说明应当发生什么，即便它从未发生”（XXVII, 244 f.）。道德性不是追求幸福，而是配享幸福，这是“理性自身所要求的条件”（XXVII, 247）。但无条件命令究竟由什么构成，此时尚未指明。客观法则与主观规则被清晰区分开来，前者属于道德哲学，后者属于人类学（XXVII, 244）。详尽阐释了实用命令、问题命令与道德命令的现象学序列。道德性与情感驱动力相分离（XXVII, 275）。道德义务是可以在智理上得到奠基的义务，这自然不排除带着情感去践行它们。“纯粹道德法则”的问题依照鲍姆加通被绑定在从古代哲学伦理学向基督教宗教伦理学的跨越上，因此在神圣的概念中具有一个发生学要素（XXVII, 294）。古代伦理学对人的要求并未超越其所能承受的限度。然而，数学法则的无限精确性与道德法则的无条件性之间的方法论类比也在此得到了阐发，这是《奠基》的一个特征性要素（XXVII, 301；参见IV, 419）。

在《普遍实践哲学》这一部分——后来由此产生出《实践理性批判》——之后，紧接着是《伦理学》（Ethica）。它整体上对应于后来《道德形而上学》的德性论。首先阐释了不充分但不可或缺的“道德性/风尚”（Sittlichkeit）术语（XXVII, 300），随后依据鲍姆加通展开了详尽的关于哲学道德、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之关系的篇章，伴随着理性道德与自然宗教的结盟（XXVII, 305–339）。“完全抛弃自然力量而依赖超自然力量，这是下手雇工的宗教”（XXVII, 311）。在此“迷信总是潜入宗教之中”（XXVII, 313）。既然上帝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的需要，祷告具有什么功能（XXVII, 323）？在主观上祷告是必需的，康德由此阐发了启示宗教及其仪轨的必要性：“我们人类唯有将我们的概念披上语言的外衣才能使其变得可理解。因此我们将我们虔敬的愿望与信任披上语言的外衣，以便能够更生动地表象它们。”祷告“在我们心中树立起一种道德品性”，在实用意图上它们是不必要的（同上）。真正的伦理学按照教科书在对自身的义务与对他人的义务两个目录中展开（XXVII, 340–412; 413–471）。在此与《道德形而上学》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道德哲学讲演录被证明是沃尔夫学派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之间的关键纽带。

文献

Menzer, P. (Hg.): Eine Vorlesung Kants über Ethik, 1924.

形而上学与理性神学讲演录（第XXVIII卷）

康德依据鲍姆加通的《形而上学》（1739, 41757）讲授形而上学，保存有17份听课记录转抄本，其中8份在第XXVIII卷和第XXIX卷中出版。与康德的道德哲学讲座一样，在形而上学方面，赫尔德听课记录（1762–1764年在柯尼斯堡）也作为康德编外讲师时期讲座的唯一文献保存了下来。将这份早期听课记录（即非转抄本）与80和90年代后来的转抄本或听课记录相比较再次表明：康德并未受到教科书的束缚而不阐述自己的见解。他在许多核心要点上批评“作者”（鲍姆加通），很早就指明了沃尔夫与克鲁修斯之间的矛盾，并保持独立于二者的立场（XXVIII, 10及以下，37等处）。在讲座中对两位权威人物的批判性对峙自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在后来的讲座中（福克曼形而上学、伯利茨形而上学、多纳-冯德拉克恩形而上学等），康德在形式上遵循教科书结构的同时讲授了他自己的先验哲学。这在记录了紧随《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之后的1784/85年讲座的《福克曼形而上学》中尤为显著。因此，海德格尔所谓康德在其讲座中几乎未曾谈及自己哲学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M. 海德格尔，《对物的追问：论康德先验原理的学说》，图宾根，1962，第88页）。康德在《批判》之后可以毫不困难地衔接经院形而上学的讲义指南，因为他保留了提问方式的传统，而他的先验逻辑为教科书中处理的论题提供了全新的解答。G. 莱曼甚至认为，可以证明康德思想的所有阶段，从赫尔德笔记中带有余韵的《新阐释》（1755）直到《判断力批判》乃至《遗著》（Lehmann, 第156页）。无论如何，康德在讲座中针对他结合持续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探讨而视为重要的难题，提出了他的保留意见与新结论。人们根本不应将指定教科书与讲座之间的关系想象得如此简单，仿佛指望学说绝对千篇一律。教科书本应规定一个主题框架，但该框架可以由讲授者批判性地对待，正如在编外讲师时期的康德身上所显示的那样，甚至可以予以重组。在现存的听课笔记中并未发现这种重组。康德讲授了形而上学教科书的所有主要部分：以本体论开篇，随后是理性心理学、宇宙论与神学。在《1765–1766年冬季学期讲课安排通告》中，康德公布了他在经院形而上学主要要点上的批判独立性。他打算在简短导言之后，以作为“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经验科学”的经验心理学开篇（II, 309）。这涉及数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的区分，他在《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的明晰性的探究》（1763）的第一项考察中阐述了这一点，这在赫尔德听课记录中也有所体现（XXVIII, 5f.）。他打算进一步阐发这一点，“在此之前”他能够通过“轻微的变通……将教科书作者引导到同一条道路上”（II, 308）。

如果康德自身的思想也在讲座中表达出来，那么讲座对我们理解康德的贡献何在就显而易见了。讲座并未开启根本崭新的视角，而是展现了康德理论在特定发展阶段中的样态，见于总结性报告中并关联于当时的科学与文学作者。这在形而上学讲座中可以得到极好的观察。在开篇中，康德简短探讨了一般哲学概念，并给出了哲学史勾勒。他在逻辑学讲座中大多也讲授了同样的内容。“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康德的区别：“本体论是关于事物的一般谓词（generalia）的科学……每一事物都具有单一性。一切事物要么是单纯的，要么是复合的”（赫尔德听课记录1762；XXVIII, 7）。据此，本体论只能“指出一般纯粹理性先天知识的原则……因此这门科学也不能恰当地被称为本体论，因为那将意味着我们把事物作为对象”（福克曼形而上学1784；XXVIII, 390f.）。在赫尔德听课记录中，探讨了康德藉以实现对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性摆脱的整个问题谱系：沃尔夫因果概念中的矛盾（XXVIII, 13），逻辑对立与实在对立的区别（第19 f.页，类似于1763年《将负量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空间问题与莱布尼茨单子概念（XXVIII, 29f., 44），对贝克莱的批判（XXVIII, 42f.）。相比之下，1784/85年的形而上学讲座为《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提供了极具阅读价值的导引。康德从体系概念出发。科学不能是知识的单纯堆积。对哲学而言，这意味着从特殊原则回溯到认识本身的最高原则，这些原则不是存在的始基（principia essendi），而是认识的始基（principia cognoscendi）。因此形而上学需要一门先导学科，而这门学科“将探讨我们纯粹理性本身的源泉、范围与界限”。“这一部分可以被称为先验哲学或纯粹理性批判。”“因此先验哲学指向主体，而非指向对象”（XXVIII, 359f., 364）。它必须防止辩证幻相。若无先验哲学，“就会导致人们把无法安顿在任何其他地方的事物塞进形而上学之中”（XXVIII, 358）。先验理论的目的不在于扩展认识的范围，而在于确定其界限。“如果我不知道界限，我就冒着徒劳无功的危险……在幻象之国中游荡”（XXVIII, 391）。相反，经验研究没有界限。在预备性的“我们理性的自我认识”之后，紧接着是“纯粹理性的体系”（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XXVIII, 360 f.）。下一步：在关于自然与社会的每一门科学中都存在着形而上学。在本体论一节中，详尽探讨了综合判断与分析判断（XXVIII, 392及以下），判断与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XXVIII, 396及以下），随后探讨了因果概念并批评了“作者”（鲍姆加通）的充足理由律（XXVIII, 407及以下）。在本体论标题下的部分展开了详尽的范畴论：必然性、偶然性、量、关系（尤富启发性的是XXVIII, 428及以下）、无限性-有限性等等。讲座中比在《批判》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更多地展现了来自整个形而上学传统的丰富范畴论的影响，这些范畴随后在黑格尔的《逻辑学》（1812–16）中再次凸显出来。《姆龙戈维乌斯形而上学》（XXIX, 743–940）在本体论阐述中探讨了充足理由与不充足理由，以及可能性-不可能性、有限-无限、单纯-复合、质料-形式等范畴对。独立的论述在对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批判中继续进行。在此，例如对理性心理学（psychologia rationalis）的解构极具阅读价值（XXIX, 440及以下），而在前文中曾相当粗略地指出，整个这门学科仅仅是出于学术编排的企图才被塞进形而上学之中的，因为心理学原则上始终是一门经验学科，当时尚缺乏足够的材料来构成一门独立学科。“因为心理学尚未发展到能够提供关于灵魂之认识的充足材料来构成一门单独课程的程度”（XXIX, 367）。

康德在讲座中以完全不同于《批判》的方式处理了关于善恶生活、死亡的大众观念的道德与文化关联，也批评了在平庸虚度一生之后指望在终点突然转向福乐的荒谬想法等等。“因此在来世我们只能设想通向福乐或苦难的进展，我们根本无法设想一切都会堆积在一起”（XXIX, 447）。

文献

Lehmann, G.: Zur Frage der Systematik in Kants Metaphysik-Vorlesungen, in: KS 64 (1974), S. 140–154.

教育学讲演录（第IX卷）

康德依照部令，与其他哲学系教授轮流讲授过四次教育学课程，首次在1776/77年，末次在1786/87年。他最初依据J. B. 巴泽多（1723–1790）的《致家庭与民族的父母的方法书》（1770），其后按照规定依据柯尼斯堡神学家兼博学者F. S. 博克的《供基督徒教育者及未来青年教师使用的教育艺术教科书》（1780）。巴泽多因其受卢梭《爱弥儿》（1762）影响的自由主义教育学而遭受迫害，并于1768年因此被免去阿尔托纳中学教师职务。因此，康德选择的教科书本身就是一种纲领。博克的教育学则显得四平八稳。编者F. T. 林克（1770–1811，康德的学生，后任柯尼斯堡东方学教授，其后任但泽牧师）从康德那里收到了哪些供出版的材料，目前不得而知。也许他添加了自撰的章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在康德交由他的材料中主要添加了自己的注释。教育学构成了启蒙改革意识的核心领域之一。据林克的说明，康德几乎没有拘泥于博克的教科书。他积极支持德绍的泛爱学校（Philanthropinum，见第一章），洛克（《教育漫话》，1693，18世纪多次出版德译本）与卢梭构成了这一德国改革教育学的精神基石。康德教育学的基本思想同样是自然禀赋的合自然发展。这不仅针对宫廷教养理想，而且更针对宗教取向或实用功利取向的教育替代方案。人应当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道德人格而成熟并被承认。康德在许多反思札记中记录了卢梭对其思想的巨大影响。卢梭终于在社会塑造人的众多外在形态之下发现了“人类深藏的本性”（XX, 58）。康德通过卢梭摆脱了启蒙运动精英主义的学术教养观念。“这种耀眼的特权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XX, 44）。与康德的文明史观念极其一致的是，在《教育学》开篇指出，人类的自然禀赋应当在历史中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而被发展出来（IX, 441）。针对从不受自由限制的“贵族教育”，随后强调了通过理性进行训导的必要性。关于人无非是教育所造就之物的启蒙陈词滥调（无论出自林克还是康德本人），获得了一种更深沉的转折：人类在迄今为止的教育中的巨大潜能仍完全未被挖掘（IX, 443）。人们不能立即把每一个理想都斥为空想，“而一种发展人身上一切自然禀赋的教育理念确实是真实的”（IX, 445）。这与康德在《批判》中以完全宪法为例对理性理想概念所作的辩护高度一致（III, 246及以下）。康德的目的论在《教育学》中重现：“人性中潜藏着许多萌芽，我们的事情就是按比例发展自然禀赋，并使人类从其萌芽中绽放展开”（IX, 445）。为了学校体制的改革，强调了公民的私人努力，因为某些君主“几乎只把他们的臣民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IX, 449）。在体系上，康德将教育的任务划分为：训导（Disziplinierung，抑制本能野性）、教化（Kultivierung，获得适应一切任意目的的熟练技巧）、文明化（Zivilisierung，在人类社会中获得审慎明智，受人欢迎并善用他人以达其终极目的，参见《人类学》），以及最终在定言命令意义上的道德化（Moralisierung）：“良好的目的是那些必然受到所有人赞同、且能够同时成为所有人目的的目的”（IX, 449 f.）。无论这是康德亲笔记录还是由林克摹写，这毫无疑问与康德的思想高度契合。林克随后划分为身体教育（IX, 456–469，根据康德的整个生命观念与生活践行，这在康德的讲授中必定占据了重要部分），其后是“心灵的教化”（IX, 469–486），包含特定教育学主题的核心部分（性格塑造、纪律、通过蔑视进行惩罚等）。通过成熟而展开人格与苏格拉底方法相联系，该方法是非机械式、非教理问答式的，而是通过说服教会思考（IX, 477）。这与逻辑学反思录相一致，例如妄想使人膨胀，但知识对于“理性的自我保存”包括界限、即防御独断论命题而言使人“谦逊”（反思录2446）。最后一部分构成了“实践教育”一节，探讨了宗教在教育中的角色（IX, 493–496），例如还非常典型地指出：“我们的学校几乎普遍缺乏某种非常有助于培养儿童正义感的东西：即一部法权教理问答”（IX, 490）。由林克出版的整部文本读起来非常具有康德特色，包含大量精确而值得铭记的思想，并且作为18世纪末高水准德国启蒙教育学的珍贵文献，毫无疑问展现了康德深谋远虑、兼具温和友善与原则坚定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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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年

4月22日：伊曼努尔·康德生于柯尼斯堡
柯尼斯堡老城、克奈普霍夫、勒贝尼希特三座独立城市合并为柯尼斯堡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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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中永久和平的临近（直到 1797 年 7 月才出版，《柏林月刊》随该期停刊）

1797 年

道德形而上学
论出于人类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
腓特烈·威廉三世即位（在位至 1840 年）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概念的重点不在于已经取得或即将到来的种种改善，而在于文明的可改善性（对此参见：H. F. 克莱梅等编，《启蒙与阐释：论康德哲学及其周围思想》，1999 年；N. 欣斯克，“德国启蒙运动的支撑性基本观念：类型学尝试”，载于：R. 恰法尔多内，《德国启蒙哲学》，1990 年，第 407–458 页）。

纵观在很多方面不断重复的大量康德文献，对康德理论篇章的诠释性阐释确实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前所述，另一个主题是在当代科学前提下探寻康德基本假设之合理性的问题。关于这一视角，H. 德赖尔针对法学指出，人们对康德著作的深入探讨源于其“与现代自由宪法国家基本制度的亲和性与高度相容性”。康德提出的不仅是一种关于正当法权的抽象理论，更是“一种关于个体的核心作用以及国家的合法性与制度结构的理论”（H. 德赖尔，《康德的共和国》，载于氏编《法与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2005 年，第 154 页）。对此应当表示赞同，或许还可以作一点补充。劳动的高度社会化、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全球生产分配的高度集中，使得在联系日益紧密的各民族之间，公益主题以及法治国对物质生产调控的责任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传统的自由主义法治国模式需要这种革新。其要求在于将高度发展的企业内部理性与公共经济理性相结合。在此有必要研究：为了这一目的，康德理论中有哪些值得汲取，又有哪些超出了康德关于理想化的、在当时尚可理想化的竞争关系的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因为康德将立法规定为所有人的联合意志，也仅仅是从指向自由个体的初级前提出发，即：只要一个行为“依照一条普遍法则能够与每个人的自由并存”，它就是合法的（VI, 230）。唯有期望某种自然规定性能够从整体向部分发挥作用，因为我们的设计始终局限在部分

之中。因此，全面的暴行、战争的苦难以及财富的挥霍，最终必将迫使一个民族下定决断，进入公民宪法，并在国际上随之进入世界公民宪法（VIII, 310）。总体社会责任的主题显然无法通过相互个体自由权利的定理来满足。其初级前提是一种社会合作的要求，这与康德量身定做于个体的公法平等理念相去甚远。因为康德当然也排除了制宪原始大会的定期召集。

在社会化过程数字化的时代，我们体验着——更确切地说是面临着——一种迅猛的“生活环境审美化”（R. 布布纳）。表面不仅遮蔽了深层结构，甚至将其吞噬。直至私人生活计算机化的全盘工业化，以强烈的冲击在行动的人之外设立了反应性的人。康德的理性及其“批判”方法的精微概念，能否抵御自主意志的侵蚀趋势？所有个体解放的问题，乃至基于唯心主义自我意识概念之上的康德主体人格性概念，在当今工业与行政的广阔领域中似乎都被贬低为精明的适应性建议。一个在经济上成功、却被国家如救济对象般补贴的经济体制，在创造大量商品的同时也生产出不平等，犹如夏日酷暑晒干枯草。贫困吞噬着人类尊严。如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关系的特性似乎在于：现实得到了详尽的记录，但这种知识却不再遭遇能够带来变革的社会力量。批判性思考沦为了笔记备忘，仿佛存在着某种“过度忠实于事实”的偏狭。

P. 布尔迪厄乃至 L. 博尔坦斯基后现代、反主智主义思维方式的新批判构想，恰恰由于对古典资产阶级主体概念的日常实践解构，重新转向了一种经验主义的行动理解。先验方法中精细建构的主智主义实践概念所具有的批判统治功能遭到了拒斥，不仅被当作哲学书斋中古旧过时的陈设。所谓社会学理论独占的方法原则被认为

引入了教条主义前提，为统治的常态化提供了支撑（对此持批判态度的见 R. 科内斯曼，“无主体的批判”，载《文化哲学杂志》，2007 年，第 2 期）。这并不像斯洛特戴克反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所谓“谄媚社会学”那样喧嚣而短视。针对当代的哲学史要求，有人切中要害地指出：“若无社会科学的元视角，某些社会排斥现象固然可以被观察到，但其本质却无法受到追问。……要对此发起反抗，就需要一个坚守其（批判方法的——G. I. 注）自主性与自身即目的性的主体性概念，而且是在社会实践之外。这样一个概念固然是可以被批判的，但却是不可妥协的；正是因为它被构想为社会现实的对立面，它才具有一种纯粹理论的客观性”（M. 贝尔格，“批判性批判的批判”，文献目录）。然而，个体在向其敞开的总体社会过程中的新型数字化整合，也提供了有待开拓的合作活动的新视角，呼吁超越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被动的、主要由消费所决定的“人”的概念。

进步的自然法则与自我意识的“隐秘技艺”

康德的社会化理论被缩减为所有者个体的法权与道德行动标准，它逻辑一贯地构想了形成与消解矛盾的所谓进步之“自然法则”的决定论对立面，以把握一种旨在为纯粹实践理性那发出呼吁且指向未来的要求赋予现实过程的总体社会运动。如今，这已经演化为金融与垄断资本的自然法则，其后果是将人身自由的公民贬低为永久性失业者，以及服务业中低薪的雇工和“补足救济金者”。“现在我们如果问：通过何种手段这一向着更好状态的永恒进步能够得以维持并可能加速？那么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延伸至无法估量之远境的成就，将并不主要取决于我们做什么……而是取决于人类自

然将在我们内部做什么，以便迫使我们走上一条我们自己绝不愿轻易顺从的轨道。”在此，自然是理性的中介利益，与暴力和屈从相对立（VIII, 310）。康德高尚的实践理性因其怀疑的眼光而更加敏锐——绝非蒙上阴翳——这种眼光教会人们保持耐心并承受痛苦。

多重声音的康德热情如何应对康德关于个体自由权利相互保障作为运作社会之机制的定理，而康德本人恰恰赋予了该定理以灾难的自然法则作为学习强制？康德通过解决积聚冲突实现进步法则的自然主义，其要旨在于：正是铭刻在我们身上的理性的“自然法则”最终引导我们走向综合。因为在理性的公开运用中，公众开启自我启蒙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先验唯心主义是一种不断实现自我安宁的人类的唯心主义。康德将国家建立在法权之上，而非建立在属于人之私德而非公民义务的道德规范之上，更非建立在留给个人良心的宗教价值之上。然而，康德坚决地以道德要求直面政治，而不像当代那样流于消极退缩。他将言论公开发表的自由视作政治与道德中介的保障。在以语言学奠基的交往理论中，这一点再次重现。我们说话是为了通过论证达成共识。对此，人们以较少论战性而更多相对化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在现实的公民社会（包括由制度支撑的）行动领域中文化共识（consensus）不可或缺的古老欧洲传统（H. 霍夫曼，《代表》，1974 年及多次再版）。此外，可诉讼宪法权利的明确框架依然为当下的社会批判思考与介入提供了空间；这是否也能为对当代人类巨大的物质生产力承担总体社会责任的结构性进步提供空间，尚有待观察。在关于康德当代关联的大量文献中，参见：Th. 格林，“今日康德的人权奠基”，载于《康德与柏林启蒙运动：第九届国际康德大会论文集》，2001 年。

较少受到讨论的是康德哲学的内在哲学核心主题。其理性批判由核心问题所支撑：

我们内部思维的主观条件究竟如何能够具有客观有效性，甚至思维的我究竟如何能够与直观自身的我相区别却又与后者同一？这是一般哲学的核心，在神秘主义流派中得到了最深入的思考。在康德这里，这是真正的先验问题，而不是人们争论其完整性的范畴表，也不是先天基本概念的形而上学演绎，而是：“……我如何能够说：我，作为理智和思维着的主体，将我自己认识为被思维的对象，这与我究竟如何能够对自己是一般对象、并且是直观和内部知觉的对象相比，既不多也不少包含着同样的困难”（《纯粹理性批判》B 版即第 2 版，第 155 页；III, 122）。“我们的知性在关涉现象及其纯形式方面的这种图型论，是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隐秘技艺，我们很难猜测出大自然在这里所使用的真正手法，并将其不加掩饰地展现在眼前”（B 180, III, 136）。

对于一般哲学问题领域的这一核心，人们极少进行追踪。对于康德时代的形而上学而言，这是自我意识核心概念中被简化却又令人不安的无意识要点。一位意大利作者在一本康德论文集中探讨了这一点：Cl. 拉罗卡，“康德哲学中的无意识与意识”。以沃尔夫、鲍姆加登、迈尔所坚持的、莱布尼茨关于作为混乱且引起困惑的微小或模糊表象为例，作者表明康德走向了在生产性意义上表象无意识发生作用的思想。由此，他同时也克服了将无意识与感性及不确定性等同的做法（第 53 页）。在此主题上表明，康德作为沃尔夫的深化者在“微觉”（petites perceptions）主题上的进展，若不结合康德深入研究过的鲍姆加登和 G. F. 迈尔，是无法得到彻底理解的。此外，对于理解《实践理性批判》和康德的道德理论，其心理学和人类学也是至关重要的。综合意识不是人格对自身的意识，而是关于联结表象之功能的知识。“‘我思’命题……因而主张的不是心理学事实，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可能性”（第 61 页以下；引自 M. 库格尔施塔特编，《康德讲座》，2008 年）。

自我意识唯心主义与私有财产所有者法权秩序中相伴随的唯物主义

一种唯物主义，犹如身体的抓握一般，伴随在康德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之中。这是对其对象性劳动的所有者的唯物主义。晚期法权形而上学（1797 年）中的物权法（常被误解为僵化迟暮之作），是这位启蒙思想家在专制主义 18 世纪末期展现出的天才之作之一，他将这一时期准确识别为向资产阶级 19 世纪的过渡。正如康德所坚持的，通过占有契合我们目的性活动的自然合目的性而形成的法权唯物主义根基、人格自身劳动的唯物主义，早已潜藏在一切思维的直观基础之中，这一基础在康德这里并未被推入《批判》的中心而演变为教条主义。“我们在思想中不画一条线就不能思维一条线，不画一个圆就不能思维一个圆，……甚至不能思维时间，只要我们在画一条直线（它应当是时间的外部形象表象）时不单单注意杂多的综合行动……”（III, 121）。我们具象引导的思维-行动，正是对那个尚未到来的、创造技术世界的自然科学时代的预言。而属于这一时代的，只能是私有财产所有者原子的自由流动性，他们仅仅通过少数几个定义明确的法权原则来确证自身的实在性。这正如工业化劳动：以最低限度的高明建构，精确规制无限多样的生产。晚期法哲学将《纯粹理性批判》中直观与理智相互对立之项的精妙流动性，实现在无数同等法权原子的不息运动之中。

康德阐释中退居次席的诸面向

纵观总体上数量庞大的康德研究，可以看出人们对康德世界观基本格局的兴趣已退居次席，且表现在两个方面。几乎没有著作还在探讨康德先验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主题。这早在新康德主义的康德阐释中

就已经开始了。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构成了该哲学的基本主题界域，正是借此它与所有其他哲学区分开来。其核心在于意识的综合功能。康德称之为统觉的统一。从生产性想象力的领会直至范畴与理念的所有统觉阶段，都建立在人类族类先天的、结构分明的自主意识结构之上。它是形成合理的、因而能够传达的论证构型的能力。康德将这种纯粹世俗的主智主义构想为一般社会化的基础，并在极大程度上将其把握为人类文明历史性的主导趋势。特里尔大学康德研究中心正在开展一个关于综合主题的研究项目。

康德的形而上学问题也涉及康德理论在欧洲哲学史上的地位，并且着眼于未来世界社会的跨文化对话，甚至超越了这一范围。随着走向统一世界文化的趋势，不同民族群体各大文化中哲学的特质必将进入视野。届时，康德与柏拉图、大阿尔伯特、莱布尼茨等人可以在贯通性的理论演进中得到阐释，并与东方、亚洲、非洲的哲学并列探讨。本手册指出了核心康德主题（实则是作为特定哲学思维形态的先验哲学）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莱布尼茨、沃尔夫的主题关联。一些年轻同行或许比部分老学者更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关于康德先验主义与政治理论的关系，参见：Th. 瑙拉特，《人际社会哲学：康德范式下的社会科学奠基》，2004 年；氏著，《原始和平即道德进步：跨文化对话先验哲学纲要》（关于“现象”与“物自身”近见 C. 弗里贝，见文献目录）。

在浩瀚的康德阅读与康德阐释中另一个退居次席的视角是：极少有著作探讨先验哲学的社会学，即进行更具远见的社会理论阐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为了价值形成而非

主要为了使用价值的生产——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相互之间以及生产者整体与消费者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日益物化的关系。它有别于古代和封建时期的生产者生产关系。这塑造了一个时代主体概念与世界概念的核心面向。在康德关于自我反思之“我”的显著概念中，能找到其中的什么印记？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将把康德的主体概念进一步追溯到所规划的法权与国家制度背后，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基础之上，这种生产方式有别于古代欧洲、古代东方以及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所谓“现代”这一困窘性的术语在此是远远不够用的。

在这一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先验哲学的社会学与若干更专门的视角相联系。其一涉及第一代、亦即可谓原始康德主义者的社会群体，这不仅包括那些决意告别传统思维方式的学者，还包括当时关注当代哲学的读者群体，即科学家、医生、新教神学家、国家官员。N. 欣斯克、E. 朗格和 H. 施勒普弗曾就 1790 年代耶拿学者圈提出了极为有趣的文献材料。另一个主题即通过资产阶级理性废除依仗信仰支撑的封建特权，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确证这种理性？康德以先验论的哲学平等主义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最高程度的文化预设。康德构想了一种当时根本还不存在的文化与文明形态。他的先验哲学无论在经济交往形式、法权秩序，还是一般公民就公共事务达成共识的方式上，都构成了一种前瞻性构想。缺乏本体论“着陆点”的先验逻辑纯形式观念性，是否同社会关系特性的严格法权形式主义存在某种关联——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主义，个人主义才得以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而付诸实施？纵观康德关于社会化纯粹关系特性的分析论述（个人主义如同社会原子论般使这种分析成为可能），有两个面向引人注目。康德构想了一种贯彻到底的个体化文明，而这只有在商品生产者具有流动性财产

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而非伴随着那种“将所有功能不动物化地束缚于脱离个体支配的土地之上”（H. 霍夫曼，见下文）。与此相应，必须必然出现对那些既自由又毫无例外地受法律支配的个体之间的连接点进行严格的法权界定。在此，霍布斯与卢梭一样是康德“现代性”的启发者（参见 St. 梅，“霍布斯理想与卢梭公民同盟之间的康德国家法权理论”，2002 年）。公法专著曾将康德关于所谓“所有人联合意志”的问题（即共和平等主题）与统治主题联系起来。康德针对世袭领地国家的代表制原则“指代一种实现共同决定的”宪法，但主要将其视为“区分立法与执法的、制度化的、从而可靠且透明的授权管辖权秩序”。在逻辑一贯且颇为奇特的是，对康德而言，君主制在获得良好咨询的情况下比其他国家形式更有利于真正的共和主义，这要归功于其特有的先验逻辑形式主义：在此，“国家权力的个人承担者（统治者数量）”最小，而其“代表性”却特别大（H. 霍夫曼，《代表》，1974 年，此处指第 4 版，2003 年，第 413 页）。

康德以最低限度的普遍适用前提应对最大限度的特殊要求的分析原则，包含了逻辑前提的无条件性。康德的先验论正服务于此。针对康德从探讨法权的正当性、正义性或合法性的“法哲学原始问题”出发对“纯经验法学”的论战，H. 霍夫曼将“当今广泛流行的法律实证主义”纳入考量。后者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与价值相对主义相结合，“认为正当法权的标准始终是主观的”。由此，康德关于区分正当与不正当之普遍标准的设问被斥为不科学（H. 霍夫曼：《法与国家哲学导论》，2000 年，第 4 页以下）。

霍布斯关于公民概念的彻底个人主义，对应着聚焦于一点的绝对国家权力的分析建构。在康德坚定的共和主义中，其逻辑模式与霍布斯高度一致（参见 H. 克伦纳，论 Th. 霍布斯《利维坦》的论文，1978 年）。

当然，两人个人主义的实质基础各不相同。霍布斯从唯物主义出发立足于个体的自然肉体性，这在根本上是对从事经济活动的利益性的一种高度抽象。在康德这里，自然状态是个体之间分析上的初级法权关系。这类建构中真正的特质与可疑之处，依然在于将无条件个体性概念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是为了将商品生产者建构成公民。然而在此轻率的论战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霍布斯设定为本原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既勤劳又具掠夺性的人类原子的攻击性中，其实伴随着两大重要前提：一切社会事件都源于作为能动原则的劳动（人正是依此被把握的），而非源于自然生长或超验的存在；其次，在纯粹个体性与无条件法则的建构中，人的社会化被表述为真正的问题（关于康德的法哲学，近见 B. Sh. 伯德与 J. 赫鲁施卡的评注，2010 年，以及赫鲁施卡，2015 年）。

在当代问题的视野下阅读并评注康德文本，为康德阐释带来了连续性，使其不致停留在零星片断之中，且在根本上永无止境。对《批判》诸篇章（在康德那里终究只是方法论篇章）的单独论述，其数量多得令人称奇。在此，对康德前提（如自我意识概念、先验论、纯粹实践理性形式下的行动主题）进行必需的改造（这些前提在今天已无法照搬康德的原初表述），理应在康德阐释中占据更大空间。进而：康德将他那个时代的绝对君主制认识为封建领主统治社会长期成熟的顶峰，同时也是其衰落期，但他却从中探寻蕴含于其中的向市民社会中央调控过渡的可能性。因此，他在其时代通过对旧国家形式的改革重组，构想了面向未来文明的理性概念。这与其公民概念的“原子论”相契合吗？黑格尔为了其演进中的君主制概念提出了另一种社会结构理论，并将“需要体系”区分为法权与国家的基础。当今的康德研究是否同康德一道

注视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今同样经历了长期成熟）所必需的革新？它们是否如康德所预示的那样，构想了一种具有更高理性的未来文明，一种不仅具有企业内部效率而且具有总体社会效率的文明？探讨康德著作之努力的现实主义成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而这种问题视野能够非常直接地同康德的族类概念相衔接。康德阐释或许也略微诱使人们在不涉及社会理论设问的情况下展现哲学史。

最后，康德理论大厦由普遍命题相互过渡的中介所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结构，支持了始终必需的文本内在细节阐释。康德试图调和 18 世纪彼此背道而驰的各种思潮。为此，他强烈突出了经验认知与理智认知、行动要素之间的对立。这导致桥梁纽带清晰显现。在欧洲任何主要哲学中，建构要素都未曾像在康德《批判》的先验逻辑方法论构想、以此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奠基（自然与文化哲学）、乃至各种法权与历史哲学应用中展现得如此鲜明。各部分如何相互契合、过渡是否合理的问题，在耶拿早期康德主义以来经历了两百年的康德阐释之后，依然有待探讨。更不用说，坦露的结构部分为抽取单个连接部件、并通过附加的阐释将其纳入自身的康德解读提供了机会，这也可能使康德的思想脱离其原初含义；海德格尔将康德连接概念与知觉领域的生产性想象力理论阐释为一种早期此在解释学，便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1929 年）。

市民社会与国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

在康德的批判领域中，缺少社会与经济批判维度，而科斯洛夫斯基对这一主题的严谨考察，与仅有的少数探讨该

主题的论著一起，在广阔的康德文献领域中构成了一个狭小的圈子。康德在经济主题上的观念世界受到德国公法文献以及德国各邦经济落后状况的双重决定。普鲁士经济大臣施特鲁恩泽虽被称为商业与工厂事务大臣，但当时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工厂（即在厂房中集中机器并使用雇佣工人的生产）。当然，在乡村和城市中存在着依附性手工业者的包买商（Verleger）。在此，分工的优势与大型商业资本财富的发展相结合。在当时官方语言中，手工业者、工场手工业主和包买商也被统称为“工厂主”。“工厂”（Fabrik）仅仅指代任何手工业行业（J. 库利舍尔，《通史经济史》，第 2 卷，1929 年，第 146 页以下）。在康德时代之后才实现的向工商业自由的过渡，在受到商业资本包买商压迫的手工业者发起行动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初兴在德意志诸邦带来了社会斗争的新时期。法国于 1791 年实现了工商业自由准入，在德意志诸邦中普鲁士以 1810 年的工商业自由敕令走在前列（H. 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1954 年；重商主义时代的普鲁士，第 259 页以下；德国的农业改革与工业化，第 376–406 页）。

举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康德时代德意志城市中发生着何种极为初级的经济解体过程以及缺乏工业前景的资本集中新生形态。这也是康德针对自由私有财产所有者之规划商品生产所批判性指出的要点。1791 年匿名出版的《论城市的衰落，尤其是选侯萨克森诸城市》一书对工匠与依附劳动阶层状况进行的早期反垄断分析，提供了极好的洞见：“现在我转向确定为何近代德国如此多的城市陷入衰落的根源。主要原因无疑在于缺乏充足的市民生计途径。能够工作、愿意工作或出于生计被迫工作的人手并不短缺；但往往缺乏能够获得合理报酬的工作。短工、职业工匠［在此指作坊主

——G. I. 注］和技艺者［商人和手艺人——G. I. 注］总能找到一点糊口的营生；但这点营生——却根本不足以支付他们的生活需求。他们若想获得工作，往往不得不以极其廉价的价格出卖劳动，以至于所得报酬几乎无法支付他们与家人赖以充饥的干面包。因此，一切城市手工业的真正衰落主要在于劳动报酬过低。”“有产的职业工匠在适当时机以现金大批量收购待加工产品，从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此外，他让帮工和学徒完成的大量工作也养活了他……一座城墙内拥有许多此类工匠的城市，可能在短短几年内陷入极度衰败。……因此，对城市繁荣而言，没有什么比在不同工匠之间产生过大的不成比例更为危险的了”（匿名［卡尔·海因里希·冯·勒默尔］：《论城市的衰落，尤其是选侯萨克森诸城市》，［德累斯顿］1791 年，此处指第 14 页以下、16 页以下）。

康德对封建领主统治之后出现的某些经济过程持批判态度。在《俗语》论文第二部分（“公法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可以清晰识别出康德的这类经济观点：“根据人类在共同体中作为臣民平等的这一理念，现在也产生出如下公式：该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被允许达到共同体中某一等级的任何阶梯……只要他的才能、勤奋与运气能够将他引向那里；并且他的同胞臣民不得通过某种世袭的特权……阻碍他，以便将他及其后代永远压制在底层”（VIII, 292）。康德当然把经济自由的平等完全归入废除封建领主统治以及共和主义废除贵族世袭特权的范畴，但他以反垄断的态度补充道：财产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阻止他们（人身自由的公民——G. I. 注）在才能、勤奋和运气使其成为可能时有权上升到同等境遇”（VI, 293）。总体而言，康德的思想并不包含经济学理论。家政学、农业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被排除在实践哲学之外，从而完全被排除在系统理论构建之外：“……因为它们总共只包含技巧的规则，因而纯粹是技术-实践性的”

（《判断力批判》，导论；V, 173）。在 18 世纪中叶重农学派和斯密经济学蓬勃发展的时代，经济理论在此被剥夺了成为理论的资格。康德由此停留在了 18 世纪德国文献的视野之内，这些文献绝大多数保持在经验实践的水平。人们当时对技术史更感兴趣（J. 贝克曼，《发明史资料》，5 卷，1780/1805 年）。

在法国和英国文献中，结构主题已经被描述为社会阶级与阶层的划分。亚当·弗格森的道德社会学构想从分工问题出发阐发了资本社会。在西斯蒙第之前半个世纪，他就已经写下了关于随着“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的发展可预见的社会矛盾的卓越段落。“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财产的不平等越来越加剧，每个民族的大多数人都被迫出于生计……动用他们所拥有的每一种才能。”分工导致了产品的完善，“然而最终在其极端后果中，它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撕裂社会的纽带……”（A. 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论》，1767 年，德译本随即于 1768 年出版，此处引自 1923 年版，第 305 页以下）。弗格森探讨了市民社会作为相对于国家的独立领域的核心概念，如价值、价格、贸易顺差、利润以及各阶层的各种收入形式（Revenuen）。亚当·斯密继承了这一传统。康德无疑知晓弗格森的著作（他对加尔韦于 1772 年翻译的弗格森《道德哲学》［1769 年］发表过深入的批评意见，并且同样知晓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德译本随即于 1776/78 年出版］）。在康德这里联合成（按原则而言）共和宪政国家的具有法权能力的个体，正是商品生产者与商品商人。面对德意志各邦亟待推行的反封建革新，追溯随着私人资本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矛盾这一主题，在他看来或许会分散注意力。农奴制依附关系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屈服与暴力关系，而且在根本上与其人格概念相背离。

康德将其社会理论思考限制在人身自由个体的相互法权保障之内。与此分开的

是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只属于能够自我负责的财产所有者。在康德看来，他们彼此的利益构成了社会对称性的稳定保障。康德没有把社会构想为社会阶级的结构，而是构想为自由所有者的法权契约。财产将人确立为具有法权能力的主体。因此必须预设一个对自然进行占有的本原对象性行动。进而，商品生产者构成了平等的法权结构，因为他们必须作为商品交换者来实现其劳动成果。“凡在这一立法中拥有表决权的人，就叫做公民……为此所需的资格，除自然资格（不是小孩、不是妇女）之外，唯一的资格就是：他是自己的主人（sui juris），因而拥有某种维持其生计的财产……”（VIII, 295）。关于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区别：“……凡不是依据自己的事业，而是被迫依照他人的支配（除国家支配外）来维持其生存（食物与保护）的人，都缺乏公民的人格性，其生存仿佛仅仅是一种依附”（《法权学说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第 46 节；VI, 314）。

与经济行为的个人主义相对应的，必然是历史总体过程的客观决定论。康德称之为一种自然过程，它恰恰违背个体的意志而迫使个体产生动机。人们在此不必受诱惑去泛泛地寻求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价值形成过程中社会生产关系的自然式物化主题（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48 章）的联系。因为仔细观察便知，在康德这里，自然强制存在于理性洞察的不可避免性之中。“人类自然”归根结底是留存下来的、致力于中介解决冲突程序的理性反思。

自然概念的一个面向在康德这里以另一种语境甚至与劳动概念相结合的形式出现。自然过程与人类劳动构成了目的论行动。它们不是目的趋向的过程，而是合目的性的过程，因而是完全在合理的因果观念内部被思考的。康德在此具有的伟大的、间接经济学的思想在于：对象性劳动活动之所以能够成功，仅仅是因为其合目的性能够融入外部自然的合目的性之中。凭借

一句简短的评述，康德在“世界历史的自然计划”总体上防范了消极绝望（即担心所有法权努力、道德要求和信仰自白都可能归于失败，以至于我们“最终在哪怕极其文明的状态下也只是在为地狱般的恶行做准备”）。他只是简单地质问道：“假定自然建制在局部具有合目的性、在整体上却毫无目的，这难道是合乎理性的吗？”（《世界公民意图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第 7 命题；V, 25）。

关于康德的社会理论观点，还要补充三点。康德经济法权结构的个人主义，在总体上必须对应着一种作为稳定保障的平衡要求。康德假定了一种在失衡与重新恢复平衡之间交替的进步过程。这与随后在其自身资本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真实周期毫无关系。康德构想了一种自由资本社会的运动模型，在其中每个人都在最终无法损害其他资本所有者的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在这种虚幻之中，伴随着一个合理的思想，即社会随后将如同自然一般展开。这与费尔巴哈-马克思历史人类学的物化定理毫无关系。如前所述，在哲学层面上，它是莱布尼茨关于预定普遍和谐的定理；但在真正的经济关联中，它是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德国变体——这一思想认为工业进步的福祉最终也将按比例惠及劳动阶级。然而，康德关于通过个体苦难实现进步的客观法则，在某一点上依然有别于亚当·斯密带有英格兰虔诚色彩、暗示上帝作为的隐喻。康德以世俗方式构想了通过最终平息严重冲突而实现的综合。此外，在斯密那里持久发挥和谐作用的总趋势具有辩护性目的，而康德恰恰排除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康德更接近法国启蒙学者的唯物主义。在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那里，除了对专制-教会联盟的嘲讽之外，还可以发现对人类自然激情与利益的信任这一令人宽慰的保守主义，这些激情与利益最终将会实现自我平衡——而非和谐。

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说法构成了

早期工业时期的一条经典自由主义定理，在这一时期，资本的价值形成规律伴随着经济危机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使得以往关于人类正处于进步轨道上的理论归于过时。康德当然知晓这一说法，但由于他并未发展经济学理论，因而完全摆脱了其辩护倾向。然而，斯密在其出版于 1759 年（即早于其经典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的道德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也毫不畏缩地提出了一种关于进步与贫困化不可避免相联系的新理论。在这一特殊的经济面向中，它远远超越了康德关于对立与带来苦难之进步的辩证法。在斯密那里致命的是增长的富裕与始终相伴随的贫困化之间的终极和谐共鸣。他的核心枢纽是市场的匿名力量，这在康德这里不成其为主题。因为康德仅仅从所有者人格出发进行思考，而没有着眼于资本社会的客观市场结构。斯密过于深远的隐喻中合理之处在于洞察到：总体社会的平衡是必需的，但在以市场价值为导向的生产方式下却是不可能的。在其经济学中，他通过普遍的生产力进步来应对这一问题，认为这种进步会带来所有阶级的分享，尽管这种分享是分阶梯且在时间上延迟的。作为 19 世纪前几十年重大主题的贫困化问题，在此无论如何被搁置了。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斯密将这种均衡机制寄托于：最终每个公民都将分享到商品生产改进所带来的益处。在他的道德哲学中，斯密以反对奢侈批判的非约束性判断来处理社会对抗性问题。这一主题正是康德屡屡从其时代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所借鉴的。斯密指出：“土地的产出在任何时代都维持着它所能维持的大致数量的居民。区别仅在于，富人从整堆产品中挑选出最珍贵、最令他们惬意的东西。他们消耗的比穷人多不了多少；尽管他们天性自私而贪婪……尽管他们雇用成千上万人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虚荣而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几乎实现了如果土地在所有居民中平分本会出现的生活必需品的同样分配”（斯密，《道德情操论》……，第4篇，第1章；第2卷，1926年，第316页）。

另一点关涉康德在社会主题上无条件的法权性导向而非道德导向。这正是通过将其局限于私有财产者的纯粹人格性而实现的，即便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本身并未由此得到把握。“法律义务与伦理义务的区分对于康德的国家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P. 科斯洛夫斯基，《康德的国家与社会》，1985年，第29页）。康德指出：“德性义务在本质上不同于法权义务之处在于：对后者而言外在强制是可能的，而前者则完全基于自由的自我强制”（VI, 383）。法权义务关涉公民，德性义务则交由人自身裁量。“然而，若立法者意图通过强制建立一部旨在实现伦理目的的宪法，那就可悲了！”，《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如是写道（VI, 96）。

第三：既然私有财产者是基于其劳动而成为法权同伴，公民的福祉便不可能属于国家目的。唯有劳动才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受庇护者/被监护者”应当受到资助，但总体而言，自由私有财产者的新文明将通过对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原初旨趣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相互尊重而得以维系并向前推进。这种形式主义的虚幻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康德在关于未来的断言上极其克制。他所谈论的是经验构成的逻辑条件，而对于历史发展，则仅谈论可能的进步性即综合性倾向的前提条件。当今的康德阐释绝不能仅仅满足于重新搬出康德的原初论题。

康德的关联、条件与界限

从美学角度出发，1993年的一部康德论文集指出了康德与当代理论在主体概念前提之间的差异：“鉴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愈发急速更迭的时尚、推动这一进程的广告狂潮，以及日常生活与闲暇中感官刺激的过度泛滥，那种从历史上非特定化的知觉与思维结构出发的观点，其不可维持性已昭然若揭。不仅如此：关于单一而特殊的接受者具有例外经验的观念，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合时宜……”（H.-J. 凯策尔，《康德美学的当代性》，载于：K.-H. 施瓦贝 / M. 托姆编，见参考文献，第146页）。1999年，G. 伯梅做出了不同但同样决绝的评判。他认为，要从根本上理解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几乎是一项徒劳的尝试，其原因在于，汗牛充栋的康德阐释著作中，许多仅仅是转述性的，缺乏与当下艺术发展趋势的联系，因而忽视了当今已经改变的美学旨趣与知觉方式。

康德与当代工业社会的可能关联还包含着另一个疑点。康德的宪法自由主义建立在以自食其力的财产作为政治权利基础的前提之上。如前所述，康德对无财产者的宪法权利进行了严厉削减（亦参见 I. 费彻尔）。其原因并非出于精英主义对民主的缩减，而是担心受雇从属者的政治判断可能会受到有产者的操纵。康德恰恰意在防范有产者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但进一步追问：倘若始终有相当一部分公民被排斥在劳动之外，他们不再“构成”国家，而是由国家所供养，从而导致公民权利的行使随之衰退，那么宪政体制将会变成什么样？如此一来，劳动的日益社会化进程——如今主要体现在传统工业流程的自动化与数字化转型之中——便异化为对越来越大规模人口的“非社会化”（去社会化）。这导致了理性要求与社会及国家法权现实之间脱节的后果。这要求康德阐释保持审慎的反思，并作出具体的、推进康德理论路径的接续。启蒙再次受到呼唤，然而又变得可疑。因为人们对一切的统计掌握从未像今天这样精确，但在思想上却愈发远离康德所提出的启蒙要求——“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面对与社会法权领域的脱节，康德所青睐的个体自由公民的宪法地位究竟还能支撑多远？费希特早在1800年前后，正是敏锐地察觉到德国晚期绝对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转型中日益显现的经济矛盾，从而对先验方法进行了重新构想。他的思考与稍后西斯蒙第对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批判方向不谋而合。

针对公民权利、中介性冲突解决（即国家的和平义务）、实际形成的全球社会的正义构建等当代问题，许多康德阐释和康德大会确实倾注了心力，这也是它们最出色的成就之一。就在2015年2月，美因茨大学康德研究中心还举办了以“康德与人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关键在于，不仅要借助康德确立自由社会的宪法框架，更要指出该框架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康德阐释确立为一种批判性思维风格——康德本人正是将其视为哲学文化所固有的组成部分（H. 纳格尔-多切卡尔在《内在自由》，2014年，特别是第II部分第1节中，对用于接续当代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康德文本段落作了很好的综述）。每一代年轻人对于生活道路的真诚与世界正义的天然关切，都将吸收原初康德主义的批判基调及其应用。康德曾指出，政府往往乐见“民族狂热/民族妄想”（Nationalwahn），正如当今某些国家以在全球所谓“势力范围”谋求支配地位的形式所表现的那样。康德写道，“本能是盲目的”，它们必须“被理性的准则所取代。因此必须根除这种民族妄想，代之以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XV, 2, 591）。

概念与术语

康德核心术语的语言史根源构成了理解康德的一个广阔且同样关键的领域。唯有跨越这一领域，人们才能理解康德主导概念的确切含义及其支撑体系的功能。正如 G. 托内利在评论 N. 欣斯克的《康德走向先验哲学之路》（1970年）时所写的那样：“某些分析的冗长与极其严谨的精准性，唯有那些低估了此类问题的难度与重要性的人才会予以责难”。托内利深信必须进行一场“康德研究的变革”，这场变革“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据语文学与概念史的当代要求，彻底重新奠定该领域的基础”（《康德研究》，1971年）。托内利脑海中的典范，无疑是语文学的艰辛细致工作对于理解古希腊哲学文本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R. 奥伊肯早在1879年提出的《哲学术语史纲要》，便已展现出以语言史为导向的哲学史研究的价值（其《当代的精神潮流》，第3版，1904年，各章节开篇的语言史考察至今仍具魅力）。奥伊肯在其“前言”中区分了概念与概念词，并概述了自17世纪以来哲学史家在术语方面的努力历史。这是由人文主义者的文献校订与阐释倡议所奠定的、对哲学问题进行语言学阐释的最古老分支。当时的主导目的是在术语中区分经院哲学成分与古典古代成分。这为沃尔夫着手为近代哲学建立稳固的拉丁语与德语术语体系，并通过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以及讲课形式的规范性著作予以普遍推行，提供了重要的语言史前提。在康德的文本中，沃尔夫的影响亦体现在康德屡屡在其德语术语后的括号内附上拉丁语对应词。如今，《哲学历史词典》（13卷本，1971—2007年）提供了概念史的百科全书式全景，人们在此可以清晰地看到语言史分支相对于概念史分支的独立性。追踪术语会直接通向一个时期的文化肌理，而对哲学概念的演进与更替的考察则仍局限在各自特定的理论场域之内。术语学将哲学史编纂学敞向了文学的、日常语言的、乃至一般的文化史动机与传统，正是这些作为埃利亚斯所谓的时代“观念”，支撑着各自的理论体系。

英国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自17世纪起便拥有了哲学术语词典。最早一批康德主义者之一的 C. L. 莱因霍尔德，正如 Fr. H. 雅可比一样，曾感叹缺乏一种“语言批判”，并着手编纂了一部关于思维与言语关系的目录（《哲学科学一般语言习惯同义词词典导论》，1812年）。这完全沿着康德的思路回溯到了 Chr. 沃尔夫。当然，康德本人将术语问题与其主要旨趣相叠加，即界定所谓感性与概念成就、理论智性与实践智性的不同层级并使之相互关联，以便在理论上确立其精细且往往是全新的概念规定。通过洛克，康德意识到了术语与概念使用之间的差异。“然而我们在具体运用语词时对语词本身关注极少，以至于即便我们的思想不同，却可能使用相同的语词”（《人类学随感》，XV, 1, 160）。与此不同，他将“先验拓扑学/先验外延论”视为“根据每个概念使用的不同”为其确定位置的方法，以及“为所有概念确定这一位置”的规则（III, 219）。康德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先验逻辑重构，要求精确的概念规定与精准的概念使用。针对自己所创设的新术语，他曾记述道：“在哲学讲演中哪怕非因己过而遭遇误解的不幸，实际上只降临在那些以某一理念为目标的人身上，而且是在我于别处提议随时使用这一语词的那种较狭隘的意义上”（XXI, 2, 75）。

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康德在何处运用保守的术语（如其形而上学底本作者迈尔等人的术语）创造了一个具有文化革新意义的概念世界，而在何处通过传统概念的意义转变所实现的术语创新占据了上风。康德将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世界敞向了重新显露的语言结构。这推动了年轻一代着手运用改变了的、乃至大大拓展了的概念含义，迈向对先验方法的重构。不同的方向随之接续：费希特、谢林，具有社会心理学倾向的弗里斯，具有亚里士多德古典化倾向的特伦德伦堡。总的来说，康德哲学后继者的高度可接续性便在于此，乃至延伸到彼此相去甚远的新康德主义各种流派（参见 N. 欣斯克，《康德对“理念”原初意义的改造》，以及欣斯克《在启蒙与理性批判之间：康德逻辑学语料研究》，1998年中的其他章节；同作者，《康德的新术语及其旧渊源》，《康德研究》，65 (1974) 68–85；同作者，《论〈新工具〉中“启蒙”的词语用法》，《概念史档案》24 (1980) 135 f.）。

康德理论中的形式与质料方面

康德阐释中还存在其他被搁置的主题。其中之一涉及康德对哲学在逻辑形式上（仅具预备性）的主题与质料性主题的划分。在他那里，不属于先验哲学的部分是一片广阔的领域：“形而上学，只要它意图在涉及经验方面超越知性的纯粹原理，就绝对只有消极的用途，无论在涉及物体与思维者的本性方面，还是在关涉彼岸或超越自然之物方面”（XVIII, 96）。对所有《批判》著作的诠释，其主导视角总体上应旨在阐明：先验逻辑的形式学说，唯有在与现实经验性的知觉要素乃至行动要素的关联中才被构想出来。与后继者费希特不同，康德深入阐述了自我意识精细的范畴结构及其通过空间、时间直观图型与客体对象性的联结步骤。然而，这一切的设计都仅仅关涉将知觉质料与动机质料构成经验乃至构成自我意识的意志。康德的自我意识概念代表了一种关系规定，即两个互相对立项之间的关系。

因此，除了国家法权与国际法权主题之外，还有一系列质料性的康德主题被搁置一旁。在若干著作中，B. 希梅尔曼阐述了在康德伦理学中被不公正地低估的幸福概念。她承续了 N. 欣斯克早期的研究。与英国经验主义所谓的“至福/福祉”（blissfulness）理论不同，康德理所当然地将幸福概念与个体相联系，并在历史进程的整体中将其与人类物种进程相联系：“人们也可以盲目且无计划地在文化中前行，大自然也没有把这留给我们的选择。但当我们行将走到这一阶段的尽头时，就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关于教育、治理与宗教的计划，其中幸福与道德构成参照点”（XV, 2, 896）。康德对感觉论伦理学的论战，针对的是将经验质料性的幸福概念与理论形式性的文明发展思想不合方法地混为一谈。康德将卢梭关于平等个体的国家法权建构作为宪法前提，置入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之中。正因如此，他才指出，实践理论的经验质料性前提是“一种谬误，若听任其潜入，就会消灭一切道德，而只留下幸福准则，后者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客观原则（因为它因主体的不同而各异）……”（VIII, 395）。然而，康德的论证在下一代人那里就已经被超越，因为在康德这里，个体幸福诉求的解放性社会内涵退居次席。

精准解读与定向重构式解读

对康德问题构想进行重新阐释的解读路径则另辟蹊径。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1929年）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他将《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焦点从意识的逻辑统一性转移到了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论（III, 133 ff.）及其在理性与生活世界直观之间的联结功能之上。与康德对本体论的逻辑反驳不同，海德格尔将现象学界定为“关于存在者的科学——本体论”。他从“此在的现象学”出发，将其作为领会性的“阐释”，以此确立“根本问题，即关于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年，第37页）。由此，文化问题构想中的智性主义基调被打破了——而康德原本正是用先验逻辑方法取代了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现象学和生命哲学的康德阐释，特别是法国学者的著作（梅洛-庞蒂、列维纳斯，以及近期的 J. 伯努瓦）重新以此为切入点。伯努瓦的“重回康德”出发于审美世界构造乃至感性本身的独立性的优先地位，这种感性是无法消解在先验逻辑方法之中的（J. 伯努瓦，《康德与综合的界限》，1996年）。康德也从未有过这种消解的想法。但他确实展现了日常实践体验与其时代社会、法权与道德格局的批判性自我理解的方法论前提之间中介过程的复杂性。这包含了在审美图像与文本媒介中的批判意识。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对“工具/器官”（Organon）与“学说/教义”（Doktrin）的区分语境中，完全承认了所谓的常识/健全理性以及“共通感”（sensus communis）。“共通感从个别经验中形成普遍法则……在道德中，普遍规则同样只是从我们在个别案例中所作的判断中抽象出来的，而且普遍规则在每次应用中都不是被盲目遵循的，而是受到检验并往往得到改进。……关于健全理性的规则与界限的逻辑学是一种工具，但道德却是一种学说。现在，健全理性在道德中并非经验性的，但在道德中，抽象的普遍者唯有通过被视为具体的普遍者才能得以确立”（《逻辑学随感》，XVI, 16 f.）。

定言命令体现了一种唯心主义简化的逻辑公式，用以将个体的法权与道德行为约束于人类物种；它实质上是将卢梭的平等原则置于逻辑之中。但康德在先验逻辑原理与受利益驱使的经验行为之间的距离中，吸收了“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与“众意”（volonté de tous）之间的张力。康德将这一分离之物的联结作为发展思想加以展开。他由此为启蒙运动的两个主导主题奠定了逻辑基础：一是启蒙改革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当时新兴教育理念（如泛爱主义教育学），二是历史完美性/可完善性定理。逻辑与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承载着这种源自简朴德国市民起居室的启蒙相对于法国贵族式高昂乐观主义的怀疑论克制。康德为其世纪的前工业进步思想增添了来自前一个宗教怀疑与宗教战争世纪的怀疑主义遗产，以及敬虔派虔敬的静默深思。借助康德的文本，特别是私密随感与书信来阐明这些关联，在当今繁盛喧嚣的康德文献中却退居次席。

另一点在于：康德的自我意识概念兼具凝聚性与高度延展性，在先验自发性与心理学的、乃至经验行动导向的关联之间的张力中，它在实践主题上将个体抉择领域与普遍化倾向结合在一起。“因为……令哲学蒙羞的是，人们往往借口说，在理论中可能是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中却并不适用”，这实乃“生着鼹鼠眼睛的狂妄自大”（VIII, 277）。康德哲学方法论结构的这些方面——康德占主导地位的二分法的目的、宏大之处、界限，以及它们与此前近代哲学体系建构蓝图的关联——所有这些都极少被视作问题并付诸探讨。然而，这对于评估与康德论断相关联的当下问题的质量具有启发意义；不仅如此，对于批判性地理解整个康德阐释史，特别是19世纪末同样分化为不同路线的新康德主义的文化特征，更是至关重要。新康德主义引人注目的特点，正在于其分化为以自然科学和积极的社会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流派（朗格、柯亨、纳托普），以及以价值论和文化类型学为导向的流派（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显而易见，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哲学的语言分析预备学与康德的“工具-学说”划分十分接近。总的来说，哲学理论的结构问题——这一在胡塞尔、柯亨、卡西尔、尼古拉·哈特曼乃至维特根斯坦那里仍是重要课题的问题——相对于当下繁杂多样的即时性问题，已经大幅退居幕后（关于新康德主义近著参见 M. 海因茨 / Chr. 克莱宁）。

有趣的变奏贯穿了康德阐释的历史。直至今日，那些曾被康德所驳斥的思辨的乃至生命哲学的形象，仿佛从舞台幕后再度现身，给“哲学中也必然存在理论进步”这一观念带来了严峻挑战。最早的批判一方面针对康德对经院形而上学的摒弃，另一方面则来自以经验实践为导向的经验主义（在德国有加尔韦、尼古拉）。对于最初的反对阵营，康德尚能亲自予以回击。那便是来自经院形而上学代表约翰·奥古斯特·埃伯哈德（1739—1809）的攻击；埃伯哈德在当时是一位优秀的美学与哲学史学者，在柏林时期曾属于尼古拉与门德尔松的学术交际圈，自1778年起担任普鲁士核心大学哈勒大学的哲学教授。但他开始创办两份专门攻讦康德哲学的期刊：《哲学杂志》（4卷，1787/95年）与《哲学档案》（2卷，1793/95年），从而发起了针对康德批判的有组织的论战运动。其核心思想在于认为康德对本体论的批判既不成功又多此一举，即攻击康德先验逻辑的根本诉求。因此，康德旋即于1790年发表了带有显著优越感的论战著作《论一项发现，据此一切纯粹理性批判都将被一项更古老的发现所取代》。

A. 特伦德伦堡（1802—1872）的康德批判至今仍时有重现，却始终鲜受关注，它极易潜移默化地渗入康德阐释的范式之中。特伦德伦堡的《逻辑研究》（2卷，1840年）针对康德对本体论形而上学的瓦解甚于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其原因正在于其世界观层面的后果。康德曾批判本体论的对象性世界概念是日常实践的现实观念与形而上学无主体存在构筑物之间的混合产物。他将上帝概念收束为实践理性的悬设。对于理论知性而言，上帝概念只是可感知世界统一性前提的调节性“仿佛”原则，而非“关于一种自在必然存在的断言”（III, 412 f.）。特伦德伦堡毫不掩饰地从康德那里无限完满性的道德实践理念及其教育学依归，退回到简单的本体论前提：即认为任何理论认识都已预设了一个维系一切可知之物的“全体”（Totum）。这无非是强加的一种断言，即认为总体性概念作为前提属于每一个别对象概念。既然这一总体性在对不断深入的洞见的期盼中仿佛已向我们展现光辉，它就必须被升华为上帝概念，即必须以拟人化的方式加以把握。能够超越任何既得认识的信心，“倘若不在事物中预设可思之物、在现实中预设真理，就将是一个矛盾。若非上帝、真理作为共同渊源和共同纽带构成思维与事物的基础，一切思维都将是偶然性的游戏或是绝望的冒险”（特伦德伦堡，《逻辑研究》，第2卷，1840年，第342页）。

问题还是主题

面对当今生产者劳动条件的社会化进程——这一进程已使得人格在看似独立运转、自动化的工作流程背后变得隐而不见——康德所创立的兼具功能性与人格性的智性主义形态能否经受住考验？人格在高科技化劳动过程中的表面消失，伴随着大量千篇一律的同质产品，构成了比人们因不慎的电子邮件交流而常抱怨的隐私损害严重得多的事件。在工业生产过程的漩涡与咄咄逼人的流通过程中，个体知觉世界与活动的万花筒式混乱交织直接作用于人格之上；单向度性（H. 马尔库塞）与主体人格性的多重化并存。这愈发激化为一个问题：我身上的“自我”是什么，而“非我”又是什么？

然而，过多的康德诠释至今仍专注于各部著作中个别文本段落之间的互涉，甚或成批地将一部著作的阐释拆分给十位或更多的“诠释”作者。康德具体的思想发展及其与当时和当代现实的关联因而退居幕后。另一方面，有些阐释为了质料性的道德甚至美学主题，而淡化了康德的智性主义普遍主义。然而，正是在逻辑普遍主义中，蕴含着先验哲学的历史内涵，蕴含着对康德而言不可或缺的社会改革要求。鲜受关注的领域例如包括康德思想与时代重要作者的联系，以及对他们理论与术语的富有启发性的重构（沃尔夫、鲍姆加通、朗伯特、迈尔、阿亨瓦尔等诸多学者）。在 N. 欣斯克的《康德对当代的挑战》（早在1980年）及其《在启蒙与理性批判之间：康德逻辑学语料研究》（1998年）之后，鲜有跟进之作。这一主题进一步扩展到康德与18世纪典型观念的关联。康德对哲学理论的文化功能、对哲学理论所蕴含的开拓性或停滞性社会内涵具有高度自觉，他甚至将这种自觉升华为一种近乎梦幻般的愿望。他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之后——该书将为哲学带来“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一小批专业学者应当暂缓手头的工作，将以往的一切视同未发生，并重新从这一问题出发：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参见本手册第260页；康德 IV, 255，以及致 M. 赫茨信，X, 252）。

另一个被搁置的主题是他纯粹哲学两大分支的终极先验逻辑形式规定与其法哲学和道德哲学等具体主题之间的关系。定言命令、道德义务概念、“偏好/爱好”以及幸福概念在康德的法权理解和伦理学中是不可分割的。定言命令犹如自然科学与技术中的数学，代表了关于个体与人类物种同一性理念的“无限精确性”。对于康德的道德哲学而言，除了先验方法之外，同样需要关注其在讲座中阐述的关于生活世界对象性与情感性行为方式的具体伦理学。康德讲学长达41年（参见本手册第474页），这在整个著作体量中绝非小数。将“无限精确”（即先验逻辑的先天）方面与经验“被给予物”方面在方法论上加以分离具有何种功能？这经由数学化自然科学与经验观察性自然科学的关系，引向了康德两个理论层级与当时启蒙思想的关系。康德认为启蒙思想虽怀有崇高抱负，但在理论上尚未成熟。正是在这种关联中，展现出康德哲学作为方法论前提与哲学理论质料性内涵之间在连续阶段中保持的复杂中介结构的特有本质特征。由于康德将对象性劳动活动作为财产形成亦归入经验被给予的行为之中，康德的方法论分离便构成了对市民社会基础领域之特定构想的早期尝试，并提出了将其纳入人类社会生成之全局关怀的必要性。

康德对这两个领域的严格划分，以及对他所谓的对人进行感性自然化操控的坚决批判，也受到了宗教动机的影响。但感性批判的社会学面向在于对绝对主义统治阶层生活理想的批判。进一步而言，作为对早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性理解，它已经指向反对把整体社会进程局限于狭隘的个人主义动机形式，防止特定社会利益通过不当的方法论概括而被冒充为全社会利益。在康德晚期对理解其方法论层级极具启发意义的论文《论常言：这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对实践却不适用》（1793年）中，康德针对其“言论丰富而行动匮乏的时代”，捍卫了他所钟爱的区分逻辑抽象与经验领域的方法。因此，康德赋予其哲学的方法论结构，同时也批判性地指向了资产阶级的自我美化。康德对感性的批判包含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特别是对将私营经济动力在意识形态上描绘为与全社会利益相一致过程的批判。由此产生了康德启蒙自由人格主义的独特定位。在如今大工业财产高度集中的阶段，这为康德阐释赋予了新的特征。康德实践概念中法权与道德界限的模糊与此背道而驰，例如假定所谓的“道德-法权”原则——正如人们所恰当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是“混合概念”。这模糊了康德在法哲学中清晰严谨的脉络（参见 G. 盖斯曼对若干康德著作的书评）。

对于评价康德而言，值得关注的是费希特如何赢得了他对自我意识概念（自我）的重构。先验逻辑的自我从一开始就被把握为一种关系、一种行动的功能结构，因为自我概念预设了客体概念，反之亦然。这同时是将先验逻辑重新界定为一种社会化活动的逻辑。为了给社会与政治改革诉求提供哲学奠基，先验逻辑被改造为知识学，并在康德晚年与斯密关于“勤勉与节俭”（industry and thrift）的价值论方案针锋相对。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以及活劳动的应予维护的社会功能视域下的西斯蒙第式批判，在此成为了先验哲学的课题。费希特写道：“在经商公众中爆发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战争，即买者与卖者之间的战争……”个人主义的商业体系随着不断增长的需求，“异化为最骇人听闻的不公和巨大苦难的源头”（费希特，《封闭的商国》，《费希特全集》，伊曼纽尔·H. 费希特编，柏林，1845/6年，第3卷，第2部，第3章，第457 f.页；20世纪该版本曾有两次重印）。对于斯密、李嘉图乃至西斯蒙第所赞颂的自由对外贸易，费希特的反垄断（而非社会主义）方案予以了拒绝：他认为这种自由不过是强者通行无阻的自由。“人们不愿依规则行事，而意图凭借狡诈与运气获得一切。谋生与一切人际交往都将类似于一场投机博彩。”“阴谋与占他人便宜”将主导一切。“正是这些人，在大声疾呼自由，呼求贸易与谋生的自由，呼求摆脱监管与治安管制的自由”（费希特，同上，第511页，第3部，第8章）。

成熟与衰退

再次回到 N. 埃利亚斯关于时代根基的思想。康德所处的世纪，是封建晚期社会在绝对君主制国家法权上层建筑下的成熟期：权力的中央集权化、行政思维的普遍化，以及作为反向运动的“启蒙”——这源于国家法权、科学、艺术的事实上的世俗性质，以及“理性宗教”的中介理念。成熟的封建晚期时代展现出其双重特征：既是发展的顶峰，又是其发生逆转的末期。这两种特征在康德哲学中都找到了各自的精神镜像。其哲学结构正契合了这一目标：将先验逻辑与以知觉为导向的构成经验的具体考察相对立。调和对立倾向以及不断完善综合的整个思维姿态，证明了这种思维风格与德国各邦国所预期的转型/突变过程之间的关联。为此，康德先验论的逻辑普遍主义为日益独立的社会各个特定领域构筑了一套功能性理论。

绝对君主制时代繁荣与衰退的双重特征在康德的著作中激起了回响。在对一个尚未启蒙但正处于启蒙进程中的时代所抱有的审慎乐观之中，交织着一种危机四伏的晚期时代的基调。关于伴随而来的脆弱性的思考以及衰退的比喻，使得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陈旧哲学主导理念之矛盾的告诫显得如此发人深省（参见本手册第225 f.页）。在《德性论的形而上学》中写道，唯有吸引与排斥的社会力学才能维持一个道德世界，康德补充道：“倘若这些伟大的伦理力量之一衰落，‘那么（不道德的）虚无将张开血盆大口，如吞饮一滴水般将（道德）存在的整个王国吞噬’（如果我在此可以借用哈勒的话，只是用在另一种关联中）”（VI, 449）。康德对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区分，同样包含着对进步进程因无财产的平民阶层出现而逆转为衰败的担忧——平民阶层如同上流社会中不识大体的粗鲁之徒，桀骜不驯，除了摧毁旧事物之外，将无法带来任何建设性的革新（VI, 314）。

这一切同时伴随着专业科学、文学和艺术中精神形式世界的乐观独立化，以及在面对官方权威保持克制的同时又充满自信的市民知识分子、贵族手工工场主和大商人交际圈的形成。经济繁荣但在社会上高度分化的商贸之城柯尼斯堡，康德由高级官员、开明神职人员和各界学者组成的朋友与熟人圈子，正是那个日薄西山、随后在三次反法同盟战争（1792/1805年）中遭遇惨败的时代德国社会的真实缩影（参见 D. 高斯、Th. 施塔门、E. 魏格尔、K. 施塔芬哈根、M. 伊姆·霍夫、R. 冯·迪尔门）。

康德对进步的坚定预期是改良主义的，并着眼于长远时期。其实践哲学的整个结构，伴随着理想与经验进程之间的巨大跨度，属于长周期过程的预期世界。他构想了一个三方面的改革预期，并称之为消极教育、消极立法与消极宗教。改革思想旨在摒弃陈旧的、且被荒谬地延续至今的状态。逐步铲除社会中距离理想最远的制度这一构想，契合了康德实践哲学的思维姿态及其在无条件者与经验条件者之间广阔的中介纽带。时代的顶峰与衰败之间的联系与距离，被容纳在康德关于理想与现实过程的广阔关系中，容纳在实践理性理想的无限性之中。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康德出身于富裕的柯尼斯堡的最贫困阶层，但他深知高度绝对主义时代文化相对于未来资产阶级世界的诸多优越之处。

通过清除过时的旧习俗来实现进步的观念，也是康德理解作为启蒙核心概念的“批判”的关键所在（参见第1章）。康德将摒弃与革新理解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视为其演进性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断相对化的思想的一个要素。“消极教育预设了人作为孩童是善良的……”。其天赋与品行不应受到强制与坏榜样的败坏。“消极立法并不试图将人们宛如孩童般被动地维持……，而是……仅在源自自然理性的简单法则下保障其自由”。“消极宗教将一切归结为蒙神悦纳的生活行为这一简朴概念”（XV, 2, 898）。

历史哲学：分工与“自上而下”的进步

在晚期绝对主义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康德秉持的是一种共和自由主义的、而非民主议会制的改革理解。其社会排他性姿态针对的是平民阶层在宪法争论中的自主行动。然而，这并不是康德思想在此处的真正引人入胜之点。康德确实吸收了18世纪的完美性/可完善性观念——这一观念经历了从丰特奈尔通过试错进行学习的构想，直至孔多塞宏大的社会、经济与宪政演进方案（该方案如今正面临完成）的各个阶段。但康德将这一问题收束为关于矛盾的产生与克服的逻辑主题。他由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在随后的世纪中摆脱18世纪进化论的这一主题奠定了观念前提。为了确立这种非进化论历史运动的决定论（若无此决定论，该主题便无法摆脱神学超越性），他求助于其目的论的自然概念。大自然意图使一个被造物的一切自然禀赋都注定有朝一日得到完满的发展。“大自然所采用的手段……就是这些禀赋在社会中的对抗性”（VIII, 20 f.）。




    康德手册：生平与著作
    

    


这是一个教育学范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是对培根传统的摒弃——培根传统认为不断进步的知识会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在此，康德超越了他直接面向实践的、通过“消极”清除被证明为弊端的制度来实现进步的模型。如今的动力源于统治社会群体的短视利益决定性与人类物种的普遍规定性之间的反差。完美性/可完善性如今变成为这一矛盾的不断树立与化解。这种高度外化于自然法则性的进步构想，以严酷的语调谈论着历经诸多苦难的道路；这是一种被世俗化、现世化转变的基督教宗教层面的原罪与希望母题。理性概念由此获得了历史维度，但这绝非简单的目的论维度，因为康德将学习的增长建立在冲突经验所带来的学习强制以及拒绝学习的阻抗之上。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比我们更清楚何者对我们有益的“大自然”？它将我们引向冲突与毁灭，旨在迫使我们进行学习并克服我们僵化的旧秩序。康德在1789年所亲历且总体上予以欢迎的危机性激化，不仅被敞向了德国历史哲学那种——除赫尔德外——温驯的历史主义，而且被奠定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决定论方式。作为世界历史范式的自然概念，引入了与数学-自然科学不同的另一层面的无限性主题。同样，它在实践考量上也脱离了纯粹理性道德实践理念的无限性。近期从《判断力批判》出发对康德历史哲学进行宗教哲学阐释的趋势，见于 J. Th. 克莱因的《判断力批判语境下的世界历史》，以及 M. 黑佩的《上帝看不见的手》。

先验逻辑的思维形式最初是由康德作为一种智性疏离/间距方法而发展起来的，旨在澄清在不同理论变体中交织碰撞的启蒙运动的问题处境。这一方法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化前提：智性先验论与自然的人类学能量。这种兼具智性与人类学敏感性的功能主义，带来了对极为多样的社会化因素之间广泛相互作用的阐发。康德并未意识到作为社会化乃至语言形成之基础的现实对象性实践（参见 A. 勒鲁瓦-古兰，《手与语词：技术、语言与艺术的演进》，1980年）。他的功绩在于，不再以实体物化的方式，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功能结构来展现不同的社会化层级。

在先天道德律中高度凝聚的康德活动主体概念，究竟以何种社会组织状态为基础？在将一切思维与行动行为加以普遍化的自我意识概念中，融合了三种不同的要素：绝对主义高度集中的责任视角、资产阶级有产者个体自我负责的心态，以及科学发现者、建筑师、作家的纯粹事务关联性与个人天赋的结合——即原创新颖艺术家的天才概念。对于康德而言，在这三种形象中，核心的文化心理要素都是原初决断自由与严格秩序的结合。巴洛克统治建筑以其延绵无尽的窗廊、柱廊以及辽阔却一览无余、布局井然的园林景观，将自由与秩序融汇在依然被称为“艺术”的作品之中。统治“艺术”的事实在康德的世纪发生演变并激化为社会秩序问题。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旨在化解这一矛盾：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必须有一种全新的“社会艺术”（art social），以按照构成一切个别行动基础的原初功能来塑造这一矛盾。当时的艺术概念尚未受到狭隘的美学限定。“艺术是指旨在通过增添秩序、宜人与功用以完善某种自然被给予之物的任何方法。倘若立法者能够将自然自由彻底转化为公民自由，并使个体的安全与国家的权威达成一致，那么他便树立了最高‘艺术’的典范”（J. 斯塔罗宾斯基，《自由的发明》，1988年，第12页）。康德的法权与道德形而上学无疑是由卢梭的问题构想所承载的。但与个体的自由意志行动相对立的，是一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社会力学；这是一种预示了19世纪的社会牛顿主义。然而，在传承自文艺复兴的博大传统中，社会主题表现为一种精巧构筑的造物。

在美学中，康德是从劳动概念出发来探讨艺术概念的。“艺术与自然相区别，正如做（facere）与一般意义上的行动或作用（agere）相区别，前者之产物或结果作为作品（opus）与后者之作为结果/作用（effectus）相区别”。所谓的自由艺术表现为手工艺对象性生产的一种特化形式。“艺术作为人的熟练技巧，亦有别于科学（能与知之别），正如实践能力有别于理论能力，技艺有别于理论”（《判断力批判》，第43节；V, 303）。康德对斯密关于分工协作的早期工业劳动的概念（该概念已区别于分工的手工工场）是完全知晓的；同样知晓那繁重“因而带有强迫性”的雇佣劳动概念。“一切行业、手艺和艺术都因分工而受益，因为不再是由一个人包揽一切”（IV, 388; V, 304）。康德并未采纳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他停留于前经济学的简单区分：即“通过我们的行动所获得的一切对象”的价值始终只是有条件的，唯有作为自身即是目的的理性人格才具有“绝对价值”。这一切都活动在观念性的领域中：即将日常实践行为、具有市场价格的“劳动中的技巧与勤勉”（VI, 435），与通过对行动的必要规定——“由此将达到事实上无限后继结果系列的总体性”（VI, 419）——从而对“通俗道德世俗智慧”的超越严格分离开来。

康德并未在劳动社会化的关联中看待社会结构问题，而是从对改良君主制的期望出发，将其视作国家法权的建构问题。即使在18世纪90年代撰写《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时，未来资产阶级社会作为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社会撕裂对他而言依然是陌生的。对民主制的拒斥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康德将民主制基于政党政治的实践运作方式视作对其共和主义对称思想的消解。他从前工业的秩序观念出发，将后绝对主义社会构想为一种国家“艺术”。实践哲学与作坊工场的劳动概念被严格区分开来。它指向的不是技术-实践的层面，而是道德-实践的层面。“……如果自由意志依据自由法则、与自然相对立的熟练能力在此也被称作艺术的话，那么它必须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艺术：它使得一个自由的体系如同一个自然的体系一样成为可能……”（VI, 218）。康德的重点在于通过中央集权行政来建构正义的国家。“普遍的人民意志”必须服从于“内在的国家权力”（VI, 326）。以古老欧洲城市和行省行政管理为典范，他构想了一种责任的分级制度化。他将此与改良君主制在理性官房学保障下的中央集权化成就联系在一起。“唯有在何种秩序中才能期待走向更好的进步？”“不是通过事物自下而上的进程，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进程。……如果这种教化的整个机器体制不是根据最高国家权力的审慎计划及其意图来设计、付诸实施并始终保持均齐一致，它便毫无内在联结；而这很可能还包括国家自身亦应不时进行自我改革……”（《学部冲突》，第2篇，第10点；VII, 92 f.）。在康德对议会民主制的拒斥中，正如当今在具有远见的天主教社会观中（例如在 O. 冯·内尔-布罗伊宁那里）一样，蕴含着对披着议会和民意伪装的大工业巨头与股票亿万富翁统治的批判。

在去中心化的社会劳动过程之上，改良君主制机构的理念犹如一个未来规划般拔地而起。“1. 我们的文化（毫无计划）仅仅受到奢侈的刺激（科学中的奢侈；人们彼此杂乱地学习一切），而非（依据一项计划）由普遍至善的目的所推动。因此需求、忧虑、劳动、不平等与劳碌苦难与日俱增。2. 我们的文明化（是强迫的：是强制的结果，而非思维方式的结果）距离公民的完善状态，即明智法则下的真正自由与平等，还相去甚远。”康德显然注视着当时德国各邦国所讨论的英国工业化状况：“迄今为止，市民制度更多地取决于偶然性与强者的意志，而非取决于理性与自由（英国）”（XV, 2, 897）。

撇开康德质料性的改革设想不谈，康德理论的结构本身契合了工业社会的现实发展趋势。这关涉到劳动的日益社会化以及一切文明进程的国际化。国际化要求强有力的国际法权。正是在这里，康德的和平主题获得了与康德综合性文明视角的内在联系。

康德在劳动社会化方面的关联延伸得更为深远。工业运动的事物化倾向日益脱离了生活实践的行动视域。与此相呼应的是康德的智性先验论，它将无条件者从实体性的存在关联中剥离出来，并将其重构为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功能结构。

地理学讲座

在康德阐释中被搁置的另一个构成康德普遍主义的独特源泉，是康德对地理学的浓厚兴趣。在此展现出康德普遍主义的一个有趣的、质料性的、近乎自然主义的特征。在17和18世纪，地理学与民族志的世界知识属于智性文化的核心范畴。康德通过科学著作以及在他那个时代（即在普克勒-穆斯考亲王风尚之前）传达科学见识的旅行见闻录来研读地理学。对康德而言，更兼具地理学博大的自然与民族学视域。这并非一门普通的学科，因为它融合了物理学、化学、数学计算以及对自然描摹的大量审美感知。康德早在其教学生涯的第二个学期（1756年）便开始讲授地理学，并重复讲授了约48次，最后一次课程通告发布于1797年。该讲座包含了关于“地面所涵盖之物”的一般自然知识，即自然地理学、人类学、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甚至包含一章关于航海的内容。在1765/66学年的课程预告中康德写道：鉴于青年学子“过早学会空疏推论”，“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来替代该年龄段所需的经验，“我便萌生了一个计划，将地球现状的历史或最广泛意义上的地理学，变成一种令人愉悦且易于接受的总体概览，以使他们能够为实践理性做好准备……”。自然地理学，即所有陆地与海洋的自然关系及其联结，乃是“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若无此基础，历史学便与童话故事无甚区别”（II, 312）。地理学讲座与自然科学著作、人类学、教育学（四次讲授，1776/1787年）、《学部冲突》以及宗教著作一同，构成了康德最重要的质料性科学著作。

构成康德世界主义地理学根源的，还包含一个康德屡屡提及的视角。这一视角如今已逼近我们眼前，令人忧心忡忡。对康德而言，在那个被他所谴责的殖民主义时代，这构成了人类反思的一个不动基点：人类定居于一个球体之上，一切起点与终点皆是人为随意设定的。地球承载着在终极意义上无中心的统一全人类。因此，不同种族、民族与政体形式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奠基在这颗地球及其财富的共同占有之上。从康德世界主义的这一方面来看，法权与哲学思维智性的论证性普遍主义获得了一个质料性视域，而普遍的文明理解也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根基。地理学思维所带来的法权与文化推论原本就属于18世纪的主题方案，往往用于对自身习俗与制度的批判性陌生化（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但也同样用于地理文学教育学的乌托邦叙事。若考虑到康德世界主义的自然科学-地理学层面，地球各国之间争夺霸权诉求的原始蛮荒性便暴露无遗——而正是这种争霸诉求在我们眼前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层层叠加的灾难。

康德对地理学的旨趣，在法权形而上学的物权法中也促成了土地原初共同占有思想的形成。这是在作为预设性观念原则的意义上而言的，而非作为早期历史的假说。“一切人在原初意义上……都在法权上占有土地……这种占有……是一种共同占有，因为作为球面的地球表面上所有位置具有统一性：因为倘若地球是一个无限平面，人类便可能散布各处以至于彼此根本无法形成任何共同体。从而共同体便不是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必然结果。……全人类在地球上的占有先于他们的一切法权行为（由大自然本身所构成），是一种原初的总体占有，……是一个实践理性概念，它先天包含着人类唯有依据该原则才能按照法权法则使用地球空间的原则”（VI, 262；关于该思想的变体参见《法权论准备著作》，XXIII, 320 ff.）。康德并不是在时间维度上即乌托邦意义上思考这一点的，而是将自然状态确立为原初法权共同体。个体的占有权奠基于地理学引导的自然概念之物权法之上。它被纳入人类社会的整体物种特征之中。这一自然概念构成了先验论的对应项，正如人类学构成了《实践理性批判》的对应项一样。地理学讲座为我们展现了环绕着康德思想的提问与问题文化。这正是哲学史与法权史康德文献中被深入探讨的一个主题。

康德哲学史的问题脉络

康德本人唯有在欲表明其理论的亲和性或距离感时，才会探寻哲学史主题：前者如柏拉图、莱布尼茨、沃尔夫，后者如洛克、休谟、贝克莱。在康德唯一的哲学史专论——关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以来形而上学进展的征文著作中，探讨的正是哲学科学迈向其自身理论的问题演进。

另一个哲学史主题构成了对康德理论的哲学史比较研究。例如在类型学研究中，S. 扎奇尼区分了科学哲学的三个阶段（《和谐的项链：康德、庞加莱、费耶阿本德与知识体系的危机》，2010年，191页）。对于古代，主要考察以预先存在的和谐本体论为导向的毕达哥拉斯式科学信心。与此相对立的是康德关于先天的形式综合功能的新见解，该见解同时包含着一种前瞻性的文化意图。在先天的理性（ratio）与经验知觉世界的对照中，康德根据形式标准对现实的知识过程进行了分析、系统化，并将其作为观念性的未来指引投射在时间轴上。最后是在庞加莱、纽拉特和费耶阿本德的实证主义理论中对作为近代认识论代表的康德理论的批判形式。然而，在对晚近认识论类型的论述中，实证主义理论与康德的关联退居次要地位。早在1996年，K. 哈钦斯就概述了 J. 哈贝马斯、H. 阿伦特、福柯、利奥塔以及所谓批判女性主义中的康德讨论（亦参见第十届国际康德大会第XIV分组“当代哲学语境中的康德”，2010年）。

关于康德范畴演绎与特滕斯的关系，A. N. 克鲁格洛夫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全新论述（见参考文献）。克鲁格洛夫无论在先验逻辑方面，还是在两人对法国大革命评价的政治方面，都强调了特滕斯相对于康德的重要性。他还依据档案材料指出，普鲁士大臣冯·策德利茨在两次向康德发出前往哈勒大学的紧急任教邀请之前（参见本手册第3 f.页），曾先将该教席授予了特滕斯。

康德自我意识概念与中世纪哲学的渊源，弗拉施与克里格等人对此作了专门探讨。

“为了世界的哲学家”：不是学习哲学，而是学习哲学思考

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哲学文献分化为三大脉络。第一脉络是系统形而上学，包括大学导论性教学大纲的形式。康德的先验逻辑意在将其作为基础哲学学科予以重新奠基。第二脉络由受英国影响、更具经验实践导向的著述所构成，这些著述面向更为广泛的公众。这便是名称不甚恰当的所谓“通俗哲学”（加尔韦、尼古拉、恩格尔、克尼格等诸多学者）。第三个在哲学史中被过度隔离的领域，是新教神学的宗教哲学渊源，伴随着正统派与敬虔派等革新流派之间的激烈论战（耶路撒冷、斯波尔丁、拉瓦特尔、门德尔松等）。这些冲突尤其在柯尼斯堡呈现出极其激烈的形式（参见笔者《作为道德象征形式的宗教》）。

仅就第二种流派，结合康德的改革思想作几点评述。康德研究日益国际化以及康德与当代历史问题的联系，使得康德比以往任何阐释时期都更成为一名“为了世界的哲学家”——正如柏林优秀的美学家、哲学家，自1787年起（直至1794年抗议辞职）担任柏林剧院总监的约翰·雅各布·恩格尔（1741—1802）的三卷本著作（1775/1800年）的标题那样。对于康德而言，这一称谓固然适用于一种显著深化、但并非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批判方法的重心在于实践哲学。唯有在实践哲学中，直观形式的主体性才真正融入现实的文化运动之中。康德并不追求通俗大众化。但他确实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他处理既定材料与处境的方法将为人类奠定全新的自我经验与世界经验。这也正是他在坚决回击来自截然不同方向的对先验哲学的批判时所秉持的立场——赫尔德、哈曼、雅可比、经院形而上学家、国家支持的神学正统派；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盛行世界观，康德意图开创一种全新的、统摄全局的文化自我理解。将其方案与当时广受阅读的“通俗哲学家”那种生动而无害的著述相比较，是极具启发性的。

恩格尔所谓的“世界”，意在与经院哲学相对立，即指普遍对思考感兴趣的公众。康德超越了他那些绝不可能通俗化的主要著作，将这一主题拓展为哲学理论的自由公共领域。在此过程中，他主要探讨了替代性理论的理论前提，但同时强调了公共性作为相互教导要素的必要性。

恩格尔的著述将哲学主题视为普遍文化所必需的教养财富，因此他撰写了美学著作（《诗歌种类理论》，1783年；《论摹拟表演的理念》，1785/6年）。作为后来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的皇子教师，他撰写了一部启蒙色彩的《君王之鉴》（1802年）。在开篇论述武士荣誉、君主纵欲、骑兵等部分之后，他撰写了具有鲜明启蒙特征的章节，探讨正直、思想自由、民族荣誉、尊重人格与谦逊。恩格尔还撰写了颇具分量的《论光的研究》，并作为洛克主义者——正如其好友加尔韦（在莱比锡时期恩格尔曾与加尔韦共同出版过休谟著作）一样——撰写了论文《论普遍概念的实在性》。“通俗哲学”展现为一部内容丰富且相当优质的专业知识百科全书。恩格尔以启蒙的方式进行推论，既热情洋溢，又借助沙龙谈话的掩护显得机敏大胆。“真理的纽带比兄弟之爱的纽带更为珍贵与深沉得多！”（《伽利略之梦》，载于《为了世界的哲学家》，第2部，第2版，1789年，第7页）。然而，对于霍尔巴赫那部遭受迫害的唯物主义著作《自然体系》（某人因阅读该书而被当场抓获），第一道辩护词却是：“就算我成了无神论者，那又怎样？若真如此，我就把我的牧师请来；他凭上帝的智慧将我驳倒，我就又变回基督徒了”（《安提帕特罗斯之洞》，同上，第1部，第2版，1789年，第36页）。这种通俗哲学宛如上流交谈般优雅，却又不失批判时代的敏锐。康德在其论文《什么是启蒙？》（1784年）中则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展现出通俗哲学的直接性，甚至直接转入平民阶层的批判语调。不成熟是如此舒适，人本质上是在懦弱胆怯地自我固守。针对支配服从的“最高监护者”，康德几乎以平民批判统治的口吻写道：“在首先使他们的家畜变得愚蠢，并小心翼翼地防止这些温顺的生灵跨出关押它们的学步车一步之后……”（VIII, 35）。

“为了世界的哲学家”在恩格尔那里意味着：思想不再局限于书斋。在所谓的通俗哲学看来，那正是18世纪的经院形而上学，后者被不公正地与官方权威思维联系在一起。如今追求的是一种面向公民日常议题敞开的、自由的智性！这至少与康德那句名言相距不远：人们不应当学习哲学，而应当学习哲学思考。因为这绝不可能指经院哲学，而是指在世界中并为了世界而自我确证的人所进行的哲学思考。康德用哲学与数学和历史学科在对象上的差异来论证他这句屡屡提及的话。在哲学中，不应去被动接受现成的材料，而必须自己独立思考，因为根本不存在现成的世俗智慧（VI, 306 f.; XXIV, 189）。有趣且听起来颇似通俗哲学的是，康德指出哲学思考的关键在于“新思想、机智、精神、……表达的质朴自然、……天才”（XXIV, 53）。

这再次引向了结合康德个人遗著笔记与讲座的全面康德阐释主题。康德的道德哲学讲座已得到重新校订并配有优秀的导论（奥伯豪森 / 波佐）。在同一丛书中，P. 门策尔的《康德伦理学讲座》（1924年）亦得到了重编更新（W. 施塔克，2004年）。在那个高度崇尚公开辩论并因此在文学上要求极高的时代文化中，康德对其广博严谨、分析排比的风格给予了高度重视。所谓的《随感》（Reflexionen），即无意出版的私人笔记，对于展现康德在每个主题上透彻探究、草拟构想的思维方式具有极高的启发价值，同样也生动展现了其理论形成的原初变体——无论是其分化视角的细微差别，还是其与当时核心哲学主题之间往往隐蔽的深层关联（这些在当今的康德阐释中极易被忽略）。《随感》这片博大的文本世界展现了康德在其“世界”中的思想，构成了一个脱离了正式著作规整轨道的别样整体。它们展现了康德向自己提出的问题；由于他在这里并非在讲授哲学，而是在亲自进行哲学思考，因此他也保留了这些问题本身的开放状态。康德在这里的表达更为直接，并在这种意义上更为深刻有力。

在响应柏林学者圈提出的对多层次纲领性术语“启蒙”进行探讨的论文中，康德为“学习哲学思考”赋予了贺拉斯名言“敢于求知”（sapere aude）的核心基调。每个人都应当运用自己的知性，摒弃贪图安逸、任由宗教与政治监护人将自己置于依附状态的处境。他将哲学思考的主题与思想自由的各种意志内涵联系起来，但首先是与自我反思联系在一起，正是自我反思才构成了人格。这是康德精神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尤其是对于当今年轻一代大学生迅速形成的集体抗议姿态——与之平行的则是右翼保守群体那种始终持有现成断言的严苛集体主义。

对于早在梅兰希通《关于大学改革的演讲》（1518年）中就已具备的“敢于求知”的传统教育学结构，康德为其增添了指向贯穿思维方式的社会秩序革新的维度。他并未走得像推崇古典古代的梅兰希通那么远（后者认为哲学家“在治理城邦共同体时，能够找到关于正义、良善与均衡的公式”，J. 施塔克尔贝格，《人文主义精神世界》，1956年，第273页）。康德将其哲学“为了世界”的进步性社会成就，置于其思想两翼的统一之中，即“工具”（Organon）与“学说”（Doctrin）的统一，也就是各项《批判》与形而上学奠基著作以及关于特定法权与道德哲学、政治、公共性主题等著作的统一。康德在其时代背景下吸收了哪些生活实践问题？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将展现出他对当代世界的全方位洞察。这要求我们除了研读广受讨论的专著之外，还必须在《随感》中追踪其贯穿始终的主题脉络和记录下来的未竟思考。在康德那里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精神公共性议题，即主要面向学者的思想与出版自由、摆脱教会监护、工商业自由。此外还包括道德与法权议题，如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针对谋杀的死刑、在特殊情况下在法权上允许说谎的不可能性等等。但康德指的也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在公务事务中，他们只承担对理性的私下运用，他们必须服从。）康德本人对公共生活议题极为关注。他认为人人都应成为“政论家/著作家”，并通过“著作向真正的公众即向世界”发言（卡西尔编，《伊曼努尔·康德著作集》，1912年，IV, 172）。在当今时代，康德实践理性的要求与从收入分配直至社会排斥的现实之间的反差急剧扩大，这为康德思想作为“为了世界的哲学”的传承开辟了全新的生活实践视